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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实验心理学》2000年出版以来，心理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上，2001年命名的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基础上正以迅猛的势头发展；在国内，2004年在北京举办了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2005年心理学第一次有了国家重点实验室，2008年8月韩世辉（北京大学教授）与德国心理学家合作，在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上发表文章
*

 ，宣告了跨文化脑功能成像研究途径的诞生，同年10月清华大学恢复建立心理系。国内旺盛的心理学需求使得《实验心理学》已印刷8万多册，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次再版的《实验心理学》就是作为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出版的。

新版的《实验心理学》将以相当的篇幅反映心理科学近年来的进展，它同2000年版比较，有如下一些变化。第7章“注意”，第9章“心理语言学”，第11章“社会认知”，第12章“意识”等是新写的。“社会认知”一章将为学生了解社会认知神经科学作好准备。“意识”一章突出地反映了近年来研究无意识视知觉的新的实验范式和新的概念。“注意”一章有专门的部分介绍注意的认知神经科学。“心理语言学”一章也反映了相关的进展；第8章“记忆”、第13章“眼动实验法”作了较大修改；其余有些章节也作了适当修改；最后，这次再版增加了附录部分，它是对书中正文部分的有益补充。其中“谈心理学实验方法的几个问题”一文是已故我国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赫葆源撰写的。该文对心理学实验方法作了通俗易懂的介绍，但内容又十分深刻，它既适合初学者也适合教师阅读。我国心理学家陈霖提出的拓扑知觉理论近年来已获得世界声誉，吴艳红撰写的“拓扑性质知觉理论”一文专门对它做了介绍。“语言与脑”一文作者是乔姆斯基（N. Chomsky），他是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创始人，著名语言学家，该文对语言学和脑科学的学科整合作了深刻的论述。“道德的本源”是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它生动地叙述了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哲学家和法律学者使用各种实验技术以及对道德的质疑，共同探索人类道德本性所获得的成果，显示了学术界对社会认知的关注以及文理交叉、多学科协同研究的趋势与威力。

本书各章的执笔人如下：第1章、第3章、第5章视觉部分、第10章、第11章：朱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第2章：郭春彦（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第4章：金志成（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第5章听觉部分、第9章：杨玉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第6章：吴艳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第7章：范津（美国纽约Mount Sinai医学院）；第12章：耿海燕（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第13章：韩玉昌（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系）；第14章：卓彦（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认知科学实验室）；第8章：朱滢与吴艳红。另外，顾晓思、刘勋（美国纽约Mount Sinai医学院）参与第7章写作；陈黎静、赵黎明、江爱世和刘文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参与第9章写作，张力（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协助修改第3章。

2000年版的《实验心理学》曾指出：“这本书的出版正值世纪之交，以生命科学为带头学科的21世纪就要到来了。此书试图反映处在世纪之交的心理学的变化。现在，许多心理学家都已认识到必须放弃‘认知的研究可以脱离脑的研究而进行’这种观点。当前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们正在用心理事件与脑功能的概念取代心理与计算机程序之间的类比。心理学正处在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阶段。”九年来，这段论述不断地得到了验证。例如，价值上千万元的功能磁共振成像系统fMRI这样的大型实验设备典型地代表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实验手段。在国内，除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认知科学重点实验室早在1995年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功能磁共振成像中心外，2000年至今已建立或即将建立功能磁共振成像中心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清华大学。

实验心理学的教学目的在于训练学生去理解心理学的研究，或者说，为学生读懂心理学实验报告、学会做心理学实验打好基础。教师掌握了这一点，在教学内容上就不会与其他心理学课程重复。学生逐渐领会了这一点，在学习上就会有所侧重，学得也更主动些。

2000年版的《实验心理学》出版以来，一些热心的读者来信指出了书中一些印刷上或表述上的错误。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陈小红编辑为《实验心理学》的再版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吴艳红教授为组织书稿做了许多工作，王程、刘盼同学参与了书稿的录入，我的妻子汪慧丽教授也为本书的出版给与我许多的帮助。我们向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诚恳欢迎读者对书中的错误和缺点批评指正。





朱　滢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2009年1月　

注释


*
 　Han S & Northoff G. 2008. Culture-sensitive neural substrates of human cognition: a transcultural neuroimaging approach.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9: 646—654.


1　引　论

在实验心理学建立之前，心理学附属于哲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实验心理学的建立使心理学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实验方法在心理学中的应用为心理学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新手段，迅速改变了心理学的面貌，使它的发展大为加快。从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到现在仅百余年，心理学的发展超过了以往许多世纪。现在，从感觉、知觉、注意、表象、学习、记忆、思维、言语到情绪、人格、意识各个专题，无一不应用实验方法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研究。在教育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管理心理学中广泛应用的智力测验、能力倾向测验、成就测验、态度测验等，都应用了心理物理学的量表法。世界上第一本工程心理学的书就以《应用实验心理学》命名，《航空航天实验心理学》更是实验心理学在最复杂的劳动（操纵飞行器）中的具体应用。总之，可以说实验心理学乃是各门心理学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认知心理学或信息加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中的主流。认知心理学把心理过程理解为一系列的信息加工过程，从机能上把人脑与计算机进行类比，因为计算机正是对信息作出一系列处理的加工系统。认知心理学强调，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的内部心理过程。但是，人们不能直接观察内部的心理过程，只能依靠输入（刺激）和输出（反应）的东西推测内部发生的过程。因此，认知心理学特别依赖于实验方法，只有正确而巧妙的实验设计才能保证推测到的内部心理过程——信息加工过程的可靠性。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认知神经科学是心理学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认知神经科学把心理与大脑的统一理解作为自己的目标，强调心理活动是大脑的功能这个简单的真理。它要求在具体的实验中，把心理过程与实时相应的神经过程联系起来。为满足这样的要求，研究者必须首先依靠实验设计来确认某种心理过程，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通过仪器记录到的脑内变化过程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具有某种明确功能（心理活动）的脑活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心理现象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方法来研究的，也因为如此，心理学才能够不断地迅速发展。而且，使用实验心理学的实验方法获得的经验数据，对于评估关于人的智能的计算机模型，对于理解大脑永远是不可缺少的。

一、实验与观察

自然观察是许多科学分支的主要研究方法。天文学的发现是靠观察得到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建立在对自然界周密的观察之上。儿童心理学、动物心理学也都依靠观察获得了重要的发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著名的心理学家荆其诚在干校养猪时，曾观察到非常有趣的母猪哺育幼仔的行为模式：母猪先后分娩仔猪以后，每一仔猪立即找到母猪身上的一个合适的乳头，而且从此以后始终从这一乳头吃奶。更有趣的是，母猪在喂奶时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呼噜鼾声，一旦它在喂奶中途入睡，停止发出呼噜声，其乳腺也就会停止分泌乳汁；而这时正在吃奶的小猪中也必会有一头仔猪从侧卧的母猪背后绕到母猪的头部，用鼻子拱动母猪的鼻子，似乎在通知母猪继续放奶；于是母猪醒来继续发出呼噜声并分泌乳汁。这些行为模式在每一窝中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出现，以达到母猪哺育后代的目的（荆其诚，1990）。

实验方法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自然观察只能等待所要观察的事物出现时才能进行，或只能对已有的事物进行观察；而实验方法则是研究者主动控制条件下对事物的观察，它能对所观察的现象作出因果性的说明。

实验方法有如下的一些特点或优点：

①实验者总是带着特定的目的去进行实验。这样，他至少知道他将要观察行为的哪些方面，什么时候去观察它们。也就是说，实验者规定了他将要研究的事物。

②实验者设置的实验条件为他的观察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他可以在做好去测量和记录的充分准备时开始实验。这样，通过控制某事件的发生，他就可以使它重复产生，以便确信某种现象是不是前后一致。

③实验者设定了明确的实验条件，别人就可以重复实验，对他的结果做独立的检验。

④实验者可以控制一切条件，使之恒定，只改变某一条件，看实验结果是否就是这个条件引起的（Kiling and Riggs, 1975）。

简要地说，实验方法可以“产生”新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在自然状态下观察不到的。实验方法可以发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新的现象以及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都可以由不同的研究者各自做出检验。而且，实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

二、心理学实验和它的各种变量

一项心理学实验包含3种变量：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和额外变量（extraneous variable）。那么，什么是心理学实验呢？心理学实验要求额外变量保持恒定，而仅仅操纵自变量去影响因变量。并且它还设定一个虚无假设（a null hypothesis）：因变量的平均值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如果所获得的实验数据拒绝（或否定）虚无假设，那么实验者就得到了一个可靠的结论，即一点有用的信息——因变量是明显地受自变量影响的（Simon, 1974）。至今为止，心理学知识的累积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框架内实现的。这样的心理学实验框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实验设计，即怎样操纵自变量去影响因变量；二是数据分析，即对虚无假设进行显著性检验的问题。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是第一章要讨论的内容，我们现在只对自变量、因变量与额外变量作一些介绍。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介绍两个实验心理学中常用的名词：主试和被试。主试（experimenter）就是实验者，即主持实验的人，他发出刺激给被试，通过实验收集心理学的资料。被试（subject）就是实验对象，接受主试发出的刺激并作出反应。人与动物都可以作为被试。

下面我们介绍一个简单反应时间的实验。我们很熟悉这样的情景：在运动场上，裁判员喊“预备”口令不久，枪响了，百米赛跑的运动员一跃而起奔跑冲刺。从枪响的一刹那到运动员开始手离地面的这一段时间，心理学上称之为反应时间，简称反应时。一个人反应时间的长短可以用实验测量出来：让一个被试安静地坐在桌子旁边，主试说“预备”后，被试立即用右手轻轻压着一个反应键，大约2s后主试给出声音，被试一听到声音应尽快松开键。从声音出现到反应键松开的时间就是反应时间，它可以由一个电钟记录下来。为了准确地测得某个人的反应时间，测量应该进行几百次，然后求得这些数据的平均值（毫秒）即为该人的反应时间。以上进行的是对声音的反应时间实验，测得的是某人的听觉反应时间，如果把声音刺激换成灯光刺激，那么测得的反应时间就是视觉反应时间。

（一）自变量

自变量即刺激变量，它是由主试选择、控制的变量，它决定着行为或心理的变化。在上面的实验中，声音和灯光就是自变量，它决定着反应时的长短。主试选择自变量的目的是用自变量来改变行为。例如，主试如果用声音作刺激，就测得听觉反应时；如果用灯光作刺激，那么测得的就是视觉反应时。而视觉反应时总是比听觉反应时长，这就是说，由灯光引起的行为反应与由声音引起的反应快慢是不同的。还有，如果主试增加声音的强度，反应时间就会缩短，这也是行为的变化。强的声音和弱的声音都叫做声音的自变量，但它们处在不同的水平；强的灯光与弱的灯光引起的反应时也不同，这两种灯光刺激也处在不同的水平。当自变量的水平（数量）有了变化并导致行为的变化，我们就说行为是处在自变量的控制之下，或者说，自变量是有效的。

自变量可以分为以下4种。

1．刺激特点自变量

刺激的不同特性会引起被试不同的反应。例如，灯光与声音引起的反应时不同，强度不同的声音引起的反应时也不同，我们把这类自变量称为刺激特点自变量。在记忆实验中，主试要求被试学习50个单词，这些单词也许是常见的，也许很少见到，那么单词在书刊报纸中出现的频率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研究单词的频率对再认的影响。在心理语言学实验中，句子的不同类型，如肯定句与否定句、主动句与被动句，就是刺激特点自变量，它可能会影响用句子匹配相应图画的快慢。

2．环境特点自变量

进行实验时环境的各种特点，如温度、是否有观众在场、是否有噪声、白天或夜晚等，都可以作为自变量。在记忆实验中，两组被试都在同一实验室学习，但在测验时，第一组被试在原来实验室进行，而第二组被试换一间实验室进行，研究者想要知道，不同的测验环境是否对记忆有影响。这可以说是典型的环境特点自变量。初学者常常忽视了时间这个环境特点自变量。在暗适应过程中，时间是一个最重要的自变量。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处在黑暗中的眼睛的感受性才逐渐提高了。时间这个自变量在记忆研究中是如此重要和无时不在，你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不用时间作自变量的记忆实验。

3．被试特点自变量

一个人的各种特点，如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内外倾个性特征、左手或右手为利手、自我评价高或低等，也都可以作为自变量。老年记忆的研究中常把老人的记忆与青年人的记忆作比较；在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中年龄、性别的选择十分重要。对于被试特点自变量，主试只作选择而不能改变它，这和主试可以任意调节声音刺激的强度是不同的。

4．暂时造成的被试差别

当被试来到实验室时，他们在各方面都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主试对被试进行分组时，一组被试与另一组被试的差别便产生了。例如，研究者对三种不同的学习方法是否对记忆有不同影响感兴趣。第一组被试对每次呈现的3个单字机械复述即死记硬背；第二组用每次呈现的3个单字造一句子；第三组对3个单字所代表的实物形象进行想象。例如，如果3个单字是狗、水、月，那么被试就可以想象一只狗对月亮汪汪的时候掉进水坑了。三组的学习的时间是相等的。这样，三组被试由于使用的学习方法不同而产生了差别。这种差别可以产生不同的记忆效果。应该指出的是，被试的暂时差别通常都是由主试给予不同的指示语而造成的。

（二）因变量

因变量即被试的反应变量，它是自变量造成的结果，是主试观察或测量的行为变量。在刚才叙述的记忆实验中，三组被试学习完毕即进行再现和再认测验，能够再现和再认的单字在全部学过的单字中的百分比就是反应变量。在对声音和灯光的反应时实验中，测得的反应时的长短就是反应变量。对因变量的测量与选择有下面几个问题需要讨论。

1．因变量的可靠性即信度

信度是指一致性，同一被试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应该得到相近的结果。如果同一被试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有时（结果）得分很高，有时得分很低，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种因变量（或测量被试反应的方法）是不可靠的，它缺乏一致性。

2．因变量的有效性即效度

当确是自变量而不是其他各种因素造成了因变量的变化时，我们就说这种因变量是有效的。例如，在问题解决的实验中，你规定的因变量（反应变量）是在一定时间内被试解决问题的多少。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因变量。当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且是按困难程度越来越难排列时，解决问题的数目作为因变量是有效的；但是，如果问题很多但非常容易，那么解决问题的数目就不能说明或测量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只不过是说明或测量他的阅读速度罢了。

如果因变量的变化不是由自变量造成的，而是由其他的因素造成的，我们就说这种因变量是无效的，或者说，产生了自变量的混淆（例如将阅读速度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混淆了）。对这个问题下面我们还要专门讨论。

3．因变量的敏感性

自变量发生变化可以引起相应的因变量的变化，这样的因变量是敏感的。如果自变量的变化不能引起相应的因变量的变化，我们就说这样的因变量是不敏感的。不敏感的因变量有两类典型的例子，一类叫高限效应（ceiling effect）。当要求被试完成的任务过于容易，所有不同水平（数量）的自变量都获得很好的结果，并且没有什么差别时，我们就说实验中出现了高限效应。例如，你要求被试学习30个单字，有些人读一遍，有些人读两遍，有些人读三遍。测验表明，三种情况下被试都能再认90％以上的单字。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学习遍数（即自变量的不同水平）并未造成再认百分比（因变量）的变化。这时我们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再认这一指标（因变量）是不敏感的。另一类不敏感的因变量例子是低限效应（floor effect）。当要求被试完成的任务过于困难，所有不同水平的自变量都获得很差的结果，并且没有什么差别时，我们就说实验中出现了低限效应。在刚才的例子中，如果你要求被试学习200个单字而不是30个，测验又由再认改为再现，结果表明，三种情况下被试的再现百分比都不超过20％。

如果你在实验中选择的因变量是不可靠的、无效的或不敏感的，那么你从实验结果中所得出的结论也就并不能证实你的假设，而只是反映了实验方法中的毛病而已。

（三）额外变量或自变量的混淆

当我们在一次实验中确定了自变量与因变量以后，就应该使实验的其他条件保持恒定，因为只有这样实验中的因果关系才能得到明确的说明。所以，额外变量就是在实验中应该保持恒定的变量。

例如，在听觉反应时的实验中，下列变量应保持恒定：声音的频率与强度；预备时间；反应方式（听到声音松开键，还是先松开键听到声音后去按压键）；用利手反应等等。对任何一项实验来说，需要控制的变量都是极多的——它要比实际上能够控制的多得多，但是，只要我们把足以影响因变量的一些主要因素控制住，实验结果就是可靠的。我们怎样决定哪些因素必须控制住呢？这要参照别人有关的实验以及凭你自己的实验经验。

如果应该控制的变量没有控制好，那么它就会造成因变量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选定的自变量与一些未控制好的因素共同造成了因变量的变化，这就叫自变量的混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额外变量就是潜在的自变量。

例如，在对声音的反应时实验中，如果没有控制好预备时间，预备时间有时较长（如4s），使被试的准备松弛了；有时较短（如0.5s），又使被试来不及准备，这都会对反应时产生不利的影响。结果测出来的反应时的长短就不仅是由声音决定的，同时也是由预备时间决定的。这样，如果我们实验的目的是要考察声音强度对反应时的影响，但由于预备时间忽长忽短也造成了反应时的变化，那我们就不能得出关于声音强度与反应时关系的正确结论。

三、实验范式

实验方法在各种心理过程以及各个心理学分支的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实验范式（the experimental paradigms）。例如，研究言语过程的一种实验方法——斯楚普测验（stroop test）就是一种实验范式。在斯楚普测验中使用一系列颜色词（红、绿、黄等），但词义与书写该词的颜色不匹配。例如，“红”字用绿色写，“黄”字用红色写等。实验中当要求被试尽快说出字的颜色时，被试常常自动地首先把字读出来了，这就是颜色命名的过程与读字过程的竞争。由于阅读是一种自动化过程，因此人们倾向于先读字，这样，字义的自动加工过程就干扰了有意的颜色命名的过程。自从1935年斯楚普测验范式首次出现以来，在这几十年里与它有关的研究已经超过700篇文献，研究者通过将它稍作改动已将它广泛应用于个别差异、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大脑左右半球差异等领域（Macleod, 1991）。近年来，人们又将斯楚普范式应用于记忆、无意识知觉的研究中（耿海燕、朱滢，1998）。记忆研究中的“加工水平效应”（the level effect of processing）也是一个能被用来说明什么是实验范式以及它的作用的恰当例子。在非随意学习中（incidental learning），要求被试回答有关单字的各种问题，如这个单字是用大写字母写的吗？这个单字与某个字是否押韵？这个单字能否归为动物一类？回答这些问题要求进行不同水平的加工，而后来的记忆成绩也就是不同水平加工的函数。深层的有关意义的加工（如归类）导致最好的保持，其次是语音的加工，最差的是字型的加工。应用加工水平的实验程序研究记忆曾风靡一时，至今，它仍然是各种记忆新概念的一块试金石。例如，到1992年为止已发表的关于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是否存在加工水平效应的实验研究就有将近40个（Challis & Broadbent, 1992）。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到，某种实验范式实际上就是相对固定的实验程序，它的设计一般有两种用途或目的。第一，为了使某种心理现象得到更清晰准确的描述和表达。第二，为了检验某种假设、新提出来的概念。有些实验范式只局限于某一领域，有些实验范式经改动可以适用于许多领域。实验范式还随着研究的扩展与深入不断地涌现出来。例如，为了研究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Tulving等人于1982年设计了补笔（word fragment completion）这一实验范式，如今这一范式已广泛运用于内隐记忆的研究中。另一方面，有些实验范式又随着研究内容的变化而逐渐被淘汰。例如，记忆研究中对偶联合范式（paired-associate procedures）从60年代以后已逐渐停止使用。

实验范式的出现多带有一定的理论背景。例如，Craik和Lockhart（1972）曾批评Atkinson和Shiffrin（1968）的如下主张：信息由短时记忆传递到长时记忆依赖于信息在短时记忆中维持的时间长短。Craik等人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短时记忆中复述的性质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机械复述（即死记硬背）对回忆帮助不大，只有涉及意义的复述才会导致良好的记忆。而加工水平范式正是上述思想的体现。因此，我们要学会把抽象的观念变成可以具体操作的实验，从实验范式中学习是极为重要的。

四、心理学规律的性质

R. S. 武德沃斯和H. 施洛斯贝格（1965）曾指出，虽然实验心理学注重实验研究的定量工作，但有一些重要的变量，它们的性质是质量的而不是数量的。例如，“感觉道”的差异就是性质的不同，不同的感觉器官在感知周围环境方面各有不同的功能。R. S. 武德沃斯等人认为，过于偏向定量的工作，就会给研究工作设置许多障碍，从而把许多基本的科学问题都给掩盖起来了。

几十年以后，人工智能和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Simon，从心理学规律的性质的角度讨论了心理学研究中的定性与定量的问题。他认为，心理学不应当向物理学看齐，企图用几个基本公式来概括所有的心理现象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其他科学领域的规律也不一定都是定量的规律。生物学、化学、分子生物学、地球物理学、甚至物理学的一些规律就属于定性结构的规律。例如，帕斯特的“疾病是由病菌造成的”这个规律并不是一个定量的规律，但它对人们寻找疾病产生的原因却起了指导作用，并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因此人们承认它是基本规律。又例如，现代分子遗传学大致源于如下的概括，即生物的遗传性状是由4种核苷酸排列成的长链决定的，这也属于定性结构的规律。心理学也有一些定量的规律，如短时记忆容量大约为7。但心理学的规律现在和将来都是局限于一定范围内的，其普遍性是有限的，因而它主要是定性结构的规律。心理学的成功不是看它与物理学多么相像，而是看它描述和解释人的行为有多好。目前，心理学所提出的一些一般化的定理还不能给出精确的定性描述，还不属于定性结构的规律。例如，“人类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受着短时记忆的限制，受到计算能力的限制”，这个理论并不那么确切，但它可以指导我们去分析问题，如它可以指导计算机的人－机界面设计（司马贺，1986；Simon，1990）。

为什么心理学的发展不能以物理学为标准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让我们举认知心理学为例来作一点说明。认知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主要潮流曾大大推动了心理学的前进，但是认知心理学仅强调用计算机程序来类比人的心理过程，即仅仅从软件层次上来进行类比，而不涉及硬件，不涉及产生心理过程的大脑。这表明它遵循的是信息论的思想，即只强调信息本身，而认为信息的载体是无关紧要的。这是一种只强调形式而不重视物质本身的倾向或方法，这种方法在物理学中已获得成功，它对物理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都可以用简单而漂亮的形式系统来给予统一的描述和解释。但是，几十年来，这种方法已使人工智能不时陷入困境，它应用于心理学的局限性也愈来愈明显。在知觉、注意、表象、记忆等基本过程中常常出现对立的观点和流派而看不到解决的前景。也许，心理学应当从生物学中得到启发。生物学的知识依赖于对千百万种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研究，每种生物生存的环境又千差万别。因此，仅仅在最抽象的和质的水平上才能谈论生物学的最一般的规律，许多生物学的规律都只适用于单一的物种。由于人的心理活动既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又受人的大脑的约束，因而人的心理活动也就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过程。也许，比较而言，心理学的规律更类似于生物学的规律而不似物理学的规律（陈霖、朱滢和陈永明，1996）。

在我们学习实验心理学、想要使心理学有一番作为时，应当好好思考心理学规律的性质。

问　题

1．怎样理解实验心理学是各门心理学的基础？

2．实验与观察有什么不同之处？

3．什么叫做自变量的混淆？怎样避免自变量的混淆？

4．举出几个实验范式的例子，并说明它们的应用，提出它们的理论设想。

5．怎样理解心理学的规律更类似于生物学的规律而不似物理学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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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设计与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研究的目的是要检验理论假设的正确性或探索理论意图实现的可能性。所谓实验设计是指研究者针对需要验证的实验假设，为有计划地搜集观察资料而预先建立和依据的设计模式。

从理论上讲，心理学的实验设计是一门心理学与统计学相结合的实验技术科学，它隶属于心理科学方法论的范畴。广义地说，实验设计包括以下几方面：形成统计假设，并为检验假设、搜集和分析数据制订有效的计划；阐明检验统计假设所遵循的决策；按计划搜集资料；按计划分析资料；对统计假设的真伪作出归纳性推断。实验设计是研究工作的重点。良好的实验设计不仅是实验过程的依据和处理结果的先决条件，也是使科学研究获得预期结果的一个重要保证。

根据实验控制条件严密程度的不同，也就是根据对内在无效来源和外在无关因素的控制程度、能否随机选择和分配被试以及能否主动操纵实验变量，又可将实验设计分为真实验设计、准实验设计和非实验设计。

一、实验设计中的基本问题

研究者在对心理学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实际实验时，往往希望能用较简单的实验设计来达到实验所需要的精确度。要想达到这一目标，研究者就必须考虑选择一个良好的实验设计，并要对设计中的各种变量进行控制，以及采取使误差减低到最低限度的手段——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本节中所要讲述的问题。

（一）变量的选择与控制

1．变量的选择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总是通过各种实验来探索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心理学研究中，实验研究的目的在于探查行为（反应）与实验中所施加的刺激之间的关系或说明关系的性质。而这种行为（反应）与刺激的关系则正是用变量间的关系来表示和实施的。在研究中所讨论的变量包括：自变量和因变量、调节变量、控制变量、中间变量、无关变量。这些内容已在第一章中讲述过，这里不再重述。

2．实验设计中的控制

实验研究的设计与实验控制的应用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良好设计的实验和其他形式的实验研究可追溯到几百年前，但由科学工作者用控制的方法来进行系统的实验研究也仅是近一百年的事情。研究实验控制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控制的概念

控制是指对实验条件的限制。在心理测量学的研究中，需要施行控制的研究是很多的。例如，在对各类考试、测验进行命题时，既要考虑控制试卷中各个题目的难度，也要考虑控制整个试卷的平均难度。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中，所实施控制的实例就更多了，这里不一一列举。

（2）控制的应用

①对变量的控制。在实验研究中，随机这一概念仅作为控制变量的技术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发明。利用随机化原则对自变量进行控制包含两种含义：一是从限定的总体中随机抽取被试作为实验的样本；二是将抽取的被试随机分配到相应的实验处理中去。从限定的总体中随机抽取样本的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等方法。

②使用控制组。在实验中，采用控制组对实验结果的评价是非常有利的。米尔（J. S. Mill）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控制”这一词的含义，他的第一个原则是一致原则。此原则表明：如果a在A后面发生，那么A有可能是a的原因。对于“有可能”要认真考虑，因为显然有这样的情况，即使a总在A后面发生，A也可能不是a的原因。在米尔的第二个原则中，他主张：如果a总是跟在A后面发生，并且如果A不存在，则a也不存在，那么就可以断定A是a发生的原因。这后一原则恰好是第一原则的拓广，它包括可组成A不存在时的情况，这恰恰是控制的引入，是控制组引入实验的基础，它描述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科学研究的方法。

3．实验误差

在实验设计的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估计实验误差。没有对实验误差的估计，研究的结果就不易解释清楚，并可能产生错误的解释。所以有必要了解实验误差的定义以及它的主要来源。

实验误差是存在于实验单元内作同样处理所得观测数据间的变差的度量。从理论上来讲，实验误差有3个主要来源：首先是有一个内在的变差存在于要施加处理的实验被试中；其次是由于在实验的环境条件和操作过程中因缺乏一致性的结果而产生的变差；最后是重复实验的变差。林德奎斯特（E. F. Lindquist, 1953）提出了相类似的分类原则，只是他的分类原则更针对于具体的实验。他按误差是否与被试、组别、重复相联系而将其分为三类：即：S-类型误差（subjects），G-类型误差（groups）和R-类型误差（replications）。研究者在进行实验设计时，应力图使上述三类误差的来源减少到最小值。为达此目的，可采取如下措施：

①调整实验中的被试，以减少其内在的变差效应。

②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实验重复的次数，对实验结果进行综合评价。

（二）实验中的效度

在心理学研究中，常有一些无关因素与实验变量相混淆，影响实验的结果。这就是影响实验设计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1．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

实验研究的内部效度是指实验变量（处理）能被精确估计的程度。排除对实验结果产生干扰的无关因素，使研究者相信实验结果确实是由实验变量引起的，这时则说这个研究具有内部效度。反之，如果对与实验无关的因素控制不充分，一些无关的因素可能与实验变量产生混淆，使实验结果受到影响，则说这个实验研究缺乏内部效度。一般来说，下面的这些因素常会与实验变量相混淆，成为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

（1）历史（经历）

历史指在实验过程中，与实验变量同时发生，并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的特定事件。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研究者往往无法判断实验结果是由处理（自变量）引起的，还是由特定事件引出的。

（2）成熟或自然发展的影响

指在实验过程中随着时间的延续，被试身心发生变化，如变得较为成熟，变得疲倦、对实验失去兴趣或饥渴等。

（3）选择

在实验过程中，由于没有采用随机化的方法来选择被试和分配被试，因而造成在实验处理前被试的组与组之间在很多方面并不相等或有偏向性。

（4）测验

在许多研究中，研究者为了取得实验前被试的初始状态，常对被试实施前测验，而这种前测验可能会积极或消极地影响实验处理实施后所进行的测验。

（5）被试的亡失

在实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使实验组或控制组中有较多的被试中途退出实验或中途死亡（动物实验），研究者无法对实验结果作出正确的解释。

（6）统计回归

指在实验处理前选择了在某一特征方面具有极端分数（高分或低分）的被试，实验处理后的测验分数有回归到平均数的趋向（变得不优也不差）。

（7）仪器的使用

指在实验过程中使用仪器不当或仪器失灵、测验材料出现问题或主试身心发生变化（更严格或疲劳等因素）。

（8）选择和成熟的交互作用及其他

在实验设计中，如果研究者缺乏对变量进行精确控制，上述诸因素就常会产生交互作用的效果。这一效果与实验处理的效果相混淆，遂使研究者因无法确定实验结果的来源而误认为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实验处理的作用。在诸因素的交互作用中，选择与成熟之间的交互作用是最常出现的。

2．影响外部效度的因素

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指的是实验研究的结果能被概括到实验情境条件以外的程度。如果研究数据仅在本实验情境下有效，那么这种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就较低。如某些教学改革方法的研究仅适用于城市条件教学，而不适用于农村条件的教学，对这样的研究其外部效度就是低的。一般来说，影响一个实验研究的外部效度有下列因素：

（1）测验的反作用效果

在采用有前测验和后测验的实验设计时，前测验的作用有可能会增加或降低被试对实验处理的敏感作用。由于被试在前测验时已经察觉本身正处在实验情境中，所以对后来进行的测验就比较注意，致使他们本来的特征被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用这类有前测验的实验设计所得到的结果，就不能直接推论到无前测验的实验中去，否则，将会导致错误。

（2）选择偏差与实验变量的交互作用

由于某种原因或抽样出现错误，研究者所选择的被试样本都具有某种特征，而且这种特征与实验处理发生作用对实验结果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这种在选择中有偏向的样本并不能代表总体，故这种结果的可推广性也就因此而受到限制。

（3）实验安排的反作用效果

在有些实验研究过程中，如果被试在实施处理前了解实验的安排或因参加实验而受到暗示，那么被试可能会产生霍桑效应和安慰剂效应，从而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这样的实验结果自然也就不能推广到非实验情境中去。

（4）重复实验处理的干扰

同一组被试在短期内接受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处理时，前一实验处理往往会对后一实验处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使被试产生练习效应或疲劳效应，因此用这种实验设计得到的结果就不能适用于非重复实验处理的情境。

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者在选择实验设计时要根据实验假设，对实验情境进行必要的控制，以提高实验设计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

二、真实验设计

在心理学研究中，采用真实验设计来进行实验研究是检验实验效果的一个重要方法。真实验设计对实验条件的控制程度要求较高，在使用这类实验设计时，实验者可以有效地操纵实验变量，能有效地控制内在无效来源和外在无关因素的影响，能在随机化原则基础上选择和分配被试，从而使实验结果更能客观地反映实验处理的作用。

（一）完全随机化设计

完全随机化设计也称简单随机化设计，是指用随机化方法将被试随机分为几组，然后依实验的目的对各组被试实施不同的处理。随机化设计起源于统计学的取样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某一界定的总体内进行实验研究，如从一界定的总体中随机选取和分配两组或两组以上的样本，对之分别实施不同的实验处理，以比较实验处理的效果。

1．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

（1）设计的模式

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是指研究者在实验前采用随机分配的方法将被试分为两组，并随机选择一组为实验组；另一组为控制组。实验组接受实验处理，而控制组则不给予实验处理，它的基本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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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设计的基本模式中，R表示采用随机布置方法分配被试和实验处理，X表示由研究者操纵的实验处理，O1
 和O3
 表示在实验前对两组被试进行前测验，得到被试初始状态的成绩，O2
 和O4
 表示两组被试的后测成绩（一组接受实验处理，另一组不接受实验处理）。

（2）设计的评价

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基本控制了绝大多数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这是因为该设计采用随机布置的方法将被试分为两组，从而可以控制选择、被试的中途退出以及选择与成熟的交互作用等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另外，由于安排了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实验过程中，发生在前测到后测这段时间内的事件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影响基本相同，因而可以控制历史、成熟、测验、仪器使用等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但是，实验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研究者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采用上述实验设计的模式，就能达到控制所有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因为，在实验过程中，研究者的某些失误也很有可能会产生某些因素对此实验设计的内部效度造成影响，从而使该实验失去真实验设计的特性。该设计使用了前测验，它为检查随机分组是否存在偏差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它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即被试由于前测验而获得的经验，可能对后测验产生敏感性，出现测验的反作用效果，导致对实验设计外部效度的影响。

（3）设计的显著性检验

对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所得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有两类方法可以使用：其一是对增值分数进行统计分析。方法是对每一名被试，用其后测成绩减去前测成绩（O2
 －O1
 ，O4
 －O3
 ），分别求出两组增值分数的平均数。对两组增值分数进行显著性检验的方法有：t检验（参数统计）；曼－惠特尼（Mann-Whitney）U检验或中位数检验（非参数检验）。另外，还有协方差分析法，这种方法被研究者认为是很好的方法。此方法是将前测分数作为协变量，对实施实验处理前的组间差异进行控制和调整，以便使两组的后测成绩能够比较不受前测成绩的影响。

有两种不正确的统计分析方法也常出现在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实验设计中。其一是通过分别对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成绩进行差数显著性检验，认为，如果实验组前后测成绩有显著性差异，而控制组前后测成绩无显著性差异，将归因于实验处理的作用。其二是通过分别对实验组、控制组前测成绩，以及实验组、控制组后测成绩进行差数显著性检验，就认为，如果两组前测成绩无显著性差异，而两组后测成绩有显著性差异，这也提供了实验处理有效应的证明。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在统计分析时注意。

（4）设计的实例分析

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是一种普遍应用而又比较完善的有效设计。例如，沃坦阿贝、黑尔和洛马克斯（P. Watanabe, V. C. Here & R. G. Lomax）曾报告过一项应用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的研究。该项研究的实验处理是：通过一系列教学程序和方法的训练，来培养学生根据报纸标题预测所报道内容的能力。

沃坦阿贝等人首先对8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他们平时感兴趣的报纸栏目主要是：有趣的连环画、电影、体育比赛，以及其他文娱性报道。因而出现，包括许多优秀的中学生也难以做到根据报纸标题预测新闻报道的内容。而大多数教师却希望学生能更多地阅读新闻报道，了解当前国内外政治动向。由此，研究者认为，如果确定一种训练课的程序，教会8年级学生如何更好地理解报纸标题，这将是很有意义的。

据此，沃坦阿贝等人随机抽取了46名8年级的学生，并随机将他们分配为两组，随机布置其中一组为实验组，接受标题阅读教学，而另一组为控制组，仍接受常规阅读教学。在实施实验处理前，前测验是要求两组学生阅读20个标题，并预测其所述内容。然后用3周时间，对实验组进行标题阅读教学，而对控制组进行常规阅读教学。3周教学结束后，同时对两组学生进行同样的后测验，要求学生阅读类似于前测验的20个标题，并预测其所报道内容。

记分方式：对前测后测所预测内容实施五点量表的客观记分标准，计算得分作为因变量指标。0分表示对标题所含内容未正确预测任何内容，4分表示预测标题所含内容完全正确，满分为80分。统计分析方法采用协方差分析，前测分数作为协变量。统计结果表明，经过标题阅读教学训练的实验组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

2．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

（1）设计的模式

在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中，由于采用了前测验，从而有可能影响实验的外部效度，为了克服这一不利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考虑去掉前测验，而形成另一种实验设计，即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它的基本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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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设计模式中，字母表示的意义与前一种设计模式相同。O1
 和O2
 为后测成绩。

（2）设计的评价

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几乎具有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的所有优点。首先，由于采用实验组接受实验处理，控制组不接受实验处理，从而控制了历史和成熟因素对内部效度的影响；另外，由于实验是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它控制了选择和被试的中途退出等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同时，由于两组被试没有进行前测验，从而控制了测验与实验处理交互作用对实验外部效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该实验设计是优于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在实验处理前，由于采用了随机化原则，使研究者控制了所有选择变量可能产生的偏向，遂使之成为理想的实验设计。

（3）设计的显著性检验

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比较简单。大部分研究者使用t检验对两组后测成绩进行比较研究；非参数检验也常使用曼－惠特尼U检验或中位数检验法。

（4）设计的实例分析

我们以我国学者卢仲衡等（1981）的研究项目“初中一年级数学自学辅导教学协作实验研究”为实例来进行分析。研究的目的是对数学自学辅导教学与传统教学的效果进行比较。研究者随机选择了北京市的若干所中学，并将从小学升入中学的学生随机分为两班，随机选择其中一个班为实验组；另一个班为控制组。实验班采用数学自学辅导教学方式，实验材料为自学辅导教材，内容为初一代数；控制组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学习材料为统编教材，内容与实验班相同，时间为一个学期。表2.1表示学生在学习各个单元内容后对后测成绩进行平均数差数检验（t检验）的结果。

表2.1　某中学实验组和控制组平均成绩比较表

[image: alt]


由表2.1可以看出，通过初一前半年的学习，实验班在两次单元测验（有理数测验和一元一次方程测验）和期末全区统一考试的学习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班；在第二章“整式的加减”测验上，尽管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但实验班的成绩高出控制班5.96分。综合此项实验的其他成果，可以得到结论：数学自学辅导的教学方式优于传统课堂教学方式。

3．随机多组后测设计

（1）设计的模式

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有时要进行实验处理的方案不只是一个或两个，即有时研究者要进行的实验处理X的个数有3个或3个以上。在此我们以3个实验处理作为特例来进行分析，这种实验设计的基本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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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实验设计通过随机化的方式分配被试和实验处理到不同的组别中，然后对几个组的被试进行后测验，获得各组被试的后测成绩。

随机多组后测设计与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实验处理的个数以及相应被试组数增加了。两种实验设计在控制实验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因素上相同，有关对设计的评价这里不再赘述。

（2）实验结果的检验

在对随机多组后测设计的后测成绩进行显著性检验时，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不仅需要了解3种（或3种以上）实验处理的实验结果是否有显著差异，而且还要了解其中任意两种实验处理的实验结果之间是否有显著性差异。比较理想的统计分析方法是单因素方差分析，而不能采用t-检验。如果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统计分析结果是3种（或多种）实验处理的效果有显著差异，并且如果有必要继续了解究竟是哪些处理之间有显著差异，还可用各种成对比较方法来进一步检验。一般情况下，实验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

（二）多因素实验设计

在上述实验设计中，我们只是介绍了单一因素的实验处理对被试组的影响作用。在许多心理现象的研究中，仅使用单一因素设计是不够的，因此，有必要介绍多因素实验设计的研究类型。多因素实验设计是指在实验中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因素（自变量），并且每个因素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水平，各因素的各个水平互相结合，构成多种组合处理的一种实验设计，又称完全随机析因设计。

在完全随机析因设计中，研究者可以考察各个自变量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主要影响效应（交互作用）；并同时考察各自变量对同一因变量的主要影响效应（主效应）；以及考察一个因素的各个水平在另一个因素的某个水平上的效应（简单效应）。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中，这种设计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1．完全随机析因设计的类型

在析因设计中，为简化表述，常常采用一些英文字母、符号和数字，作为各个因素和因素各个水平及其相互关系的标志。

通常用英文大写字母来表示因素，用与大写字母相对应的小写字母来代表因素的水平，而用乘号（×）表示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关系。例如，在包括两个因素且其中一个因素有2个水平，而另一个因素有3个水平的析因设计中，以A和B代表两个因素，以a1、a2和b1、b2和b3分别代表因素A和因素B的水平。我们称其为双因素设计，又称A×B因素设计，也可称2×3因素设计。再如，实验中有A、B和C 3个因素，并且它们的水平数分别为2、3、4，则称为三因素设计，又称A×B×C因素设计，也可称2×3×4因素设计。因此，如果依据实验中所包含因素数目来进行分类，就可以将之划分为完全随机双因素析因设计、完全随机三因素析因设计。下面我们将以完全随机双因素析因设计为例来进行具体研究。

2．完全随机双因素析因设计

根据上面的讨论，完全随机双因素实验设计是指研究者用随机分配的方法将被试分为若干同质组（分组的个数等于实验处理的个数），同时用随机的方法分配每一组被试接受一种实验处理的实验设计。由于双因素析因设计实验处理的个数是由两个因素的水平数交叉组合决定的，所以双因素析因设计的模式也与各因素的水平数有关，对于一个完全随机化双因素实验设计的模式，我们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介绍。实验选择两个因素，因素A和因素B，因素A确定为3个水平，因素B确定为2个水平，两因素交叉组合为6种（3×2）处理。研究者可用随机分配的方法将被试分为6个组，并用随机化方法分配每组被试接受一种实验处理，表2.2给出了3×2完全随机化双因素实验设计的基本模式。

表2.2　3×2完全随机化双因素实验设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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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设计的模式中，R表示随机分配被试为6个等组，并随机分配每组被试接受一种处理。Xa1
 Xb1
 ，Xa1
 Xb2
 ，…，Xa3
 Xb2
 表示6种实验处理，O1
 ，O2
 ，…，O6
 表示各组后测验的分数，将实验结果按实验处理的排列（三个水平和两个水平的交叉组合）安排到6个方格中，O11
 ，O12
 ，…，O1k
 表示第一组有k名被试接受处理Xa1
 Xb1
 ；O21
 ，O22
 ，…，O2k
 表示第二组有k名被试接受处理Xa1
 Xb2
 ；…；O61
 ，O62
 ，…，O6k
 表示第六组有k名被试接受处理Xa3
 Xb2
 。我们可以采用双向（因素）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对实验结果的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因素A（主效应）对学生成绩是否有显著影响；确定因素B（主效应）对学生成绩是否有显著影响；确定因素A×B（交互作用效应）对学生成绩是否也有显著影响。

表2.2表示的完全随机化双因素实验设计的模式只是该设计的一个特例，如果两个因素的各自水平数发生变化就可以构成另外的双因素实验设计的模式。如2×2析因设计将构成4种处理的完全随机化双因素实验设计的模式，得到的是2×2的四格表（表2.2是3×2的六格表）。又如2×4析因设计，将构成8种处理的完全随机化双因素实验设计的模式，得到的是2×4的八格表。

3．双因素析因设计的主要效应和交互作用的效应

主效应和交互作用效应的概念在上面的讨论中都已涉及，一般来说，主效应是指由每个单独因素（自变量）所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交互作用的效应是指当一个因素（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大小因其他因素的水平或安排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时，所产生的交互作用影响因变量的结果。相反，如果某一因素（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大小，不受其他因素的水平或安排的影响，我们就说这个因素与其他因素是没有交互作用的。下面，我们以2×2完全随机化实验设计为例，对主效应和交互作用的效应作具体解释。

（1）2×2完全随机化实验设计的基本模式

我们用2×2析因设计来解释各因素的主效应和因素间的交互作用效应。2×2析因设计的基本模式见表2.3所示。模式中的字母解释以及随机分配的原则与上述相同。为了便于解释，O1
 、O2
 、O3
 、O4
 可以代表各组内被试成绩的总和，也可以代表各组内被试成绩的平均数，Oa1
 、Oa2
 表示行变量的总和，Ob1
 、Ob2
 表示列变量的总和，它们被称为边缘值。

表2.3　2×2完全随机化设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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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3可以看出，因素A的两个水平的比较，即Oa1
 与Oa2
 的比较，确定因素A的主效应；因素B的两个水平的比较，即Ob1
 与Ob2
 的比较，确定因素B的主效应；按规律比较各个小方格之间的处理效果：在Xb1
 下面，比较O1
 和O3
 的大小；在Xb2
 下面，比较O2
 和O4
 的大小。或者，在Xa1
 行上，比较O1
 和O2
 的大小；在Xa2
 行上，比较O3
 和O4
 的大小。从而确定两因素同时发生的效应。

（2）2×2完全随机化设计的主效应和交互作用效应的解释

我们假定在2×2完全随机化设计中，因素A的两个水平表示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Xa1
 ：自学辅导，Xa2
 ：传统教学），因素B的两个水平表示两种不同教龄的教师（Xb1
 ：2年以下教龄的教师，Xb2
 ：5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为了说明主效应和交互作用的效应，虚构两种实验结果列成图2-1中的两个表格，表格中的数据表示经过一段教学时间后学生测验的平均分数，两表格下面各对应两个图形，它是用表格中的数据采用不同方法绘制出来的。下面我们来说明该实验设计中的各主效应。

①从图2-1的左表中，首先可比较教学方法的两个水平，自学辅导的边缘值Oa1
 ＝26，传统教学的边缘值Oa2
 ＝18，Oa1
 ＞Oa2
 ，并且不论任教教师教龄的长短，自学辅导的教学效果都优于传统教学（O1
 ＞O3
 ，O2
 ＞O4
 ）。如果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两种教学方法确实存在显著性的差异，那么可归因于教学方法在影响学生成绩上有主效应。从图2-1（a）中可以看出，当从b1
 移至b2
 时，直线a1
 在直线a2
 的上方，这也说明了自学辅导的教学效果在两类教师的教学下都优于传统教学。其次，可比较教师教龄的两个水平：2年以下教龄教师的边缘值Ob1
 ＝16；5年以上教龄教师的边缘值Ob2
 ＝28，Ob2
 ＞Ob1
 ；并且不论教学方法是自学辅导或传统教学，5年以上教龄教师的教学效果都优于2年以下教龄教师的教学效果（O2
 ＞O1
 ，O4
 ＞O3
 ）。如果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两种教学方法确实存在显著性的差异，那么可归因于教师的教龄年限（教龄年限常被认为与教学经验有关）在影响学生的成绩上有主效应。

从图2-1（c）可以看出，从a1
 移至a2
 时，直线b2
 在直线b1
 的上方，这也说明了教师的教龄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再次，我们考虑交互作用的效应，观察教学方法（自学辅导和传统教学）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教师的教龄不同而产生变化（指两种水平教学方法上的成绩的差异，O1
 －O3
 ＝4，O2
 －O4
 ＝4）。同样，观察不同教龄的教师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也不因教学方法的不同而在成绩间的差异上发生变化（O2
 －O1
 ＝6，O4
 －O3
 ＝6）。这时，我们称两因素之间没有产生交互作用的效应。如果对所得的数据进行显著性检验，会发现两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不能达到显著性水平。从图2-1（a）、（c）中可以看出，当从b1
 移至b2
 时，a1
 与a2
 间的差值没有变化；从a1
 移至a2
 时，b1
 与b2
 间差值也没有变化。这说明：两因素之间不存在交互作用。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如果画出图形的两直线平行或接近平行，则表示两因素（自变量）之间没有交互作用。

②从图2-1的表格中，首先可比较教学方法的两个水平，自学辅导的边缘值Oa1
 ＝29，传统教学的边缘值Oa2
 ＝15，Oa1
 ＞Oa2
 ，并且对于2年以下教龄的教师来说，自学辅导的效果要明显高于传统教学（O1
 －O3
 ＝14），而对于5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来说，两种教学方法的效果相同（O2
 －O4
 ＝0）。如果进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发现两种教学方法确实存在显著性的差异，那么这也将归因于教学方法在影响学生的成绩上有主效应，只是在分析时需说明，这种差异对2年以下教龄的教师将有明显的作用，而对5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没有明显作用。从图2-1（b）中也可以看出，当从b1
 移至b2
 时，直线a1
 在直线a2
 的上方，它们仅在一点相交。这说明：自学辅导的效果在2年以下教龄教师的教学下明显优于传统教学。其次，比较教师教龄的两个水平，2年以下教龄教师的边缘值Ob1
 ＝22，5年以上教龄教师的边缘值Ob2
 ＝22，Ob1
 ＝Ob2
 。尽管在各教学方法上学生的成绩有所不同（O1
 ＞O2
 ，O3
 ＜O4
 ），但组合的边缘值相同。可以认为，教师的教龄在影响学生的成绩方面没有主效应。如果进行显著性检验，也将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从图2-1（d）中可以看出，当从a1
 移至a2
 时，b2
 保持不变，b1
 从18下降到4，在仅考虑教师的效应时，这两条直线所代表的数值相同，所以教师因素没有主效应。再次，我们考虑交互作用的效应，从图2-1表格中可以看出，在Xb1
 下面，接受自学辅导教学的学生的成绩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的成绩有很大不同（O1
 ＝18，O3
 ＝4）；在Xb2
 下面，两者相同（O2
 ＝11，O4
 ＝11），学生成绩没有变化，从而可以断定，教学方法对学生成绩影响的大小依赖教师教龄的不同年限（水平），两个因素交互影响着学生的成绩。由于表下面的两个图是由表中数据而绘制的，所以两个图中直线不平行也提供了两因素有交互作用效应的信息。当然，最后我们还要用数据对两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以便得出两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的准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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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2完全随机化设计的两种可能的结果

（三）随机化区组设计

区组设计的早期应用是在农业田间实验研究上。在农业上，当进行不同品种农作物的实验时，需要考虑水分、土质等土壤因素对不同品种农作物的影响。因此，按水分、土质等土壤因素把土地划分成一块一块的“区域”，每块“区域”中的土壤因素基本相同，然后把每一“区域”再分成小“区”，每个小“区”种植一个品种，以比较在同一“区域”下，不同品种农作物的差异，像这样的每一块“区域”即被叫做一个区组。后来这个区组的概念也沿用到农业以外的其他研究领域。例如，研究不同声音刺激对学生解答数学问题的影响，取A为欢快的音乐；B为朗读课文的声音；C为噪声；D为在正常安静的条件下。同时考虑到个体差异对解答问题结果的影响，根据学生平时作业成绩，把学生分为优良、中等、较差3个组别，这每个组就被称为一个“区组”。同一区组中的被试按设计要求随机地在某一种声音刺激下解答数学问题。这种实验设计即为随机化区组设计。随机化区组设计的目的在于使区组内的被试差异尽量缩小，而对区组之间的差异依据设计要求而定。每种处理出现在每个区组中，这时区组之间的差异并不影响在各处理平均数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从误差中剔除。如果区组之间没有差异，那么在检验处理间的差异方面，这种设计就不能在精确度上提供帮助，而且也无须用随机化区组设计。

随机化区组设计的原则是同一区组内的被试尽量“同质”。每一区组内被试的人数分配有3种情况：

①一名被试作为一个区组。这时，每名被试（区组）均接受全部处理，在接受处理的顺序上要采用随机化的方法。

②每个区组内被试的人数是实验处理数目的整倍数。例如，上面提到的不同声音刺激对学生解答数学问题影响的例子。实验处理分为A、B、C、D4种，每个区组内被试的人数可根据具体情况选取4、8、12……即是4的整倍数。如果我们选取的被试人数是12人，则可将12人分为3个小组（区组），每组内有4人，区组内不同的被试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再如，我们选24名被试，也分为3个小组（区组），则每区组内就有8名被试，每2人接受同样的实验处理。

③区组内的基本单元不是一名被试或几名被试，而是以一个团体为单元。例如，以某学校同一年级的几个班作为不同的区组，每个班都接受所有实验处理。或者，以不同学校为实验对象（表示不同的区组），同一学校的几个班（班级个数等于实验处理个数）成为一个区组，每个班都随机接受一种处理。

总之，每一区组应该接受全部实验处理，每一种实验处理在不同的区组中重复的次数也都应该完全相同。

随机化区组设计与完全随机设计相比，它的主要优点是考虑到个别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即区组效应），而把实验单元（被试）划分为几个区组，并在统计计算上将这种影响从组内误差中分离出来，从而进一步反映出实验处理的作用。但这种实验设计也有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在划分区组时有一定困难。如果在同一个区组内的各实验单元（被试）的差异较大，就会出现较大的误差，对这种情况研究者应该引起注意。

1．随机化区组单因素设计

随机化区组单因素设计与随机多组后测设计是基本相似的，不同的是随机化区组单因素设计要求将被试划分为不同的区组，并且每一区组的被试随机接受所有不同的处理。然后观察实验处理后每个区组中的被试对不同处理的反应，并作为后测成绩。这种实验设计的基本模式如表2.4所示。

表2.4　随机化区组单因素设计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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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式中，X1
 ，X2
 ，X3
 ，…，Xk
 表示k个处理；区组的个数为n，每个区组可以是一名被试，也可以是一个被试组集合，Oi1
 ，Oi2
 ，…，Oik
 表示第i个区组实验处理后的后测成绩；[image: alt]
 表示每个区组的平均成绩。例如在前面提到的研究不同声音刺激对学生解答数学问题的影响的实验，X1
 、X2
 、X3
 、X4
 分别对应于A、B、C、D，表示4种处理，我们将一个班的学生按平时成绩分成3类：优良、中等、较差，并在每类中随机抽取12名学生作为被试（一个区组），共有36名学生，表示3个区组。将每个区组内的12名学生随机分为4个小组，每组3人。实验时一个区组内的每个小组随机在一种（仅接受一种）声音刺激下解答数学问题。这就是有4种处理、3个区组的随机化区组单因素设计，其实验设计的基本模式见表2.5。

表2.5　随机化区组单因素设计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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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实验设计的模式所获得的结果，通过运用随机化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计算方法来进行计算，即可得到可靠的研究结果。

2．随机化区组多因素设计

随机化区组设计不仅仅限于单因素设计，它对于多因素实验也同样适用。由于因素增多故在计算上增加了难度，但在理论上却没有多大区别，因此，我们仅就随机化区组两因素设计进行研究。随机化区组两因素设计与随机化双因素设计基本相似，只是随机化区组两因素设计将被试划分为不同的区组，每个区组都随机接受两因素各个水平组合的全部处理，然后观测每个区组对不同处理的反应，并将反应值作为后测成绩。由于因素的水平不同，所得设计模式中的处理个数也不同，因此我们仅以3×2随机化区组两因素设计为例来进行讨论，它的基本模式见表2.6。

在设计的模式中，因素A有3个水平a1
 、a2
 和a3
 ，因素B有2个水平b1
 和b2
 ，因而构成了3×2（6）个处理，O111
 ，O112
 ，…，O132
 表示第一个区组在接受处理后进行测验的后测成绩，……On11
 ，On12
 ，…，On32
 表示第n个区组在接受处理后进行测验的后测成绩。

表2.6　3×2随机化区组二因素设计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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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章列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真实验设计，目的是使读者在学习和使用中能够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当的实验设计，为心理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三、准实验设计和非实验设计

准实验设计和非实验设计在心理学研究中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非实验设计是一种对现象的自然描述，一般用于识别和发现自然存在的临界变量及其关系，它可以为进一步实施更严格的实验设计积累资料。但在使用这种实验设计时，往往不易采取随机化原则分配被试，而且也不易主动地控制自变量和其他无关变量。然而，作为实验设计整体中的组成部分，许多有效的实验研究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取得成功并得到发展的。准实验设计是介于非实验设计和真实验设计之间的实验设计。它对无关变量的控制比非实验设计要严格，但不如真实验设计对无关变量控制得充分和广泛。通常，准实验设计不易对被试进行随机抽样，这时虽然可以设立控制组，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背景条件不可能保证一定相同。

（一）准实验设计

1．单组准实验设计

在心理学研究中，有时会因条件的限制和问题的性质而使研究者无法采用控制组，从而选取单组准实验设计进行研究。

（1）时间序列设计

①设计的模式。时间序列设计是指对一组被试或个体进行一系列周期性测量，并在测量的时间序列中引进实验处理（X），然后观测引进实验处理后的一系列测量结果，并与引入实验处理X前的一系列测量结果相比较，研究插入实验处理前后测量结果的变化趋势，从而推断实验处理是否产生效果。它的模式如下：

O1
 　O2
 　O3
 　O4
 　X　O5
 　O6
 　O7
 　O8


该设计是仅有一个实验组的单组准实验设计，研究者在实验处理前后进行了一系列前测和后测。

图2-2表示在实验处理X引入后（竖直虚线）时间序列可能产生的结果，每种结果都用一条折线来表示，折线上的某些点是对应时间序列中某一次测量的成绩。根据图示，可以初步分析出处理X产生的效应，为进一步统计分析打下基础。A线和B线在处理X前后出现跳跃，基本可以分析出两条线在处理X前后的成绩有一定的提高；在C、D和E线上，处理X前后可能引起成绩上的差异；在F、G和线上，基本可以否定在处理X前后的实验结果有显著差异。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在F、G和H线上处理前后的实验结果O4
 和O5
 之间的跳跃幅度很大，而且甚至高出了A、B和线上的O4
 和O5
 之间的跳跃幅度，但是时间序列设计所研究的是由O1
 ～O8
 的总体趋向的结论，而不是仅考虑某一段的局部特征。上述分析结果只是从图示上得到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还要进行统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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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O1～O8的测量中，引入实验变量x后，时间序列设计的某些可能的结果模型

②对设计的评价。在心理学研究中，使用时间序列设计可以为研究者提供许多方便，并能较好地控制无关来源与处理效应。首先，时间序列设计可以较好地控制“成熟”因素对内部效度的影响。在O1
 ～O8
 的系列测量过程中，其间隔时间基本相同，因此在每个时间间隔内成熟的发展基本是相同的。成熟仅发生在O4
 ～O5
 之间，不发生在其他时间间隔内的可能性则不大。其次，该设计可以控制测验因素的干扰。由于每名被试都要经过多次测验，并得到一系列测验结果，这就能够降低由于只作一次测验而出现的有偏向性样本成绩的概率。同时，该设计有可能控制统计回归的因素，但也有例外，如果在实验处理前的几个测量属极端数据，也会出现统计回归因素对实验效度的影响。综上所述，由于时间序列设计可以多次测量被试在处理前后的数据，因此通过观察处理X前后的变化趋势，也就可以判断处理X前后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作用。

时间序列设计也存在着缺点。首先，由于该设计研究是在没有控制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它不能控制与实验处理同时发生的偶发事件的影响，不能排除那些与自变量同时出现的附加变量的影响。其次，测验与处理X的交互作用作为影响实验外部效度的因素在该设计中不易受到充分控制。再次，多次实施前测验往往会降低或增加被试对实验处理的敏感性，从而在被试身上产生作用而影响学生在实验处理后的成绩。

③设计的显著性检验。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曾对图2-2中的几种可能的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的分析，但想确定实验处理X前后实验结果是否有显著差异，还需要进行定量分析。这不仅是由于定量分析可以透过某种表面现象去观察变量之间关系的本质，而且还由于图2-2所示的折线仅仅是几种可能的结果，还有很多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出来，同时，即使把结果反映出来也不会像图2-2中的折线那样有规则。

在对实验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时，我们不能仅对实验处理X前后的O4
 和O5
 之间的差异进行检验。因为这样所选择的数据还不充分，无法区分折线A与折线F之间有什么差异。通常我们都是从测量数据的总体上来对处理X的效应进行检验，其实，我们还需要考察实验处理X前的回归直线与实验处理X后的回归直线是否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要确定O1
 ～O4
 对应点的回归直线与O5
 ～O8
 对应点的回归直线是否有显著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包括3个组成部分：剩余标准差、截距和斜率。截距指前四次O值的连线（或回归线）在纵轴上的交点的纵坐标，或后4次O值的连线（或回归线）在纵轴上的交点的纵坐标。斜率表示前4个点连成的直线（或回归线）与基线夹角的正切（tan α），或后4个点连成的直线（或回归线）与基线夹角的正切。如果用直线方程y＝kx＋b来表示这条回归直线，那么k就表示斜率，b就表示截距。这样，折线A（或C）表示处理X前后的直线截距是不同的，而它们的斜率相同。折线E表明处理X前后的直线斜率不同，但截距相同（这里如果把处理X作为纵轴）。在实际问题中，由于处理X的效应，常常在X前后的点的连线（或回归线）的截距和斜率会出现不同的情况，这种不同的程度如何，需用有关统计方法来进行检验。

（2）相等时间样本设计

①设计的模式。在心理研究中，与选择两等价样本组（实验组和控制组）相对应，当只有一组被试时，常使用两相等的时间样本，在其中的一个时间样本中不出现实验变量，而采用常规安排X0
 ，该设计的基本模式如下：

X1
 O1
 　　　X0
 O2
 　　　X1
 O3
 　　　X0
 O4


其中O1
 、O3
 表示接受实验处理（X1
 ）后的测验结果，O2
 、O4
 表示接受常规安排（X0
 ）后的测验结果。该设计被广泛应用在研究学生学习中，它早期的典型应用是研究不同条件下学生学习的效应。采用在没有控制组的情况下，对两种实验条件（变量）进行比较的方法，即对X1
 和X0
 产生的效应进行比较。

②设计的评价。相等时间样本设计在控制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方面是完全有效的。通常，在单组实验设计中，“历史”作用影响内部效度的主要因素很难控制。但是，在相等时间样本设计中，“历史”因素能被较好地控制。原因是在多次分开的实验背景中都出现了处理X，在这些实验背景条件下出现众多一致的无关事件与处理X共同影响实验结果的可能性极小。其他影响内部效度的因素也同时被较好地控制。

然而，相等时间样本设计在控制影响外部效度的因素方面并不理想。这表现在：a．测验的反作用效果会影响该设计的外部效度。该设计采用单组被试，并在这些实验处理后进行测验，这些测验会增加或降低被试对实验变量的敏感性，从而使实验结果的推广受到限制。b．实验安排的反作用效果会影响该设计的外部效度。当采用相等时间样本设计时，由于不同的实验处理被实施于同一组被试，而且这些实验处理可能会使被试产生一种新异的感觉，所以他们很容易知道自己在接受实验，因而该实验结果不能推论到无这种反作用效果的群体。c．选择偏差与实验变量的交互作用可能会影响该设计的外部效度。由于只采用一个被试组，研究者在选择被试时可能会出现偏差，从而造成被试对某种性质的实验适应或不适应，所得到的实验结果只适用于与参加实验的被试同性质的群体。研究者可以通过选择被试的过程，对这一影响外部效度的因素进行控制。d．重复实验处理的干扰也会影响该设计的外部效度。同一组被试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称为多重实验处理X的干扰。采用相同时间样本设计的目的是要对实验处理X1
 与X0
 的效果进行比较。一般来说，X1
 是研究者控制的实验处理，而X0
 则是一种常规处理。在实验过程中，实验处理X1
 的循环出现，使X1
 的某些延伸效应可能会推延到没有处理X1
 的阶段，从而低估了实验处理X1
 的效应。同时，处理X1
 的循环出现也会增加实验处理对被试的影响，产生练习效应或疲劳效应。因此，由该设计得到的实验结果不易被直接推广到重复处理的情境中去。

③设计的显著性检验。我们以教师批改作业与不批改作业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为例，来给相等时间样本设计构造一些实验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教师用4名学生作为被试组，X1
 表示不批改作业，仅给出简单答案，X0
 表示全批全改作业，O1
 、O2
 、O3
 、O4
 各表示被试组的数学成绩，X1
 O1
 、X0
 O2
 表示第一次循环（施行），X1
 O3
 、X0
 O4
 表示第二次循环（施行），具体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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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表示，可以从三个方面做出统计分析：a．可对两种实验条件进行比较，以确定实验处理（X1
 ）与实施控制条件（X0
 ）的不同效应。b．可以进行简单效应的比较，即，比较在实验处理（X1
 ）条件下的顺序效应，以及在控制条件（X0
 ）条件下的顺序效应，以确定时间效应。c．可以通过对实施变量与实施顺序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来考察在时间序列中不同处理效果的不同变化。

2．多组准实验设计

在心理学研究中，为使实验结果尽量少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使实验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采用多组实验设计，即包括有实验组和控制组存在的实验设计。

（1）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

①设计的模式。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的特点是研究者不能按随机化原则和等组法来选择对等组，有时也不能随机安排哪个为实验组、哪个为控制组。它的基本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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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式中，表明具有一个实验组和一个控制组，接受处理X的组为实验组，另一个组为控制组，并对两组均进行前测验和后测验，以便于对照比较；虚线表示不能随机选择和部署两组，并且两组可能也不对等。在该设计中，研究者通过前测验可以取得两组基本等价或存在某种差异的指标，以提供固定整组在控制机体变量和因变量方面的最初数据，作为在两个整组之间开始进行比较的基础。

②设计的评价。从设计模式可以看出，首先，由于增添了控制组，从而使该设计基本上控制了历史、成熟、测验等因素对实验的干扰。其次，由于两组都有前测验，研究者可以了解实验处理实施前的初始状态，从而也就对选择因素有了初步的控制。

该设计模式也存在着缺点：由于该设计没有使用随机化方法来分配被试或实验处理，实验组与控制组是不对等的，因而选择与成熟、选择与实验处理的交互作用可能会降低该设计的效度。又由于两组都使用前测验安排，因而其实验结果不能被直接推广到无前测的情境中去。

③设计的显著性检验。可以采用t检验（参数统计）和曼－惠特尼U检验或中位数检验（非参数检验）来对所分别求出的两组增值分数的平均数进行检验。

（2）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时间序列设计

①设计的模式。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时间序列设计是在单组时间序列设计和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的基础上，组合而成的一种多组准实验设计。该设计的基本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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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的模式中，X表示对实验组给予处理；虚线表示两组为固定整组；O1
 、O2
 、O3
 、O4
 表示实验组在处理前的一系列观测成绩；O9
 、O10
 、O11
 、O12
 表示在对实验组进行一系列观察的同时，对控制组观察所获得的一系列观测的成绩；O5
 、O6
 、O7
 、O8
 表示实验组在接受处理后的一系列观测的成绩，O13
 、O14
 、O15
 、O16
 表示在对实验组进行一系列后测时，对控制组同时观察所获得的观测成绩。

②设计的评价。在该设计模式中，虚线以上是一个单组时间序列设计，所以该设计具有时间序列设计的特点。同时，该设计还可被看做是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的推广，所以该设计也具有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的特点。在两种设计组合的基础上，影响该设计内部效度的因素基本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即该设计基本上控制了历史、成熟、测验、选择与成熟交互作用等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但测验的反作用效果，以及选择偏差与实验处理X的交互作用则可能会成为影响该设计外部效度的因素。

③设计的显著性检验。可以使用两种统计分析方法来进行检验：方法一较为简单，类似于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求出实验处理X前的4个平均数的共同平均数，并求出控制组相应的4个平均数的共同平均数。接着，求出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各自后4个平均数的共同平均数。这样，就可以采用不相等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的统计分析方法，即将实验组的前测、后测的增益与控制组的前测后测的增益用独立的t检验或独立的z检验来进行比较。方法二较为复杂，类似于单组时间序列设计。对实验组的4个前测成绩、4个后测成绩以及控制组的8个成绩按单组时间序列设计的方法，求出各自的回归直线方程。这样就出现了3条回归直线方程，实验组前测成绩的回归直线方程记为l1
 ，实验组后测成绩的回归直线方程记为l2
 ，控制组的回归直线方程记为l3
 ，按前面给出的方法来检验直线l1
 与l3
 是否有显著差异，以确定两组在选择上是否存在偏差；检验直线l1
 与l2
 或者直线l
 2与l
 3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确定接受实验处理所产生的效果。在实际问题中，还要根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来进行显著性检验的比较。

（3）平衡设计

①设计的模式。平衡设计又叫轮换设计，或拉丁方设计。在该设计中，研究者为了达到对实验控制的目的，使各组被试都接受不同的实验处理，而对实验处理的顺序和实验时间的顺序采用了轮换的方法。平衡设计的模式很多，我们以下面的模式为例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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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的模式中，时间1、时间2、时间3、时间4表示进行实验的时间安排，组A、组B、组C、组D和虚线表示这4个组是固定整组，X1
 、X2
 、X3
 、X4
 表示不同的实验处理，O表示后测成绩。

该设计既称平衡对抗设计又称轮换设计，这两个名称各有其特定的内涵。所谓平衡对抗设计是指在实验中，往往由于前一个实验处理影响后一个实验处理的效果，因而该实验设计的作用就在于提供对实验处理顺序的控制，使实验条件均衡，抵消由于实验处理先后顺序的影响而产生的顺序误差。轮换设计是指在实验中，由于学习的首因律，被试容易记住先实验的内容；又因学习的近因律，对刚学过的内容，被试回忆的效果一般也较好。因而在实验方法上，有必要使实验内容的先后次序轮换，使情境条件和先后顺序对各个实验组机会均等，打破顺序界限。

②设计的评价与显著性检验。平衡对抗设计是仅有后测验的模式。这个设计包括3个分类：组别、时间顺序情况和不同的实验处理。每种分类对其他两种分类都是“正交的”。在该设计中，每个分类的每种变量与其他两类的每种变量都是等同发生的，每种处理（每个实验变量X）在每列和每行中仅发生一次。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该设计的模式进行变形转换而得到另一种拉丁方的形式，此种形式是以实验处理X作为项目，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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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显著性检验的分析时，4种处理X的各自分数的总和可以进行互相比较。这时，总和之间的差异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处理前的组间差异而造成的，也不能被简单地解释为练习的效应、历史或成熟等因素的作用。因为在平衡设计中，基本控制了成熟、历史和测验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所以可解释为不同实验处理X的作用。类似地，行的总和之间也可以进行比较，以决定组与组之间的差异；利用第一个模式对各时间序列的结果求和，并进行比较，以决定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利用拉丁方的方差分析方法，该设计所呈现的数据提供了3种主要效应。但研究者使用该设计的主要意图是观察实验处理X的效应，其他两种效应可以根据实验数据同时进行检验。

平衡对抗设计也有缺点，由于不能采用随机分配受试的方法，各被试组只能选择尽可能相等的固定整组，因此人为选择被试组的差异就有可能会造成组与组之间的差异。这种选择因素也可能会与历史、成熟练习效应等产生交互作用的效应。通常，由于选择偏向产生的效应只能通过随机分配被试的方法来加以排除，至少通过随机分配被试才能限制抽样误差。而准实验设计的平衡对抗设计则很难达到这个目的。

我们以一个构造实例：问题解决，来进行分析。研究者选4类测验，研究4类测验对学生问题解决的影响。从4个班抽取16名学生，每班4人，实验在星期二、三、四、五下午分4次进行。在这个研究中，自变量（问题解决测验）有4个水平：X1
 、X2
 、X3
 、X4
 ；考虑到来自不同班级的学生可能在解决问题方面存在差异，而影响实验结果，但班级的差异又不是研究者感兴趣的，可以把班级作为具有组A、组B、组C和组D4个水平的无关变量。另外，实验时间的不同也可能会影响学生的情绪等因素，从而影响实验结果，因此可将实验时间作为第2个无关变量，它也有4个水平：时间1、时间2、时间3、时间4。将16名学生随机安排到实验处理中去（见表2.7），并取得每名学生的测验分数（满分15分），统计数据见表2.7和表2.8。

表2.7　平衡对抗设计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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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不同学习单元（处理）的总计数和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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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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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S叫做“平方和”；MS叫做“均方”，将上述结果列成方差分析表，见表2.9：

表2.9　不同学习单元方差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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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当α＝0.05时，F0.05
 （df1
 ＝3，df2
 ＝6）＝4.53，上述的F值都小于4.53，所以都没有达到差异显著的水平，即组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时间顺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4个处理之间也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4组被试在问题解决测验上无显著差异。

在上面的例子中，对于确定的时间和组别所对应的处理下，只有一名被试，实际上被试人数也可以大于1，只是应该选择同质的被试。

（二）非实验设计

1．单组后测设计

在单组后测设计中，只有一个实验组，而对实验组只给予一次实验处理，然后通过测量得到一个后测成绩，这种设计的基本模式如下：

X　　　　O

在这一模式中，X是研究者操纵或某种未知因素（研究者经过分析而推断的自变量）的处理，O是研究者操纵自变量引出的结果（后测成绩）或研究者观察到的结果。

我们曾有过这样一个研究经历，在初一数学教学中，为配合常规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计划地组织了数学课外辅导讲座。结果教师观察到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班上学生的数学成绩有了一定的提高，并有一名学生在市数学竞赛中获得二等奖。这可以作为单组后测设计的例子，但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而得出结论说数学课外辅导讲座能够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或竞赛成绩，显然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没有对照组比较，研究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描述他所观察到的结果，而不能与对等控制组进行比较；又由于这一研究没有前测，也失去了与前测成绩进行比较的依据；同时，这一研究没有考虑对机体变量、自变量及其他无关变量的控制，因而很难说所得的结果是由于课外辅导所引起的；也很难排除历史、选择和成熟等内在无效源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设计不符合控制内在效度的大多数原则。因而单组一次后测设计所获得的研究结果，很难做出推断：由实验处理X引起实验结果O。

2．单组前测后测设计

（1）设计的模式

单组前测后测设计是对单组后测设计的一种改进，它增加了在实验处理前的测验，但还是仅有一组实验组。其基本模式如下：

O1
 　　　　X　　　　O2


在这一模式中，O1
 表示在接受处理X以前对被试进行前测，取得一项作为基线的观测值，X表示引入的实验处理，O2
 表示处理X后的测验。

例如，威特墨（J. Witter）在一篇题为“七年级低成就学生态度和成就的咨询和辅导效应”的论文中，曾使用了单组前测后测设计。该项研究假设“经过10个星期的咨询和辅导（由咨询者实施），学生的态度等级分数将有明显的改变”。该项研究选用25项态度等级量表，18名学生在咨询和辅导前后由教师使用9点量表进行评价。利用t-检验对学生的前后测分数进行统计分析。

（2）设计的评价

由于该设计是对单组后测设计的一种改进，增加了前测，因此有它的可取之处：首先，由于前测验，可以提供被试的基线数据及某些有关信息；其次，在该设计中，只用一个实验组，自身兼作控制组。全部被试既属于实验组又属于控制组，通常认为选择变量可得到适当的控制，便于估计被试个体态度对实验效果的影响。同一个被试变量，在前测→处理→后测过程中出现的明显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断这种变化是由处理引起的。由此可以认为单组前测后测设计是一种有用的非实验设计。

由于该设计的特点，它对实验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有一定的影响。首先，影响内部效度的主要威胁是历史，它常与实验处理的效应相混淆，使研究者很难判断在O1
 与O2
 之间出现的差异是由处理引起的，还是由无关因素引起的。如在上面威特墨的研究中，在O1
 与O2
 之间10个星期里不可控制的因素很可能就会影响到被试的态度分数。其次，成熟也是对该设计内部效度的一个威胁。它指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所发生的生理或心理过程的变化，而它恰恰独立于任何外部事件。例如，在上述研究中，10个星期中七年级学生青春期生理上的变化，对实验缺乏兴趣、焦虑等都可能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第三，前测验可能对后测内容或形式产生威胁，从而影响处理效果。因为前测验本身很可能作为一种刺激而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在上述研究中，我们不能说教师评价学生的前测分数对后测分数没有影响。另外，仪器、统计回归以及测验与处理的交互作用等也都可能会对实验的内部效度造成影响。

（3）设计的显著性检验

在单组前测后测设计中，为了比较O1
 与O2
 之间的差异，可以使用3种恰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即相关样本的t检验；非参数的符号检验法；非参数的符号秩次检验法（F. Wilcoxon）。上述模式的研究例子所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相关样本的t检验，其后测成绩显著高于前测成绩（α＝0.05）。

3．固定组比较设计

（1）设计的模式

固定组比较设计又称静态组或整组比较设计，该设计采用实验组和控制组两组被试，但因这两组被试在实验处理前就已经形成，故它不能使用随机化的原则来选择被试。该设计的基本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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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式中，虚线表示上、下两组均为固定组，它们没有经过研究者的随机分配。虚线上面为实验组，研究者可以操作实验处理X，O1
 为处理后的反应效果；虚线下面为控制组，不接受任何处理，O2
 为控制组的反应效果。由于该设计使用了控制组，所以研究者就可以将两组后测的反应效果进行比较，以证实处理X的作用。

（2）设计的评价

由于固定组比较设计使用的是控制组，所以它对控制实验的内部效度起到一定的作用。首先，该设计基本上能对历史因素进行控制。因为，如果出现其他与处理同时发生的变量影响后测成绩，则对两组后测成绩的影响应该是一样的。其次，由于该设计没有前测验，所以可以控制测验效应和仪器因素的干扰。再次，由于使用了控制组，因此，可以对成熟因素做到有限的控制。该设计的缺点主要表现在：

①对选择这一因素缺乏控制。不能在随机化基础上选择和分配对等组，不能判断两固定组是否为等组或差异有多大。

②选择与成熟的交互作用，以及选择与处理的交互作用常常成为混淆不清的因素，影响实验的效度。

但总的来看，固定组比较设计在非实验设计的各种类型中还要算是一种较好的设计。

（3）设计的显著性检验

在固定组比较设计中，为了比较O1
 与O2
 的差异，可以选择如下4种统计分析方法：a．独立样本的t检验；b．非参数检验中的曼－惠特尼U检验法；c．非参数检验中的中位数检验法；d．χ2
 检验法。

4．事后回溯设计

（1）设计的模式

事后回溯设计是指所研究的对象是已发生过的事件。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不需要设计实验处理或操纵自变量，只需通过观察存在的条件或事实，将这种已自然发生的处理或自变量与某种结果或因变量联系起来加以分析，以便从中发现某种可能的简单关系。

事后回溯设计的基本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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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image: alt]
 是该设计的自变量或实验处理，是研究者不能操纵或改变的，O是研究者观察到的结果。

通过对事后回溯设计的描述可以看出，它与前面的实验设计研究恰恰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前面的实验设计研究要求对选择的被试组实施不同的实验处理，然后观测在实验处理条件下因变量的变化效果，并对组与组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而事后回溯设计的研究则是从已经发生的并在某方面有差异的组别开始，追溯研究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事后回溯设计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即相关研究设计和准则组设计。

①相关研究设计。相关研究设计是在一个被试组内收集两个集合的数据，其中一个数据集合是观察到的结果，另一个则是被追溯的数据集合，研究的目的是确定这两个数据集合之间的关系（正相关、负相关和无关），设计的基本模式如下：

O1
 　　　　O2


使用相关研究设计的目的在于借助所测量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确定变量之间存在的某种关系，并为提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奠定基础。应该注意的是，两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一定就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即使两个变量间存在着较高程度的相关，也不能说明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因果关系。不能把相关和因果关系相混淆，这是因为有相关关系的两个变量之间可能有如下三种解释：a．O1
 是O2
 的原因或是一部分原因；b．O2
 是O1
 的原因或是一部分原因；c．O1
 和O2
 是未被测量的第三个变量的原因或是一部分原因。

通常，某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要确立所研究的结果与追溯的原因存在着某种关系而不是进一步证实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如，研究吸烟与肺癌的关系，很少会有人说吸烟是肺癌的直接原因，而大都只是说吸烟与肺癌有关。

在心理学研究中，利用事后回溯设计来进行研究的问题很多，尽管研究问题所收集的数据种类不同，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也不同，但它们都是在事后回溯设计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当所研究的两个集合中的数据都是连续数据（如，被试的分数）时，可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的计算方法；当所研究的两个集合中的数据，其中一个为连续变量，另一个为二分变量（只有两类反应，如对与错）时，可采用点二列相关的计算方法；当所研究的两个集合中的数据都是等级变量（变量的形式是一等、二等……）时，可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的计算方法。

②准则组设计。准则组设计与相关研究设计相类似，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的一种非实验设计。它要求研究者通过对所研究现象的被试的比较，确定某些被试（准则组）具有一种状态的特征，而另一些被试（非准则组）不具有这种状态的特征，然后去追溯可能存在的原因。这种设计的基本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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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
 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准则组的效果，O2
 表示没有展示出准则组特征的效果，[image: alt]
 表示研究者所要追溯的产生准则组特征的原因。

例如，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就可以选择这个设计来调查对教学效果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准则组的O1
 表示一组教师在教学中有相当出色的教学效果，非准则组的O2
 表示没有展示出准则组的特性（教学效果较差），我们可以用两组教师所教的学生的分数的差异来表明两组教师确有差异。然后，研究者去追溯引起差异的原因[image: alt]
 这些原因可能来自教学方法、对学生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教师的个性和教师的业务水平等方面。

准则组设计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一般可用t检验和z检验，也可用非参数中的曼－惠特尼U检验法，以及中位数检验法。

准则组设计的用途主要有两个方面：a．通过准则组与非准则组的对比，追溯与准则组相联系的特征有哪些。例如，准则组具有哪些特点？接受过哪些训练？有过哪些经历？等等。b．比较准则组与非准则组对学习效果产生的影响有哪些。这里应该考虑准则组在智力发展、成熟等方面是否优于非准则组。

（2）对设计的评价

相关研究与准则组研究是事后回溯设计的两种主要形式，这两种研究是相辅相成的。相关研究的主要用途是辨认两个变量或两种现象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及存在什么形式的关系；而准则组研究的主要用途则是通过准则组与非准则组的对比，研究存在一定关系的两变量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状态特征。

在实验研究中，事后回溯设计的优越性可被归结为：

①可以对自然条件下出现的事件或各种学习现象进行时间上的追溯，以了解产生这些现象的信息，即由于什么原因、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这种结果。

②事后回溯设计研究特别适用于研究简单的因果关系的问题。

③可为提出研究假设提供充足的论据。这种假设以后可以通过更严格的实验方法来进行检验。

④在某种环境或特殊条件下，事后回溯设计比其他实验设计更为有用，这是因为其他实验设计所建立的研究需要人为的作用来引起。

⑤由于条件限制，研究者在不可能采用严格的实验设计研究时，可考虑采用该设计方法。

事后回溯设计作为非实验设计的一种类型，也有它的缺点，需注意：

①在实验研究中缺乏控制，研究者不能操纵自变量或随机分配被试。

②研究中所追溯的原因因素可能有多个，在不同的情况下，一个特定的结果可能由不同的原因引起。

③两个有关系的因素可能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可能都是第三个因素的原因或结果。对这些不利因素，研究者在实验中如果控制得当，也将会使实验得到准确的结果。

尽管事后回溯设计有一些缺点，但它仍是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而且有些实验研究也只有通过事后回溯设计才能完成。例如，研究者想调查某一组学生学习后进的原因，或调查某些学生中途退学的原因等。这时，如果用其他实验设计来进行研究（如主动操纵自变量，使因变量发生变化），则在教育上是不符合教育原则的，而只有采用事后回溯设计才能解决这类研究问题。

（3）事后回溯设计与变量的控制

我们提到过事后回溯设计的主要缺点是它缺乏对变量的控制。就相关研究设计而言，如果两变量存在因果关系，那么该设计就缺乏对影响因变量效果的自变量的控制；对准则组设计来说，它影响着对两个因变量效果差异的观测。除此之外，该设计还缺乏对随机化分配的控制。但是，研究者可以采用适当的方法来对调查中的测量进行控制。

将调节变量引入事后回溯设计，利用方差分析的统计分析方法，就可达到对调查中的测量进行必要的控制。它的基本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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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O1
 、O2
 、O3
 、O4
 是测量的结果，[image: alt]
 、[image: alt]
 是要追溯的原因，Y1
 、Y2
 是引入的调节变量。

沃德和巴彻尔（W. D. Ward & P. R. Barcher）曾使用过这种设计方案，来对比受过课堂开放教学方法训练的教师组和未受过这种训练的教师组的课堂环境。他们使用一种测验工具，辨认和确定是否受过课堂开放教学方法训练的教师，分别以[image: alt]
 和[image: alt]
 表示。又选择了学生在某项智力测验中的IQ为调节变量，将学生分为高IQ组和低IQ组，分别以Y1和Y2表示。然后，对全体学生进行了阅读成绩测验和创造性测验。这样就可把两类教师所代表的两类课堂环境中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比较。

本章介绍了实验设计的几种常见方法，并对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解释，读者可以根据心理学研究中的实际情况来自行选用。

问　题

1．在心理学研究中，为什么要进行实验设计？

2．控制的意义是什么？

3．简述影响实验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的因素？

4．如果一项研究有很高的内部效度，那么它也一定会有很高的外部效度吗？请进行分析。

5．评价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前测后测设计与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的优缺点。

6．用完全随机双因素析因设计来设计一项实验。

7．试对完全随机双因素析因设计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

8．构造图2-2（E）的数据，试进行统计分析。

9．评价随机实验组控制组后测设计与固定组比较设计的优缺点。

10．如何进行拉丁方设计？拉丁方设计如何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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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物理学方法

心理物理学的先驱者是G. T. Fechner（1801～1887）。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始终关心心理与物理的关系问题，千方百计地企图在物理刺激与感觉之间发现某种定量的关系。据说，有一天他忽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数量关系，即感觉强度的增长同刺激的增长并不是1∶1的关系——也许可以说感觉强度按算术级数增长，而与此形成对照的刺激的增长则是以几何级数为特征。如果一只铃在响，增加第二只铃响对我们造成的印象要比10只已经在响的铃加添一只铃强烈得多；假如4～5根蜡烛正在发光，加添另一根只能造成微乎其微的差别，而如果原来只有2根蜡烛，它所造成的影响就相当大。刺激的作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即同已经存在的感觉量相关。

Fechner通过对感觉强度与刺激强度之间的数量关系的长期研究，发展出了测量感觉的基本方法。1860年，他发表了《心理物理学纲要》一书，为心理物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给心理物理学下的定义是：一门研究心身之间或心物之间的函数关系的精密科学。它的范围包括感觉、知觉、感情、行为、注意等等。

一百多年来，心理物理学方法不断发展，但它的中心问题仍然是物理量（对身体各感官的刺激）与心理量（各种感觉或主观印象）之间的数量关系问题。

本章讨论两个问题：感觉阈限的测量以及阈限以上感觉的测量。

一、感觉阈限的测量

在讨论感觉阈限的测量之前，我们首先应当区分感觉及其刺激。我们先举几个例子。第一，设想在北京9月中你跳进郊外小河游泳，入水一刹那你会感觉很凉，但过了一会儿，你就觉得不那么凉了。河水的物理温度刺激（例如19℃）是一回事，你的主观感觉（温度感觉）又是另一回事。第二，如果有人问你，1kg棉花重还是1kg铅重？你也许会脱口说“铅重”。实际上它们的重量是一样的。但如果“重”是指重量感觉，那么，的确1kg铅会感觉比1kg棉花重些，这就是所谓形重错觉。有人曾在课堂上演示过，大学生通常把720g的枕头判断为与30～225g之间某种重量铅同样重。重量感觉与物体的重量是不一样的。第三，白天你去看电影稍迟了一会，电影厅灯光已关掉，刚进电影厅你会觉得什么都看不清，但1～2min后，你会看到座椅上的号码。在这里，电影厅残留的灯光（如出口的灯光等等）亮度是一回事，你主观感觉到的明度又是一回事。

因此，我们必须把物理刺激及其引起的感觉区分开。物理刺激可以用仪器测量，如光线的亮度（luminance）用光度计（photometer）测；声音的强度或声压水平（sound pressure level）用声级计（sound level meters）测；物体的重量（weight）用秤（scale pans）测；物体的温度（temperature）用温度计（thermometer）测等，那么，对由上述物理刺激而分别引起的主观感觉即明度（brightness）、响度（loudness）、重量感觉（heaviness）以及温度觉（warmth）又该怎样测量呢？这可以说是整个心理物理学探讨的问题，这一节我们就来讨论感觉阈限的测量。

刚刚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强度被叫做绝对阈限（absolute threshold），按照这种说法，低于绝对阈限的刺激强度我们是感觉不到的，而高于绝对阈限的刺激强度我们总是能感觉到的（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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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绝对阈限示意图

图3-1表示，单位为4的某种刺激或4以上的刺激我们能100％地觉察。而低于4的刺激我们则永远也不能觉察。表3.1列出了某些近似的觉察阈限值。但是，这些觉察阈限值是否真的具有图3-1所示的性质呢？安静条件下，20ft.
①

 处的表声总是100％地能听到吗？不一定。实际情况是，由于测试环境的微小变化以及被试注意状态、情绪动机等等的微小变化，20ft. 以外的表声有时仍能听到，而20ft. 以内的表声，有时却听不到，正好20ft. 处的表声有时能听到，有时不能听到。换句话说，绝对阈限并不是如图3-1所假设的那样，是一种100％地引起感觉，而低于它，则0％地引起感觉的刺激强度。实际上，从听到到听不到的感觉变化，对应于一系列强度由小到大的声音刺激，对强度小的声音刺激，我们听到的概率小些，对强度大的声音刺激，我们听到的概率大些，换句话来说，即绝对阈限不是一个单一强度的刺激，而是一系列强度不同的刺激。因此，人们就把绝对阈限定义为：有50％的次数能引起感觉；50％的次数不能引起感觉的那一种刺激强度。这种定义的图示见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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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实测绝对阈限示意图

表3.1　某些近似的觉察阈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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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自Schiffman（1996），这些阈限值仅作示意用。





从图3-2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刺激有时能被感觉到，有时则不能被感觉到。例如，5个单位的刺激被感觉到的概率为75％，不被感觉到的概率为25％。对同一刺激有不同反应这一事实意味着阈限值是时时变动的。同样的道理，差别阈限是有50％的次数能觉察出差别，50％的次数不能觉察出差别的刺激强度的差别。例如，50g重量放在手掌上我们得到某种重量感觉，当50g重量增加1g时，我们如果有50％的次数感觉到51g刚好比50g重些，50％的次数感觉两者重量相同，那么1g就是差别阈限。差别阈限值也称最小可觉差（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JND）。换句话来说，即1g重量是我们所能感觉到的最小的重量刺激增量。但是要注意，如果我们从100g重量开始，最小的刺激量增量就必须是2g，我们才能觉得100g重量与102g重量引起的两个重量感觉是不同的。所以，最小可觉差依赖原来不同的重量刺激值而不同，但它总是原先重量或称标准重量的2％。这个比例关系是由E. H. Weber（1795～1878）指出的，因此它被叫做Weber定律。韦伯定律可以表示如下：∆I/I＝K其中I是原先的强度（或称标准强度），∆I是刚能够引起“较强”感觉的刺激强度增量，K为常数，不同感觉道的K值是不同的，请参见表3.2。表3.2感觉道一栏下面的数字代表测定时所用的标准强度。

表3.2　最优条件下各种感觉道的Weber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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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实验，单位均以心理物理实验的常用方式表示。





（一）测量感觉阈限的方法

测量感觉阈限的方法有3种，它们是最小变化法、恒定刺激法和平均差误法。学习者应特别注意这3种方法的实验程序和实验结果的统计处理。

1．最小变化法

表3.3的记录表格说明了最小变化法的实验程序和实验结果的计算方法。

表3.3　用最小变化法测音高的感觉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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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均数＝14.5；总平均数的标准差＝0.45。





最小变化法的刺激由递减和递增的两个系列组成，每次刺激后让被试报告他是否有感觉。刺激的增减应尽可能地小，目的是系统地探求被试由一类反应到另一类反应的转折点，即在多强刺激时，由有感觉变为无感觉，或由无感觉变为有感觉。例如，在第一个递减系列中，被试对24Hz的声音到15Hz的声音都报告有感觉，但是当刺激变为14Hz时，被试报告无感觉。因此，在这个系列中被试有感觉和无感觉的转折点就是在15Hz与14Hz之间，即14.5周，这也就是第一个系列所求得的这个被试的绝对听觉阈限。表3.3实验由第（一）个递减系列开始，按顺序做完10个系列。注意递减、递增系列是交替进行的；每个系列的起始点也不一样，以免被试形成定势；当被试报告有感觉，用＋号表示；报告无感觉用－号表示；被试不能肯定有无感觉时用？号表示，？号的意义与其前一个反应相反，如在（二）系列中，？号表示有感觉。在（五）与（九）系列中，？表示无感觉（武德沃斯等，1965）。

如前所述，每个系列的转折点就是该系列的绝对阈限，最后求得的绝对阈限14.5Hz是10个系列绝对阈限的算数平均值。初学者也许会感到奇怪，世界上没有每秒14.5Hz这样一个声音刺激呀。对此我们应该记住，阈限值是多次试验后的统计值。下面我们根据结果再来谈一下阈限的定义：在50％的试验中引起感觉的刺激。如果我们把10个系列的转折点联成一条线，我们就会看到，联线以上的15Hz有8次报告有感觉，显然15Hz不是绝对阈限，因为它引起感觉的次数超过50％；联线以下的14Hz有8次报告无感觉，显然14Hz也不是绝对阈限，因为它引起感觉的次数达不到50％。根据计算，我们推测14.5周是50％的试验中引起感觉的刺激。

用最小变化法来测量差别阈限的方法如下。每一次试验中比较两个刺激：一个是标准刺激：一个是比较刺激。被试可以有3类反应，表示为＋，＝，－。表3.4是最小变化法测量视觉的长度差别阈限的结果。第（一）个递增系列我们从57in
②

 开始，让被试比较57in与64in（标准刺激），被试判断57in短，于是记为一号，逐个比较到60in。当61与64比较时，被试判断两者相等即无法区分哪一个更长些，于是记为＝号。这时我们就有了一个从－到＝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被称为下限，继续逐个比较到66in。当67与64比较时，被试报告67长于64，于是记为＋号。这时我们就又有了一个从＝到＋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被称为上限。上限与下限之间叫做不肯定间距（IU）或相等地带，因为被试不能判断哪一个更长。差别阈限（DL）等于1/2不肯定间距。不肯定间距的中点被称为主观相等点（PSE），它的含义是，被试在作比较时，实际上是以62.75in为标准刺激，而不是以规定的64in为标准刺激，所以叫做主观相等点。主观相等点的例子在射击活动中更为具体形象。我们规定靶心是射击目标，靶心就相当于标准刺激，如果打了5枪，5枪都偏离靶心左边，那么我们可以说，对这个射手来说，标准刺激实际上不是靶心，而是离它左边某一点，这一点也就是这个射手的主观相等点，这个射手认为左边某一点就是实际的靶心。

差别阈限也是多次试验后的统计值。把6个系列的上限平均，下限平均，就可以求得差别阈限（见表3.4）。

这样求得的差别阈限（2.25in）叫绝对差别阈限，它是以64in为标准刺激时测得的，如果标准刺激变了，那么所求得的绝对差别阈限也会改变。绝对差别阈限和标准刺激的比例叫做相对差别阈限，在表3.4的例子中，它等于0.035（2.25/64），这也就是视觉长度的韦伯比例（见表3.4）。

表3.4　用最小变化法测定视觉长度的差别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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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均上限＝65.0　　（2）平均下限＝60.5

（3）不肯定间距＝上限－下限＝65.0－60.5＝4.5

（4）差别阈限＝1/2不肯定间距＝2.25

（5）主观相等点＝1/2（上限＋下限）＝62.75

（6）64为标准刺激





当用最小变化法来进行实验时，被试会产生习惯误差或期望误差。所谓习惯误差就是指被试因习惯于由原先的刺激所引起的感觉或感觉状态，而对新的刺激作了错误的判断。让我们结合图3-3来对此作一说明。在递增系列中，刺激由小变大，如果被试有习惯误差，他就会习惯于无感觉状态，所以当刺激增至a点时，他虽然已有感觉但仍认为无感觉，直至刺激增大至b点才报告有感觉，这样，习惯误差就导致递增系列的阈限增大；在递减系列中，刺激由大变小，如果被试有习惯误差，他就会习惯于有感觉状态，所以当刺激减至a点时，他虽然已无感觉但却仍认为有感觉，直到刺激减小到b点才报告无感觉，这样，习惯误差就导致递减系列的阈限变小。因此，当递增系列的阈限大于递减系列的阈限且差异显著时，我们就可以断定被试存在习惯误差。期望误差是指被试因过早期望将要来临的刺激而导致错误的判断。当递减系列的阈限大于递增系列的阈限且差异显著时，被试就有期望误差。为了消除习惯和期望误差，我们在用最小变化法来测阈限时，就不能只用一种系列的刺激，而必须同时应用递增和递减系列的刺激，而且二者的次数还应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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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递增递减系列中的习惯误差

最小变化法是把有感觉与无感觉的转折点作为阈限，因此，它曾被认为很好地表达了感觉阈限的概念：在阈限以下人们一无所知。但是，阈下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的存在表明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而，最小变化法已被淘汰，现在人们使用QUEST法来进行感觉测量。

QUEST法是一种基于贝叶斯原理的阈限测量程序，由Watson和Pelli在1983年首次提出。与传统的阈限测量方式不同，QUEST法是一种“自适应”（adaptive）的阈限测量程序，它根据先前试验（trial）的刺激强度和被试判断的正确／错误情况来确定当前试验的刺激强度，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

QUEST法的原理是基于这样的发现，即在对数坐标下，心理测量函数在所有条件下都具有相同的形状，这使得我们将每一次试验的刺激量（基于贝叶斯原理）放在当前最可能的阈限估计值上成为可能。此外，QUEST还假设：条件的变化只影响曲线在坐标轴上的位置，这个位置即为阈限（T，也用对数坐标表示），这个T作为心理测量函数的参数在整个试验过程中保持不变，每一次试验在统计上是独立的。QUEST法的核心是确立及不断调整阈限的概率密度函数（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简称p. d. f.），即总体分布中不同阈限的相对概率。

首先，我们需要依据先前的知识经验和研究假设确定一个初始的p. d. f.，我们称其为先验p. d. f.，一般来讲，这个函数应该符合Weibull函数分布
③

 ，其参数包括形状、尺度、位置等，它既包括分布形态的信息，也包括特定条件下阈限的信息，如函数分布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可以理解为一个我们假想的阈限。然后，我们需要设置一系列试验的刺激强度，这一系列刺激强度是通过贝叶斯原理和先验p. d. f. 信息的整合来确定的，确定后的新函数我们称为后验p. d. f.。后验p. d. f. 中包括关于阈限的全部信息：研究假设、先验估计值和数据（刺激强度和与其相对应的被试的反应），它既是估计阈限的基础，也是设置下一次试验刺激的基础。在此，QUEST通常的做法是将下一次推荐刺激强度放在上一次p. d. f. 峰值（即众数）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当前的刺激强度，总是截止到目前阈限的估计值。实验按这样的顺序继续下去，直至达到一个先定的标准或先定的试验次数为止。当这个实验达到先定的标准或试验次数时，p. d. f. 的峰值所对应的测量值（众数，一说平均数）就是所求的阈限。

图3-4（1）描述了用QUEST法求得阈限的过程。我们截取了第5次、第15次、第25次和第32次（最后一次）试验后的图示进行说明：

第5次试验之后，Weibull函数（即后验p. d. f.）形成完整的形态，此时，我们可以从中读到当前的阈限值、偏斜度、误差项等信息。此时的阈限值为0.41，这将是下一次试验的推荐刺激强度。15次试验之后，Weibull函数的分布有了很大的变化，阈限值也调整为-1.98，同时形成基于被试正确反应的次数分布。25次试验之后，Weibull函数又有变化，阈值调整为-0.23，基于被试正确反应的次数分布接近正态。32次试验之后，实验完成，此时确立的最终阈限为0.18。我们注意到，从第25次到第32次试验，QUEST给出的刺激强度变化已经很小了，局限在图中两个灰色竖条之间的范围内（95％置信限度），按照标准终止的规则，这应该是实验完成的标准。不过当前惯常采用的方法只是达到规定的次数，实验即可结束，这样做虽然牺牲了一定的精确性，但相对简便。我们还注意到，在整个实验过程中，Weibull分布的偏斜度值是固定的，都是3.5，这是我们在界定Weibull分布时规定的参数。

目前已有专门用于QUEST计算的工具包
④

 ，它可以根据反馈帮助我们确定每一次试验的刺激量并最终求得阈限。

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实例：

图3-4（2）是用QUEST法测定听觉阈限所得的结果。图中纵坐标代表刺激的强度，以dB（分贝）为单位，横坐标表示试验的次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做了40次试验。

实验者首先假想一个关于阈限的先验p. d. f.，这个函数应该符合Weibull函数分布，包括平均数、标准差等信息。在图3-4（2）中，我们首先假想的阈限为-3dB，QUEST程序首先给出一个-2.6dB的推荐强度，我们向被试呈现这个刺激，被试报告感觉不到，我们将这一结果反馈给QUEST程序，程序将“记住”这一反馈，并经过计算，调整了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的位置，形成后验p. d. f.，并给出下一个刺激强度的推荐值，即-1.4dB，此时，被试报告感觉到了，我们再一次将被试的反应反馈给QUEST程序，程序再次结合刺激量和被试的反应计算出下一次试验的推荐刺激值，即-1.7dB。按照这个程序进行下去，每一次程序都将根据新的反馈给出下一次试验的推荐刺激量，直到完成40次试验，此时，程序会告诉你最终的阈限结果，约为-1.1dB。有时候你会发现程序推荐的强度你已经向被试呈现过了，此时，你应该报告新的数据，以便程序将其加入到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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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QUEST的实验程序

每一次试验的值以及被试反应的结果（灰点为正确反应的结果，白点为错误反应的结果），黑色的靶图为基于不同刺激值被试正确反应次数的直方图，灰色背景部分为贝叶斯后验概率密度，黑点为反应正确的概率，灰色的竖条为95％置信限度。曲线为Weibull心理测量函数的最大可能性估计，图中的注表明当时的阈限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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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用QUEST法测定听觉阈限的结果

从图3-4（2）我们可以看出，开始几次试验的刺激强度波动很大，大约10次试验后，刺激的波动开始变小，20次试验之后，刺激的强度基本达到平台，这个平台的值就是该条件下的阈限（参见表3.5）。这种由大到小的波动形态是QUEST法的典型特征。

表3.5　40次试验中刺激强度的变化规律

[image: alt]



*
 单位：dB（分贝）。





目前，QUEST法可广泛用于有无法（yes/no method）、迫选法（force-choice method）的心理物理学实验中。（Watson & Pelli，1983；蔡永春，2008）。

在对阈下知觉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有不少实验都已表明，在被试意识不到的情况下，阈下刺激（subliminal stimuli）的意思（meaning）还是为被试“得到”了。实验中单词（如cook烹调）飞快地闪现，以致被试不知道呈现了什么。接下来以正常速度呈现两个单词（bake，烤；view，观察），要求被试必须在这两个单词中，挑一个他认为最可能是刚才飞快闪现的词。结果表明，被试多半挑选bake。这说明被试虽然不能觉察出cook，但其意义还是得到了某种加工（Schiffman, 1996）。在“意识”一章中，我们将对无意识知觉作详细的讨论。

2．恒定刺激法

刺激通常都由5～7个组成，在实验过程中维持不变，因而这种方法叫做恒定刺激法。刺激的最大强度要大到它被感觉的概率达到95％左右，刺激的最小强度要小到它被感觉的概率只在5％左右。各个刺激之间的距离相等，与最小变化法不同的是，恒定刺激法的刺激是随机呈现的，每个刺激呈现的次数应相等。

下面以测定手掌的两点阈的例子来说明用恒定刺激法怎样测量绝对阈限。先选定最大和最小的刺激12mm和8mm，然后按照距离1mm的大小确定其余的刺激为9、10、11mm。每个刺激随机呈现200次。在每一刺激呈现后，要求被试回答是“两点”还是“一点”。实验结果见表3.6。从表中可以看到，相距10mm的两点有29％的次数被判断为两点，相距11mm的两点有66％的次数被判断为两点，可以设想，50％次判断为两点的刺激必在10mm与11mm之间。

表3.6　用恒定刺激法测两点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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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介绍几种计算恒定刺激法实验结果的方法。

直线内插法应用比例算式求绝对阈限。由于所求绝对阈限是得到0.50比例数的刺激值，设它为X，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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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实验结果准确地画出来，也可以直接从图上读出两点阈的数值。以刺激大小为横坐标，以回答“两点”的比例为纵坐标，按表3.6数值作图3-5。从纵坐标上的0.50处引与横轴的平行线，它与曲线相交于a点，再从a点作垂线相交于横轴10.6mm处，这个数值就是所求两点阈。直线内插法的优点是简单易算，但它不够精确，因为参与计算绝对阈限的只是邻近0.50比例的两个比例（在我们的例子中只是0.29与0.66），其余比例虽然也是实验结果但都被废弃不用。另外，直线内插法的图示也不够精确，因为曲线是用眼睛配合手画出来的，会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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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用作图法求两点阈

表3.7　P-Z转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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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Z分数法可以避免直线内插法的缺点，因而提高了结果的精确度。这种方法首先要求把实验结果的P值比例转换为标准分数即Z分数，这可以通过查P-Z的转换表来获得。

Z分数是以标准差为单位所表示的原始分数与平均数的偏离，所以，9对应Z分数-1.51，意思就是9在平均数以下1.51个标准差（SD）处，而11对应Z分数＋0.45，就是11在平均数以上0.45标准差处。因此，从9到11的距离相应于（1.51＋0.45）个标准差，即1.96SD，所以，2＝1.51SD＋0.45SD。SD＝1.02。

下面是表3.6结果的平均Z分数法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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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为平均数位于9以上1.51SD处，所以平均数M＝9＋1.51×1.02＝10.54，这就是所求的绝对阈限。

如果将上述数据作图，则也可以求得绝对阈限，见图3-6。横坐标上的9mm对应于纵坐标上的-1.51SD，得a点，横坐标上的11mm对应于纵坐标上的＋0.45，得b点，将a与b连成直线，再从纵坐标0处引与横坐标的平行线交ab线于c点，从c点引横坐标的垂线，交于10.54处，10.54mm就是所求得的绝对阈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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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用Z分数求两点阈

直线内插法的图示图3-5被称为S-P作图，平均Z分数的图示图3-6被称为S-Z作图，S-Z作图得到的是一条直线，由于它是根据实验数据确定的两点联结而成，所以它比S-P眼手配合作图所得到的曲线更能获得精确的结果；但是，最小二乘法是比平均Z分数法更为精确的方法。用最小二乘法作直线时，要先确定直线方程：Y＝a＋bX中的a和b，有关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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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1），（3.2）两式中，X和Y代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原始分数，N代表X或Y的个数。公式中的a是直线的截距，b是直线的斜率。在心理学中应用这两个公式时要作一点变化，即需将纵轴的Y值（即恒定刺激求得的P值）转化成对应的Z分数，使X（恒定刺激法中的刺激即S）与Y的关系转化为直线关系，因为最小二乘法只适于两个变量有线性关系的情况。这样，如果把直线方程中的X和Y代以S和Z，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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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Z＝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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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常态曲线上，Z＝0时，P＝0.50，所以（3.4）式中的S就是所求的两点阈。

如果用最小二乘法来处理表3.6的实验数据，则我们可得表3.8。其中，X代表刺激，Y代表与回答“两点”的比例（P值）相应的Z分数，N＝5。

表3.8　直线方程中a和b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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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表3.8中的有关数据代入（3.1），（3.2）式，则

[image: alt]


将a值与b值代入（3.4）式，则S＝10.52mm。

如果将a值和b值代入（3.3）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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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8、9、10、11、12五个刺激代入（3.5）式求出相应的Z分数，以刺激为横坐标，以Z分数为纵坐标，画出的直线方程图类似图3-6。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同一实验结果因为处理方法不同而有差异，其中最小二乘法是最精确的。

下面以重量实验为例来说明怎样用恒定刺激法测量差别阈限。首先要确定标准刺激和比较刺激。我们选80g作为标准刺激，72、74、76、78、80、82、84、86、88g为比较刺激。标准刺激与每一个比较刺激组成一对刺激。每对刺激按随机方式呈现，要求被试将比较刺激和标准刺激进行比较，只允许作两类回答：“重”或“轻”。每个刺激都和标准刺激比较100次。标准和比较刺激相继呈现，其中50次标准刺激在前，50次标准刺激在后。实验结果见表3.9。

表3.9　用恒定刺激法测定重量差别阈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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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S-P作图法，我们得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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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两类回答的提重实验结果

由表3.9或图3-7我们看到，88g有97％次被感觉重于80g，因而88g几乎是100％能与80g分辨的；72g有2％被感觉重于80g，即是说有98％次被感觉比80g轻，因而72g也几乎是100％能与80g分辨的。运用内插法，我们可以计算出80.3g有50％次被感觉重于80g，按照差别阈限的定义，有50％次引起感觉差别的刺激增量就是差别阈限，那么0.3g是不是80.3－80所求的差别阈限呢？我们说不是。原因在于，当要求被试只作“重于”或“轻于”的两类回答时，有50％次感觉重于标准刺激（在我们的例子中是80g）的比较刺激（80.3g），实际上是不能与标准刺激区分的比较刺激。打个比方说，要是我问你，明天下雨不下雨？如果你说，明天有50％的可能性下雨。那么我要说，你对于明天是否下雨是完全没有分辨能力的。所以，当要求被试只作两类回答时，只有50％次能与标准刺激区分的比较刺激，实际上是不能与标准刺激相区分的比较刺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取75％次感觉重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来作为相等地带的上限，因为它处在50％次与100％次感觉重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之间的中点；同理，我们取25％次感觉重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来作为相等地带的下限，因为它处在0次与50％次感觉重于标准刺激之间的中点。有了上限与下限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差别阈限了。根据表3.9的数据，用直线内插法求得的相等地带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82.9g和78.4g。差别阈限为1/2（82.9－78.4）＝2.25g。这样求得的差别阈限与前面规定的阈限的操作定义并不相符，所以称之为75％的差别阈限。因为25％次感觉重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也就是75％次感觉轻于标准刺激，这样，上限和下限与标准刺激比较就都有75％的次数可以辨别。在这里2.25g为绝对差别阈限，其相对差别阈限为2.25/80＝1/36。主观相等点＝50％次重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即等于80.3g。

下面我们举75％的差别阈限的另一个例子。

如图3-8所示，当标准刺激分别为50、100和150g时，重量增量为标准刺激的5％、10％和15％时，被试正确判断比较刺激更重的百分比（见纵坐标）。每一个数据点都表示某一比较刺激与标准刺激比较200次的结果。图形纵坐标是从0.5开始的。由这条平滑的曲线我们可以再次看到，随着比较刺激重量增加，正确判断比较刺激更重的百分比逐渐升高。这意味着并没有单一的、精确的增量就是最小可觉差。实际上，最小可觉差或差别阈限只能定义为一个统计值，在这里它是有75％次觉察出两个重量有差别的最小增量（Laming,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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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恒定刺激法的结果

表3.9中的数据可以用平均Z分数方法和最小二乘法处理求差别阈限。其中，“重于标准刺激的反应比例”就是P值，将P值转换为Z分数后就可以按公式来进行各种计算。

如果用恒定刺激法测量差别阈限时，允许被试做三种回答，即比较刺激与标准刺激进行比较时，被试可以回答“重”、“轻”和“相等”时，我们怎样求差别阈限呢？这时相等地带的上限定为50％次重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相等地带的下限定为50％次轻于标准刺激的比较刺激，有了上限、下限就可以求差别阈限。但是，在允许三类回答的实验中，被试的态度会大大地影响相等地带的大小。如果被试十分自信，说相等的次数就很少，结果相等地带也就很小，从而导致差别阈限（1/2的相等地带）也小；反之，如果被试十分谨慎，则说相等的次数就很多，结果则会导致差别阈限较大。这样看来，三类回答的实验易受被试个性的影响，因而人们一般更偏爱两类回答的实验方法。

在用恒定刺激法来测量差别阈限时，标准刺激和比较刺激是继时呈现的，这就可能产生时间误差。如主观相等点小于标准刺激，就产生负的时间误差。反之，就产生正的时间误差。时间误差最鲜明的例子莫过于先后比较相同的刺激（比如100g重量），但被试常常觉得后面的刺激引起的感觉强（即觉得后面的100g比前面的100g重）。客观上两次提的重量都是100g，但由于时间先后造成了误差，而觉得后一个100g比前一个100g重。

3．平均误差法

这个方法的典型实验程序是，实验者规定以某一刺激为标准刺激，然后要求被试调节另一比较刺激，使后者在感觉上与标准刺激相等。客观上一般不可能使比较刺激与标准刺激完全一样，于是每一次比较就都会得到一个误差，把多次比较的误差平均起来就可得到平均误差。因为平均误差与差别阈限成正比，所以可以用平均误差来表示差别感受性。求平均误差的方法有两种：

（1）把每次调节的结果（或每次的判断）与标准刺激之差的绝对值平均起来作为差别阈限。

（2）把每次调节的结果与主观相等点之差的绝对值平均起来作为差别阈限。在这里，主观相等点是相等地带的中点，它等于各比较刺激的平均数。

下面我们以视觉的长度辨别为例来说明如何以平均差误法测量差别阈限。在表3.10中，X代表被调节为与标准刺激相等的长度，St代表标准刺激，M代表各次调节的平均数，AE代表平均误差，PSE代表主观相等点，CE代表常误，n代表调节的次数。

表3.10　用平均差误法测量长度差别阈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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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实验中，为了消除空间误差，标准刺激在左边和右边的次数应各占一半。为了消除动作误差，被试从长于和短于标准刺激处开始调节的次数也各占一半。

在平均差误法中除了平均误差外，标准差、四分位差也可以表示差别阈限。下面我们说明怎样用标准差来表示差别阈限。

在平均差误法的实验中，被试调节的比较刺激特别大于标准刺激的不多，特别小于标准刺激的也不多。多数的调节结果都是围绕着标准刺激的，如果实验次数很多，实验结果的次数分配就会接近于一个常态分配。分配的中点即调节的刺激本身的平均数为主观相等点。图3-9中的两条分配曲线代表两名被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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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用标准差表示差别阈限图示

虚线的分配较实线的分配更集中，其实验结果也更加密集于标准刺激。显而易见，分配集中的被试的辨别力好，而分配分散的被试的辨别力差。因此，测量分配的离散程度的标准差就可以作为对差别阈限的估计。标准差大（见实线），说明被试对相距甚远的两个刺激（标准刺激与比较刺激）感觉是相等的，因而表示他的辨别能力差；反之，如果被试辨别力强，那么相距很近的两种刺激他感觉是相等的，结果标准差就小。直接从实验结果计算标准差的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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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是实验得数据，n是实验次数。

平均差误法的优点是可以让被试自己动手调整刺激，因此，被试在整个实验中可以保持高水平的积极性，不觉厌烦。当然这优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缺点，因为比较刺激是由被试调节的，所以严格说来实验条件就不那么恒定了。另外，如果刺激不能连续地变化，而有些间隔的话，用这种方法测得的差别阈限就不精确了。

用平均差误法求绝对阈限时，只要设想标准刺激的强度为零来调节比较刺激，使比较刺激的大小变化到刚刚觉察不到或刚刚觉察到，然后平均比较刺激（即每次调节的强度）就是绝对阈限。

以上三种古典心理物理学方法各有自己的特点。最小变化法的实验程序和计算过程都具体地说明了感觉阈限的含义，但它会因其渐增和渐减的刺激系列而产生习惯误差与期望误差。恒定刺激法的实验结果可以应用各种数学方法加以处理，因而便于与其他测定感受性的方法进行比较。在应用三类反应的实验程序时，被试的态度会对差别阈限值有较大影响。平均差误法的特点是求等值，它的实验程序容易引起被试的兴趣，但对不能连续变化的刺激则不能用平均差误法来测其差别阈限。

二、信号检测论

信号检测论是信息论的一个重要分支，1954年，美国心理学家W. P. Tanner和J. A. Swets把它应用于人的知觉过程，使心理物理学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知觉过程中的信号检测论是怎么一回事呢？

假设甲乙正在家里看电视，外面有人敲门。甲说：“有人敲门。”乙说：“我没听见。”我们能不能说甲的听觉更敏锐些呢？从古典心理物理学方法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从信号检测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这样说。可能甲乙有着同等的听觉感受性，但他们判断是否听到声音的标准不一样。甲也许较冒进，他心里想只要听到似乎有声音我就说：“有人敲门”，这样，每次有人敲门我都能正确报告，不会漏报；乙也许较保守，他心里想除非有百分之百把握我不说“听见了”，这样，没有敲门时我绝不会虚报有人敲门。这是生活中的实际情形，人的感觉知觉过程不仅涉及感受性，同时又涉及判断标准。古典心理物理学方法把感受性与判断标准混在一起而不能区分它们，例如，用恒定刺激法测差别阈限时，允许三类反应，就会使差别阈限受到自信或谨慎态度的很大影响。信号检测论的优点就是能够把人的感受性与他的判断标准区分开，并以独立的数据来分别表达它们。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在于它不仅考察人对信号刺激的反应（上例中敲门声就是信号刺激），还同时考察人对噪声刺激的反应（上例中电视的声音就是噪声刺激）。下面我们以色子游戏为例来说明人们对信号与噪声这两类刺激作反应的一般规则是怎样的（林赛和诺曼，1987）。

（一）色子游戏

你的伙伴一次掷3颗色子：2颗是正常的，即每个面有一个数字，依次是1到6。第三颗是特殊的，3面写0，另3面写3。你的任务是猜测，特殊色子的哪一面朝天？是写有0的一面，还是写有3的一面？在猜以前，伙伴告诉你3颗色子朝天的数目的总和。很明显，当数目总和是2、3、4的时候，特殊色子一定是0。当数目总和是13、14、15时，特殊色子一定是3。当数目总和为5～12时，特殊色子是0还是3的可能性都有，你不能保证猜得绝对正确。那么，你怎样猜，对的把握才更大些呢？让我们把3颗色子的数目构成8的各种可能性排列如下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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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排列可知，8由3＋5构成的可能性为4种，也就是说，当总和为8时，3出现的可能性为4次；8由0＋8构成的可能性为5种，也就是说，0出现的可能性为5次。所以，平均而言，扔9次色子，而色子数目总和都是8时，有4次特殊色子可能是3（44％），有5次特殊色子可能是0（56％）。根据这种测算，每当色子总数为8时，你猜0，对的机会就会多些。

根据3颗色子数目构成8的各种可能性排列的道理，我们可以把2—15的色子数目由3或由0构成的可能性列成表3.11。

表3.11　色子数目总数与特殊色子出现概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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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11中可以看出，当色子数目变大时，特殊色子朝天的一面为3的概率逐渐上升。例如，当总数为9时，你猜3对的概率会超过50％。

玩色子游戏时，猜对猜错一共有4种情况，下面我们结合表3.12来作一说明。

表3.12　色子游戏的4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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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色子总数是由3构成（即特殊色子是3时），而你事先也是猜特殊色子是3，那么你就猜对了，这叫击中；如果你猜特殊色子是0，那么你把3漏掉了，这叫漏报。当色子总数是由0构成（即特殊色子是0时），而你事先猜特殊色子是3，那么你是把0当做3，这叫虚报；如果你事先猜特殊色子是0，那么你就猜对了，这叫正确否定。

1．击中与漏报

玩色子游戏时，如果你心目中定下一个标准：凡色子数目总数等于9或大于9时，我就说特殊色子是3；凡色子数目总数小于9时，就说特殊色子是0。那么，你的击中概率为26/36＝72％。这个概率可以从表3.11中看出来。当特殊色子是3时，2～15之间各个总点数出现的可能次数的总和为36（见3出现次数一栏），总数等于9或大于9时，特殊色子是3的可能次数为26，所以按照刚才的标准，你的击中概率就为26/36＝72％。但是，有10次特殊色子为3时，你漏掉了，所以你漏报的概率就为10/36＝28％。因为按照刚才的标准，小于9的总数你都猜0，但小于9的总数一共有10次可能是3，所以你漏掉了。击中率我们用符号P（Y/3）表示，即P（Y/3）＝72％。漏报率我们用符号P（N/3）表示，即P（N/3）＝28％。

2．虚报与正确否定

当色子数目总数等于9或大于9时，特殊色子是0的可能次数为10（见0出现次数一栏），按照刚才9的标准，你都说特殊色子是3，所以，你虚报了，虚报概率等于10/36＝28％，虚报率我们用P（Y/0）来表示，即P（Y/0）＝28％。当总数小于9时，特殊色子是0的可能次数为26（见0出现次数一栏），按照9的标准，你都说特殊色子是0，你说对了。正确否定概率用P（n/0）表示，即P（n/0）＝72％。为了使大家对击中、漏报、虚报、正确否定等几个概念更加清楚，我们把以9为标准的各种概率按表3.11来加以说明，见表3.13。

我们以9为标准时，当色子总数等于9或大于9，我们都说特殊色子是3，结果我们击中26/36（见3出现次数一栏），虚报10/36（见0出现次数一栏）；当色子总数小于9时，我们都说特殊色子是0，结果我们漏报10/36（见3出现次数一栏），正确否定26/36（见0出现次数一栏）。

表3.13　以9为标准时的各种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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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的移动

当我们判断特殊色子是3或0的标准发生变化时，击中率、虚报率等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我们以10为标准时（请读者用铅笔在表3.13中色子数目总数一栏的10上面轻轻画一条线），相应的击中率就是21/36＝58％，虚报率就是6/36＝17％，漏报率等于15/36＝42％，正确否定率等于30/36＝83％。尝试一下，当标准是8时，各种概率是多少。由于击中率＋漏报率＝100％，虚报率＋正确否定率＝100％，今后我们只要用击中率与虚报率来说明问题就够了。因标准的变化而导致击中率、虚报率相应变化的情形，可参看表3.14。

表3.14　各标准下的击中率与虚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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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请注意，表中标准一栏实际上是色子数目总数，如果标准定为5，它的确切含义是：当3颗色子朝天的数目加起来等于5或大于5时，我猜第3颗特殊色子朝天的一面必定是3；总数小于5时，我猜特殊色子是0。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标准愈来愈高（数目变大）击中率愈来愈小，但虚报率也愈来愈小。另外，同一标准下的击中率与虚报率之和也不等于100％。

4．操作特征曲线

当我们把表3.14的虚报率作为横坐标，击中率作为纵坐标作图时，我们就可以形象地看到随着标准的变化，击中率与虚报率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的情形（见图3-10）。我们称这个图为操作者特征曲线。

另一种表示标准的变化怎样引起击中率与虚报率变化的直观方法，是根据表3.11画曲线（见图3-11）。为了理解图3-11的含义，让我们重新看一看表3.11。从表中可以看到，当色子数目总和为2、3、4时，特殊色子为3的次数为0（见3出现次数一栏）。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当特殊色子出现3时，3个色子数目总和为2、3、4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们出现的概率为0。那么当特殊色子是3时，色子数目总和为9出现的概率是多大呢？因为在2～15之间各个色子数出现的可能次数的总和为36，而色子数目总和为9时，特殊色子3出现的次数为5次，所以，当特殊色子是3时，色子数目总和为9出现的概率为5/36＝14％。当特殊色子出现3时，其余色子数目总和出现的概率也照此计算；当色子数目总和为13、14、15时，特殊色子为0的次数为0（见0出现次数一栏）。对此，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为：当特殊色子出现0时，3个色子数目总和为13、14、15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们出现的概率为0。当特殊色子为0时，色子数目总和为9出现的概率是多大呢？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其概率等于4/36＝11％。表3.15是特殊色子为3或0或时，各色子数目总和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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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标准变化引起的击中率、虚报率的变化

表3.15　特殊色子为3或0的条件下各色子数目总和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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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3.15所列数据，以色子数目总和为横坐标，以它们出现的概率为纵坐标画出的曲线如图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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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色子游戏的概率分配

两条曲线有重合之处，它表明这些色子数目总和既可能由特殊色子的3构成，也可能由特殊色子的0构成。横坐标的11处是标准线，即当色子数目总和等于11或大于11时，我们说特殊色子是3。当我们使用11来作标准时，击中率就可由11的标准线右边的灰区（包括黑区）的面积来代表，这部分面积属于特殊色子3的分布曲线；虚报率则可用11的标准线右边的黑区的面积来代表，这部分面积属于特殊色子0的分布曲线。当标准线移动时，灰区面积和黑区面积的相应变化就代表击中率与虚报率的相应变化。这些情形与图3-10表示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

（二）人对信号刺激的觉察

玩色子游戏的过程就是根据某些信息去作判断的过程，人对信号刺激的觉察也是如此，下面是它们的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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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色子游戏时，已知色子数目总和，要求判断这一总和是由3或0构成；人对信号的觉察与此类似，当人获得某种感觉（比如听到某种声音），要求判断这种声音是由信号刺激（敲门）引起，或是由噪声刺激（电视节目）引起。

与色子游戏一样，人们对信号的觉察也在内心设有标准，当感觉到达某种程度或超过那种程度就说感觉是信号引起的，否则，就说是由噪声引起的。

因此，上面对色子游戏的分析也就完全适用于人对信号的觉察过程。即人对信号的觉察也有击中、虚报等4种情形；随着标准的变化，其击中率与虚报率也在变化；也同样可以绘制其操作者特征曲线和分布曲线（图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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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SN分配和N分配以及判断标准Xc

图3-12与图3-11是类似的。只是后者作为判断根据的信息是间断的，前者的信息假设为连续的而已。图3-12代表感觉的正态分布。左边的曲线是由噪声（相当于0）引起的感觉分布，右边的曲线是由信号（相当于3）引起的感觉分布。横坐标是感觉的连续体（相当于色子数目的总和），纵坐标是信号引起的感觉出现的概率（右边曲线）以及噪声引起的感觉出现的概率（左边曲线）。标准线右边的横线部分代表击中率的大小，它属于由信号引起的感觉分布，标准线右边的竖线部分代表虚报率的大小，它属于由噪声引起的感觉分布。在信号检测论的实验中，击中率用P（y/SN）表示，SN代表信号，类似于色子游戏中的3；虚报率用P（y/N）表示，N代表噪声，类似于色子游戏中的0。

信号检测论到底是怎样把人的感受性与其判断标准区分开，并分别用独立的数据来表示它们的呢？下面我们就通过介绍信号检测实验的两种方法——有无法和评价法来回答这些问题。

（三）信号检测论的实验方法

1．有无法

这个方法要求事先选定SN刺激和N刺激，并规定SN和N出现的概率，然后以随机方式呈现SN或N，要求被试回答，刚才的刺激是SN还是N。根据被试对呈现刺激的判断的结果来估计P（y/SN）和P（y/N），如表3.16所示。

表3.16　根据判断结果对P（y/SN）和P（y/N）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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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我们的实验是在白噪声的背景上检测一个纯音信号。以随机方式呈现给一个被试100次信号和100次噪声，呈现200次后，我们发现：呈现100次信号被试回答说是信号的有16次，呈现100次噪声被试回答说是信号的有2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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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可以用图3-13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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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有无法实验图解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该怎样计算判断标准的大小。图中横坐标上的ZA点就是判断标准。当获得的听感觉等于ZA感觉或大于ZA感觉时，被试就说获得的感觉是由信号引起的。在色子游戏中，我们说过，当标准变化时就会引起击中率和虚报率相应的变化，它们之间有固定的关系。因此，反过来我们已知击中率和虚报率也就可以推知标准的大小。在信号检测论中，判断标准β是由下面的公式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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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号检测论中击中率的纵坐标就是指与击中率相应的Z分数上正态曲线的高度，从正态曲线表上可以查到，P＝0.16相应的纵坐标为0.242；类似地，虚报率的纵坐标也就是指与虚报率相应的Z分数上正态曲线的高度，从正态曲线上可以查到，P＝0.02相应的纵坐标为0.048。因此，这轮实验中的β＝0.242/0.048＝5.042。

信号检测论中感受性的高低又是怎样表示的呢？由于信号检测论实验不仅测被试对信号刺激的反应，而且也测被试对噪声刺激的反应，因此，由信号引起的感觉就形成了一个正态分布曲线；由噪声引起的感觉也形成了一个正态分布曲线，如果被试A感受性高即分辨能力强，那么他对信号与噪声就会区分得很清楚，实验结果也就会得到两个相距较远的正态曲线；当信号与噪声的强度不变，如果被试B感受性低，那么他对信号与噪声的区分就不如A清楚，实验结果就会得到两个距离较近的正态曲线，即两个正态曲线重合部分较大。如果被试C对同样的信号与噪声根本分辨不出来，那么，实验结果就是两个正态曲线完全重合，即两个正态曲线的距离为0。因此，我们就可以用两个正态曲线的距离即两个正态分配的平均数之间的距离来作为感受性的指标。为了便于在不同条件下进行比较，这个距离是以标准差为单位来表示的，常称d′，实际上它也就是击中率P对应的Z分数与虚报率P对应的Z分数之差，用公式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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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d′的概念及其计算可参看图3-13。图中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即当P值＞50％时，查出的Z分数值为负；当P＜50％时，查出的Z分数值为正。

通过查正态曲线表，可以得到击中率P＝0.16的Z分数为1，而虚报率P＝0.02的Z分数为2。将之代入d′的公式，则在这轮实验中d′＝2－1＝1。

一般来说，人的分辨能力在短时间内不会变化，是恒定的；但人的判断标准却可以时刻变化。影响判断标准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信号出现的概率P（SN）和对被试回答的奖惩办法。

当奖惩办法固定时，信号出现的概率将会怎样影响判断标准的变化呢？让我们结合表3.17的假设的实验结果来对其作一说明。

表3.17　P（SN）与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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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信号出现的概率低时，被试不轻易回答说有信号，表明被试的判断标准高，见A轮实验结果。当信号出现的概率高时，被试倾向于多说有信号，表明被试的判断标准低，见C轮实验结果。换句话说，即当信号不经常出现时，被试获得很强的感觉才说有信号；而当信号频频发生时，被试获得轻微的感觉就说有信号了。但是在几轮实验中分辨能力d′都保持恒定，这说明判断标准的变化是由于被试不同的预期产生的，与信号本身无关。根据表3.17的数据可以作图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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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根据表3.17的数据画的ROC曲线

图3-14与色子游戏中的图3-10是类似的。当判断标准变化时，击中率与虚报率都相应地发生变化，但分辨能力d′保持不变，因此，图3-14中的操作者特征曲线（ROC曲线）又叫做等感受性曲线。

在信号出现的概率保持恒定的情形下，奖惩办法导致被试不同的动机水平，最后影响β。让我们结合表3.18的假想的实验结果来对比作一说明。

表3.18　奖惩办法与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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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SN）＝0.50





当奖惩办法是鼓励多说信号时（如F轮实验中，平均而言，不管对错只要说有信号就会获＋2的奖励，而说无信号却导致－2的惩罚，因此被试倾向于多说有信号），β偏低；当奖惩办法是鼓励少说信号时（如D轮实验中，平均而言，不管对错只要说无信号就会得＋1的奖励，而说有信号却导致-1的惩罚，因此被试倾向于少说有信号），β偏高。上述情况可参看图3-14。

将具有不同分辨能力的被试的实验结果画在一起，便可得到一组d′不同的操作者特征曲线，见图3-15。图中连接（0，0）和（1.0，1.0）45°的对角线是代表被试的辨别力等于0的一条线，也可以说是击中率等于虚报率的一条线。ROC曲线离这条线愈远，表明被试的辨别力愈强。

ROC曲线的基本特征还可以用图3-16来表示。

图3-16说明，ROC曲线的曲率怎样代表着被试对信号的感受性以及他（她）的反应标准。当信号本身的强度很大时，它容易被觉察，因此ROC曲线向左边弯得更高；当信号变弱，ROC曲线就向45°对角线靠拢。换句话说，即ROC曲线的曲率是由信号强度来决定的，而与被试的判断标准无关。当然，信号强度增强也就保证了信号能更多地被觉察，因此，ROC曲线的曲率是由被试的感受性和信号强度所共同决定的。当被试的判断标准高时，他倾向于少说信号，这就是图3-14中A点的情形。当被试的判断标准低时，他倾向于多说信号，这就是C点的情形，45°对角线上的描述就是指的这些情形。我们知道，d′＝2.0和d′＝1.0的ROC曲线都有少说信号和多说信号的情形，即都有高判断标准和低判断标准的情形，也就是说，感受性d′与判断标准β是彼此分离的（Schiffm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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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一组d′不同的ROC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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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ROC曲线特征图

2．评价法

在有无法实验中，当定下判断标准以后，凡等于或大于标准的感觉都说是信号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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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有无法反应图示

例如，在图3-17中当x1
 或x2
 感觉出现时，被试都说是信号引起的，但是x1
 和x2
 的感觉强度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却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当x2
 出现时，被试反应是信号的把握大于当x1
 出现时反应的把握，但有无法只要求被试回答是信号就够了。类似地，当x3
 出现时，被试反应是噪声的把握大于当x4
 出现时反应的把握，但有无法只要求被试回答是噪声就够了。这样，由于有无法是把感觉连续体分为两部分，故它从被试的反应中所能知道的就只是某一感觉在标准以上或以下，至于这种感觉离开标准多远则不知道，即反应的把握程度反映不出来。从而也就丧失掉了许多信息。

那么，有没有办法把某一感觉离标准多远表达出来呢？办法是有的，让我们回到色子游戏上来。

当色子数目多的时候，如13、14、15，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特殊色子是3；当色子数目少的时候，如2、3、4，我们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特殊色子是0。但是当色子数目不多不少，恰在5～12时，我们多半猜测，确信的程度将会小于百分之百。这样，模仿色子游戏的情形，在信号检测论的实验中我们可以首先回答有信号或无信号，然后说明我们对回答的确信程度（或用概率来表达确信程度），这就是评价法的实验。用这样的办法，我们就可以把信号或噪声引起的感觉离标准多远表达出来（参见图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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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评价法反应图示

图3-18中的C1
 、C2
 、C3
 、C4
 和C5
 是感觉连续体上从左到右的5个标准。1、2、3、4、5和6代表确信程度即评价等级。在有无法中一种信号概率或一种奖励办法只允许被试使用一个判断标准，而在评价法中，同一轮实验被试实际上使用几个判断标准，如图3-18所示，允许使用6个等级的确信程度，被试就可以使用5个判断标准。这样，当x2
 感觉出现时，由于它在C5
 标准以上，被试用第6等级来反应，当x1
 感觉出现时，由于它在C4
 标准以上，被试用第5等级来反应，余类推（6个等级的含义如表3.19所示）。结果，强度不同的感觉就分属于不同的评价等级，反应的把握程度就可以表达出来，从而也就避免了有无法中感觉强度不同，只用有信号或无信号来反应的简单做法，而保留了较多的信息。由于评价法在一轮实验中使用了多个标准，故它可以获得有无法多轮实验才能得到的结果。

表3.19　各个确信程度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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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信号检测实验中，SN和N各呈现600次，用评价法得到的实验结果如下：

表3.20　评价法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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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中的第（2）、第（3）两行分别为SN和N与各确信程度结合的次数。例如，当SN呈现时被试评价为6等的有176次，当N呈现时评价为6等的有24次等等。第（4）、第（5）两行分别为SN和N呈现时被试评价为各等级的概率。例如，SN共呈现600次，评价为6等的概率为0.29（＝176/600）；N也是共呈现600次，评价为6等的概率为0.04（24/600）。

如果要根据表3.20的数据来计算被试在各种标准下的d′与β，则需要将C5
 以下的各标准的击中率与虚报率进行累加，如表3.21所示。

表3.21　各标准下的击中率和虚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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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于C5
 以下的各标准来说，击中率都应该是累积概率呢？让我们结合图3-18来进行说明。当x2
 感觉出现时，由于它在C5
 标准以上，故被试以第6级作反应；当x1
 感觉出现时，由于它在C5
 标准以下，故不能以第6等级反应，但它在C4
 标准以上，所以以第5等级反应。现在我们要计算C4
 标准的击中率，那就不仅要包括第5等级的反应，还应当包括第6等级的反应，因为C5
 标准比C4
 标准高，在C5
 标准以上可以肯定x2
 感觉是由信号引起，那么在比C5
 低的任何标准下，当然也可以肯定x2
 感觉是由信号引起的。所以C4
 标准的击中率，就是信号呈现时第6等级和第5等级的反应之和。因此，对于C5
 以下的各标准来说，击中率都应该是累计概率。各标准下的虚报率也应以类似的方法来计算。

根据表3.21所列数据可以计算出各标准下相应的d′和β，见表3.22。如果以虚报率的Z分数为横坐标，以击中率的Z分数为纵坐标，则画出的ROC曲线就是一条直线，这条直线与机遇线的距离就是d′的值，见图3-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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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双常态坐标上的ROC曲线

由图3-19确定的d′约为1.2，它与表3.22所计算出来的5个d′的平均值1.198十分接近（赫保源等，1983）。

表3.22　各种标准下的d′和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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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量表

物理刺激可由物理量表来测量。例如，一个西瓜的重量，我们用千克来量，一张桌子的长度我们用米来量。但是，心理量的大小却不能用物理量表来测量。首先，这是因为刺激的物理值的变化不一定会引起心理上相应的一对一的变化。例如，实验证明声音的频率从1000Hz到3000Hz增加了两倍，但作为心理量的音高却只增加了一倍，因此，我们不能用频率的增加（这是物理量表测量的）来量心理量音高的增加；其次，有一些物理刺激本身就难以用物理量表来测量。因此，由这些物理刺激引起的心理量的变化当然也就不能用物理量表来测量。例如，一幅山水画、书法作品就不好用什么物理量表来度量，因而，由它们引起的我们心理上的美感、喜爱程度也就不是物理量表所能测量的。因此，心理量的大小只能用心理量表来度量。

心理量表与物理量表一样，也有顺序量表、等距量表和比例量表3类。下面我们先介绍这3类量表的一般特点，然后谈谈该怎样制作心理量表。

顺序量表是将对象的某一属性排出顺序。例如，1500m赛跑的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等。这种量表没有相等单位，也没有绝对零。例如，如果知道第一名比第二名快1min，但由于没有相等单位，所以我们不能推测第二名比第三名也快1min。由于没有绝对零，更不能说第一名速度是第三名的几倍。因此，顺序量表是一种比较粗糙的测量表。

等距量表有相等单位，可以测量对象之间的差别，但没有绝对零。例如，1500m赛跑第一名到达时间2:01；第二名2:02；第三2:04。我们可以知道头三名之间的差距是多少，但仍然不知道第一名比第三名快多少倍，例如，我们不能说2:01比2:04快多少倍。

比例量表与上述量表相比，既有绝对零又有相等单位，因此它除了可以测量对象之间的差别，还可以确定它们之间的比例。例如，1500m赛跑第一名跑了4min，第二名5min，第三名6min。这样我们既知道第三名比第一名慢了2min（两者差别等于6减4），又知道第三名跑的时间是第一名的1.5倍（6/4）。换句话说，即对比列量表的数据我们既可以用加减法来处理也可以用乘除法来处理。比例量表是一种较理想的量表。

（一）差别阈限法、等距量表与Fechner定律

在这个标题下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你运用差别阈限的方法来制作等距量表，那么实验结果是支持Fechner定律的。

Fechner提出，差别阈限（∆I）造成了最小可觉差（JND），因而JND可以用作单位来测量感觉量的大小。Fechner试图制作一个心理量表，主观经验的感觉以JND为单位，客观的刺激强度以∆I为单位，看看刺激强度的变化怎样引起相应的感觉的变化。他还假定强弱不同水平上的感觉单位JND都是相等的，即所有的JND都代表着主观上同样的感觉单位。这样的假定是必要的，因为物理量表中有着类似的要求。例如，当我们测量长度时，第一个1km的长度应当与1000km长度中最后1km的长度相等。如果假定所有的JND都相等，那就意味着，不管刺激的强度是高或是低，∆I造成的感觉差别都是相同的。例如，手在0℃冰水中，然后把高于0℃的温水倒入冰水，手刚刚感觉到的差别与手在40℃温水中，把高于40℃的温水倒入后刚刚感觉到的差别是一样的。

根据Weber比例，当刺激强度I增大时，∆I也必须相应地增大，才能使主观感觉的增量保持恒定，即仍然保持着最小可觉差，反过来说，即一个给定的JND总是对应于刺激强度恒定比例的变化。这样，当刺激强度低时，产生一个JND所必需的绝对变化增量就小；而当刺激强度高时，产生一个JND所必需的绝对变化增量就大。也就是说，在刺激强度表低的一头，两刺激强度差别很小（或十分接近时），就能为一个JND所分辨；而在刺激强度量表高的一头，两刺激强度差别很大（或相距甚远时），才能为一个JND所分辨。感觉与刺激之间的这种关系见图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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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JND与∆I关系图

假定所有的JND在心理上都是相等的话，那么，感觉量表（纵坐标）上等距的增长，就必然会要求刺激强度量表上愈来愈大的增加。也就是说，当感觉单位（JND）的数目以算术级数增长时，刺激强度则以几何级数增长。刺激强度量表上的几何增长与感觉量表上的算术增长表现为一种对数关系。

下面我们用具体的数据来说明这种对数关系并推导出Fechner定律的公式。

Fechner假定，高于绝对阈限的心理量的大小可以用绝对阈限以上的最小可觉差（JND）的数目来表示。例如，在绝对阈限和某刺激之间有3个最小可觉差，那么这个刺激强度所引起的感觉就是3。这样，Fechner就将差别阈限作为心理量表的单位，而将绝对阈限作为心理量表上的0点。因此，为了制作理论上的等距量表，我们只需要知道绝对阈限与Weber比例就够了。例如，设想某种感觉的绝对阈限为10个单位，Weber比例为1/5；每一个新的最小可觉差的刺激值为前一个刺激值的[image: alt]
 。请参看表3.23中前两列数字。从表上看得很清楚，随着最小可觉差数目变大，所需要的物理刺激值也愈来愈大，因此，用对数形式来表示刺激值就方便多了。相应的对数值写在表的第（三）列。表的第（四）列是对数的增量，它是恒定的。表的第（五）列是对第（二）列数据稍作处理后的形式，目的是使读者便于理解第（六）列的数据。

表3.23　理论上的Fechner量表（等距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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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23中的（一）、（四）两列我们看到，心理量每增加一个JND，物理量即刺激值的对数增量是恒定的。让我们按照表3.23的说明，把心理量与物理量的对数成比例的关系用对数形式的公式表达出来。假设：

S＝任何刺激值；

S0
 ＝绝对阈限或假定为零的特殊刺激值；

W＝Weber比例；

K＝从S0
 到S之间的JND数目；

R＝SK引起的心理量。

仿照第（六）列的数据，我们得：

[image: alt]


由于Fechner假定心理量是与辨别成比例的，即一个刺激引起的心理量的大小是与绝对阈限以上的JND数目成比例，所以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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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Fechner定律的数学表达式。Fechner定律表示的心物关系可以分解如下：

①物理量：S0
 ，S1
 ＝（1＋W），

　　　　　S2
 ＝S0
 （1＋W）2
 …SK
 ＝S0
 （1＋W）K


②物理量对数：logS0
 ，logS0
 ＋log（1＋W），

　　　　　　　logS0
 ＋2log（1＋W）…logS0
 ＋Klog（1＋W）

③JND数目：　0　1　2　…　K

④心理量：　R0
 　　R1
 　　R2
 　…　Rk


我们看到的心物对应关系是：刺激S0
 产生感觉R0
 ；S1
 产生R1
 ；直到SK
 产生RK
 。R1
 是与1个log（1＋W）相对应的……Rk
 是与k个log（1＋W）相应的。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心理量是与物理刺激的对数成比例的。

R0
 与R1
 是两个刚刚可以分辨的感觉，S0
 与S1
 是两个刚刚可以分辨的刺激；可分辨的刺激与可分辨的感觉是一回事！在这里，Fechner是用刺激来表示感觉，用可分辨的刺激来表示可分辨的感觉，因而差别阈限法是制作等距量表的间接方法。制作等距量表的其他方法还有感觉等距法。当我们以物理量的对数为横坐标，以心理量为纵坐标画图时，就得到一条直线，如图3-21。它表示心理量和物理量的对数成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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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心理量与物理量的对数值的关系

Fechner定律的前提有两个：假定Weber比例在强弱不同的刺激水平上都是恒定的；在所有刺激强度水平上的JND都是相等的，即主观的刚刚感到的差别在不同刺激水平上都是一样的。

这两个前提有其合理性，Weber比例在中等强度上是相当恒定的，而人的感官经常接受中等强度的刺激；应当承认JND也是一种测量单位。但批评Fechner定律的人认为，Weber比例不是在所有的刺激强度上都是恒定的，因此，心理量与刺激量的对数成比例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另外，不同刺激强度上的JND也不一定相等，因而，心理量也就不能用JND数目之和来表示。

例如，如果所有的JND在主观上是相等的话，那么绝对阈限以上20 JND的响声应当比绝对阈限以上10 JND的响声响1倍，因为它的JND数目比10个JND多1倍（别忘了，Fechner认为，高于绝对阈限的心理量的大小可以用绝对阈限以上的JND数目来表示）。但事实上，绝对阈限以上20 JND的响声比10 JND的响得多。这样，某一感觉道所有的JND就不可能产生同等的感觉差别。在这些批评的背景上，S. S. Stevens提出了制作心理量表的一种直接方法，并在1957年提出了心理量与物理量之间关系的新定律。

（二）数量估计法、比例量表与Stevens定律

在这个标题下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你运用数量估计法来制作比例量表，那么实验结果是支持Stevens定律的。

什么是数量估计法？1975年Stevens关于数量估计法给被试的指示语作了清楚的说明：有一系列刺激以随机方式呈现给你。你的任务就是用数目字来表示这些刺激的强度。你可以随意地把第一个刺激叫做任何数目，然后按照你的主观印象逐个给其他刺激标出数目字。使用的数目字不受限制，你可以使用整数、小数或分数——以便使每个数字同你觉察的刺激相匹配。

实验中为了避免被试使用的数字过大或过小对结果的影响，应该使用几何平均值。例如，对同一刺激，3个被试使用的数字如下：100、500、10。如果取算术平均值，则为203。显而易见，203不能很好地代表这3个数据。几何平均值定义为几个数值相乘之积的n次方根。例如，求这3个数的几何平均值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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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反对数　[image: alt]
 ＝79.43

下面是一项假设的用数量估计法作声音响度的比例量表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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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里典型的数据可以看出：

①当物理量以8倍的关系增加时，心理量以2倍的关系增加。一般而言，只要物理量的比例关系不变，心理量的比例也不变，即相等的刺激比例总是产生相等的感觉比例。

②心理量的变化与物理量的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说，当刺激强度以几何级数（8倍）增加时，心理量也以几何级数（2倍）增加。参见下面的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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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表明，声音强度引起的心理量的变化与声音强度的立方根成正比。一般而言，心理量是物理量的幂函数，这就是Stevens提出的幂定律或叫Stevens定律。如果以S代表心理量，I代表物理量，a，b代表常数，那么幂定律就可被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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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b是被试任意定的，如被试随意把第一次出现的刺激定为100，那么他就会以这个主观印象为标准给随后出现的其他刺激标出相应的成一定比例关系的数目字，如果被试随意把第一次出现的刺激定为0.2，他同样也会把与0.2这个主观印象成一定比例的数目字分配到其他刺激。在这两种情况下，b的大小不同（100与0.2），但这两种情况下各自心理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是相同的。常数a是指数，它代表心理量与物理量的关系，意思是当客观的物理强度成倍增加时，心理量以物理强度增加倍数的a次幂增加。就拿刚才的例子来说，当I增加到8倍时，心理量相应地增加80.3
 倍，即由100增加到80.3
 倍（100×80.3
 ＝200）。当8增加到8倍时（64），心理量相应地也增加80.3
 ，即由200增加到80.3
 （200×80.3
 ＝400）等。即主观的响度和声音的物理强度增加倍数的立方根（0.3次幂）成比例地增长。

如果对S＝bIa
 取对数，我们得

[image: alt]


要是我们将刚才的例子中的数据取对数作图，心理量与物理量的关系就是直线函数关系，见图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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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心理量的对数值与物理量的对数值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以Stevens 1975年的一项数量估计法实验为例来对Stevens定律作进一步的说明。

实验中声音刺激的频率固定为1000Hz，共有8种强度：40、50、60、70、80、90、100、110dB。主试将这8种声音一次一种地随机呈现给32个被试，每种声音呈现两次，对每个被试来说，各种声音的呈现顺序都是不同的。被试听到第一个声音后，给出他（她）认为适当的数目来表示声音的强度，对以后听到的声音则按其与刚才听到的声音的强度比例给出适当的数目。告诉被试，回答的数目字无所谓正确与否，主试感兴趣的是被试怎样感觉声音强度像是什么的，而不在于回答的“准确性”。这些指示语目的在于使被试的内部经验（internal experiences）尽可能地单纯与直接。实验结果见图3-23。图3-23中的横坐标是分贝数，它是声音强度的对数值；纵坐标是被试的回答，也已转化为对数形式。在双对数坐标形式下，实验结果表现为一条直线。许许多多的数量估计法实验都得到了类似图3-23的结果，从而导致公式（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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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一项数量估计法实验

（引自Luce et al.，1988）

图3-23的结果与人的听觉经验相符而与Fechner定律矛盾。为了说明方便，我们先列出表3.24。

表3.24　某些公共环境声音的dB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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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mile（1英里）＝1852m。





由于dB数的增长表示声音强度对数值的增长，按照Fechner定律，它应当相应地导致感觉的增长。但大多数人都会说，100dB（地铁列车进站）比50dB（图书馆说话声）要响得多得多，而不仅仅是两倍那么响。换句话说，即Fechner定律不能说明响度感觉随声音强度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实际上，对Fechner定律的最早挑战是由音响工程师们提出来的。当他们必须对用户说明响度怎样随声音强度变化时，仅用声音dB数就会导致错误的说法，如100dB声音比50dB声音响一倍。于是20世纪30年代，音响工程师自己进行实验，通常是呈现两个声音，要求听声音的人回答：第二个声音比第一个声音响多少倍？也可以让被试调节第二个声音使之听起来是第一个声音的两倍或一半。Stevens当时收集了这些数据加上自己的实验，提出了响度的宋量表（sone）。他规定1000Hz 40dB声音的响度为1宋，相应地，50dB为2宋（听起来觉得比40dB响一倍），60dB为4宋，（听起来觉得比40dB响4倍），70dB为8宋等等，宋的数目随着每10dB的增加而成倍增长。其他频率声音的响度则以1000Hz声音的响度为标准。

这样，声音强度每增加10倍（即增加10个dB），而相应地主观感觉响度总增长2倍。换句话说，即刺激及其感觉都按几何级数变化，因此也可以说，30年代的宋量表就已显示出了Stevens定律的雏形。20多年后，Stevens又回到感觉的测量问题并发展出数量估计法，在众多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于1957年正式提出了Stevens定律（Laming，1994）。

在公式3.11中，指数a代表直线的斜率，logb代表直线的截距。直线的不同斜率表示心理量随物理量增加而增加的速度不同（参见图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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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心理量和物理量的关系

（双对数坐标）

指数大于1的，表明心理量的增加快过物理量的增加，如电击的感觉强度；指数等于1的，表明心理量与物理量以同等的速度增加，如线段的视觉长度和线段的物理长度增长率相同；指数小于1的，表明心理量的增加速度小于物理量的增加速度，如明度比光能的增长就慢得多。

表3.25给出了各种感觉在特定条件下的指数。

表3.25　各种感觉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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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估计法看似简单，但其实验结果却可以与电生理学的方法相媲美。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由于与味蕾相连的神经纤维的一部分进入鼓索神经，而鼓索神经从舌通往延脑时途经中耳的小骨，挨近鼓膜，因此，从中耳手术者的鼓索神经上就可以很方便地直接记录出反映味觉变化的动作电位。有一项实验研究（两个被试）是这样进行的：对同一被试给予不同浓度的柠檬酸和蔗糖溶液，让他用数量估计法进行反应，报告他尝味后感觉的大小。在两天以后的手术中，同样的溶液放在被试的舌上，直接记录他们鼓索神经动作电位的发放频率。结果见图3-25。实心的圆和三角的联线代表味觉的感觉强度对柠檬酸或蔗糖溶液的依赖，而空心的圆和三角的连线表示鼓索神经动作电位的发放频率对柠檬酸或蔗糖溶液浓度的依赖。纵、横坐标都是对数单位。从图上可以看到，这两种方法的结果十分类似，也就是说感觉神经的反应强度与刺激强度的关系也可以用Stevens的幂定律来描述（Stevens,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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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数量估计法与电生理学方法的比较

（引自Stevens，1970）

Stevens的数量估计法曾受到批评，人们认为被试给出的数目字可能更多地反映他的数字习惯而不反映他的感觉。为了回答这类批评，Stevens曾用不同感觉道的交叉匹配法（cross-modality matching）来进行实验，以进一步验证Stevens定律。实验中被试紧握手压力计，用握力大小来匹配电流、白噪声、振动等等。图3-26就是由此而得到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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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不同感觉道的交叉匹配

（引自Laming，1994）

假设数量估计法实验中对1000Hz声音的结果为

N＝xb


而对握力的结果为

M＝Yc


如果Stevens定律是正确的，或它反映了感觉系统中神经信息的真实转换，那么从上面两式子就可以预测到握力直接与1000Hz响度的匹配。当被试用握力匹配1000Hz响度时：

M＝N

因此　　　　　　　　　　Yc
 ＝xb


或

Y＝xb/c


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见表3.26预期指数一栏数据（b/c）。

表3.26　预期指数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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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为握力的指数，用c表示。





预期指数是用握力的指数（c）除各刺激的指数（b）得到的。表3.26表明，预期指数与实际匹配结果吻合得很好。

（三）心理物理判断的相对性

本章一开头我们曾介绍过Fechner关于烛光的观察，他发现刺激的作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实际上，任何刺激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它总是在时间顺序上或空间上相对于一定的上下关系（context）或背景（background），因此，对刺激的知觉不仅依赖于刺激本身，也依赖于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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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莱依尔错觉

图3-27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a与b线段是相等的，但因为背景刺激不同——线段两端箭头的方向不同——b线段就显得比a要长，即使两条线段的末端对齐也仍然是这样。有趣的是，类似的现象在动物身上也发现了。在实验中，一组白鼠完成任务后获得高浓度甜汁，几轮试验后奖励改为低浓度甜汁，由高浓度转变为低浓度的奖励使白鼠完成任务的结果比控制组白鼠还差，而控制组一直使用低浓度甜汁作为奖励。这样，高低浓度甜汁的对比使低浓度甜汁更加不甜，从而造成了差的结果（Schiffman, 1996）。

1984年Laming提出了判断的相对性原则（relativity of judgement）用以解释数量估计法。该原则认为，数量估计法实验中所有的判断都是相对于即时的上下关系（the immediate context）而言的。即时的上下关系是指刚才呈现过的刺激以及给出的数目字，在这即时的上下关系中对当前刺激的判断仅仅是顺序性的。举例来说，当刺激c被判断为前一刺激b的2倍大，如果b本身被判断为其前一刺激a的3倍大，那么c就是a的6倍大了。按照这种方式来回溯，则所有的刺激都能够与实验开头的标准刺激联系起来。相对性原则认为这种回溯参照是不可能的，因而对当前刺激的判断仅仅是顺序性质的。如果对当前刺激的判断仅仅是顺序参照性的，即只是相对于即时的上下关系而进行的，那么，以图3-23的实验为例，先呈现40dB，1000Hz声音然后呈现70dB声音，被试对70dB的响度判断受40dB的影响要比下述情况小些：先呈现40dB，然后呈现110dB，被试对110dB响度的判断受40dB的影响。因为在实验设计中，要求40dB都在其余强度声音前呈现过（对其余强度也有类似要求），因此，与40dB强度差别大的声音强度听起来就显得更响，对比的效果增加了它的响度。这就造成了40dB与110dB两端判断的变异性，而这也正是图3-23中40dB与110dB两端判断变异大（数据点上的垂直线长）的原因。当然，像70dB、80dB等中间的刺激受对比效果引起的变异小些，但也仍然是存在的。专门的分析表明，数量估计法所用刺激强度在5.7个对数单位内变化，而被试给出的数目反应则仅在1.27个对数单位内变化，这样，用1.27个对数单位内感觉的变化来反映5.7个对数单位刺激强度的变化就会造成许多偏差，换句话说，即数量估计法引起的变异比简单地分辨这个声音比那个声音更响所引起的变异要大得多。判断的相对性原则就是用以解释数量估计法引起的变异的。

Laming这样小结他对于感觉本质的理解：

①被试能可靠地报告的事情就是，这灯光比那灯光更明亮（brighter），这声音比那声音更响（louder），这物体比那物体感觉更重（heavier）。

②Fechner定律用辨别刺激差别的能力来测量内部（或代表）可分辨的感觉是不成功的，因为辨别刺激差别的能力仅用刺激的物理测量本身也能说明，因此，不一定是反映感觉的差别。换句话说，即Fechner提出的心理的物理学（physics of the mind）并没有实现。

③数量估计法是对感觉的直接测量，虽然数量估计法引起的变异大得多，但数量估计法已提供了数目判断是怎样系统形成的详尽资料，一旦这些资料能合理地得到解释，对感觉本质的理解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Laming, 1994）

（四）对偶比较法、等级排列法与顺序量表

我们可以用对偶比较法与等级排列法来制作顺序量表。

对偶比较法最早出现在颜色爱好的研究中。例如，在白纸卡片上分别写上红、橙、黄、绿、蓝。被试的任务非常简单：在面前的两张卡片中挑一张，以表示在两种颜色中他更喜欢哪一种颜色。比完两种颜色以后，换另一对颜色再比较，这样一直做下去直到所有的颜色都被判断为止。由于每一种颜色都要和另外的颜色配对比较，所以5种颜色共需配成10对即配对数目等于n（n-1）/2（其中n是待比较的样品数目）。表3.27是假设的实验结果。

表3.27　用对偶比较法研究颜色爱好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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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2（n－1）





下面让我们结合该表来说明一下对偶比较法的数据处理。表中最上面一行与最左面的颜色都是待配对比较的颜色，表中其余颜色都是比较中的优胜者。例如，当红与橙比较时，被试选红。当蓝与绿比较时，第一次被试选绿；第二次被试选蓝；等等。选择分数就是某种颜色与其他颜色比较时优胜的次数，如红的选择分数为7，表示红与其他颜色比较时胜了7次。当我们把选择分数转换成百分比（P）时，要除以2（n－1）。（n－1）是每种颜色与其他颜色比较的次数，为了消除空间误差或时间误差，相同的颜色要比较两次，所以为2（n－1）。当把P转换成Z分数时，就可以得出各对颜色爱好的相对距离。为了消除负值，把每个Z分数加上1.13，这就是Z′的数据。根据Z′的数据可得图3-28，它表示一个被试对各种颜色爱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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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某被试对各种颜色爱好的程度

1906年，美国心理学家J. M. Gattll曾用等级排列法对当时10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排过等级。他请一些有代表性的专家按天文学家的声望排出名次，声望最高的排在第一，……这样就得到一个单一的等级顺序。他的实验结果见表3.28（武德沃斯，1965）。

表3.28　Gattll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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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的Mc＝n－MR
 ；P＝Mc/（n－1）；Mc′＝Mc＋0.5；P′＝Mc′/n





在对偶比较法中我们得选择分数，即每一样品与其他样品比较时获胜的次数。其实，等级排列法中的等级也可以表示某样品与其他样品比较时获胜的次数。例如，某天文学家在10名天文学家中排在第二位就表示他的声望胜过其余8人的声望，因此，第二位也就相当于选择分数8。这样，就可以把等级排列法中的等级转换成选择分数。假设C代表选择分数，R代表被评判的等级，n代表样品的总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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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均选择分数Mc，就等于样品总数减平均等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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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8的数据中平均选择分数化为百分数（P）时只除以（n－1），这是因为在采用等级排列法的实验中只需把样品排列等级一次。

当P值为0或1.00时怎么办？出现这种情形时可以在每个平均选择分数上加0.5分（Mc′），这可以理解为某天文学家的声望与其自身比不分胜负，于是每个天文学家各得半分。相应地，P′值就不是除以（n－1），而是n，因为自身与自身比过一次。由P′可以转换为Z′，每个Z′分数加＋0.77，就可以消除z′分数中的负值（武德沃斯等，1965）。

如果你对天文学家的声望不感兴趣，而是想了解一些产品的外观质量如何，那么你就可以让被试按外观质量来将产品排出等级，数据的处理同上。总之，被试按照一个指定的因次把许多样品排列成一个顺序的系列，这就是等级排列法。

问　题

1．为什么对感觉及其刺激必须加以区分？

2．怎样理解感觉阈限与差别阈限的概念？

3．什么是Weber定律？

4．测量感觉阈限与差别阈限的3种方法的实验程序是怎样的？实验结果如何处理？

5．什么叫做75％的差别阈限？它有什么优点？

6．什么叫做阈下知觉？

7．色子游戏的一般规则是怎样的？怎样定标准可以使猜对的百分比超过50％？

8．信号检测论中，击中率与虚报率怎样随标准升高或降低而变化？

9．有无法与评价法的实验程序是怎样的？怎样计算d′与β？

10．什么叫做等感受性曲线？

11．影响β的因素是什么？影响d′的因素是什么？

12．评价法中低标准下的击中率与虚报率为什么都应该是累积概率？

13．信号检测论与古典心理物理法的差别是怎样的？

14．什么是Fechner定律？它与Weber比例有什么关系？

15．怎样理解Fechner定律的基本特征是用可分辨的刺激来表示可分辨的感觉？

16．数量估计法与感觉道交叉匹配方法的实验程序是怎样的？

17．什么是Stevens定律？

18．怎样理解心理物理判断的相对性？

19．对偶比较法与等级排列法的实验程序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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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1ft.（1英尺）＝30.48cm，全书同。


②
 　1in（1英寸）＝2.54cm，下同。


③
 　由瑞典物理学家W. Weibull首先阐述，是可靠性分析的理论基础，改变其形状参数可近似为其他分布，如正态分布。


④
 　这方面常用的如Psychophysics Toolbox中的QUEST模块（http://psych.nyu.edu/pelli/software.htm），基于MATLAB运行。


4　反应时间

反应时间（reaction time，缩略为RT）是心理实验中使用最早、应用最广的反应变量之一。然而，对反应时间的研究最先始于天文学家Bessel对于“人差方程”的研究。最早将反应时间的测量用于心理实验的是荷兰生理学家Donders。冯特于1879年曾指出，Donders的计算心理操作时间的方法为心理实验研究指出了一条很有希望的途径。此后，冯特及其学生们对反应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随着心理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以来，为了揭示信息加工过程和特点，反应时间的测量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Sternberg（1969）的反应时间的相加因素法，Hochey和Hamilton（1981）的“开窗”实验以及Meyer等人（1988）的速度与准确率分离技术。

一、反应时间的概述

（一）反应时间的概念

“反应时间”，这一词是词不达意的。只是由于习惯而沿用至今。实际上，它不是指反应的延续时间，而是指从刺激的呈现到反应的开始之间的时距。反应并不能在给予刺激的同时就发生。刺激的呈现引起一种过程的开始，此过程在机体内部进行是潜伏的，直至此过程到达肌肉这一效应器时，才产生一种外显的、对环境的效应为止。因而，反应时间往往也被称为“反应的潜伏期”。在反应的潜伏期中包含着感觉器官、大脑加工、神经传入传出所需的时间以及肌肉效应器反应所需的时间，其中大脑加工所耗费的时间最多。

（二）反应时间的研究简史

对反应时间的研究最早始于天文学。1816年，Lindennon著《格林尼治天文台史》述及一桩公案，即1796年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Maskelyne发现其助手Kinnebrook观察星体通过子午线的时间比自己慢约1s，虽经提醒，数月后误差仍不见减少。因此，台长认为其助手“师心自用，不依法行事”而将其解雇。这一桩公案引起德国天文学家Bessel等人的注意，他于1820年比较了自己与其他天文学家观察同一星体通过望远镜中法线的时间。当时，天文学界所用的观测方法是Bradly的“眼耳法”，即观测者先用眼看钟表指针所指的秒数，然后在观察的同时耳听钟摆之声而计秒，来确定星体通过望远镜中法线的时间。结果也发现了不同观测者所得数据之间有明显差异，即B－A＝1.22s，其中B是Bessel的观测数据，A是另一位天文学家观测的数据，这一方程被称为“人差方程”。Bessel于1922年把结果刊布于世。这不仅了断了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那桩公案，而且立即引起天文学家们对此的注意和研究兴趣。此后，关于人差方程及其校正方法，包括创制一些新的计时器的种种探索，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70年代。

在天文学家运用反应时间来测定人差方程的后期，1850年生理学家Helmholtz运用反应时间来测定神经的传导速度。他测定蛙的运动神经的传导速度，约为26m·s-1
 。后来，他用一弱电击刺激人的脚趾的皮肤和大腿的皮肤，并告知被试，一旦觉得电击，就用手反应，记录这些反应时的差异。他从中可粗略估计人的神经传导速度，约为60m·s-1
 。对于这个发现，正如心理史学家Boring指出的那样，在科学心理学上的重要性是不可轻视的。他测量出了在当时被认为是无法测量的东西，从而确立了与神经过程不可分离的心理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完成的观点。他的发现使对心灵分析跨出了一步，使它由迅速出现变成后继事件，这为后来的实验心理学中的所有关于心理活动和反应时间的测量都做好了准备。

1868年，荷兰生理学家Donders从天文学家那里取得了反应实验，发明了分离反应时间的实验。Donders认为，在一个刺激和一个反应的简单反应中若增加它种心理过程而使之复杂化。如果反应时间增加，那么这一增量就是加入过程的时间数量。他先测选择时间，他让被试用反应a去对付刺激A；用反应b去对付刺激B；用反应c对付刺激C；余可类推。由于反应时间因这种变化而增加，他便从加长的反应时间中减去简单反应时间而得出选择的反应时间。后来，他认为这些选择反应时间中应包括辨别和选择，因此他随机采用许多刺激，如A、B、C、D，但只许用反应a去对付其中的刺激A，借以测量辨别反应时间。因为被试必须在反应之前从所有刺激中识别出A刺激。这一反应时间减去简单反应时间，就得到辨别反应时间；再把前面得到的选择反应时间减去这一辨别反应时间就得到单纯的选择的反应时间。Donders借助反应时间的相减得到选择反应时间、辨别反应时间。这就是反应时间的相减法。

1879年，Wundt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当时他指出，Donders的计算心理操作时间的方法对心理学实验研究指出了一条很有希望的途径。因而，Wundt及其学生对反应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特别是冯特的学生Cattell，不仅在冯特的实验室中并且后来回到美国之后都作了许多关于反应时间的研究。卡特尔曾通过反应时间的研究，揭示了选择反应时为什么长于简单反应时的原因。他认为，被试做简单反应时测试时，其注意完全集中于那个即将出现的刺激和那个将做出动作的手指，所以当刺激呈现时，被试的眼睛→大脑→手指之间的神经通路早已准备好了，因此其反应时间短；而选择反应时测试时需要有较多的神经通路接通的准备，此时心理状态比较复杂，因而其反应时间就延长了。卡特尔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指出了反应时间相减法中的不足，即选择反应时间与简单反应时间还在反应的准备上也存在不同。自卡特尔之后，心理学研究者对反应时间的研究兴趣已不在于其本身及其原因的分析，而转向测量技术的改进，使测出的结果更精确以及向应用领域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认知心理学开始兴起。由于它主张研究认知活动本身的结构和过程，并把这些心理过程看做信息加工过程。而任何过程都需要时间，因而可利用反应时间这一客观指标来，对加工过程进行研究，试图揭示信息加工过程和各个阶段。

在认知心理学的许多研究中，反应时间相减法既可用于研究某一个信息加工阶段，也可用于研究一系列连续加工阶段，而且它在这两种研究中都曾作出过相当的贡献。反应时的相减法在具体应用中都必须假定，所安排的两种作业中的一种作业包含另一种作业所没有的某个特定心理过程，而在其他方面均相同，这样就可判定这两个作业的反应时间之差就是完成那个特定心理过程所需的时间。这种实验在原理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具体实施上往往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要求两种作业在其他方面均严格匹配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另外，这种反应时间的测量还蕴含着另一个假定，即一种作业的性质和持续时间同另一作业的性质和持续时间互不影响。只有这样，相减才有意义。但是这一假定在许多课题的研究上也都是难于确定的。

1969年，Sternberg在相减法的基础上发展了反应时间的相加因素法。这种方法假定，完成一个作业所需的时间是一系列信息加工阶段分别所需时间的总和，如果两个因素的效应是相互制约的，即一个因素的效应可影响另一因素的效应，那么这两个因素只作用于同一个信息加工阶段；如果两个因素的效应是分别独立的，即可相加，那么这两个因素各自作用于某一特定的加工阶段。Sternberg进行记忆扫描实验来说明反应时间的相加因素法，此研究揭示了，在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过程中存在4个独立作用的因素并分别对4个独立的加工阶段起作用。应该说，Sternberg的反应时间的相加因素法在揭示心理过程的时间方面又前进了一步。但由于对相加因素法的假定，即使用可相加的效应相互影响的效应，能否用来确认加工阶段还存在疑问，因而还需进一步探索。

由于反应时间的相减法和相加因素法都不是直接测得某一特定加工阶段所需的时间，而是要通过间接的比较才能得到，并且相应的加工阶段也要通过严密的推理，才能被发现。因此，Hamilton等（1977）、Hockey等人（1981）发展了一种新的实验技术，它被称为“开窗”实验。意即能直接地测量每个加工阶段的时间，从而能明显地看出这些加工阶段，就好像打开窗子一样，一目了然。“开窗”实验以字母转换实验为例，根据反应时间的数据揭示了完成字母转换作业的3个加工阶段。虽然开窗实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可能在后一阶段中出现对前一加工阶段的复查，以及在后面字母的贮存阶段可能还会包含对前面的字母转换结果的提取和整合等。然而，它的特点是引人注目的。

不论是什么形式的反应时间的实验，都要求被试在保证反应正确的前提下尽快作出反应。一个实验的反应时数据的收集也仅限于正确的反应，而将错误的反应排除。这是因为只有正确的反应时间进程，才能反映实验操作的真实过程，其反应时数据才有意义。然而，在任何反应时实验中，被试往往会以牺牲反应正确率为代价而换取反应的速度，有时则会为了达到高的反应正确率而牺牲反应的速度。这就是反应时实验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速度－准确率权衡问题。也就是说，被试在反应时实验中可运用不同的速度－准确率权衡标准来指导自己的反应。针对这种问题，Meyer等人（1988）提出了一种新的反应时技术，它被称为速度－准确率分解技术（speed-accuracy decomposition，简SAD）。利用这一技术可以了解认知过程中信息的积累情况，并可由此推测信息加工的特点——信息加工究竟是一个连续加工的过程还是一个非连续（即离散）加工的过程，这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速度－准确率分解技术却能为解决此问题提供手段和方法。

总之，反应时间的研究，随着自身的不断完善，对揭示人类信息加工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已经并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研究反应时间的意义是广泛的。在心理学的许多研究中，反应时间都可作为十分必要的指标，如动机的引起，联想的强弱，辨别的快慢以及学习、动作反应等等。此外，它还涉及犯罪心理学、交通心理学、航空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等许多领域。反应时间还可作为心理物理学量表中的一项重要度量。有人研究过，反应时间和判断次数以及判断信心之间的关系。其研究方法大致如下：刺激为一条较粗的水平黑线，另有一条垂线，把此水平线分为两段。垂线的左端为标准刺激，永远是50mm；右端是比较刺激，其变化范围从40到60mm，每次变化2mm。制成卡片，用速示器呈现。被试的反应是两个键，A键表示比较刺激短于标准刺激，B键表示长于标准刺激。记录每次的反应时间。每次反应之后，还要求在一条直线上画出记号，表示他判断正确的信心。记号画在直线中间表示完全没有信心；记号画在线的最右端表示完全肯定右端的比较刺激长些；反之则表示比较刺激短些；记号画在居间各点表示肯定的各种程度。该实验的结果如图4-1。图中标有％L的累积曲线代表把比较刺激判断为长于标准刺激的累积百分数，应看最左边的纵坐标。标有CM
 的累积曲线是对于每一比较刺激所作出的10级判断的信心估价的平均数，应看左边第2个纵坐标，其零点表示完全不肯定。这两条曲线相交点，正处于％L坐标的50％、CM
 的零点。这一点表示被试最无信心，在猜测。标有TM
 的是反应时间的曲线（以百分秒为单位），由此曲线可以看出，在比较刺激为50mm处达到峰值即反应时间最长。从TM
 曲线可以看出，反应时间是比较刺激和标准刺激的差别的函数，两者差别越大，反应时越短。特别是，在刺激差别产生100％正确判断处，甚至判断有100％把握时，反应时间仍然在下降。正是这一特点使反应时间有可能被用来为大于差别阈限的刺激差别找出等值。这一实验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在探索判断的信心和反应时间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当怀疑或不肯定是以等差方式增加时，判断的时间就是以等比方式而增加的。两者都是判断困难的明显的度量。由此可见，反应时间的确可以作为制作心理物理量表中的一项重要度量。总之，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讲，反应时间的实验研究和应用都有很广阔的发展远景并且随着人类活动的快速化和生产自动化的发展，随着认知心理学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深入探讨，对反应时间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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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反应时间、信心和判断的关系（标准＝50）

二、反应时间的测定方法

在第一节中我们略述了反应时间的研究简史，从中可以看出关于反应时间研究的进展情况。本节我们侧重讨论各种反应时间的测定方法以及在认知心理学上各种反应时实验的具体研究。

（一）反应时间的相减法

Donders受天文学家关于人差方程研究和Helmholtz测定神经传导速度研究的影响，于1868年在其“关于心理过程的速度”一文中，把心理时间的测定引入心理学，并提出了反应时间的相减法。

Donders首先测定三种不同的反应时间：

①A反应时间：一个反应仅对应于一个刺激，当一个刺激呈现时，就立即对其作出反应，这种反应时间也称为简单反应时间；

②B反应时间：多个反应，各自对应于事先所规定的那个刺激进行反应，此时测得的反应时间，其中包含简单反应时间、辨别刺激的时间和选择反应的时间；

③C反应时间：一个反应，仅对应于多个刺激中的那个事先规定的刺激进行反应，而对其他刺激则呈现不反应。所测得的反应时间，其中包括简单反应时和辨别反应时。

有了上述3种反应时数据，就可从中计算出辨别过程反应时和选择过程反应时。辨别过程的反应时可由C反应时减去A反应时而获得。选择过程的反应时可由B反应时减去C反应时而获得。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反应时间的相减法最初是被用来测定某一心理过程所需的时间的，但是反过来看，也可以从两种反应时的差数来判定某个心理过程的存在。认知心理学正是这样来应用反应时间相减法的。

在认知心理学中，研究者们有时运用反应时相减法来判定某个信息加工阶段的存在，如Posner等的研究；有时也用此法来判定一系列连续加工阶段的存在，如Clark和Chase（1972）的研究。

Posner等曾设计过一个实验，运用反应时相减法来证实，短时记忆的信息除听觉编码之外，是否还存在视觉编码的问题。他们在实验中安排了两种材料：一种是形同音同的两个字母如AA；另一种是形状不同但读音相同的两个字母如Aa。并还安排了两种呈现方式：一种是同时呈现；另一种是继时呈现，其中还设置有几个间隔时间如0.5s、1s或1s、2s等。要求被试判定所呈现的两个字母是否相同并用按键反应。记录反应时间。在这两种情况下，正确反应都是“相同”。结果发现：

①同时呈现时，形同音同的两个字母（如AA）的反应时小于形不同音相同的两个字母（如Aa）的反应时。

②继时呈现时，随着两个字母的间隔时间增加；形同音同的字母对的反应时急剧增加；而形异音同的字母对的反应时却变化不大。并且两者的反应时的差别逐渐缩小，当两个字母呈现的间隔时间为2s时，其差别很小。

Posner等对此结果解释如下：在同时呈现条件下，形同音同的字母对（如AA）的判定反应时之所以较小，是因为此字母对可直接按其视觉特征来判定，其不像形异音同字母对（如Aa）必须按其读音来判定。这表明，形同音同的字母对（如AA）的匹配是在视觉编码的基础上进行的，至少部分是如此；而形异音同字母对（如Aa）则需从视觉编码过渡到听觉编码，在听觉编码基础上才能判定，所以其用时较多。在继时呈现条件下，随着两个字母呈现的间隔时间增大，形同音同的字母对的视觉编码效应逐渐变弱，而听觉编码的作用增大，所以其反应时也随之增加，并与依赖于听觉编码的形异音同的字母对的反应时的差别逐渐减小。在这个实验中，Posner等运用反应时的相减法来证实，某些短时记忆信息可以存在视觉编码和听觉编码两个阶段。

Clark和Chase（1972）曾设计过一个句子－图画匹配实验，运用反应时相减法来揭示某些作业的操作要经过几个加工阶段。在实验中，向被试视觉呈现两种材料，一种是句子，如“星形在十字之上”；一种是一幅图画，如“[image: alt]
 ”，实验中所用的主语有“星形”和“＋字”，介词有“之上”和“之下”，句子的陈述有肯定和否定两类。要求被试尽快判定，该句子是否真实地说明了图画并作出是或否的反应。记录反应时间。

Clark等设想，当句子出现在图画之前时，这种句子和图画匹配作业的完成要经过几个加工阶段，并提出了度量那些加工持续时间的参数。依照他们的设想，第一阶段是将句子转换为其深层结构，即以命题来表征句子，而且对“之下”的加工时间比对“之上”的加工时间要多（这为参数a），对否定句的加工需时多于对肯定句的加工（这为参数b）。第二阶段是将图画转换为命题，并带有前面句子中所用的介词，即“之上”或“之下”。第三阶段是将句子和图画两者的命题表征进行比较。若两个表征的第一个名词相同，则比较所用的时间就会少于不相同的（此为参数c）；若两个命题都不含有否定，则比较所用的时间将会少于任一命题含有否定时的时间（此为参数d）。第四阶段是作出反应，其所用时间被认为是恒定的（此为参数t）。这样，在此实验中测得的各种反应时，其中包含的参数不同，就可使用反应时相减法，求得各种参数的时间。例如，若“星形在＋字之下”这个句子真实地说明了随后所呈现的图画，则对其的反应时中包含参数a和t0
 。若“星形在＋字之上”真实地说明了图画，则对其的反应时中只包含参数t0
 ；这两个反应时之差就为参数a的时间。Clark等人就用这种方法计算了这个实验的结果，并得到如下这样的数据：参数a为93ms，参数b和d为685ms，参数c为187ms，参数t为1763ms。

Clark和Chase的实验得到了肯定的评价，有些心理学家将他们的实验推崇为反应时相减法实验的范例。然而，也存在一些批评意见，如这种实验未必经常能容易地将各个加工阶段区分开来，一个参数可能涉及两个或更多的加工阶段。又如，由于这类实验都假定，在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中，插入或减少某些加工阶段而不影响其余的加工阶段。有人认为这种假定也不一定能成立。这些批评意见是很重要的，考虑到在第一节中我们讨论过反应时的相减法本身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都提醒我们，在复杂的心理过程中要区分出不同的加工阶段，确实还存在一些困难。因此，在运用反应时的相减法时，要结合具体研究课题，周密考虑。

（二）反应时间的相加因素法

Sternberg在进行一系列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对短时记忆信息提取过程有独立作用的4个因素：识记项目的数量（或称记忆集大小）N；探针刺激的质量（清晰和不清晰）；反应的类型（肯定的或否定的）；反应类型的相对频率。并且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上述4个因素分别对4个独立的加工阶段起作用，这4个独立加工阶段为：a．探针刺激的编码阶段（此阶段所需时间为e）；b．顺序比较阶段（若每一项目的比较耗时为b，则N个项目所需时间为Nb）；c．决策阶段；d．反应组织阶段（这两个阶段共需时间为C）。而探针刺激的质量对探针刺激的编码阶段起作用；记忆集大小对顺序比较起作用；反应类型对决策类型起作用；反应类型的相对频率对反应组织阶段起作用。按照上面的记述，可将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过程用框图来表示（图4-2）。

根据Sternberg的反应时相加因素法的原理，即完成一项作业所需的时间是一系列信息加工阶段分别所需时间的总和，则整个信息加工过程的时间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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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反应时相加因素法，短时记忆信息提取的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RT＝e＋Nb＋C，设a＝e＋C

则：RT＝a＋bN

这是一个以b为斜率、a为截距的直线方程。

Sternberg曾进行过一个记忆扫描实验。在实验中，让被试识记一些项目，如数字。每一项的数字长度（识记集大小）均不超过短时记忆的容量。识记之后，呈现探针刺激。告知被试，若识记集中有探针刺激，按“是”键反应，否则，按“否”键反应。记录反应时。表4.1是此实验中用识记集变化程序的实验结果。根据表4.1的反应时数据，可配成两个直线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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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记忆扫描实验结果，即集合变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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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实验中可得出，识记集大小（N）只作用于第二加工阶段即顺序比较阶段。原因是N只影响直线方程的斜率，而不影响此方程的截距。从此，实验数据也可得到反应类型（正、负）的反应时不同，正、负函数的截距不同，两者相差50ms。这是由于两择一的决策而造成的，所以可得出反应类型作用于第三阶段即决策阶段的推论。

Sternberg（1967）曾进行过一个实验，比较探针刺激的视觉质量好坏的反应时。结果发现，视觉质量差的探针比质量好的探针具有更高的截距，其相差65ms，但不影响斜率。因而，探针的视觉质量仅影响第一阶段。Sternberg（1969）还研究了反应类型的相对概率的作用。结果发现，反应概率大的，反应时缩小，而反应概率小的，反应时却增大，也即反应概率仅影响反应时函数的截距，而不影响斜率。他指出，因反应概率不干扰反应类型，因而当它们在一起应用时是作为这两个变量不影响同一阶段的标志，反应类型影响第三阶段，而反应概率只影响第四阶段。

总之，Sternberg用操纵变量的方法，并以在相同自变量的不同水平之间的反应时间的不同，作为整个过程中的子阶段的时间测量。

（三）反应时间的“开窗”实验

前面所讨论的反应时间的相减法和相加因素法都不是直接测出某一特定加工阶段所需的时间，而是间接地通过作业之间的比较而得出的，并且相应的加工阶段还要通过严密的推理，才能被发现。而Hockey等（1981）则发展了一种新的反应时实验技术即“开窗”实验。他们以一种字母转换实验来说明这种新实验技术。

在字母转换实验中，主试向被试呈现1—4个字母或字母串，而且在这字母串之后标有一数字。并告之，这一数字表明把该数字之前的字母或字母串中的每个字母都按英文字母表中的位置转换到该数字所指的位置上的字母。如“A＋3”即将“A”转换到“D”，即字母A之后的第三个位置上的字母；如KENC＋4，（即K→O，E→I，N→R，C→G），要求这4个转换结果应一起说出来，即OIRG。现以“KENC＋4”为例来说明这种实验的具体程序。最先呈现[image: alt]
 然后，4个字母相继呈现。被试自己按一下键，就可看到第一个字母“K”（此时计时开始），当看到“K”之后，被试就做出声转换，即说出L—M—N—O，然后再按键，第二个字母“E”呈现，再做出声转换，F—G—H—I，如此，直到4个字母全部呈现完毕并作出总的回答，即OIRG，计时也随之停止。在实验进程中出声转换的开始和结束都在时间记录中标出。根据该实验的反应时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完成字母转换作业的3个加工阶段：

①编码阶段，即从被试按键看到一个字母到开始出声转换所用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中，被试对所看到的字母进行编码并在记忆中找到该字母在字母表中的位置；

②转换阶段，即转换所用的时间；

③贮存阶段，即从前一个字母转换结束到按键看下一个字母的时间，在此阶段中，被试将转换结果贮存于记忆中，并从第二个字母开始还需将前面的转换结果加以归并和复述。图4-3，说明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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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开窗”实验：字母转换作业的3个阶段

“开窗”实验通过对字母转换作业的分析，可把每一种认知加工成分所经历的时间都比较直接地估计出来，因而它比反应时的相减法和相加因素法具有更明显的优点。

（四）反应时间的速度与准确率权衡现象及其分离技术

1．速度与准确率权衡现象

研究者们为了研究人类信息加工的特性，常常把反应时间作为指标。其考虑的逻辑是，心理加工过程的复杂性和反应时间的长短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即对一个复杂刺激的加工所需时间较长；而对一个简单刺激的加工时间则要短一些。然而，反应时实验中除了反应速度之外还有反应准确率问题。

研究者们注意到，被试有时会以牺牲准确率为代价去换取反应速度，有时则会以牺牲反应速度为代价去换取反应准确率，亦即被试能根据不同的实验要求或在不同的实验条件下，建立一个权衡反应速度与反应准确率的标准来指导他的反应。这就是反应速度与准确率的权衡（speed-accuracy trade-off, SAT）现象。

一般而言，被试可以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反应，也可以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反应。在充分准备情况下，因其能提取全部与刺激有关的信息而作出反应，此时，准确率总是很高，速度却慢些。在准备不充分情况下，即没有足够时间或不允许被试去提取全部与刺激有关的信息的条件下，被试还可利用在加工阶段的初期所积累的部分信息去反应，也可利用某种不同于上述完全加工的信息加工方式（如猜测加工）去反应。而对这种不完全的信息加工过程的研究，可以获得信息加工的最初阶段的加工特性。

在对反应时间实验和SAT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利用SAT现象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反应时实验的新的反应时实验范式，即速度与准确率权衡范式（SAT范式）。

在SAT实验中，可以通过控制被试作出反应的时间长短来作为实验自变量，测定在各种时间条件下的反应准确率。然后以反应时间为横坐标，以反应准确率为纵坐标，可得到一条速度与准确率权衡曲线。图4-4是一条用反应信号法进行再认实验的SAT曲线。在这条曲线上，可以找到在各种反应时间下的反应准确率（d′）。在这条曲线上，可以用3个参数来描述SAT现象。I表示截距，R表示准确率（d′）随反应时间（RT）的变化而变化的速率，A表示准确率的渐近值，即在无限延长提取时间条件下的最高准确率。

从图4-4中可知，反应时和准确率之间的权衡关系在加工早期是很显著的。当接近或达到A值之后，随反应时的延长，准确率变化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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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再认提取实验的SAT曲线

（引自Wickelgren et al.，1977）





在理论上，反应准确率（d′）是上述3个参数的指数函数关系。具体为如下的经验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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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应时的速度与准确率分离技术

传统反应时实验测得的是在所有加工过程已经完成之后的，速度与准确率的单个结果；速度与准确率权衡范式能测得在刺激呈现后关于速度与准确率的许多结果，特别是对于加工开始的最初几百毫秒也能加以测量，因此它比传统反应时实验更具优越性。然而速度与准确率权衡实验的数据不能验证，信息加工是连续性质的还是离散性质的。因此，Meyer等（1987、1988）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速度与准确率分离技术”（speed-accuracy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SAD technique）。这种技术可以把反应过程中猜测过程的准确率和反应时分布分别加以描述，从而了解认知过程中的信息积累情况，并以此来推测信息加工的特点。

SAD技术由两部组成：滴定的反应时程序（titrated reaction time procedure, TRT程序）和平行精细的猜测模型（parallel sophisticated guessing model, PSG模型）。

（1）TRT程序

TRT程序实际上是一种混合程序，它是SAD技术的一个具体获得反应时分布和反应准确率的方法。TRT程序包括两类试验：

①普通试验，在这一试验中要求被试在保证准确率的前提下尽快反应；

②信号试验，在这一试验中，刺激呈现后的不同时间间隔内出现一个信号，要求被试觉察到该信号就迅速地对刺激作出反应，不一定要求准确，允许被试猜测。

在正式实验中，这两类试验随机混合进行。这样，普通试验的结果表明，被试的反应是根据完整的信息所作出的，而信号试验中，被试的反应可能是根据完整的信息而作出的，也可能是根据部分不完整的信息，由猜测过程而作出的。这样，信号试验的反应时和准确率数据就可补充普通试验，这很类似化学分析中的“滴定法”，故称TRT程序。经两类试验结果的比较，可很精确地推论出，时间上部分信息的累积情况。

具体做法如下：

①普遍试验，这一试验类似于传统的反应时实验。在这一试验中，每个试验先呈现一个预备信号，接着呈现一个或正或负的测验刺激，让被试作出相应的反应，反应的要求是又准又快。记录反应时和准确率，并给予反馈，鼓励被试在确保准确率的前提下尽快地反应。实际上，这一试验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高准确率的反应阈值，为评价被试在信号试验中的反应提供基线。

②信号试验，这一试验类似于SAT方法。在这一试验中，在测验刺激呈现之后的不同的延时后，给出一个短暂的信号（一般为声音信号），不同的延时的时间是主试控制的变量。告知被试，一旦该信号出现，就立即对测验刺激作出相应的反应。由于有的延时很短，被试可能来不及获得刺激的全部信息，因此，允许被试根据所获得的部分信息进行猜测而作出反应。通过变化信号出现的不同时间，可得到在不同时间间隔条件下的反应时间和准确率的大量数据。其中，随时间间隔的延长，被试获得的部分信息就愈多，被试的反应准确率也会随之变化。实际上，信号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种环境，即在信息积累未达到反应阈值之前，就让被试反应。此时，被试只能根据所获得的部分信息，经猜测而作出反应。然后，综合两类试验的数据，经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就可分离出部分信息累积过程。

（2）平行精细的猜测模型

对TRT程序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要依赖于一个理论模型，即平行精细的猜测模型（PSG模型）。它是针对TRT程序而提出的一个定量分析的理论框架。

PSG模型假定有两个平行的加工过程：

①正常加工过程包含在普通试验和信号试验之中，当测验刺激呈现，被试能在“全部”信息达到很高的阈值时，识别出测验刺激并作出相应反应。这一加工过程就终止。

但是，因在实验中，普通试验和信号试验是随机混合的，被试若要在每一试验中都达到正确反应的目的，希望没有信号出现，这样正常加工才能正确地进行。然而，一旦信号出现，被试就不能再等到完成更多的加工来保证正确的反应，而是必须立即进行一个快速的“最佳猜测”，确定对测验刺激的反应。这样，就导致另一个加工过程——猜测加工过程，参与竞争。

②猜测加工过程始于反应信号刚呈现之时，一旦信号被觉察，被试必须立即决定对测验刺激应作出什么反应，并立即执行这种反应。被试的这种迫选决定是根据测验刺激呈现和信号出现之间的正常加工过程中已积累的所有的部分信息而作出的。因此，被试的猜测是有一定根据的，尽管可能是不充分的。PSG模型还假定，猜测加工过程和正常加工过程的持续时间都是随机独立的，即这两个加工过程是平行的、互不干涉的。这两个加工过程相互竞争。若猜测加工过程先于正常加工过程完成，则所观察到的反应时间和准确率就是由猜测加工过程的持续时间和输出来决定的；反之，则由正常加工过程来决定。

在上述的这些假定的基础上，就可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求出猜测加工过程的反应时间和准确率。

首先，讨论如何估计猜测加工过程的反应时间。

①经普通试验，我们能得到普通试验的反应时间（tr
 ）分布，因正常加工过程完成的时间（tn
 ）等于tr
 ，即tr
 ＝tn
 。

②经在不同时间间隔下的信号试验，可得到信号试验反应时（ts
 ）的分布。

③根据tn
 和ts
 的分布，求猜测加工过程的反应时（tgs
 ）的分布，因两种加工过程是平行竞争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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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s
 是信号试验的反应时分布；tgs
 为猜测加工过程完成的反应时分布。

因信号在测验刺激呈现之后的不同时间间隔之后出现，所以信号试验的反应时应大于一个给定的常数（C），其概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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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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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4.2）、（4.3）、（4.4）代入（4.1），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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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式左边是指，猜测加工过程完成的时间小于或等于常数（C）的概率，是一个累积分布函数。（4.5）式右边有两个变量即P（ts
 ＜C）和P（tr
 ＜C），它们可从普通试验和信号试验中取得。因此，经（4.5）式可估计出猜测加工过程完成时间的累积分布函数，并可由此而揭示出猜测加工过程的时间特性。

其次，讨论如何估计猜测加工过程的准确率。

根据PSG模型，一个信号试验的准确反应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正常加工过程先于猜测加工过程完成而产生；另一个是猜测加工过程通过有效的部分信息积累先于正常加工过程完成并幸运地作出。若用Ps
 （准确）表示信号试验中准确反应的概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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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后，得出猜测加工过程的准确率的估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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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4.6）式右边中，Ps
 （准确）可在信号试验的结果数据加以统计后而得到；P（tn
 ＜tgs
 ）可根据tn
 、tgs
 分布而计算出；所以Ps
 （准确／tn
 ＜tgs
 ）实际上就是普通试验的准确率；而P（tgs
 ＜tn
 ）＝1－P（tn
 ＜tgs
 ）。经上述计算，就能获得各时间间隔下反应时作业中的猜测加工过程的准确率即P（准确／tgs
 ＜tn
 ）。根据准确率随信号时间间隔的变化而变化的情况分析，就能了解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信息到底是怎么积累的。

在这一节中，我们介绍了反应时的相减法、相加因素法（Sternberg, 1969）、“开窗”实验（Hockey & Hamilton, 1981）、速度与准确率权衡范式（SAT paradigm）（Wickelgren, 1979）以及速度与准确率分离技术（SAD technique）（Meyer, 1988）。从中可知，把反应时作为指标用于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并且反应时这一方法本身还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应该说，反应时实验对理解人的心理活动，特别是对揭示人类信息加工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并已证明它是一种相当有效的研究手段和工具。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时间测量只能反映信息加工过程的一个侧面。为深入而全面地揭示人类信息加工过程，还必须寻求更为有效的研究手段和方法。

三、影响反应时间的因素

在心理学实验研究中，观测反应一般都是通过刺激变量或被试的机体变量作为自变量而实现的。因而，在反应时间作为反应变量的实验中，反应时间必会受刺激变量或被试的机体变量的影响。

（一）反应时间与刺激强度有关

刺激强度（I）通常指物理刺激的能量大小。但是，这里所指的刺激强度除了刺激物理强度外，还包括与物理刺激有关的心理强度。

刺激强度与反应时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当刺激强度较弱时，反应时间较长；并且随刺激强度增加，反应时间会逐渐缩短。这种反应时间的缩短，最初，随刺激强度增加，缩短得快些；而当刺激强度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反应时间的缩短速度减小甚至停留在某一水平上，好像反应时间渐近于一个极限。表4.2和图4-5是对不同强度的1000Hz的纯音的反应时间。

表4.2　对1000Hz纯音的不同强度的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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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2和图4-5中可知，1000Hz的纯音随着强度的增加，最初，反应时间缩短速度较快；后来，反应时间的缩短速度减慢。从图4-5中，表现为反应时间的变化曲线可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趋势。在表4.2中，当lgI＝0时，表示此纯音强度（I）接近听觉阈限强度，亦即此时纯音强度很弱，刚刚能引起听觉反应，因而其反应时（RT）很长（402ms）。

当lgI＝1时，此时的纯音强度为阈限强度的10倍，因而反应时间随之而缩为193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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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对1000Hz的不同强度的反应时间

（二）反应时间与刺激的时间特性以及空间特性有关

当物理刺激的强度本身保持不变，而增加作用于感官的时间，即造成时间的累积作用，这样便会增加刺激的心理强度。表4.3是Froeberg曾做过的一个关于光作用于眼睛的久暂对反应时间影响的实验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当刺激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其的反应时间就越短。当然，反应时间的缩短也有一定的界限。

表4.3　光刺激的久暂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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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物理刺激强度保持不变，刺激的时间也保持不变，仅增加刺激的面积时，由于感受器神经兴奋的空间累积的作用，也会增加刺激的心理强度。例如，Froeberg曾用在不同面积的正方形白纸上反射的日光作为刺激物。结果，测得的反应时间随正方形白纸的面积增加而缩短（见表4.4）。

表4.4　光刺激的面积与反应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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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的空间累积作用还表现在双眼视觉和双耳听觉方面，即当用双眼观察一个光刺激，其反应时间短于单眼观察时的反应时；用同样强度的声音作用于单耳，其反应时为147ms，双耳则为133ms。

（三）反应时间与所刺激的感觉器官有关

不同的感觉器官的反应时间也不同。表4.5的数据是许多实验结果的综合。

表4.5　不同感觉道的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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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听觉的反应时会短于视觉的反应时这个问题，目前认为，光直接射到视网膜上，但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不能由光刺激直接引起兴奋，要经过光化学反应的中介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较长时间，因而视觉对光的反应时间长于听觉对声音的反应时间。电生理学的方法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用声音刺激猫耳，在听觉神经中测得1～2ms的潜伏期，而发出声音到猫把耳朵竖起来只要8～9ms。这说明，听觉反应时很少消耗在接受刺激并传递到大脑皮层的通路上。而测得光射入眼，则需要20～24ms，神经冲动才能到达视觉皮层区。如果绕过视网膜，用电流直接刺激视神经，则测得到达皮层的潜伏期为2～5ms。因此，视觉反应时与听觉反应时相比，视觉在神经通路上消耗的时间较长，这便是造成视觉与听觉反应时间不同的原因之一。

不仅不同的感觉器官的反应时不相同，而且同一感觉器官受到不同刺激物，其反应时间也不同，甚至同一刺激作用于同一感觉器官的不同部位，其反应时间也不同。例如，用甜、酸、苦、咸不同的味觉刺激作用于舌尖，其反应时间的结果如表4.6所示。

表4.6　不同的味觉刺激作用于舌尖的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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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用同一刺激（光）作用于同一感觉器官的不同部位（眼视网膜的不同部位），其反应时间也不同。光刺激离中央凹越远的部位，其反应时相对而言也越长。有实验揭示，若中央凹的反应时间为N ms，则距离中央凹10°时的鼻侧，其反应时为N＋6ms，颞侧则为N＋10ms；在距离中央窝45°处，鼻侧和颞侧的反应时分别为N＋17ms和＋26ms。

当利用复合刺激同时作用于不同的感觉道时，其反应时间也不同。表4.7是利用复合刺激而测得的反应时间。将这些复合刺激所测得的反应时与单一刺激所测得的反应时作一比较就可看出，什么样的复合刺激能使反应时更短一些。

表4.7　单一刺激与复合刺激所测得的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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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7中的数据可知，声音和电击联合呈现，所测得的反应时间比单独刺激呈现所测得的反应时间要短些。特别是光、声和电击三者联合呈现，所测得的反应时间更短一些。

（四）反应时间与被试的机体状态有关

1．反应时间与机体的适应水平

眼睛对明、暗适应水平不同，反应时间也不同。表4.8中的数据是在250lx烛光的照度下，在距被试眼睛的30.48cm处，对一个30mm为直径的白色图纸片进行反应时的实验的结果。从此结果可知，在实验前被试眼睛对光的适应水平不同，在同一条件下，所测得的反应时间也不同。

表4.8　反应时间与对不同光的适应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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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应时间与被试的准备状态

在心理实验中，被试的准备状态也会影响其反应时间。从预备信号的发出到刺激的呈现这一时距称为预备时间。在这一时距内，被试要作出最佳准备状态。如果准备时间太短，被试就会来不及作好反应的准备；如果准备时间太长，被试的准备状态则会越过最佳状态而趋向衰退。因而，预备时间太长、太短都会对反应时间的测量有不利的影响。许多研究都表明，最佳的准备时间是1.5s～2s。要注意的是，在具体实验中每次试验的准备时间都不要用一个恒定数值，以免被试掌握此时间规律来抢步。Telford曾用0.5、1、2、4s的4种时距，要求被试对一听觉刺激作出反应。表6.9的数据是未经训练的被试的实验结果。从表4.9中可知，对1～2s的时距，比对0.5s和4s的时距的反应时间要短些。

表4.9　准备时间对反应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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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应时间与额外动机

在反应时间实验中，被试都希望尽快地作出反应。根据被试的这种心理状态，主试可及时地对被试的反应给予“赏”与“罚”，以此给被试形成反应的额外动机。“赏”是如实地告诉被试的反应结果。“罚”是当被试反应慢于某一水平时，就给予电击（在安全范围内的电击）。这两种条件与不加任何额外动机的条件随机地交替进行，借以抵消练习效应。图4-6是在这3种条件下所测得的听觉反应时间的数据。

从图4-6中可知，在电击而造成罚的条件下，被试反应的额外动机最强，因而其反应时间最短；赏的条件下，反应时间次之；不赏不罚的正常条件下的反应时间最长。这一实验结果说明反应的额外动机影响着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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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额外动机对反应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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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整个生命期中的简单反应时间的变化

4．反应时间与被试的年龄

被试的年龄也是影响反应时间的一个因素。在人的整个发展阶段之内，25岁以前，其反应时间是逐渐变快；进至成人阶段，其反应时间的变化是很少的；直至60岁之后，反应时间开始缓慢下来。应注意的是，这一变化规律是指一般的正常健康人的反应时与年龄的关系。图4-7是以被试对声音的简单反应时间随年龄变化的实验结果。

5．反应时间与练习

练习与反应时间的关系很密切。一般而言，练习越多，反应时间越短。其变化是逐渐的，最后达到反应时间不可再减少的最小限度。应注意的是，反应越复杂，经练习，反应时间变化幅度越大；简单反应，反应时间的变化幅度则较小。

6．反应时间与个体差异

在反应时间的实验中，即使我们将实验条件，如刺激的感觉道、强度、准备时间、指导语、被试的年龄以及事先的训练等，都加以控制，保持恒定，我们仍然不能确切地预测一组被试的反应时间。这是因为其中还存在着难以控制的被试变量。被试变量中主要的是个人在反应时间上的差异。不仅在被试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同一个被试，在同一条件下，其每时每刻的反应时间也会因其心理和生理方面的某些变化而不同。

四、测量反应时间的仪器和注意事项

（一）测量反应时间的仪器

从反应时间研究的简史来看，随着近代科学和实验技术的不断发展，实验仪器不断得到更新，从而使这类研究的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任何一种有效的测量反应时间的仪器都包括3个部分：刺激呈现装置、反应装置和计时装置。

反应时间研究的仪器和手段可根据研究课题的要求而定。为了粗略测量一个继续几秒钟之久的反应，一个有0.2s刻度的停表就够精确了。当然，为了测量小于0.1s的反应时间，就需要精密的测量和某种自动记录的方法。此时就不能用人工停表，因为这种人工的机械停表本身就有一个0.2s左右的反应时。仪器的读数要求更精细些，一般说来，比较理想的计时器要能够达到精细和自动记录两项要求。下面我们简单介绍几种有关测定反应时间的器材。

1．自由落体尺计时器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计时器材，它是由皮龙（1928）所始用的。只需用一支约1m长的直尺作为测量工具。根据直尺的等加速自由下落的原理来计算反应时间。如测量简单的视觉反应时间，主试用拇指将直尺笔直地按靠在墙上。尺的零点朝下，尺的下端跟被试的平视相齐。被试者将拇指轻放在尺的下端零点处，准备阻止尺自由下落。实验时，主试说“预备”，随后突然移开拇指，释放直尺，被试一接受此刺激就立即用拇指将尺按住，测得直尺下落的距离（S）。这样就可利用公式算出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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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是以秒计的反应时间；S是尺子下坠的距离（cm）；g是重力加速度（980cm/s2
 ）为省略计算手续，可直接在尺上标上与下降距离相应的反应时间的刻度。表4.10是一些大致对应的数值。

这种测定方法既简便、经济，又相当准确，适宜于测定反应时间的演示实验。借用一些附加装置，也可用来测定听觉、触觉以及其他一些比较复杂的选择反应时间。

表4.10　自由落体反应时间测试的换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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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械的钟表计时器

在实验中要求不太精确的测定反应时间，误差允许在0.2s以上的可使用停表计时。下面是一些钟表计时器的部分种类。

（1）希普（Hipp）计时器

这是最早的直接读出反应时间的计时器。这种计时器有两个基本部件。重力部分是一个上下移动的重锤；记时部分是上下两个钟面。指针的转动速度靠一个每秒振动1000次的钢片控制，指针的转动停止则由一个串联的离合器加以控制。希普计时器虽然精确度甚高，但其结构笨拙，又须经常校正，故逐渐被淘汰。

（2）邓拉普（Dunlap）计时器

构造略同于希普计时器但以电磁离合器代替希普计时器的弹簧装置。邓拉普计时器虽也很笨重，但却为设计更新的钟表计时器作出了贡献。今天，钟表式计时器虽然日新月异，但基本部件仍是由一个电动机和一个离合器组成。

美国Lafayette仪器公司生产的五用途计时器：仪器比较小（大约30cm×8cm×10cm），定时范围为1～60s，左侧输入端有五对输入，具体是：

①给信号、定时钟运行；

②给信号后，定时钟回零；

③给信号后，暂停；信号解除，立即又运行。

以上是输入，还有输出信号，输出信号可以用控制开关来控制别的仪器，作开关继电器用。它还可以像体育馆的计时钟那样，扣除暂停时间，因此它也可用于做学习记忆实验和其他计时实验。

3．电子计时器

现代心理实验室常用一些精密的电子仪器作为测时工具。如电子毫秒计、电子定时计、电子时间描记器、数子式频率仪、示波器等。而刺激的呈现和反应的启动则须通过电子开关来控制，以获得更可靠的实验数据。现代化的电子技术的微时计时器，其构造大致如下：借一频率恒定的时间间隔脉冲发生器产生时间脉冲。通过一个控制器输送至电子计数器。控制器的工作是在被测事件开始瞬间，接通时间脉冲信号，输入至计数器，计数器开始计数；而当被测事件结束的瞬间，切断脉冲发生器与电子计数器的通路，使计数器停止计数。因为脉冲频率固定，依据所计脉冲数即可折算成客观时间。一般可借十进位氖灯或计数管来直接显示时间。这类仪器虽然价格高些但因其使用便利、精确度高而适合于实验室使用。

4．特殊摄影

摄影不仅可记录实况，而且也可记录时间。必要时，可以把刺激的呈现和反应的动作都摄入电影，甚至还可改变拍电影的速度，或把某一种计时器同时摄入画面。这样，根据摄影机的速度或画面上附加的计时器，就可获知反应时间。这一方法对需要以很小的时间间隔连续记录反应时间尤为适合。例如，在进行痛成分的心理研究时，用示波照相机拍摄了人体腓肠神经刺激和反应的动作电位，通过对动作电位波形图的分析、测定和换算，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从刺激到反应的潜伏期。

5．刺激与反应键

反应时间实验，首先是选择合适的时间测量器，其次就是如何设计刺激和反应时开闭的电路装置。一般而言，简单线路和电键多半有一定的缺点和操作不方便的毛病。例如，普通电键作为刺激键，如果主试、被试同在一间实验室里，而且所作的是视觉反应实验。则会因刺激键在被操作时可发生一定的音响而形成一种不应该有的额外刺激。这时就必须采用无声开关。

一般电路要求被试从听到预备信号起即将电键按住，至刺激出现再放开电键，这种要求容易使被试疲劳，因而增加了“抢步”的趋向。另一种是要求主试从呈现刺激开始直到被试作出反应为止一直按着刺激键。如果主试一时疏忽在被试反应前便放开了电键，那就会使结果不准确。而在电路里增加一个自锁继电器的线路，由继电器来代替人的手指，就可以免除上述缺点。一般实验，如使用灵敏继电器，其时滞很小，属于毫秒级单位，故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电子元件的广泛使用，我们可以用电子开关借被试部分的反应运动，遮断或开通一个光源射到光电管上的光线，引进光电源的变化，经过放大即可推动灵敏继电器来开关计时电路。用言语口头反应的时候，需要使用声音开关。旧式的唇键、腭键、颌键和声键，都曾有人用过。但是，它们的困难是发音的运动和声音的振动在每一个词上都不同，所以开动键所费的时间也不同。目前实验室中经常采用的是晶体管声音开关。

使用此仪器时，只需在话筒插口处插上话筒，让被试坐在话筒前，在距离话筒0.5m的距离内，用通常2人交谈的语音强度所产生的语音信号即可使继电器工作。

若在继电器输出端接上控制电路，就可使语音信号起电路开关作用。实验时，让刺激信号和电动秒表同步，即可记录从呈现刺激到语音反应的时间。

刺激键或刺激器应该适应于刺激的感官，而且除了所要呈现的一个刺激外，不要发出其他刺激。假如是一个视觉简单反应，视觉刺激器又激发出声音，那么反应就可能是对声音而不是对光发动的。因为对声音的反应要比对光快些。而氖灯开亮或关熄的本身则不需要多大的潜伏期。因此，它对光的简单反应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刺激；同时也没有太明显的声音。

6．以计算机作为测量反应时的工具

下面是用turbo C++
 2.0编写的测量反应时的程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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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程序段在屏幕中央呈现字母S，然后开始计时，直到被试作出反应（按任意键），计时停止。最后输出反应时（毫秒数）。这只是一次计时程序。

（二）测量反应时间的注意事项

反应时间作为实验的数量反应变量，必须测量得准确。这除了对仪器的要求之外，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避免过早的反应以及其他错误的反应

在测量反应时的实验中，被试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是，当刺激一呈现，就尽快作出反应。被试有时可能管不住自己的手，而在刺激呈现之前就按键作出反应，尤其是在刺激和预备信号之间的时距保持恒定的情况下，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在反应时实验中一定要每次变换这一时距。但是要分辨这个反应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太容易的。防止“假反应”的方法是在实验中插入“侦察试验”。例如，实验的程序是每组做20次，之后就休息一会。在每组20个刺激中，插进一个或两个空白，即发出“准备”信号后并没有刺激呈现，如果被试反应了，我们就告诉他那整个20次试验都无效，这样被试就会知道“抢马”将会导致前面所做的试验作废。选择反应就不需要特别的侦察试验，因为如果被试太性急的话，他就会作出错误的反应。这样，主试就立即发觉并予以警告，这一点是反应时间研究历史经验的总结。

2．反应数目要和刺激数目相等

也就是说，在复杂反应中对每一种刺激要有一种反应。例如，刺激是听觉的两种频率，两频率分别呈现，而又不分阳性或阴性，反应却只有一个反应键，让被试在确切听清某种频率时按反应键，而不要在没听清声音频率时就反应。告知被试在确实知道某频率之前保持不动。这种安排表面看来似乎可行，但在试行之后就会发现结果是混乱的。因为这样做，在步骤上并不能防止被试陷入对声音的简单反应。克服的办法是每种反应对应于某种频率的声音，有两种刺激就安排两种反应。

问　题

1．如何正确理解反应时间的概念？

2．如何运用相减法、相加因素法、“开窗”实验来测量反应时间？

3．什么是反应时间研究中的速度与准确率权衡现象，如何分解？

4．影响反应时间的因素有哪些？

5．如何才能在反应时实验中测得准确的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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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觉与听觉

我们的知识是从感觉外在世界开始的，而我们认识外在世界信息的80％都是通过视觉提供的。视觉告诉我们关于物体的形状与结构、大小与距离、亮度与光线、颜色与运动等等信息。视觉信息不仅是人的主要感觉来源，它甚至在人的感觉中占统治地位。例如，当视觉与触觉冲突时，视觉能“克服”触觉。有实验表明，当眼睛通过特殊透镜把方形塑料片看成长方形、而用布料套住的手指感觉塑料片是方形时，塑料片被知觉为长方形！这种现象被称为视觉巧夺（visual capture）（Schiffman, 1996）。

人们对视觉的研究远远超过对其他感觉的研究，因此，这一章中视觉部分包含有丰富的内容。下面我们首先介绍视觉系统。

一、视觉系统

（一）眼睛

眼睛示意图见图5-1。眼睛是一个球状体，它的正前方有一层透明组织，叫角膜。光线透过弯曲的角膜受到折射，形成视觉的屈光能力。虹膜在角膜的后面，它的中央有一圆孔，叫瞳孔。虹膜的结构类似于照相机的光圈，当光线很暗时，虹膜张开使瞳孔变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当光线过强时，虹膜关闭使瞳孔变小挡住多余的光线。瞳孔的大小由虹膜的两根对抗平滑肌控制。当用极强的光线照射眼睛时，瞳孔立即收缩，这种瞳孔反射对诊断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有重要价值：缺乏瞳孔反射表明神经系统的某种损伤。瞳孔后面是水晶体。水晶体把眼睛分成大小不等的两半——小的前房（充满液体，可帮助维持眼睛的形状）以及大的玻璃体。玻璃体也充满透明的液体，它可以保持水晶体的位置并使它具有弹性。水晶体附近的肌肉控制着它的曲度、变化其薄厚，这叫做眼睛的调节功能。它能使远近不同的对象在视网膜上形成清楚的视像。看远距离的物体时，调节处于放松状态，水晶体变为扁平形；看近距离物体时，调节处于紧张状态，晶体的厚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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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人类右眼的水平剖面

光线透过水晶体到达眼睛后部的视网膜。网膜上有两类感光细胞——锥体细胞与杆体细胞。锥体细胞密集在小于1mm处的中央凹上，而杆体细胞则分布在中央凹周围（见图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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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锥体细胞与杆体细胞分布图

视神经纤维从视神经乳头处离开眼睛沿视通路进入大脑。视神经乳头处没有感光细胞，不产生视觉，因此这个地方又被称为盲点。盲点可以很容易地用图5-3演示出来。当你观看图5-3（b）中笼子里的小狗时，你会奇怪笼子为什么好像涂上彩色了，我们在视觉末尾部分将讨论这种由非彩色刺激产生彩色感觉的问题。

视网膜上的神经联系可参见示意图5-4。图上表示，很多的杆体细胞都只与单个的中间层神经细胞（如双极细胞和神经节细胞等等）连接，在离中央凹很远的地方，甚至几百个杆体细胞都只与一个中间细胞连接。这样，很大数目的杆体细胞的活动就只表现在一个中间细胞的活动上，这种“许多对一个”的关系增强了感受性（sensitivity），使眼睛能够觉察到很低照明水平下的物体。另外，杆体细胞还有一个长处：激活一个杆体细胞需要的光线比锥体细胞少得多。因此，虽然单个的信号可能是很微弱的，但它们聚集在中间细胞的累积效应却是很强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黑暗的夜空寻找星星时，用眼角对着目标看得更清楚。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是使目标落在杆体细胞上，而杆体细胞比锥体细胞对光的感受性更高。当然，杆体细胞也有它的不足，光刺激经由许多杆体细胞聚集在中间层细胞时，单个杆体细胞传递的信息就大大减弱了，因此，杆体细胞不能辨别物体的细节（对照图5-4（a）部分“刺激”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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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盲点示意图

（Schiffm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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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锥体细胞与杆体细胞和中间层细胞的联系图解

（Schiffman, 1996）





由于密集在中央凹的单个锥体细胞直接与单个的中间层细胞连接，所以每个锥体细胞似乎都有自己的“专线”通往大脑，结果就使单个锥体细胞接受到的光刺激更多地保留着，因此锥体细胞能辨别物体的细节。当我们想要看清物体的细微部分时，我们就自动地把眼睛盯着物体，这实际上是使物体落在中央凹的锥体细胞上。

（二）视神经通路与大脑

眼睛到大脑的视神经通路见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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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眼睛到大脑的视神经通路

视神经离开眼睛汇合在视神经交叉，从图上可以看到，仅仅是每只眼睛鼻侧的视神经交叉到对侧，再沿通路到达大脑。如果把视野、视网膜与大脑枕叶区对照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右视野的光线刺激每个视网膜的左侧，而左视野的光线则刺激每个视网膜的右侧。而且，来自每个视网膜左侧的视神经都通往大脑左侧枕叶，来自每个视网膜右侧的视神经则都通往大脑右侧枕叶。这样，每只眼睛同侧的信息也就被传递到了同侧的大脑。

视神经通路有3处重要的信息加工站：上丘（superior colliculus）、外侧膝状体（lateral geniculate nucleus）和视皮层区（visual cortex）。图5-6显示了这些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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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视神经通路的主要结构：上丘、外侧膝状体和视皮层区

从视神经交叉来的神经纤维通往上丘，上丘与瞳孔反射和眼动有关。当上丘的神经细胞受到突然的物体运动的刺激，就会导致眼动使物体的形象落在中央凹，以便看得更清楚。外侧膝状体以一种排列有序的方式接受来自视网膜的神经纤维，并因之而产生了视网膜在外侧膝状体上的拓扑图形（topography）。从外侧膝状体传入的神经纤维最后终止于枕叶的纹区（striate cortex，也称视觉皮层区，primary visual cortex，又叫Brodmann 17区），在纹区也可以发现视网膜上的拓扑图形。因此，总的来说，从视网膜到皮层的整个传导通路保持着解剖上的点对点的传导关系。视网膜是以一种拓扑方式投射到视觉皮层的。这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皮层区是由一个限定的视网膜区得到输入的，它只受一个限定的视网膜区的影响。

（三）神经细胞的感受野

在视觉系统中，如果视网膜某一特定区域在受到光的刺激时能够引起视觉系统较高水平上单一神经纤维或单一神经细胞的电反应，那么，这个区域便是该神经纤维或细胞的感受野（receptive field）。

研究感受野的实验安排见图5-7。把微电极埋藏在单个的神经节细胞（视网膜的中间层细胞之一），或单个的外侧膝状体细胞或视皮层细胞。然后，将大小、运动、强度、朝向、模式等维度变化的各种各样的单个刺激投射到实验动物视网膜的不同部位，直到产生相应的电位变化，这样，作为某类神经细胞感受野的视网膜某一特定区域便可被确认了。

猫的神经节细胞与外侧膝状体细胞的感受野都是同心圆式的，见图5-8。（a）图是“开”中心细胞，它的感受野有一个圆形的“开”中心区与一个“闭”反应的同心外周区。当一束光线刺激视网膜时，这个“开”中心细胞放电。（b）图是“闭”中心细胞，它的感受野分区与前者相反，有一个“闭”中心区和一个“开”外周区。当光线刺激中心区时，细胞受到抑制，当光线刺激外周区时，该细胞强烈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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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皮层细胞感受野的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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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外侧膝状体细胞的感受野

视皮层区细胞的感受野见图5-9与图5-10。

图5-9是一个对朝向敏感的简单细胞（simple cells）的感受野。当刺激呈水平状态或倾斜时，神经细胞几乎不反应，只有刺激呈垂直状态才引起放电。复杂细胞（complex cells）比简单细胞有更大的感受野，图5-10是一个对运动方向敏感的复杂细胞的感受野。这类细胞只对向下运动的刺激起反应，对向上的运动有微弱的反应，而对侧向的运动则无反应。

（四）特征觉察器（feature detectors）的概念

神经细胞感受野的发现或某类神经只对物体的某一特征作反应的事实，能否推导出这样的说法：存在着特殊与独特的皮层细胞，它的功能只是觉察某一特征？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种假设是以皮层细胞孤立进行活动为前提的。事实上，对任何复杂的刺激物，大多数皮层细胞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反应。而且，即使皮层细胞数目巨大，但比起视觉环境中数不清的特征、细节和物体来说，要把一个皮层细胞分配给一个特征也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某一特殊知觉是由一组相同的皮层细胞所支持，那么细胞的死亡（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会造成某种特殊知觉的缺失，这样的推测明显与事实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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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对朝向敏感的简单细胞的感受野

（Schiffm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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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对运动方向敏感的复杂细胞的感受野

（Schiffman, 1996）

如果单个皮层细胞作为特征觉察器而起作用的说法不对，那么皮层细胞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呢？皮层细胞不是孤立地进行活动的，它们以网络的方式交互作用，彼此参与。可能一个皮层细胞参与广泛的知觉活动，而一类知觉如面孔识别又涉及种类繁多的皮层细胞。前面已经谈到视网膜拓扑图形在皮层区的投射，事实上，枕叶和颞叶各自都有视觉世界投射过来的拓扑图形，为什么需要这种视网膜拓扑图形的多重表征呢？这是因为每一种皮层区域都对不同的刺激信息进行不同的加工。有些区域专门负责分析颜色，另一些管运动、方向、深度等等，这种功能的特异化或分离是人脑进化的结果。它意味着，某一皮层区域的损伤（包括神经通路和拓扑图形）可能会造成某种视觉能力的丧失。有研究发现，阅读困难者不能快速地对低对比度的文字进行加工，他们外侧膝状体的大细胞群的细胞也不健全（这些细胞就是对低对比度刺激作快速反应的细胞）。这说明阅读困难至少部分地是与某类脑细胞功能障碍有关。这样的例证支持如下的观点：分辨特殊的环境信号是由视觉系统特殊的神经细胞单元来实现的（Schiffman, 1996）。

二、视觉的基本功能

（一）视觉的感受性

1．光谱感受性

人眼不能看到所有的光线，人眼的适宜刺激即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大约是400nm（纳米）
*

 （视为紫色）到700nm（视为红色）。但是，即使是在可见光的波长范围内，人眼对不同波长光线的感受性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光的物理特性，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的视觉系统对光的反应特点，即对可见光谱的感受性。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人眼视网膜有两种感光细胞，即锥体细胞和杆体细胞。锥体细胞主要在白天发挥作用，它是明视觉（photopic vision）的光感受器；杆体细胞则主要是在黑夜发挥作用，它是暗视觉（scotopic vision）的光感受器。这两种细胞各自构成的明暗视觉的一些基本特性见表5.1。

表5.1　明视觉（锥体）与暗视觉（杆体）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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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眼对不同波长的光线的感受性不同，反映为要觉察不同的光波所需要的光能（光强度）不同。图5-11表达的就是这种情形。图5-11的实验是在两种照明条件下进行的：在光亮条件下，要求被试调节各波长光的强度使其与一个标准亮度的白光相匹配，即主观上觉得二者的明度相等，然后测量出各波长光所需要的能量。在黑暗条件下，调节各波长光的强度，直至达到视觉阈限水平，即刚刚觉察到光亮的程度，然后测量出各波长光所需要的能量。结果发现，在光亮条件下，眼睛对555nm的黄绿光部分只需较少能量便能与标准光的明度相匹配，而对其他波长的光则需要较大能量才能与标准光的明度相匹配。在黑暗条件下，眼睛对507nm的蓝绿光部分只需很小能量便能觉察，而对其他波长的光则需要较大能量才能觉察。以波长为横坐标，相对光辐射能量为纵坐标作图，便是图5-11。

感受性与阈限成反比，因此，图5-12便是光谱感受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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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光谱阈限曲线

该曲线显示要达到视觉阈限所需要的最小能量是光的波长的函数。除了长波段（650nm以上的波段）外，在所有的波长范围内，达到视觉阈限杆体细胞所需要的能量都小于锥体细胞所需要的能量。两条曲线的垂直距离代表了无色彩图形的存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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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光谱感受性曲线

将图5-11的结果移到该图中来说明在视觉能达到的波长范围内，明视觉与暗视觉的敏感性。如图所示，在光波长大于650nm时，暗视觉情况下杆体细胞的敏感性高于在明视觉情况下的锥体细胞；当波长小于650nm时，情况则相反。





如果将555nm的光谱感受性定为1.00，以其他波长的感受性与555nm的感受性相比，便可得到图5-13中明视觉光谱感受性曲线，简称明视觉曲线。图5-13中暗视觉曲线的最大值也定为1，这是为便于比较两条曲线而人为规定的，并不是锥体细胞和杆体细胞感受性的绝对数值。在上一节中我们叙述过，杆体细胞的感受性比锥体细胞的感受性要高得多。

通过对图5-13中两条曲线的比较可以看到，明视觉感受性的最大值在555nm处，暗视觉的则在507nm处，暗视觉比明视觉的峰值向光谱蓝端移动了48nm，这说明杆体比锥体细胞更适应于较短波长的光。J. E. Purkinje在1825年就已发现这种现象。他观察到，在日光下看起来明度相等的红花和蓝花，到了黄昏时，即光照度变弱时，两种花的色调都变淡了，但蓝花看起来却比红花显得亮些。这种现象，即当照度降低，使锥体视觉转到杆体视觉时，眼睛对光谱短波部分感受性提高的效应叫做Purkinje效应（荆其诚，1987）。

由于人眼对各个波长的感受性不同，各个波段所产生的光感觉程度也不同，所以，光度测量仪器的光接收元件，如照度计的硒光电池，必须按照人眼的明视觉曲线来设置，使光接收元件对光的反应类似于人眼对光的反应，这通常是对接收元件加上一个校正滤光器，进行“人眼校正”或“颜色校正”，使测量仪器的光谱灵敏度特性符合人眼的明视觉曲线。图5-14表示未经校正的差别以及在硒光电池前面加上适宜的颜色滤光片以后，硒光电池的光谱灵敏度曲线与人眼明视曲线的一致。从图5-14可以看到，未校正的硒光电池的灵敏度比人眼的感受性曲线宽，在300～400nm波段，人的感受性为零，而硒光电池仍有反应。校正后两条曲线吻合，此时硒光电池对光的反应类似于人眼的反应（林仲贤，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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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明暗视觉光谱感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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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硒光电池的颜色校正

2．暗适应与光适应

锥体细胞与杆体细胞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它们对光照的反应不同。当我们从光亮的地方进入暗处，开始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但逐渐地暗处的物体看到了、物体的细节也看到了。换句话说，即我们眼睛的感受性在逐渐提高。这种在黑暗中视觉感受性逐渐提高的过程叫做暗适应（dark adaptation）。白天我们进入电影院时通常会体验到暗适应。相反地，当人眼由暗处进入光亮环境，开始时我们也是什么也看不见，但感到光线过于耀眼很不适应（这实际是眼睛感受性突然下降），过了几分钟，眼睛感受性由暗处的高水平下降到正常水平。这种在光亮中视觉感受性很快下降的过程叫做光适应（light adaptation）。白天我们由电影院走出来的时候就体验到光适应。

测量暗适应的一种方法如下：被试首先面对光亮的照明2～3min，这样做的目的是降低眼睛对光的感受性并提供一个参考点来追踪暗适应的时间过程。然后关灯使眼睛处于黑暗中。从关灯的那一刹那起按一定时间间隔（开始间隔以秒计，几分钟后按分钟计，直到大约30min为止）不停地测量眼睛的绝对阈限。在整个测量过程中，黑暗中刺激眼睛的光的波长以及视网膜接受光刺激的部位保持恒定。测量结果以时间为横坐标、阈限刺激值（为使眼睛看到光亮所需的最小强度）为纵坐标作图，便可得两条暗适应曲线（见图5-15）。

上面一条曲线反映锥体的暗适应过程，下面一条曲线反映杆体细胞的暗适应过程。在适应的开始阶段，阈限刺激值迅速下降，很快达到稳定的水平，这意味着锥体感受性的提高远不如杆体多，而且大约在5～10min就完成了。下面的曲线表明，杆体细胞感受性的提高大约持续20～30min，因而与暗适应刚开始相比，眼睛的感受性提高了许多倍。一旦眼睛暗适应之后，用不亮的光照明10s左右并不会太改变适应水平，要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只要60s就够了。要不然晚上开车就会有极大的困难，因为迎面开来的汽车的灯光会干扰暗适应，严重影响人们看清物体，但是这种光对视觉的感受性却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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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在暗适应过程中视觉阈限的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利用红光可以保护暗适应（水平）的道理，让飞行员等需要很快进入暗适应状态的人员戴上特制的红色护目镜（可以透过620nm以外的红光，而不让620nm以下光线通过）在休息室等候，一旦需要，只要在黑暗中摘掉护目镜停留5min就可以完成暗适应曲线的最后一部分，使眼睛感受性达到最高的程度。对于那些需要在黑暗处与亮处来回转移的人（如雷达观察者）来说，戴红眼镜也是为了保护暗适应。红光可以保护暗适应的道理见图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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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红光保护暗适应原理

阴影部分表示的区域是红滤光片允许光通过的区域，这样，几乎没有光刺激杆体。





戴上红色护目镜后，即使在照明很亮的环境，也可以减弱照明的强度，而且，只有红光才能进入眼睛。图5-16中锥体曲线用斜线表示的区域，说明红光仍可以相当有效地刺激锥体，因此人们仍可以阅读，看清环境；但杆体曲线黑色区域极小，红光几乎不能刺激杆体，换句话说，即戴上红色护目镜后，杆体就好似进入暗适应状态了（林赛，1987）。

（二）空间辨别

眼睛的空间辨别能力即视锐度（visual acuity）表现为觉察目标刺激的存在以及辨别物体细节的准确性。例如，如果具有良好视锐度的话，我们就能够看见遥远夜空中的一颗星星，认出沿公路的交通标志或确认远距离飞机的机种等等。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首先介绍视角（visual angle）的概念。我们所看到的物体总有一定的大小，并且与我们有一定的距离，视角把物体的大小和离我们的远近统一起来了。视角示意图见图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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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视角示意图

从图上看到，离眼睛一定距离的物体的大小与眼睛形成的张角β称为视角。大小不同的物体如果处在不同的距离它们也会有相同的视角。视角的计算见公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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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β为10°或更小时，tanβ＝β，可以把β角的顶点作为圆心，S作为圆周的弧，D作为圆周的半径，用下面简便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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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为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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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1°＝60′，1′＝60″。因此，1弧度等于57.3°，或3438′，或206265″。例如一个圆形的直径为10mm，观察距离为300mm对观察眼睛所形成的视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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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按几何学的规律变化，即随物体距离的远近而按比例地缩小和增大。例如一个物体距30cm远时与眼睛形成一定的视角，在视网膜上形成相应大小的视像，如果这一物体距60cm远时，视角缩小1/2，视网膜像也相应缩小，以此类推。视锐度有许多种类，相应地也就有许多测量视锐度的方法。

1．觉察

觉察（detection）不要求区分物体各部分的细节，只要求发现对象的存在。在暗背景上觉察明亮的物体主要决定于物体的亮度，而不完全决定于物体的大小。黑暗中的发光物体，只要有几个光量子（quanta）射到视网膜上就可以被觉察出来。因此，夜空的星星的视角小于1′，而我们仍能看到它们，就是因为它们达到了一定的亮度，而且我们所看到的它们的大小取决于它们的明亮程度。发光体的光作用到视网膜上，由于光线发生衍射和漫射，因而物体再小，它的视像也不会是一个细微的点，而是一个扩散的面。所以任何的点光源，只要能被看到，它在视网膜上的像就都会大于1′视角，而1′视角的视网膜像已经大于一个细胞的直径，因此任何小的发光刺激都必定作用到两个细胞上面。由此我们可以下结论说，由于光线衍射而扩展，直径更小的锥体细胞或锥体细胞排列得比现在的间距（2.2μm）更紧密，对提高视锐度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

人们觉察明亮背景上的暗物体的能力是很强的，这种觉察主要取决于视网膜上刺激物的投影与其周围的亮度差别，所以，在明亮背景上觉察暗物体，主要是对比的辨别。一个大的暗物体，其视网膜像的照度很低，与周围明亮背景形成明显的对比，因而人们能觉察到它。一个非常小的暗物体，由于周围明亮背景的漫射作用，其对视网膜的照度降低很小，它与背景的对比度未达到觉察阈限，所以不能觉察出来（荆其诚，1987）。

2．定位、解像与识别

定位（localigation）是觉察两根线是否连续或彼此有些错位的能力（见图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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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用一条移动的线所作的游标微差敏度任务是判断两条线段是否有移位

错位的数量可以变化，当观察者看不出错位时，实际错位的大小便是对定位视锐度的测量。当我们用尺子测量的时候，就需要把两道线对得很准。精密仪器的使用中常常有这样的事情。解像（resolution）是知觉某一模式（a pattern）具体元素之间分离的能力（见图5-19）。图中（c）是由相等宽度的黑白线条构成的。当它离观察者一定距离时，就看不出黑白线条，也看不出线条的垂直方向，它变成了一个灰的方块。识别（recognition）也许是人们最熟悉的视锐形式，医院的视力表就是一种识别任务。

早期天文学上就已分辨出两个星星的最小视角为1′视角，它反映了观察者的视力。1909年第11届国际眼科学学会在制定国际通用视力表时，把常人眼的识别力标准定为1′视角。视力检查就是要确定某人能区分两个点时的最小视角，即这两个点的最小区分阈限，它与视觉识别能力（视力，V）成反比，即[image: alt]
 其中，a代表视角，单位为分。在临床医学上用下列公式来计算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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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解像敏度检查

任务是探测各种模式下各个元素之间是否有分离。（a）平行条，（b）双点目标，（c）栅格，（d）国际象棋盘。（c）这种模式用得最多，在这种模式中，黑白条的宽度是相等的。视敏度用被试能很好地区分出各个黑条时，黑条的宽度所对应的视角来表示。

[image: alt]


式中V为视力，D′是标准观察距离（6m），D是视觉能分辨的视标细节单位（“E”字的开口）与眼睛成1′视角时的所在距离。把不同D下都成1′视角的视标按大小排成行即成视力表。实际应用时在标准距离下能看见哪一行的视标“E”，就用“E”旁的数值来代表视力。

但是，这样的视力表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视标增进率不均匀：0.1的视标比0.2的大一倍，而0.9的视标却只比1.0的视标大0.1倍，排列上疏下密，测视力时易产生误差。其次是视力统计困难，视力增减时不能以视力差来表示。例如视力从0.1提高到0.2，增加了100％，不易达到。但从0.9提高到1.0却容易，因为只增加了10％。

缪天荣1958年根据Fechner定律提出5分制对数视力表，该视力表也以1′视角为标准视力。相邻的两行视标大小之比恒定地为1∶1.2589，即成几何级数，公比为[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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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此增率的对数0.1[image: alt]
 作为每一行视标的差数，这相当于Fechner定律中的物理刺激以几何级数增长。当视角每增大1.2589倍则视力减小0.1，增大10倍则视力减小1.0，这样，视力即主观识别感觉就成算术级数变化。对数视力表与流行的视力表对照见表5.2。目前对数视力表正在国内推行（王秋，1999）。

表5.2　不同视力表结果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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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注意到，一些鸟类有着比人类好得多的视锐度。有人估计，猎鹰的视力2.6倍于人的视力，这意味着猎鹰能在18m处看到一个1mm的目标！

照度水平、刺激物大小及刺激物与背景亮度的对比是影响视觉空间辨别的重要因素。荆其诚等人对这些因素进行了研究。

他们在不同照度水平的条件下，用不同视角开口的蓝道环作为刺激物，用白背景上不同灰度的蓝道环来改变对比度，得出如图5-20所示的一组视觉功能曲线（visual performance curves）。从这些曲线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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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年轻的中国观察者的视觉功能曲线

①为辨认同一视角的物体，当照度增加时，对比度可以减小。例如一个4′视角的物体，10 lx（勒克斯）时对比度为0.13即可看清；300 lx时对比度降到0.06仍可看清。为要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随对比度的不断减小，照度的增加是递增的。

②在同一对比度的情况下，随着照度的提高，能够分辨物体的视角可以减小。如对比度为0.1时，3 lx的照度可以看清10′的物体；30 lx可看清4′的物体，400 lx便可看清2′的物体。

③在相同照度下，为要看清物体，其视角和对比度可以相互补偿：对比度增大，能够分辨物体的视角即可减小；视角增大，分辨物体时对比度可以降低。如照度为100 lx时，0.04的对比度可以看清10′的物体，而当对比度增大到0.25时，便能看清1′的物体（荆其诚，1987）。

（三）时间辨别

在某种条件下，闪烁的灯光可能会被知觉为连续的。许多普通的光源（如荧光灯，电视屏等，电影）似乎都给出了稳定的照明，但事实上它们的光线是断续的。例如，荧光每秒闪烁120次——这意味着灯泡每秒灭了120次。但是我们看不到断续的光，而知觉它是融合的连续的光。我们不能觉察断续光线的原因在于，当光线消失后，对光的视觉映象在视网膜上要延续一小会（大约150～250ms）。

物理上闪烁的光在主观上引起的感觉介于闪烁与稳定之间时的频率叫做临界闪光频率（critical flicker frequency），或临界融合频率（critical fusion frequency），简写为CFF。光线愈强，要把闪烁的光融合成连续光就必须使闪烁的速率更高才行。弱闪光则在较低的速率处就融合了。眼睛的周缘部分比其中心区域要更易觉察闪烁。当你在观看电视图像时，把眼睛朝旁边看去而使图像落到“眼睛的角落”里去，这时你就经常能看到闪烁。高频率的间断光和连续光在主观上都能引起稳定光的感觉，但只有当它们的光总量，即光的呈现时间×光强完全相等时，二者的明度才相匹配。例如，黑暗中一个亮暗时间相等的闪烁光，它每一周期只有50％的时间使视网膜曝光。因此，一个连续光若要和它明度上相匹配，其强度只要有闪烁光强度的50％就够了。这就是Talbot-Plateau定律（荆其诚，1987）。

要是电视机的图像出现闪烁，就会叫人看起来很不舒服。为了避免闪烁，电视机的设计考虑了视觉的时间特性。以美国电视图像为例，电视图像在荧光屏上是由一点一点构成的，整个图像有525行，每行理论上的分辨率达到大约500个点。整个图像每秒显示30次，即1/30s呈现一次。假定图像是从左上角开始逐行依次扫到右下角的话，由于每个点显示的时间在整个图像显示的时间中所占的百分比极小，因此它就会出现闪烁，好似画面不完整。为了避免闪烁，将画面每隔一行地分成两半。头一半图像1/60s呈现一次，然后电子束回过头来扫另一半，也是1/60s呈现一次。这样一来，虽然整个画面依然还要1/30s扫描，但是屏幕上的每个区域每1/60s总有某些部分要出现一次。上面我们已提到，当光刺激消失后，对光的视觉映象仍在视网膜上延续150～250ms，1/60s等于17ms，即经过处理后的电视画面的每个区域每17ms就会出现一次，这样，画面间断的时间就大大低于视像里视网膜上能延续的时间，所以画面看起来是连续的，具有运动画面的真实感。这种隔行扫描也因之而有效地消除了闪烁（林赛，1987）。

（四）客体的识别与定位：焦点系统与周围系统

有两条解剖上不同的神经通路分别对客体本身以及客体的位置进行加工。焦点系统（focal system，又称what通路）管客体的识别与再认，这就是膝状体－纹区视觉系统（geniculo-striate visual system），它包括视网膜中央凹在内的中心区、外侧膝状体和初级视皮层区（纹区）；周围系统（ambient system，又称where通路）管客体的定位，这就是视网膜背盖视觉系统（retinotectal visual system），它包括视网膜的中央凹区域以及边缘区域、上丘和外纹状体。盲视病人（blindsight）的情况有助于说明这两条通路。患这种病的人因初级视皮层区（V1区）受损而全盲，虽然他们能正确辨别诸如运动朝向、不同波长光波、形状等刺激属性，但他们却还是看不见任何东西。对盲视现象的一种解释是，病人的where通路功能还残留，但what通路则因受损而不起作用了。因此，病人不能辨别客体是由于视皮层区受损，但where通路却能使他作出准确的方向反应等等。有趣的是，病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已做出准确反应，常常对自己“猜”得很准感到奇怪。这意味着，健全的V1区对视觉经验（意识到某种视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Schiffman, 1996; Zeki, 1993）。

关于人类两条视觉通路的证据还来自大量的关于猴子视觉通路的研究（Weiskrantz, 1995）。

三、颜色视觉

颜色是人类环境的一个普遍特色，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里。绝大多数人都喜欢看彩色电视，这说明颜色能给我们带来美的感受。颜色吸引我们的注意，给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颜色加强了物体表面的对比，促进了客体的觉察与区分，为再认客体提供了清楚的线索，等等。

（一）颜色的明度、色调和饱和度

不同波长的光线（电磁波）是无色的，但当它们刺激人的视觉系统时就产生了颜色视觉。因此，颜色是视觉系统接受光刺激后的产物。物体之所以显现颜色，就是因为它们反射光线到我们的视觉系统。例如，580nm波长的光线我们看起来是黄色的，这样，成熟的香蕉受到日光（白光）照射时就显现黄色，因为香蕉吸收了580nm以外的波长，而反射以580nm为主的光波。黑色的物体显现黑色，是因为该物体吸收了几乎所有照射到它上面的光波。而白纸看起来是白的，是因为它反射几乎一切波长的光线。

在第3章心理物理学方法中我们强调，必须把物理刺激及其引起的感觉区分开。在讨论颜色视觉时我们也应当这样做。颜色视觉有三种特性：

①颜色的明度与其物理刺激光波强度－亮度相对应。所有的光，不管是什么颜色，都可以用亮度来表示它的强度。

②颜色的色调（hue）与其物理刺激的光波波长相对应。光谱是由不同波长的光组成的，用三棱镜可以把日光分解成光谱上不同波长的光，不同波长所引起的不同感觉就是色调。例如，475nm光的色调是蓝色；535nm光的色调是绿色；580nm光的色调是黄色；700nm光的色调是红色；等等。若将几种波长不同的光按适当的比例加以混合，则可以产生不具有任何色调的感觉，即白色。事实上只选择两种波长不同的光以适当比例来加以混合，也能产生白色，这样的一对波长的光叫做互补波长。例如，609nm的橙色和492nm的蓝绿色是一对互补波长；575.5nm的黄色和474.5nm的蓝色也是一对互补波长。一对互补波长的色调被叫做互补色。

③颜色的饱和度（saturation）与其物理刺激的光波纯度（purity）相对应。纯的颜色即高饱和度的颜色是指没有混入白色的窄带单色刺激的光波。例如，650nm的光波引起非常纯的红色感觉，假如把一定数量的白光加到650nm的光波上，混合的结果便产生粉色。加入的白光越多，混合后的光就越不纯，颜色看起来也就越不饱和。光谱上的所有的光都是最纯的颜色光。

颜色可以分为彩色和非彩色（黑、灰、白）。如果一个光刺激没有波长，这个光就是非彩色的白光，它没有纯度。但是，所有视觉刺激都具有亮度。亮度是彩色刺激和非彩色刺激的共同特性，而波长和纯度则只是彩色刺激才具有（荆其诚，1987）。

（二）颜色混合

白光或太阳光透过棱镜就会分解成光谱上的颜色光带，如果把这些颜色光带用透镜聚焦在一个屏幕上，成为一个光点，这个光点便是白光或太阳光。

光谱上两种颜色混合会出现一种新的颜色。例如，绿光和红光混合会出现黄色，而且在光谱上也能找到这个颜色，它位于红与绿之间。一般来说，光谱上临近的两种颜色混合所产生的新颜色，因处在光谱上两种被混合颜色的中间而称为中间色（见图5-21）。图中A点与圆心（代表白色的程度）相交后延长至颜色环周边上所指的颜色，就是黄色。它是用同等强度的绿光与红光混合的结果。这样，黄色就既可以由单色光波如570nm产生，也可以由另外两种光波混合而成。这种现象表明了一条重要的原则：一旦光波被混合，视觉系统就不能分辨其中的单个光波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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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1　颜色环

图中B点的颜色表示，这个中间色中红的成分更大些。

中间色的饱和度低于混合它的任何一种颜色的饱和度，相距愈远的颜色混合成的中间色，它的饱和度也愈低。互补色相距最远，它们混合的新颜色是灰或白色。光谱两端的红光和蓝光混合出现一个光谱上找不到的新颜色——紫色，我们把它叫做非光谱色。

艺术家在画布上涂上不同颜色的色块，从远处看它们混合的效果就是彩色艺术品。电视机屏幕上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点子，每组点子彼此相距都很近，从远处观看时，这些点子就会在视网膜上混合而产生出不同的混合色来。

以上叙述的颜色混合叫做加法的颜色混合（additive color mixture），这种颜色混合的示意图见图5-22（a）部分。图中（b）部分说明减法的颜色混合（subtractive color mixture）。从图上可以看到，当白光通过黄色滤光片后，它吸收（减去）主要的短波部分光波（蓝、紫色）而让中波与长波部分光线通过，这部分光波又由蓝滤光片吸收（减去）长波光线（黄、橙和红），而让中波和短波光线通过。两次相减的结果，只剩下中波光线从物体表面反射到人眼中，这就是绿色。染料的混合是减色混合，黄色染料与蓝色染料混合的结果是绿色，其过程如（b）图所示，因此，染料的混合是对光谱颜色的双重减法。水彩画与油画的颜色最终就是减色混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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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2　光的相加和相减混合

（a）相加混合。当两种互补的色光，如蓝色光和黄色光投射到一个屏幕上，然后反射到眼睛上时，混合光呈灰色；（b）相减混合。白色光依次通过黄色滤光片和蓝色滤光片，投射到屏幕上，产生绿色的光（这种效应类似于颜料的混合）。





影响知觉客体颜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该客体的熟悉性及其固有的颜色。形状像香蕉的灰色刺激物看起来稍黄些，而形状像树叶的灰色刺激物看起来则稍绿些。熟悉性和过去的经验对外观颜色的作用被归结为记忆色（memory color）（荆其诚，1987；Schiffman，1996）。

（三）颜色理论

三色理论（trichromatic receptor theory，又称杨－亥姆霍兹理论：Young-Helmholtz theory），和对立机制理论（opponent-process theory）是两种最主要的颜色理论，它们均得到现代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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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3　吸收曲线

所有三种类型的视锥细胞都能吸收很大范围的波长，并且吸收曲线互相重叠。因此，许多波长的光都能激活多种类型的视锥细胞。





三色理论最早由英国科学家Thomas Young于1802年提出，德国科学家Hermann von Helmholtz于1866年对该理论加以扩展并使之流行。三色理论假定只需要3种感受体就可以产生所有的颜色。近代的研究基本上证实了Young-Helmholtz假设。Marks等人用显微光谱光度方法研究了人和灵长目动物的锥体感受器。他们在显微镜下把单色仪发出的非常细微的单色光束投射到视网膜单个感受器上，然后测量各单色光穿过感受器的量，以确定感受器的光谱吸收特性。某一波长被锥体色素吸收愈多，便证明该锥体对该波长愈敏感。结果表明，的确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色素。他们测得的三种色素的吸收峰值分别在445、535和570nm附近，并且具有较宽范围的光谱感受性（见图5-23）。这方面，短尾猿猴和人眼的实验结果是很一致的。研究还表明，具有长波和中波色素的锥体细胞比具有短波色素的锥体细胞要多。我们可以把长、中、短波的3种感受器分别叫做L、M和S锥体细胞，它们分别对红色光、绿色光和蓝色光最敏感。

三色理论可以解释颜色混合的现象。前面我们说过，由580nm光波引起的黄色感觉看起来和绿色光加红色光造成的黄色没有差别，虽然两种黄色在物理刺激（光波）上很不一样。这可以说明580nm的光波与红色光加绿色光的混合光波被M和L锥体同等程度地吸收了，因此视觉系统获得了同样的黄色。三色理论也与下述发现一致：当所有的锥体细胞得到同等的刺激时，我们就会看见白色。

对立机制理论（又称四色理论）最早由德国生理学家Hering于1864年提出，它包括三个独立的机制，每一机制由神经系统一对相反的颜色过程组成：蓝—黄、绿—红和白—黑的相反过程。每一感受体可交替进行两种彼此相反的感觉反应，但不能同时存在两种反应。例如，要么蓝或黄被体验到，但不能同时体验蓝与黄。

颜色视觉由对立的过程所调节的思想在近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三色理论一致，人们提出有三种类型的视网膜锥体，但这些锥体联系着视觉系统的三对对立的神经过程，这就是蓝—黄过程，绿—红过程和白—黑过程（与光的强弱有关而与颜色无关），在视网膜以后的视觉通路上都存在着对立的神经过程，因此，颜色编码是一个两阶段的过程：首先是S、M和L锥体接受不同波长的光刺激，这可以理解为三色过程。第二阶段是神经细胞的两对对立过程对颜色进行编码，这可以理解为是四色过程（见图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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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　两阶段的颜色理论

图示一对短（S）、中（M）、长（L）波长最敏感的三种类型的视锥细胞把兴奋或抑制输送给第二阶段的对抗细胞。例如，一个＋B－Y的对抗细胞被S视锥细胞激活，而被M和L视锥细胞抑制（M和L视锥细胞的激活产生黄色）。相反，＋Y－B细胞被M和L视锥细胞激活而被S视锥细胞抑制。相同的逻辑可以理解＋G－R和＋R－G对抗细胞的激活。





大量神经生理学的证据表明，在视网膜以后的视神经通路上存在着对立的过程。例如，有研究证明，短尾猴（它具有与人基本上类似的颜色视觉）的外侧膝状体存在着具有对立过程的细胞：它们的放电频率随不同波长的刺激而变化。对某些波长放电频率高，表现出兴奋，但对某些波长放电频率低，表现出抑制。例如，某些细胞对长波红光刺激（633nm）以极高频率持续放电，而在撤去光刺激后处于抑制状态。与此相反，这些细胞对短波、中波光刺激（蓝、绿光）基本上不反应，而当这些光刺激撤去后却强烈放电。这种类型的细胞对红光产生兴奋而对绿光产生抑制就叫做＋R－G对抗细胞（opponent cells）。许多类似的对抗细胞均已发现，它们只对某些波长的光波产生兴奋而对另一些波长的光波产生抑制，因此，可以用神经细胞的兴奋－抑制过程来理解颜色信息的编码过程。

在视觉皮层区，人们也发现了颜色编码的兴奋－抑制过程。例如，视觉皮层区存在着只对颜色起反应的细胞，而且，这些细胞的兴奋－抑制过程较上述外侧膝状体的对抗细胞的兴奋－抑制过程更为复杂，这是一些被叫做双重对抗的细胞（double-opponent cells，见图5-25）。这类细胞有一个中心－边缘对抗的组织结构，即中心与边缘都具有对立的颜色过程。这样，中心区对某种颜色兴奋并抑制相应的补色，而边缘区则正好相反，对该补色兴奋而对该颜色抑制。图5-25就是一个双重对抗皮层细胞的组织，它的中心区对红兴奋而对绿产生抑制，但它的边缘区却对红产生抑制而对绿兴奋。

总之，红、绿、蓝三种颜色首先由视网膜锥体细胞进行加工，然后颜色信息在视神经通路的不同水平上以兴奋－抑制的对抗过程逐步得到编码（Schiffma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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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5　一个双重对抗皮层细胞

（四）色盲

颜色视觉正常的人都能用三原色（红、绿、蓝）匹配出光谱上所有的颜色，而且在匹配同一颜色时所用的三原色的比例也是相似的。有色觉缺陷的人在匹配光谱上的颜色时所需要的原色少于正常色觉者，因此，有色觉缺陷的人的彩色世界不如正常者那么丰富多彩。表5.3显示的是色觉缺陷者的类型及其原因。

表5.3　色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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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总人口中的百分比。





红色弱者不易分辨不饱和的红色，如果要求他（她）们辨别红色，那么红色光的强度要极高才行。绿色弱则不易分辨不饱和的绿色。红色盲不能辨别红色，他（她）们将红与绿蓝相混淆。绿色盲不能辨别绿色，他（她）们将绿与紫红相混淆。而全色盲则没有颜色视觉，在他（她）们看来，彩色电影和彩色图画都是黑白的。

有人研究了一个难得的病例——一位妇女左眼是绿色盲而右眼色觉正常，当把各种颜色呈现给她的左眼时，要她用右眼调节颜色直到看起来与左眼看到的颜色一样，结果发现，绿色盲的左眼把从绿到红（502到700nm）的光刺激都看成是黄（大约570nm），而把从绿到紫的光刺激都看成是蓝（大约是470nm）。绿色（大约在502nm）则被看成是灰色。

色盲的研究对颜色理论有重要意义。表5.3所列色觉异常与缺乏或丧失L、M和S锥体色素有关的事实也证实了三色理论，而不能正常感觉红色的人也不能正常地感觉绿色、不能正常感觉蓝色的也不能正常感觉黄色的事实，（Schiffman, 1996）。

很多职业都只能由色觉正常的人来承担。美术、纺织印染、化工等职业都要求正常的颜色视觉。在交通运输中，如果工作人员是色盲，由于他（她）不能辨别颜色信号，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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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6　演示主观颜色的Benham纸盘

在快要结束颜色视觉这部分时，我们再来简要讨论一下由非彩色刺激产生彩色感觉的问题。前面我们说明了，不同波长的光波刺激视觉系统引起了颜色视觉，但是，也存在例外。仅仅由黑白刺激也可以产生颜色感觉，人们称之为主观颜色（subjective colors）。例如，将图5-26的图案以每秒5～10周的速率转动，我们便会看到饱和度不高的颜色，如蓝、绿、黄、红等等。这些颜色感觉的产生无法用不同波长的光刺激视网膜L、M和S锥体来解释，人们推测，旋转后的图案刺激不涉及视网膜加工而直接进入视觉通路，并模拟了有关的神经过程，从而导致了颜色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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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7　非彩色模式下的主观色彩

显示主观颜色的另一种图案见图5-27。观看这幅黑白相间的静止图案中心大约15s，你也可以看到颜色。人们推测，观看图案时随意和不随意的眼动恒定地取代了对角线图案而作用于视网膜锥体细胞，引起了颜色感觉（Schiffman, 1996）

四、听觉系统

听觉系统由耳、外周神经通路和听觉皮层3部分组成。耳的功能是把气体分子振动转换成毛细胞的神经冲动；神经通路把内耳单个毛细胞的神经放电转换成通往皮层的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听皮层的分析与左右脑半球功能定位有关。

（一）耳的结构

耳可分成外耳、中耳和内耳3部分。如图5-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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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8　耳的结构图

外耳由耳廓和称为耳道的谐振腔组成，其形状像一个铜号，有助于声能的收集。耳廓有复杂的涡旋构造，用于区分前后和上下的声源位置。耳道长度为2.3cm，形状不规则。直接测量发现，外耳的谐振带为2000～5000Hz。耳道的终端是鼓膜。鼓膜面积约69mm2
 ，处在外耳和中耳之间，在声音的作用下可以自由振动，对声的传导有重要作用。

中耳是容积为1～2cm3
 的空腔。它包括3根互相连接形成杠杆的听骨：锤骨、砧骨和镫骨。锤骨上连鼓膜，镫骨下连内耳开口处的卵圆窗，两者之间是砧骨。中耳还有通向咽腔的耳咽管。中耳的结构使它具有三重作用：平衡中耳和外耳的气压，保证鼓膜的正常振动；对强声起反射作用，减少传入内耳的强声，起保护作用；阻抗匹配作用，使声能有效地从外耳传到内耳。声波在外耳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在内耳是在淋巴液中传播的。空气和淋巴是两种不同的介质，对声音有不同的阻抗，后者为前者的3750倍。如果直接传播将只有1/1000的能量传入内耳。

内耳包括耳蜗和与听觉无关的前庭器。耳蜗是一个卷曲的、充满液体的结构。它的长度为35mm，卷绕两圈半，成蜗壳状，大小如一粒豆子。耳蜗内部被两个膜分隔，中间形成一个楔形剖面的部分，称为蜗管。蜗管上面的膜是前庭膜，底部的膜是基底膜。蜗管内部的复杂结构称为柯蒂器，是外周听觉系统的核心部分。图5-29为柯蒂器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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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9　柯蒂器剖面图

作为听觉感受器的毛细胞成行地分布在呈三角形的柯蒂隧道两侧。3500个内毛细胞组成一排，沿基底膜排列，12000个外毛细胞组成3排。在神经支配上，90％以上的听神经纤维与内毛细胞相连，一个内毛细胞可兴奋多达20根听神经纤维。多个外毛细胞汇集到一根纤维。在毛细胞上，有一层薄膜覆盖，称为盖膜。外毛细胞的纤毛插入盖膜，内毛细胞纤毛不与盖膜相连。基底膜和盖膜的相互独立运动，引起纤毛的侧向剪切运动。这一运动使毛细胞发放神经脉冲。

基底膜运动由耳蜗内液体压力造成，它的振动方式是由它的物理性质决定的。从卵形窗处的基部到位于蜗孔的顶端，膜的劲度降低了100倍。Bekesy发现，频率一定的刺激引发沿基底膜传播的行波，振幅在某一点上升到最大值，然后迅速下降。高频刺激引发的行波最大幅度出现在卵形窗附近；低频时，最大幅度靠近顶部。波形传播中，速度逐渐降低。基底膜的物理特性使输入信号的不同频率成分分布在膜的不同位置上。

（二）外周神经系统

[image: alt]


图5-30　从耳到听皮层最重要的通道和神经核（脑干）

（不包括下行纤维）





在感觉系统中，听觉系统的交互联结最复杂。神经通路大部分是对侧的，从一个耳到对侧听皮层。少部分是同侧的，从一个耳到同侧的皮层。有的神经通路在进入听皮层前有4～5级中继站，有的通路越过一些核团，直接与高一级的核团联结。这种复杂性是补偿耳蜗中毛细胞数量较少所必需的。图5-30是听觉通路的示意图。

听觉系统最重要的知觉目标是确认事件及其位置（what and where）。我们需要发现相关的声学信息及其“调谐于”这些信息的神经机制。许多重要的知觉信息存在于声波频率、强度、频谱的变化中。这些变化存在于一定的背景下。因此，事件的确认有赖于稳态和瞬态信息。这是与听觉系统的组织相吻合的。在听觉系统的每一个水平上，存在音调定位组织（tonotopic organization），即频率的空间表征。在每一个核团中，都有只对频率或强度变化发生反应而对稳态声不反应的细胞。目前的研究还只是描述这些核团中不同的细胞类型，对同一核团中与不同水平上的细胞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而且，这些研究主要以单神经纤维放电模式为基础。但重要的神经信息可能在于不同神经元或神经元群的兴奋模式。

外周神经系统的出发点是第八对脑神经，由与内毛细胞联结的纤维组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利用微电极对单根神经纤维（也称单元）的电活动进行了大量研究。神经纤维活动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

（1）频率的选择性

每一个纤维都只对特定频率有最强的反应。神经纤维的频率选择性常用“调谐曲线”来说明。它表现为纤维的反应阈值随频率而变的函数曲线。反应阈值最低的频率称为纤维的特征频率（CF）。曲线高频端的陡度大于低频，是不对称的。频率选择性的根源是它们只对底膜的有限区域活动作反应。在听神经中，特征频率（CF）有规则地分布。特征频率高的纤维分布在神经束的外围，愈往中心，CF有秩序地下降。图5-31是典型的调谐曲线。

（2）相锁（phase-locking）

神经兴奋发生于输入波形的特定相位。一根神经纤维不一定对每一刺激周期都兴奋，但兴奋总是出现在波形的同一相位。因此，神经兴奋之间的时距总是（或接近是）刺激波形周期的整数倍。例如500Hz纯音的周期为2ms，在它的作用下，神经兴奋的时距可以是2、4、6、8ms等。相锁反应并非在整个可听频率范围内都出现，其频率上限大约在4000～50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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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　听神经单纤维调谐曲线

（三）听皮层

听皮层各区由丘脑许多区域获得弥散的投射，并向这些丘脑结构发出返回性下行投射纤维，组成了双向的交互联系，处理不同的信息。每个通路都有其独特的、主要的联系部位和区域，但是这些部位和区域之间也有相互的联系。依赖这种复杂的联系，大脑皮层执行复杂的功能。

五、响度与音高量表

（一）听觉感受性

人类听觉系统感受声音的能力（感受性）有极其宽的动态范围。人耳能感觉到的最小的声压级，其振幅只有一个氢分子那么大，能耐受的最大声压级可达120dB。这一动态范围相当于压力比为106
 ∶1。人耳能听到的纯音频率最低可达20Hz，最高到20000Hz。人耳对声长的解析力也是惊人的。听觉的感受性除了表现为对声音的上述三个参量的绝对感受性之外，还表现为对差异的分辨能力，即差别感受性。

声音要达到一定的声级才能被听到，这种最小可听声级称为听觉的绝对阈限，它是听觉绝对感受性的表征量。人的听阈有个别差异，因而听阈只能是一个统计数。按测验方法和条件的不同，听阈分为最小可听声压（MAP）和最小可听声场（MAF）。前者用耳机作测验；后者是在自由声场内进行测量。

听阈并无显著的民族差异。国际标准的听阈曲线，如图5-32所示。图上MAP这条曲线为听力零级曲线，是测听器的各个纯音声压级的起点（0 dB）。

上述听阈都是用时长超过1s的纯音确定的。当声长短于1s时，听感受性将起变化。在200ms以内，声长改变一个数量级引起听阈改变10dB。也就是说，若将纯音声长由200ms缩短为20ms，把强度增加10dB，才能被重新听到。超过300ms，声长的增减对阈值起作用不大。

人耳对声音的某一参量变化的最小可觉差（JND）被称为差别阈限（DL）。它是听觉差别感受性的表征量。差别阈限可以是绝对值，也可以是相对值。例如一个声音的强度为100dB，强度增减5dB即可被察觉出来。这里5dB（∆I）是绝对差，5/100（∆I/I）是相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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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　听阈曲线（MAP，MAF）

声强的差别阈的确定方法是呈现两个刺激，让听者判断哪一个较强。实验发现，噪声的辨别和纯音的辨别不同。噪声的差别阈符合韦伯定律，即∆I/I接近常数，与绝对强度无关。阈上20 dB到100dB，宽带噪声差别阈值约0.5～1dB。纯音的差别阈不符合韦伯定律。20dB时为1.5dB，40dB时为0.7dB，80dB时为0.3dB。

声音频率的差别阈值∆f是频率和强度两者的函数，随频率的升高而变大；∆f在1000Hz以上变化特别显著，随声级的提高而变小。最小的∆f（1Hz）出现在低频和较高声级的条件下。

关于时间辨别有两个问题：a．听觉的时间锐敏度。实验发现人耳对时间的分辨可短到2ms，且和声音的频率及强度无关。b．时间差别阈限∆T。有关的实验结果表明，∆T随声长的减短而变小。

（二）听觉掩蔽

对一个声音的感受性会因另一个声音的存在而发生改变。假定对声音A的阈值为10dB，由于声音B的影响使A的阈值提高到25dB，即阈值提高15dB。一个声音的阈值因另一声音的出现而提高，这种现象就是听觉掩蔽。这里B称为掩蔽声，A称为被掩蔽声，25dB称为掩蔽阈限，15dB称为掩蔽量。掩蔽是心理声学中很重要的效应，它不仅说明一个声音怎样影响另一个声音，透过它还有助于了解人耳的频率分辨力。

图5-33是不同强度和不同频率的声音所产生的掩蔽，可以看出一个纯音引起的掩蔽决定于它的强度和频率，低频声能有效地掩蔽高频声，但高频声对低频声的掩蔽作用不大；最大的掩蔽出现在掩蔽声频率附近；掩蔽量随掩蔽声的增强而加大；掩蔽曲线的形状决定于掩蔽声的强度和频率。以1000Hz的掩蔽声为例，在20～40dB较低声级时，曲线是对称的，随声级的提高，曲线变得愈来愈不对称，掩蔽向高频发展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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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不同频率、不同强度的纯音所产生的掩蔽模式

曲线上的数字为掩蔽声声压级（dB）。





白噪声的掩蔽效果不同于纯音。掩蔽声增加10dB，掩蔽阈也增加10dB。进一步的实验还证明，上述线性关系，不受被掩蔽声频率的影响，既适用于纯音，也适用于言语声。

掩蔽也可以发生在两者非同时作用的条件下。被掩蔽声在后称为前掩蔽，前掩蔽和听疲劳有些相似，区别在时距的不同，前掩蔽一般限于掩蔽声停止后几百毫秒。前、后掩蔽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被掩蔽声在时间上越接近掩蔽声，阈值提高越大。掩蔽常发生在掩蔽声级40dB以上。

②掩蔽声和被掩蔽声相距很短时，后掩蔽作用大于前掩蔽作用。

③单耳的掩蔽作用比双耳作用显著。

④掩蔽声强度增加，并不产生掩蔽量的相应增加。例如，掩蔽声增加10dB，掩蔽阈限只提高3dB。这和同时掩蔽的效果不同。

掩蔽声和被掩蔽声分别加于两耳产生的掩蔽称为中枢掩蔽。中枢掩蔽的效果较小，比单耳情况下的掩蔽约小50～60dB。它的效果是对称的，而且受频率的制约，最大掩蔽效用发生在掩蔽声和被掩蔽声频率接近的条件下。

白噪声和纯音信号同时作用于两耳时，信号受噪声掩蔽，只有将信号提高到掩蔽阈值L0
 时，才能听到。若保持两耳的噪声和一耳的声信号不变，将另一耳信号倒相（即两耳信号的相位差180°），信号又可以听到。要使信号再度被遮蔽，它的掩蔽阈值必须降至Lπ
 。前后两掩蔽阈值之差L0
 ～Lπ
 （dB）即为掩蔽级差（MLD）。掩蔽级差是耳对相位变化的敏感性造成的，先使信号在一耳受到噪声的掩蔽，然后将相同的噪声加到另一耳上，信号却可以听到了。这是另一种双耳掩蔽级差现象。MLD现象并不限于纯音，短声和言语声都有类似的效果。

（三）响度

声强超过听阈后，随着声强的逐渐增加，主观上产生由弱到强的程度不同的响度感觉。声强和响度虽有这种相关关系，但不可混同。声强是声音的客观的物理量，而响度则是主观的心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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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4　等响曲线

通常采用等响曲线来表示声强与响度之间的关系。求等响曲线方法类似光度学中确定视见函数V（λ）。以一定声级的1000Hz纯音为标准声，用其他频率的纯音为比较声。由听者调节比较纯音的声级，直到它和标准纯音的响度相等。这时，标准纯音（1000Hz）的声级就被规定为该声级的比较纯音的响度级。响度级的单位为方（Phon）。1000Hz纯音的声级就是它的响度级。声音的频率不同，它们和1000Hz纯音等响的声级也不同。各个比较纯音和1000Hz纯音等响声级的变化作为频率的函数的曲线，就是等响曲线。以1000Hz纯音的不同声级作参量，可测定一组等响线，如图5-34所示。

图上最下面一条曲线就是作为听阈的最小可听声场曲线，它可被看成是等响线的特例，即响度为零的等响线。但它的响度级不是零，而是4.2方。

等响曲线反映出响度听觉如下一些特点：

①响度级受声强的制约，声强提高，响度级也相应增加；

②频率也是影响响度的一个因素；

③不同频率的声音有不同的响度增长率。

低频纯音的响度增长率比中频纯音快。这一现象对录音还音技术有实际意义。还音时如果提高声级，由于各个频率得到同样的加强，响度增长快的低频就变得突出起来，改变了原有各声音成分之间的平衡，听出轰轰的声音。同样，还音时降低录音时原有声级，将出现相反的失真。为此，录音设备必须加上响度控制的线路。

响度级是人的声强感觉的半主观性测量，即用一个标准声（100Hz）的声级来定量其他频率声音的响度。Stevens发展了一套直接定量响度的心理物理量表法。下面简述一下响度量表是怎样建立的，响度单位是宋（sone）。一个宋被定义为声级40dB的1000Hz纯音的响度。让听者调整一个1000Hz纯音的声级，使它的响度听起来是一宋的一半那样响，这时的响度就是0.5宋。同样，也可让一个声音听起来是一宋的两倍，这时的响度就是2宋。单数值采用两分法，例如等分2宋和4宋的响度就是3宋。依次类推，即可建立很宽的响度量表。以这类工作为基础，Stevens发现以宋为单位的响度（L）和物理强度（I）之间，存在一个幂函数的关系：L＝kI0.3
 ，其中常数k决定于所用的单位。这表明响度和强度的0.3次幂成正比。它在双对数坐标上，成为一条直线。响度的加倍改变相当于强度增加10dB。如图5-35所示。

由大量实验推导出响度（宋）和响度级（方）之间一个近似经验公式：

lgL（宋）＝0.03P（方）－1.2

短声的响度与时长有关，时长如果增加，它的响度将随着增加。实验的方法和确定等响线相似，即调整不同声长的短声使它们和一标准声等响。随着测试声长增加，所需等响声级减少。在80ms前变化较大，此后变化渐趋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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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5　响度（宋）与声强（dB）的关系

（四）音高

音高是另一种听觉的主观心理量。当声音频率由低到高变化，听觉便产生一种相应的由低到高的不同程度的音高变化。声音频率直接制约着音高，声强也对音高起作用。音高是听觉或心理声学的一个古老而又核心的问题，不同的听觉理论就是围绕着对它的解释产生的，至今还没有圆满的解决。下面先从简单的纯音音高开始，再讨论复合声音高。

音高随着声音频率变化，两者间的关系可以用音高量表表示。这个量表的建立，采用过两种心物量表法：多分法和等分法。多分法让听者将一可变纯音的音高，调到标准音高一半。再给标准音以不同的频率，直至包括整个可听范围的频率。等分法是给听者一个高频声和一个低频声S1
 、S5
 ，让他在两者之间调出3个音S2
 、S3
 、S4
 ，使相邻两音，即S1
 和S2
 、S2
 和S3
 、S3
 和S4
 ，S4
 和S5
 的音高的距离相等。两种方法所确定的音高量表很一致。

在图5-36中，纵坐标为音高，横坐标为频率。音高的单位命名为美（Mel）。响度级40方，频率1000Hz的纯音音高被定为1000美，在图中用a线表示。一个频率的声音若听起来比1000Hz纯音高2倍，它的音高就是2000美。如图中b线所示。3000Hz纯音音高为2000美。音高量表说明，高达20000Hz的可听声范围，和它相应的音高范围只有3500美。已经证实，以美为单位的音高和频率在耳蜗底膜上的相应距离是很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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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6　音高（美）量表

以美为单位的音高量表和音乐上将频率范围划分成八度（1∶2的关系）、五度（2∶3的关系）等主观音程的音阶量表是个什么关系？前者是纯音的音高，后者是音乐一类复合声的音高。两者虽然都与声音频谱有关，但有效音高不单纯是频率分析，已包括听觉模式的知觉，有经验和学习的成分参加。音乐音程的知觉依赖于对一个复合声的最低6个到8个谐音之间的区间的经验，而这一经验又是从人们掌握言语的进程中学习得来的。

一般说来，声音的音高决定于物理上带有能量的频率成分。但是，由于听神经元和纯音周期作同步激发的频率可上至1100Hz，统计上显著的相锁反应的频率可高达5000Hz，且和神经元的本征频率无关，因此，音高知觉既可按部位的频率编码，也可以由时间因素（周期）决定。由刺激波形的周期所决定的音高知觉称为周期性音高。

一个高频纯音如果做周期性的间断，听者听到的音高其周期和间断率相等。例如，高频纯音作每10ms（100Hz纯音的周期）一次的间断，听者将用一个100Hz纯音的音高来匹配这个间断纯音的音高。在1200、1400、1600Hz等处具有能量的复合声，其成分都是200Hz的高次谐波。这个周期复合声的音高相当于它的200Hz的基频，尽管这个频率在物理上并不具有能量。这表明，听觉系统以周期为根据产生一个音高知觉。如果谐波数足够大，听到周期性音高可达到1400Hz。

（五）双耳听觉

听觉系统的外周有两个接收器——双耳。双耳的作用首先表现在纯音信号的阈值比单耳阈值约低3dB。这可能是双耳总合作用的结果。3dB是功率的加倍，意味着2∶1的效益。双耳接收白噪声和言语信号，也表现出类似的效益。不论是对强度的辨别还是对频率的辨别，双耳的分辨力都高于单耳。用声压级70dB的250、1000和4000Hz3种纯音实验的结果，双耳的差别感受性都低于单耳。单耳和双耳的差别阈（DL）之比，强度为1.65，频率约为1.44。

两耳在日常生活中接收声信号，无论时长、强度或者频谱，都是互不相同的，但是我们听到的却是一个单一的声象。这一过程就称为双耳融合。

六、空间听觉

作为一级近似，可以认为在三维空间中听觉系统判别声源的方位决定于3个子系统：根据双耳差别线索决定其水平位置；根据耳廓引起的谱变化线索决定垂直位置；根据强度、混响和谱成分等决定距离。

（一）水平面的定位和空间分辨

水平面上的声源定位主要是用双耳间的时间差和强度差。听者正前方的声源（0°方位角）在两耳产生的波形几乎是一样的。偏离中线的声源在时间上先到达一耳，到达近耳的声强大于远耳。两耳间的时间差和强度差与声源的位置和频率有关。图5-37表示耳间时间差和强度差与声源方位角和频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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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7（a）　ITD的测量和计算值与声源方位角的函数关系

（0°是正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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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7（b）　ITD的测量值和声源方位角的函数关系

（频率从200Hz到6000Hz，0°是正前方）





当信号来自听者正前方（0°）或正后方（180°），因两耳与声源等距，耳间时差等于0。当扬声器移向一耳，耳间时差逐渐加大。当扬声器移到一耳的正前面（90°），耳间时差达到最大值。图中[image: alt]
 标出的曲线是实测结果，[image: alt]
 符号标出的曲线是用假人头所作的计算值，两者是吻合的。当声源在正前或正后时（0°），耳间强度差为0，声源向一边移动，耳间强度差逐渐加大，其最大值在90°处，即在一耳的正前方。注意，200Hz的耳间强度差可忽略不计，频率再增加，它逐渐变大，6000Hz时可达20dB。可见方向角0°和180°的耳间时差和强度差都等于零，这就使前后方向的感觉经常颠倒或混淆。

人对声源方位判断的准确性与声源的位置和频率有关。图5-37和图5-38表示方位判断错误率和能分辨的最小方位角（MAA）与声源频率和位置的关系。关于定向的实验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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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8（a）　平均定位错误和信号频率的函数关系

（数据取自不同方位角的平均，不同符号表示取自不同实验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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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8（b）　最小可听角和纯音频率的函数关系

·表示方位角是0°（被试正前方）；○表示方位角从30°到被试的右中线。





①以定向的错误为指标，考察两耳时差、强度差和声音频率对定位的影响，1500Hz和5000Hz之间的频率有系统的方向错误。定向错误消失的条件在1500Hz以下是耳间时差，而高频率则是耳间强度差。实验还发现，噪声比纯音容易定向。噪声的频谱不同和所含高频能量的耳间强度差可能是其原因。

②确定两声源产生不同方向感的最小差别。由于两个声源是相对于头的位置来区别的，所以，也可以说要确定的是听者所能分辨的最小方位角，或最小可听角（MAA）。实验表明频率对MAA有影响。

噪声的定向优于纯音，因为噪声是包含有较多的瞬态信息。声脉冲一类的短信号只在它们的开始和终了时有瞬态信息，而噪声这样的长信号可以不断提供两耳的瞬态差。实验的确证明，对单个声脉冲来说，引起75％正确定位率所需要的两耳时差是28ms；而对2s内含有30个脉冲的声信号，相应的耳间时差减少为11ms，对1.4s的噪声，则只需9～10ms。可见，噪声或脉冲串所提供的连续的瞬态耳间时差大大地提高了定位的锐敏度。

（二）垂直平面的定位的分辨率

在垂直平面定位的主要线索是耳廓引起的频谱线索。耳廓的涡旋状对定位的重要性可以用实验证明。如果把耳廓填满，就会大大增加定位的错误率。此外，信号中的高频成分减少，特别是消除7kHz以上的能量后，会使定位降到随机水平。

声源的升降变化给听者提供什么有助于定位的频谱信息？到达听者鼓膜的刺激在传输中受到头、耳廓、耳道的滤波，总的滤波效果取决于声入射的方向。为便于讨论，有必要区分声源的远端和近端频谱。远端频谱指在声源位置测得的频谱，近端频谱指在听者鼓膜测到的频谱。近端频谱与远端频谱之比被称为头部相关的传递函数（HRTF）。对于某一具体听者而言，近端刺激的整个频谱模式可以很好地预测他的定向反应的垂直分量。

（三）距离知觉

声源距离的判断，可供利用的线索很多。对熟悉的声音、声强和距离的反比关系是明显的依据。在一定距离之外的复合声声源，由于空气的吸声特点，高频比低频有较大的衰减，复合声的频谱将随距离的改变而变化，成为距离知觉的另一线索。此外，声波波前的曲率也可指示距离的远近，近的声源，它的波前曲率大；远的声源的波前曲率近似平面。波前曲率影响到耳间的强度差和时间差。这两者信息的结合，为距离知觉提供了又一个线索。

在有反射的声场中，判断距离依靠直达声和反射声的比率和两者间的时间延迟。Bekesy曾用实验证实，变更上述比率，听者将产生声音逼近或离去的印象。

总之，距离的听知觉可利用多重线索：强度、频谱变化、波前曲率和反射声等。但其中有些线索，与对声波的熟悉和听的条件有重要关系。一般来说，声音的距离知觉不十分准确，常有20％的误差，尤其是听不熟悉的声源。

问　题

1．是否存在单个的特征觉察器皮层细胞？

2．明视觉与暗视觉各有什么特点？

3．红光为什么可以保护暗适应？

4．视锐度有哪些测量方法？

5．什么是what通路与where通路？

6．举例说明加法的颜色混合与减法的颜色混合。

7．怎样理解颜色编码是两阶段的过程？

8．什么是主观颜色？

9．试述听觉系统的结构和各部分的主要功能。

10．人类听觉系统感受声音的强度、频率和时长的动态范围有多大？

11．什么叫听觉掩蔽？什么叫双耳掩蔽级差？

12．什么叫响度？如何表示响度与强度的关系？

13．什么叫音高？如何表示音高与频率的关系？

14．人如何在三维空间中判断声源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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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　觉

知觉（perception）是在刺激直接作用于感官时产生的，是指对事物的整体的反映，是人类认知活动过程的开端。特别是视知觉的研究更是心理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

一、知觉的基本问题

知觉不仅是对到达大脑特定区域的感觉系统中神经冲动的简单传递，而且也包括对视野中外部刺激的内部表征和意识。换句话说，知觉是从到达我们感受器官的刺激中抽取意义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们把知觉看做是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主体对感觉输入进行分析、加工和解释，使其成为具有意义的表征。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关注外部刺激的感觉输入。

（一）直接和间接知觉

目前，认知心理学中对于知觉过程的解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为直接知觉（direct perception）的观点，以Gibson为代表。这种观点把知觉看做是从环境中提取相关信息的直接过程。另外一种与之相对立的观点为间接知觉（indirect perception）的观点，以Gregory为代表。这种观点则认为知觉是较为活跃的和主动的过程，即知觉是当前呈现的外部刺激和大脑中已经存在的对外部世界的内部表征两者之间的匹配过程，它包括两个阶段：首先，认知主体提供对刺激的描述，然后主动推断出该刺激是由哪种客体产生的。因此，知觉就是对刺激所做出的一种假设的解释。

以上两种知觉观点的争论开始于19世纪中叶，当时Helmholtz提出知觉的经验理论（empirical theory），他认为所有的视知觉的知识都来自于我们所拥有的过去的视觉经验，他提出无意识推理（unconscious inferences）的概念，用以说明知觉的快速的和没有意识的过程，而且他认为这种推理就如同一种视觉习惯。与Helmholtz的经验理论相对立的是强调直接知觉过程的先天理论（nativistic theory）。根据这种理论，视觉系统（眼和脑）的特性决定视知觉。格式塔（Gestalt）学派就属于先天理论的一个代表。

在当代认知心理学中，间接加工过程具体体现在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两种对立的过程。自下而上的过程（又称数据驱动过程，data-driven processes），是从组成图形或事物的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成分开始的，这些成分是指感受器所提供的具体的感觉特性，如亮度的差异、空间频率、视觉图形基本成分的朝向等等。视觉系统的功能就是把这些基本成分组织起来，形成可辨认的图形或形状。信息从基本的、“下级”（bottom）的水平逐渐上升到较高级的、综合的水平。

与此相反，自上而下的过程（又称概念驱动过程，conceptually driven process）认为，较高级的、整体的和抽象的水平影响低级过程的操作和运行。自上而下加工过程强调观察者已经具有的知识、经验、意图和解释，以及对形状所提出的知觉的预期。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加工过程的区别可以用拼图游戏（jigsaw）来说明。在游戏开始时，所有小的图片块儿都是杂乱无章摆放的，不能提供完整的知觉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可以采用两种策略。

①当你看到这些杂乱无章的图片时，你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预测出可能拼出的图形，然后，检验是否能够利用这些图片组成你所预期的图形，这便是自上而下的过程。

②你也可以首先把一些小的图片，比如说一些绿色的图片放在一起，组合成一个局部的图形，然后把用同样方法拼成的多个局部图形再组合成完整的图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事先的预期，而仅仅是利用了单个图片的物理特性，比如颜色等等，这便是自下而上的过程。

尽管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加工过程的区别有利于我们对知觉的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具体的知觉过程必须在两者中必择其一。根据间接知觉的观点，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加工过程是可以同时共存于一个完整的知觉过程之中的。事实上，这两者在某一知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其作用的大小主要依赖于知觉情境的特点和刺激本身的特点。例如，当你面对一个全新的和无法形成事先预期的情境时，在你确定事物之前又需要获得必要的信息时，这便要依赖自下而上的过程。相反，当你进入一个熟悉的房间中时，你对该房间的布局已经有了基本的预期，所以你只需要较少的信息即可确定其中的事物，这时的知觉过程则主要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过程。

间接知觉的自上而下的观点和Gibson的直接知觉观点的差别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是指关于世界的内部表征的存储和使用；而后者则根本否认关于世界内部表征的存在。然而，间接知觉的自下而上的观点和Gibson的直接知觉观点的差异却不是很明确。Gibson把从刺激中抽取信息作为知觉的最终目标；而间接知觉的观点只把上述过程看做是一种中间阶段。但两种观点都强调视野中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确定视野中哪个方面对解决特定知觉问题是有用的这一点上，两种观点是一致的。这两者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持Gibson观点的理论家在原则上把握对问题解决的理解，而持自下而上间接知觉观点的理论家除了强调在原则上把握对问题解决的理解，还要进而关注获得的这些原则在大脑中是如何工作的；其次，持Gibson观点的理论家强调知觉者在操纵复杂的和精致的视觉刺激时的主动作用，他们坚信只有通过在自然环境中观察人类和动物，才能获得知觉，而自下而上的间接观点则强调可以通过使用简单的、非自然的刺激，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中获得信息，学习知觉。

（二）意识和知觉

知觉过程中关于意识（awareness）的关键问题是：对感觉经验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否是在自动地、没有言语意识参与下进行的？或者说言语意识是知觉过程必不可少的部分吗？Helmholtz曾认为我们人类的推理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然而，我们也认识到对某一事物的知觉是与我们已经具有的对该事物的经验有关，大量的研究都企图去发现这种经验的本质，由此就引发出下述争论：如果知觉过程中包含有对某一事物的经验或感受，那么我们必然就会有对该事物的清醒的意识。

在确定意识和知觉的关系方面，虽然已有大量实验进行过尝试，但是，方法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们研究意识这种内在的、隐蔽的心理过程的进行。对于盲视的研究为意识和知觉的关系提供了实验依据。

盲视（blindsight）是Weiskrantz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没有意识到知觉存在时盲区（scotoma）所产生的视觉能力。盲视研究中最著名的神经心理学病例是对名为DB的患者所做的研究。

DB是一位40多岁的英国人，除了他特有的神经心理学问题之外，他的健康、社会和心理状态都和正常人一样。Weiskrantz曾经对DB进行了13年的研究，并详细报道了他的研究过程和结果。

在DB大约14岁的时候，他差不多每6个星期左右就会发作一次剧烈的头痛，同时伴随着暂时的对左视野中某个椭圆形区域视觉识别能力的丧失。在他20多岁时，头痛发作的频率增加，并且在一次头痛发作之后形成永久性的部分视野的盲视。经过Angiogram检查（在血管中注射一种暗物质后的一种X线检查方法），发现大脑右半球视觉皮质顶部血管大范围扩张，经手术去除了病变的血管后DB的头痛消失，然而不幸的是，手术后DB左侧视野却出现了盲视。

DB左侧视野产生盲视的原因如图6-1所示。由于右半球视觉皮层接受左视野的信息，左半球视觉皮层接受右视野的信息，DB通过手术去除了右半球视觉皮层的大部分，所以他左视野和右视野在大脑的代表区就表现出不同。

DB的盲视区域是用动态视野检查法（dynamic perimetry）确定的。动态视野检查法是一种检查在事故和手术后视野变化的标准方法。用这种方法检查时，患者的头固定，一个光点慢慢地从一只眼睛视野的边缘开始向中心移动，当患者看到光点后，光点回到边缘，从另一个角度再开始移动。这样的过程重复多次，直到绘出视野中视觉能够识别和不能够识别的区域。我们把视野中没有视觉能力的区域称为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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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DB左侧视野盲视图示

然而，DB却能够确定盲区中客体的位置。例如，他能够准确地握住出现在他视野盲区内某人伸出的手，虽然他根本看不到对方的手。他也能够准确地猜出他声称没有看到的小棒的方向（水平或垂直）。事实上，DB坚决否认他看到左视野盲区中的任何部分，他认为这些动作的成功是因为自己幸运的猜测。结果说明，一方面，DB是盲的，他看不到左视野盲区中的刺激；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又说明他能够觉察和确定出现在他的左视野盲区中的刺激。Weiskrantz和他的同事确信DB看不到左视野中客体的口头报告的真实性，因此他们设计了一系列控制实验来考察DB盲区的视觉能力。

由于DB声称看不到盲区中出现的客体，所以在实验中要求他通过迫选的方法猜测左视野盲区中是否有一小块光斑，如果有，就指出光斑的位置。在另外的实验中，要求DB猜测一条短线的方向。所有的测验都是在控制光照的条件下进行的，DB的头和注视方向保持固定。刺激在盲区中呈现得非常快，所以DB没有时间转动他的眼睛来注视没有受损的视野。线条和点状刺激大小相同，强度适中，但是它们的大小和强度会同时影响受损的和没有受损的视野，因此，可以把视野盲区中目标的觉察与没有受损的视野区域和盲点（blind spot）对目标的觉察加以比较。每个人的双眼都各有一个盲点，该点在视网膜鼻侧离中央凹12°～15°的位置，此处没有锥体细胞，是神经纤维离开视网膜形成视束的地方，因此对光不敏感。如果DB的盲点能够觉察到目标物，那么就意味着目标物的强度和尺寸足够大，激活了眼睛的敏感区域。

Weiskrantz的实验中给DB呈现垂直和水平方向的点状或短线目标物，这些控制测验的结果非常有趣，DB对于在盲区中呈现的目标物方向的定位、觉察和猜测的准确率均明显地高于随机判断的基线水平。在大多数实验中，盲区中的视觉操作几乎和没有受损区域的视觉操作一样好。DB声称不仅不知道盲区中出现的目标物是什么，而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他始终表示根本看不到需要他做迫选判断的目标物，因此DB无法相信他在测验中的成功。

在Weiskrantz之后，又有其他一些研究者报告了他们关于盲视的研究，并随之出现了大量关于盲视的理论，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争论。然而，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知觉能力和言语报告之间的分离，因为其他一些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脑损伤会产生类似于盲视的异常现象。

Paillard和他的同事报告了一例女性脑损伤的病例，这名妇女对其右侧身体的触觉不敏感，但是，当要求她确定触觉不敏感的身体部分出现的刺激物的位置时，她能够准确地完成任务，她也能够准确地报告刺激物在皮肤上的运动方向，虽然此时她并没有感觉到皮肤上存在刺激物。同理，我们可以在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下，使正常被试产生知觉行为和意识的分离，也就是试图理解意识的言语报告和知觉的关系。

基于目前神经心理学对盲视及相关现象的研究，我们对传统上认为知觉是感觉的解释的观点提出疑问。DB可以在没有意识到目标物的情况下对复杂的感觉进行判断，这是否意味着感觉和知觉之间没有区别？或者是感觉和知觉之间需要重新划分？现有的研究揭示大脑中存在两种视觉系统：用于辨认客体与侧重觉察和运动。显然，DB的问题是由于在治疗他的头痛的手术中损伤了用于客体辨认的系统。

二、知觉组织的高级过程

（一）图形—背景知觉

丹麦心理学家Rubin在1915年指出，图形（figure）是指独立的、具有明确形状的部分；视野中的其余部分称为背景（ground）。那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视野中的哪些部分被知觉为图形，哪些部分被知觉为背景呢？Rubin认为在图形－背景组织过程中的基本原则是：“如果有两个同质的、但颜色不同的部分，其中一个部分面积较大，并且包围着另外一个部分，那么较小的、被包围的部分被看做图形的概率极大”。然而，视野中任何组织较好的部分都可能形成图形，而其余的部分被看做背景。

当我们观察外部世界时，图形立即从背景中独立出来。那么图形和背景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时，才能使这两者迅速而有效地互相分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部分原因是由于通常图形和它们所处的背景之间的物理特性方面存在差异。

1．图形－背景之间的知觉差异（perceptual differences between figure and ground）

Rubin提出图形和背景之间的三点主要差异：

①图形具有“事物”的特性，图形形状的边界形成轮廓；相反，背景具有“物质”的特性，相对来说没有形状。

②图形看起来离观察者距离较近，并且在背景的前面；而背景没有明确的定位，在图形的后面连续伸展。

③与背景相比，图形看起来印象更为深刻、更明显和更好记忆，而且，图形一般表现出有意义的形状，而背景的形状不一定有任何意义。

2．图形－背景和知觉组织

图形和背景间的差异是形成知觉的最简单的过程。Von Senden通过研究一位先天性白内障成人患者手术后的知觉特点，提供了形成图形－背景分离的基本组织倾向的例证。视力刚刚达到正常时，在患者还不能区分和认识不同图形的情况下，他表现出对图形和背景的区分能力。这就意味着对于图形－背景的区分是不需要学习的，不依赖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即使是只具有较少的视觉经验的低等动物以及某些种系的昆虫也能从背景中辨别出图形，因此说明，图形－背景的区分是知觉组织过程中基本的和基础的环节。

（二）格式塔心理学派的理论

为什么视野中的某些部分组成形状，而其他部分成为背景呢？这是基于一定刺激特性的组织倾向所造成的结果。20世纪初，德国的一些心理学家，特别是Max Wertheimer、Kurt Koffka和Wolfgang Kohler等人研究了组成图形的决定因素，他们所建立的心理学派称为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

格式塔心理学家研究刺激的整体模式，观察某些刺激为什么会自动组织在一起形成图形。而与此对立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由于受到在19世纪末期物理学和生物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元素主义（elementism）的强烈影响而坚持分析的观点，强调知觉的结构特点，因此，结构主义心理学家假定存在一种“心理化学”（mental chemistry），并提出分析内省（analytical introspection）（一种经过训练的自我观察技术）的方法。结构主义者希望确定知觉的基本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基本感觉或“心理分子”（mental molecules），他们进而假定知觉是由基本单位——原始感觉（raw sensation）的总和而组成的。

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知觉不能被分解成小的组成成分，他们提出知觉的基本单位就是知觉本身，即Gestalts就是知觉的基本单位。格式塔心理学家的根本信条是：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The whole is different from the sum of its parts），格式塔心理学家强调结构的整体作用和产生知觉组织成分之间的联系。如图6-2所示，我们可以在这幅图形中看到多种有意义的图形，如自动形成的多个圆形的图案互相交叉，并且互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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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格式塔学派的知觉组织图示

1．格式塔心理学的组织原则

格式塔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们提出的能够使我们知觉为形状的图形特点。根据格式塔心理学的理论，人类具有基本的、不需要学习的组织倾向，使得我们能够在视觉环境中各组成成分的排列、位置以及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知觉视觉环境的整体的和连续的特性。Max Wertheimer通过大量精致的、令人信服的例证，提出格式塔心理学的组织原则。

（1）接近性（proximity or nearness）

根据接近原则，在空间或时间上比较接近的成分容易组织在一起形成整体。如图6-3所示，由于接近原则，实心的圆点被看成两点一组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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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接近性原则

（2）相似性（similarity）

在物理特点方面相似的成分容易组织在一起形成整体。如图6-4中（a）和（b）所示，（a）和（b）图中空心和实心圆分别组成纵向和横向排列的两幅不同的图形。

（3）连续性（good continuation）

以相同方向，如沿着一条直线或简单的曲线排列的成分，一般被知觉为一个整体。如图6-5所示，我们看到两条独立的曲线，一条自下而上，由A到B；一条自上而下，由C到D。尽管也可以把此图看做是由从A到D和从C到B两个部分组成的，但是由于连续性原则，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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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相似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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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连续性原则

（4）共同性（common fate）

根据共同性原则，以相同方向运动的成分被知觉为一个整体。这是在相似性基础上的组织过程，是其在运动成分上的应用。

（5）对称性（symmetry）

平衡的、对称的图形与非对称图形相比，易于组织在一起形成图形。如图6-6所示，两幅图的轮廓线都是相同的，但是在（a）图中，我们看到白色的图形，而在（b）图中，我们则看到黑色的图形。在（a）和（b）图中，均遵循对称性知觉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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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对称性原则

（6）封闭性（closure）

封闭和完整的图形易于被知觉为整体。如图6-7所示，图6-7封闭性原则（a）图包括2个独立的图形：椭圆和矩形，而不是3个分离的、封闭的部分；我们倾向于把（b）图知觉为一些长方形；（c）图虽然是由一些碎片状的刺激物组成的，但我们仍然把它知觉为整体。在一定的限度内，物理特点上不连续的图形可以被知觉为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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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封闭性原则

以上的组织原则可以在一项知觉任务中同时存在，例如，如图6-8所示。根据连续性和封闭性原则，我们把图6-8知觉为两个长方体，其中一个长方体在另一个长方体的后面。在对这幅图的知觉中，也包括过去经验等其他的空间—图形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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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多种组织原则在知觉任务中的共同作用

2．组织作用的测量（measures of grouping effects）

显然，观察者对格式塔形式的结构非常敏感。在一项影响知觉组织特点的实验中，Beck证明对两幅线条图形的知觉分离或组织，受到组成图形的线条朝向的影响。当要求被试把图6-9分为两部分时，他们的结果主要是基于图形的朝向而进行分类，即把相同朝向的（a）和（b）作为一个整体，把（c）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尽管（b）和（c）在物理特点上更为相似。在这个例子中，图形的物理特点的相似性在知觉组织过程中并没有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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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Beck实验中所使用的图形

在另外一个组织实验中，Girgus和他的同事的研究表明，格式塔心理学提出的促进和提高知觉组织的因素具有直接的和可测量的特点。在他们的实验中，要求被试估计体现接近性、相似性、封闭性和连续性等格式塔组织原则的图形中两个成分之间的距离。结果被试表现出对符合格式塔组织原则的结构联系的敏感性，具体表现在其距离判断的空间误差。

被试认为符合格式塔组织原则的图形中的两点之间的距离短于非格式塔组织原则图形中相同距离的两点之间的距离，他们判断符合格式塔组织原则图形中的成分之间更为接近（参见图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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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格式塔组织原则的作用

（三）形状知觉的拓扑学研究

拓扑学研究的是在拓扑变换下图形保持不变的性质和关系。这种不变性质和关系就称为拓扑性质。所谓的拓扑性质是一对一的连续变换，它可以被形象地想象成橡皮薄膜的任意变形，而不把薄膜剪开或不把薄膜的任意两点粘合起来。所以，拓扑学又称为橡皮薄膜的几何学。例如，三角形可以变成圆形或其他任意不规则图形，只要不把它剪开，作为一个连通的整体的性质，即连通性保持不变，所以连通性是一种拓扑不变性质。

陈霖在对多种典型视知觉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后认为，视知觉组织的心理现象是视觉过程初期检测大范围拓扑性质的普遍而基本的功能反映。视觉系统不仅能检测拓扑性质，而且与局部细节性质比较而言，视觉系统更敏感于大范围的拓扑性质，并且其发生在视觉过程的初级阶段。陈霖用以下的实验证据支持了他提出的视知觉拓扑结构的假设。

1．视觉系统对拓扑差异的敏感性

根据人们的一般经验，圆、三角形和正方形看起来是很不相同的图形，但是从拓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拓扑等价的、相同的。而圆和环，由于一个不含有洞、一个含有洞，因此它们是拓扑不等价的、不相同的。图6-11表示用于这类实验的3组刺激图形。它们分别是实心圆和实心正方形、实心圆和实心三角形、实心圆和环。实验时要求被试注视每幅图中心的黑点，每幅图呈现5ms，然后呈现空白屏幕作为掩蔽刺激，干扰视觉系统对刺激图形的知觉。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刚才呈现的两幅图形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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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　用于测试视觉系统对拓扑差异的敏感性实验的3对刺激图形的示意图

实验的结果（即报告两个图形不一样的正确报告率）标明在图的右边。





实验结果也表示在图6-11中。本实验的主要发现是，视觉系统确实更敏感于拓扑性质的差异，也就是更敏感于具有一个洞的环和没有洞的实心圆之间的差别。对圆和环这组刺激图形的正确报告率（即报告它们是不一样的），要显著高于圆和三角形以及圆和正方形的正确报告率。而且，拓扑性质等价的两对图形，圆和三角形与圆和正方形，它们的正确报告率的区别却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2．封闭性和图形结构的优势效应

Hubel和Wiessel在哺乳动物的皮层发现了对一定朝向的线段敏感的神经元，从而在生理水平上找到了支持特征检测理论的证据。特征检测理论认为，特征是构成任何图形的基本单元或成分。对两维图形来说，特征就是边、角、曲线。这种理论认为，人的识别系统在接受输入的刺激信息之后，首先进行特征分析，找出输入刺激具有哪些特征，然后把它们和长时记忆中的各种特征表征进行比较，一旦与长时记忆中的某张特征表获得最佳匹配，这个刺激便被识别出来。

Olson和Attneave的实验支持了特征检测理论的正确性。图6-12所示的刺激图形显示了他们的一项主要发现。图6-12的每幅刺激图形都由4个象限组成，每个象限包含4个小的图形，其中有3个象限包含的小图形及其排列结构都是完全相同的，而其余的一个象限虽然包含有跟其他象限相同的小图形，却具有不同的排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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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2　被Olson和Attneave用来证明线段是图形知觉基本分析单元的一个典型的实验刺激图形

图的下边标明了该图的分辨所需的反应时间RT（单位：ms）。





例如，在图6-12（a）中，右下角象限包含的线段与其他3个象限包含线段的朝向不同。在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快速并准确地报告出哪一个象限与其他象限不同。记录被试完成任务的时间。每幅刺激图形的不同象限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结果图6-12（a）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为1400ms左右，而图6-12（b）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则将近2000ms。这个发现被看成是对以线段为基本单元的形状编码的特征检测理论的行为实验水平的支持。因为，根据特征检测理论，具有一定朝向的线段是图形识别的最初的基本分析单元，因此对图6-12（a）的判断时间比较短，而图6-12（b）中各象限的线段的朝向都相同，那么对不同象限的判断就需要更多的处理才能完成，因此花费的时间较多。

陈霖针对上述已有的实验设计了如图6-13所示的刺激图形，来验证究竟什么是图像信息的最基本的表达。图6-13是由图6-12演变而来，唯一的改变是把图6-12（b）中不同象限包含的4个角中的两个旋转180°，从而分别跟另外两个角组成两个小正方形。由于旋转180°，图6-13（a）的每个象限仍然含有与其他3个象限一样朝向的线段和一样大小的角，但是图6-13（a）的不同象限却含有与其他象限不同的、封闭的图形结构。实验结果表明，对图6-13（a）的判断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大大地少于对图6-12（a）和图6-12（b）的判断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前者只需要800ms左右。图6-13（a）中组成每个象限的图形都包含有完全相同的线段，它们的长短和朝向都相同，只是由于其组织结构的不同而大大地易化了它们的分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结构优势效应。图形结构优势效应对特征检测理论的实验结果提出了疑问。显然，无论是把一定朝向的线段作为分析单元还是把角度作为分析单元，特征检测理论都很难解释这种优势效应的产生。图6-13（a）的结构表明，结构优势效应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视觉系统对图6-13（a）的不同象限所包含的图形的封闭特性特别敏感。封闭性也是一种拓扑不变性质，因此，图6-13（a）表示出的结构优势效应有可能是支持视知觉拓扑结构假设的又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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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证明封闭性优势效应的刺激图形

然而有人批评说，图6-13（a）的分辨任务的特别容易不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拓扑性质封闭性，而是由于图6-13（a）中不同象限包含的交点数与其他3个相同象限包含的交点数不同，前者包含8个交点，而后者每一象限只包含4个交点，从而提出应该把交点数看做是图形信息表达的基本单元。为了排除交点数这个易混淆的因素，陈霖设计图6-13（b）来进一步证明是封闭性而不是交点数在起作用。图6-13（b）的每个象限都包含相同的4个交点，但是不同象限的4个角组成一个封闭的正方形。对于图6-13（b）的实验结果表明，反应时间也是很短的。图6-13（a）和图6-13（b）看起来是很不相同的两幅图形，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封闭性这一点，但是它们各自所用的反应时间的差别却没有达到统计意义。

3．拓扑不变性质和似动现象

陈霖采用“运动竞争技术”研究拓扑不变性质和似动现象的关系。“运动竞争技术”是指在实验中先后呈现2幅刺激图形，在第一幅中包含如图6-14所示的位于正中的单个刺激图形，第二幅包含位于两边的与中心等距离的两幅刺激图形。对于每一位被试来说，可以调节两幅刺激图形各自呈现的时间和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以便被试在此实验条件下产生似动知觉。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任务是判断中间的刺激图形看起来是向左边的图形运动，还是向右边的图形运动。图6-14中的3个图形都是由完全相同的3条线段构成的。中间的图形a是一个箭头状的图形，b和c是把a中的一条线段平移相同的距离而得来的，但是两者却具有不同的拓扑性质，b为封闭图形，而c不封闭。实验结果表明，中间的图形a有向图形c方向运动的优先性，这再一次证明了视知觉拓扑结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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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研究似动现象的刺激图形

（四）影响形状知觉的时间因素

知觉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刺激物之间的时间联系将会影响到对刺激物的视觉效果。我们将通过以下两种不同的现象来说明时间因素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影响形状知觉的。

1．掩蔽

只要刺激在时间或空间上接近，那么刺激之间就将会互相干扰或掩蔽（masking）对方的知觉。在视觉掩蔽中，对目标刺激物的知觉会因受到同时或在时间上接近的掩蔽刺激的影响而变得模糊。根据掩蔽刺激呈现的时间不同，可将之分为前项掩蔽（forward masking）和后项掩蔽（backward masking）。我们把在目标刺激物出现之前较短时间内，呈现掩蔽刺激物所产生干扰的实验条件称为前项掩蔽；把在目标刺激物出现之后较短时间内，呈现掩蔽刺激物所产生干扰的实验条件称为后项掩蔽。

我们以图6-15所示的实验过程来说明掩蔽现象。图6-15目标刺激物为圆盘，后项掩蔽刺激是内环直径与圆盘直径相同的圆环。与没有掩蔽刺激的实验条件相比，当目标刺激物和掩蔽刺激物之间在时间间隔（interstimulus interval, ISI）为200ms或短于200ms时，根据间隔时间的不同，掩蔽刺激物对目标刺激物的影响也会不同，结果会使被试知觉不到目标刺激物，或者使得目标刺激物变得模糊，或者使得目标刺激物的结构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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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掩蔽现象的实验过程

产生上述影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视觉潴留（visual persistence）造成的，视觉潴留是指刺激作用后神经活动的惰性，所以，即使在刺激物消失后，它的痕迹依然存在。虽然短暂呈现的刺激物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但是它们仍被知觉为是同时出现的，并互相干扰。

2．后效

一种刺激作用之后对随后的心理活动的影响称为后效（aftereffects）。后效有很多种，在视觉通道里表现的形式较多，在此我们只介绍图形后效、形状后效和关联后效。

（1）图形后效

图形后效（figural aftereffects）是指注视一个图形一定时间之后，对随后感知别的图形的影响。图形后效最经典的例子是Kohler和Wallach于1944年证明的，即一定形状的边界从原来的位置消失。如图6-16所示，如果先注视（a）中的×点40s，然后再把注视点转移到（b）中的×点，此时（b）中左侧两个正方形之间的距离看起来要比右侧两个正方形之间的距离大，而实际上这两个距离是相等的。虽然我们知道这种对距离知觉的变化是由于注视（a）而造成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能够完全被大家接受的解释。Kohler和Wallach认为饱和（satiation）作用导致这种位移，就是说，当一个图形在视网膜上的视像保持一定时间后，视网膜上成像区域以及相邻区域的感受器变得疲劳，对新刺激产生抑制或饱和，使得投射到视网膜上饱和区域附近的新图形发生位移。图（c）实验模式表明如果把（a）、（b）两图合在一起，那么根据饱和的观点，左侧两个正方形分离，而右侧两个正方形聚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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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6　图形后效演示

（2）形状后效

形状后效（shape aftereffects）又称弯曲（curvature）后效，是指由于图形的方向而导致的图形形状的变化。J. J. Gibson于1933年用实验证明了形状后效。让被试戴上一种特殊的棱镜眼镜，这种眼镜使进入的光线发生位移，从而把垂直线段看成弯曲的线段（如图6-17）。在注视弯曲线段的过程中，线段的弯曲度逐渐消失，即由棱镜眼镜产生的“弯曲”开始变得越来越直。然而当摘下棱镜眼镜后，就会出现因戴上棱镜眼镜而产生的后效，即把直线看做向棱镜眼镜产生的弯曲相反的方向弯曲。Gibson和Radner发现，在连续注视倾斜或弯曲线段一段时间后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效：垂直线段向最初注视的倾斜或弯曲线段相反的方向倾斜或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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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7　形状后效的演示过程

（3）关联后效（contingent aftereffects）

不同刺激特性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会产生后效，如颜色和方向或颜色和形状。McCollough首先报告了这种后效，她给被试呈现几秒钟由黑色和橙色垂直栅条组成的图形，随后呈现黑色和蓝绿色的水平条纹的图形，两种图形交替呈现4min后，呈现测试图形，测试图形由垂直和水平的黑白栅条组成（如图6-18）。观察者报告在测试图形中垂直方向黑白栅条处出现淡蓝绿色后效，在水平方向黑白条纹处出现淡橙色后效。这种后效持续的时间可以长达几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而且在这段时间内被试可以自由观察其他事物，但这种后效并不受影响。McCollough使用的这两种颜色（橙色和蓝绿色）互为补色，当一种特定色调的颜色连续刺激视觉系统时，视觉系统将对这种颜色发生适应，并产生其补色的感觉，即后效。这个实验的独特性在于此种后效是由图形轮廓的方向而导致特定颜色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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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8　McCollough效应

Hepler报告了颜色和运动结合的关联后效。在他的实验中，给被试交替呈现向上运动的绿色栅条（黑背景）和相同背景的向下运动的红色栅条，一定时间后，被试对向上运动的白色栅条产生桃红色后效，对向下运动的白色栅条产生绿色后效。这便是颜色和运动特性结合刺激产生的与运动相关的关联后效。

Wyatt发现三种刺激特性，颜色、方向和空间频率之间的关联后效。关联后效说明视觉系统对一定刺激特性组合的敏感性是不同的，然而还需要进一步阐明每个通路的性质。

（五）知觉定势

我们知道，知觉并不仅仅是对视网膜所接受刺激的反映，它同时也反映了接受者的意向。由于过去经验、记忆、期望、暗示和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意愿或偏差，即受到启动或定势的影响，必然会使得接受者以特定的方式来组织视觉输入的刺激。

知觉定势（perceptual set）是由过去经验和环境中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对感知世界的一种知觉启动（perceptual priming）。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觉定势是自上而下的加工过程，通过建立的假设和过去经验提出一般的组织策略，并把这些策略应用到整个图形，这些策略便会影响到我们对细节和部分的知觉。总之，最初形成的“图片”决定对部分的知觉。

图6-19为自上而下加工过程导致的知觉定势的影响。黑色背景上有7块不规则的白色图形，但我们很快就会看出这是一幅人脸的侧面像，这种知觉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对7块不规则图形的轮廓进行观察的结果。如果去掉黑色背景，只保留这7块不规则的白色图形，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它知觉为一幅人脸的侧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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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　定势和自上而下加工

最有影响的知觉定势是图6-20所示的例子。（c）为一幅双关图，它既可被看做是一位少女，也可被看做是一位老妇人，如果在观察（c）之前，先给被试看（a）（一名少女），那么被试就很容易把（c）看做为少女；如果在观察（c）之前先给被试看（b）（一名老妇人），那么被试将把（c）看做为老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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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0　表示知觉定势的双关图

知觉定势的产生不仅限于对熟悉的事物。Long、Toppino和Mondin用如图6-21所示的图形证明知觉定势的作用。图（c）是一系列部分重叠的正方形，单独观看这些正方形时，我们感觉它们或者是逐渐突出的或者是逐渐退后的。但是如果在观察（c）图之前给被试短暂地呈现图（a）（呈现时间短于100ms），那么被试将一致地把图（c）看做是一系列从左到右的逐渐退后的互相重叠的正方形；相反如果在观察（c）图之前给被试短暂地呈现图（b），那么被试将一致地把图（c）看做是一系列从右到左逐渐伸出的互相重叠的正方形。先前呈现的刺激决定双关图形的知觉。然而，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定势的产生依赖于先前刺激呈现的时间的长短。Long等人的实验发现，如果图（a）和图（b）呈现的时间超过100ms，定势作用消失，就会产生疲劳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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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1　Long等人的实验中产生定势的刺激

知觉定势能够促进非理想条件下，如客体受到背景刺激的遮挡或重叠等的知觉。定势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环境中的刺激通常是难辨认的或不完全的。而基于过去经验的预期，如“这应该是……”，使得我们能够产生有意义的知觉。图6-22说明定势在看起来没有规则的刺激图形的知觉中的作用。图6-22（a）是一幅模糊图形，但图中是我们熟悉的图形，在观察图6-22（a）之前，请不要看图6-22（b），因为图6-22（b）是图6-22（a）的清晰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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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2　定势在无规则刺激图形知觉中的作用

三、运动知觉

（一）运动觉察器

对运动的知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能力，同时在许多物种身上也能观察到。有证据表明，许多物种都具有检测运动的特定神经单元，如视网膜神经节水平的Y细胞对某种特定的运动刺激起反应。在视觉皮层（枕叶）水平也有对运动起反应的特异细胞。已有的证据表明，皮层颞叶内侧（MT）区域接受来自于视觉皮层运动敏感细胞的输入，然而有些对运动敏感的细胞则因具有相对精细和较小的感受区域而只对局部运动起反应，大多数MT细胞对视野中较大区域中的运动起反应。由此推断，MT细胞具有整合不同种类运动的作用，是一种通用的运动觉察器（motion detectors）。

下面的临床研究则说明了皮层在人类运动知觉中所起的特定作用。1983年Zihl、Von Cramon和Mai报告了一个经过皮层手术的病例，虽然她仍然保留了视敏度、双眼视觉和形状及颜色知觉的能力，但她却丧失了在三维空间知觉运动的能力。临床测试表明，她能够知觉到沿水平或垂直方向运动的物体，但是，她的这种知觉仅限于内侧视野（inner visual field）的很小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她根本不能看到具有深度的运动。例如，她不能把茶或咖啡倒进杯中，因为流动的液体被看成好像冰川一样冻在一起了。由于她知觉不到杯子中液体的增长，所以她也不能在正确的时间停止倾倒的动作。她还抱怨与人交谈的困难，因为她看不到对方脸部，特别是说话人嘴部的运动。如果有两个人在一间屋子中来回走动，她会感到不舒服，并马上离开，她觉得这两个人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而她却看不到他们是什么时候移动的。手术后她几乎不能横穿马路，因为她判断不出汽车的速度。然而，最后她学会通过汽车的声音来判断汽车的距离，以便通过马路。有趣的是，她只是在视觉通道丧失了运动知觉，而可以通过触觉和听觉线索来知觉运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到底能知觉到怎样的运动呢？例如，我们根本看不到时针的运动，也几乎看不到分针的运动，但却能够看到秒针的运动。即当物体运动速度太快或太慢时，我们都知觉不到它的运动。因此运动知觉的阈限值——我们能够觉察到的最小速度——就是随着物理或心理生理因素，而不是物体实际运动速度在发生变化。物理或心理生理因素包括目标物的大小、目标物的距离、目标物的背景（例如，同质或异质）、亮度水平、视网膜受刺激的部位和眼睛的适应状态。物体在很好的照明条件、固定的背景并且其视像投射到中央凹的条件下运动时的阈限值最低。

（二）诱导运动

诱导运动（induced movement）是一种视错觉，就是说观察者知觉到某个物体的运动，而实际上该物体根本没有发生空间位移，只是由于其他物体的运动使得被观察物体好像在运动。这种运动知觉受到被观察物体周围环境的强烈影响。如果有两个大小不同的发光物体同时呈现在黑色背景上，当其中较大的物体发生物理移动时，通常我们好像看到只有较小的物体在运动，此时较大的物体“诱导”较小物体的运动。一般来说，相对于较大的、不封闭的物体，较小的封闭物体容易被“诱导”运动，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生运动的一般都是较小的物体，而较大的物体则是相对静止的。例如，我们经常说月亮在云彩后面穿行，而实际上是云彩在飘动的过程中遮挡了静止的月亮。

（三）似动现象

似动现象（apparent movement）是指当某一物体实际上没有发生空间位移而被知觉为好像在运动，是一种对静止物体产生的运动错觉。似动是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比如我们经常看的电视和电影都是似动现象的结果。

图6-23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静止的灯泡，它们以一定的速率交替发光，即一个灯泡亮时，另一个灯泡关闭。似动现象的产生依赖于这两个灯泡亮暗交替的时间间隔（ISI）。本实验结果表明，当ISI为30～200ms时就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似动现象，即发光的灯泡从位置A移到位置B。如果ISI长于200ms，我们将知觉到交替闪亮的两个灯泡；如果ISI短于30ms，我们会看到在位置A和B上同时闪亮的两个灯泡。当ISI为60ms时出现最理想的似动现象，好像是有一只灯泡从位置A穿过中间的空间，移动到位置B；我们把ISI大约为100ms时产生的似动现象称为phi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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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　似动现象演示

我们把通过操纵灯泡之间亮暗时间间距而产生的种种似动现象称为β（beta）运动。β运动的性质由闪烁灯泡之间的时间间隔（ISI）、灯泡的亮度和灯泡之间的空间距离决定。1915年，Korte提出这3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称为Korte定律（Korte law）。例如，当闪烁的灯泡之间的物理距离增加时，灯泡的强度或灯泡之间的时间间隔（ISI）必须增加才能出现β运动现象。

（四）自主运动

在一个漆黑的房间中注视一个固定的光点一定时间后，这个光点好像就会动起来，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自主运动（autokinetic movement）。自主运动现象的出现必须保证光点周围不能有提供参照的空间背景或固定的视觉形状。自主运动现象出现的程度和方向具有较大的个体差异，自主运动现象往往会受到个体社会经验的影响。

对自主运动现象的解释主要是基于眼睛的运动作用；另外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解释是由Gregory基于保持眼睛注视观察固定光点时眼睛周围肌肉的变化而提出的。在持续注视固定物体时，眼睛的轻微震颤导致注视过程出现起伏，同时眼睛周围的肌肉产生疲劳。为了弥补保持注视的不足和眼肌的疲劳，眼睛周围的肌肉必须接受异常命令信号来保持对光点的注视。这些信号与指导眼睛运动的信号相同，使得眼睛追踪运动刺激。因此，根据上面的理论，自主运动现象的产生不是由于眼睛的运动，而是由于“防止”眼睛运动的信号指导下的眼睛运动。

（五）运动后效

当你坐在一列火车里盯着外面移动的景物看很长时间之后，如果火车停止了，那么你会觉得此时外部静止的景物在向前运动，而列车却在慢慢地向后运动，这便是运动后效（movement aftereffects, MAE）的例子，运动后效的产生是由于前面知觉到的运动在运动刺激停止之后仍然存在。瀑布错觉（waterfall illusion）也是一种运动后效的例子，即在注视向下流动的瀑布一定时间之后，如果再观察静止的景物，该景物看起来向上运动。

对运动后效的解释主要是建立在后效和选择性适应观点的基础之上。以瀑布效应为例，在注视向下运动的刺激一定时间之后，对向下运动敏感的觉察器会因疲劳或适应而导致其敏感性降低，因此，当观察者把注视点转移到新的静止事物时，就会因负责向下运动的觉察器的活动降低而产生好像景物向上运动的印象。

那么这些产生运动后效的觉察器位于视觉系统的什么位置呢？一些研究者通过改变运动后效产生的实验条件提出他们的观点。如果运动后效觉察器位于视网膜上，那么通过只允许一只眼睛接受运动刺激，然后测试另外一只没有接受运动刺激的眼睛，这只眼睛将不会产生运动后效现象。这就是说，如果运动后效产生于视网膜水平，双眼之间将不会同时出现对某一方向运动刺激的适应。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双眼同时出现运动后效，这也就说明产生运动后效的觉察器位于中枢或皮层。

四、单眼和双眼视觉

（一）立体知觉的单眼线索

有些深度线索只需要一只眼睛就能起作用，我们把这样的线索称为单眼线索（monocular cues）。绘画艺术家把他们使用的静态单眼线索（观察者和景物都是静止的）称为图形线索（pictorial cues），通过这些线索，就可在两维的平面上产生三维的深度效果。

1．插入

插入（interposition）是指一个物体部分地隐藏或遮挡另一个物体。如果一个物体部分遮盖另一个物体，那么我们就会知觉到完全暴露的物体离我们较近（如图6-24）。对于熟悉的物体，插入是一种比较有效地表示相对距离的线索。但是静态线索只能提供相对的深度信息，即它只能说明哪一个物体离我们较近，哪一个物体离我们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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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4　插入在二维和三维图形中的作用

2．空气透视

当我们观察一处场景时，远处的物体不如近处的物体清晰，这种作用称为空气透视（aerial perspective）。这是大气中微粒的作用，光线由于受到灰尘、水蒸气和其他大气物质的悬浮颗粒的分散，而降低了投射到视网膜上物体的视像的亮度和物体细节的清晰度。因为，远处物体反射的光线在大气中经过的距离比近处物体经过的距离远，所以与近处物体相比，远处物体看起来模糊不清。因此，比较大的物体，如楼房，在晴天就会比在阴天时看起来离我们距离近。空气透视是一种远距离深度知觉的重要线索。

3．阴影

通常，物体表面离光源最近的部分最亮。当物体表面离开光源一定距离后，其表面变暗，或产生阴影（shading）。在非连续的物体表面，阴影线索也能产生深度知觉。并且，深度感随光线和阴影对比度的增加而增加。

3岁的儿童就可以根据头顶光源所产生的阴影为线索区分物体表面的凹凸。与人类相同，小鸡也可以利用头顶光源产生的阴影而对刺激做出正确的深度反应。这就说明，使用阴影作为深度线索是有其种系发生基础的。

物体表面阴影的变化也可以作为物体形状知觉的线索。通常，从单一光源而发出的光会均匀地投射到三维物体表面，由于离光源最近的物体表面接受到的光最多，因此就可以通过物体表面光、暗的不同效果来判断物体的形状。朝向光源的物体表面看起来比较亮，而背向光源的物体表面部分则看起来比较暗或有阴影。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物体表面从亮到暗的逐渐过渡而产生弯曲表面的知觉。从亮到暗的突然变化，使得我们可以感到在平面上产生明显的边界或角。总之，阴影是影响深度知觉的基本因素。Kleffner和Ramachandran推测，大脑中存在以阴影为线索产生形状知觉的特定的神经成分。

4．线条透视

通过线条透视（liner perspective）可以在平面上表现出深度知觉，即三维立体在视网膜上的影像会发生变化。线条透视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我们观察铁轨时，感到远处的铁轨仿佛要会聚为一点。虽然，对线条透视作为一种绘画技巧的历史还存在争论，但是这种技巧早在15世纪初期就已由意大利的建筑师和雕塑家Brunelleschi发现。

5．结构级差（texture gradients）

大多数物体的表面都以其纹理或结构等微观形式而相互区别，特别是在自然形成的草地、树叶和树，以及人工制造的道路、地板和纺织物的表面更为明显。正如J. J. Gibson所述，这些表面的结构具有连续的密度变化或级差。特别是，当我们观察具有结构的表面时，随着距离的增加，组成结构的成分的密度越大。

6．相对大小

当同时或短时间内相继观察两个不同大小的相似或相同形状的物体时，通常感觉比较大的刺激离我们较近，这种线索称为相对大小（relative size）。这种距离线索不需要对观察物体的过去经验，在一定情况下，相同形状但不同大小的物体就足以表示出距离的关系。

线条透视、结构级差和相对大小代表着共同的原则：物体在视网膜上所形成的视像的大小是与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体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即两者之间的距离越远，视网膜上的视像越小。

7．熟悉大小

通常情况下，我们知道周围环境中许多物体的实际大小，所以我们能够根据记忆和观察到的远处此物体现在的大小推测其离我们的距离。然而，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深度线索可以在多大距离内起作用。许多研究表明，熟悉大小（familiar size）线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观察物体所处的环境条件。当其他深度线索比较明显时，熟悉大小不起作用；而在比较差的观察条件下，其他深度线索不起作用时，熟悉大小在物体距离的判断上起重要作用，但是前提条件是依据过去经验对熟悉物体的距离判断。

上面我们描述了在两维平面上产生深度知觉的静止的单眼深度线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深度线索是动态的或运动的。

8．运动视差

观察者在物体运动时所产生的被观察物体之间深度知觉或距离的单眼线索称为运动视差（motion parallax）。特别是指当观察者的头运动时，离观察者不同距离的物体移动后所形成的视像差称为运动视差。因此，当观察者在视野中的注视点固定，而他的头运动（即使是轻微运动）时，视野中近于他的注视点的物体看起来比远于注视点的物体运动得快。然而，视野中注视点以内和注视点以外物体运动的方向相反，近于注视点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与观察者头部运动方向相反，而远于注视点的物体的运动方向与观察者头部运动方向相同。因此，我们知觉到的视野中物体的相对运动速度和运动方向依赖于观察者的注视点。

图6-25表示当人眼从右（位置1）向左（位置2）移动时，远处物体（圆形）和近处物体（正方形）视网膜像的相对速度变化。图中×为注视点，以眼睛为参照点，正方形近于注视点，圆形远于注视点。当注视点保持不动，人眼向左侧轻微运动后（从位置1到位置2），近处的正方形的视网膜像和远处的圆形的视网膜像在视网膜上移动的距离不同（如图中位置2所示），方向相反，注视点×的视网膜像与正方形视网膜像之间的距离大于其与圆形视网膜像的距离。因此，对于眼睛发生的非常小的位置移动，由于近处物体的视网膜像的移动距离较大，所以就会感觉近处物体的移动速度比远处物体的移动速度快。由于透镜的光学特性而使视网膜像反转，故而观察者就会看到近处物体向与眼睛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而远处物体则向与眼睛相同的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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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5　运动视差的产生

尽管运动视差看起来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线索，实际上它是观察者或环境运动时空间中物体相对距离的最基本的信息来源。当观察者的头相对固定，而外部的周围环境看起来运动时（比如坐在汽车里），同样会产生运动视差。运动视差也是不同种类的动物（包括昆虫等）用来避免深度的有效的深度线索。

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方法示范运动视差：闭上一只眼睛，分别举起两只手的每一个手指于正前方，两个手指相距25cm。如果保持注视远处的手指，把头从一侧转到另一侧，那么近处手指的视像将会向与你的头运动的方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保持注视近处的手指，那么远处手指的视像将会向与头的运动方向相同的方向运动。

9．调节

由于注视不同远近物体时眼睛的调节反应的差异，因此，可以通过睫状肌提供的眼睛运动调节（accommodation）信号（例如，肌肉的收缩程度）来完成空间中目标定位的任务，即提供被观察物体的深度信息。然而，调节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制的，对于人类而言，调节线索只在2m之内起作用，对于超过2m的物体，调节线索不再起作用。

（二）双眼线索（binocular cues）

单眼深度线索能够为我们提供大量深度信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完成许多视觉指导下的操作任务。然而，有些深度信息是需要双眼的共同作用的。

1．辅合

辅合（convergence）是指注视物体时双眼视轴会聚的趋势。由于双眼视轴的会聚程序受眼外肌的控制，因此，在观察近处和远处物体时肌肉紧张程度的差异就能够提供深度或距离线索。看近处物体时，双眼视轴趋于集中；看远处物体时，双眼视轴趋于分散；当物体的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时，双眼视轴接近平行，因此辅合线索也只是在一定距离内起作用。

2．双眼视差

由于人类双眼之间有6cm左右的目间距，所以当观察近处物体时，两眼对物体的视像稍有不同，左眼看到物体的左面多一些，右眼看到物体的右面多一些，两只眼睛视网膜像的差异称为双眼视差（binocular disparity或binocular parallax）。

根据Yellot的研究，如果两个物体在视网膜上的视像差等于1μm，那么就能产生深度辨别，这就说明视觉系统能够觉察小于视网膜上大多数光感受器的直径的视像差异。

（1）网膜相应点和视野单像区

当注视一个相对较小的物体时，物体在每一只眼睛的中央凹分别形成一个视像。此时我们看到的物体是单一的，因为物体的视像处在双眼的相同或相应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把左眼视网膜放在右眼视网膜上，那么，两眼的中央凹就会重叠在一起，在视网膜上的视像也会重叠在一起。双眼上这样的网膜重叠点称为网膜相应点（corresponding retinal points）。

其他一些与被注视目标物距离相同的没有被注视的目标物的视像，也将投射到双眼的相同或相应的网膜位置，并将形成单像。事实上，一定空间范围之内的物体的视像都会投射到网膜相应点上，但是形成单像的这些点与注视点离观察者的距离是相同的。我们把空间中所有这些点连起来形成的轨迹称为视野单像区（horopter，如图6-26）。视野单像区是通过注视点的一个虚构的弯曲表面。然而，没有处在视野单像区上的点将形成复视（diplopia）或双像，因为这些刺激的视像是落在非网膜相应点上的。这就是说，近于和远于注视目标物的所有物体在双眼视网膜上视像的位置不同，这种不一致导致了双像的产生。这个推论不适用于来自视野单像区周围狭小区域内的目标物，我们把如图6-26所示的这个狭小区域称为潘弄融合范围（Panum's fusion areas, PFA）。刺激非网膜相应点但却落在潘弄融合范围内的点将形成单像。潘弄融合范围是某个给定视野单像区周围很小的一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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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6　一定注视距离下的视野单像区和潘弄融合范围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来演示双像知觉。双手分别举起一支笔，两只笔间隔一定距离。如果注视离你较近的那只笔，就会对这只笔形成单像，而对远处的那只非注视的笔形成双像。此时，近处笔的视像则落在双眼的中央凹，即网膜相应点上，而远处笔的视像则落在双眼非网膜相应点上。同样，当注视远处那只笔时，也就会对近处这只笔形成双像。但是，这两种情况下形成的双像是不同的，这依赖于产生双像的物体与注视点的相对位置。远于注视点的物体产生的双像是不交叉的，它被称为非交叉双像（uncrossed disparity）；而近于注视点的物体产生的双像则是交叉的，它被称为交叉双像（crossed disparity）。因此，产生双像的不同形式也可以作为相对距离的有效线索。通常情况下，非注视点形成的双像是被抑制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被注意到。

（2）双眼视差和视觉深度知觉

由立体的不同部分投射到双眼视网膜的视像（binocular disparity）差形成的深度知觉称为视觉深度知觉（stereopsis）。最初的立体观察器叫做立体视镜（stereoscope），是1838年由英国物理学家Charles Wheatstone设计的。他认为如果给两只眼睛分别呈现具有微小差异的两幅相似图片，即立体图（stereograms）时，就能产生人为的深度知觉。如图6-27所示为在18世纪中后期盛行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立体视镜。

在一定范围之内，立体视镜中插入的两幅图片的差异越大，立体或三维效果就会越明显。这说明了我们在观察现实世界时物体的距离和其产生的深度效果的程度之间的关系。当观察较近的目标时，需要双眼较大的会聚，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离观察者越近的物体产生的立体效果越明显。随着物体离观察者距离的增加，双眼视差逐渐减小，物体渐渐地变得平坦。

①双眼竞争（binocular rivalry）。如我们前面所述，视像的融合只发生于投射到左、右两只眼睛的视像基本相似的时候。如果投射到两只眼睛的视像差异较大，则会产生一种异常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双眼竞争作用。双眼竞争有以下一些结果：投射到两只眼睛的差异较大的视像产生融合，形成一个暂时的合成像；或者两个视像中的一个占有优势，这种优势在两只眼睛之间来回转换。这种知觉效果具有实践意义，因为视觉系统对双眼产生的视差非常敏感，所以通过立体观察就使得我们能够觉察到两幅相似图片的微小差异。例如，通过立体观察可以鉴别伪钞。如果两只眼睛看到的都是真币，那么两只眼睛的视像就不会出现差异；如果一只眼睛看到的是真币，另一只眼睛看到的是伪币，那么就会出现两只眼睛的视像差，从而产生立体效果，被观察的某些部分突出出来。同样，弹道专家也是通过立体镜观察不同子弹痕迹的放大图片来确定这些子弹是否是从同一把手枪中发射的，如果两枚子弹的痕迹相同，将不会出现视像差，那么这两枚子弹也就是由同一只手枪发射的，此时双眼视像融合产生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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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7　18世纪中后期盛行的维多利亚风格的立体视镜

②中央眼（cyclopean）。人在观察外界物体时，物体的视像是单一的，好像是被一只眼睛看到的。从主观感觉的角度来看，两只眼睛可被看做是一个单一的器官。人们用一只理论上假想的眼睛来代表这个器官，把它称为中央眼，它似乎位于两只真眼的中间，即鼻梁上方。

Bela Julesz设计了一种特殊的、具有革新精神的立体图观测方法，他称之为中央眼知觉（cyclopean perception）。他认为投射到每一只眼睛的产生立体效果的视像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这两只眼睛的视像在某个视觉中枢区域结合之后，才形成有意义的知觉。他认为中央眼不是位于前额的中央，而是大脑某个区域后面的一些物质。Julesz用来表示中央眼的立体图比较特别，他用计算机打出两张几乎相同的随机点图（random-dot stereograms），两张图的结构相同，中间的一小部分形状相同，但向相反的方向侧移。虽然单独看这两张随机点图时不可能看出任何深度或形状，但是如果把这两张随机点图放在立体镜中，那么中间发生平移的部分就会出现明显的深度感，浮现在周围结构之上。

用随机点图进行的中央眼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在完全缺乏单眼深度线索，甚至是缺乏可识别的、熟悉的轮廓或形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产生视觉深度知觉。单眼观察随机点图时，看到的完全是随机排列的结构，没有任何可识别形状或组织的线索。并不只是成人能够通过随机点图来产生视觉深度知觉，3.5～6个月的婴儿也具有此种能力。除此之外，其他的物种，如猎鹰、猫和猴也都能够通过随机点图产生视觉深度知觉。

（3）双眼视差的生理基础

视觉深度知觉生理基础的支持证据来自于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种哺乳动物身上发现的负责双眼视差的细胞，这些细胞很少对单眼刺激起反应，而只对一定范围之内能够产生双眼视差的刺激起作用，我们把这些细胞称为差异觉察器（disparity detectors）。当产生相似差异的相邻的刺激物作用于每一只眼睛的视网膜时，差异觉察器即被激活。这就意味着产生双眼视差的刺激有选择地激活负责不同差异的差异觉察器。某些细胞只对产生较小的或无双眼视差的刺激起反应，即只被与注视点距离相同或接近于注视点的刺激所激活；而其他细胞则有选择地被近于或远于注视点的刺激所激活。

例如，Poggio和Fischer利用条件反射的方法，训练一只猴子注视一定距离的一个点。条件反射建立之后，他们把目标物呈现在近于或远于形成条件反射的注视点的位置。当猴子注视此时呈现的刺激物时，实验者记录猴子皮层不同单个细胞的活动。他们发现，某些细胞只被近于注视点的目标物所激活（这些细胞被位于远于注视点的刺激所抑制）；而另一些细胞则只被远于注视点的目标物所激活（这些细胞被位于近于注视点的刺激所抑制）。这些结果表明，视觉初级皮质中有受双眼差异激活的细胞，这些细胞的激活与抑制依赖于目标物与注视点的相对距离。这就意味着至少有3个双眼深度加工细胞：被位于注视点平面和潘弄区域内刺激激活的细胞；被近于注视点的刺激物激活而被远于注视点的刺激物抑制的细胞；被远于注视点的刺激激活而被近于注视点的刺激抑制的细胞。人类被试的实验也支持相同的结果，即存在差异觉察细胞。立体盲（stereoblindness）个体不能通过立体镜或单独的双眼视差线索来确定客体的深度（尽管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深度线索来获得深度知觉）。有些人是部分立体盲：他们不能利用立体线索来确定近于或远于注视点的物体。

（三）深度线索的交互作用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单眼和双眼深度线索对深度和距离的作用。然而，对于这些线索的使用和起因还有一些疑问。例如，在这些线索之中，哪一种线索最重要？单眼深度知觉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空间知觉是在生活环境中逐渐获得的，还是生来具有的？等等。我们首先介绍两种不同的理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观察者是如何从可利用的视觉信息中获得深度和距离知觉的。

根据构造主义的观点（constructivist approach），观察者主动地整合、评价和解释不同空间线索提供的空间信息，从而“构造”知觉，观察者在空间环境中的已有经验和知识有利于“构造”。我们以前面讲过的插入（interposition）为例，当一个物体部分地被另一个物体遮挡时，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被遮挡的物体离我们较远。但是，我们是如何知道的呢？根据构造主义的观点，这种物体插入和距离知觉的关系是通过物体互相遮挡的经验而获得的。环境的交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对环境中各种深度和距离线索的经验，使得我们能够对环境中的各种空间安排进行推理、判断，我们所“构造”的视觉环境，是基于我们自己对视觉空间出现的各种成分之间多种空间关系的解释。

根据Gibson直接知觉的观点，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关于空间分布的信息，足以使得我们能够直接获得深度知觉，而不是加工和分析不同深度和距离线索的结果。

以上两种理论分别强调了深度知觉获得的一种途径，但是我们认为，至少在某些方面，我们不能“直接”感知世界，而是需要一些深度线索来“构造”世界。

我们认为，深度线索越多，传到观察者的深度信息就越多，从而观察者的深度或距离知觉也就越准确。然而，不同线索之间的作用是否相同呢？Gibson和Walk使用一个名为视崖（visual cliff）的装置，通过一系列对各种动物物种的研究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视崖设计中间的平台把该装置分为两部分，两部分表示不同的刺激，即“浅”和“深”的区分，在“浅”的一侧，黑白相间的图案直接贴在透明玻璃的表面，而在“深”的一侧，较大一些的黑白相间的图案贴在透明玻璃下面的一定距离的地方。实际上为了安全起见，视崖的两侧由一整块玻璃制成，同时使两侧的温度、气味和声音等反应线索保持一致。通常情况下，把动物放在区分“深”和“浅”的平台上时，动物能够判断出“浅”侧为安全区域，而“深”侧为危险区域。

用视崖测量动物的基本假设是，动物具有避免跌落的本能，因此，动物将爬向较“浅”的一侧。由于深度知觉是动物保持物种的一种选择性本能，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多数动物都具有深度知觉，并且这种能力应该在动物能够自己移动时就已经具备。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动物爬向视崖装置中较“浅”的一侧而推测其存在。这种避免较“深”一侧的倾向，可以在大量的动物中，如两栖类、鸟类、许多哺乳动物、灵长类以及人类婴儿身上发现。

然而，通过系统地改变视崖“深”、“浅”两侧的信息源，Gibson和Walk能够区分出影响动物深度知觉的深度线索。当变化所有可能的线索，并在两侧保持相同时，动物仍然爬向较“浅”的一侧。而唯一不能在“深”、“浅”两侧保持相等，并且又是有效地避免跌落行为的线索是运动视差。动物通过观察视崖两侧时，视网膜上物体运动速度的不同，来判断两侧的深度差异。这种深度知觉的能力在动物单眼视觉时也能表现出来。

五、恒常性和错觉

（一）知觉恒常性

当物体在空间位置中相对于观察者而发生变化时，到达观察者眼睛的光线也将经历连续的、较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可以发生在物体移动而观察者不动，或者观察者移动而物体不动的时候。伴随物体在空间中的移动，观察者视网膜上光线的分布也将发生变化，结果就会导致物体大小、形状和明度的变化。然而，尽管刺激会产生以上的变化，但是我们一般仍然把物体知觉为本来的样子。事实上，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相当稳定的。我们把对物理刺激变化而保持稳定知觉的现象称为知觉恒常性（perceptual constancy）。

知觉恒常性是视觉系统最具特色的特点之一，同时它也向我们对空间知觉的理解提出了挑战。重要的是，这种恒常性是自动的和时时存在的，正是由于恒常性的这种普遍性，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和作用。不管是在月光下，还是在强光照射下，我们对同一张白纸的知觉是相同的；同样，当你在不同距离观察这张白纸时，你也不会感到它会因为观察距离的不同而相应地变大或变小。然而，根据几何学的精确计算，视网膜上视像的大小和形状是会随着物体离观察者的距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显然，这些例子都已表明，知觉的产生不仅仅是基于反射光的绝对数量和视网膜像的形状和大小。我们具有对环境的稳定的知觉能力——知觉恒常性——它不仅仅依赖于我们对刺激的独立的物理特性的感知。观察者在某种程度上对输入的刺激进行评价和解释，并且这种过程是发生在刺激产生的整个环境之中的。

1．明度恒常性

明度恒常性（lightness constancy，又称whiteness constancy），是指即使照明条件发生变化，一个物体的明度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例如，我们把黑暗中的一片雪花知觉为白色的，而把阳光照射下的煤块知觉为黑色的，实际上，在上述情况下，从煤块反射的光线的强度远远超过从雪花反射出来的光线的强度。

2．大小恒常性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知觉到的一个物体的大小不仅仅依赖于该物体在视网膜上所成像的大小，在一定范围之内，知觉到的物体的大小是独立于视网膜像的大小的。我们把当观察物体的距离（视网膜像）改变时，知觉到的物体大小保持恒定的现象称为大小恒常性（size constancy）。尽管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大小恒常性，但在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物体的距离线索和背景刺激。

经典的Holway-Boring实验考察了影响大小恒常性的几种因素。在这个实验中，观察者坐在两个长长的、漆黑的走廊的交叉处（如图6-28所示），在其中一个走廊距离观察者10ft．（大约3m）远的地方有一个可调节的、发光的圆形刺激物；同时在另一个走廊中呈现标准圆形刺激物，距离观察者为10至120ft．（大约3m至36m）。标准圆形刺激物上标有刻度，以便使得从观察者的眼睛到刺激物的距离不同时，投射到视网膜上的视像保持相同（视角为1°）。观察者的任务是调节比较圆形刺激物的大小，使其与标准圆形刺激物的大小看起来相同。一共有4种实验条件：a．提供正常的双眼观察条件；b．只允许单眼观察；c．通过一个小孔进行单眼观察，我们称其为人工瞳孔（artificial pupil），这样就消除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提供的深度知觉线索，比如双眼线索和头的运动；d．在每个标准圆形刺激物的周围用黑布遮挡，组成一条黑布的通道，进一步减少地板、墙壁和天棚等深度线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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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8　Holway和Boring测量大小恒常性的实验图示

4种实验条件的结果如图6-29所示。上面的一条虚线表示理想的、完全的恒常性的判断结果：调节出的比较圆形刺激物的大小与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增加的标准圆形刺激物的大小完全相同。下面一条虚线表示完全没有恒常性的情况：不管观察距离如何变化，调节出的比较圆形刺激物的大小永远与标准圆形刺激物在10ft．（大约3m）（视角为1°）时的大小相同，即以视网膜像的大小来进行匹配。在双眼和单眼观察条件下（实验条件a．和b．），被试都表现出较好的大小恒常性，使用双眼和单眼的效果基本相同。但是在实验条件c．使用人工限制时，恒常性大大降低。实验条件d．由于几乎完全没有深度线索，所以比实验条件c．的恒常性有更大的降低。以上这两种实验条件下的判断几乎没有受到深度线索的影响，而主要是通过投射到视网膜上视像的大小来判断。实验结果说明在深度线索完全消失后恒常性也几乎消失。很显然，深度线索和视觉结构对大小恒常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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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9　Holway和Boring测量大小恒常性的实验结果

3．形状恒常性

在不同照度下，同一物体看起来明度相同，同样，从不同距离观察同一物体时，虽然此时投射到视网膜上的视像不同，但仍然把它看做相同的大小。除此之外，在从不同角度来观察一个物体时，此时看到的物体也都保持相同的形状，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形状恒常性（shape constancy）。例如，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观察长方形的门窗时，都仍然把它们看做是长方形，但是从几何学的计算上来说，只有在一定距离下，并且是在长方形门窗的正前方观看时，它们投射出的视像才是长方形的。最典型的形状恒常性的例子是在某一特定角度对一个倾斜圆盘的形状判断。结果如图6-30所示，对倾斜圆盘形状的估计比实际投射到观察者视网膜上椭圆形视像更趋于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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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0　形状恒常性

图中（A）、（B）和（C）代表3个不同倾斜角度的圆盘，图下面部分的3个黑色椭圆表示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形状，虚线表示圆盘的实际物理形状，实线表示观察者知觉到的形状。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觉到的形状比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形状更接近于圆盘的物理形状。

形状恒常性表现出对物体形状的知觉整合。在大小恒常性中，形状恒常性的程度是随着可利用的方位空间信息的多少（例如，物体的倾斜度）而变化的。通常，形状恒常性都会受到深度线索和物体的空间排列的影响。形状恒常性遵循下面的原则，当相对于观察者来说，缺乏关于被观察物体的位置的视觉信息时，形状恒常性将会受到损害，甚至完全消失。

（二）视错觉

很多视觉事物都具有多种知觉可能性，甚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还会产生对物理环境和事件的歪曲或错觉（visual illusions），这种情况会持续发生在对空间中物体的知觉过程中，但它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是可预测和测量的。

1．月亮错觉

月亮错觉（the moon illusion）是指月亮刚刚在地平线升起时看起来比在天顶时要大，而实际上月亮在这两个位置上的大小是相同的（即直径保持不变），此时月亮与地球的距离也是相同的。下面是几种对月亮错觉的解释。

（1）注视角假设

Boring和Suzuki提出，观察到的月亮的大小受到此时眼睛和头形成的相对角度的影响。根据注视角假设（angle-of-regard hypothesis），月亮错觉是由于伴随月亮升起角度的变化而导致的头和眼睛位置的改变而产生的。Holway和Boring在一项实验中，要求被试用投射到离被试较近的屏幕上的一系列发光的圆盘来比较月亮的大小。结果表明，当平视观察地平线的月亮时，大多数被试选择的与观察到的月亮相等的圆盘都比在眼睛抬高30°观察天顶的月亮时所选择的圆盘相对来说要大；同样，当被试平躺在桌面上眼睛没有角度变化观察天顶的月亮，或被试从平躺的位置垂下头抬眼观察地平线的月亮时，错觉现象发生倒转：地平线的月亮比天顶的月亮看起来要小。因此，Boring认为，月亮错觉的产生依赖于眼睛相对于头来说抬高或降低的角度。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提出令人信服的心理过程来解释Boring的实验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抬高或降低眼睛时，眼睛周围的肌肉变化的视觉机制是如何影响观察到的物体的大小的。

（2）显见距离假设

显见距离假设（apparent distance hypothesis）是基于知觉因素的一种假设，它最早是由天文学家和几何学家Ptolemy（150 AD）提出的。他认为，通过一个充满物体的空间来观察一个物体时，会觉得此时观察的物体比实际上处于相同距离，但通过空旷的空间观察到的物体远。就像是通过地面的物体来观察地平线的月亮，感觉与观察天顶的月亮远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实际上月亮大小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月亮投射到视网膜上的视像的大小都是相同的，而地平线的月亮看起来又比较远，根据显见大小和显见距离之间的线性正比关系，此时较远的物体看起来要大一些。因此，如果两个物体投射到视网膜的视像的大小相同，而看起来离观察者的距离不同，那么，看起来离观察者较远的物体就要大一些。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为显见距离假设或大小－距离不变性假设（size-distance invariance hypothesis）。

（3）相对大小假设

Restle提出他的相对大小假设（relative size hypothesis），他认为我们感觉到的物体的大小不仅依赖于物体在视网膜上视像的大小，而且还依赖于物体当时所处的视觉环境。物体相对所处的环境范围越小，物体看起来就越大。因此，如果根据月亮所处的环境来看，地平线的月亮看起来比较大，因为此时月亮所处的空间相对较小。而当月亮在天顶时看起来较小，因为此时月亮处在较广阔和空旷的天空。

2．其他错觉

（1）缪勒－莱耶尔错觉

1889年Müller-Lyer设计了如图6-31所示的错觉，这可能是人们最熟悉和研究最广泛的几何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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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1　缪勒－莱耶尔错觉

透视恒常性理论（perspective-constancy theory）是对缪勒－莱耶尔错觉的一种较有影响的解释。该理论认为，缪勒－莱耶尔错觉中的箭头等特定的刺激特性是显见距离的一种标志物，然而，在缪勒－莱耶尔错觉中，箭头是一种错误的距离线索。

（2）庞佐错觉

图6-32为Ponzo在1913年提出的庞佐错觉（Ponzo illusion）的一个例子，虽然这两条水平线在长度上是完全相等的，但是靠近斜线交点的线段看起来要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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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2　庞佐错觉

（3）波根多夫错觉

波根多夫错觉（Poggendorff illusion）如图6-33所示，一条直线由于受到中间长方体的影响，看起来被隔开的两段好像不在一条直线上，而是两条平行线。波根多夫错觉也经常发生于现实生活中。

（4）垂直－水平错觉

如图6-34所示的垂直－水平错觉（the horizontal-vertical illusion）是冯特（Wundt）于1858年提出的。这两条垂直相交的直线长度相同，但是垂直线看起来长一些。

[image: alt]


图6-33　波根多夫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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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4　垂直－水平错觉

（5）对比错觉

对比错觉（contrast illusion）是指由于某图形周围其他图形在大小、形状、长度或朝向等因素方面的对比影响，而使得该图形看起来产生相反的或对比的效果。如图6-35所示为著名的Ebbinghaus错觉所产生的对比效果，由于周围圆形的作用，（a）图中间的圆形看起来比（b）图中的圆形要大，实际上这两幅图中间的圆的直径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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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5　对比错觉

3．错觉产生的原因

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的错觉现象，这也就意味着错觉的产生并不是仅仅依赖于一种过程或机制，而是不同来源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可能是受到眼睛和视网膜内神经交互作用的影响，也可能是受到更高水平的决策和过去经验等认知因素的影响。我们把这两种相互独立的因素分别称为视觉的－视网膜的（或结构）因素和认知因素。

（1）视觉的－视网膜的因素

它是指直接来自于视觉系统的解剖或生理机制的影响因素，又称结构因素，包括角膜和晶状体等眼睛的视像形成机制所产生的畸变。结构因素的作用可以通过图6-36的主观弯曲（subjective curvature）来显示，直线的主观弯曲主要发生于边缘视觉，因为视像是投射到弯曲的视网膜表面的。或许是因为我们很少仅仅依赖于边缘视觉来判断物体的形状，所以我们通常并不意识到主观弯曲的存在。然而，如图所示的图形被独立出来后，就会为我们提供视错觉的例证。

[image: alt]


图6-36　主观弯曲

另外一种结构因素的效果可以归因于视错觉的知觉因素，特别是如果图形中包括会聚的直线、角和对比区域时，在视网膜上形成视像的过程中，由于角膜和晶状体功能不完善，而使得视网膜上的视像模糊不清，从而产生知觉性视错觉。

Ginsburg指出，视觉系统神经传递过程中也会发生视错觉。他认为，视觉系统中的不同神经纤维对应于不同的空间频率，因此，视像中特定的空间频率是由视觉系统中特异的过滤器装置而识别的，如果被观察物体的部分细节在视觉系统过滤器的信息传递中丢失，那么，就会产生视错觉。

然而，结构因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而且它们不能解释所有的错觉图形，很显然，错觉产生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认知因素。

（2）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包括过去经验、学习和注意。例如，在月亮错觉、Ponzo和Müller-Lyer错觉中的透视－恒常性机制就属于认知因素。通常，知觉到的深度信息将会激活对大小恒常性的补偿。根据这种观点，观察者之所以对Ponzo错觉中的会聚线段表现出敏感，是因为他们在其过去经验中知道，相聚的线段表示深度距离。

因此，在包括深度线索的错觉图形中，如前面所描述的各种错觉图形中，很少表现出眼睛的结构因素的作用。在Schiller和Wiener的实验中，以Ponzo错觉为例，他们给被试的一只眼睛只闪现Ponzo错觉中的两条相等的直线，而给另外一只眼睛只闪现Ponzo错觉中两条相等的直线以外的会聚线段，结果被试得到与正常观察条件下相同的错觉效果。其他一些研究者用相同的实验程序证明了其他错觉也具有相同的结果。这些结果表明，错觉效果不可能是由眼睛的结构因素产生，而是由视觉系统的中枢部分产生的。这就是说，错觉产生的决定因素超越视网膜水平，至少产生于两只眼睛最初会聚的视觉系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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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7　认知因素在错觉产生中的作用

观察者的注意是视错觉中最基本的认知因素。如图6-37所示，你的注意会受到向内或向外箭头的影响，从而产生左侧圆看起来向内收敛，右侧圆看起来向外膨胀的感觉。

除了注意因素外，认知因素还包括学习和对错觉图形的观察时间。视错觉的程度会随着对错觉图形观察时间的增加而减小，反馈（或对错觉的知识）也对错觉效果的降低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随着观察时间的增加而使得错觉量减小，但却不会使之减小为零。

问　题

1．直接知觉和间接知觉的区别和联系。

2．用实验说明意识和知觉的关系。

3．什么是关联后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4．如何解释运动后效的产生？

5．简述双眼视差以及其生理基础。

6．什么是月亮错觉？如何解释？

7．简述错觉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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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注　意

“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注意”。这是William James一百多年前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的一句名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用到“注意”这个词。但是，要对“注意”这个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非常困难。这是因为注意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概念，而是与多种心理现象及认知活动相关的。当人们提到注意，总是把它与两种特征相联系起来：选择性与容量有限性。第一，我们的意识知觉总是有选择性的。这种选择性可以让我们通过控制感知觉，思维及行动活动的优先次序来影响我们的经验与行为。第二，我们在一个单位时间内执行各种心理操作的能力是有限度的。这些心理活动包括感知觉分析，思维，记忆及运动活动的规划。

研究注意当前主要有两种方法：信息加工方法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信息加工方法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信息理论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研究认知的方法。尽管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这种方法仍然具有它的现实的价值。认知神经科学方法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早期的脑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以及90年代的脑功能成像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革命性发展而产生的跨学科的方法。心理活动是通过神经活动来实现的，认知神经科学的迅速发展打开了研究注意的神经机制的窗户。在认知神经科学中，我们把注意定义为大脑中的一组影响我们的心理活动及行动优先次序的神经网络。在本章中，我们重点介绍这两种研究注意的主要方法和有关的理论，以及经典的认知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来说明如何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验证理论假设。

一、信息加工方法

信息加工的核心思想是在分析心理活动（mental operations）时把心理（mind）分成不同的包括对世界表征的形成、保持及转换的子系统。信息加工心理学的行为实验非常重要，这些实验可以提供有关注意现象的重要信息。怎样用行为实验的数据来检验认知加工的机制？通常我们需要有一个较广泛的理论假设，并进一步构造一个模型。如果这个模型具有足够的及特定的机制，我们则可以根据这个模型对我们的行为测量（比如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做出预测。如果我们测量的数据与预测的结果一致，我们就会说这个实验或这组实验支持这个模型的精确性，进而支持这个模型所代表的理论。

（一）选择性注意

不论是视觉刺激还是听觉刺激，我们都有能力选择性地加工刺激的子集，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如果存在加工过程或反应之间的竞争，选择注意会付出代价。比如，在本章后面会介绍的Stroop效应。对于一个用蓝墨水写的“红”字，你的任务是对颜色进行命名。由于对“红”字语义的加工的自动化加工较快，并且语义会与对这个字的物理颜色的命名发生冲突，相对于无冲突条件，比如“果”字用红色墨水来写，或一致条件，比如“红”字用红色墨水来写，冲突的代价是反应时增长。当然，对这种心理学中最著名的效应之一有着不同的理论假设与解释。视觉的比听觉的选择性注意可能更直观一些。但是，对选择性注意的研究起始于听觉通道，并且很多理论假设都是基于对听觉的选择性注意的研究。

1．双听测验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中把不同人的说话区分开来而电子设备却不能？我们把这种在多个对话中跟随其中之一的对话称之为“鸡尾酒会现象”。Cherry（1953）用实验的方法在实验室的情形下开拓性地研究了这种现象，这个方法就是双听测验（dichotic listening test）。在这个测验中，我们对两个耳机分别或同时播放信息（语言信息、或者字母和数字串。如，同时向两耳呈现不同的数字；同时向左耳呈现数字、向右耳呈现音节；两耳听同一段落的故事，时间上稍微错开；一耳听英语，另一耳听法语；等等。）。一般的做法是要求被试跟踪这个信息，比如大声重复，以保证被试真正听见传到一个耳朵的声音。我们可以把两耳看做信息交流的两个通道（我们也可把听觉或视觉输入的某一特定方面或维度当成一个通道）。双听测验的目的是回答下面这几个问题：（1）那些说话者的声音的特性是否与注意有关？（2）如果我们成功跟踪一个通道，我们是否排斥另一通道？我们是否能够监控另一通道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转换通道？（3）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是”，什么样的高优先事件会引起这种转换？

Cherry首先让一个讲话人读两个文章段落并分别录下来，然后再把这两段话混合在一起并同时呈现到双耳。对于这种混合的语言信息，除了语义和句法的连续性，被试没有任何线索来区分某信息与其中哪一个段落有关。尽管非常困难，但是在重复播放后，他们还是可以把这两段信息分离开。当Cherry把这两段信息分开并分别播放到每一支耳朵（双听，图7-1），对被试来说跟踪（大声复述）其中一个耳朵（通道）所听到的信息（例如：右耳“现在……纽约……”）没有任何困难。但是，除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物理特征之外（如把说话声变成纯的500Hz的声音，或变换性别），被试并不能意识到另一不被跟踪的通道的信息（例如：左耳“每年……春节……”）。甚至我们把这个不被跟踪的通道变成外语，被试都不一定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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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双听实验

2．理论模型

Broadbent在1958年理论化了双听实验所观察到的现象的性质。他提出用注意系统容量的有限性来解释选择性注意。我们一次可以加工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为了保护和适应这种有限的容量，我们一次只能对来自单一的通道的信息进行加工。根据较显著的物理特性，来自其他不被注意的通道的信息会被过滤掉，这就是Broadbent的过滤器模型。这个理论很快受到挑战。Treisman（Broadbent的学生）指出，一些来自不被注意的通道的信息也可能进入到人们的注意中（Treisman, 1964）。比如，指示被试每当听到“敲”字就敲一下，但被试有时也会对不被注意的通道的“敲”字做出反应。Broadbent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种现象。Treisman对Broadbent的过滤器模型进行了修改。她提出，不被注意的通道的信息并不是被完全过滤掉，而是被减弱。所以，来自这些通道的信息尽管不易被提取使用，但有可能会进入到高级的加工过程。J. R. Deutsch和D. Deutsch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Deutsch & Deutsch, 1963），他们认为过滤器或信息的减弱并不存在。相反，所有输入信息被加工并可供使用。相关性部分地决定一个信息是否会被“注意”到。比如你的名字就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注意到在不被注意的通道呈现的你的名字。Broadbent和Treisman的理论被称之为早期选择理论，而J. R. Deutsch和D. Deutsch的理论被称之为晚期选择理论。我们在此不再讨论有关这两派理论及其他理论之间的争论。

（二）分散注意

当人们执行监测和搜索任务时，必须把注意分散到几个刺激上，这就是所谓的分散注意（divided attention）（Pashler, 1998）。Kahneman（1973）提出的注意能量分配理论认为，注意的能量是有限的，任务分配到的注意资源的多少取决于该任务所需的心理努力（mental effort）的程度。这个模型包括的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1）一些任务比另一些任务对注意资源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多的心理努力；（2）总的注意能量是有限的，但能量也可以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相应增加或减少（如唤醒水平越高，则注意能量也越高）；（3）只要对注意能量的要求没有超过上限，那么人们就可以同时进行几项任务；（4）人们根据一定的规则和策略将注意能量分配到不同的任务和心理过程的不同阶段。Kahneman认为存在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or）来决定注意能量的分配，这一分配过程主要受以下因素的控制：不自主的过程、即刻目标、对任务要求的评估、唤醒水平。注意能量模型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与注意有关的心理现象，例如，实施双任务的可能性。但是注意能量模型也有其局限性，例如，注意能量的上限几乎不可能被精确估测出来，因为人们总能不断习得新的技能和策略以降低某项任务对注意能量的要求；而且这一模型中的很多关键概念并没有得到精确的定义。

对分散注意的定义实际上是建立在任务的基础之上。“双任务”冲突（dual-task interference）是其中经典的实验之一。注意的瞬脱效应（attentional blink effect）也证明了注意资源的有限性。

1．双任务冲突

双任务顾名思义是让被试同时执行两个任务。相对于两个任务的刺激S1
 和S2
 可以同时呈现或在一定的刺激呈现间隔（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SOA）分别呈现。这种双任务构造可以追溯到早期的经典的心理不应期范式（psychological refractory period, PRP）。对第二个刺激的反应（R2
 ）的时间的延迟与加长是这种双任务冲突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早期的研究表明，对第二个刺激的反应的延迟与运动的冲突无关，这一证据支持注意加工过程的资源的有限性。后期的研究表明，任务的切换涉及一个多重水平的控制结构（De Jong, 1995）。基于心理不应期效应，Pashler（1994）提出了一个中央瓶颈模型来解释这种双任务冲突。新的证据显示这种在瓶颈位置有加工的序列顺序并不是被动的，而是由于控制过程的涉入以调节管理进入容量有限的资源（Schubert, 2008）。最近的脑功能成像研究试图用这种双任务范式来分离出中央瓶颈的神经机制。

2．注意的瞬脱效应

注意的瞬脱效应是指在一系列快速呈现的视觉刺激中，如果在第一个靶刺激（T1
 ）出现之后在200～600ms之内呈现第二个靶刺激（T2
 ），我们探测第二个靶刺激（T2
 ）的能力会降低（Raymond, Shapiro, & Arnell, 1992）。蓝斑核－去甲肾上腺素（locus coeruleus-norepinephrine）系统假说（Nieuwenhuis, Gilzenrat, Holmes, & Cohen, 2005）及两阶段模型（Chun & Potter, 1995）被提出来解释注意的瞬脱效应。也有理论认为主要的干扰来自于把刺激之间的相似性或对干扰的抑制。

（三）注意的控制作用

Stroop效应被誉为研究注意的“黄金标准”（MacLeod, 1991）。通过操纵各式各样的实验材料和设计方案，许多不同变式的Stroop效应得到了广泛的研究。鉴于其效应的强劲性，它也被广泛用作诊断工具来探测注意和执行控制（executive control）的缺乏所导致的各种神经疾病。即使这种效应的行为和神经机制仍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最近在迅猛发展的神经影像学研究领域，这个任务也已成为最热门的实验范式。侧翼任务（flanker task）及其侧翼冲突效应（flanker conflict effect）是除了Stroop效应外研究选择性注意及注意的控制作用的另一经典方法。它不受语言及学习程度的限制。

1．刺激和反应协同性范式

在标准颜色—字词的Stroop任务中，被试观看一个用某一种颜色的墨水写的字词，他的任务是确定该字词的颜色（任务相关的维度），而忽视字词的含义或它所引起的反应（任务无关的维度）。通常情况下，被试对不协同的刺激的反应，例如当字词和颜色相冲突时（蓝色墨水写的“红”字），要逊于其对中立的刺激的反应，例如字词的意思与颜色无关（蓝色墨水写的“功”字）。由于不一致的任务相关和任务无关维度所引起的冲突，相比中立的刺激，被试需要更多的注意力控制来判断不协同刺激的颜色，以克服在不同感知和反应选择阶段的干扰，这表现在反应速度的减慢和准确率的下降。比如，在原始的Stroop实验中，被试对一个列表中100个字词的颜色进行命名反应，这些字词的墨水颜色和字词本身所代表的颜色不一致（如上所述的用蓝色墨水写的“红”字）。与此相比，被试同样对100个方块的颜色进行命名反应。结果Stroop发现不一致的字词对其墨水颜色的命名反应产生了干扰效应，在校正极少数的错误反应后，被试对相矛盾的字词的颜色反应（110. 3s），要显著地慢于他们对颜色方块的命名反应（63. 3s）。当前用计算机控制的心理实验可以呈现单个字或词并记录被试的反应时间。一般来说，冲突效应（冲突条件减去一致或中性条件）大约是在100ms。

几乎所有用于研究冲突效应的范式都可以用刺激和反应协同性（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ility）来分类（见图7-2）。Stroop任务通常需要注意的控制以解决源于刺激和刺激间以及刺激和反应间不相容所引起的冲突。Simon任务是另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注意控制的范式（Simon & Small, 1969），主要用于研究刺激和反应不相容效应（Proctor & Reeve, 1990）。在这项任务中，不相容的尝试（trial）需要被试做出的反应在空间上与刺激呈现的方位不相符，例如用右手对左侧的刺激进行反应。与任务相关的刺激属性通常与空间位置是不相关的（例如，颜色或形状）。这是区分Simon任务和Stroop任务空间变式（spatial Stroop）的主要特征。在Simon任务中，任务相关的刺激属性既不与任务无关的刺激属性重叠，也不与反应维量重叠。与反应相容的刺激相比，被试对反应不相容的刺激通常判断得更慢且更容易出错。

上述任务是注意研究的经典范式，其中刺激与刺激协同性，或刺激与反应协同性，或上述两者，均可被不同程度地操控，从而需要注意控制参与解决任务相关和任务无关维度之间的冲突。其他的范式，如Eriksen侧翼效应和Navon整体优势效应（global priority effect），也已被用于探索和调查注意控制下的冲突解决机制（见图7-2）。Eriksen侧翼效应（Eriksen & Eriksen, 1974）指的是当被试判断居中的目标刺激时，他对目标的反应在双侧的干扰刺激与目标刺激指向相反的反应时，要逊于他对双侧的干扰刺激与目标刺激相同时的反应。在本章的其他部分，会对Eriksen侧翼效应进行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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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冲突实验范式

Navon（Navon, 1977）发现当人们对复合视觉刺激，如由一群细小的元素组成的大物体（一片树木形成的森林），进行判断和反应时，对刺激整体的加工通常要优于对刺激局部元素的加工。这样，当整体和局部这两者存在冲突时，对局部元素的反应会受到相矛盾的整体刺激的干扰，从而降低反应的速度和准确率。相反，对整体刺激的反应则不会受到相冲突的局部元素的影响。这种信息加工的不对称性及其所导致的干扰反应的不对称性被称之为整体优势效应。

2．维度重叠框架

Kornblum（Kornblum, Hasbroucq, & Osman, 1990）提出了维度重叠框架（dimensional overlap framework）并把它作为一种理论和分类法来归纳和概括各种刺激和反应协同性范式。维度重叠指的是一套刺激与刺激，或刺激与反应，或两者兼而有之，在感知，结构和概念属性上的相似性。鉴于刺激与任务的关系（任务相关或任务无关），维度重叠可以表示不同的任务相关刺激与任务无关刺激（或同一刺激的任务相关和任务无关的属性，以下统称为任务相关刺激和任务无关刺激）的相似性，也可指任务相关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相似性，或任务无关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相似性（Kornblum et al., 1990）。对于任何刺激与反应的组合（任务相关刺激、任务无关刺激和反应），维度重叠可能独立地发生在这三种维度的任意两者之间，从而导致8种不同类别的刺激与反应的组合。

在此分类的基础上，维度重叠模型可以概括各种注意影响下刺激和反应协同性范式并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这些效应。例如，一个典型的Simon任务通常涉及对左边或右边的刺激进行按左键或右键的反应，而所需要反应的刺激维度（任务相关属性）通常与空间位置无关（例如，对蓝色按左键）。这样在Simon任务中只存在与任务无关的刺激所在的位置和反应之间的重叠，而不存在任务相关刺激与反应或任务相关刺激与任务无关刺激之间的重叠。这一刺激与反应的组合被列为第三类（Type 3 S-R ensemble）。与此相对照，一个典型的Stroop任务往往涉及所有三个维度之间（任务相关与任务无关刺激之间，任务相关刺激与反应之间，任务无关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相互重叠，这代表第八类刺激与反应的组合（Type 8 S-R ensemble）。例如，当人们被要求对形容颜色字词的书写颜色进行反应时（例如，蓝色的“红”字），任务相关及任务无关的刺激属性都与反应维度之间存在重叠，且前两者之间也存在语义上的重叠。

（四）注意与其他心理过程的关系

注意不是孤立的。根据前面对注意的定义，注意的作用是对其他低级和高级的心理加工过程，例如感觉、知觉及记忆，进行调控。首先，知觉与注意是密不可分的。Treisman（1988）的理论以解释选择注意在特征整合中的作用就是一个实例。有些理论把注意加工与意识（consciousness或awareness）等同起来，例如Norman与Shallice（1986）。有些理论则把两者区分为性质截然不同的脑的加工过程，例如Koch与Tsuchiya（2007）。如果把注意定义为调控其他认知加工的机制，那么它是一个过程，而意识可以是认知加工的结果。鉴于注意与意识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理论上的持续的争论，我们在此不做叙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相关文章。

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认知神经科学是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研究领域。研究认知过程需要打开脑这个黑匣子。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ph, EEG）、脑磁（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及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brain potential, ERP）纪录方法，正电子断层扫描（positro emission tomography, PET），以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技术的产生极大地促进了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心理过程及其行为表现的神经基础。比如，认知功能是如何通过神经回路来实现的。认知神经科学的背景是实验心理学，但拓展到了很多其他的研究领域，比如精神病学、神经学和决策。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使用心理物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认知以及其他心理学领域的实验范式，并与电生理和脑功能成像结合起来。

（一）注意的认知神经科学定义

William James（1890）认为注意是指在几种思维过程同时发生的情况下，人的心理被单一且清晰的某一特定的思维形式所占据。然而，经过百余年的研究和数以千百计的论文发表以后，注意的本质依然扑朔迷离。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像William James这样的主观定义并不提供任何有助于理解注意的操作机制、发展过程或相关病理的线索。认知神经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人对思维、情感和行为的自主控制（voluntary control）；而注意正是自主控制的基础。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我们可以认为注意是一个基于人体器官的系统，它建立在各种细胞和组织组成的生理结构的基础上；这些构造负责不同功能，并都有自己的生理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试图通过定义注意系统的具体功能性和解剖学构造来定义注意（Posner & Fan, 2004; Posner & Petersen, 1990）。注意网络理论强调对注意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对其神经基础的理解之上；相关脑区的活动水平影响其他脑区的活动优先性，从而影响其他心理过程的输出以及意识。

（二）注意的功能

假设你在一个交通拥挤的城市里开车（比如北京或纽约）。因为你很熟悉一般的驾驶规则（如红灯停、绿灯行），所以并不需要太多有意识（conscious）的控制。然而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开车时你处在一个较高的唤醒（arousal）水平，而且时刻准备着处理可能的突发事件。这种一般性的觉醒被称为持久性警觉（tonic alerting）。假设这时你突然看见前面车辆的刹车灯亮了，这个信号将你的注意力指向那辆汽车，并进一步提高你的警觉水平，让你随时准备作出快速反应。这种预备性的增强称为阶段性警觉（phasic alerting）。再假设开车时道路忽然从双行道变成了单行道，这一变化要求你使用执行控制功能以解决你预期的情况（双行道）和实际情况（单行道）之间的冲突，从而避免逆行。如果不能够迅速解决这一冲突，你的处境会变得非常危险。幸好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有醒目的路标，提醒司机即将到来的路况变化，这些警觉性和指向性的信号有助于你的执行控制网络更有效地解决冲突。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注意有三个不同功能的网络：警觉、定向以及执行控制；这些功能的交互作用有助于优化我们的执行水平。这只是一个简化的例子；实际上，我们常常需要将注意集中到一个任务上或是同时执行几项任务，这要求我们整合好相关的感觉输入，并控制好干扰信息。因此，理解注意和注意的神经机制的关键在于研究注意网络如何工作，注意控制如何实现以及注意如何调节和整合感知觉的输入。我们将注意概念化为三个功能性成分：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

1．警觉功能

警觉功能指对即将到来的刺激提高警惕（vigilance）的能力。持续性或内在的警觉性指的是觉醒（wakefulness）和唤醒（arousal），而阶段性警觉则代表在接受外部预警信号后加强应对目标的能力。警觉涉及一系列内部生理状态的改变。例如，在接受到警告信号后，心率和脑电活动会产生一系列改变以适应资源竞争。警觉功能有助于优化个体在高级认知任务上的表现（Fan, Raz, & Posner, 2003）。

2．定向功能

注意的定向功能主要负责在多种感觉输入中挑选特定的信息。定向功能可以是反射性的（reflective）或外源性的（exogenous），例如一个突然出现的目标会将注意引导到它出现的空间位置；注意也可以是主动的（或内源性，endogenous），比如说当你主动搜索视野以寻找目标的时候，采用的就是主动性（内源性）注意。涉及朝向目标的头动或眼动的定向称为外显定向（overt orienting），不改变姿势或眼球不需运动的定向称为内隐定向（covert orienting）。定向包括在同一感觉通道或者不同感觉通道之间快速或缓慢的注意转移。这一过程包含有三个基本成分：注意脱离（disengagement）：注意从当前关注的刺激脱离；注意转移（shifting）：注意从旧的目标转移到新的目标或感觉通道；注意锁定（engaging）：注意集中或锁定到新的目标或感觉通道。

行为实验一般通过控制线索的有效性（cue validity）来操控定向功能。有效线索（valid cue）指的是目标与线索出现的位置一致，而无效线索（invalid cue）的位置则与目标出现的位置不一致。Posner（1980）的空间提示任务（spatial cueing task）是研究定向的最著名的任务。截至2008年底，发表此任务的文章已被引用了2322次。在此任务中（见图7-3），目标刺激的空间位置是在注视点的左侧或右侧。在目标刺激出现之前，有效线索（概率为80％）出现在后继的目标刺激的同侧，或者无效线索（概率为20％）出现在与后继的目标刺激位置相反的一侧。中性线索50％出现在后继的目标刺激的同侧，50％出现在相反的一侧。在此，线索刺激是增强方框的亮度来实现的。在这个范式中，所操作的最关键的变量是有效线索和无效线索的比率。相对于中性条件，在有效线索的条件下，反应时要比中性线索条件下快，称为收益；而无效线索则使得反应时加长，称为损失。有效线索带来的收益往往比较小，而无效线索带来的效率损失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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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Posner空间提示任务

3．执行控制功能

注意的执行控制功能指对复杂心理过程的操作。这些操作负责监控并且解决不同脑区间的冲突。计划、决策、误差探测、新习得的反应、困难或危险处境以及改变习惯性行为的过程对执行控制功能的需求最大。常用的实验范式有前面所提及的Stroop任务及其变式以及Eriksen侧翼效应范式及其变式。

4．注意功能的测量

我们可以用实验来验证注意系统理论。注意网络测验（attentional network test, ANT）（Fan, McCandliss, Sommer, Raz, & Posner, 2002）使用反应时间的测量来量化注意网络加工过程的效率。这个测验实际上是Posner的空间提示任务与Eriksen侧翼效应范式的结合。在这个测验中，被试的任务是快速准确地对目标刺激的中央箭头的方向（左或右）进行按键反应。提示线索（cue）因素分为三种水平：无提示、中央提示及空间提示；目标因素分为两种水平：两侧与目标一致、两侧与目标冲突。被试注视的十字一直呈现在屏幕中央，目标及侧翼干扰刺激呈现在注视点的上方或下方，各为0.50概率。

在注意网络测验中，相对于无线索提示条件，中央线索提示（呈现在注视点）提供时间信息，因而触发警觉系统以准备反应。空间提示（呈现在后继靶刺激的位置）除了提供时间信息，还提供空间位置信息，因而触发警觉系统和定向系统两者。如果我们比较无线索提示和中央线索提示条件下的反应时间，可以得到由于警觉系统功能而产生的收益（中央线索提示条件下的反应时变短）。如果我们比较中央线索提示条件和空间线索提示条件下的反应时间，可以得到由于定向系统功能而产生的收益（空间提示条件下的反应时变得更短）。这是采用所谓的认知减法。如果我们比较两侧与目标一致和两侧与目标冲突两个条件下的反应时间，会发现在冲突条件下反应时变长，称之为冲突效应下的损失。通过对比这三个反应时间之差，可以测量这三种注意的效率。当然，我们还同时要考虑正确率以达到“速度－正确率的权衡”（speed-accuracy tradeoff）。

行为实验证明“预警”、“定向”和“执行控制”三个子系统相对独立。但是，这三个系统之间明显存在着交互作用。比如，当定向系统提供空间位置信息，冲突效应下的损失变小。警觉系统也可能使得冲突效应下的损失变大。关于这三个子系统的交互作用还需近一步的研究。我们试图证明在遗传水平、脑系统水平以及发展心理学水平这些子系统可以相互分离（Fan et al., 2007; Fan, Fossella, Sommer, Wu, & Posner, 2003; Fan, McCandliss, Fossella, Flombaum, & Posner, 2005）。另外，我们可将注意系统的理论应用到临床领域，以探索精神疾病与注意系统缺损之间的关系。

下面我们以一个实验为例，来说明如何研究注意网络功能交互作用。这个实验的目的是证明注意的定向功能和执行控制功能之间有交互作用。我们操作的自变量是提示线索的有效性（有效和无效两个水平）和目标刺激的侧翼干扰（一致和冲突两个水平）。我们要测量的因变量是对目标刺激的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在这个实验中，每一个刺激尝试包括提示刺激（100ms）和目标刺激（假定500ms）（见图7-4，但目标刺激的呈现时间在现在这个实验中要短）。提示刺激和目标刺激之间有400ms的时间间隔。有效提示（80％的尝试）的空间位置与随后所呈现的目标刺激的位置相同（比如，都在注视点的上方或下方），而无效刺激（20％的尝试）的空间位置与随后所呈现的目标刺激的位置相反（比如，提示刺激在注视点的上方但目标刺激在注视点的下方）。对于目标刺激，50％的尝试中侧翼（两侧的箭头）与目标（中央箭头）一致（比如都指向左边），50％的尝试中侧翼与目标冲突（比如中央目标箭头指向左边而两侧干扰箭头指向右边）。在这个实验中，给被试的指示语是对目标刺激（中央箭头）的方向做出又快又准确的反应。被试按鼠标的左键为左方向反应，按鼠标的右键为右方向反应。总尝试的次数可以是240次，其中192次为有效提示，48次为无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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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注意网络测验

我们预测，刺激的有效性的主效应是：相对于有效提示，无效提示下对目标刺激的平均反应时间加长以及正确率下降。侧翼干扰的主效应是：相对于一致条件，冲突侧翼使得对目标刺激的平均反应时间加长以及正确率下降。交互作用实际上是实验心理学最关心的。我们预测，无效提示的条件下的侧翼干扰效应大于有效提示条件下的侧翼干扰效应。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把Posner空间提示任务和Eriksen侧翼干扰效应这两个经典的范式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2×2（两个因素，每个因素有两个水平）的实验设计。在此基础上，联系下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提出有关这些效应的神经机制的假设。

（三）注意的神经网络

每一个注意功能都分别受不同的神经网络（脑区和神经递质）控制。图7-5标出了支持不同注意网络的相关脑区。注意网络理论认为，注意被由三个功能上和解剖上不同的网络组成：警觉、定向和执行控制。注意的警觉网络指的是持久性保持警觉状态和阶段性回应警示信号的功能，相关脑区包括丘脑（thalamus）、额叶（frontal lobe）和顶叶（parietal lobe）以及与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 NE）相关的其他皮质区域。注意的定向网络负责对多种感觉信息的内源性和外源性选择，与这个网络相关的关键脑区有颞顶交界（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 SPL）和额叶眼动区（frontal eye field, FEF）。胆碱能（cholinergic）系统对定向网络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执行控制网络参与更为复杂的冲突加工（conflict processing），相关的脑区有前扣带皮质（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和外侧额叶皮层（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LPFC），这些脑区受多巴胺（dopamine, DA）的调控。这三个注意网络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控和整合来影响其它脑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注意功能的理论框架，并且研究也证明支持不同注意网络的脑区是可分离的，但是注意的神经机制和不同网络间的相互作用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理解，而且这些网络间的连接性也没有得到充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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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注意的网络

1．警觉网络

与警觉网络相关的脑区主要是丘脑、额叶和顶叶。脑成像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被试被要求阶段性保持警觉状态时，额叶和顶叶（尤其是右侧）被激活。损伤这些脑区会降低保持警觉的能力。右侧额叶损伤会损害主动保持警觉的能力；与左侧额叶损伤相比，右侧额叶损伤会导致长期表现上的更多失误。右侧顶叶受损的病人保持警觉和定向的功能都受到损伤，从而导致他们的左侧视野存在严重的半球忽视（unilateral或hemineglect）。支持警觉网络的皮质区域主要受到去甲肾上腺素的调控，这一神经递质由中脑（midbrain）的蓝斑核（locus coeruleus）分泌。动物研究显示，抑制去甲肾上腺素系统会破坏警示信号的提示作用。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同样有助于保持警觉状态。去甲肾上腺素—蓝斑系统通过唤醒以及阶段性和持久性的活动来优化个体的行为表现。眶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 OFC）和前扣带回都有到蓝斑的投射，表明这些额区参与对蓝斑活动模式的调控。丘脑也参与对警觉的调控。有研究者提出警觉网络和认知功能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自于去甲肾上腺素—蓝斑系统对于后侧顶叶注意系统的调控。因此，有两种途径可以损伤后侧注意系统（posterior attention system）：直接损伤后侧顶叶或者阻止去甲肾上腺素进入这一系统。

2．定向网络

视觉通道的定向系统主要受到顶上小叶、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e, IPL）、额叶眼动区、上丘（superior colliculus）、丘脑枕核（pulvinar）、丘脑网状核（reticular nucleus）的控制。这些脑区分别加工指向系统的不同方面。丘脑枕核将指向系统与加工颜色、运动、形状的感觉区域联系起来。顶叶沟（intraparietal sulcus, IPS）附近的后侧顶叶区以及额叶眼动区主要参与指向，而右侧颞顶交界处和额下回主要参与重新定向（reorienting）。支持内源性定向和外源性定向的脑区之间有重合；右侧颞顶交界参与了刺激驱动的注意转移过程。转移的对象是之前未注意的位置上出现的目标。脑成像研究的结果显示，顶上回和顶下回主要参与主动定向，而颞顶交界主要参与刺激驱动的定向。顶叶损伤会造成注意脱离能力的缺陷，上丘及中脑其他结构的损伤会造成注意运动的损伤，而丘脑枕核的损伤则会造成注意锁定的缺陷。

广义来说，选择性注意是由定向和执行功能来共同实现的。值得强调的是受到定向影响的脑区（场所）不同于执行定向的脑区（来源）。有证据显示定向会影响大多数感觉区域的神经活动水平。例如说，定向会影响初级视觉皮层（V1）以及视觉纹外区（exstriate area）的活动水平，这些视觉区域负责处理目标刺激的属性。与运动相关的定向影响视觉区域V5/MT，而与颜色相关的定向则影响V4的活动。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高级视觉输入。例如，对面部信息的注意会影响加工面部信息的梭状回（fusiform gyrus）的活动水平。发源于基底前脑（basal forebrain）的胆碱能系统对定向网络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表明，向顶内沟侧部（lateral intraparietal area, LIP）注射东莨菪碱（scopolamine）会明显延长外显定向任务的反应时和降低正确率，这说明定向网络与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 ACh）有关，这一效应发生的脑区是顶叶而非基底前脑。动物研究还表明，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兴奋剂降低警觉功能但并不影响指向。这说明神经递质对指向网络的调控作用是有特异性的。

3．执行控制网络

执行控制网络主要由前扣带回和外侧前额叶支持，并且受到多巴胺（dopamine, DA）的调控。对脑成像研究的元分析显示，前扣带回在执行控制中起到重要作用，内侧额叶皮质和侧前额叶共同支持执行控制，而前扣带回、侧前额叶、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前额下回（IFG）、后侧顶叶（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是探测并解决冲突的重要脑区。注意的执行控制网络极易受到额叶损伤和各种精神疾病的影响，前扣带回损伤会严重影响自主行为。多巴胺的各类受体在前扣带回和侧前额叶都有表达，说明这两个脑区受多巴胺的调控。

（四）注意的认知神经理论

在此我们总结和评述一些有关注意的认知神经理论。由于现有的理论迅速更新以及新的理论不断提出，本章不可能涵盖所有理论。

1．冲突的监测和冲突的解决

在认知神经科学中，关于注意的控制（或称之为认知控制）的作用的理论争论集中在前扣带回的作用上。有两个主要的理论：冲突的监测（conflict monitoring）与冲突的解决（conflict resolution）。冲突的解决论认为前扣带回参与冲突的解决。例如，在Stroop或侧翼效应实验中，前扣带回参与抑制由于干扰维度所引起的竞争或冲突的解决。因而，前扣带回对于冲突的解决是必须的。而冲突的监测论认为，前扣带回只对冲突起一个监测或探查的作用。冲突的解决实际上是由背侧前额叶（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来实现的。冲突的监测论的主要实验依据是在Stroop效应实验中，任务的准备过程引起背侧前额叶的激活在颜色命名条件下比在读字的条件下更强；而前扣带回在冲突的情况下激活更大（MacDonald et al., 2000）。因而，在冲突的监测论中，前扣带回对于冲突的最终的解决也是必需的。但是，较新的动物及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前扣带回及背侧前额叶的损毁并不影响冲突效应（Mansouri, Buckley, & Tanaka, 2007）。这对上述两种主要理论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2．目标指引和刺激驱动

Corbetta和Shulman（2002）把脑的注意的控制功能分成目标引导（goal-directed）和刺激驱动（stimulus-driven）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参与准备与实施目标引导的自上而下的（top-down）对刺激和反应的选择。刺激的探测也调控这个系统。它所涉及的脑区主要是额叶－顶叶（fronto-parietal）神经网络。第二个系统专门负责对于与行为相关的（突出的或未预期到的）刺激的探测。它不涉及自上而下的选择。这个系统所涉及的脑区主要包括颞叶－顶叶的结合部（temporoparietal cortex）及下前额叶（inferior frontal cortex）。在视觉注意中这两个系统交互作用。用于支持这个理论的实验证据主要来自于视觉搜索范式中对特异目标（oddball）或干扰刺激的反应，以及空间提示任务（有效和无效线索）的脑功能成像实验。

注意网络（attention net, ANT）实验范式采用的是非符号性的线索，主要测量的是注意网络的非自主性反应。然而，注意不但可以被自下而上的信号驱动，也可以是被自上而下的信号所驱动的主动性过程。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受个体的动机、目标和策略的驱动，而非刺激的物理特征；这种注意控制过程通过调节特定皮质区域的活动来选择性加工感觉输入。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在人的复杂行为中至关重要。尽管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的神经机制以及它与执行控制网络的关系仍不清楚，有证据表明支持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与执行控制网络的脑区有重合。目前仍不清楚究竟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是通过执行控制网络实现，还是通过注意的三个网络之间的整合实现。

不同脑区之间通过不同频率脑电的同步作用来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注意控制。动物研究表明，前额叶和顶叶通过神经轴突（axon）的低频电波（beta band）实现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而通过高频电波（gamma band）实现自下而上的注意过程。自上而下的信号首先出现在前额叶，而自下而上的信号则来自于顶叶感觉区域。

3．反应的期待及反应的冲突

前额叶参与了自上而下的注意控制的反应期待，以及对目标任务和表征的主动表达。类似的，前扣带回、顶部额叶和顶叶沟周围的皮质区域参与有线索的任务执行和反应期待（response anticipation）中的信息保持。此外，前额叶和顶区参与反应期待中的持续性注意。包括前扣带回和额－顶区在内的一个大范围的神经网络参与定向的注意以及指向视觉目标的视觉注意和眼动。背侧额顶区（包括顶上回，顶下沟，额叶眼动区）参与目标驱动的注意（内源性），而腹侧额顶区（包括额中回，额下回和前扣带回）主要参与反射性注意（外源性）（Pessoa & Ungerleider, 2004）。静息状态功能性连接（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connectivity）的分析显示，包括背侧前额叶和顶内沟在内的额顶区的参与注意控制的开始和协调，而包括背侧前扣带回／内侧前额叶（mPFC）、前侧脑岛／额叶盖部（frontal operculum）、前侧前额叶在内的神经网络则通过对任务的维持来参与目标驱动的行为。

警示信号带来对目标反应的期待（以及集中的注意），从而降低反应时，这一过程受胆碱能系统的调控。与之相关的事件相关电位成分是晚期的负电波，称为关联负变化（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 CNV）。许多研究都证明CNV与注意期待（anticipation of attention）、动机（motivation）和动作准备（motor preparation）相关。CNV与前额叶、后侧顶叶和丘脑的活动模式极其相似，表明CNV测量的是丘脑－皮质－纹状体（striatum）这一神经网络的活动。反应期待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保持警觉状态。反应期待也包括自上而下的注意过程，这些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与其他执行功能相关（例如，解决反应冲突所需的执行功能）（Gruber & Goschke, 2004）。反应期待与执行控制的神经网络之间有重合，反应期待也需要前扣带回和前额叶的参与。采用内源性线索的实验范式同样激活了前扣带回和顶叶等额顶区皮质。

4．注意的调控作用

注意决定认知过程的优先性，并协助有优先权的认知过程。在行为层面，注意为优先处理与任务相关的刺激和反应提供条件（Crottaz-Herbette & Menon, 2006）；指向性信号可以将注意指向特定的空间、感觉通道或者特征，从而缩短反应时（Posner, 1980）。在神经层面，注意通过增强特定神经元的活动性或者抑制不相关神经元的活动来处理某些重要的信息或物体（Saalmann, Pigarev, & Vidyasagar, 2007）。动物研究证明注意能直接调控神经元的活动水平，注意可以增强被注意的刺激的对比度。

脑成像研究证明人的初级视觉皮层和其他感觉区域均受注意的调控。在一个经典的注意实验中，Corbetta等人（Corbetta, Miezin, Dobmeyer, Shulman, & Petersen, 1990）利用正电子断层扫描（PET）检验选择性注意所引起的脑区域血流变化，来研究不同区域的视觉皮层受选择性注意的影响。他们给被试相继呈现一对图片并让被试辨别在这两幅图片中刺激的属性（如颜色，形状，移动速度）是否有差异。在集中（选择性）注意（focused attention）的条件下，被试被事先告知只需判断图片中刺激的其中一种属性（如形状）是否有差异，而在分散注意（divided attention）的条件下，被试被要求判断图片中刺激的任何一种属性是否有变化。实验结果发现选择性注意某一个属性提高了负责加工这一属性的视觉皮层的神经活动，譬如与分散注意相比，选择性注意颜色属性增强了颜色加工区域（如侧副沟（collateral sulcus））的活动强度，选择性注意移动速度增强运动加工区域（如后顶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的活动强度，选择性注意形状则激活形状加工区域（如梭状回和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i））。

在实行自上而下控制的过程中，额－顶区和视觉纹外区（extrastriate）的活动增强，这一过程甚至不需要视觉刺激的存在，而只需要被试的注意被指向一个有可能出现视觉刺激的位置，并期待刺激的出现（Kastner & Ungerleider, 2000）。基于特征的注意调控也不需要直接的视觉刺激（Serences & Boynton, 2007）。此外，脑成像研究的功能连接性分析显示，在出现新异刺激时，前扣带回与视听皮层的连接性得到明显增强，说明前扣带回支持对感觉信息的自上而下的控制（Crottaz-Herbette & Menon, 2006）。当猴子在延迟性样本配对任务（delayed match-to-sample task）中进行刺激朝向和空间位置的匹配时，侧顶内区（lateral intraparietal area, LIP）和初级感觉区（例如颞中区，medial temporal area, MT）的活动具有同步性，并且侧顶区的神经元的反应要比颞中区早，证明自上而下的注意调控来自于侧顶区（Saalmann et al., 2007）。

处理视觉刺激的运动特征的脑区主要是V5和MT而不是初级视觉皮层V1和V2（O'Craven, Rosen, Kwong, Treisman, & Savoy, 1997）。选择性注意刺激的颜色增强V4和梭状回的活动，选择性注意刺激的运动特征会增强V5（颞下回后侧，inferior temporal gyrus）的活动，而同时注意颜色和运动特征会激活初级视觉皮层V1（距状沟附近，calcarine sulcus）（Chawla, Rees, & Friston, 1999）。V5和MT的活动受注意的调控，而这一调控的来源是后顶皮层（posterior parietal cortex, PPC），它与V5和MT区在解剖上密切相连（Friston & Buchel, 2000）。在这一模型里，对颜色或运动特征的注意调节V4或V5的传入神经的活动性，而对于某一感觉通道控制的增强则通过调控其与V1的连接性而实现。反应基线的变化通过对更高皮质区（例如额叶或顶叶）的调节而实现，这些高级区域的活动直接受注意的控制而与感觉通道无关。除了调节丘脑神经元和初级感觉区域的活动以外，注意还调节高级视觉表征、空间分辨、物体特征察觉以及在视听觉通道对运动物体的跟踪等（Crottaz-Herbette & Menon, 2006）。指示目标的运动方向的线索不但可以增强MT区的活动，也能激活前顶叶沟（anterior IPS）（Shulman et al., 1999）。甚至连触觉通道的刺激也能提高视觉区的活动，这说明注意通过加工多通道信息的顶叶区的投射来实现。此外，情绪的fMRI实验也证明，期待效应不但提高了行为上对情绪强度的评分，也增强了相关脑区对带情绪的刺激（而非中性刺激）的反应（Bermpohl et al., 2006）。然而，有关情绪加工和注意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存在着许多争论，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比如针对于面孔情绪识别是否受注意的影响和调控，当前的研究结果不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以下综述（Palermo & Rhodes, 2007）。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提到，ERP是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ERP的测量时间过程的精确性是对fMRI的时间过程的不精确性一个互补。关于注意的ERP研究及实验方法，可参阅罗跃嘉和魏景汉在《注意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书中的系统的阐述。

问　题

这些问题只是引导我们去思考而且不一定有答案。

1．当我们接受多种视觉输入，选择性注意起什么作用？对于被选择的和被拒绝的刺激结果又如何？

2．到底是注意本身容量有限还是它所涉及的感觉、知觉以及其他高级心理过程容量有限？

3．注意有哪些功能？试举一个或几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

4．是否能设计一个或一系列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来验证早期选择和晚期选择理论。

5．假设我们用Stroop效应实验来测量儿童的执行控制的发展，例举一个理论假设，并指出什么是自变量、因变量及可能的控制量。

6．试述注意与情绪的关系。可参考杨小冬，罗跃嘉《注意受情绪信息影响的实验范式》一文（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833～841）或检索其他有关文献。

7．试述Simon效应和空间Stroop效应实验之间的区别．

8．执行控制网络主要涉及哪些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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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记　忆

近一百多年来，记忆研究一直是心理学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当代著名的记忆心理学家E. Tulving（1995）把科学的记忆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艾宾浩斯（H. Ebbinghaus, 1885）的研究，大约持续到1960年结束。这是语词学习（verbal learning）的漫长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使用正常成人作被试，采用系列的和对偶联合的语词项目作材料，强调实验设计，强调对这些材料的学习与遗忘的基本现象的精确测量。使用联想（association）及单纯的强度（strength）解释各种记忆现象。

1960年前后，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记忆的计算机模拟十分流行，信息加工的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取代了对偶语词学习的实验框架。对偶联合和系列学习的实验程序也被自由回忆、线索回忆、再认以及各种记忆判断（新近性、频次等等）的实验程序所取代。短时记忆的实验研究在理论上支持了初级记忆与次级记忆的区分。研究者开始把单个项目作为分析的单元，而不再把一系列的项目作为分析单元。联想概念被记忆的多重过程的概念所代替，多重过程包括记忆的编码、存储和提取过程。这个阶段有影响的理论概念包括加工水平（level of processing）、编码特异性原则（encoding specificity principle）以及编码与提取的交互作用等等。

1980年前后，开始了记忆研究的认知神经科学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表现为，研究方法与技术、研究问题的选择都进一步拓宽，记忆的研究领域在纵横方向都得到极大地扩展。脑成像技术如PET、fMRI和ERP等引入记忆研究领域，使关于记忆与脑关系的研究开始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人们学习各种材料或回忆各种材料时，脑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无损伤地测量到大脑各部位的活动，从而开始了对大脑是怎样产生记忆的这一科学问题的真正了解。这个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概念是启动效应（priming）、记忆系统（memory systems）和构建记忆（constructive memory）。

一、记忆过程：编码、存储与提取

在叙述有关研究之前，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些研究记忆的仪器。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研究记忆的仪器是计算机。按照实验程序要求编写好软件程序后，可以在计算机上很方便又可靠地实现对文字和图形等材料的呈现时间、间隔时间的控制，准确性可达到毫秒级。计算机还可以自动记录被试的口头反应、按键反应，这样，被试在记忆测验中的正误反应、反应时都可被记录下来。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工作记忆、长时记忆、内隐记忆等几乎所有的记忆研究也都可以在计算机上进行。当然，这就要求记忆研究者有较好的编程能力。实际上，计算机也是心理学其他领域中常用的仪器之一。

其次，速示器（tachistoscope）也是研究记忆的常用仪器。其基本构造是一个长方形的不透光的箱子，箱子的一头放置刺激项目片，另一头是一个观察窗，被试在这里接受刺激项目。箱内的灯光照明时间长短是可以控制的，因此可以使被试只在几毫秒内看到刺激物。现代较先进的速示器由几个箱子连接组成（图8-1）。每个箱子都是一个野（视野），分别先后或同时将不同的刺激项目呈现在一个平面上。这是由在箱子中装上的半镀银的玻璃来实现的。如果A灯亮则只看到A刺激，B灯亮只能看到B刺激，而C灯亮则只看到C刺激。因此信息可以在任何一个位置呈现，当然也可以同时在3个位置呈现。这里的关键是时间的控制，精确地控制每个视野的灯泡亮暗时间。图8-1的速示器是三视野速示器，另外还有投射式速示器，它是由幻灯机加上可调快门组成，也分不同视野数（林仲贤等，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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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三视野速示器

1960年前后，心理学家开始对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发生兴趣，而不再满足于刺激一反应这样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相应地，在记忆领域人们也已逐渐抛弃了记忆就是形成联想的主张，而深入到记忆过程的研究上。这一节我们要介绍记忆的计算机模拟模型（记忆的多重存储模型）、记忆的加工层次以及记忆的提取过程等三个问题。

（一）记忆的多重存储模型

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士（W. James, 1842—1910）1890年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提出，记忆由两大部分组成，即初级记忆（primary memory）与次级记忆（secondary memory）。初级记忆是任何刺激（不管人们是否注意到）遗留下来的最初印象，这种印象会飞快地消逝，它代表着现在的心理（the psychological present），处在意识中。次级记忆的印象不在意识中，它代表着过去。相应地，初级记忆的内容很容易够得着（accessible），不费劲就可以提取。但提取次级记忆的内容则要求有意的、费劲的努力。

虽然詹姆士是当时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但他关于记忆的思想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影响实验心理学，因为他那个时代行为主义盛行，而行为主义是否定意识等主观观念的存在的。

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的生产与使用已迅速增长，计算机的工作方式逐渐为公众了解。计算机是由存储器和运算器组成的。存储器用来存放信息包括程序和数据；运算器是计算机的工作空间（workspace）：新信息的输入，已存放信息的提取以及信息的各种运算、比较、判别、决定等过程都发生在运算器，因而，它是中枢加工部位。心理学家很快就看到了计算机的装置与詹姆士记忆构成设想之间的类似性——初级记忆类似于运算器，而次级记忆则可比喻为存储器。这样，就导致了著名的记忆的计算机模拟模型：记忆的多重存储模型（the multistore model of memory）（Atkinson & Shiffrin, 1968; Parkin, 1993），参见图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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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多重存储记忆模型

（引自Atkinson & Shiffrin, 1968）





记忆的多重存储模型强调记忆作为不同的结构而存在，所以多重存储模型又叫做形态模型（modal model）。它强调每一结构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如感觉存储、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作为3种不同的记忆结构（memory structure），在信息储存的时间长短、容量和遗忘快慢等方面是不同的。记忆结构有时也被人们称为记忆系统（memory system）。

周围环境的信息首先以感觉的形式即感觉登记进入这个信息加工系统。例如，书上的一句话“只将食粥致神仙”进入眼底，在感觉登记中的信息或者消失得很快（大约0.5～3s以后就消失了），或者进入了短时存储部分（short-time store, STS）或称短时记忆（short-time memory, STM）。短时记忆容量有限，只能保存很少的信息，而且信息保留在那里的时间也不长，约1min的样子，信息在短时记忆中或者被遗忘，或者进入长时存储部分（long-time store, LTS）或称长时记忆（long-time memory, LTM）。这样，“只将食粥致神仙”这句话要么在你的短时记忆中只保留约1min左右就忘掉了；要么你就牢牢把这句话存留在长时记忆中。长时记忆容量是无限的，信息在其中可保持数十年之久。

STS与LTS之间有方向相反的两个箭头：一个箭头表示信息由STS传递到LTS以便长期保存；另一个箭头表示信息由LTS返回STS，以便人们思考它。例如，你在报上看到中学时一位朋友的照片，你认出他，叫出了他的名字，然后跟别人议论。这位朋友的面貌、姓名也许在你的长时记忆中保存了15年！你现在把它们从长时记忆中“调”出来，就像按照程序把信息从计算机调出来一样！当你与别人谈论他时，你就像计算机一样，输出许许多多的反应。恢复（“调出”）长时记忆中的信息，输出它们，这一切都发生在短时记忆中，Atkinson和Shiffrin特别强调复述或机械背诵（rehearsal）在信息从短时存储传递到长时存储中的重要作用。

1．感觉存储或感觉记忆

在感觉记忆中，心理学家研究得最多的是视觉形象的存储（iconic memory）与听觉回声的贮存（echoic memory）。

美国心理学家Sperling 1960年关于视觉形象贮存的研究是经典性的。图8-3刺激卡片类似于Sperling实验用的卡片。首先，刺激卡片通过速示器或可控制时间的幻灯机呈现50ms，在这以后，如果要求被试把他全部看到的字母都报告出来，没有一个能做得到，被试觉得12个字母都看见了，但只能说出4～5个字母，你自己也可试一试，以最短的时间“瞄”一眼书上的卡片，然后迅速闭上眼睛，你能看到多少字母，你能说出几个字母？你是否感到当你说出头4个字母时，其余刚才看见的字母迅速地“衰退”了，你无法报告它们？通过实验，Sperling断定，被试看到的比他能报告的多。为了证实这一点，Sperling提出部分报告法的实验程序来进行实验。在部分报告法的实验中，被试注视刺激卡片50ms，然后，他们不必报告所看到的所有字母，而是只报告4个字母，至于是哪4个字母，由声音指示。高音指示被试报告上面一行的4个字母，中音指示被试报告中间一行，低音指示被试报告下面一行。3种音调是随机出现的，所以被试无法猜测而必须看所有的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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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刺激卡片

如果被试每次都能正确报告4个字母而不管它们是在哪一行，那我们当然可以推测，被试是能够看到12个字母的。Sperling比较了两种实验程序的结果：要求被试全部报告所看见的字母，平均成绩为4.5个；而部分报告法的平均成绩是3个多一点，由于这是报告一行的结果，实际的平均成绩应该乘3，即10个左右。这样，Sperling的部分报告法证实：视觉形象的存储可以在瞬间保存较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也可以飞快地消失——在说出四个字母的时间后就消失了。

听觉的感觉记忆以回声储存的形式存在，它保持的时间约为3～4s。

每个人都很容易经验到回声储存。例如，某日广播播出中国足球队与伊朗队比赛的结果，中国队以2比0获胜。当时我正与女儿一起吃早饭，一边说话，同时又听着广播，但没太注意听。比赛结果广播完毕，突然女儿问我比赛的比分，我不敢十分肯定，但是仍能说，“2比0吧”。这就是回声储存，仿佛耳边仍留有“2比0”的声音。又例如，你与一位熟悉的朋友聊天，你的朋友海阔天空地谈着，你有点打瞌睡了，突然你的朋友说：“你怎么不听我说话呀！”你回答说：“我是听你说。”接着你说出了他刚才所说的一些内容。可能你自己也感到奇怪，因为你的确没有好好听，但却能记起他说过的话。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你朋友最后说的一两句话还在你耳朵里“嗡嗡”，而你迅速地把它们提取出来罢了。回声储存是一个恰当的名称，好像一句话在你听过之后还在你耳朵里回响一会儿，回声储存对大家听课做笔记十分重要。你不可能逐字把老师的话全都记下来。而利用回声储存，当老师稍有停顿时，你就可以把一句话写出来。

1972年，Darwin用类似Sperling的部分报告法证实了回声储存的存在。给被试同时听9个项目，如：B3F给右耳；J6Z给左耳；QR8给两只耳（被试会觉得声音来自中间）。然后根据被试面前左、右、中的指示符号报告他所听到的字母与数字。实验表明，被试能在回声储存中保存4.9个项目。

2．短时存储或短时记忆

感觉记忆中的大量信息很快就会衰退，只有一小部分能进入短时记忆中。

（1）短时存储容量

短时记忆，类似于计算机中的运算器，信息在短时记忆里得到加工。加工的前提是短时记忆也能存储信息，那么，短时记忆的容量有多大？这些容量的单位是什么？

短时记忆的容量可以通过测定记忆广度（memory span）来获得。以数字材料为例，向被试朗读或视觉呈现一系列数字，呈现速度为每秒钟一个数字。呈现一次以后，让被试立刻按原来呈现的顺序把数字写下来。被试所能正确写下来的最长系列叫做记忆广度。记忆广度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同一长度的数字系列连续呈现，每种长度各呈现3个系列。正确再现一个系列得1/3分，3个系列全部正确再现者得1分。以得1分的最长系列的长度为基础，再加上从其他长度系列所得的分数就是所求的记忆广度。例如，6位和6位以下的数字都得1分，6位以上的数字没有得1分的，则6位数字就是基础。7位数字的通过两个系列2/3分，8位数字的没有一个系列通过得0分，9位数字的通过一个系列得1/3分，10位和10位以上的数字都没有通过的了。这样，把6和另外3个分数加起来（6＋2/3＋0＋1/3＝7）就是所求的记忆广度（赫葆源，1983）。

记忆广度测验还可以用单字词、双字词，甚至句子来进行。但是，使用的材料不同记忆广度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数字的记忆广度为7～10，单词的记忆广度为5～7，句子的记忆广度包含的单字可达20。那么，记忆广度的测量单位到底是什么呢？

短时记忆容量通常是以组块（chunk）作为测量单位的，组块是指人们熟悉的一个单元，如数字、英文字母、汉语单字、汉字词、句子等等都可被用来作为组块。

有几项实验其目的都是企图比较在以汉语单音词、双音词、四音节词（成语）、七字句子为短时记忆容量的测量单位即组块时，相应的短时记忆容量有多大。表8.1是喻柏林（1985a，1989）的4项实验的结果。

表8.1　不同语盲单位的短时记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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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柏林（1989，表1）；**
 喻柏林（1985a表6）。

括号内数字为相应的单字数。





表8.2是陈辉（1988）的研究结果，涉及年龄因素对短时记忆容量的影响。

表8.2　不同年级学生的短时记忆容量（系列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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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1和表8.2各项实验可以看到，一般的趋势是单音词的短时记忆容量最大，按照双音词、四音节词、句子的顺序，容量逐渐变小。张武田等（1986）指出，如果我们以单字作为组块，那么四种语言单位间短时记忆容量的差别就很大了。例如，单音词仍为8.04，但七字句却已达到36.33，是其4倍多。换句话说，即短时记忆中的组块数并不恒定。对这个问题Simon很早就曾有过论述。

Simon（1974）在题为《块有多大？》的论文中，提出块的定义的不确定性问题：短时记忆中块的数量不能直接测量，因为块的单位“熟悉的集合”（familar unit）是模糊的，块只是某种假定，即块是短时记忆能容纳的数量为5的东西。
①

 Simon以他自己为被试的一项结果如下，见表8.3。

表8.3　英文单字与短语的短时记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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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3中可以看到，随着项目类型不同，块与音节数都在变，变化的幅度也都不同。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随着块包含的音节数增多（1，5.5，8.7），块的数量下降了（7，4，3）。总之，短时记忆容量既不是一个恒定的组块数，也不是一个恒定的音节数。

11年后，Zhang与Simon（1985）用汉字进行研究获得了与1974年相类似的结果，见表8.4。

表8.4　汉语单字与词组的短时记忆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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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4的实验证实，随着组块中音节数增加（1，2，4），用组块测量的记忆容量明显减少（6.58，4.58，3.00），而用音节测量的容量却增加了（6.58，9.16，12.00）。简言之，组块和音节对保持量都有影响。

1974年Simon根据表8.3的数据指出，以组块为单位的短时记忆容量并不恒定，因而应该同时考虑用于背诵更长音节的额外时间。后来，Baddeley（1975）提出了发音回路的概念，认为短时记忆容量取决于背诵的速率即它大约是2000ms内能发出其声音的项目数。有了1974年的思考，Zhang和Simon很快就抓住了Baddeley的发音回路的概念，并将组块的概念与发音回路的概念结合起来，在众多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短时记忆容量提出了新的解释（Zhang & Simon，1985）。

具体说来，他们接受了Baddeley的发音回路概念，但假定2s这一限定时间不仅是为了发出音节，同时也是为了让发音机制去提取每一个新的组块。他们提出了一个公式来估计提取每一个组块的时间（a），发出每一个音节的时间（b）。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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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C是组块数，S是每一组块中的音节数，T是发出容量中所有音节所花时间，即存储信息的发音时程（按照Baddeley，T大约为2000ms）。公式中C与S的数据可在实验中观察到，而T与a、b的比值则可结合实验中若干个C、S数据推算出来。

Bolin Yu等人（1985）综述了14个有关汉字短时记忆的实验发现，并将这些发现与英文的短时记忆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比较，总的说来，实验结果支持公式（8.1）。因为，结合组块和音节理论的公式（8.1）比单一的组块理论或音节理论更能说明这些实验的数据。表8.5是喻文中的实验数据。

其中，前4个实验是用汉字来作为实验材料的，而后2个实验则是用英文为材料的。如果将表8.3中的数据代入公式（8.1），就会得到下面的联列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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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5　对2000＝C［a＋b（S－1）］中a与b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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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个联列方程，就会获得近似于表8.5中⑤Simon（1974）一栏中a与b的数据。从表8.5中可以看到，6个实验中a的数值相差不大，大约为300ms，各实验间有较好的一致性；但b的数值相差较大，这可能与实验方法有关，其中①喻柏林中的b为136ms，④G. Zhang中的b为120.1ms都是用同时呈现方法得到的。

总之，组块和音节对短时记忆容量都有影响，因而公式（8.1）比单纯用组块测量短时记忆或用在有限时间内能发出的音节数来测量短时记忆都更为合理。

那么，公式（8.1）是怎样提出来的呢？

虽然公式（8.1）是1985年提出的，但它的推理过程却来自1974年《块有多大？》这篇论文。

在那时Simon就提出了关于组块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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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是立即回忆的音节数（这是可直接测量的）；s是一个组块包含的音节数（这是不能直接测量的）；5是组块理论假定的数目（即短时记忆容量大约为5个组块）。公式（8.2）可以用来估算组块的大小：s＝S/5。但实际上这是没有用的式子，因为不同的实验会有不同大小的S，即该公式是不可验证的。于是，Simon又给出另一个公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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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8.3）的意思是，F的数值同每一组块中的音节数目（s）成比例。F是单位时间内（如1min）背诵的音节数目，s是每一组块中的音节数目，而k则是记忆一个组块所需要的时间。同（8.2）式一样，（8.3）式也是不可验证的，因为F可以直接测量，但s不能测量，因而（8.3）式本身也是没有用的。

但是，如果把两个假设（短时记忆容量为5个组块；记住一个组块要花ks）结合起来，就可以消除两个公式中不可测量的s，而得到一个新的公式：S/5＝F/k，F＝S·k/5，如果设a＝k/5，那么：

[image: alt]


在公式（8.4）中，F与S都可直接测量，a作为一个常数可以由（8.4）给出。a是记住一个音节所需要的时间。

比较公式（8.1）与公式（8.4），你可以发现两者的类似之处。两个公式都是利用可以测得的数据［（8.1）的T、C、S；（8.4）的F、S］，去估算不可直接测量的常数［（8.1）的a、b；（8.4）的a］，因而（1）式的思想来源于（8.4）。

那么公式（8.4）又是怎样思考出来的呢？

Simon说，他是从物理学中得到启发的。牛顿的运动第二定律（力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实际上并不是一条定律，而是关于力的定义。由于同样的原因，胡克定律（弹簧的伸缩与它受到的力的大小成比例）也仅仅是关于力的定义。然而，把这两条定律结合起来，却可以得到计算力的公式。设y＝am，m作为质量是可观察到的，但y作为力则不可观察到。这个公式可适用于任何实验结果，因而是无用的；又设y＝bp，同样地，p是可观察的。结合二个式子，得am＝bp，结果a/b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这样，就可以用y＝am求得y，看看这个y是否等于y＝bp中的y。

Simon从物理学思考到心理学，科学类比是导致他的新发现——公式（8.1）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他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终于在11年后最终将组块理论与音节理论统一了起来。

（2）短时存储的声音编码

在记忆结构中的信息必须以某种编码（code）的形式存储着，这好比在电话系统中一样，你的声音首先被转换成电磁波的形式，然后再转换成声音让电话线另一端的人听到。人的记忆必须把信息变换为某种编码，然后在回忆时再把这种编码转化为原来的信息形式。

许多研究表明，短时存储使用声音编码（phonological coding）。Conrad 1964年的研究中，以视觉方式给被试呈现两种不同的字母串：声音上混淆的，如CTVG和另一种声音上不混淆的，如XVSL。他发现回忆声音混淆的字母串时错误更多。如把B写成P，把C写成T，F错写成M，等等。1966年Baddeley扩展了Conrad的发现，他给被试呈现一连串的5个单词，一类单词有类似的发音（如“man, mad, cap, can, map”）；另一类单词发音差别较大（如“pen, rig, day, bar, sup”）；第三类单词意义相近（如“huge, big, broad, long, tall”）；第四类单词意义不同（如“old, late, thin, wet, hot”）。结果表明，发音类似的单词正确回忆率最低，而意义相近的单词正确回忆率远远高于发音类似的单词，这说明短存储是以声音编码的（Baddeley, 1990）。

下面的实验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听觉呈现的材料。以视觉和听觉的方式给被试呈现一系列字母串（5个字母），但两种方式下，字母串的字母顺序不同，呈现完毕让被试按视觉或听觉呈现顺序中的一种再现。结果31个被试按听觉呈现的顺序再现，并且听觉呈现的结果比视觉呈现的记得更准些。只有两名被试按视觉呈现的顺序再现，并且视觉呈现的结果比听觉呈现的记得更准些。听觉材料记得好也许原因在于听觉呈现的材料可以直接进入短时记忆，而以视觉呈现的材料则要先被转换成它的声音形式才进入短时记忆。

3．区分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的证据

大多数支持短时存储不同于长时存储的证据来自自由回忆任务（free recall task）的实验。自由回忆测验先是呈现一系列的项目（多半是单词），大约2s一个项目。当最后一个项目呈现完毕后，要求被试回忆呈现的项目，可以不按呈现顺序回忆。当把回忆结果以项目呈现顺序为横坐标、以正确回忆率为纵坐标作图，就会获得系列位置曲线（serial position curve，参见图8-4）。

系列位置曲线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指系列中最后几个项目回忆得最好；首因效应（primary effect）指系列中开头几个项目回忆较好；渐近线（asymptote）指曲线的中间部分回忆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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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自由回忆实验的典型结果，呈现出系列位置效应的三个组成部分

（引自Parkin, 1993）





不少研究者都提出，近因效应来自短时存储，而首因效应则来自长时存储。要证明这个设想，需要在系列位置曲线中显示机能的双重分离（functional double dissociation）：某些自变量影响首因效应与渐近线，但不影响近因效应；另一些自变量影响近因效应但不影响首因效应与渐近线。但首先要学会正确进行实验以获得系列位置曲线。

系列位置曲线意味着单字在系列中的位置会大大地影响自由回忆成绩，要确切地证实这一点，就必须避免单字的系列位置与单字本身的频率、意义性等属性相混淆。例如，假设有从A到P 16个项目。如果都是按同样的顺序呈现给被试学习，实验结束后也得到了U形的系列位置曲线，但这个结果可靠吗？我们说它是不可靠的。因为在这种实验条件下，也许碰巧A、B、C、D等几个项目就是好记，都是高频字、意义性也强的项目，所以它们的回忆效果较好。为了避免单字的系列位置与单字本身的各种属性相混淆，应该以各种不同的系列顺序呈现给不同的被试。在实验设计部分说过，要使刺激的顺序完全平衡难以做到，但可以用拉丁法的方法做到不完全的平衡。例如可以将16个项目分为4部分，再将16个项目排成4个不同的系列，使每个字都有机会在这4个部分中出现过一次，请参看表8.6。

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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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的数目应该是4的倍数，如用8个被试，则每两个被试学习4个系列中的一个。

①单词频率，呈现速度、系列长度以及心理状态都对首因效应与渐近线有显著作用，但不影响近因效应（见图8-5，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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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a）不同呈现时间下自由回忆的系列位置曲线。与3s呈现相比而言，9s呈现改善了字表前面单词的回忆成绩（有较高的首因效应），却没有影响近因效应。

（b）回忆前进行分心作业的系列位置曲线。分心作业30s后，近因效应消失了，其他的位置效应未受影响。总之，这些结果支持双重分离的观点（引自Parkin, 1993）。

②系列单词呈现完毕后的干扰活动影响近因效应，但不影响首因效应与渐近线（见图8-7）。

①，②两类曲线结合在一起，提供了系列位置曲线中的机能双重分离的证据。

③负近因效应（negative recency）。短时存储不同于长时存储还得到了负近因效应的强有力支持。Craik（1970）以每个单词2s的速度向被试呈现包括15个双音节词的系列，呈现完毕，立即要求被试对该系列单词进行自由回忆，时间1min。每个被试完成10个相同的作业。在全部10个系列回忆完成后，在被试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给被试5min时间，要求其仍然以自由回忆的方法，回忆出呈现过的10个系列的所有单词。10次自由回忆的结果表现出标准的系列位置效应。但是在最后对所有单词的总测验中，仍然保留了首因效应，但是没有出现近因效应，实际上，近因部分单词的回忆率低于系列位置曲线近因部分前面所有部分的回忆率，即出现所谓的负近因现象。实验结果略图见图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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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正常人和遗忘症病人的系列位置曲线

（引自Parki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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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系列位置效应与单词复述次数关系图

（引自Parki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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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立即自由回忆（IFR）和最后总的自由回忆（FFR）系列位置曲线

负近因效应的显著特点是：在最后的自由回忆中所有系列的最后几个单词的回忆成绩显著低于渐近线，而在各个系列的立即自由回忆中同样的这些单词的回忆成绩却最好，即表现为近因效应。

负近因效应可以解释如下：Craik认为，负近因现象的出现，是因为系列位置曲线近因部分的项目在短时记忆中保持时间较短，复述次数较少，没有转化到长时记忆中；而最后总测验时，这些项目又已经从短时记忆中消失，因此对近因部分项目回忆的正确率最差。由于首因效应是长时记忆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论是即时回忆还是最后的总测验，都表现出首因效应。

④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的生物学基础。图8-6表示的遗忘症病人的情况，即短时存储功能正常，但长时存储似乎完全丧失，可以说是存在着两种存储的很好的生物学证据。

在生理学水平上可以把记忆痕迹（memory trace）看做是脑组织某种固定下来的变化，这种变化代表着过去的经验。关于记忆痕迹的生物学性质曾经有过种种说法。在中世纪时代，记忆被认为是存储在脑室的脑脊液中。Descartes认为记忆位于松果体。当核酸（RNA和DNA）发现以后，人们又认为核糖核酸（RNA）是记忆存储的地方，随后的研究表明，虽然RNA的活动与记忆的形成有关（RNA控制着所有酶的活动），但它不可能是记忆的载体。

随着记忆分子概念的消失，科学家很快就理解到记忆的生物学基础一定存在于神经元自身已固定下来的变化中。人脑包含着数目巨大的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通过突触（synapses）彼此相互作用。突触的化学变化使一个神经元或者抑制或者兴奋另一个神经元。这类抑制和兴奋的模式可被用作存储信息的基础。虽然神经元如何变化以形成新的固定下来的记忆还不清楚，但研究者认为，这种过程应称为固化（consolidation）。1949年，Hebb提出了关于记忆及其脑生理过程关系的著名理论，他认为刺激的最初呈现导致了一组神经元（细胞团）的激活，这些细胞团的活动使刺激的表征维持到足够长的时间以形成永久的长时痕迹。那么，要多长时间呢？Hebb设想这一过程需要大约30min，但后来的研究却表明这一过程发生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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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9　莨菪碱处理的被试与控制组被试相比之下3种记忆作业结果

（控制组作业成绩均为百分之百）





神经药物学提供了新的方式来研究人的记忆。神经通路依赖于神经介质，神经冲动正是靠神经介质传递通过突触的。记忆中的不同通路可以应用神经药物学的药剂造成的特殊神经传导的抑制或促进作用来进行研究。造成抑制活动的药物被称为拮抗物，而导致促进作用的药物则被称为兴奋剂。莨菪碱（天仙子碱）这种神经介质是乙酰胆碱的拮抗物，它对于固化过程有重要的作用。图8-9显示了莨菪碱对于被试完成两种记忆任务的作用。数字广度要求被试在学习完毕立即回忆，因此被试是在尽量利用活跃的短时存储。自由回忆是在学习完毕60s干扰活动之后进行的。从图8-9上可以看到莨菪碱对数字广度没有影响，但却严重损害了延缓60s的自由回忆。这说明活跃的短时存储大约只有60s的寿命，在那之后对于记忆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但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固化过程也是持续1min左右。许多研究者主张，固化是一个多时相的过程，刺激表征最初的固着（fixation）很快就完成了，然后就是精细的固化——新的记忆痕迹与已存在的记忆充分地整合起来，这一过程要求几分钟、几小时甚至几年！

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记忆存储的生理相关物与心理上记忆形成的不同阶段之间找到它们一一对应的吻合关系。具体说来，把生理上活跃的存储期等同于短时存储的概念以及长时存储中已固化的记忆都是不可能的（本节编译自Parkin, 1993）。

4．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的区分仍然有效吗

前文我们举了许多实验证明，近因效应来自短时存储，而首因效应则来自长时存储，因而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的区分有着可靠的证据。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两类实验则对上述区分提出了严重挑战。一类实验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学习完毕一系列单字之后进行较长时间的干扰活动（20s），仍然出现近因效应；另一类实验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如1s）学习完一系列单字后，仍然出现系列位置曲线。

（1）关于恒定比例法则（constant ratio rule）的实验

Bjork和Whitten于1974年，Hitch、Rejman和Turner于1980年分别考察了下列三种情形的系列位置效应：立即自由回忆、延缓自由回忆（系列项目中最后一项呈现完毕进行干扰活动20s，然后才开始回忆）和连续干扰（continuous distraction）条件下的回忆。在最后一种条件中每个项目间有12s的干扰活动，系列最后一个项目呈现完毕进行20s的干扰活动，图8-10显示有关结果：立即自由回忆产生了典型的系列位置曲线，延缓自由回忆消除了近因效应，但使人惊讶的是，连续干扰条件倒产生了明显的近因效应（它最后一个项目呈现完毕进行20s的干扰与延缓自由回忆的安排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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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0　立即自由回忆（IFR）、延缓自由回忆（DFR）和连续干扰回忆（CDR）的近因效应

（引自Parkin, 1993）





对于图8-10中三种条件下获得的近因效应，Glenberg等人于1980年给予了统一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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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恒定比例法则。按照这个法则，当项目之间的间隔时间与系列最后几个项目呈现完毕到开始回忆的时间相近时，这些项目的回忆概率就会变高，反映为近因效应。

如果连续干扰条件下的近因效应不能用短时存储来解释的话，那么，近因效应来自短时存储说法的普遍性就值得怀疑了。

（2）非常短暂的系列位置效应

Neath等人（1996）从可区分性的原则（distinctiveness）研究了大约1s或0.5s的时间内的系列位置效应。可区分性的原则可以通俗地称为电线杆理论。当你站在一排电线杆旁向远望去，此时的每一根电线杆都相当于记忆中每一个暂时的项目。电线杆愈远，两根电线杆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就愈小，不容易区分它们。电线杆离你愈近，两根电线杆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就愈大，愈容易区分它们。Neath等人认为，短时或长时的近因效应都可以用可区分性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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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　非常短暂时间内（550ms）的系列位置效应

（引自Neath, 1996）





在一项实验中，每个单字呈现50ms，接着用数目字掩蔽10ms，接着空白50ms，然后是下一个单字，共呈现5个单字，最后一个单字呈现完毕立即让被试进行自由回忆，假定最后一个单字呈现完毕到开始回忆的时间为50ms。这样，全部呈现这5个单字共需550ms，实验结果见图8-11。该图显示了清楚的系列位置效应，由于这是在0.5s内获得的结果，因此这时候的首因与近因效应与区分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是没有关系的；还有，因为在50ms内不可能进行复述，因此复述也并不是短时存储的必要条件。

Healy等人（1996）总结了近30年有关区分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的争论，列举了支持和反对的证据，倾向于认为，记忆的多重存储模型虽然需要不断完善、进行修改，但它仍然是指导记忆研究的恰当框架。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多重存储模型是一个强调记忆结构、强调记忆系统的模型，这种研究的指导思想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它容易与记忆的神经过程研究相结合，它在当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迅速交叉结合的大趋势下受到重视是不奇怪的。

研究记忆的另一条途径是强调研究记忆过程，认为记忆过程本身足以说明心理水平上所有的记忆现象。我们从Craik的加工层次概念谈起（levels of processing）。

（二）记忆的加工层次

1972年前十多年间，记忆研究一直由信息的储存以及它在储存中间的传递这样的概念所统治。Craik等人（1972）较系统地批评了形态模型的记忆理论，进而提出了研究记忆的新途径，即加工层次的途径。可以说，加工水平途径的提出，是37岁的Craik和他的同事勇敢地向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挑战的结果。

自加工层次的概念提出来以后，一大批实验研究应运而生，其影响延续至今。实际上，Craik等人1972年的论文是认知心理学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

1．记忆的多重储存模型的合理性及其弱点

把记忆区分为三种储存系统即感觉寄存、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已得到广泛的承认。这种区分的根据在于各种系统有不同的储存容量、不同的编码方式以及不同的遗忘速度等。Craik等人把3种存储结构的不同特点作了很好的小结（见表8.7）。

表8.7　公认的语词记忆的3种存储器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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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ik等人认为，三种存储之间的差别突出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在记忆系统中刺激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加工，一个单词的视觉的、听觉的或意义的方面在各种情形下受到的加工不同。有限容量的现象在多重存储系统中的某些地方是确实存在的，而这些基本的发现是任何记忆模型都必须考虑的。

他们还指出，形态模型的吸引力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多重储存模型具体又直观：信息在储存器之间的控制得很好的通路上传递。它们的特性可以由实验得出，然后在行为上或者在数学上得到描述，似乎剩下的全部工作就是更精细地说明每种成分的特性以及计算出传递函数。

Craik等人对多重储存模型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

（1）在方法论上存在着缺陷

例如，区别不同的储存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它们不同的保持特征。这样，所储存的信息的时间特性就扮演了双重的角色：信息保持的久暂本身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基本现象，但与此同时，久暂的不同又产生了不同的3种记忆结构，再应用这些结构来解释各种记忆现象。这种明显的循环一直是用下述办法来加以避免：详细说明储存系统的其他性质（例如，它们的容量和编码特点），因此使它们独立于将要解释的现象。

（2）短时储存的有限容量是“箱子”模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但是，有限容量的性质是模糊不清的。到底有限容量指的是加工能力还是储存能力，或者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一直是不清楚的。以计算机模拟的概念来说，这个问题就是，有限是指记忆储存器的储存容量还是指加工者能进行操作的速率。D. E. Broadbent 1958年的通道有限容量的观点强调操作速率，N. C. Waugh和D. A. Norman 1965年的模型则强调储存容量，更早些的G. A. Miller 1956年对两种解释都采用，但对两者的关系却没有明确地作出说明。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短时记忆的容量数值变化范围很大，依使用的材料是句子、单词、字母或数字而不同。通常的解释是，容量在“块”的意义上是有限的。那么，什么是组块呢？在一个具体的实验以前，很难预期它的大小，实验之后依照材料的意义性几个或许多项目能组合成块。这样，“块”就是由实验结果来定义的。另外，由于组块主要靠意义性来组合项目，所以，短时记忆的编码就必须包括项目的语音、视觉和意义的特点了。如果是这样，短时记忆编码也就会因没有自己的特点而不复存在了。的确有实验表明，短时记忆能保持信息的意义。

2．加工层次的途径

Craik等人认为，记忆是同知觉加工的水平联系在一起的。知觉涉及对刺激物作一系列水平的分析。初级阶段涉及物理或感觉特点，例如线条、角度、音调等，而后来的阶段则更多涉及把输入与头脑中已存储的经验的抽取进行匹配；这也就是说，涉及模式识别和意义的抽取。这些不同的加工阶段属于不同的“加工深度”，更深的深度意味着更深程度的意义或认知分析，而记忆痕迹的特点，诸如它的编码特点和它的持续性，基本上是作为知觉加工的副产品出现的，痕迹的持续性是分析深度的函数，更深的分析水平联系于更精细的、更长久的保持和更强的痕迹。总之，记忆被看成是从感觉分析的易逝的产物到意义——联想操作的能长久保持的产物。Craik等人于1975年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研究记忆的框架，如图8-12。如图所示，刺激物首先是在中枢加工器得到一定的意义分析，然后按照定向任务的要求分别在一个层次或多个层次上得到加工（Parkin, 1993）。

用“加工层次”理论来研究记忆的实验程序通常是这样的：要求被试回答关于单词的各种问题以引导他对单词的不同层次进行加工（这些问题也称为定向任务，orienting task）。例如，关于单词是大写或小写的问题可以使被试对单词的浅层进行加工；中等层次的加工可向被试提出某单词是否与另一单词押韵的问题（如呈现“柳”，问被试它是否与“酒”押韵）；深层的加工可通过让被试回答一个词是否可以归入某个范畴或适合某一句子这类问题来实现（例如，“朋友”一词是否适合下面的句子：“他在街上遇见一位”）。回答问题之后，在被试未曾预料的情况下让他回忆或再认刚才他见到的单词。这种程序通常称为非随意的（incidental）学习条件下的回忆与再认，以区别于有意的学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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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2　记忆加工策略水平修订模型

（引自Parkin, 1993）





下面举一个实验来说明加工层次对记忆的影响。Craik把被试分成3组，每组在一个问题指导下对所呈现的20个单词进行加工即回答有关问题，被试并不知道这是记忆实验。学习共用60个单词，属组间设计。实验时首先用听觉向被试呈现问题，2s后用速示器向被试呈现单词200ms，被试回答完问题即学习完20个单词后，给被试突然的再认测验，实验结果见表8.8。从表8.8可以看出，随着加工层次由感觉（书写格式）、声音（语音）到语义（句子）逐步加深，再认比例不断升高。

表8.8　再认比例是加工深度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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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把再认这种记忆测验的方法作一介绍。再认要求把已学习的项目（如单字或图片）与未学习过的项目按随机方式混合起来，逐个呈现给被试或整个呈现给被试，要求被试指出哪些是已经学习过的，哪些是没有学习过的。如果我们把已学过的叫“旧项目”、未学过的叫“新项目”，那么计算保存量的公式如下：

保存量＝（认对旧项目的百分数）－（认错新项目的百分数）

例如，已看过20张图片，然后和另外30张未见过的图片混在一起。假设被试认对旧图片15张，认错5张；认对新图片20张，认错10张。则其认对旧图片的百分数为15/20×100％＝75％，其认错新图片的百分数为10/30×100％＝33％。这样其保存量就为75％－33％＝42％，即保存量为42％。公式是对被试的猜测进行校正的传统方法。这是假定被试对新项目认错了多少，在认对的旧项目中也可能有这么多是猜对的，所以要从认对旧项目的百分数中减去猜对的百分数，才是真正认对旧项目的百分数。

用再认方法时，新旧项目的比例可以不同，有新旧项目各占50％的，有新项目占全部项目的80％的。新项目比例越大，被试猜对的可能性就越小。另外，新项目的选择要与旧项目相似为好，相似程度大的，被试也不容易猜测。有关的例子如下：

旧项目：show

新项目：snow（与show发音近似）

　　　　display（与show意义近似）

　　　　rice（ice的控制词）

　　　　ice（snow的控制词）

本章作者的一项实验也证实了不同的加工层次对记忆有不同的影响。实验用材料为16个中英文单词，其中，中英文单词各半，代表有生命的东西与代表无生命的东西的单词各半（如“老鼠”代表有生命的东西；“hat”代表无生命的东西）。书写单词的颜色红蓝各半。这样，每个单词就都具有颜色、语种和意义这3个由浅到深的层次。实验前只告诉被试要他们按要求对单词进行分类，并对他们的反应时进行测定。不告诉他们要进行回忆和再认的测验。这是为了保证实验是在非随意的学习条件下进行。将被试分为3组。第一组称为颜色组，要求他们对出现的中、英文单词的颜色尽快作口头报告：红或蓝。第二组为语种组，要求他们对出现的中、英文单词的语种尽快作口头报告：中文或英文。第三组为意义组，要求他们对出现的中、英文单词是代表有生命的东西还是代表无生命的东西尽快作口头报告：活或死。如被试看见“山羊”这个词，应尽快回答“活”。当被试对最后一个刺激反应完毕，就开始进行单词的再现与再认实验。实验规定，当一个单词在意义、语种和颜色3方面都对时，才算达到正确的标准。实验结果见表8.9。

表8.9　不同组别回忆与再认的比较（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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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8.9可以看到，正确回忆与再认单词的比例按颜色组、语种组和意义组逐渐加深的加工深度不断升高。

加工层次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对材料的记忆依赖于他对材料的加工深度即学习方式，凡是在意义的水平上加工，通常都会导致良好的记忆。

3．加工层次途径的贡献及问题

在Craik等人提出加工层次的概念以前，记忆的研究者几乎没有注意到知觉与记忆的关系，也不知道编码、加工过程具有多种形式因而是灵活可变的。多重存储模型只强调复述一种加工过程，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所有的记忆理论都必须对性质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加工过程作出说明。难怪R. L. Klatzky（1980）在他的《人的记忆》一书中提出，“一个更有价值的研究途径可能是把加工层次理论与两种过程理论结合起来，以便发展出包含两者优点的记忆理论”。也可以说，多重存储模型强调研究记忆的结构而加工层次途径强调研究记忆的过程，这两种记忆基本观点的争论与融合一直持续到今天。另外，加工层次概念奠定了一个基础，使得研究者有理由推论编码障碍（encoding deficits）是记忆障碍的一种原因。

加工层次途径也有它的缺陷，那就是加工深度没有独立的指标来规定。这样，加工深度就是由实验结果来定义的，记得好的必定是加工层次深的；而加工层次概念认为，加工层次深的，必定记得好。这也就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圈子里了。Craik等人非常理解这一问题，曾尝试用加工时间作为独立指标来测量加工层次，但实验研究表明，加工时间与各加工层次并没有对应的关系。

（三）记忆的提取过程

Tulving（1991）指出：“记忆的关键过程是提取。”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也许研究者过去只注重研究记忆的存储，如1968年提出至今仍有影响的记忆多重存储模型，也许研究者过去只注重研究记忆的编码加工，如1972年提出至今仍有影响的加工层次概念，因而记忆的提取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现在需要加以提倡；这句话的第二层含义要涉及Tulving另一个著名的思想，即记忆是两类信息的综合物：记忆痕迹或所编码加工的信息以及提取线索或提取信息。记忆痕迹就是存储着的信息，它是有可能得到的信息（available），体现在各种记忆测验中的记忆结果是存储着的信息中能提取出来的信息（accessible）。至今心理学家还没有什么办法来准确测量存储着的信息有多少，是什么。所有我们能知道的就是在一定的提取条件下，我们从存储着的信息中提取到了某种信息。

Tulving举了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意思。设想你学习了许多成对的单词，其中一个是“少女—王后”，学习完毕主试呈现“王后”，然后问你，你刚才见过“王后”这个单词吗？这就是再认测验。如果你说“是的”，这说明“王后”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有效的线索，它使得头脑中存储“王后”的记忆痕迹复活了；如果你说“未见过”，那么关于“王后”的记忆痕迹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话可说了。一种可能性是“王后”的记忆痕迹根本就没有建立。另一种可能是由于干扰，“王后”的记忆痕迹消失了。还有一种可能是“王后”的记忆痕迹仍然存在，但呈现给你的“王后”这个单词对你来说不是有效的线索，所以你不能再认它。如果给你呈现“少女”这个词，然后问你，刚才哪个词与“少女”在一起？现在你记起来了，说“王后”。这样，你不能再认“王后”却能回忆（线索回忆）“王后”！这多少有点奇怪，容易的再认失败了，但困难的回忆却成功了。这就是著名的“能回忆但不能再认”的现象（recognition failure of recallable words）。

所以，如果没有适当的提取条件或提取过程，存储着的“王后”这点信息就不能算是记忆，它只是学习“王后”以后脑内的一种生理变化，你可以叫它印迹（engram）或记忆痕迹（memory trace）。如果永远不能提取它，它并不具备记忆的功能，因为包含不能提取的印迹的那部分脑，在结构上等同于不包含那种印迹的其他部分的脑（a brain "containing" a nonretrieved engram is structurally equivalent to an otherwise identical brain that does not "contain" that particular engram），对记忆来说，这两部分脑结构都是空白的。因此，把记忆仅理解为存储是不对的，可以把存储理解为记忆的一半，记忆的必要条件，另一半是提取。存储是不能离开提取而独立存在的，存储与提取只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确认对方的存在。如果把记忆只理解为存储，那么这种“记忆”是图书馆的记忆、录像带的记忆或计算机的记忆，即死物的记忆。人的记忆是为人的生存服务的，没有提取就谈不上记忆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记忆的关键过程是提取。

有些事情我们一时想不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却想起来了，人们把这种一时的遗忘归结为“回忆者的失败”，不是头脑里没有存储信息，而是提取（retrieval）不出来。脑外科医生W. Penfield的观察使人们更加相信这种见解。

治疗严重的癫痫病发作，外科医生有时需要进行颞叶切除手术。但在这种手术的早期阶段，人们对颞叶各部分的功能不甚了解，为避免切除不该切除的部分，医生采用电探针刺激脑部位的方法来了解其功能。通常病人被深度麻醉，然后打开某处头盖骨使脑区暴露，接着病人恢复意识，医生给予电刺激。在刺激右利手患者的左侧颞叶时常会引起患者的自发言语（spontaneous speech）。Penfield对这种自发言语很感兴趣，他注意到病人说的多属于回忆，而且回忆得十分生动具体。例如，“我刚才听到我的一个儿子在说话……他是Frank，而且我还听到了邻居的声音”，“啊，在某处办公室里，我有同别人一样的记忆力。我能看见这些书桌，我在那里，有人在叫我。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桌上学习”。Penfield根据这些观察认为，大脑中保存了一连串的意识流，人人都具有经历过的事情的永久记忆（record），因此，所谓遗忘就是不能提取。Penfield的观点曾相当流行，据E. F. Loftus 1980年估计，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接受这种观念，只有实验心理学家是例外。他们重新检验了Penfield的资料，发现这些资料并不那么可靠：520例病人中只有40例显示出某种回忆，但又只有12例是真正的回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12例病人回忆的内容类似于梦而不是真实事件的回忆（Parkin, 1993）。

记忆并不是存储在脑中某处的痕迹，因此，想通过搜索的办法找到这些痕迹就意味着回忆是不可能的。记忆是一种复杂的过程，涉及编码加工、存储与提取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最早在编码特异性原则中得到说明。该原则认为“什么样的信息得到存储取决于所知觉到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怎样被编码加工，而已存储的信息又决定了什么样的提取线索是有效的，可以通过它来提取已存储的信息”（Klatzky, 1980）。

Roediger（1989）根据Tulving的思想把研究提取与编码加工交互作用的实验程序抽象成“编码／提取范式”（the encoding/retrieval paradigm），这一范式也是对编码特异性原则的形式表达。见图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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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3　编码／提取范式

图中A和B是两种编码条件，而A′和B′是两种提取条件。如果仅进行A—A′与B—A′的实验，那么A与B可以是机械背诵和想象，图形和文字或高频字和低频字。但在这两种编码条件下提取条件保持恒定，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编码实验；如果仅进行A—A′与A—B′的实验，那么编码条件保持恒定，但提取条件不同，这就是提取实验。还有一点要注意，假定A与B是不同的编码条件，提取条件A′与A，B′与B具有类似性。如果编码特异性原则是正确的话，那么A—A′与B—B′条件下（提取条件与编码条件匹配）的结果，要好于A—B′与B—A′条件下（提取与编码匹配差）的结果。

这样一个基本的实验范式曾用来研究许多记忆问题，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

下面是Thomson与Tulving 1970年一系列实验中的一个：2种学习条件结合3种提取条件，共有6种实验条件，这6种实验条件采用组间设计，共有6组被试。在一种学习条件下，被试学习一系列的单词，一次一个。在另一种学习条件下，同样的单词被呈现，但每一个单词旁边有一个微弱的线索词，不要求被试记住线索词，只注意它就够了。第一种提取条件下没有任何线索提供给被试，要求被试回忆所学单词。第二种提取条件下微弱的线索提供给被试，而在第三种提取条件下，强有力的线索提供给被试，但这种强有力的线索被试在实验中并未学习过。实验结果见表8.10。

表8.10　Thomson与Tulving 1970年实验中的回忆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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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索词对应于目标词“黑的”。





从表8.10我们可以看到：

①当提取与学习匹配时，即使只有微弱的线索，也使回忆成绩达到0.82，是6种实验条件中最好的；当提取与学习匹配时，即使没有任何线索，回忆成绩也属中等即0.49，好于不匹配的结果0.30、0.43和0.23。

②未学习过的强有力的线索的作用依赖学习条件而发生变化，当学习时无线索，回忆时提供强有力线索回忆达到0.68，当学习时有微弱线索但回忆时不使用，而使用强有力线索，回忆只有0.23。这说明提取线索的作用依赖于学习条件。

③在提取与学习匹配时微弱线索的作用大于提取与学习不匹配时强有力线索的作用（0.82＞0.68）。这些实验结果表明，提取线索只有在它能重新唤起最初的编码加工时才是有效的。当“黑的”作为目标词孤立呈现而没有别的背景联系时（without context），它得到的加工通常是它本来的意义即与“白”相对立或相联系的东西。因此，“白的”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提取线索（0.68），但别的线索如“火车”却不能成为有效的提取线索（0.43）；但是，当学习单词“黑的”处在一种与“火车”相联系的情形时，被试可能自然地加工两者为“黑色的火车”，在这种情况下，微弱的线索“火车”就成了很好的提取线索（0.82），而强有力的线索在同样情况下却完全失效了（0.23）。

Hunt与Einstein 1981年的实验如下：他们要求被试学习36个单词，其中每6个单词来自一个概念，如动物；或者被试学习36个无关联的单词，但其中每6个单词可以在某一属性上形成联系，如6样东西都是绿的。这样，学习材料就可被分为有关联的单词与无关联的单词两类。学习时，被试对两类材料或者进行项目间关系的加工，即要求被试对单词进行归类（sorting），或者进行喜爱程度评定（rating）。测验时，所有被试都进行自由回忆和再认测验。实验结果见表8.11。

表8.11　Hunt与Einstein 1981年实验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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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中的关系加工指归类，项目加工指评定。





人们相信，学习时归类主要有利于无关联单词，因为对这类单词来说，由喜爱程度评定获得的信息是多余信息；相反地，喜爱程度评定主要有利于关联单词，因为对这类单词来说，由归类获得的信息是多余信息。当然，归类与评定的作用还要依赖于是自由回忆或是再认测验。自由回忆时，对关联单词的评定优于归类（0.48与0.42），但相反的结果是，对无关联单词的归类优于评定（0.47与0.33）。在再认时，对关联单词的评定优于归类（0.93与0.73），这与自由回忆的结果类似，但对无关联单词来说，归类与评定的作用类似（0.89与0.91），不过0.89与0.91都接近天花板效应，可能存在一些不明的原因。

这项实验表明，学习变量（归类或评定）的作用既依赖学习材料（关联或不关联），也依赖于测验（自由回忆或再认）。这样，我们就不能把记忆理解为一种绝对的东西（例如，只要复习次数愈多，记忆痕迹就会愈强，记忆就肯定好），记忆是相对的，它主要依赖于提取与加工的交互作用。

记忆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思想被Craik进一步发挥。他认为，记忆不是知觉到的事件的原封不动的记录，它不是如录像带一样静止地保持着的。记忆是一种活动，当刺激输入到认知系统进行加工后，就微妙地改变了整个认知系统，提取时，如果原来的加工事件的许多方面重新呈现就能够推动认知系统进入大体上同以前加工时一样的活动，于是回忆就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即提取与加工一致，就容易导致原来加工事件的“复活”，导致良好的回忆效果。

Craik等人（1983，1996）指出，编码与提取进程是非常类似的。编码过程基本上就是对事件的知觉与理解，而提取过程则是对编码过程的重演，但方向相反。来自神经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证据也显示，提取涉及的神经通路与知觉和存储同类信息的神经通路有很多的重合。事实上，编码与提取过程的某种重合可被假定是必然的，因为同一被试开始编码的与后来提取的是同样的经验事件。

但是，编码过程与提取过程仍然存在着差别，其主要差别之处在于，编码过程是控制的过程，而提取过程则有很多自动化的成分，因此，编码时分心（division of attention）比提取时分心对记忆造成的损害更大。

怎样对编码与提取过程的类似性与差别性作统一的理解呢？Craik设想，从最终结果上看，编码与提取最后达到的对事件的心理（和皮质的）表征是非常类似的，但是，形成与重新激活这些表征的控制过程是大不一样的。例如，Tulving等人在综合10多项PET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情景记忆的大脑半球编码、提取的非对称模型（Tulving et al., 1994）。按照这个模型，左右前额叶是情景记忆的相关脑区，但这两部分脑区所起的作用不同。左前额皮层区更多涉及从语义记忆提取信息并同时对提取到的信息的新颖部分实行编码、存储到情景记忆中。而右前额皮层区则更多地涉及情景记忆的提取。由此可以看到，进行记忆的综合研究，即将认知、神经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一条更富有成效的途径。

二、启动效应与记忆系统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研究者普遍承认存在着多种形式的记忆（见图8-14）。如果将图8-15、图8-16与图8-14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记忆的理解是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深刻了。大约1960年以前，心理学家认为记忆就是形成联想，应该说这是对记忆相当简单与贫乏的理解；大约从1960—1980年心理学家将记忆区分为不同的形式，即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并且着重研究了记忆的编码、存储与提取过程；大约1980年以来，心理学家将短时记忆扩展为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工作记忆又由3个成分组成。将长时记忆区分为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和程序记忆（procedural memory）。这种区分是强调这3类记忆存储的知识性质不同：情景记忆是关于个人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忆，语义记忆是关于世界各种知识的记忆，这两类记忆都是有意识的记忆，也可以归为“知道什么”的记忆（knowing that）；程序记忆是关于怎样做的记忆（knowing how），它是通过熟练的行为和认知程序来表达的，它与意识相分离。如骑自行车、游泳、走路、阅读（课文）等，都属于程序记忆。近十多年来记忆研究者着重研究长时记忆怎样对不同的记忆测验做反应。一类是外显的记忆测验（explicit memory tests），如自由回忆、线索回忆、再认。另一类是内隐的记忆测验（implicit memory tests）。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s）或内隐记忆正是应用各种内隐记忆测验揭示出来的极为重要的记忆现象。启动效应的基本特征是与意识分离，所以它又被称为无意识的记忆。而外显记忆的基本特征是与意识相联系，是有意识的记忆。为了说明启动效应，为了说明无意识记忆与有意识记忆的关系，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传输适当认知程序的观点（transfer-appropriate procedures），另一种是记忆系统的观点（memory systems）。“为什么内隐记忆（启动效应）如此值得去了解？一个不容辩驳的答案是，许多存在于内隐记忆条件下的东西都表现得与外显记忆完全不同，或是独立于它。科学家们很自然地对与他们预期不符的令人惊奇的现象感到困惑，而内隐记忆无疑正属于这种现象”（Schact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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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认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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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5　大约1960～1980年心理学家认为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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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6　大约1885～1960年心理学家认为的记忆

（一）启动效应的概念与测量方法

启动效应是指执行某一任务对后来执行同样的或类似的任务的促进作用。它与正迁移类似，但后者是在总体效果上进行测量的，启动效应的测量单位却十分具体。例如，学了“息、云、国……”等单字后，把它们与未学过的一些单字随机混合，在速示器上逐个以极短时间（几十毫秒）呈现，要求被试读出所见到的单字，典型的实验结果是，“息”、“云”、“国”等学过的字读出来的概率高于未学过的字，两者的概率之差就是对启动效应的测量，这就是测量启动效应的“知觉辨认”的方法（perceptual identification）。在这里，启动效应是由逐个对应于学习阶段的单字、图画等材料累计得来的。

启动效应又分直接启动（direct priming）与间接启动（indirect priming）。在直接启动中，测验项目与学习项目是相同的，例如在刚才的例子中，速示器上呈现的“息”字是被试学习过的；而在间接启动中，测验项目与学习项目有关，但并不相同。例如，学习了“医生”单词后，在测验中会使“护士”的反应时缩短。直接启动又称为重复启动（repetition priming），因为同一项目在学习和测验中都出现过。目前记忆研究中未作特别说明的启动效应就是指直接启动，我们以下讨论的启动效应也是指直接启动。

启动效应的测量方法除上面说到的知觉辨认外，还有词干补笔（word stem completion），补笔（word-fragment completion），等等。

下面以英文为例说明什么是词干补笔测验（参见表8.12）。

表8.12　两组被试学习字单与词干补笔测验字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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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试学习一系列单字之后，主试给第1被试组提供单字的开头的3个字母，要求被试把心中首先想到的单字填出来。从表上我们知道，他们填成shade，print就算对；当然，第2被试组虽然没有学过shade和print，但给他们提供sha____和pri____的话（见测验字单第2被试组一行），有时他们碰巧也能填对，即填成shade和print。这种碰巧填对的概率，即机遇概率，就作为测量启动效应的基础值。总体说来，第1被试组填对sha____与pri____的概率要高于第2被试组，第2被试组填对cha____与tra____的概率要高于第1被试组。学过字填对的概率减去未学过字填对的概率就叫做启动效应。

补笔测验与词干补笔测验类似，但它在测验中不是提供单字的头3个字母，而是提供单字的缺笔字，要求被试把他心中首先想到的单字填出来。例如，在学习过ASSASSIN之后，给被试的缺笔字是A____A____IN，它是随机去掉一些字母构成的，其余测验程序和启动效应的计算同于词干补笔。汉字的补笔测验与词干补笔测验请参见图8-17。

现在人们把自由回忆和再认等传统的测验记忆的方法叫做外显记忆测验（explicit memory tests），其特点是这些测验要求被试有意识地努力去提取信息；把知觉辨认、补笔和词干补笔等测验记忆的方法叫做内隐记忆测验（implicit memory tests），其特点是，这些测验并不要求被试有意识地努力去提取信息，只是要求他们专注于完成眼前的作业就行，如在知觉辨认中，只要求被试读出短暂呈现的单字。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在所有内隐记忆测验中，待测验的材料都不是原先学习时的完整形式，而是以一种残缺的形式出现（在知觉辨认中，你无法看清楚快速呈现的单字），要求被试把它补全，或把它辨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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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7　3种测验方式A、B、C

A．补笔，它是随机去掉笔画，只保留9笔画构成的。B．带部首补笔即词干补笔，它保留部首，另一部分随机去掉一半笔画构成。它只有一种可能填成有意义单字。C．部首补笔即词干补笔，它只保留部首，是有多种可能填成有意义单字的缺笔字。





进行内隐记忆测验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内隐记忆测验会受到外显记忆的影响。因此，通常的内隐记忆测验并不总是对内隐记忆功能的测量。例如，要是提供测验材料sha____给被试，当指示语是要被试回想刚才学过的单字（如shade）时，这个测验就是线索回忆，属有意识记忆；当指示语要求被试迅速把心中首先想到的单字填出来时，这个测验就是词干补笔，属无意识记忆。对于一名大学生或一名具有良好外显记忆的其他被试来说，当指示语要求作词干补笔时，他也许实际上是在作线索回忆。

为了解决研究中的这一基本的方法学问题，Schacter等人于1989年提出了“有意提取标准”。这一标准包括两个关键成分：①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测验中客观的线索是相同的，只是提取的指导语（内隐或外显）不同；②实验操作程序是相同的，但它对两种测验的影响不同。

基本的论据在于，当这些条件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排除内隐测验任务中混杂了有意提取策略的可能性。这里的逻辑十分简明：如果被试在内隐测验中进行外显的提取，那么，他们用相同线索进行内隐和外显测验中的成绩就会受到实验操作程序相似的影响。而在实验条件下得到不同的结果，就表明内隐记忆测验未被外显的意识混杂（Schacter, 1989）。解决内隐记忆测验不受意识混杂的另一条途径是Jacoby提出来的“过程分离程序”（process-dissociation procedures）（Jacoby, 1991；朱滢等，1997）。

（二）遗忘症病人的实验性分离现象

人们把在同一自变量影响下两种测验产生相反结果的情形称为实验性分离（experimental dissociation）。E. Tulving曾对实验性分离作过如下的描述：“符合实验性分离逻辑的实验是这样的：控制单一的变量而比较在两种不同的测验任务中变量的效应……如果变量影响被试在一种测验任务中的结果，但不影响另一种测验任务的结果，或者变量对两种测验任务的结果的影响有不同的方向，我们就说分离产生了。”

我们先来叙述一下遗忘症病人（amnesic patients）的实验性分离现象。

记忆的神经心理学关于遗忘症病人的研究是目前启动效应研究的原动力。遗忘症病人由于某种形式的脑损伤而丧失记忆，不过，这些病人的知觉能力、语言和智力基本上保持完好。长期以来，人们相信遗忘症病人不能把语词信息从短时记忆传递到长时记忆中去，即他们不能保存新鲜的经验。但是，Warrington和Weiskrantz（1970）的实验却改变了人们的看法（Roediger et al., 1989）。

他们让4位遗忘症病人（3位柯萨柯夫遗忘症病人与一位颞叶切除术病人）与16位控制组病人（无脑损伤）学习字单，然后进行4种记忆测验：自由回忆与再认，模糊字辨认（word fragment identification，测验时将字迹弄得模糊不清，要求被试说出是什么字）与词干补笔。有些结果是预料之中的，遗忘症病人在自由回忆与再认的测验中都比控制组差（见表8.13）。但使人惊讶的是，在其余两项测验中，遗忘症病人与控制组的成绩一样好（词干补笔中控制组稍优于病人但差异不显著）。换句话说，即遗忘症病人也能保持词语信息，但是这种保持要在特定的测验中才能表现出来。

表8.13　遗忘病人对语词信息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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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4　3项实验的综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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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P. Graf（1984）等人在题为“遗忘症病人不会遗忘的信息”的论文中，报告了他们对3种类型的遗忘症病人（柯萨柯夫遗忘症、酒精中毒柯萨柯夫遗忘症以及缺氧脑病）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表8.14是3项实验中在意义加工的条件下（要求被试对所见到的单字作喜欢或不喜欢的5点量表评判），遗忘症病人与控制组被试的结果。从表上可以看到：

①在外显记忆测验中（自由回忆），病人显著地不如正常人，这表明病人的外显记忆受到严重损伤；在另一项外显记忆测验中（有线索回忆），结果是类似的。控制组69％与病人组58％在统计上有显著差异。

②在内隐记忆测验中（词干补笔），病人组57％，与正常组49％相比，表示病人的内隐记忆仍然保留。

③比较词干补笔与有线索回忆两种测验中两类被试的结果可以看到，正常人从49％上升到69％，而病人则从57％到58％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在有线索回忆时，当主试明确要求被试以缺笔字（如sha____）作线索来进行有意回想时，正常人大大地提高了成绩；但是病人由于脑损伤而不能回忆，所以主试的指示语并没有发生效力。

遗忘症病人具有启动效应，但这些启动效应都是对已知的文字和图画表现出来的。问题是遗忘症病人是否也像正常人一样，对先前并未存在于记忆表征中的新的或不熟悉的材料表现出正常的启动效应。换句话说，即遗忘症病人能否学习新的信息？Graf与Schacter（1985）首次考察了遗忘症病人形成新联系的可能性。他们给被试呈现一系列词对（如，window-reason），每呈现完一个词对，要求一组被试用词对造句（如她有充足的理由打开窗户），而另一组被试则判断词对中的两个词是否有一样多的元音字母。在测验阶段，一半测验是在同样的上下文关系中进行的，即原来的词对第一个字是完整的，第二个字只是呈现词干，要求被试把词干填成一个有意义的单字（如，windows-rea____?），另一半测验是在不同的上下文关系中进行的，即原来的词对被拆散了，但也要求填词干（如，mother-rea____?）。

结果表明，window-rea____这一半测验的启动效应大于mother rea____这一半测验的启动效应，而且，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意义加工即造句的实验条件下。这说明遗忘症病人通过造句在头脑中对window与reason形成了一定的新的联系（之所以说是新的联系，是因为window与reason并没有像doctor与nurse一样必然的联系），这种新的联系帮助病人在window-rea____条件下表现出更大的启动效应。

关于遗忘症病人保留有记忆能力的研究，最初的兴趣只集中在对病人的诊断上，即这些病人是以其很差的外显记忆与完好的内隐记忆为特征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同一个人身上外显记忆测验与内隐记忆测验之间的分离现象赋予了理论上的意义，认为研究这种分离现象是理解人类记忆本质的全新的途径。例如，从道理上人们普遍承认，人类的遗忘症是由边缘结构及间脑结构的损伤造成的。但遗忘症病人保留的启动效应和技能学习证明这些结构对内隐记忆是不必要的。

（三）正常人的实验性分离现象

1982年Tulving等人（1982）发表了题为“补笔的启动效应独立于再认”的论文，他们用正常人作被试，也重现了在遗忘症病人身上表现出来的不一致现象。Tulving等人让正常人被试学习96个低频英语单字，学习后1小时进行再认测验与补笔测验，7天以后重复这两种测验，实验结果见图8-18。图8-18最显著的特点是，情景记忆7天后遗忘很多（由再认结果显示出来），但由启动效应显示的内隐记忆7天前后没有差别，即仿佛启动效应不会遗忘一样！另外，实验数据分析表明，测验中正确填对缺笔字的概率与被试自以为是学过的字或自以为是未学过的字无关（对同一个字既进行再认测验也进行补笔测验），换句话说，即补笔正确率是独立于再认的。这种在单个项目水平上两种记忆测量缺乏相关被称为随机独立。启动效应与再认记忆之间的随机独立性的证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可能揭示了启动效应与再认记忆分别属于不同的记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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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8　7天前后再认与补笔的保持

（Tulving, Schacter, & Stark, 1982）





朱滢等人（1989）进行了知觉辨认（速示器辨认）与再认是否相互随机独立的实验研究，目的之一是验证知觉辨认与补笔是否具有同样的内隐记忆性质。

实验设计为2×2×2的组内设计。第一个因素为测验类型：再认与知觉辨认（快门辨认）；第二个因素为测验间隔时间：半小时与7天；第三个因素是测验项目类型：学过的单字与未学过的单字。学习材料是160个低频汉字。被试为北京大学各系自愿报名参加实验的学生共25名。实验程序如下：

①学习部分。每个被试先学习5个缓冲字，然后学习40个单字，再学习5个缓冲字。休息5分钟后重复上述程序。这样共使用20个缓冲字和80个学习用字。缓冲字对每个被试均相同。使用缓冲字是为了避免系列位置效应，它们不包括在160个单字内。

②测验部分。每个被试学习后半小时连续进行如下测验：①再认A（20旧字，20新字）。②知觉辨认B（20旧字，20新字）。③知觉辨认A。④再认B。每个被试学习后第7天连续进行如下测验：①再认C（20旧字，20新字）。②知觉辨认D（20旧字，20新字）。③知觉辨认C。④再认D。上述A、B、C、D各包括的单字对每个被试来说都是随机选择的。括号内的“旧”、“新”分别指学过或未学过的单字。

学习与再认都是由长城0520CH微型计算机来控制的。学习时一个字在屏幕上停留3s。再认时依次逐个呈现汉字，让被试按两个不同的键分别对旧字和新字作反应，判断时间不限。知觉辨认用自制速示器进行。每个字按仿宋体用毛笔写在道林纸卡片上（白底黑字），高宽各约10cm，对被试形成的视角为7.74°。汉字卡片放在速示器后部由灯光照明，离汉字11cm处有一块玻璃，上面贴有两条宽1cm的白胶布，第一条距卡片顶端3.5cm，两条之间相距2cm，这种安排是为了使被试不易辨认汉字，因为预试表明，对于完整的汉字只呈现10ms被试也能容易地辨认。玻璃上测得的平均照度为50lx。玻璃距被试的观察小窗口63cm，窗口上有一个美国拉飞耶得公司生产的电动快门控制汉字呈现时间。辨认时被试先练习5张卡片。正式实验时，每次主试说“准备，下一个字”之后，被试稍作准备，自己按开关，然后报告所看见的汉字。每个字呈现50ms。50ms的选用由预备实验确定，在这样的速度下对未学过的单字正确辨认率平均在48％左右。

表8.15和表8.16代表了不同测验顺序的结果。

表8.15　再认—快门辨认顺序的简单概率与联合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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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实验中联合概率与其理论预期值之差。


**
 Tulving 1982年实验类似的结果。





对表8.15再认结果的F检验表明，学习结束后半小时的再认百分比显著高于7天后的结果。

表8.16　快门辨认—再认顺序的简单概率与联合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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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表8.16速示器辨认结果的F检验表明，7天前后新旧单字辨认概率的差别即启动效应并无显著变化。

再认与速示器辨认是否相关？概率论关于相互独立随机事件的规定如下：若事件A与B满足：

P（AB）＝P（B）P（B）

则称A与B相互独立。Tulving关于再认与补笔的启动效应是相互独立的随机事件，从而推论启动效应与再认各属于不同的记忆系统，就是依据了这个公式。参照Tulving等人1982年的结果，可以认为表8.17中各种场合的联合概率等于其理论预期值，差值在千分之几的水平上。但表8.16中联合概率不等于其理论预期值。

该实验证明，速示器辨认的汉字启动效应7天之后没有下降；另一方面，再认—快门辨认顺序的联合概率等于其理论预期值，由此可以认为，这种实验条件下的再认与速示器辨认的启动效应是无关的，但是，快门辨认—快门再认顺序的联合概率不等于其理论预期值。

实验心理学家认为，“困难的情况是在概念上围绕着这样一个事例，即两种反应测量值都有高度可靠性（因此也有敏感性），但是彼此之间没有相关。这种情况在根本上强迫得出这样的结果：两种反应测量标示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如果自变量不是以同样方式来影响两种反应测量，这个结论就特别肯定。在这点上我们只能作理论性的思考，因为资料不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东西了。”（B. J. 安德伍德和J. J. 肖内西，1981）知觉辨认启动效应与再认无关的实验结果有利于证明启动效应属于一种新的记忆系统。

1983年，Jacoby（见Craik, 1983）关于正常人的实验也十分典型，因为该实验证明了外显的与内隐的记忆功能的分离。在实验的第一部分，他要求3组被试在3种条件下大声读出一系列视觉呈现的单词或心里想出来的单词。在“无上下关系”的条件下，呈现单词以前先呈现一排符号（××××），因此被试事先得不到关于该单词的信息；在“有上下关系”的条件下，呈现单词以前呈现它的反义词，这样被试事先得到关于该单词的信息，从而可以预料它；在“想出”的条件下反义词首先呈现，但紧跟着出现一排问号？被试的任务是想出该单词来，而主试不呈现该单词（见表8.17）。通过这种程序，Jacoby巧妙地改变着被试完成的对单词形状的感知觉加工和意义加工的数量。这就是，第一种条件下要求看清字形（感知觉的加工多），因为被试事先无法预料该单词，但同时也要求很少一点意义加工；第二种条件要求较少的感知觉加工，因为反义词首先呈现，这样被试事先就得到有关呈现的单词的信息。但相应地涉及较多的意义加工；最后，“想出”条件基本上不涉及感知觉加工，因为要求被试想出来的单词不在视觉上呈现出来，但是要求最大数量的意义加工。实验第一部分结束后，被试或者进行再认测验，或者进行知觉辨认测验，结果见表8.17。实验结果表明，再认成绩随实验条件从“无上下关系”到“想出”一直上升，而知觉辨认却表现出明确的相反的结果，出现了两种测验之间的分离现象，这就是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在功能上的分离。

表8.17　在3种实验条件下再认和知觉辨认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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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症病人不能回忆所学过的单字，但对这些单字作词干补笔测验时，他们的成绩与正常人一样的好，这就是上面叙述过的遗忘症病人的实验性分离现象。Graf等人（1982）用正常人作被试模拟出了类似的实验性分离现象。实验中将24名大学生随机分成两组。每组学习同样的20个单字，但学习方法不同。单字是一个一个呈现的。第一组被试对呈现的单字作喜爱程度的评判，对最喜爱的单字打7分，最不喜欢的给1分，这是一种定向任务，引导被试作意义加工，因为被试不了解单字的意义就不能作出评判。第二组被试对所呈现的单字的元音字母进行考察，看所呈现单字的元音字母是否与前面单字的元音字母一样，这也是一种定向任务，引导被试对单字作浅层的加工，而忽略单字的意义。20个单字前面还有8个单字用作练习，20个单字后面还有4个单字用于消除系列位置效应的近因效应，也就是说，只用20个单字的结果来进行数据分析。每个被试学习完毕单字以后，先做词干补笔然后作回忆测验。从实验程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2×2的混合设计，实验条件是组间设计，记忆测验是组内设计。实验结果见表8.18。

表8.18　Graf等人1982年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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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的方差分析表明，实验条件与记忆测验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这一结果与表8.17十分类似。

在正常人身上也观察到外显记忆测验与内隐记忆测验之间的分离现象意义重大。换句话说，即没有脑损伤的正常人重复了脑损伤的遗忘症病人身上的分离现象，这表明这种分离现象有着普遍的意义。

上面我们叙述了把模糊字辨认、词干补笔、补笔和知觉辨认等内隐记忆测验引入实验，首先在遗忘症病人身上，而后在正常人身上都发现了实验性分离的现象，即在同一实验变量影响下，外显记忆测验与内隐记忆测验有着不同或相反的结果。

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怎样解释上述的实验性分离现象？内隐记忆的性质是什么？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标志着我们对记忆本质的认识正在深入。

（四）关于启动效应的两种观点

由补笔、词干补笔等测验所显示的启动效应是人类记忆的无意识形式，这种看法是研究记忆的学者都赞同的。对遗忘症病人来说，由于脑损伤而不能回忆（回忆总是有意识地进行的）；对正常人来说，由于专注于眼前的作业（补笔等）而没有回忆。

但是，在回答（三）末尾提到的几个问题时，分歧就产生了。Tulving等人提出了多重记忆系统的观点，认为记忆不是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几个系统组成的。启动效应代表着一种新的记忆系统，即知觉表征系统（perceptual representation system, PRS）（Tulving & Schacter, 1990）；而H. L. Roedige等人则提出传输适当认知程序的观点（transfer-appropriate procedures approach）（Roediger et al., 1989），认为记忆测验是由各种认知过程构成的，测验之间的不一致反映了不同过程的作用。

1．多重记忆系统的观点

Tulving关于人的记忆是由多重系统（multiple memory systems）构成的思想由来已久。1972年他把长时记忆区分为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对记忆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1982年在解释他的实验结果时（见图8-18），他认为启动效应反映了一种新的记忆系统的功能。他的推论是简单明了的：如果启动效应是由情景记忆系统来调整的话，我们应观察到“遗忘”，还应观察到启动效应与再认（情景记忆）的某种程度的相关，但实验结果表明，启动效应既没有遗忘也不存在启动效应与再认的相关。是不是启动效应反映着语义记忆呢？按照语义记忆最通常的观点，学习一系列单字后激活了它们的词汇节点，这种激活一直保持到补笔测验时缺笔字呈现的时候，新近激活的节点（这些节点与学过的字有关）比未受激活的节点（这些节点与未学过的字有关，但这些字与学过的字有部分相同的字母）更易接通，于是产生了启动效应。Tulving认为，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由于启动效应7天前后无变化，人们难以想象激活能维持7天之久。于是他认为启动效应属于情景记忆、语义记忆之外的另一种系统。

1990年Tulving等人继续进行关于启动效应代表着一种新的记忆系统的论证（Tulving & Schacter, 1990）。他让被试学习一系列单字，例如包括PYRAMID和MOSQUITO，然后针对这些单字连续进行两次补笔测验。有时候这两次补笔测验提供的缺笔字是相同的（如两次补笔测验都提供：“__Y__A__ID”作为线索），有时候这两次补笔测验提供的缺笔字有很少一点的重复（如“O__Q__TO”和“S__UI__O”分别在第一次测验与第二次测验）。实验结果表明，在两次连续测验中，使用相同的缺笔字使两次测验结果高度相关；而在两次连续测验中，使用稍有重复字母的不同缺笔字使两次测验结果无关或相关为零。进一步的实验还使用如下方法：假设被试学习了AARDVARK和UMBRELLA，然后进行两次连续的补笔测验，第一次测验的缺笔字包括3个字母，如“__A__D__R”和“U__R__L__”；第二次测验的缺笔字包括5个字母（其中3个字母与第一次测验重复），如“__ARD__AR__”和“U__BR__LA”。实验表明，两次连续测验结果仍然是无关的或者说存在着随机独立性。图8-19代表着许多实验的结果，这些实验的第一次测验是内隐记忆测验，第二次测验或是外显记忆测验，或是同样的内隐记忆测验，但提供的线索不同。图上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实验或某实验中的一种实验条件。由图8-19可以看到，连续两次测验都表现出随机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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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9　连续两次测验获得的随机独立性

（Tulving & Schacter, 1990）





Tulving认为，从这些实验结果可以推测，头脑中接通有关信息从而产生启动效应的通路是不灵活的、非常特异化的（inflexible或hyperspecific）。换句话说，即在一种场合下某一线索是否接通单字在头脑中的表征（a representation）与在另一场合靠另一线索接通同一单字在头脑中的表征无关。这种情形表明，产生启动效应的表征不是含抽象意义的有定位的痕迹（abstract focal traces）。如果产生启动效应的表征是这种痕迹的话，那么针对同一目标（单字）的两种不同线索应该唤起或刺激起同一表征，从而在实验结果上表现为至少是中等程度的相关。实际上，这种中等程度的相关，的确在外显记忆测验中经常发生。由此看来，外显记忆的表征与内隐记忆的表征是不同的。这样，Tulving推测启动效应代表着知觉表征系统，这种系统没有单字的固定的痕迹，也可以说是无痕迹的记忆系统（traceless memory system），但它可能包含单字的多重分布的表征，每一重表征的唤起都是通过一个特殊的线索来实现的。

另一位著名的多重记忆系统观点代表人物是D. L. Schacter。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研究者对遗忘症病人是否对新的信息、新的联系具有启动效应很感兴趣。Schacter等人（1990）应用正常被试做了4个实验来探讨他们对新的客体是否具有启动效应。

Schacter等人使用的实验材料见图8-20。图8-20是两类图形的代表。

一类图形代表实际上可能存在的物体，另一类图形代表现实世界不可能存在的物体。这两类图形对被试来说都是从未见过的。在实验中，大学生被试首先通过完成定向任务学习40张可能物体与不可能物体的图形，每张图形呈现5s。例如，要求被试对单个呈现的图形作高—宽比较判断（高与宽一样，高宽有些差别，高宽差别相当大，高宽差别极大等），这种高宽判断使被试必须对图形进行结构分析，进行深度（in depth）的分析。在另一种定向任务中要求被试对图形进行精细分类（图形属于某类建筑或建筑的一部分，属于某种家具或家庭用品）。学习完毕进行客体决定测验（object decision test）和再认测验。在客体决定测验中，每一图形呈现l00ms，要求被试迅速按键回答呈现的图形是可能的物体还是不可能的物体。在再认测验中每张图形呈现6s，要求被试按键回答所呈现的图形是不是刚才学习过的。一半被试按先客体决定测验后再认测验的顺序进行，另一半被试按相反的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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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0　Schacter等人实验中采用的“可能”和不可能刺激

上面的两个是“可能物体”，下面的是“不可能物体”。（引自Schacter et al., 1990）





下面我们举实验3的结果来作一说明。

从表8.19可以看到，高－宽结构判断下的启动效应类似于精细分类的启动效应（0.09与0.09）；两种实验条件下不可能物体都没有启动效应。

从表8.20可以看到，再认时对于可能的物体精细分类的再认（0.62）显著大于高－宽结构判断的再认（0.31），对于不可能物体情况类似。

表8.19　客体决定准确率：Schacter（1990）实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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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启动效应等于学习过的百分数减去未学习过的百分数。

表8.20　再认的准确率：Schacter（1990）实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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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再认准确率等于学习过的准确率减去未学习过的准确率。





表8.19与表8.20的结果以及其他实验结果可以归纳如下：

①启动效应只存在于可能物体。

②可能物体的启动效应只在实验条件要求被试判断物体的三维结构（高－宽判断）时产生，而在实验条件要求被试对物体只作二维特征判断时启动效应消失。如在Schacter（1990）实验1中，实验条件要求被试判断可能物体的水平线和垂直线的数目时，学习过的准确率为0.67，而未学习过的也达到0.64，两项相减没有启动效应。

③对可能物体作精细分类与对物体的三维结构作判断，两种实验条件下产生的启动效应相当；有时，精细编码还会导致启动效应消失，如在Schacter等人（1990）实验2中，精细编码是要求被试看到图形想出他最熟悉的东西来，结果启动效应近乎为0（0.76—0.73）。

④遗忘症病人也具有可能物体的启动效应。

根据上述结果和其他实验结果，Schacter等人（1990）提出，物体的启动效应可能是由知觉表征系统来调节的，该系统的主要作用就是计算物体的结构描述（structural description）。按照这种说明，不可能物体不存在启动效应是因为，人们在内心中不能对它作出一致的结构描述，以至不能形成该结构的表征；只对物体作二维特征的编码也不能产生启动效应，因为这些编码不能激活结构上的描述。而对物体作三维结构的判断则能导致形式结构描述，在随后的物体决定测验中，对这些物体（图形）的知觉就得到已形成的结构描述的促进，产生启动效应。物体的启动效应是在结构描述水平上的效应，因此语义编码（即精细编码）不能增强物体的启动效应，这一说法与许多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是一致的，即关于物体结构描述的知识可以与关于物体的语义特性的知识相分离。

Tulving和Schacter在题为“启动效应和人的记忆系统”（1990）这篇文章中对知觉表征系统的观点和证据进行了总结。Schacter和Tulving在题为“1994年的记忆系统是怎样的？”（1994）文章中认为，记忆系统的思想来源于多种研究的综合发展：

①发现遗忘症病人的记忆障碍是高度选择性的，即他们外显记忆很差但内隐记忆正常。海马结构（the hippocampal structures）在获取某类信息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②发现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的分离，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分离和陈述记忆与程序记忆的分离。

③认识到许多记忆形式有时以内隐的方式表现出来。1995年Tulving把人的记忆区分为五大记忆系统：程序记忆系统，知觉表征系统，语义记忆系统，工作记忆系统和情景记忆系统（Tulving, 1995）。把这五大记忆系统与图8-16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存在不同的记忆形式是大家都承认的，区别在于是多个记忆系统还是一个记忆系统。下面我们介绍主张一个记忆系统的观点——传输适当认知程序的观点。

2．传输适当认知程序的观点

由Roediger等人（Roediger et al., 1989）提出的这种观点与多重记忆系统的观点不同，它不认为外显记忆测验与内隐记忆测验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记忆系统，而主张记忆系统只有一个，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测验之间的分离现象只是反映了两类测验所要求的认知程序（或过程）不同而已。这种观点包括四个基本假设：

①如果记忆测验所要求的认知过程与学习时所要求的认知过程相似或重叠，则测验的成绩好，否则就差。这一假设与“提取与加工的一致性保证好的记忆”的公认观点是类似的。

②外显记忆与内隐记忆测验要求的提取过程不同，结果，这两类测验从学习时不同的加工过程获益也就不同。Roediger进一步把这个假设分成两项。

③学习时的意义加工、精细编码和心理映象等加工过程导致大多数外显记忆测验（回忆和再认等）成绩良好。大量的实验表明，加工水平、句子的精细编码以及材料的有意义的组织等因素提高了回忆与再认这些外显的记忆测验的成绩。因此，可以认为外显记忆测验是要求概念驱动过程的（conceptually driven processing）。

④大多数内隐记忆测验严重地依赖于学习时与测验时的知觉过程（perceptual processing）的匹配程度。许多内隐记忆测验（例如知觉辨认、补笔与词干补笔等）似乎是提取过去经验中的知觉成分。因此，可以认为内隐记忆测验是要求材料驱动过程的（data-driven processing）。这样，概念加工中的各种变量对内隐记忆测验就不会有什么影响，而表面特征方面的变量（variations in surface features，如感觉道）对内隐记忆测验则有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表面特征方面的变量对外显记忆测验并没有什么影响。

传输适当认知程序的观点（简称程序观点）怎样解释两类测验间的分离现象呢？我们以Jacoby的实验为例（见表8.17）。Jacoby的实验表明，学习时把单字写出来（“想出”的实验条件）比脱离上下文读它，在外显记忆测验（再认）中有更好的成绩（0.78＞0.56）；但在内隐记忆测验（知觉辨认）中，读出单字比写出单字有更多的启动效应（0.82＞0.67）。Roediger认为，这是因为阅读单字比写出单字更多地涉及材料驱动过程，因此对材料驱动测验（知觉辨认）能更好地传输信息，从而导致读出单字比写出单字有更多的启动效应；从有关的线索（热—？）想出单字比脱离上下文阅读（××××—冷）更多地涉及意义加工，因此对概念驱动测验（再认）能更好地传输信息，结果导致写出单字比读出单字有更好的再认成绩。

许多其他两类测验间的分离现象也可以用程序观点来解释。但是，对于像Jacoby这样的实验结果，人们用多重记忆系统的观点也完全能够解释。在Jacoby的实验中，再认属于陈述记忆（情景记忆），而知觉辨认（启动效应）属于程序记忆，因此实验结果的不一致反映了不同记忆系统的功能。既然两种观点都能解释Jacoby的实验，那么反过来说，仅仅进行类似于Jacoby的实验是不能解决两种观点的争论的。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实验设计，其实验结果可以在肯定某一观点的同时否定另一观点。Roediger提出了下面的实验设计（见图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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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1　解释记忆测验分离时区分记忆系统的作用还是加工类型的作用的实验设计

（Roediger et al., 1989）

他认为，如果同时比较4项记忆测验结果，我们就有可能判断，在同样实验条件下，实验结果是符合多重记忆系统观点的预测还是符合程序观点的预测。他还指出，不幸的是，以往绝大多数关于实验性分离现象的实验研究往往只用右上角的测验与左下角的测验作比较（例如，Jacoby的实验就是再认与知觉辨认的比较），因而造成了自变量记忆系统与加工方式的混淆，无法区分两者各自的作用。例如，从纵向看即从多重记忆系统的观点来看，比较右上角测验与左下角测验的分离，可以证明多重记忆系统的观点；但从横向看即从加工方式（程序观点）来看，同样的比较却可以证明程序观点。

1989年Blaxton（见Roediger, 1990）进行了一项实验，同时比较4种测验结果，得出了有利于程序观点的结论（见表8.21）。

表8.21　Blaxton的实验验结果（1989，实验一）（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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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Blaxton首先要求被试在两种实验条件中的一种学习单字。例如，在无上下文关系中大声读出单字（×××——treason），或者在概念线索及头一个字母的帮助下，写出一个单字来（简称产生作用，例如，espionage—，t—应该写出treason）。然后，Blaxton应用了4种测验。在字母线索回忆（graphemic cued recall）中，主试提供treasure（财富）给被试，要他以此为线索去回忆单字即treason（叛逆），这样，线索在形状与声音上类似于目标词，但在意义上无联系。测验时告诉被试，要他们回忆在字形与发音上和线索词类似的词，所以测验属于情景记忆，但却依赖目标词与线索词在视觉与听觉上的类似性。在一般知识（general knowledge）测验中，要求被试回答一般性的知识问题，例如，“因为什么罪行，Rosenbergs被处死？”学了treason这个词，被试就容易回答这个问题。一般知识测验虽然属于启动效应性质的测验，但它要求的认知过程却是概念加工。这样，Blaxton周密的实验设计就使人们能够检验实验性分离是发生在记忆系统之间还是发生在加工方式之间。

表8.21说明，虽然情景记忆与启动效应分属不同的记忆系统，但如果进行的测验是材料驱动测验的话，阅读的作用总是大于产生作用（在情景记忆中0.45＞0.34；在启动效应中0.75＞0.46），原因是字母线索回忆与补笔都要求表面信息的加工；另一方面，虽然情景记忆与启动效应分属不同的记忆系统，但如果进行的测验是概念驱动测验的话，产生的作用总是大于阅读的作用（在情景记忆中0.31＞0.19；在启动效应中0.50＞0.34），原因是自由回忆与一般知识问题都要求概念加工。简言之，实验性分离现象有规律地依赖于加工方式。但是，表8.21同时也表明，实验性分离现象并不是有规律地依赖于记忆系统的。在情景记忆中，有时阅读作用大于产生作用（0.45＞0.34），有时阅读作用又小于产生作用（0.19＜0.31）；在启动效应中，有时阅读作用大于产生作用（0.75＞0.46），有时阅读作用又小于产生作用（0.34＜0.50）。如果记忆系统的功能决定着分离现象的产生，那么在同一记忆系统内，应该出现一致的结果，分离只应该发生在系统之间，但实验结果却与这个观点不符。总之，Blaxton的实验是支持程序观点而否定多重记忆系统观点的。其他许多研究者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Roediger 1990年发表《内隐记忆：无意识的保持》的文章，对程序观点作了总结（Roediger, 1990）。

一般说来，程序观点在说明正常被试的两类测验间的实验性分离现象上是比较成功的。材料驱动测验与概念驱动测验各自要求的认知过程不同，若测验与学习的认知过程匹配，那么测验成绩就好；而测验时与学习时的认知过程不匹配，则导致实验性分离现象。但是，程序观点在解释遗忘症病人的实验性分离时却遇到了麻烦。遗忘症病人外显记忆很差，而内隐记忆却与正常人一样好，程序观点解释为，他们在情景记忆中的概念过程有障碍，但在启动效应中的知觉过程保持完好。这种说明适用于部分遗忘症病人的结果。但是，病人在那些要求概念驱动的内隐记忆测验中也表现了与正常人一样的启动效应，这就不能说他们的概念过程有障碍了。另外，不同类型的遗忘症病人的情形更易于用多重记忆系统的观点来说明。

在本书第一版我们向读者推荐了两篇1998年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综述了当时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它们是：Tulving的《人的记忆的脑／心相关》（1998）和Schacter等人的《记忆，意识和脑成像技术》（1998）。从1998年以来十年间，关于记忆系统的研究人们更多考虑它们是怎样在大脑中组织起来的，即不同的记忆系统的神经机制是怎样的。这方面，有三篇文章值得推荐。它们是：顶叶皮层与情景记忆（Cabeza et al., 2008）；海马与记忆（Bird et al., 2008）；语义知识在人脑中的表征（Patterson et al., 2007）。

三、构建记忆及记忆抑制

（一）构建记忆

Schacter（2007）总结了近十多年有关构建记忆（constructive memory）的研究，试图回答下面的问题：为什么人的记忆不像录像带或计算机一样，精确地、原封不动地存储和提取过去的经验？人的记忆为什么是不完善的，总是要犯各式各样的错误，如记忆错觉（memory illusion）、虚构瞎编（confabulation）、错误再认（false recognition）等？他以构建情景记忆（a constructive episodic memory）为例，认为构建记忆就是把过去不完善的、有各种错误的、零散的经验重新构建起来，从而使个体能模拟或想象未来的情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因为未来不会是过去完全的重现，因此模拟未来的情景要求记忆灵活地抽取和重组过去经验的成分，而不是原封不动地重现过去。换句话说，研究构建记忆就是研究回忆过去与想象未来之间的关系。由于五种记忆系统中只有情景记忆才能让我们回到过去，即回忆过去，因此，构建记忆不是一种新的记忆系统，而是情景记忆的构建性质（the constructive nature）。

过去心理学家习惯将记忆比作“储藏室”，研究记忆的贮存和保持功能，内容几乎都是针对正确记忆的。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记忆看做“历史的舞台”，将记忆看做是人们对过去的经历重建的过程和产物。记忆错觉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包含了许多有关记忆本质的重要信息，因而有关记忆错觉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人类记忆。

Roediger和McDermott在Deese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研究虚假记忆的聚合联想范式，也称DRM（Deese-Roediger-McDermott）范式。在Roediger和McDermott（1995）的研究中，他们选用Deese研究中使用的6个词表。每一个词表包括12个单词，词表围绕某一个未曾呈现的词展开（这个词称为“关键诱饵”），例如，“桌子、坐、腿、座位、柔软、书桌、扶手、沙发、木头、软垫、休息、凳子”就是围绕“椅子”这一关键诱饵而展开的词表。在学习阶段，要求被试听一系列的单词，单词由研究者大声读出，朗读速度为每个单词1.5s。在朗读每个词表之前，朗读者提示被试是第几个词表，例如，词表1、词表2等。在词表的单词全部呈现完毕后，提示被试“开始回忆”，每个词表的回忆时间为2.5min。指示被试先回忆最后呈现的几个单词，然后回忆其他的单词。要求被试写出他们记住的所有单词，但必须是他们确信呈现过的单词。然后进行再认测验。再认词由学习过的词、关键诱饵、相关的未学习过的词（有关诱饵）、无关的未学习过的词（无关诱饵）组成。所有的单词打印在一张纸上。要求被试在4点量表上判断每一个单词是否呈现过。4为“非常肯定学习过”（旧），3为“可能学习过”，2为“可能没有学习过”，1为“肯定没有学习过”（新）。再认测验的时间由被试自己掌握。

虽然学习阶段没有呈现关键诱饵，但不管是在自由回忆或是再认测验中，都能观察到被试对这些没有学习过的关键诱饵表现出高水平的回忆或再认率。在自由回忆测验中，呈现过单词的回忆率为0.65，并表现出标准的系列位置曲线。由于每个词表中，前面单词与关键诱饵的联系更强，所以，在结果中表现出明显的首因效应。再认测验的结果见表8.22。

表8.22　再认测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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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认结果表明，击中率（4＋3）为86％，无关诱饵的虚报率（4＋3）为2％。有关诱饵的虚报率（0.21）显著高于无关诱饵的虚报率，t（35）＝7.40，MSe
 ＝0.026，p＜0.001。关键诱饵的虚报率（0.84）几乎与学习过单词的击中率（0.86）相同，t（35）＜1，MSe
 ＝0.036，差异不显著。

再认测验中，被试判断信心结果表明，在“肯定没有学习过”（旧项目，4）的判断上，对无关诱饵和有关诱饵的判断概率几乎为零。而被试对关键诱饵的判断概率为0.58，对学习过项目的击中率为0.75，显著高于对关键诱饵的判断概率，t（35）＝3.85，MSe
 ＝0.044，p＜0.001。在对“肯定没有学习过”（新项目，1）的判断上，无关诱饵的正确否定概率高达80％，有关诱饵仅为44％，关键诱饵为8％，这个数值几乎等于对学习过项目的判断概率（5％）。

表8-22中判断信心平均分数的结果与上述结果一致。关键诱饵的平均分数（3.3）与学习过项目的平均分数（3.6）非常接近；差异不显著。

总之，相比于无关诱饵和有关诱饵，对关键诱饵的回忆成绩更接近于对学习过项目的回忆成绩。国内对虚假记忆的研究可参阅张力等（1998）和何海瑛等（2001）的文章。

对前额叶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这些病人常常虚构瞎编自己未曾经历过的事件。一般人可能会认为，这些病人既然虚构记忆，那么他们也容易错误再认，即在DeeseRoediger-McDermott（DRM）实验范式中，把未学习过的诱饵词（lure words）当做学习过的词加以再认。但实验表明，这些病人的虚报率却低于正常人（参见图8-22）。实验中给被试呈现“疲劳”、“床”、“醒来”、“休息”、“梦”、“晚上”等（这些单词都与诱饵词“睡觉”有语义上的联系，但“睡觉”一词未呈现）。在随后的新旧再认测验中，呈现学习过的单词，如“疲劳”、“梦”，未学习过的并且与学习过的单词没有语义联系的，如“黄油”，未学习过的但与学习过的单词有语义联系的，如“睡觉”。结果表明，两个病人组的正确再认率（击中减去虚报未学习过的且与学习过的单词无语义联系的单词）都显著低于正常人。而且，两个病人组比正常人都更少作出虚报，即虚报未学习过的但与学习过的单词有语义联系的单词减去虚报未学习过的但与学习过的单词没有语义联系的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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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2　阿耳茨海默氏病人与健忘者病人的虚报率

实验采用DRM范式进行，控制组是与健忘症病人年龄匹配的正常人，老年人是与阿耳茨海默氏病人年龄匹配的正常人。（Schacter & Addis, 2007）





研究者认为，正常人能形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单词的语义梗概（semantic gist）并能保持这种梗概的表征。因此，诱饵词因为与这一表征的语义特征相匹配从而容易错误再认，而与学习过的单词无语义联系的单词不能匹配语义特征从而容易正确地拒绝。而病人组由于内侧颞叶受损只能形成与保持模糊或微弱的梗概表征，这倒使他们对诱饵词（与梗概表征有语义联系）的虚报率少于正常人。但是，正常人的这种错误再认可能是正常的适应记忆过程（adaptive memory process）。有关的脑成像研究支持这一论点。

Slotnick与Schacter（2004）的研究表明，正确再认与错误再认（true and false recognition）的神经基础是类似的，这有利于证明，正常人的错误再认是记忆的适应性的表现。他们的实验使用原型再认范式（a prototype recognition paradigm）进行。呈现一系列抽象的、人们不熟悉的图形让正常被试学习。在再认测验中，要求被试识别出学过的图形（old），未学过的原型图形（与学过的图形在形状上有联系，related），以及未学过的图形（与学过的图形在形状上无联系，new）（参见图8-23）。结果表明，被试能够再认出学过的图形，即学过的击中率（p（“old”/old）＝63.7％）显著大于未学过的虚报率（p（“old”/new）＝26.2％）；特别的结果还在于，出现了未学过的但与学过的图形有联系的图形的错误再认。即未学过的有联系的图形虚报率（p（“old”/related）＝55.6％）显著大于未学过的无联系的图形的虚报率（p（“old”/new））。此外，学过的击中率也显著大于未学过的有联系的图形的虚报率，表明学过的图形与未学过的有联系的图形也能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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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3　正确再认与错误再认类似的神经机制（Slotnick & Schacter, 2004）

过去的研究表明，在正确再认（true recognition）时，海马、双侧顶叶皮层和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都有激活。Slotnick与Schacter（2004）的这项研究也表明，上述脑区在对新的未学过的原型图形作错误再认（false recognition）时，以及正确再认学过的图形并正确拒绝新的无联系的图形时都有激活！这证明正确再认与错误再认激活的脑区类似，进而说明正常人的记忆错误是记忆的正常功能。

D'Argembeau与Van der Linden（2004）在一项行为实验中直接比较“重新经验”过去的情景与“事先经验”未来的情景，对构建情景模拟的假设（the constructive episodic simulation hypothesis，即构建记忆就是重新构建过去的经验，使得个体能模拟或想象未来）作验证。他们要求被试或者回忆过去的特定的事件，或者想象将来可能发生的特殊的事件，被试还要按照一个量表的要求，对每一项过去的事件或将来的事件评估它的知觉详细性（perceptual details），所涉及的情绪的正负性和强度，以及空间信息的清晰度。被试还要指明在该事件中，他自己是什么角色：他在事件中观察他自己的表现，或者作为旁观者他观察整个情景。D'Argembeau等人发现，与想象将来的事件相比，回忆出来的过去事件有着更丰富和更鲜明的感觉特征与背景特征。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了回忆过去与想象将来之间的显著共同之处。时间上相近的过去事件或将来事件比时间上相距远的，都有更丰富的感觉特征与背景特征，也都具有更强的感情色彩。还有，不管是过去事件还是将来事件，被试对时间相近事件比时间相距远的都更愿意采取观察整个情景的视角。

Addis等人（Addis et al., 2007）研究了过去事件与将来事件构建与精细编制时的脑区活动。他们发现，回想过去与想象将来都激活了左侧海马和右侧枕叶（BA19）。

（二）记忆过程中的抑制

抑制过程在注意和记忆等许多认知功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无论是在对认知的计算机模拟或是神经心理学模型中，它在记忆提取和选择性注意中都有重要的作用。记忆过程中的抑制会导致信息的遗忘，这是人类的一种重要机能，也是近年来心理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忘记过时的信息和痛苦的事件对人的身心健康是十分必要的，在对这一过程的实验室研究中，定向遗忘和提取诱发遗忘这两个范式被应用得最广，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

1．定向遗忘

定向遗忘（directed forgetting）也称有意遗忘（intentional forgetting），指遗忘的有意性和指向性，其研究与自然遗忘的研究有所不同，是一种有效控制意识内容的方法。Bjork于1972年提出了有意遗忘的研究范式，认为有意遗忘的关键在于实验材料呈现完毕后，向被试给出指示语，要求记住一些材料而忘记其他材料。如果确实存在有意遗忘现象，那么要求被试只回忆指定记忆的项目（to-be-remembered material, TBR）时，只有非常少的指定遗忘的项目（to-be-forgotten material, TBF）掺杂进来；当要求被试回忆所有项目时，指定遗忘的项目被回忆出的可能性将低于指定记忆的项目。

定向遗忘的研究范式有两种：单字方式（word method）和字表方式（list method）单字方式的具体操作流程为：先呈现一个项目，被试按照实验任务要求对之进行编码加工，间隔一定时间之后出现指示语，告诉被试这个项目是需要记住的还是需要遗忘的，一定间隔之后呈现下一个项目。字表方式，实验过程如下（见图8-24）：将一组学习材料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两部分材料分别呈现。有两种实验条件：①R（remember）实验条件，指示被试对前半部分材料（记忆项）和后半部分材料（记忆项）都进行记忆；②F（forget）实验条件，指示被试对前半部分材料（遗忘项）进行遗忘，而对后半部分材料（记忆项）进行记忆。呈现完毕后，让被试按照要求对所有项目进行自由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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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4　实验程序流程图

结果发现，对于同一个被试来说，相对于那些要求记忆的材料，被试对那些要求遗忘的材料有较差的回忆效果，表现出定向遗忘效应。

在Basden和Basden（1996）的研究中，他们采用3×2×2混合因素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材料形式（图片、单词伴随想象和单词不伴随想象）、定向遗忘范式（单字方式和字表方式）以及实验条件（R实验条件和F实验条件）。其中，前两个自变量为组间设计，第三个自变量为组内设计。每一种材料形式实验条件都设一个控制组，控制组被试不接受定向遗忘指导语。

要求单词伴随想象组被试当每一个单词呈现时在头脑中想象该单词表示的事物，其他两组被试（图片和单词不伴随想象）只要求他们尽量记住呈现的每一个单词。每一个单词呈现后，呈现1.1秒的空屏或光点。对于单字方式组被试的指导语中说明，如果单词呈现完后，出现空屏，请忘记该单词；出现光点，请记住该单词。对于字表方式组被试的指导语中，要求他们忽略某些单词后面的光点。

研究结果见表8.23。因变量为对记住和忘记项目的自由回忆成绩。控制组中记住和忘记项目的区分与各种条件下各实验项目的区分一致。

表8.23　自由回忆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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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材料形式（图片、单词伴随想象和单词不伴随想象）×定向遗忘范式（单字方式和字表方式）×实验条件（R实验条件和F实验条件）的方差分析显示，三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2，127）＝3.53，MSe
 ＝0.036。随后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单字方式或字表方式下，对图片、想象、单词三种材料来说，指示语要求记住的部分其自由回忆成绩均高于指示语要求遗忘的部分。另外，在单字方式或字表方式下，实验组对要求记住的部分的回忆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相应部分的回忆成绩，而实验组对要求遗忘部分的回忆成绩则显著低于控制组相应部分的回忆成绩。

对于定向遗忘产生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解释。最早Bjork提出了两阶段模型来解释有意遗忘的单字范式，项目呈现之后记忆线索呈现之前为第一阶段，启动了对项目的编码，项目被保持在初级记忆。记忆线索呈现之后为第二阶段，记忆线索引起了对记忆项目和遗忘项目的区辨性加工（distinctive processing），即对记忆项进一步精细编码并进行复述，而对遗忘项停止复述，使得记忆项和遗忘项之间出现了分离，类似于加工水平效应。在之后的研究以及理论建设中，两阶段模型逐渐发展成为选择性复述模型（selective rehearsal model，又称编码理论）。选择复述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单字方式的有意遗忘现象，但字表法的定向遗忘更适用于提取抑制（retrieval inhibition）这一理论认为，被试是否出现有意遗忘，主要与他们的认知抑制能力发展有关。抑制过程主要发生在提取阶段；在提取阶段时，虽然项目已经成功地编码进入长时记忆，但由于受到抑制，导致记忆成绩受损（宋耀武等，2003）。

2．提取诱发遗忘

提取诱发遗忘现象是指回忆部分记忆材料时往往会使得相关记忆材料的回忆量降低。Anderson等人（1994）首先提出了“提取诱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的概念以标识这一现象，并建立了此后被研究者广泛采用的研究范式。

提取诱发遗忘研究的一般范式分为四个部分：①学习阶段。安排被试学习若干类词对，以“类别名称－样例”的形式呈现，如“fruit-apple”、“furniture-sofa”等；②提取练习。从全部类别中选择出一半，再从这些类别所组成的“类别名称－样例”词对中各选择出一半用做线索提取，形式仍然是向被试呈现词对，但其中的样例单词只给出前面的两个字母，如“fruit-ap____”等，要求被试根据这些线索回忆出完整的样例单词。假定在学习阶段呈现了“fruit”和“furniture”两类词对，然后以“fruit”类中一半的词对来做提取练习。例如，向被试呈现“fruit-ap____”、“fruit-or____”，要求其回忆出完整的样例单词（正确答案是apple和orange），而“fruit-pear”等属于“fruit”类的另一半词对则不做提取练习。通过这项实验安排，所有学习材料被分成了三大类，一类是做过提取练习的词对（如本例中的“fruit-apple”和“fruit-orange”等，记为Rp＋），另一类是与Rp＋属于相同类别但样例未做过提取练习的词对（如“fruit-pear”等，记为Rp－），第三类是类别与样例都没有做过提取的词对（所有“furniture”类单词，记为Nrp）。③干扰阶段。④回忆测验。给出全部类别名称，要求被试回忆出在学习阶段见到的所有样例单词。

Anderson等人（1994）一项典型结果见表8-24。从表8-24可以看到，重复提取练习提高了Rp＋项目的线索回忆率（73.6％），相对于基线值（Nrp，48.4％），两者差异显著，F（1，32）＝136.9，p＜0.0001，MSe
 ＝0.022。更重要的是，Rp－项目（37.5％）显著低于基线值，F（1，32）＝30.3，p＜0.0001，MSe
 ＝0.019。这说明的确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现象。杨红升等（2004）将提取诱发遗忘的实验范式应用于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被试的自我参照加工条件下没有出现提取诱发的遗忘，这与西方被试的结果是一致的（Macrae, 2002）。但是，中国被试的母亲参照加工条件下也没有出现提取诱发的遗忘，它与中国被试的自我参照没有出现提取诱发的遗忘是一致的，有利于证明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包含母亲。当然，他人参照加工条件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

Anderson等人（1994）的结果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也在不同的领域得到重复验证。对于提取诱发遗忘现象的理论解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方面，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一效应反映了项目间提取强度的竞争。由于Rp＋项目通过提取练习得到了促进，因此Rp－项目的竞争力降低，提取强度相对减弱，导致了测验阶段中前者对后者的阻碍作用。这一种理论解释并未涉及对Rp－项目的主动抑制。但另一方面，许多研究却表明提取强度的竞争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提取诱发遗忘效应是由主动的抑制过程所引发的。Anderson认为，当不同项目被一个线索（范畴名称）同时激活时，为了成功地提取目标项（Rp＋），我们主动抑制了分心项目（Rp－），因而虽然Rp－和Nrp在练习阶段都没有得到提取，但前者的最后回忆成绩低于后者。他使用了独立探索技术（independent probe technique），在测验阶段使用新的提取线索，仍然观察到了提取诱发遗忘，这与竞争模型的预期并不相符，说明遗忘的发生并非由于线索与Rp－项目间的通路受阻或者强度相对减弱，而是项目本身的表征水平受到了主动抑制，记忆痕迹的可获得性降低。因此支持了主动的抑制过程在这一效应所起的作用。

表8-24　提取诱发遗忘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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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过程中的抑制对于现实生活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人们感兴趣的是个体怎样防止过时信息和痛苦事件的侵入，如怎样指导受到性虐待的儿童受害者去遗忘曾经发生的虐待，或受害者自己应怎样去忘记该事件。这就要知道个体怎样获得和实现对记忆功能的有意控制，即定向遗忘。另外，对一些事件的重复提取也可能导致对相关事件的无意识的抑制，例如在创伤性事件的记忆重构中，如果要求受害者多次回想当时的一些正性体验，可以达到对负性体验的抑制和消除作用，减弱创伤性事件的负性影响。可见记忆中的抑制过程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大的意义。

问　题

1．什么叫做部分报告法？

2．短时记忆的容量怎样既受块的大小又受每块的音节数决定？

3．Simon是怎样将组织理论与音节理论统一起来的？

4．怎样进行实验获得系列位置曲线？

5．区分短时存储与长时存储的证据有哪些？

6．什么是系列位置效应的恒定比例法则？

7．什么是记忆的加工层次概念？

8．什么是编码特异性原则？

9．启动效应的测量方法是怎样的？

10．举例说明记忆的实验性分离现象。

11．1983年Jacoby关于再认和知觉辨认的实验（见表8.17）是怎样进行的？怎样解释这个实验结果？

12．Tulving关于记忆系统的观点是怎样的？

13．怎样研究记忆中的抑制过程？

14．怎样研究错误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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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报》，1982年，第1期，第99～103页。


9　心理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中心。他认为，语言有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层次，表层结构即句子结构；深层结构则是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可以通过转换规则转换成不同的表层结构。这时期的研究主要采用反应时技术，考察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差异对句子阅读理解的影响，以检验语言的心理真实性。在信息加工观点兴起之前，这种研究取向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自80年代开始心理语言学有了全新的视角。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发现，不同部位的脑损伤导致不同的语言障碍。这表明，听或说、读或写等，不同的语言过程有着不同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语言功能是模块化的。这一时期除了脑损伤研究，研究者还广泛采用眼动等时间精确度更高的实验技术。但是幼年时期脑损伤而成年后语言功能恢复良好的个案显示，语言功能的模块化程度并不像最初以为的那么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非模块化的。研究者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来对语言功能的非模块化进行研究。

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关心的是“我们是如何从语言中生成意义的？”；而由于语言功能模块化的争论，对语言过程的脑机制的关注也在增强。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实验技术，如反应时测量、脑损伤研究、眼动技术、计算机模拟等方法依然广泛使用，而新的实验技术——ERP、脑功能成像等也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研究中。当前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主题有三：语言获得与发展、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

第一，孩子们是怎样学习语言的？

想象一下你现在只有10个月大，在你眼里这个世界混乱无序，但是，很快你将说出你生命中最初的一个词，这个词很可能是“妈妈”或者“爸爸”。而在接下来的四五年里，你将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学会数以万计的词语，以及各种句法结构。这种速度，令你在成年后学习一门外语时，欷歔不已。——但是，你已经失去了那种能力。

那么，在我们生命的最初阶段是怎样学习语言的？在我们渐渐长大的过程中语言学习又是怎样进行的？这个过程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又是什么？语言障碍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些都是语言获得与发展所要研究的课题。

第二，我们是如何理解听到的话、看到的文字的？

当你阅读这一章节，试图理解文中的意思时，你就开始了一系列认知加工过程。首先，这些文字的字形信息通过视觉系统传输到大脑，此时你要对文字进行模式识别；随后，你将单个的字或字母组合成词和词组，在心理词典中激活与之相关的语音和语义信息；接着，你借助句法信息，将单词和词组整合成句子，从而达到对句子的理解；最后，对句子所表达的意义及其排列组合进行的加工整合，使你构建出整个篇章所表达的内容，最终达到对文章的理解。这就是阅读理解。同样，当你听一段话的时候，类似的过程也发生了。首先要将听觉系统接收的音韵信息转化成单词，然后通过对单词的语义和句法的整合获得整个句子的意义，最后将所有句子整合在一起从而理解整段话的意思。

这一系列认知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语言理解所要研究的对象。从视觉语言（阅读）到听觉语言（听讲），从音韵特征、字词结构，到句子理解、篇章理解，等等。语言理解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在心理语言学中，半数以上研究都是围绕语言理解进行的。这是心理语言学研究最丰富、最深入的一个领域。

第三，在我们说话和书写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语言理解是接收来自外界的语言信息，通过加工分析，并获得所指内容的过程。语言产生则截然相反。我们想要表达某些东西，首先在脑海中计划，形成一个概念，选取合适的词语，组织它们，最后将它们用声音或文字表达出来，这就是语言产生。

同样，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是语言产生研究的对象。语言产生研究的范围跟语言理解一样广泛，包括书面的和口语的，包括音韵、字词、句子和篇章。不过由于实验方法的限制，对语言产生的研究要比语言理解的少一些。可以预期，随着实验技术的发展，这个领域将得到更广泛、更充分的研究。

无论是语言产生、语言理解，还是语言的获得与发展，在进行心理语言学研究时，都要特别注意两个方法论问题：

其一是对因变量测量的时刻。这涉及即时加工（on-line processing）和延时加工（off-line processing）的区分。前者指在阅读或听说的过程中动态发生的对语言材料的加工，后者指在阅读或听说结束后、完成特定任务时发生的加工。现在一般认为，语言理解过程中，这两种方式共同起作用。但是，在实验中要区分并分别测量这两种加工是有难度的，大多数实验方法只能测量两者之一，或者是混淆了两者的结果。

能够较好地考察语言即时加工的一个技术，是眼动轨迹分析技术。使用眼动法时，通常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语言材料，可以是字词、句子或篇章，并通过眼动仪记录被试阅读时眼球的运动和注视情况，包括首次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回视次数等。眼动法能够提供语言加工进程的实时信息，虽然语言加工的内部机制仍然需要推理和分析，但眼动记录提供的数据对理解语言即时加工进程是很有帮助的。

其二是全面严谨的实验设计。当一个心理语言学实验得到显著性结果时，这有可能是对被试进行实验处理的结果，但也有可能仅仅是实验材料的差异带来的效应，或者是被试与实验材料交互作用引起的混合效应。因此，在进行心理语言学实验时，不仅要进行被试设计，也要进行实验材料的项目设计。与被试的组间设计和组内设计一样，项目设计主要有项目间设计（between-item design）和项目内设计（within-item design）两种。同样，在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时，也要分别做被试检验（test by subject）和项目检验（test by item）。

项目设计与被试设计的方法基本一样，只不过被试设计是以被试为随机变量，对被试进行控制，平衡被试间差异，检验对被试进行实验处理的效应；而项目设计则以实验材料的项目为随机变量，对材料项目进行控制，检验对项目进行实验处理的效应。采取被试设计加项目设计，被试就能够在不接受所有实验材料的情况下，接受所有实验处理，能够避免项目效应和被试效应的混淆；在统计检验时分别对两者做检验，能够分别考察对被试处理的结果和对项目处理的结果，使实验结果的解释更加清晰可靠。

一、言语产生

言语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个迷人的问题。在日常流利的谈话中，我们每秒钟约产生2～3个词，即每秒大约4个音节，10或12个音素。这些词被连续地选自于一个大仓库——心理词典。对于一个普通的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词典至少包括5～10万词。但是，词汇产生的快速和高度复杂性似乎并没有使这个过程更容易出错。在产生的1000个词里平均出错不超过1或2个。

言语产生涉及的是说话人通过语言让听者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意图的加工过程。它包括从记忆中提取信息（例如，词汇），将不同部分的信息整合成连贯的整体（例如，句子），以及产生相应的语音。

（一）从记忆中提取信息

1．储存的语言信息

在记忆中都储存了哪些语言信息呢？心理语言学家认为，记忆中储存的语言信息包括语义、语音模式和词汇形式，以及句法信息。其中，句法信息指的是词在句子中如何正确使用的相关信息。

上述结论的相关证据，一方面来自对自然语误的观察和分析。观察言语失误的个案是早期言语产生研究的重要手段。这相当于视觉研究中通过视错觉来研究视觉感知。这种手段需要借助于自然观察，收集数据和归类分析。如果收集的数据足够多，就可以建语料库，并进行定量估计。在收集言语错误过程中，研究者通常在探测到讲话者的言语错误时打断他们，并询问他们本来要表达的目标词语，以及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等等。然后分析这些错误，找出其中的规律，从而揭示言语产生的过程。舌尖现象（tip of the tongue, TOT）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语误，指说话人知道一个词，但是无法说出来的现象。处在TOT状态的说话人能够说出该词的一些相关的句法属性，但是无法提取该词的语音形式。TOT现象普遍存在的事实表明，语义、语音和句法信息分别储存在记忆中，而且语义和句法信息的提取可能先于语音模式的提取。

另一方面的证据来自有控制的言语产生实验。自然语误的研究不仅耗时长，而且无法控制其中的影响因素，在言语产生研究中渐渐被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所取代。最常见的实验范式是图片命名，即在屏幕上呈现一个物体的图片，要求被试在保证正确率的情况下尽快对物体命名。实验中考察的指标是对图画命名的反应潜伏期（speech-onset latency），即从刺激开始呈现到被试开始产生目标词的这段时间。采用控制实验排除了物体识别的难易对潜伏期的影响后，它反映的就是产生目标词的难易程度。

早期一些图画命名实验发现，命名一致性（codability）是影响命名反应潜伏期的重要因素。例如看到苹果，大部分人都会说“苹果”，这称之为命名一致性高。而看到一个电脑，有的人可能说“计算机”，或者说“PC”（personal computer），这相对于苹果而言，命名一致性就要低一些。研究发现，命名一致性高的物体，命名反应的潜伏期也短。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不同的名称在语义和句法信息上相似程度很高，提取时会产生竞争，增加了提取难度，导致反应潜伏期较长。

另一个影响命名反应潜伏期的重要因素是词频。词频是指某个词在书面语言中的使用次数。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词频越高，命名反应的潜伏期越短。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词频越高，对该词的语音激活就越容易。Jescheniak和Levelt（1994）用了7个实验，将词频效应的影响阶段锁定在了音韵编码。第一个实验验证了词频效应的存在。紧接着的4个实验排除了识别和发声难度的影响，以及词频影响发生在语义与句法编码阶段的可能。在实验6中，采用翻译任务，要求被试将呈现的英语单词翻译成荷兰语，最后比较同音词、多义词的翻译潜伏期。结果发现，词频相近的词，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多义词与单义词翻译的潜伏期几乎没有差异。这些结果表明，词频影响的是语音的提取，而不是语义和句法信息的提取。

字词识别中的词频效应由不同的研究者采用多种方法，在许多语言种类中都得到了证实。我国心理学家彭聃龄等人在单个汉字的命名实验中发现，成人对汉字进行命名的反应时间与汉字使用频率的对数成正比。他们在汉语双字词的词汇判断任务中发现，成人对汉语双字高频词的反应时间为795.46ms，而对汉语双字低频词的反应时间为890.2ms，两者相差94.73ms。两者的错误率分别为0.69％和20％。

但是，对于词频效应在字词识别过程的哪个环节上起作用仍然存在分歧。早期观点认为，词频效应发生在对字词的存储或搜索过程中，主要影响字词信息提取阈限和搜索顺序。高频词提取阈限较低，并且优先搜索。研究者们后来发现，通过词汇判断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比通过命名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小得多。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首先要简单介绍这两种任务。词汇判断与再认法一样也是一种判断性任务。在以拼音文字为材料进行实验时，给被试呈现一系列字母串，其中有的是词（如come），有的是假词（符合正常的字词结构顺序，但是在这个词汇中实际上不存在的词，如cema）或非词（违反正常字词结构顺序的词，如ccom）。要求被试尽可能快而且准确地判断每一个字母串是不是一个词，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判断结果进行反应（例如，按不同的按键）。记录被试的选择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在以汉语为实验材料的实验中，由于汉语存在字和词两个水平，因此，又分为真假字判断和真假词判断；其做法是将字或词与同等数量的假（非）字或假（非）词混合在一起呈现给被试。这种任务要求被试加工字母串所提供的视觉信息、语音信息，并且在心理词典中进行搜索，最后对字母串是否为词作出判断。它在研究词的视觉特征、语音特征、词频和语境对单词识别的影响，以及阅读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推理问题的研究中经常被使用。由于词汇判断是一种判断性任务，而判断性任务在对信息激活程度和激活的时间进程的检测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所以实验者对实验条件的控制方式也比较灵活。但是，判断性任务又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任务。它包含了识别、对比和决定等环节。因此，使用词汇判断任务得到的反应时间也就包括了一些与字词识别无关的额外加工的反应时间。

字词命名属于命名性任务。命名性任务就是被试在阅读过程中或阅读结束后尽可能快并且准确地大声地读出目标词，或用一个词回答问题，或说出事物的名称。记录被试的命名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命名法的理论基础也是激活理论，其基本假设是激活程度高的概念的语音信息比较容易提取。由于命名法不涉及判断过程，因此，它不存在判断过程与概念激活过程的混淆。同时，被试在对目标进行命名时也较少受反应标准的影响。命名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从字词识别到篇章理解的语言理解各个方面的研究中。

由于上述两种任务的性质，一些研究者认为，通过命名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反映的是在词汇信息提取过程中词频的真实作用，而通过词汇判断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则包含了词频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另一些研究者认为，对字词的命名可以通过两条并行的途径来进行：①词汇辨别完成后，提取了字词的读音；②根据拼读规则知识建立对待识别项目的读音。

在这两条途径中，前者建立在词汇通达的基础上，而后者则是一种前词汇加工，即在词汇通达之前发生的加工。在以拼音文字为实验材料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实验时使用的字词越不符合拼读规则，那么这些字词在命名任务和词汇判断任务中的反应时间就越接近。因此，这些研究者认为，在命名任务中，由于拼读规则的运用，词频效应被低估了。

上述两种互相矛盾解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词汇判断任务中的决策成分分离出来；如何避免被试在命名任务中使用拼读规则。这些问题在以拼音文字为实验材料的研究中是无法解决的。台湾学者刘英茂等充分利用汉字的读音特点，创建了词汇命名任务，从而对解决上述问题作出了贡献（Liu et al., 1996）。

词汇命名任务是在命名任务中将真字与同等数量的假字混合在一起，要求被试在看到每一个刺激项目后就尽可能快地、大声地将该项目读出来。如果某个刺激项目无法读出，就读为“假”。记录被试的命名反应时间和正确率。

汉字中一些左右结构字的读音可以和右侧声旁的读音相同，如“评”、“盯”，称为声旁兼容字；另一些字虽然有声旁，但是字的读音与声旁不一致，如“冰”、“恬”，称为非声旁兼容字；还有一些无声旁字，如“服”、“札”。通过分析上述类型的字，刘英茂认为，汉字的声旁只有在整字被识别后，才会发挥其读音作用；也就是说，对这些汉字读音的提取，一定发生在词汇通达之后，而不会借助拼读规则在词汇通达之前发生。这样，通过对命名任务和词汇命名任务下的反应时间的比较，就可将决策成分分离出来。

刘英茂等以上述3类字中的高频和低频字为实验材料，并采用了命名、词汇判断和词汇命名3种任务进行了实验。这是一个2×3×3的混合设计，其中词频和字类型是组内设计，任务类型是组间设计。

从表9.1中列出的实验数据可见，通过命名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为170ms（词频效应指，由于词频高低不同导致反应快慢不同，用低频词反应时减高频词反应时表示），而通过词汇命名任务得到214ms。两种不同的命名任务的差异在于，词汇命名任务比命名任务增加了一个决策成分。因此，通过两种任务获得的词频效应的差异（214－170＝44ms）即为词频效应中的决策成分。

表9.1　不同任务类型和字类型下的词频效应（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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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9.1可以看出，通过词汇判断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为105ms。这个词频效应应该包含两个成分，即词汇通达前的加工成分和决策成分。由于决策成分为44ms，因此，在词汇通达前的词频效应成分为105－44＝61ms。

表9.1中的数据还显示，通过词汇命名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214ms）大于通过词汇判断任务得到的词频效应（105ms）。由于两个任务所设计的加工环节仅在于词汇命名任务在词汇判断结束后还要进行语音的提取，因此，在词频效应中还存在着一个词汇通达后的加工成分214－105＝109ms。

通过上述结果分析，刘英茂等人认为，词频效应首先对词汇加工的编码阶段起作用，它影响词汇通达的速度；词频效应还对词汇加工后的反应性加工起作用，它影响词汇通达后汉字字形、读音、语义等编码形式之间的转换过程。

总之，命名一致性和词频在命名中影响了不同信息的提取，表明语义、句法信息和语音模式分别存储在说话人的记忆中。从上面的证据还可以看出，语义和句法信息实际上并没有剥离，而只是与语音模式的提取处于不同的加工阶段和受制于不同的影响因素。因此，引入了“词条”这个概念。词条是包含语义和句法信息的抽象心理表征。由此可得，记忆中存储的语言信息包括词条和语音信息。

2．语言信息提取的时间进程

词条和语音提取是相继的两个阶段，还是同一提取过程的两个方面？这正是目前研究者非常关心的语义与语音提取的时间进程的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TOT提示我们，词条和语音的提取可能在不同的阶段，而且词条的提取可能先于语音模式的提取。但是TOT也可以解释成是由于词条与语音之间的联系被阻断所致。

在有关时间进程的实验研究中，Levelt等（1991）以荷兰语为材料进行实验。结果表明，语义编码的结束先于语音编码，但是未能区分早期语义和语音激活的时间进程。张清芳、杨玉芳（2004）以汉语为实验材料，采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探讨了汉语单字词产生中语义、字形和语音激活的时间进程。在实验中，首先给被试呈现注视点，接着是一段时间的空屏，然后呈现一个词和一个图画。其中图画是目标项，被试的任务是忽略出现的词语，尽可能准确而迅速地说出图画的名字，计算机记录下被试的反应时间。从图片开始呈现到被试开始发音的这段时间，称为命名延迟或命名潜伏期。该范式在言语产生的研究中应用非常广泛。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可操作变量，一个是图片和干扰词呈现之间的时间间隔SOA（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另一个是干扰词与图片名称之间的关系。在张清芳、杨玉芳的实验中，SOA作为组内因素，共有7个水平，分别为-300，-200，-100，0，+100，+200，+300ms。“-”表示干扰词在图画呈现之前300、200或100ms出现；“+”表示干扰词在图片呈现300、200或100ms之后出现。第二个组内因素即为干扰词的类型，有4个水平，分别为语义干扰、语音干扰、字形干扰和无关干扰。语义干扰是指干扰词与图画名称有语义关联，比如图画名称是“床”，语义相关词为“枕”。语音干扰是指干扰词与图画名称的音节相同，但声调不同，比如“床（chuáng2）——创（chuàng4）”。字形干扰是指干扰词与图画名称在字形上有关，比如“床——庆”。无关字与图画名称既无语义关系，也没有语音和字形上的关联，比如“床——伸”。控制组为无关词组。在实验之前让被试对实验中使用的图画名称进行学习。实验结果见表9.2。

表9.2　每一干扰类型和SOA下的图片命名时间的平均值（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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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SOA为-300，-200，-100，0和100ms时，各干扰类型条件下的图片命名时间有显著差异。Newman-Keuls多重比较的结果表明，当SOA在-300～0ms之间时，语义相关条件下的图片命名时间（分别为628、606、603和627ms）显著地慢于无关干扰条件（分别为604、587、583和611ms），出现了语义抑制效应；当SOA是100ms时，语音相关条件下的图片命名时间（544ms）显著地快于无关干扰条件（567ms），出现了语音促进效应。这个结果说明，图画命名的早期就存在语义激活，而语音的激活相对较晚才开始。

通过这项研究还可以看出，汉语词汇产生有别于英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字形与语音的分离。由于英语单词中的字母及其位置都与读音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字形和语音一直没有得到分离，因此一些理论认为两者是等价的。例如，在描述词汇产生阶段的时候，语音提取阶段也称为字形提取阶段。而汉语中虽然也存在很多形声字，但是相比之下字形与语音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特别是对于非形声字而言。该实验结果显示，当SOA为-100ms至100ms时，字形干扰条件下的命名时间（分别为567、577和551ms）显著短于无关条件下的命名时间（分别为583、611和567ms），出现了字形促进效应，从而成功地分离了字形和语音的影响，确定了字形与语义、语音激活的先后次序，即按照它们开始激活的时间依次是语义、字形、语音。

3．词汇产生模型

为了解词汇产生的认知加工过程，在时间进程的研究基础上，还要弄清楚词条选择和音韵编码之间，或者说语义层和语音层之间，是否存在信息的交互作用。为了探讨这个问题，庄捷、周晓林等（2003）做了一项汉语研究。他们采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但在其中加入了与目标词语义相关的词的语音启动项（语义中介刺激）。例如，目标图片为“牛”，语义相关刺激为“羊”，语义中介刺激为“阳”，控制刺激为“冒”。在正式实验之前，被试都对实验图画及名称进行了学习。在正式实验中，先在屏幕上呈现注视点“+”300ms，接着是300ms的空屏，然后图画和干扰词同时呈现（SOA＝0），干扰词放在图画中间。要求被试在2000ms内尽快、尽可能准确地命名图画。计算机记录下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反应时超出2000ms算作错误反应），主试对被试的反应情况做详细记录。实验结果见表9.3。

表9.3　三组材料的反应时和效应量、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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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了微弱的语义中介干扰效应（t1
 （44）＝1.79，0.05＜p＜0.10，t2
 （48）＝1.83，0.05＜p＜0.10），即语义中介条件下的图片命名潜伏期长于控制组。如何解释这个结果呢？根据交互激活作用理论，词条层的激活信息向音位层的传递过程是瀑布式的，而不是模块式的，即目标图片“牛”与其语义相关词（如“马”、“羊”等）的词条从上到下像瀑布一样都得到激活，同时传递它们对应的音位表征。在命名图片的早期加入干扰字“阳”，就会加强音位层已有的、被词条层“羊”激活的“yáng”的激活强度，加强其对目标语音“niú”的竞争、干扰作用。与此相反，独立两阶段理论认为，词条“羊”的激活不会传输到对应的语音表征上。与无关条件相比，干扰词“阳”所提供的语音信息不能干扰目标语音“niú”的激活。因此，本实验所获得的语义中介干扰效应支持两阶段交互作用理论，而与独立两阶段理论矛盾。

显然，实验结果得到的语义中介干扰效应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实验程序有关。一方面，实验虽然考察的是语音相关干扰词的影响作用，但是并没有采取听觉呈现干扰词的方式，而是选用了视觉呈现。另一方面，根据前人的研究结果，语义和语音的激活在不同的时间进程，而且语音相对较晚，所以SOA只有一个水平且为0ms的设计，对于本实验的研究目的显然是不充分的。

（二）整合存储的信息

在言语产生过程中，信息整合需要根据说话人的意图，以语言惯例限制下的方式进行。一个核心的语言惯例就是语法。所有语言都有语法，只是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言要求，但最后都是通过语音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音韵编码也是整合信息不可或缺的一步。

1．从认知到句法：语法编码

（1）语法编码的两阶段模型

Garrett在语误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语法编码的两阶段模型。所谓的两阶段是指：第一阶段进行词条的选择；第二阶段决定各成分的顺序，所有的附加成分（如英语中的后缀：“ed”、“s”等）也是在这一阶段生成的。支持两阶段模型的证据依旧来自语误分析和实验数据两个方面。

语义替换错误（如把“男孩”说成“女孩”）和单词交换错误（如主语和宾语交换）都符合同类交换原则，即名词和名词交换，动词和动词交换。这一现象表明，语法上的归类（名词、动词等）和词条的角色（主语、宾语等）应该在同一个水平进行加工。同时还有两种性质不同的语误：被语音相近词替换和语序错误。有趣的是，在语序错误中，虽然两个词的位置交换了，但是它们相应的后缀却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例如把“I went to get my truck parked”说成了“I went to get my park trucked”。这样的语误表明，存在确定词序的阶段，而且在这个阶段，附加成分作为短语的固有部分被加工，不会随着后期语音的提取错误而发生变化。

实验发现，句法是由词汇启动的，即概念上激活了的词条会启动一系列句法程序，以建立合适的句法环境。这些程序会建立短语的、从句的和句子的模式，以满足对语法功能的表达。Bock（1986）给被试呈现包含及物动作和两个名词的图片，如“The rock broke the window”（石头打碎了窗户）。要求被试对图片做即时描述。在图片呈现的同时还会呈现一个启动词，该启动词可能与目标词语义相关，如“boulder”（大石头）或者“door”（门）。结果发现，当某个目标词与启动词语义相关时，它更倾向于做主语；而当它与启动词语义不相关时，它更倾向于做宾语。如上述“The rock broke the window”，当启动词为“door”时，被试更倾向于说“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the rock”。实验同时发现，当启动词与目标词语音相关时没有类似的影响。该研究表明，句式的选择（主动句或被动句）可以由词条启动，而语音的提取在句式选择之后。

（2）递进的加工模式（incremental processing）

除此之外，语法编码的另一个特点是递进的加工模式（incremental processing）。如果一个说话人在表达之前必须准备好全部信息，话语会被频繁出现的“计划停顿”分割成一段一段。然而事实上这样的停顿相当少。Kempen和Hoenkamp（1987）用递进加工来解释，即编码过程可以在少量信息可用时就开始，而且多个加工水平可以立刻投入操作，从而使说话人在计划好整个句子之前就可以开始表达。更形象地说，递进加工是指，说话人先计划好单元x，然后针对单元x发音，在说出单元x的同时计划下一个单元x＋1，从而使言语流畅地表达出来。这里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问题：计划单元到底是什么？

早在1978年，Foss和Hakes就指出，这是一个不可确定的问题。计划单元可能是从句（clauses）、短语（phrases）、单词（words）、音节（syllables），甚至音位（phonemes），它往往随着产生的难度而变化。后续的一些研究也证明了它的不确定性。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仍采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例如Schriefers等（1998）以德语为材料进行的研究。他们利用德语中动词可以放在句首的特点，要求被试产生动词在句首或者句尾的句式描述呈现的包含动作内容的图片，同时还呈现与动词语义相关或无关的干扰词。干扰词的呈现方式有2种：视觉呈现和听觉呈现。视觉呈现干扰词时，图画依然呈现在屏幕的中央，干扰词呈现在图画的左边或右边。无论是视觉还是听觉呈现，图画和干扰词都是同时开始呈现的，即SOA＝0ms。计算机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即命名潜伏期。结果发现，当被试产生的句子是动词在句首时，存在语义干扰效应，即语义相关组的命名潜伏期长于语义无关组。而当被试产生的句子动词不在句首时，没有观察到语义干扰效应。从而表明，动词不是自动包含在一开始的计划单元里的；产生句子时，一开始的计划单元可能只是句首的第一个词。Schriefers等（1999）又采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给被试呈现由有色线条构成的图画，要求被试产生德语的无定冠词名词短语，如“roter Tisch”（“red table”）。干扰词有四种：①与短语第一个词的第一个音节语音相同；②与短语第一个词的第二个音节语音相同；③与短语第二个词的第一个音节语音相同；④与短语第一个词和第二个词的语音无关。其中条件④作为控制组。干扰词以听觉方式呈现，SOA有4个水平：0，+150，+300和+400ms。结果发现，干扰词①（与形容词第一个音节语音相关）有显著的语音促进效应，干扰词②（与形容词第二个音节语音相关）只有微弱的语音促进效应，干扰词③（与名词第一个音节语音相关）没有发现语音促进效应。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可以将被试分成两组，一组是会将语音促进效应延续到第一个词的第二个音节，而另一组是只在干扰词①下有语音促进效应。这样的结果不仅表明计划单元可能是音节，而且可以看出说话人对计划单元大小的调节。

2．从句法到语音：音韵编码

与语法编码的研究相似，起初的关于音韵编码的理论和认识也是从语误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误是发生单词交换时，句子重音的位置不变。如“Stop beating your brick against a head wall.”（正确说法是“Stop beating your head against a brick wall.”），句子重音落在原来重音的位置上，而不是随着“head”的移位而转移，表明韵律结构的确定与单词的语音填充处于两个不同的阶段。另一种语误是音素的交换。如把“left hemisphere”说成了“heft lemisphere”。这种语误显示，音素在填充阶段可能被错置。既然音韵编码中存在语音填充阶段，那么这个填充过程是从左到右序列进行的，还是并行加工的呢？

Jescheniak等（2003）的研究采用图画词汇干扰范式，设置了4种干扰条件：语义相关、语义无关、语音相关和语音无关。其中语义相关是指干扰词与目标词（图画名称）来源于同一范畴但是没有语音重叠，语音相关是指干扰词与目标词的起始辅音、元音相同但是没有语义关联。干扰词以听觉方式呈现。SOA有3个水平：0、150和300ms。每幅图画都准备了2种尺寸：大（123mm×123mm）和小（70mm×70mm）。图画以红色或者蓝色呈现。在实验中，要求被试在图画呈现后尽快、尽可能准确地使用指导语中要求的句式来描绘呈现的图画，同时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每幅图画的指导语所要求的句式有3种可能：单个名词，简单名词短语（限定词＋单个名词），复杂名词短语（限定词＋大小形容词＋颜色形容词＋单个名词）。实验结果见表9.4。

表9.4　不同的SOA，句式和干扰类型下的平均反应时（ms）和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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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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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显示：单个名词产生中，SOA为0和150ms时，语音促进效应最大（分别为-50和-53ms）；而同样的SOA下，简单名词短语产生的语音促进效应大约降低一半（分别为-20和-21ms）；在SOA为150和300ms时，复杂名词短语的产生没有发现语音促进效应；在SOA为0ms时，甚至出现了抑止效应（+28ms）。为解释这些发现，他们提出了层级激活说（graded activation account），认为在多词话语（multi-word utterance）开始发音之前，话语中各个词的音韵编码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活，激活水平随着词在话语中位置不同而改变：位置越靠后，激活程度越低。

在汉语研究中，周晓林等（2002）采用同音判断和音节监控方法，考察言语产生中双词素词语音激活的特点。实验结果也不支持音位编码从左到右、序列进行的观点。该研究选用以偏正结构的双词素词（如“飞机”）为名称的图片和与双词素词中首尾两个词素同音的两组探测字（如“非”、“击”）作为实验材料，探测字在图片呈现后50ms（实验一），或图片呈现前1300ms（实验二）出现，要求被试判断出现的字是否与图片名称中任何一个词素同音。结果见表9.5。

表9.5　被试在首词词素和尾词词素两种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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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显示，对图片名称第一词素的反应慢于第二词素。考虑到首尾两个词素对整词意义贡献的差别，该实验的研究者把实验结果解释为词素意义对语音激活的作用：第二词素的语义重要性决定了对应音节激活的快速性，双词素词中词素音位激活的速度和时间性受词义和词素意义激活程度的影响，而不完全取决于词素发音的序列性。

二、语言理解

语言理解是指人们借助于听觉或视觉的言语材料建构意义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过程。那么，在语言理解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当我们看到一个词或者听到这个词，字形信息或者音韵信息激活了词的语义信息，这个通达过程是怎样的呢？在语句理解中词义以及将各个词组合为句子的句法信息分别是何时起作用？我们又是如何整合一系列句子，实现篇章的理解呢？本节将从这三个不同的水平（词汇、语句、篇章）阐述人们是如何实现言语理解过程的。

（一）词汇理解

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各种复杂的语义都依靠词来表达。词汇理解是指通过视觉或听觉通道接收词形或语音信息、提取词义的过程。词汇理解是目前语言心理学最活跃、也是最富有成果和争议的领域之一。

1．视觉词汇通达

关于视觉词汇通达的路径，存在直通理论和语音中介理论等不同观点。直通理论（direct-access hypothesis）认为，词的意义可直接由词形信息获得，语音的提取是词义通达后的附加过程。而语音中介理论（phonology mediation hypothesis）认为，词义的获得需要先把词形信息转换成语音，由语音激活词的意义，因此语音信息起到一种重要的中介作用。整合了直通理论和语音中介理论的双通道理论（dual-access hypothesis）则认为，由词形通达词义和由词形通达语音再通达词义的两条通路同时存在，哪条通路起作用取决于实验材料的频率等因素。

不同理论争论的关键在于词汇通达过程中，语音的激活是否必须。研究者大多还采用语音中介启动范式（phonological mediation priming）进行检验。实验中，首先呈现一个启动词，然后呈现目标词，要求被试对目标词做出反应：或者读出目标词，或者判断目标词是否为真词，或者对目标词进行范畴归类。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启动词与目标词之间可以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关联。例如，当目标词是nut（坚果）时，启动词可以是目标词的语义相关词beech（山毛榉树）、目标词语义相关词的同音词beach（海滩）、目标词语义相关词的形似词bench（长椅子）、或者无关词badminton（羽毛球）。实验系统地变化SOA，根据从目标词出现到被试做出反应的时间，推断启动词的字形、语音或语义信息能否促进以及何时促进目标词的加工。

Taft和Graan（1998）采用语义决定任务（要求被试决定目标词是否有意义）进行实验却没有发现语音在词汇通达中的效应。实验比较了拼音文字中的规则词（拼写和发音存在规律性的联系的词，如“PLANK”）和不规则词（拼写和发音之间无规律可循的词，如“PINT”）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时间，结果发现两者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语音规则在词汇通达中没有起作用，支持了直通理论。但这两类词的反应时间在命名任务中发现有差异，支持语音中介理论。研究者分析认为可能是不同的实验任务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差异。如在启动命名实验中，被试必须利用目标字的语音进行反应，这可能使得语音的启动效应早于字义的启动效应出现。而在根据字义的分类任务实验中，要求被试更多地对目标字的字义进行加工，这可能使得字义的启动效应早于字音的启动效应出现。

掩蔽启动范式（masked priming paradigm）将启动和掩蔽程序相结合，启动词和目标词呈现后均会被掩蔽掉，通过系统变化启动词、目标词与掩蔽刺激之间的时间差，考察词汇识别的时间进程。Berent和Perfetti（1995）的实验中，首先呈现目标单词如“dog”60ms，接着目标词被一个迅速、短暂呈现的非词掩蔽，然后呈现掩蔽刺激如“X”将非词掩蔽掉，要求被试写出他们所看到的目标词。非词与目标词或者语音相似，或者字形相似。实验结果发现，非词与目标词语音相似时，被试对目标词的辨认正确率更高。这说明语音编码在单词呈现60ms之内就发生了。

汉字是表意文字。在汉字的加工中，语音的激活是发生在词汇通达前，还是发生在词汇通达后呢？语音信息是否能够自动激活呢？陈宝国和彭聃龄（2001，2003）采用基于语义和基于语音的启动范畴判断作业任务分别考察了高频、低频汉字的形音义激活的相对时间进程。基于语义的启动范畴判断作业，要求被试完成判断目标字是否表示动物名称这样的语义通达任务；实验材料分为四种字对：形似字对、音同字对、义近字对、无关字对。基于语音的启动范畴作业，要求被试进行判断目标字的读音是否为“yi”这样的语音通达任务。实验采用4（启动词类型）×4（SOA）混合设计，启动类型为被试内设计，SOA为被试间因素，有四个水平：43、57、85、145ms。实验采用了DMASTR程序，首先在计算机屏幕中央呈现“+”号注视点300ms，然后呈现启动字；启动字呈现后，立即呈现目标字。此时，要求被试仔细、认真地看目标字，根据任务判断目标词是否为动物名称或者读音是否为“yi”，按键反应完成任务。计算机记录被试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表9.6　四种SOA条件下，高频目标汉字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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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p＜0.05;　**
 p＜0.01





基于语义的启动范畴判断作业的实验结果（表9.6）发现，对于高频汉字，当SOA为43ms时，只有形似启动字对目标字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表明字形最先得到加工。当SOA延长到57ms，形似启动、义近启动对目标字产生了促进作用，但音同启动还没有促进目标字的认知。这表明57ms时高频汉字的语义特征已经得到了加工，但语音特征还没有被激活或者说加工仍不充分。当SOA延长到85ms时，从反应时数据看，音同启动并没有加速目标字的识别，但从错误率数据看，音同启动的错误率低于无关启动的错误率，这说明音同启动效应已经出现，但是只表现在促进目标字的精确判断这一指标上。当SOA延长到145ms时，形似、音同、义近的启动效应都出现。在基于语音的任务中，高频汉字的字形、字义的激活仍然早于语音的激活。研究者认为，高频汉字形、音、义激活的时序为字形—字义—字音，高频汉字的语音是自动激活的，但语音的激活可能发生在字义通达之后，这符合直通理论的预期。至于低频汉字，研究者认为低频汉字字形的激活在先，字音和字义的激活同时进行。低频汉字形、音、义激活的这种顺序不受实验任务的影响，但实验任务影响了低频汉字字音、字义激活出现时间的早晚。

2．听觉词汇通达

听觉词汇识别是语言认知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人在听到话语时，首先听觉器官接受声学信号，进行声学和语音学分析，转换成音系信号，并激活心理词典中关于词汇的一系列信息，如语义、字形、语法等。现有的听觉词汇识别模型如Cohort模型认为，听觉词汇识别是一个语音输入与心理表征相匹配的过程。

Marlsen-Wilson等（1987）采用跨通道启动范式考察听觉词的加工。首先通过耳机给被试呈现语音信息，在语音消失的瞬间，计算机屏幕上会出现一个视觉刺激，要求被试对视觉刺激进行词汇判断。实验给被试呈现的听觉刺激有两种：片段语音信息（如，／kpt／）和整词信息（如，captain）。片段语音信息／kpt／与captain、captive等词有语音联系，而captain、captive又分别和ship、guard等词有语义联系。结果发现，当给被试听觉呈现片段信息／kpt／时，那么在对随后视觉呈现的ship和guard做词汇判断时，都会有显著的启动效应。而当听觉刺激以整词形式呈现时，只有ship出现启动效应。据此，Marlsen-Wilson提出了Cohort模型，将口语词识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语音输入初始阶段，词首符合输入声音的一系列词的意义都得到激活，即激活初始词群；第二阶段，当语音信息继续，仍然符合语音输入的词的激活水平增强，而不符合语音输入的词的激活水平下降，直到选中初始群中的一个词；最后，把选中的词整合到当前语义和句法情境中。

Marslen-Wilson等（1996）在一系列实验中，采用跨通道的语义启动范式来考察音段信息是否即时地制约词汇的激活。结果发现，在词首即使只有一个区别性特征不相同（如“pound”和“bound”），也不会有多重语义激活。即语音输入“pound”不能激活和其发音类似的“bound”的语义相关词。由此认为，当听觉词汇的词首信息和心理表征不匹配时，词汇的表征就不会得到激活。Cohort模型依赖于自下而上的输入信息与词典表征之间的精确匹配，特别是词首部分，强调词首部分的信息将直接决定所激活的候选词集合的大小。

（二）语句理解

语句理解是在字词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句子的句法、语义以及语境的分析，达到理解的过程。主语、宾语关系的相关语法知识使得我们正确理解“他打球”这个句子。而有时在语义知识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正确理解诸如“阳光充满大厅”和“大厅充满阳光”等词序出现颠倒的句子。研究者们大都认同语法、语义等知识在正确地理解句子时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这些信息起作用的时间点，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加工的关系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关于句子理解过程，一个关键问题是句法知识首先被加工，还是句法、语义和语用知识同时起作用。模块化理论和交互作用理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此。

1．模块化理论

模块化理论认为，在句子加工中，句法和语义信息由大脑不同功能性模块或加工器完成。来自词汇加工器的信息同时流向句法加工器和语义加工器，由它们分别加工自下而上输入的语法和语义信息，且互不影响。1978年Frazier等人提出的“花园路径模型”（the garden path model）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花园路径理论假设，最初的句法分析独立于并早于任何语义加工。在句子加工早期，句法分析模块首先对句子进行结构分析，然后语义分析模块决定该结构是否有意义。如果语义分析否定句法分析的结果，句法分析模块再一次进行分析，提出另一种句子的结构。

研究者通常使用语义违反和句法违反方法，在保持句子完整性的基础上，通过局部单词的异常，改变句法分析与语义分析过程的加工难度，以此了解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的相对时间进程和两者交互作用。McElree和Griffith（1995）使用反应时方法，通过通达—判断任务发现了语义违反较之句法违反的滞后反应效应。实验使用了4类句子：①语义角色违反（thematic role violation）：“Some people amuse books.”②范畴化违反（categorical violation）：“Some people hastily books.”③次范畴化违反（subcategorical violation）：“Some people agree books.”④正常句（grammatical）：“Some people love books.”实验中，将每个句子逐词呈现给被试，每个词持续时间为200ms，在句子最后一个单词呈现完后，要求被试尽可能快且准确地做出判断，判断句子是否合乎语法且有意义。实验结果发现，与范畴违反、次范畴违反和正常句相比较，语义违反句子的判断较慢且正确率较低。这说明听者对语义信息的利用慢于语法信息，支持了模块化理论。

Hahne和Friederici（2002）采用了ERP技术进行实验。实验使用语义违反和句法违反句子，考察理解中句法和语义的交互作用。实验使用的语句材料分为四类，如下：

句法违反句：Das Eis wurde im gegessen.（德语）

　　　　　/The ice cream was in the eaten./（英文译文）

语义违反句：Der Vulkan wurde gegessen.

　　　　　/The volcano was eaten./

双重违反句：Das Türschloss wurde im gegessen.

　　　　　/The doorlock was in the eaten./

正确句：Das Eis wurde gegessen.

　　　　　/The ice cream was eaten./

实验中，首先给被试听觉呈现德语句子，要求被试判断句子的句法是否正确。实验结果发现，句法违反句以两个阶段的方式诱发出与句法加工有关的ELAN和P600，语义违反句子诱发出N400；而双重违反的句子仅诱发出了句法相关ERP成分ELAN和P600，语义加工相关ERP成分N400没有出现。这说明句法加工没有受到语义的影响，而且句法的错误阻止了语义的加工。结果表明，早期的句法加工独立于且早于语义加工，早期的句法加工能够影响随后的语义加工，实验结果支持了模块化理论。

2．交互作用理论

语句理解的交互作用理论认为，在句子理解过程中句法和语义信息存在交互作用。作为一种交互作用理论，约束—满足模型（constraint-satisfaction model）认为，在对句子进行语法分析的最初阶段，我们就会同时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包括句法的、词汇的、语篇的，还有非语言信息和情景信息。

Brink等（2004）考察了语义信息与语法信息的相互关系。实验使用的关键词的类型由后缀决定，提供语义信息的词干部分先出现，使得语义信息比词法信息更早获得。如，“kliederde”既是语义违反，又是词法违反，但只有听到“de”时才知道类型范畴违反，此时，语义已经获得。结果发现，在与词法加工有关的ERP指标ELAN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与语义加工相关指标N400。Brink得出结论，语义信息的加工不是以句法的早期自动化加工为前提的，它可以即时地与先前的句子语境进行相互作用，支持了交互作用理论。

用ERP技术进行的关于句子理解的研究，使研究者们初步达成了以下共识：1．语句理解中存在语义分析和句法分析这两个不同的加工过程。语义违反会诱发N400效应，句法违反则在不同条件下分别诱发LAN/ELAN效应和P600效应，或二者联合出现。2．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之间存在一定交互作用。但ERP研究依旧没有解决语句加工争论的焦点问题，即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的关系。究其原因，ERP实验本身尚存在一些局限，如许多研究所采用的实验材料很难保证语义违反和句法违反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同时大多数ERP研究所采用的标准方法是视觉方式呈现句子，且一次一个单词，可能导致自然状况下不存在的语言加工效应；等等。

相比而言，眼动测量技术提供了一种相对自然的、即时的测量方法，促进了语句理解的研究。Trueswell等（1994）考察了被试在阅读一些句子时的眼睛注视情况。如：

"The defendant examined by the lawyer turned out to be unreliable"

"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lawyer turned out to be unreliable"

这两个句子结构相似，但第一个句子主语是人，第二个是无生命的物体。实验发现，当句子主语是无生命的物体“evidence”（证据）时，眼睛注视时间要短得多。Trueswell等解释认为被试在读到“evidence”（证据）时，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词汇知识做出判断（证据本身不能审查，只能被审查），“examine”是不可能作为句子的主要动词的。而句子主语是人的时候，被试有可能错误地进行主语动词的解释，并导致花园路径效应。实验结果表明，被试会直接即时利用词汇知识指导语法分析。语法分析不仅受结构原则，如最小附着和迟闭合的影响，也会受词汇语义的影响。

（三）篇章理解

篇章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句子组成，通过前后回指、照应、修辞等语言学手段将句子联结成有意义的语篇。篇章理解是在字词、句子理解的基础上，运用推理、整合等方式获得话语意义的过程，是言语理解的最高水平。篇章阅读研究探讨读者在阅读文章时所从事的信息加工活动。

1．情境模型

20世纪80年代，篇章阅读理论开始关注阅读过程，着重于研究实时阅读中的认知活动和影响因素，因此各种来自认知科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即时（on-line）测量技术开始普遍应用到篇章阅读的研究中，如阅读时间法和探测法。心理学家开始对阅读过程中动态的心理活动及文本整体的理解建构进行研究。Van Dijk和Kintsch提出了情境模型（situation models），认为阅读者会根据文本信息和普通知识，对文本所描写的情景构建一个心理模型或表征。情境模型可能是一种空间布局。例如，当理解句子“三只海龟正坐在一根原木上，有条鱼在它们下面游走”，读者推理出鱼是在原木下面游水，在头脑中建立了有关海龟、鱼和原木三者之间空间关系的情境模型。情境模型也可能是利用时间、因果、意图、主体等信息构建的心理模型。读者可能会依据某个维度将当前阅读内容与工作记忆中的心理表征整合成一个整体。

大多情境模型研究关注文本的空间特征，如事件发生地点、物体所处位置、移动物体跨越空间等等是如何影响对文本信息的记忆整合的。大多数相关研究使用了比较成熟的技术范式——回指解决和学习探测模式相结合范式（Rinck & Bower, 1995）。这种范式中，被试首先学习一个假定的建筑布局图（图9-1），建筑布局图反映了房间的空间位置和各房间内部所具有的物体；然后阅读一个故事，故事以这个建筑为中心场所，描述了主人公的行走路线；实验中，一种实验条件下的每个被试阅读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使用多个故事作为材料，各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偏转句，介绍主人公从“出发房间”转换到“到达房间”，例如“He walked from the laboratory into the wash room”；接着呈现目标句，目标句中用一个名词短语指代某个房间内部的一个物体，例如目标句“He thought that the toilet in the wash room still looked like an awful mess”，当读者看到目标句中的名词短语（the toilet）时，就会对该短语所指代的物体进行搜索，进行回指解决。回指词所指代的物体初始位置分三种情况：位于出发房间、位于必经房间、位于到达房间。实验考察被试对目标句的阅读时间。实验假设，因为读者追踪着文本的空间信息且随着空间转换而实时更新空间表征，所以主人公当前的位置和回指词所指代的物体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同，目标句阅读时间也不同。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当物体位于出发房间时，即主人公当前的位置和回指词所指代的物体之间的距离越远时，阅读目标句所用时间越长，即回指解决所用时间越长；物体位于必经房间时次之，物体位于到达房间时目标句阅读时间最短。即距离越近，回指解决所用的时间就越短。通过学习探测和回指解决相结合的技术范式，证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建构了一个空间情境模型，情境模型包含物体间的位置关系、物体的空间距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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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建筑布局图

（Rinck & Bower, 1995）

2．情境模型发展

然而，关于文章阅读过程中情境模型如何建构和更新的具体机制，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当前最典型的两种理论，一种是建构主义的更新追随假设（here-and-now hypothesis），一种是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memory-based text processing view）。建构主义的更新追随假设认为：阅读过程是一个随当前阅读的内容不断主动地激活读者背景知识，将当前的信息与先前的信息进行整合，从而不断建构和更新情境模型的过程。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则认为：阅读过程中当前阅读的信息通过“共振”的方式非策略地、被动地、快速地激活长时记忆中的与这些信息相关的文本信息并与之整合，由此引发情境模型的建构和更新。

两种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阅读过程中当前信息对读者头脑中相关信息的激活是否即时主动，两种理论各有其实验依据。王瑞明和莫雷等（2006）认为，不同研究者的实验结论之所以不同，在于实验材料性质的不同。有的实验材料是一般的叙述文体，没有明显的焦点信息。文章先描述主人公的一种特征，然后呈现目标句，目标句是一个跟特征相关的行为。主人公的特征分为三种条件：与目标句中主人公的行为一致、不一致和恢复一致条件。而有的实验材料在开始部分就出现了明确的焦点信息，表明主人公要完成一个目标，然后呈现目标句，目标句中主人公的行为跟先前的目标紧密相关。

基于此，王瑞明和莫雷等（2006）在中文条件下，分别考察了文章开始部分有明显焦点信息和没有明显焦点信息时情境模型建构和更新的机制。实验采用移动窗口阅读技术，由被试自己按键逐句进行阅读，每次按键，删除当前句并呈现下一句，计算机自动记录目标句的阅读时间。实验一使用文章开头具有焦点信息的材料，表明主人公要完成一个目标，如“他决定建一个鸟巢”，然后介绍主人公的达到目标前的行为，分为三种条件：可能条件（大意是：“博比取出了他的锤子”）、不可能条件（“博比找不到他的锤子”）和重新可能条件（“博比开始找不到他的锤子，找了半天最后终于找到了”）。然后呈现目标句（“博比开始用锤子把木板钉在一起”）。结果（表9.7）表明，重新可能条件下目标句的阅读时间跟可能条件没有差异，说明在文本阅读中，读者及时更新了信息，使用了更新后的信息与当前信息进行整合，而更新前的信息不会自动、消极的重新激活，这证明了更新追随假设的合理性。实验二去掉文章开始部分的焦点信息，并把工具描述段落修改为主人公特征描述段落，同样三种条件：可能条件（大意是：“博比喜欢做一些手工活，经常自己做家具”），不可能条件（“博比不喜欢自己做手工活，请邻居帮忙”），重新可能条件（“博比以前不喜欢自己做手工活，现在逐渐喜欢上了手工，已经尝试做了一些家具”）。实验结果（表9.8）表明，重新可能条件下目标句的阅读时间显著长于可能条件，说明读者没有及时在头脑中更新文章信息，证明了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的合理性。实验三继续使用实验二的材料，采用再认探测任务，在重新可能条件下分别于目标句之前和目标句之后探测主人公先前特征描述中的一个词语，从而进一步检验更新追随假设和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的合理性，实验结果（表9.9）发现，目标句之前探测词的反应时显著长于目标句之后，正确率显著低于目标句之后，进一步证明了记忆基础文本加工理论，否认了更新追随假设。

表9.7　实验一不同条件下目标句和目标后句的阅读时间（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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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8　实验二不同条件下目标句和目标后句的阅读时间（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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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9　实验三不同条件下探测词的再认反应时和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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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王瑞明等提出，文本阅读中情境模型的建构和更新是一个双加工过程。在自然阅读中，当读者未形成焦点时，不会发生追随性的建构和更新，这时出现的信息整合只会是协调性整合；而在焦点形成时，由于焦点信息的作用，读者就会对焦点之后的信息发生追随性的建构和更新过程。目前，阅读双加工理论框架已基本形成，但需要不断完善。

三、语言习得与发展

（一）语言习得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由几组元素（如语音、语义等单元）按照一定规则（如语音配列规则、词法、句法等）组成的复杂系统。人们是如何习得这样复杂的系统呢？事实上，婴幼儿在最初几年就能熟练地掌握一门，甚至几门语言，看起来毫不费力。以至于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人类大脑中有一种先天的语言习得装置，可以习得任何语言中的普遍规则。但近年来随着研究者用实验技术研究婴幼儿的语言习得，人们对婴幼儿——特别是一岁以前的婴儿——后天的语言学习能力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研究婴儿语言发展有两种常用的实验技术，分别是条件化转头程序和习惯化—去习惯化注视程序。

（1）条件化转头程序（the conditioned head-turn procedure）

Werker等详细介绍了这个程序（Werker, Polka, & Pegg, 1997）。测试在消音室内进行，婴儿坐在看护者的膝盖上，一位主试（E1）与他们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并操作一些玩具吸引婴儿的注意。一个扬声器和树脂玻璃箱安置在婴儿的一侧，言语刺激通过扬声器播放，目的是教会婴儿当声音刺激发生变化时转头朝向玻璃箱的方向。当婴儿做出正确的转头反应时，玻璃箱亮了，里面的动物玩具也做出一些动作，主试微笑着并表扬婴儿，这些作为对正确反应的强化。不正确的反应不会受到强化。消音室内的主试和看护者戴着耳机听音乐，防止他们听到呈现给婴儿的刺激。消音室外，另一位主试（E2）操作计算机并通过单向玻璃或闭路电视观察婴儿反应。当观察到婴儿做好准备时，E2压一个按钮，计算机程序化地选择一个实验项目（言语刺激发生变化）或一个控制项目（刺激不发生变化）。婴儿表现出转头反应时E2压一个按钮，计算机记录。

程序一般分为两个阶段，条件化阶段和正式测验阶段。条件化阶段目标是在婴儿对两个声音的分辨和转头反应之间建立条件性联结。每一个测试项目都是发生变化的刺激，最初几次测试，只要发生变化的刺激呈现了，E2就启动强化物，以诱导婴儿出现转头反应。之后逐渐提高刺激初始呈现和强化物启动之间的间隔，让婴儿自己表现出转头反应。一旦婴儿达到预期的标准（如连续三次正确的反应），就开始正式测试。计算机控制刺激呈现，随机呈现实验项目或控制项目。E2的任务就是监控婴儿的反应，当婴儿出现转头反应时，压一个按钮。在实验项目中如果婴儿在4～6s内（变化刺激呈现的时间范围）表现出转头反应，E2启动强化物，反应记录为“击中”（hit）。在控制项目中，如果婴儿抑制了转头反应，记录为“正确拒绝”（correct rejections），否则记录为“虚报”（false alarms）。这个程序最适合测试6～10个月的婴儿。

（2）习惯化—去习惯化注视程序（the habituation-dishabituation looking procedure）

这个程序一般包括两个阶段，在习惯化阶段来自同一范畴的刺激连续呈现，只要婴儿注视方格图案。当婴儿的注视时间达到一个预设的标准时（比如，相比习惯化阶段有最长注视时间的两次测试的均值，注视时间下降了50％），呈现一组新的听觉刺激，注视时间的显著恢复表明婴儿能够分辨习惯化刺激和实验刺激。

测试同样在消音室内进行，婴儿坐在舒服的椅子上或者父母的膝盖上，注视目标是不同色彩的方格图案，呈现在监视器屏幕上，扬声器放置在监视器下面，用来呈现听觉刺激。一位或两位主试在消音室外通过单向玻璃观察婴儿的反应，每次测试前先亮一下红灯（位于监视器上）以吸引婴儿的注意，当看到婴儿注视时，压一个按钮，言语刺激通过扬声器呈现，方格图案呈现在屏幕上。当主试观察到婴儿注视点偏离屏幕时，停止呈现听觉刺激和视觉图案。计算机记录主试操作并计算婴儿注视时间，当达到习惯化标准时，将习惯化刺激转换为目标刺激。测试时父母和主试都戴着耳机听音乐，不能听到所呈现的声音刺激。这个程序可以对2～13个月的婴儿进行测查，比较适合测查6个月以下的婴儿。

借助这些研究范式，研究者发现婴儿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一岁以前就可以习得母语音位范畴，并利用诸多线索分离连续言语中的单词。以下分别概述相关研究。

1．母语音位范畴习得

新生婴儿能够分辨几乎所有的音位范畴对比，无论是母语音位对比还是非母语的音位对比，而成人分辨一些非母语的音位范畴对比表现出困难。新生婴儿的知觉模式何时过渡到成人的模式？研究表明，在出生后一年之内，婴儿分辨非母语音位对比的能力已经开始下降。

Werker和Tees应用转头范式考察了英语婴儿分辨非母语辅音对比的能力（Werker & Tees, 1984）。实验1比较了英语成人、英语婴儿（平均年龄6个月29天）和以Thompson语为母语的成人分辨Thompson语的舌根音和小舌音对比（/k′/-/q′/）的能力，结果发现6个月的英语婴儿的分辨能力与Thompson语的成人类似，都显著好于英语成人。实验2测查了8—10个月（平均年龄8个月20天）和10～12个月（平均年龄10个月20天）的英语婴儿对这个Thompson语的辅音对比和另一个Hindi语的辅音对比的分辨（英语中不存在这两个辅音对比），并与实验1的数据作对照；结果表明10～12个月的英语婴儿分辨成绩表现出下降，其分辨成绩显著差于6～8个月和8～10个月的英语婴儿。实验3对6个7个月大的英语婴儿分辨两对非母语对比的能力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追踪（从7个月到10个月），数据分析重复了实验2的结果。这个研究表明分辨非母语音位对比的能力下降在出生后的第一年之内就表现出来。

婴儿分辨非母语音位对比的能力逐渐下降，而分辨母语对比的能力则在逐渐提高。Kuhl等运用条件化转头范式测查了英语和日语的6～8个月和10～12个月的婴儿分辨/r/-/l/对比的能力（Kuhl, Stevens, & Hayashi, et al., 2006），这个对比在英语中是音位对比，在日语中不是；结果发现6～8个月的英语和日语婴儿的分辨能力没有差异，而10～12个月的英语婴儿分辨能力有显著改进，10～12个月的日语婴儿分辨成绩表现出下降。

Kuhl及其同事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婴儿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Kuhl, Tsao, & Liu, 2003）。实验1选择了两组美国婴儿（英语是婴儿抚养中所接触的唯一语言）作为被试（平均年龄9.3个月），一组为实验组，一组为控制组。实验组婴儿花费12个时段（延续四周）和母语为汉语的成人一起活动。每个时段持续25min：听成人用汉语朗读故事书10min，和玩具一起玩耍15min。控制组婴儿参加类似的活动，不同的是活动的语言是英语（母语为英语的成人主持活动）。12个时段之后（间隔6天左右）实验者用条件化转头范式测查了两组婴儿知觉汉语中存在而英语中不存在的音位对比（“qixi”）的能力。结果表明，实验组婴儿分辨这个汉语音位对比的能力显著高于控制组，前者的成绩甚至与汉语婴儿的分辨成绩类似（见图9-2）。实验2也选择了两组美国婴儿（平均年龄9.29个月），一组婴儿收看实验1中实验组婴儿活动的现场录像，一组婴儿仅收听这些活动的录音。目的是考察仅通过视听材料是否能提高美国婴儿分辨汉语音位范畴的能力。结果表明，两组婴儿与实验1实验组婴儿相比，分辨这个汉语音位对比的能力没有任何改进。这个研究一方面表明了婴儿所具有的强大的语言学习能力，仅在短短的时间内接触汉语就能促进英语婴儿对汉语语音范畴的分辨，这也说明了婴儿为什么能够熟练的掌握两门甚至几门语言；另一方面表明了社会化的互动对婴儿学习语言的作用，离开了这种互动婴儿的学习能力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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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分辨“qi-xi”对比的正确率

（a）实验1；（b）实验2；（c）汉语婴儿和英语婴儿的成绩。（Kuhl, Tsao, & Liu, 2003）





婴儿期分辨音位对比能力的发展变化和以后的语言发展有什么关系？Kuhl等对婴儿分辨母语和非母语音位对比的能力与1年以后的语言能力的相关进行了追踪研究（Kuhl, Conboy, & Padden, et al., 2005）。被试为7个月的母语为英语的20个婴儿，追踪到30个月。7个月时用转头范式测查了婴儿分辨母语塞音对比（/a/-/pa/）和非母语的汉语对比（“qi-xi”）的能力。之后分别在14，18，24和30个月时采用家长问卷测查了这些儿童的语言能力，包括词汇产生、句子复杂性等。结果表明，7个月婴儿分辨母语和非母语音位对比的能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对母语对比的分辨与18个月以后的语言能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对非母语对比的分辨与后来的语言能力有显著的负相关，对非母语对比有更高敏感性的婴儿语言发展的速度更慢。

2．婴儿对言语中单词的分离

言语中的单词是连续的，单词与单词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确。也许对于成人来讲，听到的母语中的单词界限都是很明确的，每个单词都可以独立出来，那是因为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自己的母语。想象一下你听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外语，你是否能够听出每个单词之间的界限？婴儿最初习得母语时面临着同样的情形，需要发现单词之间的界限，能够将单词从连续的言语中分离出来，这是词汇习得的第一步。只有将单词分离出来，才有机会在单词的语音标签和概念范畴间建立起联结。研究表明，婴儿可以利用言语中的诸多线索来分离单词。

Jusczyk和Aslin在四个实验中考察了7个月左右的婴儿从连续的言语中分离单词的能力（Jusczyk & Aslin, 1995）。实验范式采用转头偏爱程序（the headturn preference procedure）。该程序与习惯化－去习惯化注视程序有相似之处，包括两个阶段：熟悉阶段和测试阶段，所依据的逻辑是，熟悉阶段呈现过的、婴儿熟悉的刺激在测试阶段再次呈现之后，婴儿会给予更多的注视倾听时间。实验1的被试是一组平均年龄7.5个月的美国婴儿，熟悉阶段的刺激是四个单词“cup”、“dog”、“feet”和“bike”，一半的婴儿听“cup”和“dog”，一半的婴儿听“feet”和“bike”，熟悉的标准是婴儿听每个单词的时间达到30s。测试阶段的刺激是四个小段，每段对应一个熟悉阶段的单词，每段包括6个句子，每个句子都含有这个单词，如对应单词“cup”的小段是“The cup was bright and shiny. A clown drank from the red cup. The other one picked up the big cup. His cup was filled with milk. Meg put her cup back on the table. Some milk from your cup spilled on the rug.”。测试的目标是考察婴儿听含有熟悉单词的句子的时间是否长于听不含熟悉单词的句子，如对于熟悉阶段听单词“cup”和“dog”的婴儿组，含有“cup”和“dog”的句子就是含有熟悉单词的句子，含有“feet”和“bike”的句子就是不含熟悉单词的句子。结果分析发现，婴儿听含有熟悉单词的段落的时间显著长于听不含熟悉单词的段落的时间（见图9-3）。这表明7.5个月的婴儿就有从连续的言语中检测熟悉单词的能力。实验2采用相同的刺激和程序测查了6个月的婴儿，结果发现6个月大的婴儿对两组段落的倾听时间没有差异。实验3将熟悉阶段的刺激变成假词“tup”、“bawg”、“zeet”和“gike”，测试阶段的刺激同实验1，目的是考察7.5个月的婴儿对熟悉单词的表征是否足够细化，如果婴儿只表征了熟悉单词的一部分，如韵尾，那么婴儿对含有熟悉单词（即有同样韵尾的单词）的句子也会有更长的倾听时间。结果分析发现婴儿听两组段落的时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7.5个月的婴儿对熟悉单词的表征已经足够细化。实验4的程序与实验1相反，即熟悉刺激是实验1的测试刺激，测试刺激是实验1的熟悉刺激。目的是考察7.5个月的婴儿是否能够从连续的言语中分离多次出现的单词，这与婴儿学习语言的自然情形更类似，因为婴儿所接触的言语更多是多个词汇的句子而非一个一个的单词。结果分析表明，婴儿可以从连续的言语中分离反复出现的单词，表现为听这些单词的时间显著长于听不熟悉单词的时间。这个研究表明7.5个月的婴儿能够检测并分离连续言语中熟悉的单词，这为单词习得（声音符号和概念间的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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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对熟悉和不熟悉单词（或假词）的平均倾听时间

（Jusczyk & Aslin, 1995）





婴儿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研究发现婴儿可以利用言语中的诸多线索来分离单词，如韵律重音线索（如英语单词重音多位于首音节），同位音线索（音位在词首、词尾及不同韵律边界处的声学表现有很大差异）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线索是声音组合模式发生的频率。Saffran，Aslin和Newport利用转头偏爱程序考察了8个月的婴儿是否能够利用声音组合频率的信息来区分单词和假词（Saffran, Aslin, & Newport, 1996）。熟悉阶段的刺激是人工合成的言语串，由四个三音节的无意义词（nonsense word）组成，如“tupiro golabu bidaku padoti”，四个词按随机顺序重复呈现约两分钟的时间。这个言语串内没有任何暂停、重音等韵律或其他线索标示词间的界限，唯一的线索是音节组合的发生频率，如“tipiro”作为一个词其三个音节总是一起出现，即“ti”和“pi”的结合概率是1，“pi”和“ro”，的结合概率也是1。而“dapiku”则是一个非词（nonword），在言语串中“da”，和“pi”的结合概率是0，“pi”和“ku”的结合概率也是0。“kupado”则是一个部分词（part-word），“ku”和“pa”的结合概率为0.33，“pa”和“do”，的结合概率为1。实验1的被试是24个8个月大的英语婴儿，测试阶段的刺激是词和非词，结果发现婴儿听非词的时间显著长于听词的时间。实验2的被试是另一组8个月大的婴儿，不同的是测试阶段的刺激是词和部分词，结果仍然发现婴儿听部分词的时间显著长于听词的时间。即两个实验中婴儿都表现出对新异刺激的偏爱（婴儿注视偏爱的方向依赖对刺激的熟悉程度，如果婴儿对刺激高度熟悉，他们会表现出去习惯化行为，偏爱新异刺激；如果仅是一般的熟悉，可能会偏爱熟悉刺激），仅两分钟的听力经验，婴儿就可以利用言语中的统计信息（音节结合频率）分离并记住频繁出现的声音模式，这证明了婴儿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

8个月的婴儿不仅能从连续的言语中分离单词，还能记住这些单词的声音模式。Jusczyk和Hohne（Jusczyk & Hohne, 1997）选择了15个8个月大的婴儿作为实验组，然后在两周的时间内让实验组的婴儿听三个短故事的录音，每次听半个小时，每天听一次，听10天。另外选择了一组9个月的婴儿作为控制组，没有听任何故事录音。2周之后采用转头偏爱程序对婴儿进行测试，测试刺激是两组单词，一组单词是三个故事中出现最频繁的实词，一组是从来没有在故事中出现过的填充词，两组单词的重音模式、语音特征等相匹配（材料范例见图9-4）。结果分析发现，实验组婴儿听故事词的时间显著长于听填充词的时间，控制组婴儿听故事词和填充词的时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婴儿抽取了故事中频繁出现的单词的声音模式，编码并记住了这些声音模式。这对于单词习得是至关重要的，让婴儿可以在单词的声音标签与概念范畴间建立起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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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实验材料举例和实验结果

（Jusczyk & Hohne, 1997）

3．婴幼儿单词习得

在婴幼儿能够产生许多单词之前，他们已经能够理解更多的词汇。如英语国家的研究表明14个月的幼儿平均口语词汇约为10个，而这个年龄的儿童可以理解50多个单词。理解单词的关键一步是在单词的声音标签和它所指代的物体间建立起稳定的联结。Werker及其同事利用“转换”范式（the "switch" task）考察了婴幼儿在实验室环境中（缺少社会化的互动等众多线索）快速形成物体和声音间联结的能力。转换范式的基本程序和习惯化——去习惯化程序相同，也包括习惯化阶段和测试阶段。在习惯化阶段婴儿首先熟悉两个物体（如A和B）和两个声音（如a和b）的配对，即物体A始终和声音a一起呈现，物体B始终和声音b一起呈现。婴儿达到习惯化标准（一般是注视时间显著下降）之后，测试阶段开始。测试包括两类，一类是物体和声音的配对与习惯化阶段的配对一致，另一类是物体和声音的配对与习惯化阶段的相比发生了转换，即物体A与声音b配对呈现，物体B与声音a配对呈现。如果婴儿对单词和物体进行了联系，当习惯化阶段的配对被违背以后，婴儿应该会注意到，因而会给予转换测试条件更长的注视时间。另一方面，如果婴儿没有编码物体和声音间的联系，他们对于一致和转换测试条件的注视时间应该没有差异。Werker等人（Werker, Cohen, & Lloyd, et al., 1998）利用转换范式在一系列的实验中表明14个月的幼儿能够在实验室环境中快速地形成物体（物体需是运动的）和声音间的联结，而14个月之前的婴儿还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虽然8个月的婴儿就可以对同时呈现的物体和声音信息进行编码，但快速的编码物体和声音间联结的能力在14个月时才明显地表现出来。

[image: alt]


图9-5　实验材料和实验结果

（Stager & Werker, 1997）

Stager和Werker在四个实验中利用转换范式考察了婴儿形成物体和声音间联结的能力，四个实验的材料分别见图9-5（Stager & Werker, 1997）。实验1的被试是一组14个月的婴儿，声音材料是两个发音类似的无意义词（“Dih”和“Bih”），视觉材料是两个运动的图形（见图示），结果发现婴儿对一致和转换条件的注视时间没有差异（结果见图9-5），即没有形成物体和声音间的联系。实验2简化了任务，仅采用实验1中的一个组合作为实验材料，被试是8个月和14个月的婴儿。结果发现8个月的婴儿在一致和不一致条件下的注视时间有显著差异，而14个月的婴儿在两种测试条件下的注视时间仍然没有差异。研究者认为14个月的婴儿把这个任务处理为一个单词学习任务，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Bih”和“Dih”的发音太相似，14个月的婴儿将注意集中于物体和单词间的联结，可能忽略了这一点，而8个月的婴儿仅把这个任务处理为一个简单的声音分辨任务，所以能够注意到“Bih”和“Dih”间的差别。实验3和实验4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实验3的声音刺激是两个发音不相似的无意义词（“Lif”和“Neem”），结果发现14个月的婴儿成功地形成了物体和声音间的联结，一致条件和转换条件下的注视时间差异显著。实验4的声音材料同实验2，视觉材料是难以命名的静止的方格图案，研究者的预期是使用难以命名的视觉材料，儿童不会把这个任务处理为一个单词学习任务，实验结果发现14个月的婴儿在一致和转换测试条件下的注视时间有显著差异。这组实验表明14个月的婴儿在学习单词的意义时可能会忽略语音的细微差异，即使他们在简单的任务中能够区分这些差异；而8个月的婴儿还没有表现出单词学习的行为模式。研究者认为单词学习任务（将声音标签与物体相联结）是一个需要更多加工资源的任务，14个月的婴儿加工资源局限可能制约了其对细节的关注。

Werker和同事在后来的研究中表明17个月和20个月的幼儿在形成物体和声音间的联结时能够注意到转换条件下的声音的细节差异；研究者认为14个月的幼儿作为一个单词学习的新手，其计算资源限制了对语音细节的关注，而17个月或20个月的更大的幼儿已经习得了许多单词，作为熟练的单词学习者他们能够分配计算资源来编码单词声音的细节信息。

（二）阅读发展和阅读障碍

1．阅读发展

学习阅读的对象是文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不同的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有很大差别，比较典型的文字有拼音文字和语素文字。英语是拼音文字的代表，最小的构形单元字母（或字母组合）记录口语中可分离的最小的语音单位（音位）。汉字是语素文字的典型代表，最小的构形单位笔画不记录语言中的任何成分，更大的构形单位（汉字部件）通常与整字所记录的语素相联系（如声符提示整字读音的线索，形符通常包含整字的意义信息）。Goswami认为起码有两个因素会影响到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一是儿童所面临的语言文字的特性；二是儿童本身所具有的认知资源，即儿童是否具备了恰当的认知潜能使他能够洞察到所学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不同文字记录语言的特点决定了儿童习得相应文字的阅读技能的过程及所需认知资源的差异。

拼音文字阅读发展研究表明语音意识是关键因素（Share, 1995）。语音意识指儿童对口语中语音单元（如音节、首音、韵尾和音位）分离和操作的能力。良好的语音意识有助于儿童洞察到拼音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如字素－音位的对应，掌握拼音字母规则（alphabetic principle），这为阅读发展提供了一个自我教学机制。汉语阅读发展所需认知技能与拼音文字相比是否存在较大差异？研究表明视觉技能，特别是视觉记忆能力，对于汉语儿童早期的汉字识别具有显著的预测力；语音加工能力，主要是声、韵、调的意识，在稍晚一点预测了儿童的阅读能力。此外，语素意识对于汉语儿童的阅读发展也具有独特的贡献。

汉字本身的规则（如声旁表音、形旁表意）和统计属性对于阅读习得也有影响。Shu等人调查了儿童声旁意识的发展（Shu, Anderson, & Wu, 2000）。被试是2、4、6年级的小学生。测试材料是60个形声字（每个年级一套），一半是儿童熟悉的，一半是儿童没有学习过不熟悉的；熟悉组和不熟悉组形声字又按照声旁和整字读音的关系分为三类，一类是规则字，声旁和整字读音完全一致（如“绘”），一类是不规则字，声旁和整字读音不同（如“略”），最后一类是声旁不知字（如“忱”）。儿童的任务是标出每个汉字的读音。结果分析表明熟悉度主效应显著，规则性主效应显著，规则字成绩显著好于不规则和声旁不知字；熟悉度和规则性交互作用显著，规则性效应在不熟悉汉字组最大；年级和规则性交互作用显著，4、6年级儿童表现出更大的规则性效应，表明声旁意识随年级提高逐渐发展；熟悉度和年级交互作用显著，二年级儿童存在最大的熟悉度效应，表明年幼的儿童更依赖机械记忆的方式学习。错误分析发现声旁相关错误随年级提高而增加，也表明了声旁意识的发展。舒华等人考察了声旁所提供整字读音信息的多少对于儿童学习和记忆整字的影响（舒华，毕雪梅，武宁宁，2003）。研究者进行了三个实验，都采用3（生字类型）×3（学习遍数）的两因素完全被试内设计，被试都是4年级的小学生（每个实验的被试不同）。实验1的材料为24个儿童没有学习过的极低频形声字，其中包括规则一致字（如“猡／luó／”，其声旁为“罗／luó／”，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完全相同，且含有该声旁的所有字读音都相同，作为声旁的字是儿童熟悉的）8个；规则不一致字（如“孢／bāo／”，其声旁为“包／bāo／”，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完全相同，但含有该声旁的所有字读音不相同，作为声旁的字是儿童熟悉的）8个；声旁不知字（如“钷／pǒ／”，其声旁为“叵／pǒ／”，声旁是儿童不熟悉的字）8个。匹配三类字的频率和笔画数。实验2的材料也是24个极低频形声字，其中规则一致字（8个）和声旁不知字（8个）同实验1，另包括8个半规则字（简称“声母、韵母相同字”，声旁与整字读音的声母、韵母相同，但声调不同，如“鲍／bào／”，其声旁为“包／bāo／”）。实验3的材料包括8个规则一致字和8个声旁不知字（同实验1），另有8个半规则字（简称“韵母相同字”，声旁与整字读音的韵母相同，如“狍／páo／”，其声旁为“包／bāo／”）。三个实验的程序相同，实验中每个生字呈现1min，主试大声读出字的读音，要求儿童学习和记忆，之后进行测试，要求儿童标出每个生字的读音（用汉语拼音或同音字）。学习和测试共进行三轮，生字按随机顺序呈现。三个实验的结果分析均发现生字类型的主效应显著，学习遍数的主效应显著，生字类型和学习遍数的交互作用显著。规则一致字的成绩显著好于声旁不知字和两类半规则字，与规则不一致字的成绩没有差异；两类半规则字的成绩都显著好于声旁不知字，表明儿童学习汉字可以利用声旁中的部分语音信息，如声母和韵母信息。规则字的成绩在前两次学习中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90％以上的正确率）；而半规则字和声旁不知字的成绩在三遍学习中是逐步提高的。最后重点比较了三个实验中声旁提供不同信息条件下的测试成绩（结果见表9.10）。方差分析表明生字类型和学习遍数的主效应均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也显著。第一遍和第二遍学习规则不一致字的成绩高于声母和韵母相同的半规则字，后者又好于韵母相同的半规则字，第三遍学习两种半规则字间没有差异。这进一步表明了儿童对声旁提供的部分信息非常敏感，声旁提供的整字读音信息越多，儿童学习记忆生字的正确率越高。

表9.10　实验一、二、三中规则不一致、半规则字条件的学习记忆正确百分率（％）

（舒华，毕雪梅，武宁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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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获得相应的阅读能力，与拼音文字国家的儿童相比，汉语儿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和书写的练习。舒华等人的分析表明汉字识别的频率效应是声旁规则效应和形旁透明效应的两倍还多，这表明了练习的重要性，即特定汉字的掌握首先依赖于儿童接触它的次数（频率效应）。汉字阅读技能的获得对于书写技能也有更大的依赖。还有研究表明汉字书写技能显著地预测了低年级儿童的汉字阅读能力，其预测力要大于语音意识技能；此外，假字抄写和图形抄写技能也显著地预测了儿童的阅读技能；研究者认为汉字阅读技能发展对书写技能的依赖大于拼音文字阅读发展，可能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书写促进了正字法意识（正字法即构字法。正字法意识指，儿童即使不认得某字，但他也能判断它的构造的合理性，是不是一个字）的发展，反过来促进了阅读技能的发展，二是书写有助于建立起汉字的长期动作记忆表征。

2．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

发展性阅读障碍指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原因（如器质性损伤、精神或智力障碍、受教育机会缺乏等）仍表现出阅读获得的严重困难，典型的特征是字词识别的精确性与速度受到损伤，影响到阅读理解和拼写，进而妨碍词汇量和背景知识的增长。英语国家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发生率为5％左右，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学习障碍的原因。

英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研究表明阅读障碍儿童主要有语音加工能力缺陷，如语音意识、语音短时记忆等，其中语音意识问题是核心缺陷。最初研究者认为汉字缺少拼音字母规则，语音分析技能可能并非汉语阅读发展所必需，因此认为汉语中没有发展性阅读障碍，后来的个案研究表明汉语中同样存在阅读障碍儿童。

Siok等人（2008）对汉语阅读障碍儿童脑结构和功能异常的研究也表明了汉语阅读障碍的独特性。研究者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比较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在汉字同音或押韵判断任务中的脑激活模式的差异，结果发现阅读障碍儿童的左侧额中回（left middle frontal gyrus，布鲁德曼第9区）有显著更少的激活（见图9-6），基于像素的脑形态分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也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左侧额中回的灰质体积更小。这与拼音文字国家阅读障碍儿童脑结构和功能异常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拼音文字国家阅读障碍儿童主要在后部脑区表现出异常，包括左侧颞顶区和左下侧颞枕区。研究者认为文字的特性导致了汉语阅读障碍者和拼音文字阅读障碍者脑区异常的差异，汉字形、音、义间的映射比较随机，汉字阅读对机械记忆有更大的要求，而左侧额中回对形、音、义资源在工作记忆中的分配和整合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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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6　阅读障碍儿童和正常儿童在押韵判断任务中的脑激活模式

（Siok, Niu, Jin, Perfetti, & T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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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思　维

在本章中，我们将涉及三个领域：问题解决、概念形式和决策。虽然这三个问题是有区别的，但它们都是对知觉、记忆和表象中信息的思考。

思维的普遍形式是问题解决。当我们提出“这是什么？”“为什么？”这些问题时，我们就开始了思维活动。问题解决的研究在心理学中有较长的历史（参见图10-1），但我们在这一章中主要围绕“思维的计算机模拟”这一中心来谈问题解决；关于概念形成的研究，我们着重介绍归纳定理与演绎推理以及演绎推理与大脑的关系、工作记忆与智力的关系，尝试介绍认知神经科学关于思维的研究；决策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从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作出一个特定的选择，换句话说，从不确定性中作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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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绳子问题：这个人怎样够着另一根绳子

（Maier, 1931）





当一个人埋头思考时，其过程是十分隐蔽的，今天的实验心理学不仅研究问题解决的外部行为，而且还注意内部心理机制的研究。例如，有下面这样一道密码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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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任务是用从0到9的数字分别代替这些字母并要求算式计算正确，作为提示，指定D＝5。解题的被试可能对数字与字母作各种配对尝试，这些都需要记录下来，以了解他的解题过程。于是，我们还要透过外部行为，探索他的内部心理操作，即探索他的思维方向，他所运用的策略。

今天的实验心理学不仅研究思维的心理机制，而且要了解这种心理机制的神经过程。例如，认知脑成像的研究（Wickelgren, 1997）表明，推理过程（解决Raven问题）激活了额叶、顶叶和颞叶等皮层区，而这些脑区在工作记忆对空间位置、客体以及言语加工时同样表现活跃，因此，人们认为推理是工作记忆能力的概括化表现。

一、问题解决

先请你仔细阅读下面的问题，并参看图10-2。“两个火车站相距100km，某天下午2点，两个火车头相向开出。一个火车的速度为60km/h，另一个的速度为40km/h，当火车头开始行走时，一只鸟突然出现在第一个火车头前面而向第二个火车头飞去，当鸟到达第二个火车头时，它又立即以原来的速度向第一个火车头飞去，鸟以80km/h的速度在两个火车头之间来回飞。问在两火车头相遇时鸟飞了多少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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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鸟和火车头问题

大多数人觉得这个问题困难，但也有人几乎立即就解决了，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让我们考虑一下大多数人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当问题以图示的形式呈现出来时，人们立即就在想，鸟从第一个火车头飞到第二个火车头花多长时间，在鸟到达以前第二个火车头已经行走了多远；然后鸟飞回第一个火车头花的时间，而在鸟到达以前第一个火车头已经行走了多远，等等。这种解题的策略概括起来就是，算出鸟在两火车头之间来回飞一次花的时间，然后把这些时间用来计算在火车头相遇时它飞的距离。这种策略是合理的，通过大量的演算你可以获得正确的答案。但是，有没有一种简单的解法呢？为了寻找一种新的解法，你必须把问题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说，你必须将你的问题重新概念化。例如，问题可以这样来思考：在火车头相遇时它们行走了多长时间？既然一个火车头每小时走60km，另一个火车头每小时走40km，而它们相距100km，因此，它们将在一小时后相遇。鸟的飞行速度是知道的，每小时飞80km。因此，在火车头相遇时鸟已经飞了80km。你看，不需要什么演算，光凭思考就行了！

思考，说起来简单，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一个人试图发现对一个问题的解答时，他的思维活动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着手寻找对问题的更简单的解法？我们怎样研究这些隐蔽的解题过程？这些都属于问题解决的领域。

1．功能固定化（functional fixity）

蜡烛问题是问题解决的经典实验之一（参看图10-3）。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要求把蜡烛固定在墙上，允许使用的东西是桌子上的蜡烛、火柴和一盒图钉（武德沃斯，1965）。蜡烛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用火柴点燃蜡烛，把熔化了的蜡滴在盒子里粘住，再用图钉把盒子固定在墙上。在这个问题中，如果盒子仅仅被看做是装图钉的盒子，是属于图钉的（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叫功能固定化），那被试就不能想象盒子也可以被用来放置蜡烛。换句话说，即盒子的功能是作为容器，因此被试必须把盒子的这种功能解除掉，才会把它当做放蜡烛的工具。可是，对于控制组的被试，盒子一开头就是空的，因此这些盒子作为容器的功能不那么突出。在20min的时间限度内，大学生中控制组的28人中有24人解决了这个问题，而实验组的29人中只有12人成功，两组的差异是显著的。在日常生活中，突破功能固定化解决新问题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你会把一块石头当做锤子来使用，把锤的把柄当尺子使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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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蜡烛问题

（邓克尔，1935）

2．定势（set）的作用

表10-1说明的是一个经典的Luchins水壶问题（武德沃斯，1965）。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好办法是装满B壶，然后把B壶的水装满A壶一次，装满C壶两次，即用B－A－2C的方法，剩下的水就是所要求的水量，即总数为100的水，问题1到5的解决方法是类似的，因而也就训练了被试的某种心向，或造成被试的某种定势。问题6和7可以用上述的程序解决，但也可以用一种较简单的方法解决：只用A、C壶。当人们做完1～5题后，你觉得他们会采用哪种方法来解决问题6和7？大概你也没有想到，结果证明实际上大多数被试都具有顽固的三壶量水的定势，由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生的水平都是这样。

表10-1　Luchins水壶问题的一个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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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验者供给被试适当的小容器和水，执行实际操作，使问题有一些现实性，被试还是最倾向于集中注意算术方面而不注意具体情境，还用3壶量水。儿童们倾向于把这个实验看成只是又一种学校练习，要求他们学到解决某一类型的算术问题的规则并应用它。Wertheimer早就指出，这是学校儿童过多地被训练去盲目地遵守权威性规则的结果。

3．噪声

一般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嘈杂的声音会妨碍你思考，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但是Glass等人的研究表明，噪声对问题解决的影响是很复杂的（Matlin, 1979）。

Glass要求被试解决4个猜谜问题，两个是可能解决的，另外两个是不能解决的。实验中使用的噪声是油印机、计算器、打字机工作时发出的噪声的录音，再加上一个人说西班牙语，一个人说亚美尼西亚语的录音。总共有4种噪声条件：①强噪声；②弱噪声；③事先告诉有噪声（每分钟过了51s就告诉被试马上有噪声，噪声出现9s）；④事先不告诉有噪声（噪声不时发生，无规律）。实验结果表明，对能够解决的猜谜问题来说，4种噪声条件下各被试需要尝试的次数没有显著差别。然而，4种噪声条件对被试解决另外两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努力却产生了重大的不同影响。当料到有噪声时被试能更长时间地去尝试解决问题（尝试次数多），而在没有料到有噪声的情况下，被试的这种努力就大大减少了（见图10-4）。这里还出现了交互作用：当噪声可被预料时，它的强度是不重要的（上面一根线）。但当噪声不能预料时，强噪声比弱噪声影响更大（下面一根线）。最后料到有噪声的情况比无噪声的情况似乎更能使被试坚持尝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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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各种噪声条件对问题解决的影响

据说参加重大比赛的运动员都要能经受住噪声的干扰。他（她）们要在噪声的条件下进行训练，而且，由于预料到会有噪声，所以有良好心理素质的运动员也就能正常发挥。

上面我们从定势（功能固定化也是定势）与噪声举例性地介绍了思维的早期研究。

二、问题解决的计算机模拟

思维的早期研究为我们描绘了人们解决问题时的外部表现，如被试是用3壶量水还是用2壶量水来解决得到一定容量水的问题，但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头脑中思维过程的信息。

如果我们想了解被试在解决问题时头脑内发生的情况，则可以用口语记录分析的办法（protocol analysis），即出声思维的方法（thinking aloud），这种方法就是让被试在解决问题时说出头脑内进行的一切活动，予以记录，然后加以分析。口语记录分析法是认知心理学进行思维的计算机模拟收集经验数据的方法。

认知心理学还假定，人是一个信息加工系统，信息加工系统也叫“符号操作系统”，更常叫做“物理符号系统”（physical symbol system）。计算机也是一个物理符号系统。将人脑比喻为计算机，就可以从一个已知的系统（计算机是人造出来的）去加深对一个不甚清楚的系统（人的神经系统）的理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计算机程序来模拟人的思维过程。

下面我们以独粒钻石棋问题解决的计算机模拟为例（傅小兰，1990）来说明思维的计算机模拟。

独粒钻石棋是一个人玩的游戏，共用32粒棋子，每粒棋子位于棋盘上各交点处（即图10-5中的黑点处）。但0处的交点上没有棋子。独粒钻石棋的玩法像跳棋，但是不能走步只能跳。每次动一个棋子，这个棋子必须跳过另一个棋子（跳过两个棋子是不允许的），而且要跳到空位上，被跳过的那个棋子就被吃掉了。游戏的成绩取决于剩的棋子。最好是只剩下一粒棋。而且，已有数学家证明，能用18步跳棋剩下一粒棋是最少的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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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独粒钻石棋

首先，研究者让44名大学生一边玩棋一边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采用口语记录分析的方法仔细分析归纳被试在实验中选择的具体移动，总结出被试使用的不同策略。这些策略有3种：a．“知觉指引策略”：下棋中选择棋子移动无计划，主要基于当时对问题情境的知觉结果，即看出哪个棋子能动就移动哪个棋子。其口语记录多是：“先试试”、“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b．“选择性搜索策略”：部分被试的口语记录包括“先把最角上的棋子去掉”，“要往中间走”，“怎么把边缘的移到中间去？”等等。考虑到问题解决的最佳结果是剩一枚棋子在棋盘正中心位置，把棋子往棋盘中部集中是有道理的；c．“计划简化策略”：部分被试的口语记录有这样的表述，“怎么千方百计使这4个角一个一个使它空出来”，“上面一个一个角消灭掉了，这么消灭的话没注意中间的”等等。被试将棋盘的4个边角上的棋子一块接一块地清除，表现出明显的计划性，这样，也就能保证剩下的棋子都集中在中部。

以剩棋子数作为下棋成绩，统计检验表明，使用计划简化策略优于使用选择性搜索策略，而使用后者又优于使用知觉指引策略。

第二步，研究者通过对棋盘上不同位置的棋子赋予不同权重的方法，对人类被试使用的3种策略加以形式化。权重的具体值并不重要，实际起作用的是权重值的相对大小。这样，研究者就可以编写3种策略的模拟程序。换句话说，即研究者对人的思维（3种问题解决策略）的研究就转变为对计算机处理符号（体现不同策略的权重值）的研究，这就是思维的计算机模拟（参见图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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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6　3种策略对各处棋子的不同重视程度（赋予不同权重）的示意图

图10-6中权重值大的棋子比权重值小的棋子优先处理，即应先吃掉。这样，图10-6就显示了3种策略不同程度的选择性。人的思维和知觉只是考虑那些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而不是考虑全部可能性。因此，选择性是思维策略的本质特征之一。

使用知觉指引策略的被试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看出哪个棋子能动就移动哪个棋子，因此，棋盘上的所有棋子对于他来说似乎是“同样的”重要。这就是图中（a）部分各处棋子的权重都相同的原因（都为1）。

使用选择性搜索策略的被试认识到棋盘上不同位置处的棋子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他们有目的地首先吃掉棋盘边缘处的棋子，努力把棋子往棋盘中间集中。这就是图中（b）部分4个边角的权重值（3与2）大于中部的权重值（1）的原因。

使用计划简化策略的被试不仅认识到首先把棋盘边缘处棋子移到中间去的重要性，而且认识到应该一边一边地处理，即首先将一边的棋子全部吃光或移到中间后，再移另一边的棋子。这就是图中（c）部分4个边角的权重值不同，即应一边一边地处理（优先处理9与8，然后是7与6，接着是5与4，3与2），最后处理中部棋子的原因。

第三步，研究者运行计算机程序，将运行结果与第一步研究中被试使用不同策略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表明，3种计算机程序运行的结果在搜索路径和剩子情况上均与3种策略使用的结果类似。例如，按图10-6（a）方式赋值的程序剩子7枚，按b方式赋值的程序剩子3枚，按c方式赋值的程序剩子3枚。这些结果表明，使用3种对棋盘上不同位置棋子赋予权重的方法，计算机程序成功地模拟了人类被试的3种思维策略。

三、思维的计算机模拟的局限性

当我们讨论计算机程序模拟人的思维时，我们就是在讨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在分析思维的计算机模拟的局限性以前，有必要先介绍Turing检验。Turing检验是证明计算机能否思维的一条著名标准。

A. Turing是杰出的英国数学家，1950年在其发表于Mind杂志上的名作《计算机与智力》一文中提出了一种特殊的思维实验。对“计算机能思维吗？”这一难题Turing不是去寻找直接的回答，而是研究了一种特殊的模拟游戏。参加游戏的有3个游戏者——计算机、人和“试验者”。有2个联系渠道（例如电传打字机）把“试验者”跟人和计算机联系在一起。计算机装有相应的程序。游戏示意图见图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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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Turing的模拟游戏图

对“试验者”来说，游戏的目的是：通过电传打字机提出问题，根据对这些问题所作出的回答，作出结论，是谁回答了这些问题：是人，还是装有“思维程序”的计算机。容许“试验者”提出任何问题。人当然会尽可能好地向“试验者”证实他是“真正的”人，而计算机的任务则是尽可能逼真地模拟人的思维。经过若干次回答以后，如果“试验者”不能可靠地辨别谁是计算机谁是人，那么，计算机的思维程序就通过了检验，我们就可以说计算机是能思维的。否则，就证明计算机不能思维。

实际的检验表明，“试验者”遵循不同的标准来解答他在同谁进行对话这一问题，会对“计算机能否思维”这一问题导致不同的答案。

如果“试验者”有一套事先规定的形式标准，他根据这些形式标准不能解答同谁进行对话的问题，那么，结论就是：计算机能思维。上面叙述的独粒钻石棋游戏的计算机程序就属于这种情况。下面的对话程序也属于这种情况的例子：

“试验者”：“您多大年纪？”

计算机：“25岁。”

“试验者”：“今天天气怎么样？”

计算机：“很好。”

“试验者”：“您今年将在哪儿度过假期？”

“计算机”：“我暂时还没有决定。”

这一对话还可继续进行。

在这种条件下，再提出5到10个问题并得到明白的“回答”以后，“试验者”就有充分的权利说：他是同人进行对话。

如果“试验者”遵循的是非形式的标准，那么要编制一个能进行交谈（这种交谈十分类似同人的对话）的程序是不可能的。下述对话是采用非形式标准的一个例子。

“试验者”：“您多大年纪？”

计算机：“25岁。”

“试验者”：“请再说一遍，您多大年纪？”

计算机：“25岁。”

“试验者”：“请再说一遍，您多大年纪？”

计算机：“25岁。”

对计算机甚至一连10次提出同一问题，计算机很自然都会作出同样的回答。因此，“试验者”自然很清楚，他是在同计算机对话，而不是同人对话。如果上述对话是同人进行的话，这种对话多半会是这样的：

“试验者”：“您多大年纪？”

人：“25岁。”

“试验者”：“您多大年纪？”

人：“25岁，我不是已经对您说过了吗？”

“试验者”：“您多大年纪？”

人：“您为什么老提同样一个问题？”

当然，编制“思维程序”的设计者可以预先规定，在反复提出问题时，计算机应当怎样回答。但是，程序设计者不可能预见到“试验者”可能提出的各种方法和策略，特别当“试验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奥尔费耶夫，1986）。

Searle的思想实验——著名的中文屋剧情（Chinese Room Scenario）更证明，即使通过Turing检验也不一定说明计算机能思维（Banyard, 1996）。

以研究意识著称的美国语言哲学家J R Searle, 1980年在他发表于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杂志上的著名文章《心理，脑与程序》中把人工智能分为“强”的和“弱”的两种。他指出，“近年来，计算机对人类的认知能力进行了模拟，这种模拟的心理学和哲学意义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先区分几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强的’、‘弱的’和‘谨慎的’人工智能。根据弱人工智能这个概念，计算机在研究心灵方面的主要价值是提供了十分得力的工具。比方说，有了计算机，我们能够更严密、更精确地提出假设，并对之进行测试。但是，根据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不仅可以说，计算机是研究心灵的工具，而且具备恰当程序的计算机本身就是心灵。因为一旦计算机有了正确的程序，我们就能说，它实际上就有了理解力以及其他的认识状态。在强人工智能里，由于输入了程序的计算机具有认识状态，因此，程序不仅仅只是帮助我们测试心理学解释的工具，程序本身就是解释”（赵南元，1994）。Searle以他描绘的中文屋思想实验赞成弱的人工智能，而向强人工智能提出挑战。

思想实验是哲学中广泛使用的一种非经验的研究形式。在思想实验中，某种剧情被设想出来，剧情中每一因素的各种可能的意义被彻底地思考，然后沿着推理的逻辑走到尽头，达到一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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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汉字的例子

中文屋剧情的思想实验是这样的：设想你就是剧情中的主要角色。你一个人被锁在一间屋子里，经过门上的一道缝隙你得到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两个汉字（见图10-8）。你不懂汉字，因此看起来这两个汉字像是复杂的天书。在屋子里有一堆写着汉字的卡片。你也有一些用英语（你懂英语）写的说明书，告诉你怎样把从门缝得到的符号（Symbol，这里指汉字）去匹配屋子里已有卡片上的符号（指汉字）。你是根据英语说明书所描绘的独特的模式与形状去进行匹配的，然后你把正确的符号卡片从一堆卡片中挑出来，从门缝扔出门外。这样的过程一次又一次地不断重复，逐渐地你正确挑选符号的过程也就会进行得相当快。

现在，用人工智能的语言来说，屋子外面的人（他把中文符号输入屋子里）是计算机的使用者，你则是计算机的中央处理器，输入屋子里的中文符号是问题，由屋子里扔出来的符号是答案，英语说明书就是计算机程序。对计算机的使用者（他是懂汉字的中国人）来说，你似乎能理解中文，因为你给出的答案是恰当的。实际上，你给出的答案同一个懂汉字的中国人给出的答案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如果你想象你自己在剧情中，你就会清楚地了解，你并不懂汉字。你所做的一切只是遵循英语说明的某些规则行事。

Searle由此争辩道，在Turing检验中计算机使用人的语言作出反应的能力并不足以证明计算机能理解，Turing检验是行为主义与操作主义性质的检验，它只注意最后的结果，而不涉及思维的过程。

孙晔对计算机模拟、包括思维的计算机模拟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计算机模拟和类比是认知心理学家采用的一种特殊方法。要使计算机像人那样进行思维，那么计算机程序就应当是一种人类认知理论。把理论表现为计算机程序就叫计算机模拟。计算机模拟首先有助于改进理论，帮助人们找到理论上的缺口（缺陷）。计算机模拟提供的输出可以和人类行为相比较。如果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输出就应当类似于人类解决同样课题时给出的输出。如果程序给出的输出和人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差别就可以用来确定理论需要怎样的改正。这好像是一次实验。计算机模拟还可以预测复杂的行为。虽然我们理解一些概念，并能把它们按步骤变成程序，但是当步骤的系列很长、很复杂，需要大量联系时，我们往往不能预测其结果。这时，计算机模拟就很有用处，有时可以得出惊人的结果。”（孙晔，1987）

我们还应该补充说，思维的计算机模拟有其局限性。首先，人脑是千百万年进化的产物，而计算机只是人脑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几个月的婴儿可以识别母亲的面孔而计算机无法做到的原因。人脑的工作方式与计算机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其次，仅在计算机输出的结果方面模拟人的思维结果是不够的，这在分析Turing检验时已经指出来了。第三，计算机无法对人的形象思维（不使用符号的思维）进行模拟，而形象思维则是人解决问题，在科学、艺术、运动等领域进行创造性活动常常使用的思维形式。第四，虽然1997年美国深蓝计算机与国际象棋世界冠军G. Kasparov对弈有输有赢，但专家预言，要使计算机与围棋世界冠军比赛达到现在的水平，至少还需要100年时间。

四、推　理

推理是思维的形式。逻辑学家把推理分成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人们对演绎推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这种推理的了解也比对其他思维形式的了解更为深入，因此我们着重介绍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是从具体的事实上升到一般的规则。但是我们只是从有限的具体事件中得出一般的规则。如果具体事例再增加时，我们就不能肯定原来的一般规则是否仍然成立。例如，“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一般规则，在有人发现一只黑天鹅时就不成立了。演绎推理的结论是从前提推出来的，如果它的前提为真，那么其结论也必定为真。当然，前提为伪，其结论也必定为伪。例如，“如果演绎推理纯粹是一种言语加工，那么大脑右半球的损伤将不会对它有影响。”由于这个前提错误，其结论也是错的。

下面举一个关于选择任务（selection task）中推理的实验研究。实验方法是将一些卡片放在桌子上，告诉被试每张卡片都是一面有字母，另一面有数字。假定用4张卡片，两张显示字母，两张显示数字（如图10-9），同时提出一个命题：“所有一面是字母A的卡片，它的背面就有数字7。”让被试找出检验这个命题正确性的证据来。被试可以翻看一些卡片，问题在于应该翻哪些张。有人首先翻第一张“M”，其实这一张卡片与命题无关，无论它的背面是什么数字，都不能验证“写A字母的卡片背面是数字7”的结论。应该翻第二张带“A”的卡片，如果它的背面不是“7”，就证明上述命题是错误的。第三张带“7”的卡片也是不需要翻看的，因为它的背面如果是“A”，固然可以肯定结论，但如果是“C”或“M”却都不能证明命题是错误的——原命题只说“A”的背面是“7”，而并没有说“非A”的背面不是“7”。最后一张写“4”的卡片倒是应该翻看的，因为假若它背面的字母是“A”，也可以证明原命题是错误的。总之，这些卡片中有些与命题有关，有些与命题无关。怎样才能只翻看那些与检验命题有关的卡片，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司马贺（1986）认为，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会出现错误呢？因为，在这个问题里，精确的逻辑规则是：如果是A就是7（A→7）；反过来可以说：如果是非7就是非[image: alt]
 因此我们应该翻A，看它的背面是否是7；也应该翻非7（本例中是“4”），看它的背面是否非A。如果对这个命题的解释不严谨，从命题中看到A与7总是联系在一起的（A→7），因而就认为7与A也总是联系在一起的（7→A），进一步还认为非A与非7也总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image: alt]
 这样就去翻看“7”与“M”这两张卡片了。如果运算方法完全按照逻辑学家的方法进行，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换句话说，即司马贺认为上述以“如果”等连词为基础的命题推理如果完全按照逻辑规则进行，就可以达到正确的结论。Johnson-Laird（1998）对上述推理过程提出了另外的解释。我们来看看他的说明。

[image: alt]


图10-9　选择任务图示

有一项命题推理如下：

如果有一个三角形，那么就有一个圆

人们可以作出一个假设：在没有三角形的条件下会有圆吗？当然不会，这与条件的意义相悖。因此，一旦人们仔细地思考条件的意义，他们就会达到如下的结论：如果给定的条件为真，那么三角形和圆就会一起出现。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心中产生类似于下面的图示：

[image: alt]


而且，由于三角形穷尽了与圆有关的表征（穷尽是一种能使推理系统内隐地表征某些信息的手段），因此可以把这一命题的否定形式与圆或与圆的否定形式一起出现，在心中产生有关的图示，因此结果为：

[image: alt]


这里[image: alt]
 是一种表示否定的符号。

如果把A当做△，7当做○，类似地我们有如下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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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应该翻“A”卡片，看反面是不是“7”，翻“4”卡片，看反面是不是“A”。

总之，Johnson-Laird主张，人们在理解言语时，就会产生一种与情境有关的模型，这种模型类似于人们所感知的或想象的某种事件，它是对现实所作的设想，以及对假设结果的探索。这就是演绎推理的心理模型理论，该理论认为演绎推理是一种类似搜寻反例的语义过程。与心理模型理论不同，推理的形式规则理论主张，演绎推理的步骤类似进行逻辑论证的步骤，演绎推理依赖于推理的形式规则，这些规则类似逻辑运算中的规则，因此，演绎推理是一种类似逻辑证明的语法过程。

下面，我们叙述有关实验证据来讨论上述两种理论。

（一）关系推理的研究

逻辑学家区分了4种类型的演绎推理：

①以“大于”、“恰好”和“在……之后”等关系的逻辑属性为基础的关系推理。

②以否定和诸如“如果”、“或”、“和”等连词为基础的命题推理。

③以两个前提，每个前提包含一个独立的量词（如“所有”、“一些”）为基础的三段论推理。

④以前提包含不止一个量词为基础的多量词推理，如：“齐白石所画的一些画比任何其他中国画家所画的画都更有价值。”

我们现在介绍关系推理的研究。

下面是一个两维空间推理的问题，所谓两维是指物体之间不仅有左右关系，还有前后关系：

茶杯在碟子右边，

盘子在碟子左边，

叉子在盘子前面，

匙子在茶杯前面，

叉子和匙子之间有何关系？

被试在理解这个问题时，就会想象上述实物构成对称性的分布：

[image: alt]


如果上述问题的第二个前提变成：盘子在茶杯的左边，那么，想象实物的两种分布都满足推理的结论：

[image: alt]


在这两种分布中，叉子和匙子之间存在着同样的关系，但是想象这两种分布仍然要比想象单一的分布困难些。如果在两种分布中，叉子和匙子之间的关系不一样，那么作业的难度就更大了，下列描述：

茶杯在碟子的右边；

盘子在茶杯左边；

叉子在盘子前面；

匙子在碟子前面。

就符合两种独立的分布：

[image: alt]


在上面的分布中，叉子和匙子之间没有共同的关系，研究者称这样的回答是无效的（without valid answers）。

对于叉子和匙子之间存在着同样关系的两种分布，被试只构造、想象出一种分布就可获得正确结论，而在叉子和匙子之间的关系不一样时，被试必须构造、想象两种分布，只想象一种分布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由于心理加工容量有限，因此演绎推理的心理模型理论预测下列问题其难度逐渐增大：单一分布问题（one-model problems），伴有效回答的多分布问题（multiple-model problems），伴无效回答的多分布问题。但演绎推理的形式规则理论则认为，单分布问题比伴有效回答的多分布问题更难。为什么呢？因为单分布的问题都要比伴有效回答的多分布问题要求作更长的推导。如在上述单一分布问题中，有必要对盘子和茶杯之间的关系进行推导，而在多分布的问题中则不必进行这种推导，因为第二个前提已表明了其间的关系：

盘子在茶杯左边

因此，形式规则理论的预测与心理模型理论所作的预测相反（Johnson-Laird, 1998）。

Byrne和Jonhson-Laird（1989）进行的实验证实了心理模型理论的预测。18名被试（年龄从24岁到56岁，16女2男）参加该实验，进行18个3种问题的推理：6个单一分布问题，6个2种分布问题和6个无效回答的2种分布问题。18个问题以随机方式呈现给每一被试。每一问题念两遍，然后要求被试回答关于两件实物关系的问题，如叉子和匙子之间有何关系？结果如下：单一分布问题正确回答为70％，两种分布问题46％，无效回答的两种分布问题15％（指把两种实物不同的关系都正确回答了，只回答出一种关系的算错误，不包含在15％中）。70％与46％差异显著（Wlicoxon添号秩次检验法），46％与15％差异显著（p检验）。这样，实验结果就证明了心理模型理论的预测。

（二）推理与工作记忆

Baddeley（1998）曾指出，工作记忆的概念和智力的概念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工作记忆与语言理解、注意及推理有着密切的关系，John Gabrieli等人（见Wickelgren, 1997）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被试解决Raven推理测验时扫描他们的脑区。结果发现额叶、顶叶和颞叶皮层等脑区都有激活，而这些脑区也正是空间、客体和言语工作记忆进行时激活的脑区，Gabrieli说：“推理似乎是工作记忆能力的总和。”另外，演绎推理中心理模型（分布）的构建、想象都是在工作记忆中进行的，因此推理与工作记忆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很自然的。

Vandierendonck和Vought（1997）研究了时空内容的线性推理和工作记忆的关系。线性推理的加工过程不像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每个客体之间没有交叉或重叠的部分。比如：小明在小红的左边；小红在小军的左边。那么可以推出：小明在小军的左边。这种推理就是线性推理。在线性推理过程中要区分两个过程，一是句子的加工过程，二是结果推理过程。首先给被试呈现各个前提句，一次一句。要求被试阅读和理解句子并保持信息。以前的一些实验研究表明阅读简单的句子不需要语音环路的参与，至少声音抑制没有对简单句子的阅读产生影响。根据推理的心理模型理论，在加工中要形成句子的一个或多个心理表征，以此为基础进行推理。如果表征是视空编码形式，那么这需要视空加工系统的参与，同时对它的干扰将影响句子的加工和加工时间；如果是语音编码形式，那么声音抑制会干扰句子的加工；如果是以一种更抽象的形式来编码，那么中央执行系统将对推理起作用，对它的干扰将影响推理的正确率和加工速率。所有的句子呈现完毕后，呈现要求被试回答的问题和选项，这时就进入了结果推理过程，很有可能工作记忆的三个成分都参与了该过程。在进行推理任务的同时有次级任务分别来干扰推理任务，直至推理任务结束。实验中采用的线性推理问题有3类：a．一个分布问题，正确的推理只能建立一个空间分布；b．2个分布问题，要正确回答问题，必须建立两个空间分布；c．3个分布问题，从前提句子中可以建立3个空间分布。这3种类型问题的难度依次增大，利用的工作记忆资源也逐渐增多。实验分4组（3个实验组，1个控制组）。实验结果如下：

①控制组和3个实验组在正确回答百分比上都达到了显著差异，表明3个成分都可能参与了线性推理过程，而且声音干扰的程度强于视空干扰和中央执行系统干扰。

②句子的加工时间方面。从被试阅读句子的时间来看，只有在视空干扰和中央执行系统干扰条件下的阅读时间显著长于控制组，而语音干扰组的时间短于控制组。表明声音的干扰对于被试理解和保持句子信息没有影响，而视空干扰和中央执行系统干扰对其有很大影响。很有可能心理表征是视觉空间编码形式，有一些研究也表明线性推理中建立的心理表征是空间形式的模型。中央执行系统可能起着控制过程的作用。

③推理所要求的分布数目越多，推理难度就越大，推理的正确率降低。这说明推理越复杂，对工作记忆的要求越高，推理就差。

综合以上3点，可以得出结论：在句子加工过程中，只有视觉空间系统和中央执行系统参与，语音环路没有参加，它只是参与了结果推理过程。

（三）内容与推理

推理过程极大地依赖于有关的内容（content）。推理的难度更多地依赖于前提的内容与个体已有知识的关系，而较少依赖于推理涉及的逻辑形式。

前提内容可以影响结论的抽取。例如，Byrne给一组被试如下的前提：

①如果她要写一篇随笔的话，她将呆在图书馆很晚。

②她要写一篇随笔。

96％的被试得出如下结论：

③她将呆在图书馆很晚。

另一组被试也得到①与②的前提，但同时还附加有：1′如果图书馆持续开馆，她将呆在图书馆很晚。

这一组被试中只有38％的人得出③的结论。这说明引入1′前提就锁定了①与②的应用。

前面我们介绍过一项选择任务中的推理研究，其实内容对推理的影响在选择任务中也表现得十分清楚。

在下面的具有抽象内容的选择任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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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演绎推理的形式规则理论，被试应该翻看（选择）[image: alt]
 看看是否有不是7的数字在背后和[image: alt]
 看看是否有A在背面，因为只有这两种可能去证明原命题（所有一面是字母A的卡片，它的背面就有数字7）是错误的。但被试很少按逻辑规则去正确选择，他们常常作出错误的选择，最通常的选择是翻看[image: alt]
 和[image: alt]
 （翻看[image: alt]
 是不必要的）。

这种选择任务的一般表达形式为：“如果P那未q。”正确的选择应该是P和非q。

但如果比较的规则表现为强制性关系，有十分明确的内容，如：“如果一个人能允许喝酒，那他（她）一定至少是21岁”。那么选择任务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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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验中被试更多地正确选择[image: alt]
 与[image: alt]


这两项选择任务中逻辑规则都是一样的，但一项是抽象的任意内容，另一项却十分具体，但被试在具体内容的任务中推理更为正确，这说明内容对推理的制约作用。

怎样解释这种制约作用呢？

人们认为，任务中的主题内容激活了实际的推理图式（pragmatic reasoning schemas），而推理正就依赖于这些图式。例如，“喝酒的法定年龄”这一规则将激活“允许喝酒图式”，它意味着如果喝酒的事件发生那么先决条件必定得到满足。如果“喝酒的法定年龄”被理解为是条件性的允许，那么图式将集中注意于喝酒行为的发生［即喝酒的人应受到检查，看他（她）的年龄是否符合法定年龄］，以及喝酒先决条件没能满足的情形［即不到法定年龄的人应受到检查，看他（她）是否没喝酒］，因为只有这两种情形可能揭露出违反了原命题。这实际上就是P与非q的情形（Holyoak & Spellman, 1993）。

（四）推理与大脑

演绎推理的心理模型理论特别与思维的神经心理学相关，它不像其他理论那样强调推理是一种言语过程，或受形式规则所支配。它主张推理的主要成分是非言语性的，也就是说，模型的结构与情境的结构相符，因此该理论认为大脑右半球应当在推理中起重要作用。

神经心理学的证据普遍证实了上述预测。有几项研究表明大脑右半球受损会损害患者的推理能力。例如，这类患者难于对可逆关系进行演绎推理，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如：

约翰比比尔高，谁更矮？

有些神经病学的研究考察了被试在不依赖视觉空间思维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可能性。对于下面的句子：

莎莉手拿钢笔和纸向电影明星走去，

她正在写一篇名人谈核动力的文章。

正常被试很可能推论出：莎莉想请明星谈谈对核动力的看法。但大脑右半球受损的患者推出的结论是：莎莉想询问电影明星的成长史，他们被第一个句子所误导，且不能从第二个句子作出有联系的推理以纠正自己的理解。从这个例子看来，大脑右半球受损的患者对抽象问题的推理也十分困难。

心理模型理论强调演绎推理中人们在心中形成实物分布的空间模型，而空间模型的形成有赖于大脑右半球。这一设想的最有力的证据来自Whitaker及其同事所进行的条件推理的实验研究。他们在两组被试中考察了条件推理，两组患者都动过双侧前颞叶切除术以减轻局灶性癫痫，一组病人大脑右半球有病灶，另一组则大脑左半球有病灶。大脑右半球受损的患者对错误的前提条件进行推理的成绩，比大脑左半球受损患者的成绩更差。因此，当给出以下错误前提条件：

如果天上下雨，街道就会是干的。

并对患者说：

天上下雨了。

大脑右半球受损的一组患者得出了一致性的结论：

街道会湿。

换言之，这些患者不能脱离自己对现实的认识来完成演绎推理的过程（Johnson-Laird, 1998）。

五、决　策

近年来，由于对决策的研究逐步深入，它与许多实际部门的关系日益密切，决策过程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分化出来。

决策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决定就是决策，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作大大小小的决策。例如，你清早要上班时天气阴沉，你就得决定要不要带伞。医生面对一个病人（不管他的症状是简单还是复杂），他就得决定到底病人患的什么病。在中国女排与世界明星队比赛前，几乎每个人都在预测，是我们赢呢还是世界明星队赢。预测实际上就是一种判断，它总要导致某种决定。每个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都面临着他（她）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决定。至于各部门各级领导作出各种各样的决定，大家都是易于了解的。

心理学研究决策不同于其他学科研究决策。第一，心理学研究决策策略，人们为什么用这种策略而不用那种策略来解决某一问题。第二，概率论是心理学研究决策的出发点，是研究问题的框架，而心理学则研究人们的判断怎样常常违反了概率论的。第三，心理学研究决策者的心理品质对决策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方面对决策成败的决定性作用。

（一）决策策略

许多决策都是根据人们对不确定性（uncertainty）情形的可能性的判断而作出的。例如，选举结果、法庭上的胜败、货币（美元或人民币）未来的价值、天气、考试结果等等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形下通常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或直观推断（heuristics）来作出判断，这些直观推断的方法又会带来怎样的偏差与错误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判断中的偏差正好揭示了人们在不确定性情形下思维的一些重要特点。

1．代表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把“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搞错而在决定概率时犯错误。例如，你在用计算器做加法时得出一个总数：12345。这个数目好像不大对头，你又加一遍，仍然是12345。这时候你心里想，做加法得出12345似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数的随机代表性不大，但实际上，12345这个特殊的数目与另一个特殊数目85769具有同等的出现概率。又例如，如果我们说在23人的一个组中很可能至少包括两个有同一天生日（即同月同日）的人，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难以相信，换句话说，即人们习惯于认为，在一年365天中，23人的生日分别落在不同的日子好像可能性最大，即代表性最大，然而，统计学却告诉我们：21人的生日分散在不同的日子，两个人的生日在同一天的情况是最可能发生的。本章作者1989年7月在蛇口特区讲实验心理学时，对班上30多名学员中的23人的生日作了登记，结果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Kahneman等人（见Matlin, 1979）讨论了实际生活中不恰当地使用代表性的精彩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受到长期的狂轰滥炸。从经验中人们一般相信，轰炸有一定的模式，因为城市的某些区域经常被轰炸，而其他地区则根本就没有被轰炸过。人们直觉地认为这种模式的代表性不大。即认为它不像是仅仅由于机遇造成的。然而，当统计学家比较实际的轰炸模式与仅仅由机遇决定的轰炸模式后，发现两者完全一致。实际上，机遇使得相同事件的分布更有可能发生（例如，相同的生日或相同的被轰炸地区），而那种没有相同事件的分布（例如，23人的生日分散在不同的日子或伦敦被炸地区是均匀分布的）倒是不大可能发生。

人们使用“代表性”策略的过程在实验室里受到仔细的研究。我们都承认，要准确地预测未来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你会想到，如果我们不能获得什么信息来指导时，我们就会利用“代表性”策略。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甚至当人们有足够的信息来作统计预测未来时，“代表性”仍然陪伴着我们的直觉。让我们在实验室里做一个简单的游戏。

我有两个口袋，每一个都装有红、蓝扑克牌：

A口袋　10张蓝，20张红；

B口袋　20张蓝，10张红。

每一次我在A、B两个口袋中挑一个口袋给你，你的任务就是猜测，那是A口袋呢还是B口袋？你获得一些信息来帮助你做决定。第一，你知道每个口袋中红、蓝扑克牌的数目。第二，你知道我给你A口袋的次数占80％，我给你B口袋的次数为20％（这就是所谓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ies）。第三，你可以从口袋里抽三张牌，看它们是什么颜色，每抽一张牌，看过之后把它放回口袋里。假定有一次你抽的三张牌是：蓝，蓝，红，那么我来问你，你认为我给你的是哪个口袋？你的自信程度有多高？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很可能你就会决定，那肯定是B口袋，因为不管怎么说，你抽的牌三分之二是蓝，这同B口袋中蓝红比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你一定会感到惊讶，真正的二蓝一红的比例是在A口袋而不是B口袋（根据贝叶斯（Bayes）定律计算）。

为什么人们对结果会感到惊讶呢？因为他们倾向于忽略先验概率（我给你口袋的次数80％为A口袋，20％为B口袋）。如果仅仅思考获得的3张牌，的确这些牌是更可能来自B口袋的，但是别忘了，我给你A口袋的概率4倍于B口袋，就是说，B口袋2倍于A口袋的蓝纸牌不足以同A口袋4倍于B口袋出现概率相匹敌。

这样，人们只集中注意于已获得的纸牌的颜色，而忽略了两个口袋出现的先验概率。为什么人们会这样做呢？Kahneman等人认为，人们根本不管概率论的法则（例如贝叶斯定律），而是使用“代表性”策略来作出直观的判断。就像刚才说过的抽扑克牌的例子一样。在这个例子中，你抽的蓝纸牌的比例是2∶3，B口袋中蓝纸牌的比例也是2∶3。事实上，你可能认为2蓝1红就是B口袋的样本“原型”，但是，先验概率并不符合这种“代表性”的论据。结果，人们忽略了先验概率，也就看不到先验概率与“代表性”原型之间的矛盾，所以就选择B口袋，因为它的组成（蓝红比例）与抽到样本中的蓝红比例一样。

人们忽略先验概率的倾向在下述实验中表现得也很突出。

Kahneman和Tversky的一项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城市里有两家出租汽车公司，85％的蓝车是一家公司的，15％的绿车是另一家公司的。有一辆出租汽车涉及夜间一场车祸但逃走了，有目击者称他看见的是一辆绿车。

法庭测验了该目击者在晚上可视条件下分辨蓝车与绿车的能力，发现他能80％地正确辨别蓝色与绿色；有20％的次数蓝绿不分。

在上述情况下，你认为闯祸的车是绿车的可能性有多大？根据Bayes定律，绿车闯祸的概率为：

0.8（0.15）/0.8（0.15）＋0.2（0.85）＝0.41

但多数被试却都认为绿车闯祸的概率为0.80，他们只看到目击者能80％地辨别蓝与绿，但忘记了绿车出现在街头的概率只有15％（Slovic等，1988）。

使用“代表性”策略使人们忽略了先验概率的重要性；同时，使用“代表性”策略也使人们忽略了样本大小（sample size）的重要性。

样本的大小是一个正确的线索，但人们没有好好利用它。我们来讨论下面的例子。

某城有两个医院。大医院每天大约有45个婴儿出生，小医院每天大约有15个婴儿出生。平均而言，50％的婴儿是男孩。然而，实际的男女比例每天都在变动。有时男孩的比例超过50％，有时低于50％。

在一年的期间内，每个医院都记下男孩出生率超过60％的天数。你认为哪个医院有这样的天数多？①大医院；②小医院；③两个医院大致一样（在5％内变动）。

正确的答案是，小医院男孩出生率超过60％的天数多，因为它符合统计学公式的估计：小样本的数据更容易偏离平均数。但实验结果却是另一种情形，22％的被试认为大医院更可能有这样的天数；56％的人回答“大致一样”，只有22％的人回答正确。这说明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并不是人们直觉的一部分，人们直觉地认为，男孩出生率超过60％的天数对大小医院来说具有同等的代表性。

2．可利用性

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在确定事件的可能性大小上是一个有用的线索，因为频频发生的事件的例子通常都要比少发生的事件的例子能更快更好地回忆出来。但是事件可能性大小本身并不影响可利用性，影响可利用性的是另外一些因素。因此，对可利用性的依赖也就导致了判断的偏差。

举例说，当有人要你判断中年人得心脏病的概率时，你多半首先想到某些朋友有心脏病，然后再来推断中年人患心脏病的概率。这样，你想起来的例子的多少就决定了你的概率判断的大小，但是，事实上，“可利用性”并不一定就表示事件易于发生。另外的例子也可说明这个问题。当你正阅读一本英文书时，我问你，你认为r字母开头的字（如red）多，还是r字母在第3个位置的字（如variety）多？很可能你会根据“可利用性”策略来判断，即根据易于想起的例子来作判断。你马上想起来许多以r开头的字：red, road, rend, rest等。人们很难想到r在第3个位置的字。有实验表明，被试总是猜测r开头的字比r在第3个位置的字多。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r在第3个位置的字多。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翻开一页英文书试一试。

“可利用性”策略的最生动的表现就是日常生活中突出事件造成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当他们上飞机时就想起了许多飞机失事的惨案，因而导致对空中飞行事故过高的估计。本章作者于1985年由北京飞往成都开会，挨着坐的是一位50出头的妇女，当飞机平稳地在成都机场着陆时，她才松口气对我说：“现在没事了。”看来1985年国内飞机失事的报道给了她过于深刻的印象。

3．顺应

Tversky和Kahneman发现，起点（starting point）常常影响人们的概率估计，实际上起点与事件的概率是无关的。在实验中，他们要求被试估计联合国中有多少非洲国家？当他们给予65这个起点时，被试最后的估计为45；当给予10的起点时，被试的估计为25。

顺应（adjustment from an anchor）不仅发生在有起点的情形，当被试根据尚未完成的计算去估计最后结果时也会发生。两组高中生各要求在5s内对一个算式的最后结果进行估计。一组估计下面的算式：

8×7×6×5×4×3×2×1

另一组估计另一算式：

1×2×3×4×5×6×7×8

为了很快地获得答案，学生会对最初的几步乘法进行心算，然后推测最后结果。由于调节（顺应）通常不足，可以预计两个算式都会导致低估结果；又由于第一个算式（数目逐渐减小）最初几步心算的结果大于第二个算式（数目逐步增大）最初几步的心算的结果，因而对第一算式结果的估计要大于第二个算式的结果估计。实验结果表明，这两项预测都得到了证实。对第一个算式估计的中数为2250，对第二个算式估计的中数为512。而正确答案为40320。

顺应现象还表现在不同性质的概率事件中。Bar-Hillel提供一些不同的机会让他的被试就二择一的事件打赌。一共有3种类型的事件：

（1）简单事件

从装有50％的红色玻璃弹子与50％的白色玻璃弹子的口袋中抽取红玻璃弹子。

（2）合取事件（conjunctive events）

从装有90％的红弹子与10％的白弹子的口袋中连续7次抽取红弹子。

（3）析取事件（disjunctive events）

从装有10％红弹子与90％白弹子的口袋中连续7次抽取至少要有一次红弹子。

实验结果表明，绝大多数被试喜欢赌合取事件（它的概率为0.48），而不是简单事件（它的概率为0.50）。被试还喜欢赌简单事件而不是析取事件（它的概率为0.52）。这样，在这两种比较中被试都喜欢打赌较少可能发生的事件，换句话说，即人们倾向于高估合取事件的概率而低估析取事件的概率。

Tversky和Kahneman对决策策略的问题总结如下：在不确定性情形下作出判断通常采取3种直观推断：

（1）代表性

要求人们估计A事件属于或归类于B类事件的可能性时通常采用。例如，当A能很好地代表B时，A来自B的可能性就被判断为很大；相反，如果A与B不类似，那么A来自B的可能性就被判断为很小。

（2）可利用性

即某一事例想起来的容易程度。要求人们估计某类事件的频率时常常采用。

（3）顺应或调节

当有关的数据提供出来以后，要求人们预测某种数值。

这3种直观推断是简便、有效的，但它们会导致系统的可预计的误差。当我们更好地理解这3种直观推断及其问题时，我们就能改善在不确定性情形下的判断与决策（Tversky & Kahneman, 1974）。

（二）概率判断

什么叫做概率判断？概率判断又有什么用处？让我们从天气预报谈起。

1．降水概率预报

降水概率天气预报1995年8月已经在北京实行了，现在我们不仅被告知今明两天是否有雨，而且还知道下雨的可能性大小，即降水概率。降水概率天气预报比起过去“有”、“无”降水的范畴预报是一个进步。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这种进步，又该怎样利用它呢？

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否下雨仅仅是一个随机过程，即存在着不确定性。什么叫做不确定性呢？举个例子来说，设想你坐在篮球场旁边，一阵大风过来，把一片小小的柳树叶子（长宽不过2cm）吹上了天，它正很快地在场地上空飘下来，如果事前要你判断叶子是落在左半场或是右半场，你会很容易作出预报，在这种场合不存在不确定性，或者说，不确定性极小。又假设当时球场上划上了宽度仅为2cm的黑白相间的线条，你事先就很难说叶子是落在白线上或是黑线上了，这就是不确定性。天气预报员的降水概率预报反映了降水的不确定性可以这样理解：天气预报员坐在篮球场边，叶子落在黑线上叫下雨，落在白线上叫无雨，当叶子还在天空时，预报员必须发出预报：叶子落在什么线上，他认为叶子落在那种线上的把握即概率有多大？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是否下雨本身没有概率大小，人才有概率大小（Kolata, 1986）。降水概率实际上是对预报员相信是否下雨的程度的测量。过去的“有”、“无”降水预报实际上只回答了“叶子落在什么线上”的问题，而没有回答“预报员认为叶子落在那种线上的概率有多大”的问题，因而否定了降水的不确定性，当然也就不能反映出降水可能性的大小。

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给人们带来实际的效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利用降水概率预报呢？让我们以某物资仓库赵经理为例来作一说明。面对天气的变化，赵经理有4种选择（见图10-10）。

①花500元采取保护措施，但没下雨，这笔钱白花了。

②没有采取措施，也没有下雨，一分不花。

③花2000元采取保护措施，真的下雨了，物资没受损失。

④没有采取措施，下雨了，损失5000元。这4种情况构成下面的费用矩阵：

[image: alt]


图10-10　赵经理对物资保护的费用矩阵

某天晚上赵经理是如何决定是否采取保护措施呢？假设气象员的预报极为准确，他在电视台上强调，“明天无雨”。很明显赵经理不需要做什么，要不然他就白花500元。如果这个千里眼预报说，“明天有雨”，那么赵经理最好还是应花2000元去保护物资，因为忽视预报员的警告就意味着肯定损失5000元。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千里眼预报员。那么赵经理该如何作出决策即考虑降水的概率和有关的花费呢？我们建议，赵经理应该选择达到最大“期望值”的行为。假设P为降水概率，那么，保护物资的期望值＝P（－2000元）＋（1－P）（－500元）。同样地，不保护物资的期望值＝P（－500元）＋（1－P）（0元）。赵经理只有在保护物资的期望值大于或等于不保护物资的期望值时，才采取保持措施，因为这样才合算。P为多大才满足保护的期望≥不保护的期望值呢？我们可以列出算式：

P（－2000）＋（1－P）（－500）＝P（－5000）＋（1－P）（0）

求得P为1/7或14.3％。这就是说，当降水概率等于14.3％或大于14.3％时，赵经理必须采取保护措施。例如，当降水概率为20％时，根据刚才的算式，保护物资的期望值（－800元）大于不保护物资的期望值（－1000元），采取保护措施是值得的。当降水概率小于14.3％时，他可以不采取保护措施。例如，当降水概率为10％，保护物资的期望值（－650元）小于不保护物资的期望值（－500元），采取保护措施就划不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并不是降水概率在50％以上，赵经理才采取措施。换句话说，即根据矩阵求得保护或不保护的分界线，再根据分界线来作出决定，这才是经济又可靠的方法，这一点也体现出概率预报增加了天气预报的可用性。过去的“有”、“无”降水的预报实际上是100％和0％两类预报，它并没有给赵经理选择的自由。而有了降水概率预报，各行各业的单位和个人就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写出自己的费用矩阵，然后也就可以决定多大的降水概率才采取预防措施。换句话说，即当降水概率预报为20％。赵经理正忙于采取措施时，你可以不必着急，你的保护或不保护的分界线是30％。从这个意义上说，降水概率预报是把球踢给了公众和用户，但这不是坏事，它是把更科学的成果送给了公众，把作出决策的选择送给了公众。

从1965年开始美国国家气象局的气象预报员就采用概率预报，美国老百姓比如农场主就是采用上述方法构建费用矩阵、决定多大的降水概率、降温（冰点）概率等自己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但是，赵经理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天气预报员预报的降水概率真有那么准吗？坐在篮球场边预报叶子落在白线或黑线上的概率到底有多准？其实，预报员之间预报的准确性是有差别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是首席预报员，而多数人不是的缘故。这也好比医院里有人是主任医生、而多数医生不是一样。要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除了要提高监测手段以外，还要提高预报员的素质和能力。那么，怎样评估预报员概率预报的准确性、又该怎样提高他们的预报能力呢？已有的科学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些理论与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利用概率预报的一个重要方面。

2．概率判断的准确性

下面我们通过一项实验研究来讨论这一问题（Yates等，1987）。概率判断准确性的心理学研究常常通过使用一般知识问题来进行。这些问题有时也被称为“年鉴问题”，因为它们的答案经常可以在年鉴中找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哪一个城市在更北边，（a）纽约或（b）伦敦？”在概率判断准确性的研究中，要求被试选（a）或（b）；然后指明他（或她）选择的答案有多大的把握是正确的，确信程度用50％～100％间的概率来表示。

绝大多数关于一般知识问题判断的准确性的讨论都集中在准确性的一个特殊方面，“校准”（calibration）。假定一个人对一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说有X％的可能性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如果这个人的概率判断有最准确的校准，那么他的回答中正确的比例就将正好是X％。例如，对20个问题中的每一个回答，他认为有70％的可能性他的答案是正确的，那么答案必有14个是正确的。如果对另10个项目他认为有50％的可能性回答正确，那么他选择的答案中就有一半是正确的。

人们关于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通常以某种方式偏离校准（miscalibrated）；它们都偏高。这种形式的偏离校准常被解释为“过分自信（overconfidence）”。

Wright及其学生比较了英国被试和一些亚洲被试（如马来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印度人和香港的中国人），他们发现概率判断超出实际正确答案的比例的趋势在亚洲被试中更突出。Yates等人的研究想要确定已观察到的东西方的差别是否也存在于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的判断中。怀疑这种差别的普遍性的原因之一是，在某些判断情景下，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确信程度也有差别。曾要求瑞士和美国的小汽车驾驶员比较他们自己及其同胞的开车技术。69％的瑞士驾驶员感到他们比中等水平高，但是却有93％的美国驾驶员认为其技术高于中等。

不过，英国和亚洲被试概率判断准确性的比较仅限于校准。因此人们并不知道这种比较在整体准确性以及在校准以外的准确性方面的情形。在Yates等人的研究中，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对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准确性包括整体准确性以及准确性的好几个成分。

中国被试62人（北京大学心理系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学生）和美国被试44名（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实验。

美国被试回答51个一般知识问题，中国被试只做了51个项目中的29个。这些项目是研究者认为对两国被试难度相当的。用做练习的项目是：“西红柿在（a）凉爽气候或（b）温暖气候下生长得好。”

美国被试组成人数不等的小组参与这个研究，所有项目都被订成小册子发给被试。主试给出一般性指示语后被试对程序进行练习，然后回答问题，回答问题不限时间。在每一个项目上，被试指出答案正确的概率，就在概率数上划线，这些概率是50％、60％、70％、80％、90％或100％。

所有的中国被试都在一组里进行，给出指示语后，被试做练习，然后正式回答问题。每一问题都翻译成中文，以投影仪呈现。被试在一张纸上选择答案和作概率判断，每一个项目列有两个供选择的答案（a）和（b），以及6个可能的概率判断，即50％、60％……100％。

实验结果的所有分析都是对呈现给中国和美国被试的29个项目进行的。整体准确性，它由“平均概率分数”[image: alt]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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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i
 和di
 分别表示在某次事件下的概率判断和结果指数（如果事件发生，则d＝1；如果事件不发生，则d＝0），i＝1，2，3……N。

中国被试的[image: alt]
 美国被试的[image: alt]
 团体差异的可靠性检验采用非参数的Mann-Whitney U 检验进行，结果表明概率分数的分配没有显著差别（U＝1333.0，p＞0.8）。

整体准确性的协方差图解（covariance graphs）：图10-11（a）与（b）是两国被试判断的协方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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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a）　中国被试对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的协方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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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1（b）　美国被试对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的协方差图

图10-11结果指数由横轴表示，纵轴是被试作出的各种概率判断。横轴两端表示事件发生（正确答案）或事件不发生（错误答案）的次数。（a）图右下角1208表示被试的1208个答案是对的，其中的58％个答案被试有100％的把握认为正确；左下角的567表示，被试有567个答案是错的，其中的30.2％个答案被试只有50％的把握认为正确。





校准：如果一个人的校准是最理想的，那么在所有情形下，他的平均概率判断[image: alt]
 将与目标事件实际发生的比例[image: alt]
 相等。这样，在一系列概率判断中偏差（bias）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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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image: alt]
 和[image: alt]
 的两条虚线的交点在图上1∶1的对角线以外，就表明有偏差。图10-11表明中、美被试都有正的偏差（交点在对角线之上）。然而中国被试的偏差却几乎是美国被试的两倍，两者的差别达显著水平（U＝893.5，p＜0.003）。

斜率（slope）：如果一个人对事件A的概率判断有较高的准确性，那么当事件A发生时做的概率判断一般应该比事件A不发生时的概率判断要更大一些，在协方差图中，前一种判断的平均数用[image: alt]
 表示，后一种用[image: alt]
 表示。斜率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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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率是经过协方差图中[image: alt]
 和[image: alt]
 两点的直线的斜率。这条直线是对结果指数的回归线。

斜率是一个人分辨目标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能力的指标。

图10-11表明，中国被试的斜率优于美国被试。两者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U＝1022.0，p＜0.03）。

离散（scatter）：概率判断的随机变异或“离散”的数量，可以由Var f1
 和Var f0
 来表示，前者是当事件发生时判断的变异，后者是对事件不发生所作的判断的变异。

Scat f＝（N1 Var f1
 ＋N0
 Var f0
 ）/（N1
 ＋N0
 ）

其中N1
 和N0
 分别是目标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次数，Scat f越大，偶然误差就越多。图10-11表明中国被试在判断中的随机变异性比美国被试大。两者在Scat f值上的差异达显著水平（U＝805.0，p＜0.001）。在确定判断准确性时，偏差、斜率和随机变异性的作用在平均概率分数的“协方差分解”中表现得很清楚（covariance decomposition, Yate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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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age: alt]


实验结果总的说来是这样：中国被试在区分自己答案是正确或错误上比美国被试好（斜率差别）；另一方面，美国被试则比中国被试在判断中有较少的过分自信和离散（不必要的变异）。

以前的研究表明，对一般知识问题的概率判断的校准，英国人和亚洲的各种被试都有差别。Yates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中美被试之间类似的差别。两组被试都是过分自信的，但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加过分自信。最重要的新发现在于，校准差别与分辨的差别是互补的。

在概率判断准确性中西方人和亚洲人的差别的实践意义部分地依赖于差别的基础。然而有些含义却独立于这个基础。“决策分析”领域涉及应用像最大期望值这样的方法去解决重要的实践问题，如图10-10显示的赵经理的例子，而这些方法的应用要求很好的概率判断。Wright等人指出，由于亚洲人处理不确定性似乎与西方人不同，因此，决策分析可能对亚洲人不那么有用。

概率判断校准的偏离毫无疑问降低了决策分析的价值。然而，由于亚洲人的概率判断的相对差的校准就认为决策分析不适合亚洲人，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一个原因是校准的偏离可以仅仅通过个体判断的数学转换就能改进。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被试的判断有好的分辨。西方人相对差的分辨至少和差的校准一样会损害决策分析的效用。而且，改善分辨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如果亚洲人判断的分辨的确强于西方人，那么决策分析在亚洲的前途倒是十分光明的。不管怎么样，亚洲人和西方人都必须互相学习，西方人学习改善他们的分辨，而亚洲人则学习改善他们的校准。

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决策可参考2003年由Jossey-Bass出版社出版的J. F. Yates的著作Decision Management。

问　题

1．陈述定势在问题解决中的利弊。

2．举例说明问题解决的计算机模拟。

3．什么是Turing检验？

4．Searle的中文屋思想实验说明了什么问题？

5．举例说明关系推理的实验研究是怎样进行的？

6．演绎推理中的心理模型理论的要点？

7．工作记忆与推理的关系是怎样的？

8．举例说明推理与大脑的关系。

9．说明决策中3种直观推断及其偏向。

10．什么叫做概率判断？它有哪些应用？

11．平均概率分数及其成分是怎样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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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会认知

狭义的社会认知是指对他人的理解，但社会认知现在已发展成包括广泛心理过程的领域。其中核心的过程有：理解他人、理解自己、自我与他人的互动（Lieberman, 2007）。本章讨论如下一些问题：（1）理解他人（社会认知的记忆；移情）；（2）理解自我（自我面孔识别、自我反思、自传体记忆）；（3）合作；（4）文化对知觉的影响。虽然本章涉及这些问题的内容多半是关于行为实验的，但它为了解我们的大脑——社会脑（the social brain）作了准备。正像人脑的某些区域负责行走、谈话或呼吸一样，大脑也已发展出特殊的机制来面对社会的环境，即执行社会认知的功能。从强调社会认知的重要性来说，有时可称我们的大脑为社会脑。

一、理解他人

（一）社会认知的记忆

社会认知狭义上说是指对他人的理解，理解别人（如一副人的面孔）的各种心理特点，如信念、心情、人格等等，它不同于非社会认知，即对非生命物体（如一幢房屋）的理解。

Mitchell等人（2004）探讨了社会认知与非社会认知在记忆上的差别。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180个描述人格特质的句子，分别描述18种人格特质（10个句子分别描述一种特质）；如，可爱有趣的（舞会上他第一个开始跳舞），不替别人着想的（他拒绝将他多余的毛毯借给别的野营队员），等等。在学习阶段，句子与18张面孔配对（蓝底的高加索妇女照片），每张面孔与10个句子配对，其中5个句子都属于一种人格特质（如，可爱有趣的），其余5个句子从描述其他人格特质的句子中随机挑选。面孔－句子对呈现时要求被试“形成印象”，或要求被试“记住顺序”。这样，被试就有了两种任务：社会认知的与非社会认知的。指示语告诉被试在“形成印象”时，要根据句子去推测某人的人格特质，以后要测验他们关于18个人（面孔）的推断。“记住顺序”的指示语告诉被试，要根据句子描述某人（面孔）经历过的活动并记住句子出现的顺序，以后要测验这种顺序。实际上，实验中并不进行关于18个人的推断的测验，也不进行句子顺序的测验。

在再认阶段，180个句子重新一一与面孔配对呈现。对应于大脑的扫描过程，再认测验分三组进行，每组的结构是这样：6张面孔，其中1张是正确的，其余5张是干扰项；每张面孔呈现10次，共使用60个句子，其中30个句子是“形成印象”的，另外30个句子是“记住顺序”的。对某面孔而言，它只正确对应一类句子，即或者是“形成印象”的，或者是“记住顺序”的。这样，每组使用6张面孔，60个句子，3组共使用18张面孔，180个句子。被试的任务是在每组的6张面孔中挑出一张，该面孔与呈现的句子配对过。17名被试行为实验结果表明，被试正确将面孔与句子匹配的概率为58.8％，远高于随机的概率（1/6＝16.7％）。更重要的是，社会认知，即“形成印象”条件下的击中率62.9％显著高于非社会认知，即“记住顺序”条件下的击中率54.6％。fMRI的结果表明，“形成印象”任务激活了背内侧前额叶（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而非社会性的“记住顺序”任务则激活额上回与顶回（superior frontal and parietal gyri）、前中央回（precentral gyrus）和尾状核（caudate）。此外，在再认测验中，“形成印象”的社会认知的正确再认激活了背内侧前额叶，而“记住顺序”的非社会认知正确再认则激活了右侧海马。

以往解释社会认知与非社会认知在记忆上的差别时，人们大多认为社会认知过程使用了一些特殊的记忆结构，如图式、分类，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精细的加工。但Mitchell等人（2004）根据上述结果认为，被试加工了同一句子的不同方面，即在“形成印象”时用呈现的句子推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这是句子的社会性方面；在“记住顺序”时记住呈现句子出现的顺序，这是句子的非社会性方面。结果，社会认知与非社会认知在加工与提取两个阶段上激活的脑区均各不相同，因此有理由相信，它们的认知也是不同的。特别是，社会认知（形成印象）的记忆形式（表现为正确再认）与背内侧前额叶相关，而非社会认知（记住顺序）的记忆形成却与另一脑区，即右侧海马相关。这种记忆的分离（dissociation）直接挑战如下的观点：社会认知的记忆与非社会认知的记忆是同一过程的记忆，只不过社会认知有选择地使用了一些记忆结构，如图式、分类，或进行了更深层的、精细的加工。实际上，很可能社会认知有特殊的社会认知过程，它不同于非社会认知的过程。

（二）移情

移情或同情（empathy）是指一个人具有确认他人情绪的能力，或具有他人情绪引起的共鸣体验。理解他人的意向和信念是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能力，而理解他人的情绪、感受则是移情的能力，例如，当别人难受或高兴时，疼痛或搔痒时，移情的经验使我们理解那是什么样的感受。Singer等人（2004）研究了对疼痛的移情的神经机制。实验安排如下：被试是16对恋爱对象，研究者假定他们更容易彼此产生移情。疼痛刺激是施加给女被试或她的对象的右手背的电刺激，给予电刺激时扫描女被试的脑活动。女被试在fMRI扫描器小屋里边，她的对象坐在小屋旁边，男女对象的右手放在倾斜的木板上可以让女被试通过镜子系统看到她自己的和她的对象的右手。在木板后面有一块很大的屏幕，屏幕上随机呈现指示图标，指明是她自己（自我）还是她的对象（他人）将受到低强度的电刺激（无痛条件）或高强度的电刺激（疼痛条件）。研究者在“自我”与“他人”的情况下比较了疼痛条件与无痛条件的fMRI结果。扫描之后通过对移情量表上项目的评定，对女被试移情的个体差异进行了测量。

Singer等人（2004）通过fMRI实验回答了两个问题。感受他人疼痛时是否激活了疼痛的全部神经机制？fMRI结果表明，自己受到疼痛刺激和感受他人疼痛时均激活的主要脑区有：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与前脑岛（anterior insula, AI）；而自己受到疼痛刺激时还特异地激活了后脑岛、次级躯体感觉皮层（second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SII）、感觉运动皮层（the sensorimotor cortex, SI）以及扣带尾部（rostral ACC）。比较这些脑区可以推断，感受他人疼痛或移情时（此时没有受到躯体感觉的疼痛刺激），并不激活与感觉相关的脑区。另有研究表明，ACC与AI的激活均由情绪引起而感觉相关的脑区则不受情绪影响。因此，可以认为移情时仅激活了疼痛的情感相关脑区，换句话说，对疼痛的移情涉及其情感成分而不是感觉成分。另一个问题是，移情强烈的人是不是相关的脑活动也强烈？研究者将移情引起的相关脑区的激活与移情量表测量的结果作相关分析（见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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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移情与脑区激活的相关性

前扣带回与左侧脑岛在移情时（感受他人疼痛时激活的脑区减去感受他人无疼痛时激活的脑区）激活的峰值与移情量表的得分有显著相关。斜线是拟合的，相关系数均在p＜0.05水平上显著。





相关分析表明，移情的个别差异与脑区的激活差异有很好的相关，即移情量表得分高的被试在感受自己的对象疼痛时她相应的脑区也有很强烈的激活，而移情量表得分低的被试在移情时相应脑区不太活跃。心理量表的测量体现了心理的主观性，而fMRI测得的脑区激活是一种客观测量，心理量表得分与脑区激活程度的相关，很好地体现了脑活动的心理学意义。

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Singer等人（2006）进一步研究移情反应是怎样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调节的。具体说来，就是怎样受公平与不公平的感受调节的。行为实验采用囚徒两难游戏（Prisoner's Dilemma game）进行。每次游戏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被试A，另一个是实验者的同伙B，实验者同伙有两个，一个扮演值得信赖的人，另一个扮演不值得信赖的人。每次游戏中，被试与实验者同伙各有10元钱，如果A信赖B，而B也信赖A，那么，两个人都会大大增加钱数。游戏中，A首先作出决定，如果A信赖B，把10元钱都送给B，按照游戏规则，此时A给B的10元钱将增加3倍变成40元，这样，B就有50元（40元加他原来有的10元），而此时A没有钱。然后，B可以选择返回较多的钱，如25元给A（诚实可信行为），也可以选择返回一点点钱，如1元钱（不诚实可信行为）。

在第一种场合，两人各得25元，在第二种场合，B得49元，而信赖B的A只得1元。另一类游戏结果是，A不信赖B，不把钱给B；B当然也不信赖A，不把钱给A，这样，每人各有10元钱。实验中被试选择把钱给B或不把钱给B，一个实验者同伙总是扮演可信赖的人（多返回钱），而另一个实验者同伙总是扮演不可信赖的人（少返回钱）。实验者同伙坐在被试的两边，通过连续的重复的囚徒两难游戏，被试很快就能决定哪一个实验者同伙是公平的，哪一个是不公平的。

诱导对疼痛移情是这样进行的：对被试及两个实验者同伙的右手背施加低强度的电刺激（无痛条件）或高强度的电刺激（疼痛条件）。通过镜子等实验设备，被试可以看到自己的手以及两个实验者同伙的手。实验指示图标告诉被试，高或低电刺激将要施加给谁，即施加给自己（自我）、公平的实验者同伙，或不公平的实验者同伙。在施加电刺激的同时扫描被试大脑。扫描完毕，被试回答移情量表中的问题，并对高低电刺激的强度作出等级判断，对两个实验者同伙的喜爱程度作出评定，以及自己报复两个实验者同伙的欲望的强烈程度作出评定。

被试共32人，男女各半。fMRI结果显示，男女被试在看到公平的人疼痛时均激活了前扣带回和前脑岛，但是，男被试在看到不公平的人疼痛时上述脑区的激活显著降低。这表明至少男性的移情反应是由评价别人的社会行为调节的。换句话说，公平与否的社会交往影响了人们情感联系的性质，即合作行为（彼此信赖）培育了这种联系（移情），而自私行为则危害这种联系。男性被试报复欲望评定得分与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与奖励过程有关的脑区）的激活有显著相关，即报复欲望强烈的人伏隔核脑区特别活跃。

二、理解自我

理解自我具有重要的生存价值，因为它决定社会交往中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自我意识是意识的最高形式，而意识是21世纪最深奥的科学之谜。因此，研究自我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自我面孔识别

Gordon Gallup使用镜子作为科学工具对猩猩的自我面孔识别进行研究，启开了研究意识的科学大门。Gallup首先让猩猩在镜子面前自由活动并能观察到自己的面孔，记录其反应作为基线值。然后，将猩猩麻醉并在其额头上涂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无气味的染色（猩猩此时不知道自己脸上有记号）。再次，当猩猩醒过来后观察在没有镜子的情况下猩猩触摸记号的行为，他发现猩猩并没有这样做。最后，将镜子摆上，让猩猩有机会看到自己的面孔。如果猩猩探究额头上的记号，如用手触摸它，并察看一下手，用鼻子嗅嗅手就可以认为它具有了自我识别镜像（mirrorself-recognition）的能力。Gallup认为，要能够在镜中认出自己，动物必须具备关于自己外貌的特点的判别力，具备在心中形成自我，哪怕只是身体形式（a physical form）的自我的能力。因此，对猩猩的测验是首次实验地证实，存在着亚人类形式（subhuman form）的自我概念（Gallu，1970）。

1．幼儿

受到Gallup工作的启发，研究者对幼儿进行了类似的测验。幼儿镜像测验的通常做法是：母亲将婴幼儿放置在镜子（大约28cm×118cm大小）前5min，观察其行为举动作为镜像测验的基线值，然后一面逗他转移注意，一面在其鼻子或眉毛上方涂上记号（如胭脂），接着又将幼儿放在镜子前，如果幼儿试图对着镜子擦去记号，就算通过了测验。上述过程可以全程录像，供研究者仔细分析。1972年B. Amsterdam首次报告了在美国幼儿中使用Gallup测验的结果，2周岁时（21—24个月）65％的幼儿能识别镜中的自我，18个月时（18—20个月）42％的幼儿也能，但再小的幼儿就做不到了。她对幼儿在镜子前的行为作了分类：只看着妈妈；当幼儿移动身体或手脚时，观察自己的镜像；笑叫或退缩行为；害羞地望一眼镜子；感到窘迫（embarrassment）；触摸记号；说出自己的名字；等等。由这些分类可以看到，显示自我觉知（self-awareness）的行为反应是由低到高逐步发展的，Keenan（2003）认为，将窘迫列入观察范围有重要意义，因为表现窘迫意味着自我存在。他引述M. Lewis的研究表明，窘迫这种情绪反应与镜像自我识别是相关的，但害怕不是。幼儿镜像识别是儿童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与语言发展，自传体记忆的出现，情绪的发展，心理理论都有密切关系（Lewis et al., 2004；Harley et al., 1999；Keenan, 2003）。

2．成人

成人自我面孔识别大多采用morphing技术进行。自我面孔识别的一个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对自己的面孔过于熟悉，因而与他人面孔对照时，熟悉性就成了一个混淆变量。另外一个问题是，面孔要么是自己的，要么是别人的，并没有面孔测量上的逐渐变化。因此，研究者现在常用一种morphing技术，把自我面孔与他人面孔混合成一种带有两种面孔成分的面孔。

在Keenan等人（2000）的一项研究中，使用morphing技术按比例合成了名人（如克林顿）与被试（自我）的面孔，名人与被试的同伴（co-worker，熟悉面孔）的面孔。如名人面孔占10％，自我面孔占90％，等等。不同比例合成的面孔由计算机逐张呈现，这样，一个人的面孔就逐渐变成另一个人的面孔。在一项研究中，面孔由自我面孔或同伴面孔开始，逐渐变成名人面孔，被试的任务是判断（按键反应）什么样的面孔中名人成分大于自我成分。为了测试不同的大脑半球，要求被试用右手或左手反应。结果表明，当被试用左手按键时，自我面孔变成名人面孔显著的晚，即名人面孔的比例要占60％时被试才判定合成的面孔是名人的面孔。当实验条件改为以名人的面孔开始，逐渐变成自己的或同伴的面孔时，被试用左手反应的结果是，名人面孔变成自我面孔显著得早，即自我面孔只有约40％时被试就早早地识别出来了，这些数据证明，当被试使用左手时（这意味着右半球的激活），倾向于把合成的面孔认做是自己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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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自我面孔识别与右脑

给大脑左或右半球麻醉的病人呈现自我和名人morphing技术合成的照片，麻醉结束后被试判断刚才看到的是自己还是名人，结果如图所示。（经作者允许引自Keenan et al. 2001）





Keenan等人（2001）的另一项研究获得更精彩的结果来证实自我面孔识别主要与右半球有关。这一次他们使用需要做脑外科手术的病人作被试。首先，患者面孔（50％）与梦露面孔（50％）经过morphing技术处理合成一个面孔。然后分别麻醉患者的左或右半球，在麻醉期间呈现合成面孔给患者，要求他们记住呈现的面孔。左或右半球麻醉期结束，让被试回答，刚才看见的是自己的面孔还是梦露的面孔（实际上，所呈现的面孔是由50％的自我面孔与50％的梦露面孔合成的）。结果是，在麻醉左半球时，所有5个被试都认定，他们刚才看见的是自己的面孔；然而，在麻醉右半球时，4/5的被试认为，他们刚才看见的是梦露的面孔（见图11-2）。换句话说，当右半球功能正常时，人们倾向于认定是自己的面孔，而当左半球功能正常时，人们倾向于认定是名人面孔。这项研究发表在Nature杂志上。

Zhu等人（2004）从文化影响自我结构的角度扩展了Keenan等人（2000）的研究。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包括自家人（ingroup member），因此可以设想，被试对亲密朋友面孔的反应可能类似于对自我面孔的反应。在他们的实验中，有三类面孔，被试自己的面孔、被试好朋友的面孔、明星（如刘德华、关之琳等）的面孔（参见图11-3）。

面孔刺激采用morphing技术合成，实验程序类似于前述Keenan的实验程序，实验结果如表11.1所示。

表11.1　被试选择的morphing水平平均百分比与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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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为反应做出时名人面孔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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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使用morphing技术合成的被试自己面孔与名人面孔

（a）男性名人面孔为刘德华；（b）女性名人面孔为关之琳。（引自Zhu, et al., 2004）





从表11.1可以看到，当名人面孔为终点时（面孔逐渐变成名人的），左手所选的名人面孔百分比显著大于右手选百分比。在自我面孔为起点时，59.47＞56.54；在好朋友面孔为起点时，60.58＞57.64。左右手反应的显著差别表明，左手反应时需要更多的名人面孔的成分（pixels），才能判定合成面孔是名人面孔而不是自我面孔或不是好朋友面孔，因为右半球对识别自我面孔更敏感。更进一步，因为中国人自我概念包括好朋友，导致右半球对识别好朋友面孔也很敏感。当名人面孔为起点时（面孔逐渐变成自己或好朋友的），左手所选的自我面孔百分比小于右手选的百分比。在自我面孔为终点时，左手只需64.13％自我面孔（即35.87％名人面孔）就认定是自我面孔。而右手需要66.46％的自我面孔（即33.54％的名人面孔）才能认定它是自我面孔。左右手差别达到显著水平。在好朋友面孔为终点时，左手只需62.93％好朋友面孔（即37.07％名人面孔）就能识别出是好朋友面孔，而右手需要65.34％的好朋友面孔（即34.66％的名人面孔）才能识别出它是好朋友面孔。但是左右手差别未达到显著水平。

西方被试的结果表明，对好朋友面孔的识别不存在左右手差别（Keenan et al., 2000）。但Zhu等使用中国被试的结果表明，当最终识别任务为名人面孔的情况下，自我面孔与好朋友面孔都存在左右手反应的显著差别。中西方被试结果的差别体现了文化对自我概念的影响，因为好朋友是东方亚洲人互倚型自我的一部分，但好朋友并不属于西方人独立型自我的一部分。

（二）自我反思

1．自我参照效应的实验范式

1977年Rogers等人发现，语词材料与自我相联系时的记忆成绩比其他编码条件好，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参照效应（self-reference effect）（Symons et al., 1977）。自我参照效应的经典研究范式与传统的记忆加工层次研究范式类似。一般分为学习和测验两个阶段，或者在两个阶段之间加入干扰任务。Rogers等人最初的研究范式是选用40个人格形容词为实验材料，被试分成结构组、韵律组、同义词组和自我参照组（简称自我组），分别给每组被试呈现相应的问题，引导被试进行相应的加工。如呈现“Sociable”，人格形容词，要求被试按任务组不同回答问题（参见表11.2）。学习结束后进行自由回忆。

表11.2　编码任务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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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与YY代表两个单词。





结果表明，自我组的成绩优于包括同义词组在内的其他3种编码条件，即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

新近的自我参照效应研究大多采用再认或带R/K判断的再认测量方法，并且增加他人参照任务（other reference task）。例如，Conway等人（1995）将被试分成3组，对40个人格形容词分别进行自我参照、他人参照（参照人约翰·梅杰，当时英国首相），以及社会赞许度判断（判断呈现的单词是褒义还是贬义），判断在5点量表上进行。1小时后让被试进行再认，对被试回答“学过”的项目，还要进一步进行R或K判断。如果被试真正清楚地记得这些项目，能回忆起单词呈现时的细节就作R反应（即remember，记住）；相反，如果仅仅知道项目是先前呈现过的，并不记得呈现时的细节，或者仅仅是凭熟悉感进行再认，则作K反应（即know，知道）。实验结果发现，3组被试的整体正确再认率没有显著差别，但自我参照组的R反应成绩显著高于另外两组，出现了自我参照效应。这是因为R反应具有情节记忆的性质，伴有自我觉知意识（autonoetic consciousness）；K反应与语义记忆类似，伴随的是“知道感”（noetic consciousness）。

2．文化对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

Zhu等人（2002）采用类似于Conway的方法进行实验，发现了中国人的母亲参照效应（mother-reference effect），即母亲参照与自我参照一样好，两者均优于他人参照（见表11.3）。后续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人的父亲参照、好朋友参照也都与自我参照同样好（戚健俐等，2002；管延华等，2006）。

表11.3　不同定向任务下的“记住”和“知道”反应百分比（％）

[image: alt]


朱滢用中国人的自我结构属于互倚型的自我结构（interdependent construal of self）来解释这一结果，即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包括母亲、父亲、好朋友等十分亲近的人，因而母亲参照也就具有了自我参照的性质。与Zhu等人（2002）的结果相反，Conwany （2000）在一项准备实验发现，英国人的自我参照优于母亲参照，而且母亲参照与他人参照类似（见表11.4）。

表11.4　英国被试不同定向任务下的“记住”和“知道”反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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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Conway同意引用。





可以用西方人的自我结构属于独立型的自我结构（independent construal of self）来解释Conway的结果，即西方人的自我概念不包括母亲、父亲和好朋友等十分亲近的人，因而母亲参照不具备自我参照的性质。Heatherton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美国人的自我参照优于好朋友参照（见表11.5），与Conway（2000）的结果一致，也可以用独立型的自我结构来解释。

表11.5　美国被试不同定向任务下再认反应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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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设计为组内设计；结构任务要求被试对呈现的人格形容词的字母是否大写作判断。（得到Heatherton同意引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对自我参照效应即自我信息加工的影响。这就是说，中国文化下形成的互倚型自我导致了母亲、父亲、好朋友参照与自我参照一样好的记忆成绩，而西方文化下形成的独立型自我导致了自我参照优于母亲、父亲、好朋友参照。

3．文化对自我神经机制的影响

应用自我参照效应的实验范式研究者从1999年以来对自我进行了大量的脑成像研究，一致的发现是，自我参照加工激活了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Northoff, 2006）。

Zhu等人（2007）在发现中国人的母亲参照与自我参照一样好，而西方人的母亲参照不如自我参照好的基础上，对文化影响自我的神经机制进行了脑成像研究。

实验设计为4×2×2的混合设计，自变量有3个：①被试的定向任务（共有4个水平，即自我参照、母亲参照、他人参照和字形加工）；②再认测验时的两个指标R和K；③右利手被试（中国人与西方人，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人）。①与②均为组内设计的变量。实验采用组块设计（block design），全部实验分为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两部分，学习阶段进行磁共振扫描而测验阶段不进行扫描。脑功能扫描包括四轮（run）实验，每轮包括9个组块（block），分别对自我、母亲、他人和字形进行加工。在每轮的第二、四、六、八组块中，被试完成4种定向任务，而在第一、三、五、七、九组块中，被试不需要完成定向任务，只进行休息（称为null或静息状态）。各轮之间被试休息1分钟。具体的实验流程图如图11-4所示。

在学习阶段，每种定向任务下被试需学习48个人格形容词，因而每名被试在4种定向任务中共学习192个单词。每轮中，每个定向任务的组块含12个单词。

在有定向任务的组块中，每个词的加工时间为3秒（词本身呈现2秒，之后紧跟1秒的空白），这样，每个组块共耗时36秒（每词3秒×12个词），无定向任务的组块（null）同样持续36秒。这样，每轮实验所用的时间为324秒（即5分24秒，36秒×9个组块），全部功能像扫描时间共计1296秒（21分36秒，324秒×4轮）。功能像每个2秒形成一幅图像，这样，全部功能像采集得648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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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4　实验设计与流程图（每轮9个组块）

具体每轮实验流程图如图1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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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一次扫描的示意图

（引自Zhu, et al., 2007）





fMRI的结果表明，当自我参照激活的脑区减去他人参照激活的脑区时，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内侧前额叶（BA10）均有显著激活，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Northoff, 2006）。最重要的发现是，中国人的母亲参照激活的脑区减去他人参照激活的脑区时，内侧前额叶（BA10）也有显著激活，但西方人的母亲参照并不激活内侧前额叶（见图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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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中美被试自我表征的神经机制

（a）与（b）表示MPFC与ACC的焦点（小圆圈表示）；（c）与（d）表示以静息状态作基线时自我／母亲／他人判断任务激活的MPFC和ACC的fMRI信号变化；（e）与（f）表示，自我减他人和母亲减他人时分别在MPFC和ACC上的fMRI信号变化。*
 代表达到显著水平。（引自Zhu, et al., 2007）





可以认为，强调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中国文化导致了中国人自我与十分亲近的人（如母亲）统一的神经机制（自我参照与母亲参照均激活MPFC），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独立的西方文化则导致了西方人自我与十分亲近的人（如母亲）分离的神经机制（只有自我参照激活MPFC而母亲参照不激活）。Zhu等人（2007）的研究首次揭示了东方互倚型自我结构与西方独立型自我结构在神经水平上的差异，为文化神经科学的基本论点“文化塑造着大脑的结构与功能”提供了新的证据（Li, 2003；Chiao & Ambady, 2007）。关于文化与自我，Markus和Kitayama曾有如下的论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自我结构（Markus & Kitayama, 1991），“如果自我是不同的，那么牵涉自我的所有加工过程都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Markus & Kitayama, 2003）。现在，根据Zhu等人（2007）的研究，可以增加如下的论断：如果自我的信息加工不同，那么相应的神经机制应当采取不同的形式。2008年，Han和Northoff的研究报告指出文化对自我表征和自我觉知的神经基础有影响（见彩图图11-7）。

（三）自传体记忆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关于一个人亲历事件的记忆。例如，关于30年前参加高考的第一天经历的记忆，关于昨天与朋友聚会的记忆，等等。有人把自传体记忆分为两类：个人语义记忆（personal sematic memory），如自己的家庭住址、叔叔的名字等与个人有关的语义记忆；个人情景记忆（personal episodic memory or personal event memory）。实际上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人情景记忆。

1．自我记忆系统

2004年Conway等人提出了自我记忆系统（self-memory syseem）模型来说明自我、自传体记忆与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三者的关系（见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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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Conway等人2004年提出的自我－记忆系统

（引自Crane, et al., 2007）

按照Conway的模型，自传体记忆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暂时的心理结构”，它由工作自我（working self）、情景记忆系统（episodic memory system）以及长时自我（long-term self）构成。工作自我的功能是发动以某个目标为导向的活动并加以监视（听），以及控制自传体记忆的存储与提取。长时自我以抽象的形式表征与自我有关的自传知识，它有两个成分：①概念自我包括自我引导（self-guides）、图式（schemata）、态度和信念等，②自传知识的主要成分，包括个人生活故事梗概、具体的生活时期（如“我住在伦敦的时候”）和一般的事件（如“清早坐地铁上班”）。情景记忆系统编码具体事件的感觉知觉特征（如，特定的地铁旅行时感受的光线、声音与气味），这些编码通常采取视觉表象的形式。在这个模型中，特殊的自传体记忆被看做是协同提取来自情景记忆系统的感知觉信息与来自长时自我的背景信息的综合产物。一种研究自传体记忆的方法叫“高尔顿线索法”（Galton cuing technigue）。例如，呈现“电影”一词，要求被试回忆一些与电影有关的亲身经历。Conway曾给出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下面就是一个被试的回忆：什么时候我常去电影院？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那时住在罗素广场附近的学生公寓，我们常去那里的艺术电影院，我记得在黑暗中坐在红色的椅子上观看电影“蜂窝的灵魂”。这段典型的回忆表明：①加工线索词相当于工作自我（我什么时候常去电影院）；②进入生活时期（当我是学生的时候）；③该生活时期最通常的事情；④进入一般事件（我们常去艺术电影院）；⑤进入感知觉细节（黑暗中坐在红色椅子上）以及其他详细的特殊事件（观看“蜂窝的灵魂”）。这段典型的回忆似乎是对Conway模型的生动写照。

Cabeza等人（2007）与Conway等人（2004）的模型观点类似，认为自传体记忆是情景记忆与语义记忆的结合。例如，对生日聚会的自传体记忆可以包括蛋糕以及围着桌子唱歌的朋友的生动形象（情景记忆），混杂着关于生日聚会的知识以及生日聚会的标准流程（语义记忆）。自传体记忆中情景和语义成分的比例依赖以下一些因素：①记忆的年代。近期的自传体记忆倾向于有更多的情景成分，如丰富的细节，而远期的自传体记忆有更多的语义成分，如抽象化与图式化。②事件的频率。独特的事件具有更多情景成分而经常重复的事件具有更多语义成分。③提取的频率。不常提取的自传体记忆具有更多情景成分而经常提取的自传体记忆有更多语义成分。④被试的年龄与心理健康。老年被试以及抑郁病人的健康的年轻被试回忆出更少的情景细节。

自传体记忆有一些特点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记忆”所没有的。首先，在实验室里，呈现给被试一些单词、一段短文或图形等刺激，休息或干扰任务后进行记忆测验。这类记忆通常不到2小时，而自传体记忆包括远至数十年前的记忆（remote memory）。其次，自传体记忆常常包含一些复杂的重构过程（complex constructiue processes），如前面叙述的对线索词“电影院”所引起的被试回忆一些与电影有关的亲身经历。这种复杂的重构过程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记忆”所没有的。最后，自传体记忆常常带有强烈的情绪体验和鲜明清晰的感觉特征，有人称自传体记忆的这一部分为“热的”记忆（hot memories）（Elbert, et al., 2002）。

最近的研究表明，自传体记忆具有三种功能（Bluck，2003）：①自传体记忆使自我具有延续性（self-continuity），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是相互联结的，这是通过自传体记忆实现的。②自传体记忆的社会功能（social function）。即自传体记忆为每个人提供交谈，交流的材料从而促进人们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电视台的“名人访谈”、“艺术人生”以及“夫妻剧场”等节目就是交流各人的自传体记忆的。③定向功能（directive function）。人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学习，为将来作出计划和决定。自传体记忆让我们从自己的过去（旧的信息）提出新的想法去解决现在的问题以及预测未来。

2．自传体记忆的研究方法

自传体记忆测验（autobiographical memory test, AMT）是研究自传体记忆常用的方法，通常给被试呈现一个线索词，要求被试回忆由该线索词引起的被试的一些亲历事件，如前面提到的“电影院”线索词引起被试关于看电影的一些自传体记忆。Grane等人（2007）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了具有抑郁症病史被试的自传体记忆特点。以往有关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曾试图自杀过的病人、产后抑郁的母亲和焦虑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的自传体记忆较正常被试更为简略、概括。如，抑郁症被试对“快乐”线索词的回答是“过生日”，而正常被试通常说，“去年过生日时我与我的朋友去游泳了”。Grane等人（2007）想要了解，与自我有关的线索词是怎样影响有抑郁症病史的人。实验被试为志愿被试，一部分是过去患有抑郁症但现在好了的志愿者，另一部分是从未患过抑郁症的。年龄在18～62岁之间，共35人。

自传体记忆测验是这样进行的：在计算机屏幕逐个呈现一系列线索词并由实验者大声朗读。要求被试在30秒以内针对每个线索词报告一项亲历特殊事件（a special event），该事件应该有具体时间、地点并且历时少于1天。实验者记录被试的报告，同时也进行录音。先用3个线索词做练习。36个词用作线索词，其中12个与人际关系有关（有深厚感情的、对人友好的、可爱的、容易生气的、关心他人的、忠诚的、孤独的、贫穷的、拒绝（某人）的示爱的、冷酷的、被孤立的、被讨厌的），12个与获得成就有关（效率高的、工作缜密的、成功的、有抱负的、能干的、果敢的、缺少必要技能的、产生不多的、笨拙的、效率低的、失败、无用）以及12个描写情绪状态的（快活的、幸福的、平静的、兴奋的、荣耀的、幸运的、心烦意乱、疲倦的、坏的、令人不愉快的、令人难过的、厌烦的），每类线索词中6个是正性的、6个是负性的。选择这些单词作线索词是因为它们很可能与被试的自我概念在某种程度上重叠，这样，就可以研究与自我有关的线索词是怎样影响有抑郁症历史的被试自传体记忆的特殊性。被试的回忆由实验者加以归类：特殊事件（历时少于1天）、重复事件、延长的事件（历时超过一天）、与线索词语义有联系的以及没有回忆。

除了进行自传体记忆测验，还对被试进行了多种量表测验，包括Beck抑郁调查表、自我描述问卷等。在自我描述问卷中要求被试分别列出7个特征来描述自己的自我概念：应该自我（ought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和担心自我（feared self，即表示自己不喜欢成为那样的人）。然后，从这些特征中挑出与上述36个线索词的同义词，某被试同义词的数目就确定为：与自我有关的AMT线索词数目。主要实验结果是AMT线索词数目与回忆出来的特殊事件数目的相关程度（见图11-9）。

从图11-8可以看到，对于从未抑郁过的被试与自我有关的AMT线索与回忆的特殊性没有显著相关。但对于过去有过抑郁症病史的被试，与自我有关的AMT线索与回忆的特殊性成显著负相关，即与自我有关的AMT线索词愈多，回忆的特殊事件愈少。这一结果可以用上面介绍的自我记忆系统的模型（Conway, et al., 2004）来解释。该模型认为，当呈现的信息（如线索词）涉及目标过程时（涉及应该自我、理想自我和担心自我的目标），存储在长时自我（即一般事件的记忆，各生活时期，生活故事梗概，概念自我知识等）中的信息加工将得到优先处理，并且是朝着保持自我的一致性方向进行。由于在抑郁症病史期间，被试大量地描述与应该自我、理想自我不一致的东西，与担心自我一致的东西，并且花大量时间来作抑郁的（令人沮丧的）反复思考，因此，在AMT中与自我有关的线索词的呈现将更有可能使信息加工朝向与患抑郁症病期间的自我保持一致的方面进行，并且，对已作过多次反复思考（over-rehearsed）的信息以简略的形式表达，这就是为什么与自我有关的AMT线索词愈多，回忆的特殊事件愈少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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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与自我有关的AMT线索数目与回忆出来的特殊记忆的数目的关系

（a）是从未抑郁过的被试的结果，（b）是曾经抑郁过的被试的结果。





另一种研究自传体记忆的方法是，不给予线索词只是按一定要求写下自己过去的经历，然后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分析总结。Wang和Conway（2004）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了文化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记忆发生的时间以及性别对自传体记忆的影响。

被试包括纽约的54名欧裔美国人以及北京的54名中国人，年龄在38岁至60岁之间（平均49岁）。被试在一间安静的屋里填写问卷，指示语如下：想一想发生在你生活中的20件记忆事件。简要地描述每一事件并回答问题。请注意：①每一记忆事件应该是特殊的，即某一记忆事件发生在某一具体时间，并且历时少于一天。②你可以回忆从你小时候到现在的任何事件，但最近一年内的事件除外。③把首先想到的记忆写下来，不要拒绝它。④一旦你写完了一页就把它翻过去，此时你应该闭上眼睛，静静的并开始想另一件记忆事件。你还可以在回忆两件事件之间休息一下。在写回忆事件时，被试首先使用一个短语作为记忆事件的标题，然后简要描述回忆的事件。接着对每一回忆的事件按下面的项目作5点量表的评分：重复性（你以前是否经常想到或谈论该事件），个人的重要性（这件事对你有多重要），清晰性（你的记忆有多么清晰、具体）以及情绪的强度。当被试填写完20件回忆事件后，主试让他回到第一页，对每件记忆事件标注时间，即该记忆事件有多长时间了（精确到月的数目），如“23年5个月”。

实验者接着按下列项目对回忆的事件进行编码（coding）：记忆容量（memory volume，按单字计算），记忆主题，记忆的特殊程度（“我第一次做述职报告时”属于特定的记忆，而“每星期六我们家都去郊游”属于一般的记忆），记忆的情绪性以及独立取向（autonomous orientation）。独立取向包括以下内容：①涉及个人需要、愿望或爱好；②涉及个人不喜欢或回避的；③涉及个人对他人、他物、他事的评价、判断；④涉及保持自己的主见而顶住团体或社会压力），他人与自我的比例（某被试20件记忆中提到自己或他人的次数比例，这样，每件记忆的他人与自我比例就可以计算出来），互动的情形（每件记忆中涉及社会互动或团体活动的次数加以计算），沉思的评论（对记忆的评论次数作统计，“自那以后，我领悟了一个道理，即这个世界上好人比坏人多”就属于沉思的评论）。

实验共收集到2141件记忆，实验者按15年作为一个时间箱子（time bin）将记忆事件按久暂分类，即0至15年，15至30年，30至45年，45至60年，分别对应一个人的童年、青年、中年早期以及中年尖峰期。在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实验者报告的主要结果如下：欧裔美国成年人在他们的记忆中，常常聚集着个人经验，是具体的，一时一事的独特事件，并且特别强调在记忆事件中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作用。相反，中国被试更多地描述社会与历史的记忆事件，相应地提供更多通常的、普通的经验，并且特别强调社会的互用以及他人的作用。这种文化差别的模式在童年、青年、中年早期以及中年尖峰期的记忆事件中都是一致的。这样，美国人关注自我的自传体记忆就服务于形成独特的个人独立的个体，而中国人团体取向的记忆则使自我牢牢镶嵌在社会关系之网中。因此，不同的自传体记忆类型就服务于建造不同的自我结构——在两种文化中或强调自主性或强调关系（Wang & Conway, 2004）。这项研究从自传体记忆的角度有力地阐明了文化对自我形成的影响。

3．自传体记忆的神经机制

Cabeza和Jacques（2007）总结了近年来自传体记忆的脑成像研究。第一，建构自传体记忆的复杂心理过程与神经过程得到初步阐明。设想一个美国人回忆上次去中国餐馆的事。除非是发生在最近的事件，恢复一项自传体记忆要求费时费力的记忆搜索过程，这一过程由语义知识（在你住的地方的中国餐馆）和你自己的生活（你喜欢光顾餐馆）来引导，并且受推论过程（你可能与朋友克莱尔一块去，因为他喜欢中国菜）控制。当搜索过程逐渐集中，一项符合描写（上次去中国餐馆）的事件就找到了（在与彼得和克莱尔共进晚餐），并且，这件事多半带有强烈情绪体验与清晰的感觉特征（吃饭时聊得很高兴，晚上11点才回家，麻辣豆腐又红又白）。有时候恢复的自传体记忆并不符合目标（不是上次吃饭的地方）或提取的信息有些不正确（肯斯与我共进晚餐，不是彼得），因此，监控过程必须探查这些错误。因为自传体记忆最后的目标是个人记忆（a personal memory），所以它依赖于自我参照加工（self-referentiae processing）。脑成像研究已经将这些不同的心理过程联系于相应的脑区：记忆搜索与控制提取过程激活左侧前额叶，监控过程激活腹侧内侧前额叶，而自我参照加工激活内侧前额叶，还有，自传体记忆的情绪体验与杏仁核相关，自传体记忆丰富的感知觉特征与楔叶（cuneus）傍海马区等（parahippocampal regions）有关。图11-10给出了自传体记忆提取的神经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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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自传记忆提取网络的最主要成分的简要图示

（1）搜索和控制过程，与左侧前额叶相关；（2）自我参照加工，与内侧前额叶相关；（3）回忆，与海马和后束状回相关；（4）情绪过程，与杏仁核相关；（5）视觉表象，与枕叶、楔叶相关；（6）监控过程，与腹侧内侧前额叶相关。（引自Cabeza & Jacques, 2007）





第二，自传体记忆的远久性（remoteness）神经机制研究有重要进展。研究自传体记忆的神经机制意味着可以研究健康被试数十年前的记忆，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来研究记忆的固化过程（memorg consolidation）。按照标准的固化模型（standard consolidation mode, SCM），海马在自传体记忆的存储与提取中的作用有时间限制，海马仅参与近期获得信息的提取，而不参与远期记忆的提取，远期记忆独立于海马之后就转移至新皮层（neocortical areas）的网状结构中“固化”了。相反，多重痕迹理论（multiple trace theory, MTT）坚持认为，海马总是参与记忆的提取，无论是近期的还是远期的，也不论记忆固化在哪里。SCM预测，近期记忆比远期记忆更大的激活海马（即出现远久效应），而MTT预测，如果近期与远期的自传体记忆都是同等的清晰并富有细节，那么它们都激活类似的海马活动（即没有远久效应）。至今为止，大多数研究结果支持MTT（Cabeza & Jacques, 2007）。例如，Maguire等人（2003）首次用fMRI技术研究了年龄对海马参与自传体记忆提取（autobiographical memory retrieval）的影响。

24名被试参加了实验，12名年轻人（23～39岁）和12名老年人（67～80岁）。实验任务及相关刺激（句子或单词集合）如下：①自传事件（在学校年度的演出中你是圣诞节之星）；②自传事实（Winkey和Frawley在学校里是朋友）；③公共事件（Phil Collins在英国与美国演唱帮助乐队）；④一般知识（一分钟等于60秒）；⑤控制条件（He ago otherwise this a off therefore，即随机将英文单字组合）。fMRI扫描实验前几个星期，对被试作问卷调查，详细询问从4～5岁至今的个人经历及有关的公共事件，然后整理成句子供扫描实验用，每个被试的材料都是不同的。刺激材料通过耳机呈现，被试通过按键反应表示听到的句子是否正确，或听到的单词集合的最后一个单词是否有一个音节。5种实验任务随机分配到每一被试。由于年轻人的记忆时间短，而老年人的记忆时间长，若是直接比较年轻人的自传体记忆与老年人的自传体记忆，那就会产生混淆，即结果的差别是由年龄引起，还是由记忆本身的远久不同引起区分不开。为了克服这一难点，对每一自传体记忆事件都在年代上匹配一件公共事件，即两者发生在大约同一时间。最后的脑成像结果是这样比较得来的：老年人的结果（1987年的自传事件减1987年公共事件）与年轻人的结果（1987年的自传事件减1987年的公共事件）作比较。扫描实验结束后，详细询问了被试，他们都证实涉及自传体记忆的句子确实引起了他们回忆往事，并带有重新体验的感觉。

fMRI的主要结果如下：①年轻人自传体记忆提取激活的脑区减去公共事件提取激活的脑区，发现左侧海马有显著激活，其余激活的脑区还有内侧额叶（BA10）以及retrosplenial Cortex（BA31）。②老年人自传体记忆提取激活的脑区减公共事件提取激活的脑区，发现左侧海马和右侧海马均有显著激活，其余激活的脑区还有内侧额叶（BA10），双侧颞中回以及retrosplenial Cortex（BA31）。③老年人自传体记忆提取减公共事件所得脑区再减去年轻人自传体记忆提取减公共事件所得脑区，发现右侧海马以及右侧颞中回（BA20/21）有显著激活；但是，两组被试在语义记忆提取方面作类似的比较没有发现任何脑区激活。此外，两组被试的行为数据即正确判断的平均数无显著差别（除了自传事实的判断年轻人好于老年人），反应时的平均数也无显著差别。

总之，Maguire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当刺激、实验任务和行为结果在年轻人与老年人得到匹配（即没有差别）的情况下，随着年龄增长神经活动随不同记忆类型与不同脑区发生变化，即自传体记忆随着年龄增长，由年轻人的左侧海马支持发展到老年人的双侧海马支持，但语义记忆没有引起海马相应的变化；另外，别的脑区，如额叶的激活在自传体记忆的条件下没有随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一句话，该研究证实年龄的影响可以在海马结构上探测到。换句话说，这项研究支持MTT，即没有远久效应。另外，在医疗实践中，当考察病态过程（pathological processes）对海马的影响时，还需要考虑年龄对海马的影响。

三、合　作

合作（cooperation）是人类社会生活一项核心的行为原则，2005年一期《科学》杂志将它列入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三十多项科学研究任务之一。经典的进化理论强调竞争的交互作用，认为它是求生存、求发展的基本原则。但合作实际上在同种间非常普遍，因为它的确有利于个体增进其生存的适宜性。

下面介绍Rilling等人的一项研究（Rilling, et al., 2002），Decety等人（2004）也进行了相关研究。Rilling等人应用fMRI技术研究了被试在囚徒两难游戏中（Prisoner's Dilemma Game）的合作行为。

在囚徒两难游戏中一位被试A在fMRI系统的扫描仪里，另一位B在扫描仪外。两位被试独立地选择合作（cooperate, C）或选择背叛（defect, D）。每位被试被裁定的钱的总数取决于每轮游戏中双方选择的交互作用。每轮游戏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A与B都选择合作（CC），A选择合作而B选择背叛（CD），A背叛而B合作（DC），A与B都背叛（DD）。实验中这四种结果的钱数安排如下：DC＞CC＞DD＞CDC以及CC＞（CD＋DC）/2，如图11-11（a）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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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a）囚徒两难游戏示意图。括号内的钱数裁定给B，而括号外的钱数属于A。（b）每轮游戏的时间过程





DC代表A选择背叛而B选择合作，这样A因B的付出而赚钱，CD则相反。CC表示双方相互支持，而DD表示双方相互拆台。游戏中被试通过计算机按键彼此相互作用。每个两难游戏至少有20轮，每轮进行21s如图11-11（b）。在头12s内两位被试独立地选择合作或背叛，到12s时该轮钱的结果显示出来，结果显示9s然后下一轮游戏开始。

实验1中共有19名女被试，平均年龄28.8岁（从20～60岁），实验2中共17名女被试，平均年龄23.8岁（从20～30岁）。被试限于女性是因为先前的研究指出，男女被试玩囚徒两难游戏差别很大。正式实验前让被试熟悉实验程序并学会适当的策略来挣最多的钱。主试还特别向被试指出，如果每轮游戏她们都选择合作，两人都可挣40美元（CC×20），但如果每轮她们都相互背叛，两人都仅挣20美元（DD×20）。还有，如果一个被试每轮都选择合作而另一被试每轮都选择背叛，即DC×20，那么，都选择背叛的挣60美元（DC×20，参见图11-10（a）），都选择合作的挣0美元，当然，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情形。

实验1中包含三类游戏，每类游戏包括20轮。在一类游戏中，A被告知她将与一位自愿的人类被试B玩游戏；在另一类游戏中，A也被告知她将与人类被试B玩游戏，实际上B是主试的同伙（confederate），按主试的意图玩游戏：第一轮必须选择合作，而如果双方选择合作达到3轮就选择背叛。在扫描仪里的A不知道这些安排。在第三类游戏中事先告诉A，B是计算机程序。在第一轮游戏中B选择背叛，在随后的游戏中B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tit-for-tat strategy）模仿A在上一轮的选择，计算机的策略不告诉A。实验1中还设有控制任务，那是为脑成像实验安排的。在上述各类游戏以及控制任务时，都对A被试进行扫描。控制任务总是首先进行。

实验2中A实际上总是同计算机程序玩游戏。计算机程序选择合作或背叛的策略是依据实验1第一类中自愿的被试的行为数据的概率作出的。这样，不同的概率被计算出来做为16种可能性之一（即CC，CC，CC，CD…DD，DD）。在所有三类游戏中，计算机程序在18～20轮中自动选择背叛，这是为了给统计分析足够多的非CC结果。为了防止A觉察出对方（计算机）在最后三轮中总是选择背叛。一类游戏中被试A被告知她的对手是人类被试。这类游戏包括额外的21～23轮，在这几轮中计算机总选择合作。在另外一类游戏中，A被告知她们的对手是她们刚才见过面的两名妇女中的一位。在第三类游戏中，她们被告知对手是计算机。第一类游戏不告诉A游戏有多少轮，这与脑成像数据处理有关，其余两类游戏告诉A，游戏将有20轮。

在进行实验1与2之前，向A介绍两名作为被试的妇女，以加强A相信她将与真的人类被试玩游戏。还告诉A，如果与计算机玩游戏，计算机的选择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根据你前几轮的反应作出的。

实验结果见表11.6。

表11.6　实验1和2结果类型的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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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前告诉A，她的对手是人类被试，而实际上A在与计算机玩游戏。





从表11.6可以看到，实验1中当与自愿被试玩游戏时，双方的合作（CC）是最普遍的结果（11.2）。然而，数据表明（未列在表中）到游戏的最后一轮双方合作频率降低了，而双方的背叛（DD）增多了。这种在游戏结束时行为模式转向背叛也在以前的研究中发现。当与主试的同伙玩游戏时，双方合作的次数下降（6.4），而双方的背叛升高（4.7），这与同伙的策略有关。实验2中双方的合作也是最普遍的结果（11.9或9.9）但是，当明确告诉A她将与计算机玩游戏时，双方合作的次数随玩游戏的轮数下降了（这项数据未列在表中）。

表11.7　实验1和2中CC之后的CC概率

[image: alt]



*
 事前告诉A，她的对手是人类被试，而实际上A在与计算机玩游戏。





从表11.7可以看到，当达到双方合作的结果时双方倾向于继续合作，表现为CC结果之后继续为CC的概率最高。

脑成像扫描以后对A进行的访谈表明，双方合作是大多数人认为的最满意的结果，而更有利可图的DC结果（A背叛而B合作，此时A收益最大）认为不如CC结果理想，这是因为或者有内疚感，或者认识到DC结果将容易引起对手下次选择背叛，从而导致双方关系不稳定最终使A的累积收益不高。

脑成像的结果分析表明，前扣带回和纹状体（striatum）是与人类被试进行合作的社会互动的神经基础，上述脑区的激活在与计算机进行相互合作时消失。先前的研究表明，纹状体是奖赏过程的主要脑区，因此可以认为，双方合作本质上是一种奖赏效应。

四、文化对知觉的影响

文化神经科学（cultural neuroscience）是研究社会脑的前沿领域，它的基本论点是关注生物学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即不仅大脑控制认知和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而且文化也塑造和调控大脑的结构与功能，这是一个双向重构的过程（Li，2003）。在前文理解自我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关于文化对自我神经机制的影响，现在我们介绍文化对知觉的影响。

McClure等人（2004）使用fMRI研究了喝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时大脑的变化，即对文化上熟悉的饮料的喜爱怎样激起了相关脑区的激活。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该项研究的行为实验。

McClure等人（2004）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在化学成分上几乎是同一的，但不同的人们对它们却表达了强烈的主观偏好，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结合内容（在这里是饮料）的文化信息怎样塑造影响我们的知觉？他们首先说明了为什么选择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这两种饮料作为刺激或自变量：（1）在文化上，作为两种品牌的饮料，被试对它们很熟悉；（2）它们基本上由棕色的、充满碳酸气的糖水构成，而糖水在许多动物与人类的实验中是一种主要的奖赏（reward）；（3）尽管它们很类似，但人类被试对它们的主观喜爱（subjective preference）却十分不同，因而，使用fMRI可以测量与这些不同喜爱相关的大脑激活。在行为实验部分，他们用实验证明了，携带文化信息的饮料的确造成了人类被试的主观偏爱。行为实验共有3个部分，由4组被试参与。第一组与第二组被试参与匿名品牌的味觉测验，即品尝之后在两杯无标记的饮料之间做出喜好选择，一个杯子装百事可乐，另一个杯子装可口可乐。有比较3回的测验，也有比较15回的测验。第三组与第四组被试参与半匿名品牌的味觉测验，进行3回比较。在半匿名品牌的味觉测验中，两只杯子要么都装可口可乐（第三组被试），要么都装百事可乐（第四组被试），但是，两只杯子中一只未注明是什么饮料，被告知它可能是可口可乐，也可能是百事可乐；而另一只杯子则注明是什么饮料。测验中两只杯子的外观完全一样，随机地呈现给被试，品尝之间有约1分钟的间歇用清水漱口。详细的实验设计、实验程序以及行为实验结果见图11-12，11-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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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　匿名品牌的味觉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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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　半匿名可口可乐品牌的味觉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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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4　半匿名百事可乐品牌的味觉测验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McClure等人（2004）用巧妙的设计，证实了携带文化信息的饮料能够影响人们味知觉的偏好。在随后进行的fMRI实验中，他们发现文化信息即品牌知识对味知觉偏好的影响，与前额叶的背外侧区域（the dorsolateral region of the prefrontal cortex）以及海马（回忆文化信息）的活动有关。

问　题

1．举例说明移情的研究是怎样进行的？

2．主观报告与脑区激活的程度相关有什么意义？

3．怎样应用morphing技术进行自我面孔识别研究？

4．文化对自我参照效应的影响是怎样的？

5．自传体记忆有什么功能？研究自传体记忆的方法是怎样的？

6．运用囚徒两难游戏怎样研究合作行为？

7．McClure等人（2004）关于文化对喝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影响的行为实验是怎样进行的？

8．为什么称人脑为社会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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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意　识

近几十年来，关于意识问题的研究在心理学及相关学科中占据了非常醒目的位置。大量的实验研究已经表明，人们可以进行不伴随意识体验的信息加工，例如无意识知觉、无意识记忆、无意识学习等，可以统称为“无意识认知”（cognition without awareness）或“内隐认知”（implicit cognition）。内隐认知的研究为研究意识提供了可靠的实验方法，大大加快了意识研究的进程，因为意识只有在和无意识的对比中才能得到理解。

近年来意识问题研究的突出与认知神经科学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心理学与脑科学的结合诞生了备受关注的认知神经科学，而脑成像技术的应用为这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手段。意识问题已引起了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哲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其他领域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Crick & Koch, 1993）。

意识的基本概念

Farber和Churchland（1995）给出了关于意识的概念较为全面的综述，他们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意识概念，即有意识觉知（conscious awareness）、较高级的功能（higher faculties）和意识状态（conscious states）。下面我们将对这三个方面做深入的介绍。

从“有意识觉知”这一方面来看，意识是观察者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种属性，即“某人”觉知到了“某事”。根据觉知对象的不同，它又分为下列一些亚类别：感觉觉知（sensory awareness）、概括性觉知（generalized awareness）、元认知觉知（metacognitive awareness）和有意识回忆（conscious recall）。感觉觉知指的是我们对大多数所谓的刺激的了解，这种觉知通常是与某个感觉道相连的。概括性觉知是指人们对那些与任何一个感觉通道都不相连的内部状态有所觉知，如疲劳、眩晕、焦虑、舒服或饥饿等。在这一类别中，还包括了对时间延续性（如‘炉子是多久以前打开的’）的觉知、对空间布局的觉知，包括即时的和延伸性的，甚至还包括对自我——时常在变化但又在时间上有延续性——的觉知。我们能觉知到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的所有事物，即元认知觉知。例如，人有可能会觉知到当前的思维活动，甚至是那些已经过去的、引起了当前思维的一系列思维活动。有意识回忆是指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有意识觉知。有时这种觉知中包含了一些心理上的想象，虽然这种想象是没有必要的。而这种回忆有时能、有时却不能得到当前感知体验的证明与支持。目前，认知实验已经拥有一些能很好地改变和控制觉知的技术，这些技术我们会在后面的研究方法部分进行详细的介绍。在意识的研究中，对觉知的研究是最多的，以至于有时候觉知与意识两个概念都变成同义词了。

第二方面，“意识”这一术语有能动作用（agency）和控制的含义，所以它不仅仅是对信息的被动觉知和感知，它还包含一套更高级的功能，能解释在有意识状态下，一个生物所能做的事情，或至少为什么这么做。Farber和Churchland列举了下列三种功能：注意（attention）、推理（reasoning）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

通过注意，意识将决定觉知到什么和觉知不到什么。假定有意识的信息加工或多或少是序列的、相对较慢的，那么在任何一个时刻，进入意识的就只能是少数几个对象。虽然某些特定类别的刺激本身就有很高的优越性，但我们也可以“决定”注意所指向的特定感觉、形式、外在客体或从当前的现实中逃离而去关注内部信息。推理是经典的高级功能之一，它是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的一种信息加工。如果一个人懂得代数，他就可以把代数用于各种不同的客体，或者仅仅是在“颅骨里”（心理）进行活动，而并不将之应用于任何真实的客体。这就是“形式化”（formal）操作的基础：只要个人保持他的符号不变并正确地应用法则，那么这些符号具体指什么客体（也就是指语义）并没有多大关系。意识还能起到自我控制的作用，它就像是一个内部争论的仲裁者。许多传统的例子都包括了理性或道德信仰对基本生理冲动强制性的影响，但是这一高级功能其实可以以一种更概括和更实际的方式起作用。许多决策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做出的，同时还有许多不同因素影响着最后的结果，那么当不同的因素导致相互矛盾的活动时，一个有意识的决策能立即解决问题，甚至能改变今后无意识活动的习惯。

最后一个方面“意识状态”包含了意识中最常识性的、然而也是最疑难的一些内容。“意识”这个词通常被用于指一种“状态”（state），它可以被分为不同的层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正在进行的心理活动。如下所述，意识既可以作为一种单独的状态（其中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也可以被看做是各个分离的状态的集合体。首先，意识（conscious）状态是和无意识（unconscious）状态相对应的。如果一个人刚被击中头部，躺着毫无知觉时，他是无意识的，因为这时人没有知觉，也不能进行理性的自我控制，他感受不到任何情绪。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对生活的感受并不比植物或昆虫多多少。其次，我们也可以感知到一些不是那么极端的状态，如觉醒、惊奇、愤怒等。与无意识不同，这些状态激起内部感觉，人不需要审视自己的行为就能从内部感受到这些感觉。Farber和Churchland称这种意识状态为概括性调制（general modulation）。第三种意识状态被称之为可感受的特性或“自然的感知”（qualia or "raw feels"）。可感受的特性（尤指从实物中概括出来的特性）是艺术中的一个哲学术语，指一种经验性的“自然”（raw）感知，而不管这种经验可能与任何行为或认知效应如何分离开来。例如，当一个人看见某种红色的东西，他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想法（“这儿有红色的东西”），而且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他的行为。但是这个人也许会体会到一种稀有的感受，类似于他看到发红的紫色或发红的橘黄色时的体验，而与他将手伸入冰水中的感受完全不同。由于这些可感受的特性没有包含情绪状态方面的特殊行为表现，看起来根本不可能去考察他人的“自然感知”了。

一、意识的实验研究方法

虽然意识过程和无意识过程的概念区分已有较长历史，但无意识过程是否可以用实验技术加以测量并给出实证性的描述曾经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最早对无意识知觉的实验研究开始于19世纪末北美的心理实验室，早期大部分研究着重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无意识加工是否存在？而近几十年来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有什么差异？同时涌现了各种各样控制意识和无意识加工的实验方法和技术，从早期的任务分离范式到质的差异的研究范式，一直到近期出现的双眼竞争、不注意视盲、运动诱发视盲、连续闪烁抑制等新的实验范式。

（一）任务分离的研究范式

无意识知觉是否存在？围绕这一问题的大部分研究都采用了任务分离的范式（Joordens & Merikle, 1992）。任务分离范式的基本逻辑是两种不同的知觉测验的比较。第一种测验被认为反映了有意识知觉到的信息；而第二种测验被认为既反映了有意识知觉到的信息，又反映了无意识知觉到的信息。建立一定的实验条件使得意识知觉测验的敏感度为零，那么如果第二种测验的敏感度高于零，则反映了无意识知觉的影响。可以看出，研究者们的研究策略是：建立一定的条件，使得在这些条件下意识知觉没有发生，然而刺激却被知觉到了。可以看出，在这种研究范式中，寻找一种对有意识的知觉经验进行充分而彻底测量的方法是非常关键的。两类较普遍应用的测量方法是：意识的内省测量和意识的行为测量。

1．意识的内省测量

意识的内省测量是以被试对自身的知觉经验的自我报告作为意识觉知的指标。例如，对于盲视病人的实验研究就采用这种实验范式。视皮层损伤的病人通常在损伤对侧的一半视野内表现为失明，但是有些病人可以在盲视野中进行视觉辨别，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辨别的刺激，这种现象被称为“盲视”（blindsight）。盲视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无意识侦察（detection without awareness）。盲视是在试图解决猴子的研究结果与人类病人的临床发现之间的矛盾时被发现的。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将对动物的研究方法用于对人类病人的研究，即要求被试在刺激中做迫选，而不是报告看见了什么。用这种测试方法，要求被试在即使不能看见刺激的情况下，也要对刺激作猜测性的辨别。结果发现，一些V1区损伤的病人在没有视觉意识的情况下，表现出了很好的视觉辨别，反应的正确率有时可以达到90％～100％。在不同的盲视病人中，对运动、朝向、波长、空间定位或这些特征的结合的辨别都有报告。这些反直觉的发现，引起了哲学家和研究无意识加工的心理学家的兴趣。

盲视病人明显地表现了意识和知觉的分离，即无意识知觉的存在。一个典型的病例是关于D. B. 的研究（Weiskrantz, 1986），D. B. 从大约14岁开始，每六星期经历一次剧烈的头痛，伴随有左侧视野的短暂失明。到二十多岁的时候，发病的频率增加，在一次头痛发作后，他的部分视野失明永久性地持续下去。经检查发现，他的右侧视皮层异常。这部分皮层被切除后，他的头痛马上停止，并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是，手术后他的左侧视野失明。一些偶然的观察发现，D. B. 能正确定位盲视野内的物体，例如，他能准确地抓到别人伸出的手，尽管他看不见它。他还能正确地猜出一根小棒的方向（垂直或水平），虽然他声称看不到它。事实上，D. B. 极力否认他看见了左侧视野内的任何东西，他把他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归功于运气。Weiskrantz还用其他的迫选任务对D. B. 进行了研究，发现他对于呈现在盲视野内的靶子的定位、侦察和方向辨别远远优于机遇水平，甚至和正常视野一样好。Weiskrantz把这种意识不到知觉（no awareness of perception）情况下发生的盲视野内的视觉能力称为“盲视”。在这个实验中，就是以被试的自我报告作为意识觉知的指标，主观报告和迫选成绩的分离说明了盲视病人对盲视野中的刺激的无意识知觉。

意识的内省测量实际上就是根据观察者的主观报告来定义意识，如果观察者报告没有看到刺激，则认为他没有意识到刺激；相反，如果观察者报告看到了刺激，则认为他意识到了刺激。正如Merikle所说（Merikle, 1984），这似乎是把操作性定义意识的责任从研究者转移到了观察者，运用这种方法定义意识的研究者，实际上是要求观察者给出他自己对意识的定义。很多研究者不接受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很难知道个体在报告他们的意识经验时所采用的标准。

2．意识的行为测量

在20世纪70～80年代，很多研究者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运用意识的行为测量所进行的研究。意识的行为测量是以被试的分辨能力作为意识觉知的指标。两种典型的测量方法是：①迫选性刺激有－无决策；②在一系列刺激备选项中做出迫选决策。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Kunst-Wilson和Zajonc在1980年进行的实验。他们的兴趣在于说明无意识知觉到的刺激会影响随后的情绪反应。在他们的研究中，首先给被试呈现10幅无意义的、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每个图形呈现5次，每次呈现1ms。随后让被试完成两种任务：再认迫选（意识的测量）和喜好迫选（无意识知觉的测量）。在两种测验任务中，都是给被试呈现10对图形，每对包括一个呈现过的图形和一个没呈现过的图形。再认迫选要求被试从每对中选择一个呈现过的图形，而喜好迫选要求被试从每对中选择一个他们喜欢的图形。结果发现，当再认迫选的成绩处于机遇水平时（50％正确率），喜好迫选的成绩却显著优于机遇水平（60％正确率）。当我们接受再认迫选是对意识知觉的充分测量这一假设时，这些结果为无意识知觉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Marcel（1983a, b）也曾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视觉刺激即使在观察者不能觉察它们的存在的情况下（刺激有－无侦察的成绩处于机遇水平）也能被知觉到，表现为对语义相关刺激的启动效应。如果刺激有－无侦察被认为是对意识知觉的充分测量，那么在不能进行刺激有－无侦察的情况下发生的知觉就证明了无意识知觉的存在。

上述任务分离研究范式的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找到一种完美的测量意识觉知的方法。大部分应用这种范式进行的研究都隐含了这样一个假设：某个特定的行为测量充分（exhaustively）且（或）唯一地（exclusively）测量了有意识知觉到的信息。而事实上，要找到这样一种完美的测量是相当困难的，这就导致了该领域不同研究之间的矛盾和争议。

（二）质的差异的研究范式

质的差异的研究范式旨在通过行为结果上的质的差异来区分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过程。例如，Murphy和Zajonc（1993）通过一个实验证明了，无意识知觉到的刺激比有意识知觉到的刺激对情绪反应的影响可能更大。他们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在每个试次（trial）中给被试呈现一个清晰可见的汉语表意文字，然后要求被试在一个五点量表上指出它代表一个“好”的概念或是一个“坏”的概念。被试都是英语国家的被试，不懂汉字。这个实验的关键之处在于，在每个文字之前呈现一幅人脸的图像，这些人脸或者表现愉快（如微笑）或者表现愤怒（如皱眉）。对于其中一组被试，每幅人脸的呈现时间很短（4ms），以至他们报告没有觉知这些人脸。而对于另一组被试，同样的文字和人脸被呈现，但每幅人脸的呈现时间足够长（1000ms），所有被试都报告觉知到了这些人脸。后一组被试被告知忽略人脸，集中注意于评价文字。

结果发现，短暂呈现的、无意识知觉到的人脸影响了被试对文字的评估。当被试没有意识到人脸时，他们更有可能将跟随微笑人脸的文字评价为代表一个“好”的概念，而将跟随皱眉人脸的文字评价为代表一个“坏”的概念。相反，当人脸清晰可见而被有意识地知觉到时，被试对文字的评估很少或不受人脸的影响。这些结果说明了意识知觉和无意识知觉之间的质的差异：无意识知觉到的信息比有意识知觉到的信息对我们的情绪反应影响更大。

Merikle和Joordens（1997）的一项研究通过操纵刺激特性和操纵注意考察了意识知觉和无意识知觉所引起的行为结果上的质的差异。他们采用了传统的Stroop任务的一种变式，实验中只涉及红、绿两种颜色，色词“RED”，或“GREEN”是启动刺激，用于启动对红、绿两种靶颜色的命名反应。结果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当色词和靶颜色不一致的发生概率（75％）显著大于一致的发生概率（25％）时，出现了Stroop效应的反转，即被试在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小于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转现象只有在色词被有意识地知觉到时才会发生，当对色词的知觉是无意识的时候，出现的是典型的Stroop效应。

在实验1A中，刺激特性的改变是通过变化色词－掩蔽SOA（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来实现的。短的SOA为33ms，长的S0A为167ms。而在实验1B中，SOA保持为300ms不变，实验者操纵了被试的注意。在集中注意的条件下，只要求被试辨认颜色；而在分配注意的条件下，要求被试辨认颜色的同时监测听觉道的一串数字，在一组实验（block）结束后，被试要报告三个连续奇数出现的次数。而且被试被告知监测数字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他们应尽力侦察到所有的符合要求的数字串。实验程序如下：

实验1A：被试分为两组，一组进行短SOA的实验，另一组进行长SOA的实验。每个试次的刺激呈现顺序如下：

短的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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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SOA：

[image: alt]


实验1B：被试分为两组，一组进行单作业（辨认颜色），另一组进行双作业（辨认颜色和监测听觉道的数字串）。每个试次的刺激呈现顺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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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1A和实验1B的结果如图12-1所示：

[image: alt]


图12-1　实验1A和实验1B的Stroop干扰模式

注：图中实验1B分配注意条件下的各个反应时均被减去了250ms。（来自Merikle & Joordens, 1997）





实验结果显示，两种不同的操作引起了非常类似的行为结果。实验1A中，在短SOA条件下出现了典型的Stroop效应，而在长SOA条件下出现了Stroop效应的反转；实验1B中，在分配注意的条件下出现了典型的Stroop效应，而在集中注意的条件下出现了Stroop效应的反转。Merikle和Joordens认为这些结果反映了意识知觉和无意识知觉的质的差异，两个实验只是操纵意识觉知的方式不同而已，实验1A操纵了刺激特性（色词－掩蔽SOA），实验1B操纵了注意（集中与分散）。他们认为改变刺激特性和改变注意这两种操作影响了同一个内部过程——即信息表征的激活水平，而表征的激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意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决定一个刺激能否被有意识知觉到时，刺激特性和注意之间应该存在相互补偿。耿海燕等人（2002，2002）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这一问题。

耿海燕等人的研究发现，当刺激短暂呈现而被无意识知觉到的时候，增强刺激特性（延长呈现时间）或提高注意水平都能使得对它的知觉变为有意识的；而一个处于分散注意状态下被无意识知觉的刺激，既可以通过集中注意的方法使之达到有意识知觉，也可以通过增强刺激特性使之达到有意识知觉。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了，在决定一个刺激能否被有意识知觉到时，刺激特性和注意之间存在相互补偿。

实验1设置了三个实验条件：①色词－掩蔽SOA 50ms与无线索条件；②色词－掩蔽SOA 400ms与无线索条件；③色词－掩蔽SOA 50ms与有线索条件。三个实验条件下所有的刺激都呈现在屏幕中央，实验流程如下所示：

（1）色词－掩蔽SOA 50ms与无线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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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色词－掩蔽SOA 400ms与无线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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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色词－掩蔽SOA 50ms与有线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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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条件②和条件①的唯一差别是延长了色词－掩蔽SOA（50ms与400ms），而条件③和条件①的唯一差别是，在色词呈现之前先呈现一个小方框（大小为32×32像素），接着色词（大小为30×30像素）在小方框内出现。在这里，小方框对于色词的知觉起到一种空间和大小线索的作用，可以使色词从刺激序列中突现出来，以提高被试对于色词的注意水平。实验结果如图12-2（a）所示，显示了刺激特性（呈现时间）的改变和注意的改变引起了非常类似的行为上的质差模式，条件②和条件③都出现了Stroop效应的反转。

[image: alt]


[image: alt]


图12-2　刺激特性和注意在决定意识时的补偿作用

实验2也设置了三个实验条件：①分散注意与色词－掩蔽SOA 100ms；②集中注意与色词－掩蔽SOA 100ms；③分散注意与色词－掩蔽SOA 350ms。三个实验条件的实验流程如下所示：

（1）分散注意与色词－掩蔽SOA 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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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中注意与色词－掩蔽SOA 1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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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散注意与色词－掩蔽SOA 35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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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2的分散注意的条件下，实验开始首先在屏幕上画一个宽17.5cm、高15cm的大框，色词在大框内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以达到分散注意的目的；而在集中注意的条件下，呈现色词之前先呈现一个小方框引导被试的注意，接着色词在小方框内呈现，以达到集中注意的目的（针对色词的知觉而言）。可以看到，条件②和条件①的唯一差别是增加了小方框作为色词出现位置的线索，起到集中注意的目的；而条件③和条件①的唯一差别是延长了色词－掩蔽SOA（100ms与350ms）。实验结果如图12-2（b）所示，显示了在分散注意条件下被无意识知觉的刺激，通过集中注意的方式或增强刺激特性的方式都可以使它的知觉变为有意识的。

（三）视盲现象

视盲（blindness）是视觉觉知（visual awareness）研究中的一种奇特现象：在特殊的情境下，视觉机能正常的个体对于眼前的显著刺激或刺激变化视而不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包括不注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运动诱发视盲（motion-induced blind-ness）（Rees, Russell, Frith, & Driver, 1999; Bonneh, Cooperman, & Sagi, 2001）。这些视盲现象都是一些视错觉现象，它们的共同点是：呈现于观察者单眼或双眼的刺激引起了可以测量到的效应（内隐加工），但这些刺激或刺激的变化却并没有或只是偶尔被观察者觉知到。这些视盲现象的发现为视觉意识和无意识加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验范式。

1．不注意视盲

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对选择性注意机制的研究，Neisser和Becklen（1975）在一项研究中将两组球员玩球类游戏的录像透明处理后叠加在一起，一组球员穿着白色制服而另一组穿着黑色制服，被试的任务是数出某一组球员传球的次数。实验结果发现，只有21％的被试报告他们看到了在录像中间意外出现的穿过球场的撑伞女子，大多数被试都因关注于注意任务而彻底地忽略了这一意外刺激。为了研究知觉与注意的关系问题，Mack和Rock（1998）在90年代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且再次发现了被试对意外出现物体的忽略现象，他们将这一现象首先定名为“不注意视盲（inattentional blindness）”。自此，更多的研究者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知觉、注意、意识等加工过程的机制及相互关系。

上述Neisser等人使用录像进行的实验被称为选择注视范式（selective-looking paradigm），是最早对不注意视盲现象的实验研究。Simons等人重复并改进了Neisser 的实验范式（Simons & Chabris, 1999; Simons, 2000），他们分别拍摄了两组队员打篮球的录像，透明化后重叠在一起，要求被试数出某一组队员的传球数。录像开始45s后，一个撑伞的女子走过屏幕，5s后从另一边走出（如图12-3（a）所示）。正如前人研究所得，大部分观察者没有注意到这个女子。此外，他们还在另一组实验中将女子换成了一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同样，约有73％的人没有注意到他。为了使得实验更接近真实的情境，研究者取消了重叠录像的方式，球员和意外刺激都由一台摄像机拍摄完成（如图12-3（b）所示）。如果之前的不注意视盲是由于透明处理后图像的奇异效果导致的，那么在非透明的场景中被试应该能够很容易地注意到撑伞女子或大猩猩。结果却表明，仍有35％左右的观察者没有注意到意外刺激。在随后的一组实验中，大猩猩走到场中央，停下来面朝着摄像机，并且拍打胸膛，此时仍有超过半数的观察者没有注意到它。当他们随后被告知这一意外刺激的出现时，自己也表示了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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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Simons和Chabris的选择注视范式中的静止画面

（a）透明处理的“撑伞女子”事件中的三帧画面。撑伞女子从左侧进入，横穿屏幕，从右侧走出。（b）不透明处理的“黑猩猩”事件中的三帧画面。在以上两种情景下，意外客体横穿屏幕的呈现时间都为5s。（来自Simons & Chabris, 1999）





Mack和Rock在1998年发表了关于不注意视盲现象的论著，其中对不注意视盲现象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究，考察了不注意视盲现象和知觉组织（grouping）、注意区域（the zone of attention）以及内隐知觉（implicit perception）等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基于电脑屏幕呈现的静态研究范式。在一个典型的实验中，在屏幕中央呈现“十”字图形，呈现时间为200ms，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十字图形的两臂（横线和竖线）哪一条更长。在开始呈现的若干试次中，没有任何意外刺激出现。在关键试次（critical trial）中，屏幕的某一象限内会同时出现一个意外刺激（如图12-4）。该试次结束后，被试回答除了“十”字之外是否看到了其他的图形。Mack和Rock在实验中变换了该意外刺激的颜色、方向、运动情况等，结果发现在各种情况下，大约有25％的被试未看到意外刺激。而令人惊讶的是，当十字呈现在屏幕的边缘而非中央时，有更多的被试（75％）发生了不注意视盲现象。此外，若出现的意外刺激是人名或者笑脸时，注意到该刺激的人数将大大提高。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发现证明了注意捕获发生在意义分析之后，刺激的重要性或熟悉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是否能够被觉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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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Mack和Rock研究不注意视盲的静态实验范式

（来自Mack & Rock, 1998）





Mack和Rock采用的静态范式的优点在于对实验条件的控制非常严格，它可以对许多变量进行操控，从而能够得到许多有意义的研究结果。而该范式的弊端在于并不一定模拟了真实情境下的注意过程。现实世界中事物呈现的时间很少是短于200ms的，而且它们很少被掩蔽。

结合以上两种实验范式的优点，Most等人（2001）采用了一种持续的（sustained）和动态的实验范式。在一个典型的任务中，屏幕上的任务窗口中会出现四个黑色图形和四个白色图形，它们按随机路线运动着并且经常碰撞窗口壁被弹回（如图12-5所示）。在持续时间为15s的试次中，被试需要紧盯着注视点并数出白色物体或黑色物体撞击窗口壁且弹回的总次数。在最先的两个试次中，没有任何意外刺激出现，在第三个试次中，一个意外的刺激（红色十字）将从窗口的右侧进入，水平地运动穿过整个窗口，最后从左侧出去。这一范式可以有效地产生不注意视盲的现象，即使当意外刺激具有极其醒目的颜色和形状时，仍有30％左右的被试看不见意外刺激。这一实验范式结合了静态范式和选择注视范式的优点，同时具有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和动态情景的特点，这不仅使对各种变量的操纵成为可能，同时也使研究更贴近于实际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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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Most等人的实验范式的静止画面

图中箭头表示运动方向，在实际显示中并不出现。（来自Most et al., 2001）





与不注意视盲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注意捕获。注意捕获是一种与不注意视盲相反的现象，它指的是当某些刺激突然呈现时，人们的注意会被自然地吸引以至于对当前任务的完成产生影响。这就引起人们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意外刺激在什么情况下会引起不注意视盲，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捕获注意，进而被觉知呢？Folk和Remington等人（1993）的理论似乎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他们假设是刺激与目标任务的关联性导致了注意捕获的发生。这一假设认为，当刺激的某些性质与所要探测的目标的特征有所关联，即该刺激符合被试基于目标任务的特点所形成的注意图式（attention set）时，该刺激才会吸引注意。这一理论假设指出，注意选择过程中存在一种受目标指向的加工方式，观察者的意图和目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那些与注意图式偏离的事物则不会被注意到，因此导致了不注意视盲现象的产生。

2．运动诱发视盲

Bonneh等人（2001）报告了另外一种视错觉现象——运动诱发视盲：在黑色屏幕上呈现一个或几个对比度较高的、静止或缓慢运动的目标刺激，由多个对比度较低的背景刺激（如圆点或“十”字）组成的背景图形（moving pattern）层叠于目标刺激之上，并围绕着空间中一点做匀速圆周旋转运动。当被试盯着注视点并忽略背景的运动时，会发现原本显著的目标刺激会从觉知（awareness）中消失，然后在一段时间（数十至数千毫秒）后又重新出现。这种“消失—重现”的现象会重复发生，虽然在此期间目标刺激的真实物理属性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这种由背景图形的运动引起的“消失”错觉现象被命名为运动诱发视盲（motion-induced blindness, MIB）。

大量研究表明，视盲的发生与注意的脱离和缺失有着不可分离的紧密联系，如不注意视盲中所述。但与其他的视盲现象比较，MIB显然有其独特的产生机制（Bonneh, et al., 2001），它不是由于整个注意加工被引导偏离目标（如不注意视盲任务）或被显著的干扰刺激中断（如变化视盲任务）而引起的，而是发生在外显的知觉层面的一种“抹去”现象。类似的知觉“抹去”现象常见于双眼竞争（binocular rivalry），双稳态（bi-stable）图形或是Troxler图形衰退（Stürzel & Spillmann, 2001）等知觉竞争现象之中。在这些现象里，视觉“觉知”在参与竞争的多个物体上转换（switch），竞争中输掉的一方被从觉知中“抹去”，这种转换本身被认为是竞争物体之间相互抑制的结果（Wilson, Blake & Lee, 2001）。

为了探讨MIB的机制，研究者通过操纵目标刺激和背景的各种属性，考察影响MIB发生的因素。主要研究方法为考察固定时间内发生MIB的情况，具体指标包括从实验开始到初次诱发视盲现象的时间长度（initial fading time）、发生MIB的累计时间（accumulated invisibility period）和MIB占总实验时间的比例（the percentage of accumulated invisibility period）。在背景图形保持较低对比度和恒定运动速度的情况下，研究的主要发现包括：①背景图形中的局部元素形成的整体图形结构越完整（如均匀、密集分布的刺激平面，或有良好的知觉组织特性），诱发视盲的可能性越高（Bonneh, Cooperman & Sagi, 2001; Graf, Adams & Lages, 2002）；②物理属性越显著的目标刺激，越容易引起视盲（Bonneh, Cooperman & Sagi, 2001; Hsu, Yeh & Kramer, 2004）。以上研究结果说明：①背景图形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加工并参与知觉竞争的；②在诱发MIB的时候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加工机制可能与正常状态下不同：在通常情况下，越显著的刺激越难以消失（Stürzel & Spillmann, 2001）；但在MIB现象中，目标刺激越显著则越容易消失。

在这些实验中，研究者排除了一些可能的原因（Bonneh, et al., 2001; Hsu, Yeh, Kramer, 2006），包括感觉加工的抑制或适应、基于视网膜区域的抑制，以及由背景刺激引起的感觉输入掩蔽等，并一致认为MIB是一种知觉竞争现象（perceptual rivalry）：不同（类）的知觉元素互相竞争和抑制（Wilson, Blake & Lee, 2001），各部分元素在竞争中获胜时可以被觉知到，失败时则被排除在觉知以外。随着视觉“觉知”在参与竞争的多个元素间转移，个体也相应地感觉到知觉对象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一部分研究者认为，MIB知觉竞争与注意有关（Bonneh, et al., 2001），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与注意关系不大（Graf, Adams, Lages, 2002; Hsu, Yeh, Kramer, 2004）。

认为MIB是纯粹的知觉竞争现象的研究者关注MIB现象中的知觉竞争问题本身，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大多从知觉加工的角度出发。Graf等人（2002）研究发现，将背景图形和目标刺激分别投射在两个不同立体深度的平面上时，对背景图形所在平面的加工会干扰对目标刺激所在平面的加工，从而诱发更多MIB。另一些研究（Bonneh, et al., 2001; Hsu, Yeh, Kramer, 2004）则发现，目标刺激越显著（如对比度越高，或者是一个“pop-out”的刺激），MIB的发生率就越高。Hsu等人（2004；2006）对此的解释为，目标刺激与背景图形之间的知觉组织（如相似性、连续性、亮度一致性等）良好与否是影响MIB的重要因素：目标与背景的知觉组织越不好（目标越显著），知觉竞争元素之间的不相容性越高，目标刺激就越容易被觉知排除。

虽然这些研究提出了非注意的知觉竞争假设，但事实上这些知觉因素都多少与注意的加工有间接的联系。比如，上述实验结果似乎可以解释为，当注意被某种线索引导偏向竞争的某一方（如MIB的背景图案）时，能够加强这一方在知觉竞争中的优势（Chong & Blake, 2006; Blake, Yu, & Lokey, et al., 1998; Mitchell, Stoner, & Reynolds, 2004）。联系来自单侧忽视症研究的结果，Bonneh等人（2001）提出这样一种假设：MIB现象可能反映了一种基于“胜者全取”注意模式（winner-take-all, WTA）的注意转换（attentional switching）机制。研究表明，正常状态下，选择性注意能够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多个刺激或者刺激属性之间快速转换（switching）（Ivry & Hazeline, 2000; Erickson, Colcombe, & Wadhwa, et al., 2005），通过这种快速转换使注意资源的调用效率最大化，从而使同时对一个以上的刺激或刺激属性进行“平行加工”成为可能。而一旦这种快速的注意转换由于某种因素被减缓甚至中断，注意就容易表现为滞留在注意竞争中获胜的元素上，致使同一时刻只能觉知到这一个对象，即“胜者全取”。只有在背景图形发生运动的时候，MIB才会发生，并且背景图形永远处于能被有意识觉知的优势地位，而目标刺激则处于被觉知一消失一重新被觉知的循环状态。研究者据此认为，与其说是背景图形本身，不如说是组成这个图形的局部元素的整体一致的运动（motion），与目标刺激产生了注意竞争。正是这种“整体的运动”对正常状态下注意在目标刺激和背景图形之间的快速转换产生了干扰，使转换被减缓或中断，并促使视觉系统采取“胜者全取”的注意模式；在注意转换停滞的瞬间，被“运动”所吸引的注意难以从背景图形回到目标刺激上，我们就认为目标刺激从视野中消失了。

那为什么目标刺激越显著，越容易引起MIB？Geng等人（2007）提出，显著的刺激容易获得外源性注意，但这种注意很可能被导向了竞争发生的空间区域，然后再在竞争元素之间转移。换言之，显著的目标刺激引起自下而上的空间注意，但这种增加的注意被同时导向目标刺激及其周围空间，使该范围内的所有刺激（包括目标刺激和运动背景）获得的知觉加工都增加，从而使竞争双方的反应强度都有所提高。由于运动捕获注意的特殊性，这种增加可能会优先偏向运动背景图形，从而扩大运动背景相对于目标刺激的竞争优势，导致目标刺激的MIB增加。

Geng等人（2007）通过内源性的注意线索来操纵空间注意分配，考察注意在运动诱发视盲现象中的调控作用，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想法。他们发现，在上视野和左下视野中，被试在集中注意条件下（注意单侧视野目标）比分散注意条件下（注意双侧视野目标）体验到更多的MIB现象。以下视野为例，实验中在被试的左侧和右侧视野中分别同时呈现一个目标刺激，要求被试同时报告对双侧目标刺激的觉察状况，或者只要求被试报告对其中指定的一侧目标刺激的觉察状况，重点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注意分配方式（分散与集中）下MIB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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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实验刺激示例

（a）注意双侧视野的目标；（b）注意左侧视野的目标（Geng et al., 2007）





在注意双侧视野任务下，注视点为圆点，被试需要同时觉察注视点下方两侧的明亮圆点，对它们的消失和出现的情况都做反应（如图12-6（a）所示）：如果感觉左侧圆点消失，用左手食指按下“Z”键，直到左侧圆点重新出现松开；如果感觉右侧圆点消失，用右手食指按下“？”键，直到右侧圆点重新出现松开，如此不断重复，直到实验任务结束。在这种条件下，被试必须同时注意双侧视野的目标刺激，并用左右手分别对之作出反应，因此可以分别针对左侧目标和右侧目标记录到两组数据。在注意单侧视野任务下，注视点为水平指向的箭头，被试仅需要对箭头所指那一侧的目标圆点的消失和出现的情况做反应（如图12-6（b）所示）：箭头向左指时，被试如果感觉左侧圆点消失，用左手食指按下“Z”键，直到左侧圆点重新出现松开；箭头向右指时，被试如果感觉右侧圆点消失，用右手食指按下“？”键，直到右侧圆点重新出现松开，如此不断重复，直到实验任务结束。

在上视野的实验中，除了将MIB目标刺激在上视野（与下视野实验位置对称）呈现外，其他所有实验参数设置同下视野实验。

实验结果如表12.1所示，结果显示，集中注意条件下发生MIB的时长比例显著高于分散注意条件下，而且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左下视野和上视野。该研究证实，注意对知觉竞争的影响是显著的。在该实验中，目标刺激的知觉属性（如物理强度和知觉组织等）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实验操控的只是被试分配注意的方式。因此MIB时长比例的变化是由注意的变化引起的，或者说，至少是注意的变化引起了知觉加工的变化，并进而对MIB中的知觉竞争产生了影响。

表12.1　不同实验条件下发生MIB的时长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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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差。*表示在0.05水平上差异显著。





该研究中，在注意双侧视野目标的条件下，任务要求被试必须同时兼顾两个目标，这种自上而下的注意规则迫使被试的注意不得不在背景图形和两个目标刺激之间进行转换。这时的注意转换将倾向于一种较不稳定的模式：一方面注意在目标刺激和背景图形之间转换，这种转换的延迟是导致视盲的原因；另一方面注意还在两个目标刺激之间进行转换，后一种注意转换将干扰前一种注意转换（即干扰运动对注意的吸引），也即干扰目标刺激和背景图形之间的注意竞争，从而破坏运动引起的注意向运动图形的偏移，注意就容易被切换回到目标刺激上来，引起MIB现象的减少。这一推测在实验中得到了证实：与注意单侧视野相比，注意双侧视野时每次发生MIB的平均时间长度显著地缩短了。这说明运动图形争夺注意的优势虽然一直存在，但视盲总是被更早地中断了。此外，空间注意的集中提高了被注意空间内所有元素的加工，使目标刺激与背景图形之间的相容性降低，注意竞争加剧，使优势更多地偏向运动背景，因此目标刺激从觉知中被排除的概率（如MIB发生的时长比例）也随之增加了。Schölvinck和Rees（2009）的研究通过操纵空间注意，对比了目标刺激和干扰刺激的MIB发生概率，实验结果显示目标刺激引发了更多的MIB，此结果支持了Geng等人（2007）的研究结果。

Mitroff和Scholl（2005）还通过实验证明了MIB期间，“知觉组织变化”的无意识加工。Mitroff和Scholl设计了一个新颖的实验范式，来验证发生视盲期间仍然存在对目标刺激的知觉组织的内隐加工。他们向被试呈现MIB刺激，背景是多个“十”字图形构成的网栅在做逆时针旋转，一个“哑铃”式的刺激（两个圆盘之间用线连接）作为目标刺激，观察者通过分别按压两个键来报告两个圆盘从觉知中消失，持续按压一直到刺激被重新觉知松键。当两个目标刺激都产生视盲的时候（两个键都被按压），均匀地变化它们的连接性，如图12-7所示：在缩短的条件下（图12-7（a）），“哑铃”的连接线的两端在1000ms内逐渐缩短、消失；而在增长的条件下（图12-7（b）），连接线的两端在1000ms内逐渐增长、出现。如果这个“变化”的过程没有被觉察到（即被试发生视盲的时间大于变化刺激所需要的时间，这可能需要诱发多次MIB才能达到），他们就要求被试报告两个目标刺激在视盲结束时，是否是同时重新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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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7　Mitroff和Scholl的实验所用的方法、刺激和结果

（a）缩短条件；（b）增长条件；（c）实验结果，以报告“同时出现”的百分比作为因变量指标。





Mitroff和Scholl指出，在目标连接性没有发生变化（消失前后）的情况下（基线条件），当两个目标圆盘没有被连接起来的时候，作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知觉物体，它们在同时或相继消失后又同时出现的概率是较小的（27％）；但当它们被细的线段连接起来的时候，就组成了一个类似于“哑铃”的整体物体，两个圆盘将倾向于作为“哑铃”整体的一部分，共同参与和背景图形的知觉竞争，此时它们在MIB期间同时出现的概率会显著地增高（50％）。这种觉知差异体现了目标刺激消失前，对连接性组织的有意识加工。而如果在诱发MIB期间，目标的连接性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就可能对消失前的已经形成的知觉组织形式造成影响。影响是否产生取决于对“变化”是否有同步的阈下加工。被试虽然不能觉察到连接线段长度发生了变化，但在目标的连接性发生和没有发生变化的两种情况下，如果行为结果（被试知觉到两个目标刺激同时出现的概率）表现出差异，就说明被试对连接性的“变化”进行了无意识加工。

实验结果（图12-7（c））验证了上述猜测：当两个圆盘一直保持连接状态时，同时出现的比例大约是一直不连接时的两倍；如果目标圆盘在消失前没有连接，而在消失过程中变化为连接时，与一直不连接相比，同时出现的比例有显著的升高（55％），并升高至与一直连接时同样的水平；如果目标圆盘在消失前已经连接，而在消失过程中断开连接，则同时出现的比例将显著降低至与一直不连接时同样的水平（27％）。这一结果说明在目标刺激从觉知中消失的这段时间里，对于目标刺激连接性变化的阈下加工是持续进行的。

（四）双眼竞争

双眼竞争是近年来研究视觉意识比较常用的一种实验范式。实验中给观察者的两只眼睛分别呈现两个不同的图像，他们所看到的并非是两个图像的混合，他们的知觉体验反映了两个刺激输入间的一种动态竞争，即体验（experience）是以一种双稳态形式在一只眼睛的输入优势和另一只眼睛的输入优势间交替转换的。因为视网膜输入始终保持不变，变化的是知觉体验，因此双眼竞争为探索知觉意识的神经相关物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实验范式，从而避免了视网膜的刺激变化所造成的混淆。

在一系列的经典实验中，Logothetis和其同事（1998）记录了猴子在观看双眼竞争呈现时大脑视觉区域单个神经元的活动。猴子被训练通过拉一个杠杆来报告它们在每一时刻看到的是两个刺激中的哪一个。实验中选择了各种各样的刺激，如移动的栅条、面孔等，它们或者是某个特定神经元的适宜刺激（能强烈激活那一个神经元），或者是非适宜刺激（对那一个神经元的激活非常微弱）。Logothetis等人发现，在视觉通路中某些神经元的反应是独立于猴子的觉知状态的，而另外一些神经元的活动与猴子的觉知报告相关。例如，给猴子的一只眼睛呈现移动的刺激，另一只眼睛呈现静态的刺激，对运动敏感的神经元在猴子报告看到运动时其活动比没有报告时更强烈。此外，在视觉通路的不同阶段，与觉知相关联的神经元数量是不同的，在V1和V2区大约有20％，而在颞下皮层大约有90％。这些结果提示，视觉通路的晚期阶段与猴子的觉知状态的关联比早期阶段更紧密。

Tong等人（1998）对人类被试的fMRI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记录了两个视觉皮层区域，这两个区域对特定的刺激类别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反应。其中一个纹外皮层区域被叫做梭状面孔区域（fusiform face area, FFA），这一区域对面孔刺激的反应要比非面孔刺激强两倍以上；另外一个区域在大脑的腹侧表面，被叫做旁海马地点区域（parahippocampal place area, PPA），这一区域对地点图像（包括房子）的反应很强烈，但对非地点刺激的反应很弱，对面孔刺激根本不反应。给被试一只眼呈现面孔刺激，另一只眼呈现房子刺激，Tong等人通过fMRI监视了双眼竞争中对于每个刺激的神经反应。即在整个扫描的过程中，被试观看一个单一的面孔－房子竞争性刺激（如图12-8所示），通过红绿滤光器，每只眼睛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个图像，他们通过按一个键来报告他们觉知内容的每一次转换。被试的报告表明，每几秒钟他们的觉知内容转换一次，从面孔到房子或从房子到面孔。通过时间锁定于按键来叠加每个被试的FFA和PPA两个区域在所有面孔—房子转换中的MR信号，以及所有房子—面孔转换中的MR信号，结果发现每个被试的上述两个区域都对它们的适宜刺激的觉知表现出更强的神经活动（FFA—面孔，PAA—房子），每个区域当它的适宜刺激脱离觉知的时候都表现出神经活动的下降（如图12-8所示）。所以，尽管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刺激保持不变，但这两个区域的活动与被试的觉知内容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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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双眼竞争中觉知的神经相关物

（a）产生双眼竞争的刺激是由两个分别呈现于两眼的不同图像构成的（呈现的刺激与红绿滤光器结合使用以得到这一效果）。被试报告的知觉内容是在两个单眼刺激间交替转换的，这种转换每几秒钟发生一次，如图所示（percept部分）。（b）神经成像研究比较了双眼竞争中的交替知觉和共轭的单眼刺激物理转换所分别对应的神经活动，后者（共轭刺激）使用的时间序列得自于双眼竞争中的知觉报告。





图12-8右图给出了FFA和PPA区与竞争性的房子－面孔刺激的知觉转换相关的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数据，当转换是从房子到面孔时，FFA的活动增强，PPA的活动减弱；而当转换是从面孔到房子时，出现了颠倒的模式（图12-8（a））。因此，这些功能特异化的视觉皮层区域的活动是与报告的知觉体验的内容相关的。这些活动的调制强度与刺激的物理交替所引发的活动模式非常相似（图12-8（b））。

对于知觉意识的神经相关物研究目前一条比较盛行的研究思路是：将意识内容和相应的神经活动的变化独立于刺激本身的变化，典型的实验范式是刺激保持恒定不变，但被试的主观体验以及相应的神经活动发生了变化。上述提到的运动诱发视盲、双眼竞争等视错觉现象就符合这样的特点。

（五）持续闪烁抑制

Tsuchiya与Koch（2005）提出了一种可操控性更强的实验范式，他们将之命名为“持续闪烁抑制”（continuous flash suppression, CFS）。实验中向观察者的一只眼睛连续、快速地闪现一系列不同的随机色块拼成的图像（被称之为Mondrian图形，见图12-9），同时向另一只眼睛的相对应位置呈现一个保持不变的图像（通常是目标，如面孔），大部分观察者看不到这个静止图像，即使它被呈现了很长时间（有时可以达到几分钟）。因此这种实验范式就为无意识加工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手段。实验证明，这种范式可以出色地克服通过双眼竞争、前后掩蔽等方式实现视觉刺激的无意识加工时所面临的抑制效果不稳定、抑制时间短且不可预期等问题，Tsuchiya等人证明，CFS所能实现的抑制时间至少10倍于双眼竞争所能实现的无意识加工时间（Tsuchiya, Koch, Gilroy, & Blak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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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持续闪烁抑制（CFS）基本实验流程

（来自Tsuchiya & Koch, 2005）





Jiang等人（Jiang & He, 2006; Jiang, Costello, Fang, & He, 2007）采用类似的实验范式考察了被抑制刺激的无意识加工对空间注意分配的影响。实验流程如图12-10所示，将一对高对比度的、动态变化的噪声图形分别呈现于被试一只眼睛的注视点的左右两侧，而在另一只眼睛的对应位置分别呈现一张色情图片及其打碎的控制图片，由于两眼间连续闪烁抑制的作用，色情图片以及它的打碎控制图片在呈现过程中被试是看不到的。在上述双眼呈现之后，一个Gabor刺激（一小块光栅刺激）作为探测刺激随机呈现于注视点的左侧或右侧，对应于之前色情图片或打碎图片的位置。被试的任务是通过按压两键之一来指出短暂呈现的Gabor刺激的方向（顺时针或逆时针倾斜1°（1度））。实验的目的是要考察被抑制的图片刺激（色情图片）能否引起空间注意分配的效应，这一注意效应是以被试在以下两种条件下对Gabor方向辨别的准确性差异作为指标的：Gabor呈现在完整图片一侧（一致条件）与Gabor呈现在打碎图片一侧（不一致条件）。在实验的过程中，如果被试觉察注视点两侧的噪声图形有任何差异，可随时按另外一个键中止实验试次，以保证有效的实验试次中色情图片是被无意识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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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　Jiang等人的实验中无意识条件的实验图示

实验结果如图12-11所示，证明了色情图片的无意识加工确实影响了空间注意分配，而且色情图片中人物的性别和观察者的性别在影响注意效应中存在交互作用。对于异性恋男性观察者，当Gabor刺激出现在阈下女性裸体图片的位置时，方向辨别任务的准确性得到提高（以不一致条件，即Gabor出现在打碎图片的位置作为基线条件，下同），出现正的注意效应（注意获益）；而当Gabor刺激出现在阈下男性裸体图像的位置时，则出现了负的注意效应（注意代价）。这说明即使裸体图像没有被有意识知觉，异性恋男性观察者的注意仍然可以被女性裸体图像吸引，而对男性裸体图像却有排斥。图12-11（a）给出了10名异性恋男性观察者的各自的注意效应以及他们的平均结果。另外的10名异性恋女性观察者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图12-11（b）），她们对阈下男性裸体图像表现出正的注意效应，而对阈下女性裸体图像表现出负的注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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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　异性恋男性观察者（a）和异性恋女性观察者（b）由阈下色情图像所引起的注意获益和注意代价

二、意识的神经机制研究

意识领域的研究者们除了从行为水平上将意识与无意识过程、意识与其他心理过程进行区分，意识产生的神经机制也得到广泛的关注，这其中以视觉意识的神经机制研究得最为突出。近十几年来对于视觉意识的神经机制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种模型上：层级模型（hierarchy models）和交互作用模型（interactive models）（Tong, 2003）。

层级模型认为原始的视觉输入在复杂性和特异性逐渐增加的各级皮层水平上依次得到分析，而只有信息到达高级视觉皮层，才能产生觉知。该模型比较强调高级视觉皮层在意识产生中的重要地位，只有高水平的纹外区域才直接参与视觉觉知，V1区的损伤仅仅是阻断了信息流到达这些高水平的纹外区域，从而引起视觉觉知的丧失（Rees, Kreiman, & Koch, 2002; Crick & Koch, 1995）。一些纹外区域，诸如V4、MT和下皮层，被认为分别直接表征了有关颜色、运动和客体识别的有意识信息，而V1区只是提供了必要的视觉输入，就如眼睛的功用一样，可以认为它们对于表征有意识的视觉信息没有作用。Crick和Koch（1995）进一步提出，只有向前额叶皮层有直接投射的纹外视觉区域才能直接作用于意识，因为V1区没有向前额叶皮层的直接投射，所以这一理论认为V1区不能直接作用于视觉觉知。后来有一些研究认为额叶和顶叶与注意有关的区域对产生意识很重要，从这些区域到纹外区域的自上而下的信号对于选择特定视觉表征进入意识是很关键的（Leopold & Logothetis, 1999）。因此，等级模型预言，觉知与纹外区域活动的关联应该比V1区更为紧密，如果纹外区域活动保持完好，V1区活动的破坏不应该损害觉知．

交互作用模型认为，V1区通过与纹外区域形成动态循环回路而直接参与视觉觉知（Pollen, 1999; Lamme & Roelfsema, 2000; Bullier, 2001）。V1区和很多纹外区域都有相互联系，例如V2、V3、V3A、V4、MT区等。根据交互作用模型，一个特定的纹外区域与V1区之间的持续活动对于保持一个视觉表征处于意识之中是必需的。因此，尽管V1区与前额叶区域没有直接的前摄联系，但通过支持或不支持中间的纹外区域所表征的信息，V1区可以决定什么样的纹外信息可以到达前额叶区域，也就是说，V1区对高层区域有否决权。高层区域与V1区的循环联系还有其他功用，高层区域可能发出反馈信号来确认它们从V1区所接受的信息的可靠性，或者基于自上而下的知识、知觉组织或注意选择来调节V1区的活动。与V1区的循环联系还可以为在各个单独的视觉区域或通路进行分析的各类信息的知觉捆绑提供一个线索系统。知觉捆绑是指大脑如何将各种不同的信息，如颜色、朝向、运动、形状等，整合为一个单一凝聚的知觉表征的问题（Treisman & Gelade, 1980）。由于V1区包含一个有关几乎所有相关特征信息的高分辨率的地图，而且与纹外区域形成了组织良好的联系，因此V1区可以为多个区域的知觉信息的捆绑提供一个“主导地图”（master map）或者叫空间—特征索引（spatial-featural index）。交互作用模型认为，甚至在纹外区域的活动保持完好的情况下，V1区活动的阻断也会损害觉知的产生。

等级模型的一个预言是：如果在视觉信息通过V1区后对V1区的活动加以抑制或破坏，视觉觉知不会被影响。近年来，等级模型的这个推论与越来越多的实验结果产生了冲突，人们在实验中发现，从高级视觉皮层到V1区的反馈过程对视觉意识的产生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支持这一看法。

动物电生理研究发现，在猴子的视觉皮层中，除了前摄神经连接，还存在很多反馈连接（Salin & Bullier, 1995）。但由于动物无法进行言语报告，这类实验无法为理解反馈过程与意识的关系提供帮助，因此人类被试的研究必不可少。在以人类为被试的此类研究中，最常用到的工具是穿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TMS）。研究证明，对特定脑区施加TMS可以扰乱该脑区的活动，而当刺激的强度达到一定的阈限值时，施加于V1区的TMS可以引发静止的“光幻觉”（phosphene），而施加于V5区的TMS则会引发运动的光幻觉（Cowey & Walsh, 2000; Kammer, 1999）。

Cowey和walsh（2000）的一项涉及V1区受损的脑外伤病人的研究中，就利用了施加于V5区的TMS所引发的运动光幻觉。由于被试对光幻觉的觉知不依赖于外界输入的视觉刺激，该实验得以对比盲人（P. S.，视神经截断，但皮层完好，没有任何残留视觉）、脑损伤病人（G. Y.，左侧纹状区完全损毁）和正常人对其觉知情况的差别，从而考察V1区在视觉觉知中起到的作用。实验发现，正常被试可以觉知到光幻觉；皮层完好的盲人被试P. S. 也可以感受到光幻觉；而脑外伤病人G. Y.，只有在TMS施加于右侧V5区时才可以觉知到光幻觉，即V1区受损一侧的V5区TMS刺激无法引发光幻觉的觉知。由于实验中的运动光幻觉是TMS刺激V5区产生的，根据等级模型，一旦刺激已经到达高级的V5区，V1区与这个刺激的觉知就没有关系了。但是这个实验的结果表明，即使对于直接产生于高级皮层的视觉觉知，V1区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这一结果暗示了从高级视觉皮层向低级视觉皮层传输的信号，即反馈过程与视觉觉知有着紧密的联系。

脑外伤研究有一些固有缺陷，例如在上面的实验中，V1区损伤的被试很少，损伤区域不确定。另外脑外伤无法恢复，而光幻觉并非在所有被试中都能得到，因此研究者实际上无法确定光幻觉缺失的原因是V1区的损毁还是操作不当、定位不准或被试选择不当等其他原因。Pascual-Leone和Walsh（2001）利用两个TMS线圈分别刺激V1和V5区的办法，将这一结果扩展到了正常被试。

在Pascual-Leone和Walsh的实验中，他们使用两个TMS线圈分别对正常被试的V5区和V1区进行单脉冲的TMS（single pulse TMS），其中V5区的TMS刺激用来产生运动光幻觉，在相对于V5区TMS刺激的不同时间间隔点上对V1区进行阈限下的TMS刺激（不足以产生光幻觉），用以抑制V1区活动。通过系统地改变两个刺激脉冲之间的时间间隔，研究者希望捕捉到从V5区到V1区的反馈过程在视觉觉知产生中的作用。被试的任务是在一个四点量表上对于光幻觉的觉知情况进行评估（图12-12）：1＝清晰的、移动的光幻觉；2＝微弱的、移动的光幻觉；3＝稳定的光幻觉；4＝没有光幻觉。由于运动光幻觉直接产生于V5区的TMS刺激，因此不存在正常视觉情况下的前摄过程的混淆，如果在某一时刻，对于V1区的抑制可以降低运动光幻觉的觉知水平，就说明在这一时刻有信息从V5区逆向地传播到了V1区，并且这种信息的反馈传播对于意识的产生是必要的。实验结果表明，当V1区的TMS出现在V5区TMS之后545ms之内，被试的觉知受到了损害，其峰值出现在约25ms处。这一实验不仅把脑外伤研究的结果推广到了正常被试，进一步确证了反馈过程与视觉觉知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说明反馈过程需时很短。

沿着这一研究思路，研究者又将这一结果从内生的光幻觉推广到真实的视觉刺激。Silvanto等人（Silvanto, Lavie, & Walsh, 2005）在实验中给被试呈现运动的光点，并在视觉刺激呈现后间隔不同时间向被试的V1区或V5区施加双脉冲TMS（double pulse TMS, dTMS）以抑制其活动。被试的任务是探测屏幕上的光点是否运动。实验结果表明，在视觉刺激呈现结束后40～60ms施加于V1的dTMS（实验三）、60～80ms施加于V5的dTMS（实验一）以及80～100ms施加于V1的dTMS（实验一）对于探测任务的成绩产生了显著的损害。实验所捕捉到的这三个时间点明确地显示了信息先通过前摄传播由低级皮层区域到达高级皮层区域，再通过反馈过程回到低级皮层区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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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2　初级视觉皮层阻断的时间与视觉觉知的关系

在研究意识产生的神经过程时，TMS有着极大的技术优势，例如对特定脑区进行可逆性的抑制、较好的时间分辨率等。此外，一些事件相关电位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的研究也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例如，Sterzer等人（2006）使用fMRI研究了似动路径对应脑区的激活情况。首先，他们使用了曲线似动技术（如图12-13（a）所示），使两个真实刺激（闪烁的倾斜棒）和似动的路径（图中的灰色双向箭头）处在不同的象限，以方便对于其V1中相应的皮层区域进行分别分析。结果发现，相对于似动路线没有经过的空象限，似动路线经过的象限（具体来说就是图12-13（a）中小圆圈标出的似动路径中点）所对应的脑区有更大的激活，这一点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同时，研究者还使用了一种新的数据分析方法——动态因果性建模（dynamic causal modeling, DCM）（Friston, Harrison & Penny, 2003）——对于产生这一激活的不同模型（图12-13（b））进行了比较。路径对应区域的激活可能有两种原因，模型Ⅰ假定视觉刺激引起的激活传播到V5，再由V5通过反馈过程引起V1区中似动对应区域的活动。模型Ⅱ则考虑了V1区内部的横向传播对于似动路径相应区的激活。分析的结果明确地支持了模型Ⅰ，即反馈过程引起了V1区中似动路径相应区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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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3　Sterzer等人实验中的视觉刺激及模型分析示意图

（a）似动路径；（b）使用DCM进行比较的两个模型。（引自Sterzer, Haynes, & Rees, 2006）





另外，也有研究者利用高密度事件相关电位（High-density ERP）为反馈加工过程与视觉意识的关联提供了证据（Kotsoni, Csibra, & Mareschal, et al., 2007）。他们发现在同时呈现掩蔽（common-onset visual masking, COVM）的实验条件下，有一个220ms左右的枕区的成分P2，其波幅与觉知情况相关。研究者认为这个成分反映了低级视觉皮层的重新激活，与反馈加工过程有关，与Enns等人（2000）提出的用反馈过程来解释COVM的理论相一致。

以上所列举的研究，通过各种途径验证了反馈加工过程的存在及其对于视觉意识的作用，这类实验通常是通过捕捉低级皮层区域在前摄传播结束后的晚期神经活动来说明反馈加工的作用。虽然其具体时间进程有一些差异，但思路与结果大体是一致的。

意识问题是近年来实验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由于实验方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对于意识产生的心理及脑机制的研究已积累了相当的实验证据。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概述了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首先对充满争议的“意识”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综述，明确意识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概念，需要根据不同情景进行分析和讨论。其次，对意识的实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概述，从比较经典的任务分离的研究范式、质的差异的研究范式，到近年来涌现的一些新的实验方法和技术，如各种视盲现象、双眼竞争、连续闪烁抑制等。最后，我们概述了有关意识产生的神经机制方面的实验研究，主要从目前意识领域最受关注、也是相对被研究得更为充分的“视觉意识”入手，重点介绍了一些在该领域较有成效的TMS研究及相关成果。总而言之，随着实验技术的进步，对视觉信息加工的时间进程以及相对应的神经活动进行实时的监控和操纵已成为可能，这将大大推动对意识产生的心理及脑机制的进一步深入认识。

问　题

1．什么是意识的内省测量和行为测量？

2．结合实验说明质的差异的研究范式。

3．什么是不注意视盲，它与注意捕获的区别是什么？

4．什么是运动诱发视盲？举例说明它在无意识加工研究中的应用。

5．举例说明双眼竞争的实验范式。

6．什么是持续闪烁抑制，这一实验范式的优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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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眼动实验法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探究人的许多心理活动的规律。法官会仔细审视一个目光躲闪的被告；精神病医生会牢记一个想自杀的病人毫无表情的眼神。这种认识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在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人们更是对视觉做了大量的研究。随着光学技术、眼科学以及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眼睛在人类心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特性的研究越来越多。人类的信息加工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视觉，来自外界的信息，约有80％～90％是通过人的眼睛获得的。因此对于“人是如何看事物”的科学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关于这一点，对于眼睛运动（以下称眼动）的研究被认为是视觉信息加工研究中最有效的手段。研究表明，眼动的各种模式一直与人的心理变化相关联。近年来，一些精密地测量眼动规律的仪器（以下称眼动仪）相继问世，为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提供了新的有效的工具。这使心理学实验的客观性、科学性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一、眼动实验方法

1．电流记录法

眼球运动可以产生生物电现象。角膜和网膜间存在一个电位差，角膜对网膜是带正电的。当眼睛注视前方不动时，可以记录到稳定的基准电位。眼球在水平方向上运动时，眼睛左侧和右侧的皮肤之间的电位差会发生变化；在垂直方向上运动时，则眼睛的上下侧的电位差会发生变化。电位的变化由置于皮肤相应位置的电极导入放大器，由放大器的电流计显示出来或在示波器上显示；也可由记录器在记录纸上描记电流变化的波形图。这种方法可以记录到离开注视点70°的眼动，其精确度为1.5°～2.0°。由于眼动与电位变化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所以通过分析记录数据，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眼动情况。这种记录方法也叫做眼电图记录法（EOG）。用电流记录法研究眼动有两点好处：头部的运动不会影响记录结果，记录时实验装置不直接接触眼睛。但因这种方法不是直接记录眼球的运动数据，而是眼动所产生的电位差，故需要经过推算才能了解眼动的情况。而且由于每个人眼睛的电位差各不相同，所以同一个人在不同实验中也会存在差别。另外，EOG信号还会受皮肤电位信号的干扰。

2．光学记录法

利用光学原理直接记录眼动，是眼动实验中历史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方法。它也是现代眼动仪中最主要的类型。

（1）反光记录法

这个方法首先是将一面小镜子附着在眼球上。光线射到镜子上又反射回来。反射光线便随着眼球的运动而变化，将这一变化记录在记纹鼓上，就可得到眼动的曲线。采用反光记录法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镜子附着在眼球上而又不影响被试的反应。Marx（1911）在实验中把镜子粘在光滑的铝制环状物上，再将环状物和镜子一起附着在角膜上。Adler直接把一个直径3mm的薄镜片附着在巩膜上。Ratliff和Riggs（1950）则让被试戴上一片接触镜片。这是一个弧形小镜片，类似于现在的隐形眼镜。实验时，把接触镜片放置在眼睑内部，扣在角膜上面。接触镜片上贴上一面小镜子。当被试发生眼动时，小镜子也随之运动，于是反射的光线便可在记纹鼓或照相底版上记录下眼动曲线。

（2）影视法

影视法包括使用普通照相机或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拍摄眼动情况。Dodge和Cline（1901）首次使用照相机记录眼动。他们用照相机拍摄了一系列眼动照片，通过分析这些照片来了解被试的眼动特点。Judd和Steele等（1905）在实验中对被试的眼睛和面部进行连续拍摄（每秒拍摄9张照片）。他们先在被试的角膜上用白颜料涂上一个小圆点。实验时，被试将头放在头部固定支架上，以防止头动对眼动的干扰。支架上有两个小亮球，作为摄影的参照点。由记录下参照点与角膜白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的照片，来分析被试的眼动情况。后来，研究者在实验中使用电影摄影机和摄像机拍摄眼动的全过程情况，使记录效果更加精确和完整了。Shackel把一架摄像机安装在被试的头顶上，这样被试就可以自由地观察任何方向的刺激景物。在被试的一只眼睛旁边贴上电极，用眼电记录法记录眼动时的电位变化，并呈示在示波器上。再用第二架电视摄像机把示波器的光点运动引入放映刺激景物的电视屏幕上。于是屏幕上就既有被观察的景物，又有代表眼动的光点运动轨迹（见图13-1）。

（3）角膜反光法

角膜能反射落在它表面上的光，这就是角膜反光。如果整个眼球是个标准的球体随圆心自转，反光点就是固定不动的。但是，角膜是从眼球表面凸出的，因此当眼球运动时，光在变化的角度上射到角膜就会得到不同方向的反光。这种变化是分析眼动特征的一种精确变量。Dodge和Cline（1901）是较早使用角膜反光法来记录眼动的人。他们让平行光照射在人的眼球上，再让由角膜反射出来的光进入摄影机，从而拍摄下反射光点运动的轨迹，这就是眼动轨迹。他们曾用这种方法研究了眼睛的注视、追踪和阅读时的眼动。后来，Johanson和Backlund把依据角膜反光原理制成的眼动仪安装在被试的头上。仪器重约0.68kg，被试不会产生不适的感觉。由于该仪器允许被试在较大视角范围内注视，因此它可用于研究汽车驾驶员和飞行员的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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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Shackel的头上摄像眼动记录装置示意图

角膜反光法是一种重要的眼动记录方法。这种方法最大的优点是被试的眼睛上可以不附加任何装置，使实验更加自然。许多眼动研究项目都采用这类眼动仪。国际上不少生产厂商也大都用这种原理来设计新的产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应用科学实验室（ACL）”生产的EVM系列眼动仪。这也是我国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学教学领域从国外引进最早、数量最多的一种眼动仪，其中EVM3200型眼动仪的性能先进，使用方便，比较适合于心理学的眼动实验。

（4）EVM3200型眼动仪

该仪器系统的主要构成如图13-2所示。

图中控制单元（control unit）是该系统的主机，其主要功能是进行眼动实验的过程控制和数据记录；光学头（optical head）是获得眼动信息的输入端；场景摄像机（scene camera）则把场景图像输入控制单元。所有操作和测试结果的数据处理程序均由机外计算机键入指令和使用软件来实现。

控制单元：控制单元主要包括电子单元、主处理机、控制面板、视频监视器、命令终端、电源和冷却风扇。

电子单元：电子单元具有多种功能，主要包括：

①从一个选定的信号源（通常是瞳孔摄像机）提取同步信号，通过EVM系统分配后作为主同步信号；

②从摄像机中接受视频数据，通过图像边缘探测电路重新加工；瞳孔和角膜反射的边界坐标被送到主处理机，并同眼视频图像一同显示在瞳孔监视器上；

③从主处理机接受的瞳孔和角膜反射点坐标，以十字线形式附加在瞳孔监视器的眼图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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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EVM3200眼动仪的构成

④从主处理机接收的眼位坐标，以十字线形式附加在场景监视器上；

⑤从主处理机接收的瞳孔直径值，由控制单元面板上的仪表中显示。

主处理机：主处理机设置在控制单元底部。它是一个微型计算机，其主要功能包括：

①从电子单元中得到外部数据；

②辨别瞳孔和角膜反射；

③计算瞳孔直径；

④计算瞳孔中心和角膜反射点的坐标，以及这些坐标之间的向量距离，并将数据送到电子单元；

⑤执行校正程序。

视频监视器：控制单元的面板上有瞳孔监视器、定位监视器和场景监视器。

被试受测验的一只眼睛的特写近摄图像显示在瞳孔监视器上。仪器校准后，瞳孔的白色轮廓线和角膜反射点的黑色轮廓线清晰可辨。此时，由白色十字线指明瞳孔中心，黑色十字线指明角膜反射点中心。定位监视器通常显示一个广角的眼睛图像，它来自定位摄像机，用于主试对被试眼睛的定位校正。场景监视器显示由场景摄像机获得的被试所观察的视频图像，附加在图像上的游标或十字线指明被试当时的注视点位置。

光学头：光学头装置在一个独立的长方体金属盒中。包括瞳孔摄像机、定位摄像机、照灯及其他光学部件，照灯光束通过一个聚光镜头和一个校准镜头，从照灯镜上反射，同时也从光束分离器上反射。定位摄像机是从光束分离器的反射中接受眼睛的图像。光束穿过照灯镜反射面上的圆孔，然后从定位摄像机前的反射镜进入镜头。其光路图如图1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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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光学头中的光路图

场景摄像机：场景摄像机用于摄取被试视野的图像，并将图像显示在场景监视器上，游标或十字线指明被试的注视点，为头部校正和眼校正提供参照信息。

EVM3200型眼动仪的基本工作原理是EVM系统通过加工来自瞳孔摄像机的眼睛视频信息，来识别和确定瞳孔中心和角膜反射点之间的距离变化。通过测量这些点横向和纵向的向量距离，得到各注视点的坐标，从而获得眼动的精确测量值。该系统的数据记录单元或打印机、绘图仪可记录眼动过程的详细数据和描绘出眼动的连续轨迹。

EVM3200型眼动仪使用方法简单、自然。实验时，仪器完成校正程序（头校正和眼校正）后，被试端坐在带海绵头靠的高背椅上，保持头部不动。当图形开始呈示时，被试自然观察。仪器将自动记录观察时眼睛运动的全部情况。数据统计可选择相应的软件。表13.1所示为一个实验结果的打印样本，表中第一栏为“兴趣区”（AOI）的号码和标题。兴趣区是指主试者呈现给被试的视觉刺激的某一特定区域。例如，一幅画的上半部或下半部，或者是图中人像的头部或眼睛等。兴趣区的位置和范围可事先设定。第二栏为“驻留时间”（dwell time），是指花费在注视一个兴趣区上的总时间。第三栏为注视点数据（fixations），包括每个注视点的平均持续时间和百分比。第四栏为扫视时间和距离（avg. saccade），是指两个注视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和长度（以视角表示）。最后一栏为平均瞳孔直径（avg PD）。

表13.1　EVM3200型眼动仪计算机单元打印的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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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眼动仪的最新发展

为了适应心理学研究的各种特殊需要，许多眼动仪的供货厂商对眼动仪的性能指标进行了重要的技术革新。这些眼动仪的新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①高速度

在500～1250Hz的采样率下，仍可确保高精度、高分辨率的眼动追踪。这比以往50Hz眼动仪提高10～20倍。

②广泛的兼容性

可与许多刺激软件包结合使用。例如，Prensentation, E-Prime, Superlab等。也可与脑电仪（ERP）、功能核磁共振成像仪（fMRI）联机进行实时研究。

③非侵入的完全自由性

被试者无须头托或其他限制设备，头部可以活动自如。被试也可以在室内外活动，可以讲话。

④适合于各种被试

被试者可以是成人，也可以是新生儿，甚至是灵长类动物。

以上介绍了多种眼动记录方法。对这些方法的演变历史有人（闫国利，1998）曾作过一个较全面的总结。他认为：

第一，一些粗糙的、缺乏准确性的眼动记录方法已被淘汰。在最初的眼动研究中，人们使用了诸如观察法和机械记录法等比较原始的方法，发现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眼动现象。如Javal用观察法发现了眼跳。这些方法在眼动研究的历史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方法的准确性不高，随着眼动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们显然已不能满足实验的要求，所以已逐渐被淘汰。

第二，眼动技术朝多样化、多用途方向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一方面将原有的记录技术不断改进，使之更精确、更方便、更快捷，如不断改进用角膜反光原理设计制造的眼动仪。另一方面，不断地探索运用新的原理的眼动记录方法，如后来出现的电磁感应法、巩膜－虹膜反射法等新型眼动仪。同时，一些研究者还尽可能拓宽眼动仪的功能，使之既可以用于视觉的科学研究，也可用于临床医疗诊断。

第三，电子计算机技术、录音录像技术、红外线光学技术、光化学纤维通信技术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广泛用于眼动记录技术，并将仪器结构扩大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电子计算机在眼动仪中的广泛应用，是眼动记录方法的一次革命。

第四，眼动记录技术的发展使眼动实验更趋自然，被试几乎可以在完全不受仪器干扰的自然情况下接受刺激。使实验的生态效度大大提高了。过去实验中对眼睛进行麻醉，并在眼睛上装置附加物的方法已被淘汰。

第五，各种记录方法互相渗透。现代眼动仪已经不是采用某一单一的原理，而是几种原理并用。这就使眼动记录技术更加科学、合理。

二、眼动实验原理

人的眼球是一个直径大约为23mm的球体。它是眼睛的主要部分。人通过眼睛获得和加工视觉信息是个复杂的过程。实验和观察都证明：眼球运动的特异性和视觉信息的加工过程密切相关。揭示这两者之间的活动规律，对于解释心理学中的许多疑问提供了可能性。这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领域，它引起了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和医学界广泛的关注。在眼球运动的生理基础、眼动的基本模式和眼动信息加工模式3个方面已经获得了初步成果。这些成果为在心理学中应用眼动实验方法，奠定了基础。

（一）眼动的生理机制

眼球有如一个圆球镶在一臼窝中，在一定限度内，眼球能相当自由地向各个方向转动。曾经有人设想眼球是以一个固定中心为转动圆心，并以通过此圆心的3个坐标轴为转动轴旋转。但事实上，由于眼球是处在一个软性脂肪组织的眼窝中，它除了转动外，还会产生轻微的移位。眼球转动的3个坐标轴定为X、Y、Z轴（图13-4）。以眼球的赤道部作一平面（称Listing平面），通过眼球中心在此平面上作一垂直线称为Z轴，眼球沿此轴转动呈水平方向转动。通过眼球中心在此平面上作一水平线称为X轴，眼球沿此轴转动呈垂直方向转动。通过眼球中心与Listing平面作一垂直直线（即眼睛的视轴）称Y轴，眼球沿Y轴转动称旋转。为便于说明，在临床上把眼球处于向正前方注视的位置称为原位或第一眼位；向上、下、左、右的正直方向转动后所处的眼位置称为第二眼位。向4个斜角方向转动后所处的眼位置称为第三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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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眼球Listing平面与X、Y、Z轴





眼球的每一个运动都是由一组眼外肌协作和拮抗作用的结果。这些眼外肌主要有3对（图13-5）：内直肌、外直肌；上直肌、下直肌；上斜肌和下斜肌。当某一眼外肌行使其主要作用时，其他眼外肌协助完成。这些起协助作用的眼外肌此时称为协同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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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从眼眶侧面看眼外肌

眼球运动的范围大约为18°，一般超过12°时就需要头部运动的补偿。两个眼球总是同时向同一方向转动。一个眼球不能单独活动，即使把一只眼睛遮住，两眼的活动也仍然是协调的。所以，大部分眼动仪往往都只记录一只眼球的运动轨迹。

（二）眼动的基本形式

眼运动有3种基本的形式：注视、跳动和追随运动。我们平时观察物体时，实际上眼睛一直在不停地进行不同形式的运动。首先，两眼必须保持对准这个物体，以使物像能恰好落在视网膜的中央凹上，这样才能获得清晰的视觉。这种将眼睛对准对象的活动叫注视。为了实现和维持对物体的注视，眼睛还必须进行跳动和追随运动。

1．注视（fixation）

注视的目的是使眼睛最灵敏的部位——中央窝对准观察的对象。事实上，注视时眼睛并不是完全不动的，而是伴有3种微弱的运动：漂移（drift）、震颤（tremor）和微小的不随意眼跳（involuntary saccades）。

（1）漂移

它是不规则的、缓慢的视轴变化。Dodge（1907）最早发现了这一眼动现象。后来，许多研究者都证实了他的发现。有人证明注视过程中的漂移是一种不规则的运动，但注视点成像一直保持在中央凹上。漂移的速度差异很大，从每秒0分度至30分度。

（2）眼震颤

它是一种高频率、低振幅的视轴振动。因为被试的头动、记录仪器的震动对这种低幅高频的震颤很容易产生干扰，遂使记录变得更加复杂。Yarbus（1967）的研究表明，眼震颤的振幅为20～40秒度，震颤的频率通常为70～90Hz。

（3）微小的不随意眼跳

当对静止物体上某一点的注视超过一定时间（0.3～0.5s），或者当注视点在视网膜上的成像由于漂移而离开中央凹过远时，就会出现这种小的不随意眼跳。

许多研究者认为，双眼跳动在持续时间、幅度和方向上是相同的。大部分微小的不随意眼跳幅度为1～25分度。

注视中的3种微小眼动在短时间内会影响视敏度。实验证明，视敏度越差的时候，眼睛漂移的幅度越大，眼震颤也越大。但是，在长时间的注视中，微小的不随意眼动却能提高视觉能力。因为微小眼动可以经常变化视网膜上被刺激部位，避免了视网膜的疲劳（适应），从而也就提高了视觉能力。

2．跳动（saccades）

1878年，巴黎大学教授L. E. Javal首先发现了眼球的跳动。通常我们感觉不到眼睛的跳动，而是觉得它是在平滑地运动。实际上，当我们在观察物体时眼睛先在对象的一部分上停留片刻，注视以后又跳到另一部分上，再对新的部分进行注视。图13-6是被试观察一个圆圈时眼睛的运动轨迹。实际上，眼睛并未做圆周运动，而是沿直线跳动，中途有些停顿的注视点。在某种范围内，一个人可以控制眼的跳动，例如他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转移注视点，但对于从开始到终止之间的运动速度或行程就难于控制了。

眼睛跳动的速度很快，在眼跳过程中视觉是模糊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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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观察一个圆圈时的眼动轨迹

表13.2是眼睛跳动不同距离所需时间情况，这是几百次实验所得的平均结果。如果眼动距离较短（5°、10°、15°），眼动方向对运动所需时间影响不大；但眼动距离长时，运动的方向不同所花费的时间也不同。水平方向运动所费时间少，垂直方向费时较多。Yarbus（1967）的研究表明，在一般知觉情况下，眼跳距离不超过20°。

表13.2　眼睛运动不同距离所需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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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时间以ms计。

3．追随运动（pursuit movement）





当我们观看一个运动物体时，如果头部不动，为了保持注视点总是落在该物体上，眼睛则必须跟随对象移动，这就是眼球的追随运动。此外，当头部或身体运动时，为了注视一个运动物体，眼球要做与头部或身体运动方向相反的运动。这时，眼球的运动实际上是在补偿头部或身体的运动，这种眼动也称补偿眼动（compensatory movement）。上述两种追随运动的目的都是使被注视的运动物体在视网膜上的成像恰好落在中央凹上。如果物体运动得过快或过慢，追随运动就会发生困难。当物体运动过远时，眼球追随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突然转向相反方向跳回到原处，再追随新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眼球的运动是按追随——向相反方向的跳跃——再追随——再跳跃的方式反复进行的，这就是“视回动”（optic nystagmus）。我们坐在火车或汽车中看窗外风景的时候，眼动的情况就是如此。

眼动实验证明，当物体运动速度在每秒50～55°以下时，眼睛是以追随运动跟随物体的，当运动速度相当快而看不清楚时，在眼睛的追随运动中便增加了跳动。因为，只靠追随运动已不能保证清晰的视觉了。但在高速情况下，当眼跳方向和速度与物体运动的方向和速度同步时，反而能看清物体。眼跳一次约需40～50ms，相当于每秒300°的角速度。

以上我们只对眼动的3种基本形式作了概括的介绍。除此之外，一些研究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还提出了其他的眼动形式，例如视动性眼震等。随着眼动测量技术的提高和眼动研究的发展，人们对眼动将会作出更好的分类和更加确切的说明。

（三）眼动信息加工模型

模型是某种理论的一种映射，即模型是理论的一种严密的表达形式。表达眼动过程中信息加工基本结构的形式就是眼动信息加工模型。目前，这些模型大部分来自阅读问题的眼动研究。但是，由于人眼观察其他视觉刺激时的眼动过程与阅读过程的眼运动，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这些模型对于认识阅读以外的眼动信息加工规律，无疑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1．视觉缓冲加工模型

视觉缓冲加工模型（vision buffer processing model）是由Bouma和de Voogd提出来的。他们认为，阅读课文的局部特征不直接影响阅读者的眼动过程。在阅读课文时，眼睛是以固定的速度向前移动的，因此注视时间的长短不能反映该注视点所注视的内容的难度。在每次注视时，阅读者先将提取的视觉信息存储在工作记忆的缓冲器中。阅读时，眼睛的注视点迅速移动到课文的下一个地方，而大脑对前面存储在缓冲器中的信息的加工则仍然还在进行之中。当所加工的内容难度过大时，缓冲器中存储的信息则会来不及加工。为此，眼睛移动的速度就会降低下来。但这只会影响阅读的总时间，而每个注视点的时间与所注视的课文内容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在阅读中，阅读者的眼动过程同认知加工过程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后来的许多实验都证明，在阅读中，每个注视点上持续时间的长短随阅读内容而变化。因此，视觉缓冲加工模型已逐渐被否定。

2．眼－脑加工模型

眼－脑加工模型（eye-mind processing model）是由Just和Carpenter提出的。他们认为，只要阅读者在大脑中对所读内容进行加工，那么眼睛就正在注视着这些大脑加工的内容。眼睛注视某一内容的时间，就代表了大脑加工该内容的时间。如果眼睛没有注视某一内容，那么大脑就没有对其进行加工。阅读者只要注视某个单词，就会立即对其进行几个水平上的加工（如音、形、义等），一般并不是等到收集更多的信息后再进行加工。

这个模型得到许多实验结果的支持。①有关阅读时注视广度的研究表明，阅读者每一时刻的注视广度很小，一般平均在2～3个单词。这说明阅读者对位于注视点较远的词不能注视到，因此也就不能被大脑所加工。被加工的也正是注视到的内容。②注视的持续时间随注视内容的难易及特点而变化：组成单词的字母多，则注视持续时间长；高频词比低频词的注视时间短；对句子中的关键词注视时间长；对句尾词的注视时间长；等等。

这个模型存在的不足之处是：在一次注视过程中完成了哪些加工？阅读中为什么对一些词并未进行注视？这些问题后来由新的理论模型所解释，这就是副中央凹加工模型。

3．副中央凹加工模型

副中央凹加工模型（parafoveally processing model）认为，在阅读过程中，阅读者眼睛注视的范围分为两部分：中央凹注视的范围和副中央凹注视的范围。在阅读中，当中央凹视觉注视一个词时，其副中央凹则对该词的前后词进行加工。因此，注视点不是从当前注视的词上依次转移到最邻近的那个词，而是跳过它去注视第三个词。也就是说在阅读中，被试对一些词是不注视的。但是，不注视并不是不加工，而是由副中央凹进行了加工。所以，在阅读过程中，眼睛对一个词的注视时间会受到其前后词特征的影响。

这个模型曾受到许多研究结果的支持。例如，Fisher和Shebilske的实验表明：在阅读句子时，被试对12％的词不注视，但却能回忆出59％；而对注视过的词也只能回忆出59％。这说明，不被注视的词并不意味着大脑不对其进行加工。这样就很好地解决了眼－脑加工模型遇到的难题。

4．平行眼动程序模型

Morrison（1984）提出的平行眼动程序模型（parallel saccade programming model）基于3个主要假设：①当被试注视的词的加工达到一定水平后，它触发眼跳动，使视觉空间注意转到边缘视觉；②眼跳完成后，在某一固定时间间隔内，注意转向边缘视觉部获取视觉和语言信息；③在单个注视时间内，可产生多个注意的转变（即多个眼跳动的平行计划）。在这一模型中，第二次注意转变既可以发生在已计划的眼跳之前，也可发生在它之后。如发生在它之前，则第一个眼跳被取消而由第二个代替。如果第一个眼跳发生在第二次注意转变之前，则完成第一个眼跳，停留较短时间（小于150ms），接着进行第二个眼跳。根据这一理论，小于150ms的注视点，是事先计划好的，这类注视点基本不受阅读材料的语言和视觉加工的影响，而大于150ms的注视点则因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会受到视觉和语言加工的影响。

5．策略－方法模型

策略－方法模型（strategy-tactics model）认为注视点的空间位置特征可能是获得语言信息的重要因素。Rayner等人的研究表明，阅读者一般总是注视词的中心位置。O' Regan等人（1979）发现词的中心为最佳注视位置。在这些注视位置上，词内重复注视点的次数最少，驻留时间最短，因而词的命名时间也最短。根据策略－方法理论，落在最佳观察位置附近的注视点要持续到知觉和语言信息加工完成时为止。如果眼睛注视点落在远离最佳观察位置的区域，则需要对眼动进行修正。因此，如果第一个眼动对语言过程不敏感，阅读者就需通过对词的再注视才能完成语言信息加工。

6．快速眼跳程序模型

快速眼跳程序模型（rapid saccade programming model）是Fischer和Weber（1993）提出的。他们认为当眼睛自由移动时（即注意并没有集中在注视点附近），眼跳的预备可迅速产生，这些快速眼跳的反应时形成了众数为大于120ms的分布。然而，当视觉空间注意集中在注视点附近时，眼跳也可预备好，但该眼跳的执行一定要等到注意从目前的注意中摆脱出来后才能够完成。这类眼跳的潜伏期形成了众数为250ms左右的分布。那么在阅读中，150ms以下的注视点表明注意没有集中在该注视点上，因而不会获得有用的视觉和语言信息；相反，较长时间的注视点则表明注意已集中在注视点上，因而可以获得语言的信息。

以上介绍的6种眼动信息加工模型只是这类模型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眼动与阅读之间的关系。但是，要通过一个眼动信息加工模型去揭示阅读过程的复杂规律也非易事。目前，尚没有一个公认的比较理想的理论模型。随着眼动研究的深入，尤其是眼动研究在实验心理学领域的广泛应用，这个问题终将被人们所认识。

三、心理学中的眼动实验研究

眼动实验最早是从视觉心理学领域开始的。最明显的视觉能力是眼睛接受外界大量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从中认知熟悉的图形符号或物体，这就是图形认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看景物到阅读，都与图形认知有关。迄今为止，心理学中的眼动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阅读和图形认知方面。

（一）阅读的眼动研究

用眼动技术来研究字词识别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已销声匿迹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人们对阅读的内部认知过程的重视，记录眼动又重新成为一种有效的研究手段。眼动技术提供了一种实时（online）的研究技术，它可以将阅读过程中信息加工的特点有效地显示出来，并为分析阅读进程提供外部的行为指标。

语言心理学认为，阅读是指从文字系统（包括具有一定意义的其他符号、图表等）中提取信息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视觉器官接受文字符号的信息，再经过大脑编码加工，从而理解课文的意义。阅读是积极主动地接受和理解信息的过程，是一种高级复杂的认知技能。彭聃龄等（1991）认为，阅读可以分为5个层次。

①物理学层次：阅读活动开始于含有信息的文字符号。

②生理学层次：文字符号变为读者视觉的神经冲动。

③心理学初级层次：文字符号产生的神经冲动可能以语音形式存在。

④语言学层次：对语音形式进行文字、句法和语义方面的分析，进行言语译码加工。

⑤心理学高级层次：理解课文的意义。

阅读的眼动研究，就是通过对以上这些不同层次加工过程中眼运动的特征的测量、记录，来揭示阅读的心理学规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分别将①至③层次的眼动研究概括为“阅读中眼运动的基础研究”；而将④至⑤层次的眼动研究概括为“阅读理解中的眼运动研究”两部分。

1．阅读中眼运动的基础研究

许多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阅读中眼动的基本事实的研究。其目的是了解阅读中眼运动的基本规律。

（1）阅读过程中的眼动模式

这些眼动模式主要是上一部分讨论过的注视和跳动。重提这些模式是由于它们在阅读中还表现出许多具体的特点。人在阅读时，对自己双眼的运动通常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印象。他自己想象他的双眼是沿着字行连续推进的。实际上在阅读过程中，眼睛是以快速的一系列跳动的方式进行的。每次跳动之后是相对的静止，这就是注视（有人称为眼停）。在眼跳动过程中看到的东西很少，而在注视期间却能获得大量的有用信息。正是由于注视才保障了阅读中对文字符号的清晰感知。阅读中的眼动模式还包括回视和回扫运动。

①注视。研究证明，识别一个字母的注视时间平均需用157ms。在不同的阅读中，平均注视时间为217～404ms。Tinker认为，阅读中注视停留时间随所阅读材料的性质不同而异。阅读容易的散文平均时间是220ms；阅读科技文章则为236ms；阅读客观测验题目为270～324ms。Rayner认为，一个熟练的阅读者平均每次注视时间为200～250ms。注视占去阅读中90％的时间。

②跳动。它是最常见的一种主要的眼球运动。眼跳动的目的是将新的阅读内容呈现在中央凹视觉区内，因为单凭副中央凹视觉和边缘视觉是不能进行阅读的。眼跳在阅读中占去约10％的时间，平均眼跳距离约为八九个字符空间（相当于2°视角）。眼跳的时间与眼跳距离有关，眼跳距离越大，所用时间就越长。

眼跳动过程中看不见东西，由此Holt提出了“中枢麻木”的理论。当大脑知道眼睛将要或正在进行眼跳时，它会指令视觉系统“麻木”，使其忽视此时来自眼睛的信息。后来的研究证明，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在眼跳过程中知觉到视觉信息的输入，但这些输入的信息对阅读没有重要的意义。

③回视（regressive eye movement）。阅读中的大多数眼动都是前进式的，即从左向右移动。回视是眼睛又退到刚才注视过的内容上。Frazier和Rayner（1982）提出了3种回视形式：a．前进式的回视。即回到句首再重新阅读一遍；b．后退式的回视。即对刚才已经读过的内容从右到左逐字阅读；c．选择式回视。这是通过眼跳回到认为曾被错误地理解的句子成分上。从信息加工的角度看，后退式的回视是最不经济的，因为它需要多次注视。但是，如果阅读者不知道目标词在什么位置，后退式的回视也就是最有效的。效率最好的是选择式回视，阅读者只要有针对性地重新回到那些理解错了的句子成分上就可以了。

回视有助于对文章进行深入的加工。产生回视的原因有：

a．理解课文出现困难或错误，阅读中漏掉了重要内容。b．当句子中出现“前面照应”这种语法现象时，也会出现回视。前面照应是指用代词指代前面的一个名词或词组。c．在阅读一些歧义句时很容易出现回视。

在熟练的阅读者中，回视只占阅读时间的10％～20％。儿童的回视比成人多一些。

④回扫（return sweep）。回扫是指阅读者按阅读的进程，自然地把注视点由读完的一行的末端，移到下一行的始端的眼运动过程，有人称它为换行运动。它总是一种前进的过程，是向未阅读的课文的移动。而回视则是回到阅读过的部分以便重新注视。在阅读中，回扫也不像回视那样容易受到阅读内容的影响。刚开始学习阅读的儿童，换行容易发生错误而且反复换行较多。

（2）阅读的知觉广度

阅读的知觉广度（perceptual span）是指一次注视所获得的有用信息的范围。实际上就是一次注视看到了多少个词，因此也叫注视广度。注视广度越大，则注视次数越少，那么阅读速度就越快。

当阅读一段句子时，一些词落在中央凹上，另一些词则落在中央凹以外。Rayner将落在视网膜上的一行文字分为3个区域：中央凹视区、副中央凹视区和边缘视区。中央凹视区与阅读者注视点成1°～2°视角。在这个区域内，视敏度最高。副中央凹视区与阅读者注视点大约成10°视角。边缘视区包括副中央凹视区以外的全部区域。在中央凹以外，视敏度下降。

Buswell认为，注视广度是阅读成熟的重要指标，注视广度太窄表明阅读水平较低。Gray曾比较了阅读者在阅读英、法、日、印度、西班牙等14种语言时的眼动。这些语言所叙述的内容是相同的。结果表明，一次注视平均能看到2～3个词。此外，Rayner的研究证明，对于英语的阅读者，注视广度的左右范围是不对称的，右侧比左侧大。阅读者可以从离注视点左侧9个字符的距离上获得字母信息，而在注视点右侧则可扩展到15个字符距离。闫国利等人对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进行阅读中文句子的眼动研究，结果显示：小学五年级学生的阅读知觉广度具有不对称性；小学五年级学生的阅读知觉广度为注视点左侧1个汉字到注视点右侧2个或3个汉字的空间。

总之，阅读中的知觉广度是有限的，能识别出单词的区域就更有限了。有些研究者认为，阅读者常常不注视一行中的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词。因为，最后一个词已经在副中央凹视区加工过了。至于第一个词往往是与上一行末尾的词联结在一起的，注视点从末尾词向左的回扫是与第一个词联结在一起，所以注视点便向右移动而离开了第一个词，即不注视第一个词。

2．阅读理解过程中的眼动研究

阅读是为了理解课文的内容和意义。阅读理解过程的眼动研究，主要集中在阅读的第4、第5个层次上（参阅前一节）。这些眼动研究包括对词、句法、语段加工以及阅读者本身的特点的研究。

（1）阅读过程中词加工的眼动研究

阅读中视觉对词的加工，并不像人们原来推测的那样，对每个词只注视一次。有的词被多次注视，有的词却被跳过而未被注视。对这些现象的眼动分析有几种不同的方法：

①只分析注视过一次的词。这样做避开了未被注视的词和多次注视的词，虽然使问题简化了，但却会丢失许多有用的信息资料。因为阅读者注视多次的词，往往是阅读者进行重要信息加工的词，对阅读具有重要意义。

②只分析对该词的初次注视。研究者除了分析被注视一次的词外，对被注视多次的词，只分析第一次的注视情况。但有人认为，对一个词的第二次注视更能反映词汇语义的提取。因为第一次注视如果停留在词的不恰当位置时，第二次注视则会停留在信息最多最明确的位置上。

③分析对一个词的凝视时间。凝视时间是指在眼跳到另一个词之前，对该词的总注视时间。如果对某个词只注视了一次，则注视时间和凝视时间相同。Just认为凝视时间是加工时间的最好测量。

④分析对一个词的总注视时间。总注视时间包括对该词的若干次凝视时间和由于回视而引起的对该词的注视时间。

以上介绍的几种对一个词加工的分析方法，已在阅读的眼动研究中广泛使用，但持不同观点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方法。

对于词加工的眼动研究，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其主要内容包括：

①一个词的最初几个字母在单词识别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阅读过程中，存在预视效应。即副中央窝视觉可以获得在注视点右侧词的最初几个字母的信息。

②词频影响对词的注视时间。高频词的注视时间短，而低频词的注视时间长。

③对一个词的注视时间可以反映对一个词的加工难度。

（2）阅读过程中句法加工的眼动研究

句法又称“造句法”，是语法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包括词组的构成、句子的构成、句子成分和句子类型等内容。心理学家以眼动方法对句法加工进行了以下3方面的研究：

①句法结构分析原则。一个句子中的词被分析成短语成分，这个过程就是句法分析。有时课文包含暂时的句法歧义，阅读者只进行了一种分析，而后面的信息又使他改变最初的分析。对这种情况，Frazer认为此时阅读者被带入了使人误入歧途的“园中小路”（garden path），这就是被称为“花园路径”理论的语法分析模型。Frazer和Rayner（1983）用眼动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研究。实验所用的句子如下：

a．We knew John well．（我们十分了解约翰。）

b．We knew John left．（我们知道约翰离开了。）

这两个句子开头的3个词是相同的。阅读者最初对John分析时，将其看成是动词knew的宾语，在第2个句子中，John是补语从句的主语，而不是knew的宾语。所以当读到left时，最初的分析就要重新进行修正，说明阅读者曾被带入了“园径”。这种情况可以通过眼动数据分析出来。尽管这两个句子中相对应的词在词长和词频上都是相同的，但是阅读者对left的注视要比对well的注视时间明显的长。

②句法复杂性。Holmes（1987）提出，园径效应和回视是由于句法形式的复杂性而引起的，一个句子的补助语要比名词短语的宾语更复杂，因而更难于加工。

③语义信息在句法加工中的作用。许多眼动研究都是考察语义和语用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最初的句法分析。当Rayner在实验中呈现有暂时句法歧义的句子时，阅读者获得的语用信息并不能消除园径效应带来的问题。

（3）阅读过程中语段加工的眼动研究

语段是指介于句子和段落之间的一个语言单位，它是由句子和句子组合而成，与上下文相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一段话或一个片段。在理解课文过程中，阅读者不仅要对句子中的信息进行综合，而且还要把句子之间的信息联系起来，从而形成有条理的语段表征。关于这个问题的眼动研究可分为以下3个方面：

①句尾词的加工。Just等（1980）通过比较阅读者对句尾词的注视时间和句子中其他词的注视时间后，发现句尾词的注视时间比较长。这表明阅读者对句子的信息综合过程主要是在句尾进行的。

②先行词搜索。在课文中找出被指代的先行词的过程称先行词搜索。在阅读中遇到这种指代关系时，阅读者就要回头找到先行词。有时这个过程十分简单，阅读过程也未受到影响。但是，当先行词难于回忆时，则注视次数会增加。

③精细推理。在阅读中有些信息课文中并没有十分明确地给出，而需要阅读者去推断，这个过程就是精细推理。然后再把推断出来的结果与课文中表述的信息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语段表征。眼动研究表明，精细推理是即时进行的。

（4）阅读中眼动特征的年龄差异

Lefton（1979）曾对三至五年级和大学的学生进行过一项阅读中的眼动实验。要求3组学生阅读两篇课文，记录其眼动，结果如表13.3：

表13.3　不同年级学生阅读课文时的眼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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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随着年级增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加快，总注视数、注视持续时间和每行注视次数减少。

我国研究者白学军、沈德立（1995）用汉语材料对小学三年级、五年级和大学生进行的阅读眼动研究，得到的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相近，具体数据见表13.4：

表13.4　不同年级学生阅读课文时的眼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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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

汉语（以下亦称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全球约有1/5的人口使用汉语。汉语已被指定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与世界上其他语言相比，汉语有许多独有的特点，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文字系统的一些基本知识。

①文字系统。通过阅读来获得信息是靠文字系统的传递实现的。文字是以字形为标志的，字形是文字存在的方式。它是把语言的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的主要手段，因而字形是文字的最基本要素。文字的另外两个要素是语言成分的声音和意义。这就是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

文字从产生到今天，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现在世界上的文字基本上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种系统。

表意文字是通过图形或符号的组合来表达词或词素的意义的文字体系。它的基本特点是其字形标记的是一定的词或词素的意义而不是声音。因而，表意文字又称语素文字，汉字是这种文字的唯一代表。

表音文字是标记语言声音的文字。它是利用一套字母来拼写语言中的词，因此又称拼音文字。表音文字又可分为音位文字和音节文字两种。例如，英、法、俄等文字都是音位文字；而日语、阿拉伯语则是音节文字。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只有汉字是形、音、义三结合。

②汉字和汉语的特点。汉字的特点，主要是区别于拼音文字的不同之处。从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的角度看，它的主要特点有：

a．数量繁多。自古至今汉字数已达60000之多，现代通用汉字也有7000多个。

b．结构复杂。结构单位多，组合方式多。

c．使用多种构字法。汉字的意符、音符和记号三大类一级部件组合后，可形成7种构字法。

d．汉字是二维平面文字。

e．具有超时空性。古今汉语字形、字义稳定，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一般人也可部分看懂。

汉语的主要特点如下：

a．在语音方面，汉语有35个韵母和21个声母，元音占优势。

b．汉语是一种声调语言，声调具有区分词意的作用，有连续变调现象。

c．汉语的音节数少，因而构词时同音词多。

d．汉语构词法主要是合成方法，即通过表示词素的联合、偏正、主谓、动宾、动补等关系来建构新词，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

e．汉语的构词能力没有英语强，前缀和后缀都较少。

f．词类确定较难，有些名词和动词的书写形式完全一样。

g．量词丰富，不同的名词要求使用特定量词。

h．汉语不通过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不同的意义，时态、语气由特定词类表达。

由于汉字、汉语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字的特点，阅读者对汉语、汉字的信息加工也就相应地表现出许多特殊的规律。国外许多以英文为阅读材料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汉语。因此，开展汉语和其他语言认知过程的比较研究，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其中眼动研究方面表现得更加活跃。

③阅读汉语的眼动研究。最早对汉语阅读进行眼动研究的是沈有乾。1925年，他和Miles在斯坦福大学使用照相法对阅读汉语时的眼动进行了初步研究。这次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比较阅读横排和竖排中文时的眼动特点；比较阅读英文和中文（横排）时的差异。1927年，沈氏又使用同样方法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两次研究得出相近的结论：

a．中文阅读与英文阅读的主要区别在于注视停留的空间分布。汉字在一行中排列紧凑，一个英文单词所占的空间位置往往可以容纳一个以上的汉字，故注视汉字要求较小视角的眼动，而且每行的注视次数多于阅读英文时的注视次数。

b．眼跳距离平均为2个字。注视停留时间平均为0.3s。

c．在一段课文中，第一行的注视次数较每行的平均注视次数多。一行中最后一次注视位置通常不在句子最末一个字。

d．阅读横排汉字的注视停留时间短于竖排。

高尚仁（1988）认为，沈有乾的实验在中文阅读心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最早开拓了中文阅读的眼动实验这一新的领域，对阅读进行精密测量，而且还涉及阅读和眼睛生理学的关系。关于中英文阅读的眼动研究，还有人（Sun et al., 1985）曾进行过详细的比较实验。第一个实验是比较阅读横排版的中文和英文材料时的眼动差异。实验材料是从《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选出的文章及对应的英语原文。被试为4名汉语熟练的中国人、8名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中国人，他们都是大学教授和大学生。还有8名美国人。第二个实验是比较阅读横排版和竖排版中文材料时的眼动模式。实验结果如表13.5。

表13.5　阅读中英文材料时的眼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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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数据可知：

a．阅读横排版中文和英文时的眼动模式非常相似。

b．阅读时的回扫形式一致；注视持续时间接近。

c．阅读中英文时的阅读广度相近；阅读速度也接近。

d．阅读竖排版的阅读广度是阅读横排版时的一半，注视持续时间比阅读横排版时长10％。

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我国研究者（刘伟民、王坚等，1997）用眼动随动显示方法对汉语句子阅读中的眼动与空间信息的运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众所周知，所有的拼音文字系统都利用空间线索来标记词的单位，连在一起的字母组成单词；通过明显的空格把句子中的词分开。一旦把空格除掉，阅读就将产生巨大的困难。而在汉语中是没有这种空格的，如果人为地造成这种视觉的空间线索，中文阅读者的阅读水平是否会提高？实验中主要使用了3种不同空间条件的句子：

a．标准文本，词之间没有空格。

b．拼音文字类型的空间，在相连的词与词之间插入空格。

c．随机空间，将相同数量的空格插入到标准文本之中，但空格是按照随机的位置插入，不考虑这些位置是不是词的分界处。

实验结果显示，在3种条件下，阅读时间是相同的，注视时间的分布特点也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管句子所包含的视觉－空间线索是有用的还是错误的，对阅读都没有影响。这与拼音文字阅读中空间信息的运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许多西方的研究者也承认有关中文阅读的研究成果可以对目前的阅读理论和认知科学作出重要的贡献。从国内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上看，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起点都很高，显示出这个课题将形成实验心理学的一个很有潜力的新领域。

（二）图形认知的眼动研究

图形（figure）又称形，是指物体的形状、图画、图表和符号等。这里的图形认知的眼动研究主要指图画观看和模式识别中的眼动特征研究。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些基本的数据：

①图画观看和模式识别中的平均注视时间为300～350ms，比阅读的注视时间长；

②观看简笔画时，注视持续时间的范围是125～1000ms，注视时间的分布为偏态分布，大多数注视时间少于333ms；

③观看图画时的眼跳距离为3.5°，这比阅读时的长。

④在图画观看和模式识别中，有85％的时间被用于注视。

1．眼动与图画观看

人在观看一幅图画时，眼睛先看什么地方、后看什么地方、眼动轨迹怎样、图画内容与眼动有何关系等，一直是图画观看研究的重要课题。

（1）信息量与眼动

Buswell认为，人在观看图画时，大部分注视点都集中在感兴趣的区域上。他在实验中要求被试观看一幅教堂的图画，并记录其眼动。结果表明，他们的眼动轨迹与教堂的圆柱和拱形结构基本吻合。

Mackworth和Morandi在一项研究中，第一步先把一幅图画分割成大小相等的若干小块，然后分别一一呈现给被试。让他们评定每块图画所含信息量的大小。下一步实验则让另一组被试看这幅完整的图画，同时记录其眼动。结果显示，眼睛注视的位置大都集中在被评为信息量大的区域。Loftus和Mackworth的研究还证明，被试对信息量大的区域注视时间早，注视次数多，注视持续时间长。Yarbus（1967）在一项实验中，记录被试观看表现人物群像的图画时的眼动轨迹，结果表明：人脸是被注视最多的地方。在观看人脸时，注视点相对集中在眼睛和嘴上。图13-7是被试自由观看一张少女面部特写照片3min时的眼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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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少女面部照片及观看照片3min的眼动轨迹

令人惊奇的是，当观看一幅雄狮头部图片时，被试的注视也集中在狮子的眼睛和嘴上（图13-8）。Yarbus认为，人的眼睛和嘴是脸部最富于表情功能的部位，信息量大，所以被注视的次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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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雄狮头部照片及观看照片时的眼动轨迹

（2）图画观看与扫描轨迹

Noton和Stark提出了一个视觉模式知觉理论，认为模式特征的加工是一个系列过程，具有固定的顺序性。第一次注视这个刺激与再认这个刺激的顺序相同。他们的实验显示，当被试观看图画时，眼睛常按一个固定的路线间歇地、重复地去扫描，从而形成了一个系列扫描路线（见图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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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图画观看的扫描路线

（a）为一个被试对一张树的画看75s的扫描路线；（b）为另一次观看的扫描路线。





不同被试对同一幅图画的扫描路线不同；同一被试观看不同图画时的扫描路线也不同。后来Noton和Stark又提出了“特征环”的概念。他们认为，当被试第一次看一个物体用眼睛扫描它时，会形成一个固定的扫描路线，即建立了一个特征环的记忆。当他随后再见到同一物体时，就会利用记忆中对该物体的内部表征去与它匹配，从而达到再认。他们用实验验证了这个观点。实验分学习和再认两个阶段。在学习阶段，让被试观看5张图画，每张20s。随后进入再认阶段，主试把刚看过的5张画和被试从未看过的另外5张图画混在一起。将这10张画随机地一张一张呈现给被试，每张画呈现3次，被试对每张画每次看5s，同时记录眼动。结果表明，在学习阶段被试看图画时，明显地表现出固定的扫描路线。在再认阶段，被试看图画时的眼动轨迹与学习阶段的大致相同。他们认为被试在学习阶段形成了扫描轨迹的特征环，在再认阶段，又将特征环和这张图画相匹配，遂使学习和再认阶段表现出大致相同的扫描轨迹。

（3）眼动与图画记忆

Loftus在一项考察眼动与图画再认关系的实验中，首先给被试呈现单独的图片，呈现时间为300～500ms。在被试识记图片时，记录其眼动。随后进行图片再认测验。其结果如下：

①在呈现时间一定的条件下，再认成绩同被试对图片的注视次数有紧密的函数关系。即在图片呈现时间相同的条件下，注视次数越多，再认成绩越好。

②在注视次数相同的条件下，再认成绩与图片的呈现时间没有关系。

例如，图形呈现3s时，被试有12次注视；当图形呈现5s时，被试也注视了12次。实验结果表明在这两种条件下，再认成绩没有差别。Nelson和Loftus在一个实验中向被试成对地呈现图画，一幅为目标画，一幅为干扰画。图画的内容为自然景物（如海滩）和生活场景（如街道、住宅）。两幅画中只有一个细节不同。如一幅画是建筑物和柴堆，柴堆上有一把油漆滚刷；而另一幅画，其内容与此相同，只是油漆刷换成垒球球棒。这个微小差异称为关键细节。被试为12名大学生，实验材料是78对彩色图片。用幻灯成对地呈现图片后，进行再认测验。图片呈现的时间分别为250、500、1000ms，图片呈现的时间顺序随机安排。实验结果显示，当注视点离关键细节的距离越远，再认成绩越差；当这个距离大于2°视角时，则再认成绩不高于概率水平。

（4）图画观看的眼动顺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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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0　形状的顺序性实验材料

顺序性是指视觉信息加工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序列特性。我国研究者（韩玉昌，1997）在一项研究中，用眼动实验方法考察了被试在观察不同形状和不同颜色几何图形时的眼运动的顺序性。实验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被试在观察不同形状时的眼动顺序性。实验材料是4种几何图形：三角形、菱形、圆形和梯形。图形刺激材料共4幅，图13-10所示为其中的一幅。被试是11名大学生。使用的仪器是本章第一节介绍过的EVM3200型眼动仪。研究所采用的眼动指标为：①注视次数，指被试观看图片时，视线在注视目标上停留时间超过100ms、面积不大于1°×1°视角的停留点的数目；②注视点停留时间，指被试的视线在每个注视点上的停留时间；③首次注视点的数目和分布特征，首次注视点是指被试观看每幅图片时的第一个注视点。实验结果表明：

①菱形的注视点最多，其后依次是三角形、圆形、梯形，经F检验，p＜0.05，差异显著。

②注视停留时间最长的为菱形，其后依次为梯形、三角形和圆形。但是经F检验，p＞0.05，差异不显著。

③三角形的首次注视点最多，其后依次为菱形、圆形和梯形。经F检验，p＜0.01，差异显著。

④形状的注视点数目和首次注视点数目在4个象限中的分布，均是在第二象限最多，经F检验，p＜0.001，差异非常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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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1　颜色的顺序性实验材料

第二部分是研究被试在观察不同颜色时的顺序性问题。在本项研究中，给被试呈现红、绿、黄、蓝4种不同颜色，共有4幅图，图13-11是其中的一幅。

4种颜色在4个象限中的分布位置已经做了均衡性处理。被试及其他条件同第一部分。实验结果表明：

①蓝色的注视点数最多，其后是红、黄、绿。经F检验，p＞0.05，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②对每种颜色的注视点停留时间，绿色最长，其后依次为红、蓝、黄。经F检验，p＞0.05，也未达到显著性差异。

③颜色的首次注视点数，黄色最多，其后为绿、红、蓝。经F检验，p＜0.01，差异显著。

④颜色的注视点数目和首次注视点数目在4个象限中的分布，均是在第二象限最多，经F检验，p＜0.001，差异非常显著。总结两部分实验结果，可得到如下结论：

①人在观察不同形状和颜色时，视觉上的选择表现出顺序性的规律。即对视觉信息的认知具有系列加工的特点。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在空间上有上下左右之别。在观看几何图形时，对三角形的注视点和首次注视点多；在观看颜色时，对黄色的首次注视点多。这说明三角形和黄色更具有诱目性。

②对一个目标的注视点的分布、观察者的注意从一个注视点移动到另一个注视点的顺序、观察者的认知模式等均与目标的特性有关。

③对形状和颜色的注视点和首次注视点在第二象限都是最多的。其次是在第一象限。在第三、四象限则是最少的。这说明，视觉刺激的位置，即空间序列在视觉的顺序性中具有强烈的效应。这提示我们在研究视觉顺序性问题时，空间位置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这也为视频信息的应用领域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原则。

④从实验结果来看，首次注视点这一变量，比注视点次数和注视停留时间更为灵敏。

通过对图画观看的眼动研究，发现图画与文字材料相比较，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图画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暗示着理解意义的直接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图画观看和阅读这两种信息加工过程的差异。

2．眼动与视觉搜索和模式识别

模式识别是指个体将知觉对象的基本特征与储存在记忆中的特征相匹配，以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过程。而视觉搜索则是要求被试在一个复杂的显示空间中找出目标刺激的过程。在实际的认知判断过程中，两者常常是同时存在的。

Gould和Schaffer（1965）在一项研究中，考察了搜索目标数字的眼动模式。实验中，要求被试在一个6×6数字矩阵中搜索某个数字，并说出该数字在矩阵中出现了几次。矩阵是由2、3、4……9等数字组成的。告知被试任何一个数字出现的概率都有8种（0～7）。共有176个数字矩阵，被试在搜索目标数字时，记录其眼动。实验结果显示：

①目标数字的出现概率对搜索时间有显著影响，概率高，搜索时间长；所搜索的数字不同，对搜索时间也有明显的影响（见表13.6）。

表13.6　目标数字出现概率对搜索时间的影响及不同搜索数字对搜索时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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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每次视觉搜索时，被试并没有注视数字矩阵中36个数字中的每一个数字，平均每个数字矩阵只注视了18次。

③对数字的平均注视时间是0.31s。对目标数字的平均注视时间是0.32s，对非目标数字的平均注视时间是0.30s。

④将数字矩阵平均分成9个区域，然后计算每个区域上注视点分布的百分数，结果如表13.7。

表13.7　注视点在9个区域分布的百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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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可见，最左边3个区域的注视点分布百分数（18.5）比最右边3个区域的百分数（41.6）少。最上边的3个区域的注视点分布百分数（38.4）比最下边的百分数（30.2）多。

⑤一般的搜索模式都是从矩阵的上方开始，从左向右扫描。

为了研究目标刺激在不同位置上出现的概率不同对注视点分布的影响以及被试扫视策略的变化，王坚（1992）进行了一项“不同目标概率对视觉搜索中扫视模式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实验的刺激显示画面由8个目标位置、一个起始位置和光标组成（图13-12）。全部刺激画面在计算机显示器上呈现，用鼠标器作为被试的反应键。

目标位置和起始位置是直径10mm的红色正方形。背景刺激是边长4mm的正方形，并一直显示在8个目标位置的中心，目标刺激为一直径3mm的圆。目标刺激和背景刺激的周长相等，并都为绿色。实验时，目标刺激以一定的概率出现在8个目标位置上，取代背景刺激，其中在位置4上出现的概率为0.8，其他7个目标位置上出现的概率为0.2，并事先告知被试这一概率。当被试看到在目标位置上出现目标刺激时，立即按鼠标器的左键，然后迅速把显示器上的光标移向目标刺激出现的位置上，再移回起始位置。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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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2　实验中目标显示画面

①不同目标概率会引起平均注视时间的变化；

②注视点分布不但与目标概率有关，而且与所用的扫视策略有关；

③时间序列分析结果表明，前数个注视点位置会对下一个注视点的位置产生影响；

④频谱分析结果表明，在目标概率不同时，被试会使用不同的扫视模式。

（三）眼动与其他心理活动

除了阅读、图画观看、视觉搜索和模式识别等心理活动的眼动研究之外，本节还将介绍研究者对视错觉、双关图形、心理表征和性格特征等问题进行的眼动研究。

1．眼动与视错觉

视错觉是指对客观事物不正确的视知觉。例如，心理学中著名的缪勒－莱依尔错觉、横竖错觉等（见图13-13）。在缪勒－莱依尔错觉图形中，两个箭杆是等长的，但是看起来一个箭杆比另一个长，即产生了错觉。在横竖错觉中，垂直线和水平线长度相等，但是，主观感觉垂直线比水平线长。心理学家很早就企图提出一种理论来解释这些视错觉现象。其中有一种叫做“眼动说”的理论认为，对物体长度的印象是由于眼睛沿着一端到另一端的扫描运动获得的，扫描的特征决定了错觉的产生。比如，在观看横竖错觉图时，眼睛垂直移动比水平移动费力，即看竖线比看横线费力，因此看起来竖线比等长的横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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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3　典型的错觉图

有一些眼动研究结果似乎支持视错觉产生的眼动理论。Festinger发现，当注视缪勒－莱依尔错觉图时，限定被试可以进行眼动与不允许眼动（只能注视）两种条件。在第二条件下，可以使错觉量减少。但是，也有许多眼动实验并不支持视错觉产生的眼动理论。Judd进行了一项实验：让被试观察几种错觉图形，同时用电影摄影机拍摄眼动轨迹。结果表明，在观看缪勒－莱依尔错觉图形时，对有向内收缩的箭头的那条线注视多，而对另一条有向外伸展的箭头的那条线注视少。显然这个结果并不支持眼动理论。Yarbus（1967）使用自制的眼动仪对视错觉进行了研究，通过仪器使被试无法进行眼动。在这种条件下，被试观看缪勒－莱依尔错觉图形时仍然产生了错觉。看来视错觉的产生与眼动关系不大。

Goren以眼动为指标对缪勒－莱依尔错觉进行了定量的研究。具体考察箭翼的长度改变，对错觉的产生是否有影响。实验中刺激的其他条件相同，只有箭翼的长度不同，即分别为0.5、1、2、4.5、8cm等5种，测量被试观察5种图形时眼睛多扫视的距离。实验结果见图13-14。可见，不同箭翼长度影响了对箭杆长度的认知，在箭翼长2cm时，人的视觉系统认为箭杆最长。实验中还考察了箭翼的角度和长度与认知箭杆长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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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4　缪勒－莱耶尔视错觉眼动实验（1）

图13-15（a）是箭翼角度变化的情况，当S1
 小于S2
 时，角α1
 大于α2
 。当箭杆长为8cm，箭翼长分别为2cm和6cm，箭翼与水平线之间的角度为15°、30°、45°、60°、75°时，对箭杆长度判定的结果如图13-15（b）。当要求被试从箭杆的一端扫视到箭杆的另一端时，眼动距离要多扫视一段距离。由实验结果可知，在长翼时，箭翼角度为45°的情况下，眼动扫视距离最长；在短翼时，箭翼角度为15°的情况下，眼动距离达到短翼时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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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5　缪勒－莱耶尔视错觉眼动实验（2）

2．眼动与双关图形

双关图形也称两可图，是指在不同时间内可以被看成两种不同对象的图形。图13-16是3个典型的双关图形。人们对知觉双关图形时眼动情况的研究兴趣已持续一百多年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了解在眼动和双关图形的转换之间的因果关系。Flugel的研究认为，图形的转换是由眼动引起的。而Zimmer的研究却认为眼动出现在图形转换之后。Sisson使用楼梯双关图形为实验材料的眼动研究结果表明：图形转换前后均有眼动发生。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不断出现的各种实验结果显示，仍然是3种结论并存。这是眼动研究的一个古老而又困难的课题。Gale和Findlay对“丑妇与少女”双关图进行了较系统的眼动研究。他们使用的双关图是Noton和Stark曾使用过的线条画（见图13-17（a））。

[image: alt]


图13-16　3种典型的双关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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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7　丑妇与少女双关图形及面部特征的4个元素

实验中把双关图的面部特征分为4个区域（见图13-17（b））。实验结果显示，接近YE区域的注视位置导致被试报告看到了少女（YM），而接近M区域的注视位置导致被试报告看到了丑妇（OW）。后来，在此基础上他们对眼动在知觉该双关图形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实验前，先让被试熟悉双关图形，然后让他们学会保持注视其中的一个图形，再保持注视另一个图形。最后再呈现修改过的双关图形，让被试知觉并记录其眼动。实验结果如下：

①当被试注视双关图形中的不同图形时，其眼动模式也不同，具体表现为注视点的分布不同。当要求被试注视图中少女时，注视点通常分布在人脸的上半部，而要求被试注视丑妇时，注视点主要分布在E/EC区域和M区域上，对YE区域注视很少。

②通常我们观察双关图一定时间后，就会自动发生图形转换。实验发现，当图形转换成少女时，被试对YE区域注视较多，当图形转换成丑妇时，则对M区域注视较多。

③将图中YE区域删去，被试首先报告看到了少女。眼动记录显示被试第一次眼动是在人脸的上半部。当删去M区域时，被试首先报告看到了丑妇。这表明当被试注视双关图形相应位置时，尽管该位置上的区域没有出现，被试仍然能够进行图形的转换。这显示出图形整体性作用的重要影响。

④当分别删去M、CL和E/EC区域时（YE区域除外），则对删去的相应区域的注视时间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对图形的知觉高度地依赖于观察者的图式（schema）。

⑤有些情况下，在被试报告图形转换之前，被试的注视位置发生了变化，即从对某一区域的注视转到对另一区域的注视，该区域更有利于知觉双关图形的另一个图形。但大部分（68％）情况下无此变化。最后，研究者认为，在观看双关图形时，眼动不单纯由观察者的图式决定，也不单纯由刺激的特征决定，而是由两者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3．眼动与心理表征

表征（repesentation）是问题解决的中心环节，它说明问题在头脑里是如何呈现、如何表现出来的。认知心理学家将信息在头脑中的呈现方式统称为表征。表象只是表征的一种，以其形象性与抽象性相结合为特点。表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信息和对信息的加工。Shepard认为头脑中的表征与其所对应的外在事物是相似的，所以可以进行类比。他的实验是用英文字母做实验材料的，但我们可以用汉字来加以说明。先呈示一个“[image: alt]
 ”，请被试判断它是否是个倒转的“上”字？这时被试必须在头脑中把它旋转一下，才能判断出来。同样，“[image: alt]
 ”、“[image: alt]
 ”是上字吗？实验证明，旋转角度与反应时间有关。如“[image: alt]
 ”旋转180°，“[image: alt]
 ”旋转90°，对前者的判断反应时比对后者长。偏离正常位置的旋转角度越大，反应时间越长。Shepard认为，我们头脑中的文字表象是正立的，如果输入信息是倾斜的或倒置的，那就必须先把它旋转成正立的，才能作出判断，这就是心理旋转。这种表征叫做类比的表征。眼动模式可以反映人的潜在的心理操作，那么在心理旋转的过程中，被试的眼动特征如何？Carpenter和Just使用Shepard的实验材料进行实验，同时记录被试的眼动。实验中，给被试呈现一对一对三维物体的二维再现图，要求被试判断两个图形表示的是不是同一立体。实验结果发现被试在进行心理旋转时的眼动过程可以分为3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搜索阶段；转换和比较阶段；确认阶段。在第一阶段，被试搜索两个图形中大致相互对应的部分，选择出图形中大致上可以相互转换的部分。在第二阶段，被试对两个图形中被选择出来的部分相互转换，转换的每一步可能都伴有心理旋转，同时比较两部分图形的方向性是否一致。从眼动轨迹上可以看到被试在两个图形的相对应部位来回扫描和注视。在第三阶段，被试主要考察使用同样的旋转角度，是否同时也能使两个图形的其他部分转换成一致的图形。实验还证明，被试作判断时的眼动是系列进行的。眼睛注视的是最主要的部分，旋转角度越大，注视次数越多，所用时间也越长。并且心理旋转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从一点到另一点分段进行的。

4．眼动与性格特征

性格是指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具有核心意义的心理特征。对于性格的分类，Witkin等人提出，按照认知方式可划分为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两种类型。场独立型的人，倾向于更多地利用本人储蓄的信息为参照体系，在认知和行为中较少受客观环境线索的影响。而场依存型的人则倾向于更多地利用外在参照标志。Conklin（1968）在一项研究中，让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这两种性格类型的被试完成填图测验，同时记录其眼动。被试为16名男大学生和16名女大学生。结果表明：

①两类被试在注视持续时间上没有差异。

②场独立型的被试比场依存型的被试眼跳距离大。前者善于通过对不完整图形大范围的眼动，获得一个完整的心理表征。

③场独立型的被试能够注视具有重要信息的地方，因此眼动模式有效性强。

Blowers和O'Connor在进行棒框测验（一种用仪器测验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性格的方法）时，记录被试的眼动。结果证明：场依存型的人比场独立型的人有更多的眼动次数，但却不能有效地注视与任务有关的部分。

性格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用眼动指标来测验性格与眼动之间的关系，比测量感知觉等与眼动的关系更为困难。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少，比较一致性的规律也较少。

在这一章里，我们系统地介绍了属于现代实验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眼动实验法，也有人称之为眼动分析法。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将眼动的应用研究这一部分删去。无疑这是最有趣、最能吸引读者的一部分，这些研究广泛吸收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创造了直接的经济价值。应用眼动方法而成果显著的领域有：工效学、广告学、交通、航空、医学和体育。本书宗旨重在介绍方法，应用方面的内容读者可自己选读。

眼动研究在心理学中的崛起主要有以下3点原因：

①这种方法为认知心理学中试图将认知能力分为几个独立成分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无可替代的手段。例如，在认知活动中，被试在各认知成分上花费的时间是多少？先前的研究方法对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是无法直接作出回答的，因为它们不能提供和认知活动相对应的实时（on-line）测量，而这正是眼动方法的长处。

②心理学研究方法中生态学运动的发展，要求对个体心理活动的研究在更自然的生态环境条件下进行。严格控制或干预个体正常心理活动的方法大多受到指责。现代的眼动实验法在研究阅读和其他视觉认知活动时很容易达到这种要求。

③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技术的进步，使眼动实验的庞大数据的计算过程和呈现复杂图形符号以及动态画面和声光复合刺激的显示，都成为了很容易的事情。计算机与眼动仪的系统组合，实现了眼动实验过程的计算机控制，使许多过去无法解决的研究课题有了新的突破。但正像一切技术手段一样，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在阅读的眼动分析中，内容词与功能词有明显的区别，高频词与低频词也有明显区别，但是为什么人脑在加工不同词语时需要不同的注视时间，则不能从眼动记录中得到直接的说明。

最后，我推荐一本书供读者参考：白学军、闫国利（主编），沈德立（学术顾问），2008，眼动研究在中国．天津教育出版社，天津。

问　题

1．简述下列眼动实验方法：电流记录法、反光记录法、影视法、角膜反光法。

2．如何总结评价眼动记录方法演变的历史？

3．说明眼动的3种基本形式：注视、跳动和追随运动。

4．简述下列眼动信息加工的模型：视觉缓冲加工模型、眼脑加工模型、副中央凹加工模型、平行眼动程序模型、策略－方法模型和快速眼跳程序模型。

5．概括说明阅读的眼动研究成果，对汉语阅读的眼动研究成果如何评说？

6．简述眼动与心理表征的研究成果，并说明眼动研究对认知心理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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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脑认知成像技术与知觉研究

一、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关联问题和脑认知成像技术

大脑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主要载体。对认知过程的任务研究，在深入到这个过程的本质时，都自然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即该认知过程在大脑中是如何实现的？

人们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关联问题（或者更一般地说，大脑与智力的关系问题）的现代观点起源于一个世纪以前。最初的方法是，对活着的病人进行功能观察，在病人死后确定其结构的异常之处，将之与功能表现进行关联。这种简单方法的一个杰出例子是Broca于1865年发现了左颞叶损伤导致语言缺损。

神经外科技术的发展，使得将活体人类的大脑结构和功能相关联成为可能。Penfield等人借助外科手术进行皮层定位，使得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关联达到病理观察所远远达不到的精确水平。由于神经外科方法可以选择电刺激的部位，故这些方法使得对实验变量进行操作成为可能。

然而，这种技术明显具有创伤性（invasive），所以只适用于那些需做外科手术的脑损伤病人。而且，这些损伤本身也可能影响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故所得到的结论很难被推广到正常人群。

另一种途径，是通过创伤性动物实验来探索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关系，主要是用电生理方法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神经系统。目前，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关系的知识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这个途径。

但是由于动物大脑无论结构或是功能都和人脑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电生理的方法也无法同时记录整个大脑的活动，加之近年来从社会伦理方面不断增加的压力，使得这个方法的应用受到较大的限制。

在较长的时期中，脑成像技术发展的迟滞，已逐渐成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大脑结构和功能的关联研究的制约因素。这些研究对脑成像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概括起来，一个理想的脑认知（功能）成像系统至少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①无创性（non-invasive），即可以安全地对正常人进行实验；

②高空间分辨率，即能对相关脑组织进行精确的定位；

③高时间分辨率，即能准确地反映大脑的动态过程。

此外，这个系统还应具备（相对）低成本、易操作等特点。

二、现代脑认知成像技术简介

近二十年来，随着现代物理、电子与计算技术的迅速发展，在脑认知（功能）成像技术领域出现了非常令人振奋的进展，涌现出了一批功能强大的无创性的脑认知成像手段。这些技术被迅速应用到认知神经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形成一批突破性的成果。例如，大量的脑认知成像研究结果，一致支持了大脑功能模块化的基本思想，即大脑认知功能广泛分布在大脑的各个区域，每种功能都是由一些特定的脑区实验的。

以下分别简单介绍目前最受重视的5种技术。

（一）正电子发射层析照相术

正电子发射层析照相术（PET）（参阅Phelps, 1986）技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获得成功。其基本原理是，把示踪同位素注入人体，同位素释放出的正电子与脑组织中的电子相遇时，会发生湮没作用，产生一对方向几乎相反的γ射线，可以被专门的装置探测到，据此可以得到同位素的位置分布。常用的同位素包括11
 C、13
 N、15
 O、18
 F、68
 Ga。

PET可被用来测量大脑的各种活动，包括葡萄糖代谢、耗氧量、血流量等等，特别是血流量已被证实是反映大脑功能变化的一个可靠的指标。具体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将氢与氧的一种放射性同位素——如15
 O化合成标记水，注入手臂静脉后，只需一分多钟时间便在脑内聚集，由于标记水不断放出正电子，于是就可以得到一幅脑血流像。

PET成像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实验条件和对照条件下分别得到一幅脑血流像，对照条件除了不包括要研究的实验因素外，其他方面都尽可能与实验条件相同。然后将两幅图像相减，所得到的PET图像即是与要研究的实验因素相关的脑血流像，图中较“亮”的区域被认为是由这个（些）实验因素所激活的区域。

图14-1（见彩图）显示了PET研究的一个实例（Posner, 1993）。被试的任务是对呈现在视野中的名词（如“门”）想出一种用法（如“开”）。大声朗读该名词所引起的神经兴奋从图中减去。左边一列显示最初执行此任务的大脑反应，中间一列显示对同一组名词进行练习后的大脑反应，右边一列是随后换上一组新名词后的大脑反应。上面一行（中矢状面）显示了前扣带回的兴奋，该区域被认为与注意的集中有关。下面一行（左脑侧矢状面）显示在额叶和Wernicke区的语言—专有（language-specific）兴奋。

PET应用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在视知觉、听觉、心理像、记忆、注意等各方面都导致了许多重要发现。不过，这项技术还存在若干固有的局限性。

①它的成像时间较长，从几十秒到数分钟，故在实验模式上选择余地很小，通常只能采用所谓“Block Design”方式，即为了使脑血流处于稳态，在一个阶段中反复执行同一种（类）任务，而在另一个阶段则反复执行另一种（类）任务。因此，它的应用范围也受到一些限制。

②虽然PET基本上属无创性技术，但仍受放射性物质剂量的限制，同一被试不宜频繁参加PET实验，这不利于那些需要被试多次参加实验的研究。

③系统造价很高，因为除PET扫描机外，一般还需配备一台加速器，用以制备半衰期只有123s的15
 O等同位素。

（二）功能磁共振成像术

磁共振成像（MRI）技术投入临床实践仅仅十几年时间，凭借其对人体内部结构的卓越的成像能力，已成为医生们观察人体组织病变的最好的工具之一。

功能磁共振成像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参阅Kwang, 1995）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MRI快速成像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技术。它由以下几种成像技术组成：

①基于血氧水平（blood oxygenation level dependent, BOLD）（参阅Ogawa, 1990）的大脑活动成像，用以显示在执行特定任务时大脑相关区域的兴奋状况。这种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大脑的认知活动及其功能定位研究。人们通常所说的“功能磁共振成像”常常就是特指这种方式的成像，记作fMRI。

②微观水活动性成像（弥散（diffusion）或灌注（perfusion）成像），可用以提供由于血管疾病导致脑组织坏死过程的时态信息。

③微血管血液动力学（脑血流和血容量）成像，用于显示脑血管病理学状态。

本文主要讨论基于BOLD的成像，即fMRI。

与PET的主要反映氧与葡萄糖的代谢不同，fMRI反映的是血液中含氧量的变化，而研究表明这种变化与神经活动是密切相关的（Fox, 1988）。

与其他成像手段相比，fMRI具有如下显著优点：

①信号直接来自脑组织功能性的变化，无须注入造影剂、同位素或其他物质，故是无创性的方法，且简便易行，同一被试可以反复参加实验。

②它可以同时提供结构的和功能的图像，这一点对于准确的功能定位是至关重要的。

③它的空间分辨率非常高，可以达到1mm，是目前主流成像工具中最好的；成像速度也可达几十毫秒。

④有大量成像参数供实验者自由控制，以实现各种特定效果的扫描。

其不足之处是，由于它不是直接检测神经活动，而是滞后于神经活动一般达5～8s的氧信号，所以它的时间分辨率低于EEG和MEG；它的实验环境不适于幽闭恐怖症患者；其扫描过程中的巨大噪声也妨碍了它在听觉研究上的应用；系统造价也较高，但好在它的临床价值通常能化解这一问题。

由于fMRI的上述优势，在其问世的短短6～7年中，已成为最受推崇的一种脑认知成像手段，其应用遍及认知科学的各个领域。目前全世界已有数以百计的研究机构在进行fMRI或其应用的研究。本章将在以后两节着重探讨这项技术及其在知觉研究中的应用。

（三）高分辨率脑电

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ph, EEG）（参阅Regan, 1989）技术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认知神经科学手段。大脑工作时，神经细胞中离子的运动产生电流，在头皮表面形成微弱的（微伏级）电位，脑电装置通过高灵敏度的电极和放大器来探测这些电位。传统上，脑电主要是通过波幅、潜伏期和电位或电流的空间分布等指标来提供大脑工作过程的信息。

由于脑电信号通常伴随着巨大的噪声，故在认知科学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是“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方法，即多次进行重复刺激，然后对相同刺激下记录到的电位数据做叠加平均，以滤去噪声，得到与刺激相关的电信号，其信噪比与迭加次数的平方根成正比。

20世纪90年代以来，脑电记录的导联（电极）数由过去的最高32导联发展到64、128导联（甚至256导联），空间分辨率大为提高；与此同时，关于大脑兴奋源的逆向算法也渐趋成熟。我们可以按照一定的物理模型，根据高分辨率脑电记录到的头皮电位的分布，来计算出大脑神经电兴奋源的位置、强度或方向。图14-2，彩图14-3是运用这些算法所得到的两个成像实例（Pascual-Marqui, 1994）。

[image: alt]


图14-2　脑电偶极子成像一例

这里使用了6个偶极子的假设。中图和右图显示了根据脑电极数据所拟合出的这6个偶极子在某个时刻的位置、方向和大小。左图是它们在某段时间内的大小变化。中下图是根据这6个偶极子所重建的头皮表面电位与实际记录数据之间的剩余残差，它反映了拟合的准确程度。





这些例子表明，随着脑电发展到高分辨率阶段，它已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成为一种新型的脑认知成像工具。目前，各种定位算法正在不断改进之中，有的算法的定位精度可以达到1cm左右。

脑电的主要优势在于它直接反映了神经的电活动，有着极高的时间分辨率，几乎达到实时；而且它的造价较低，使用、维护也较方便；同时它也是完全无创性的。不足之处是其空间分辨率较低，各种定位算法的可靠性亦有待进一步证实。

（四）高分辨率脑磁图

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大脑工作时形成的电流能够在头颅外表产生感应磁场，脑磁图装置便是通过捕捉这种极微弱的磁信号（相当于地磁场的百万分之一）来反映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

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 MEG）（参阅Papanicolaou, 1996）系统包括如下关键设备：

1．超导量子干涉仪

即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简作SQUID。它在超导状态下工作，可以帮助灵敏地探测神经磁场。

2．磁屏蔽室

为了屏蔽来自地磁场、电源线和其他磁性物体的巨大电磁噪声，对磁屏蔽室的建造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该部分往往占系统总成本的一半以上。

3．梯度仪

梯度仪（gradiometer）用来有选择地消除与所关心的神经磁信号无关的外界信号。

脑磁图与脑电相比，其突出优点是对神经兴奋源的定位更为直接和准确。原因是脑电数据受颅骨和各种脑组织的导电性和形状的影响很大，同时这些因素是很难把握的；而电兴奋源所引起的感应磁场却能基本上不受干扰地穿透颅骨和组织到达头表面。另外，脑磁图可以达到与脑电相媲美的时间分辨率。

不过，脑磁图的总造价很高，数百万美元的成本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普及；同时，它只对某些流向（如垂直于颅骨）的兴奋源敏感，而对另一些流向的兴奋源则可能无法探测到。

（五）内源信号光学成像

内源信号光学成像（intrinsic signal optical imaging）（参阅Frostig, 1995）方法的基础是光与脑组织的相互作用。当脑组织被照亮时，工作着的区域对光的反射比未工作的区域要弱，越兴奋的地方显得越暗。与fMRI相似，引起光学吸收性质变化的原因也包括血氧饱和度和局部脑血流的变化（另外还有散射光的变化）。皮层内源信号非常弱，只相当于皮层反射光的0.01％～0.1％，故需要非常精密的光学测量设备。

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具有很高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约50μm，远优于其他几种成像手段。费用也较低。但是其无创性较差，需要打开颅骨，并且无法直接对大脑深部进行成像。

除了上述5种技术之外，还有一些新的脑成像技术正在发展之中。应当指出的是，这些技术，包括本章第一部分提到的传统技术，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它们互相不是取代关系，而是各有其用。只有综合使用这些技术，才能得到关于大脑的尽可能完整的知识。

三、功能磁共振成像

（一）磁共振成像物理原理

磁共振过去常称作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其成像原理较为复杂。限于篇幅，这里只作简单的概念性叙述。

许多原子核，包括生物体内富含的1
 H、13
 C、31
 P、23
 Na和39
 K，都具有“自旋（spin）”的特性。由于原子核是带电的，它们的高速旋转便沿旋转轴方向产生了一个磁动量，使原子核成为一个磁偶极子（dipole）。该磁动量的大小决定了这种原子核对磁共振检测的敏感性。由于1
 H核（实际上是质子）具有最强的磁动量，加上氢在生物体内的大量存在，遂使此原子核成为磁共振的主要材料。

在没有外部磁场的条件下，磁偶极子的方向是随机的，它们互相抵消，使得整个物体不显出磁性。但当物体处在外部磁场（B0
 ）中时，磁偶极子大体取两个方向之一：或者与B0
 相同，处于低能态；或者与B0
 相反，处于高能态。两种状态的核子数量存在着微小的差别（约6/100000），但恰是这一差别形成了一个与B0
 方向相同的净磁化矢量M。

实际上单个核子是绕B0
 以某个夹角作进动，其频率F由Larmor方程给出：

γB0
 ＝F

其中，γ是该种核子的固有特性，称作旋磁比。对于氢来讲，γH
 ＝4257Hz/Gauss，故在1.5 Tesla
*

 场强下，FH
 ＝63.855MHz。

当我们给系统施加一个其频率与进动频率相同的射频场RF时，其能量可被核子吸收，使之从低能态跃迁至高能态。我们可将RF看成另一个磁场B1
 ，净磁化矢量M绕B1
 做进动。M从Z轴转过的角度称为“翻转角（flip angle）”。当M＝90°或180°时，M转到了横向平面或-Z方向。使翻转角恰好达到90°或180°的RF脉冲被称为90°或180°脉冲。

考虑施加90°脉冲后的情况。这时M在横向平面中绕B0
 进动。若在横向平面中放置一个线圈，M扫过线圈时就会在线圈中产生一个交变的感应电流，这被称为“自由感应衰减（free induction decay, FID）”。FID信号是磁共振成像的基本数据。

下面介绍几个重要的参量。RF脉冲打破了系统的热平衡。系统回归热平衡所需的时间可用一个衰减常数T1
 来刻画，T1
 被称为纵向（自旋－晶格）弛豫时间，它描述的是自旋与周围环境交换能量的过程。激发后，磁共振信号以一个衰减常数T2
 成指数衰减，T2
 被称为横向（自旋－自旋）弛豫时间，它描述的是核子间自旋的交换过程。由于磁场不均匀性的作用，自旋与自旋之间的相位会很快失去同步，从而导致一个更短的衰减常量[image: alt]
 ，称作表观T2
 。这种不均匀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宏观不均匀性

即B0
 本身的不均匀，以及脑与磁化率不同的较大区域（如空腔）之间形成的不均匀性。

（2）微观不均匀性

即脑组织内部各处磁化率的不同，其中毛细血管中的红血球扮演主要角色。

fMRI主要就是根据由脑活动引起的[image: alt]
 的变化进行成像。

在进行MRI扫描时，人们在Z方向（即B0
 方向）施加一个梯度磁场，使得不同层面对应不同的共振频率，以达到用不同频率的RF选择层面的目的；又在X和Y方向分别施加用于频率编码和相位编码的磁场。对这些不同的磁场以及RF脉冲加以合理编排，形成各种各样的成像序列，就可以得到包含所观测区域内各体素磁共振信息的FID信号。然后用快速傅立叶变换重构出MRI图像。传统的成像序列主要有自旋回波（spin-echo, SE）、梯度回波（gradient-echo, GRE）及其变种等。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快速成像序列如RARE（rapid acquisition with relaxation enhancement，按照其不同的实现又称做：fast spin echo, FSE, fast low-angle shot, FLASH等）（Hennig, 1986），SPGR（spoiled gradient echo）等。

（二）fMRI原理

1．BOLD效应

前面提到fMRI的依据是BOLD效应。1984年，Fox等人（1984）在一项PET实验中发现，大脑活动过程中，局域脑血流（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大幅度增加，同时耗氧量却只有极小的增加。这就导致了在毛细血管和静脉中脱氧血红蛋白（deoxyhemoglobin）浓度的减少。

应当了解的是，红细胞中血红蛋白的磁状态紧紧依赖于氧的饱和度，而脱氧血红蛋白比含氧血具有更强的顺磁性（磁化率更高）。于是，脱氧血红蛋白便在周围逆磁性的脑组织中，产生了一个局部的磁场梯度。在成像体素内的这种磁场不均匀性，使得做[image: alt]
 加权像时，出现MRI信号损失。

所以，在脑活动过程中，随着毛细血管和静脉中脱氧血红蛋白浓度的减少，导致组织－血液磁化率的差别减小，这使得体素中MRI信号的相位偏离减弱，从而引起了[image: alt]
 加权像中MRI信号的增加。在1.5T场强条件下，皮层上MRI信号的增加幅度大约在1％～5％。

2．EPI（echo-planar imaging，回波平面成像）技术

我们看到，[image: alt]
 加权的梯度回波成像序列是对大脑神经活动进行成像的一种很好的选择。然而，fMRI实验通常需要每次扫描数百至几千幅图像，传统的成像速度无法满足这个要求。fMRI技术是伴随着快速成像技术，特别是EPI技术的发展而具有实用价值的。

EPI的主要特点是最少只需一次射频激发就可以采集整幅图像。其成像原理见图14-4。在EPI的实现上，需要有高梯度场和高切换率（slew rate），以及特殊的重建算法。单次激发时，EPI成像矩阵一般是64×64或128×128。

还有一种也很有效的快速成像方法，即螺旋（spiral）方式的成像（Meyer, 1992）。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进一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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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典型的EPI成像序列在傅里叶空间的轨迹

3．fMRI认知成像方法

（1）实验装置

要进行fMRI认知成像的研究，仅有fMRI机器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与之相配合的实验控制系统，以及数据后处理系统。以视觉实验的需要为例，一套典型的fMRI实验装置如图14-5。

完成这套装置须注意：

①由于MRI磁体的强磁场，放进扫描室的设备不能含有较多的顺磁性物质（如铁），以免受磁场影响，或破坏磁场的均匀度。

②要防止放进扫描室的设备发出的电磁信号，或者连入扫描室内的电缆从外面引入的、空间环境中的电磁信号干扰磁共振扫描，因为这些信号很可能包含与RF信号频率相近的成分。图中的光学反应装置，就是用光路代替电路，以避免成为引入干扰信号的“天线”。对产生干扰信号的设备、电缆应用电磁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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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一套用于视知觉研究的fMRI实验装置示意图

因为fMRI实验的数据量很大，每次实验通常都会产生几十到几百兆字节原始数据，所以应该配备具有较快速度、大内存容量和大硬盘容量的计算机用于后处理。

（2）实验设计

实验变量的选取与成像模式的选择。同其他认知科学实验一样，实验变量的选取和合理的对照是实验设计最核心的部分。这不是本章探讨的重点。参见下节的研究实例。

常用的fMRI成像模式主要有两种：区组设计（block-design）和方波设计（box-car），见图14-6及其说明。block-design是从PET研究借鉴的方法。box-car的优点是比较利于鉴别慢速的信号漂移和运动伪迹，因而目前更多地被采用。

还有更多的成像模式被采用，其中看来最有前途的是“事件－相关fMRI”（Rosen, 1998）。

（3）进行实验

fMRI实验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尽量避免由于被试的头动所产生的运动伪迹。因为[image: alt]
 像中相邻像素MR信号强度的变化可以非常大，因此哪怕一次轻微的头动都可能使原来很低（高）信号的地方变成很高（低）的信号，可以严重影响到统计结果。

抑制头动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如口咬固定杆，用遇热软化的塑料制作被试的面具帮助固定等，都是较实用的方法。

此外，由于磁共振扫描过程伴有较大噪声，对被试的双耳应采取保护措施。

（4）数据处理

fMRI数据处理的核心内容是从MRI数据中提取fMRI信号，即找出实验条件和对照或基准条件下[image: alt]
 信号的差别。一个典型的数据处理流程如图14-7（见彩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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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　两种常用的fMRI实验模式

上图是区组设计方式，先完成所有刺激A下的扫描，再完成所有刺激B下的扫描。下面是方波设计方式，A、B刺激循环相间。





其中：

①头部运动校正。用任何物理方法都难以彻底消除头动，所以对原始数据还需作头动的校正处理。好的校正算法不仅要考虑头的平移运动，还应考虑头的转动乃至三维运动，同时要兼顾计算速度。有些头动过于严重的数据可通过算法或肉眼观察予以剔除。

②统计分析（图中用“—”表示）。这是fMRI数据处理的主体部分。最简单的方法是算术减法，即把两种状态下的[image: alt]
 图像分别进行平均，然后相减，所得的差便是一幅fMRI像。但是，如果个别数据出现严重畸变，就会给结果带来较大的伪迹；而且时相信息也没有被考虑。所以，目前一般采用包括（成组）t检验、相关分析在内的各种统计方法（Bandettini, 1993）。结果的量值可以用色彩来表示。

这一步完成后，一般还要做进一步消除伪迹的处理，如聚类（cluster）。该方法将孤立的、小的“兴奋点”消去，因为它们没有生理学意义；把相邻的、小的“兴奋点”聚合成一体。

③标准（正则）化处理。标准化指的是对fMRI图像进行合理的变形，使之符合标准模板。标准化的好处主要是：由于各人的大脑形状、大小千差万别，做了标准化后，不同被试的数据才可以做横向比较；对标准化后的图像，可以根据标准图谱查出其中任意坐标所处的脑结构。

标准化可用不同的方法实现。目前被广泛接受的是由Talairach和Tornoux提出的三维模型（Talairach, 1988）。其他还有将大脑皮层展开成标准二维平面等方法。

④最后，将标准化的功能像与结构像叠合在一起，就得到完整的fMRI图像。

根据具体需要，对实验结果通常还可以做进一步处理，比如进行被试间的平均，画时间曲线，作皮层兴奋体积图等等。参看图14-10，14-11，14-12。

目前许多fMRI实验室都在开发各自的数据处理系统，但有几套软件已被广泛接受，如SPM（免费软件，但需MATLAB软件平台支持）、MEDX
 和AFNI（免费软件）等等。但是即使有了这些软件，拥有自主开发软件的能力也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目前fMRI数据处理正处在蓬勃发展阶段，并无一定之规，研究者们应具备尝试新的处理方法的能力。

四、研究实例：似动的fMRI研究

本节通过我们使用fMRI手段所进行的一项有关“似动”（apparent movement）的研究，来例示fMRI在知觉研究的应用。

“似动”是运动知觉的一种现象，它和“真实运动”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真实运动指的是当物体在视野中连续位移时所知觉到的运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运动绝大部分都属于真实运动；而当这种位移是间歇性或不连续时，仍然能够知觉到的运动就是似动。我们在看电影或一些闪烁的霓虹灯时所知觉到的运动都属于似动。

根据每一步位移的幅度，似动大致可分为长距离似动（如霓虹灯运动）和短距离似动（如电视画面）两类。如无特别指明，本文所提到的似动都是指长距离似动。

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运动知觉领域里的一个基本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似动是否和真实运动等价，即是否由相同神经机制实现？目前，从各种行为实验结果所得到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两者是等价的（Anstis, 1986）。

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大脑的MT（或V5）区就极可能是与似动相关的区域，因为大量的、包括来自PET和fMRI的实验证据都表明该区是专司运动的区域，不论是真实运动还是运动错觉（如运动后效）（参阅Tootel, 1995）。

我们的实验目的，就是要对这一结论加以检验。为此我们设计了以下几种刺激：

（1）S1

两个在黑背景上的白色方块（图14-8），大小都是6°，相距9.6°，交替出现，以产生似动（AM）。呈现时间和ISI分别在200～270ms和30～50ms之间，根据个体情况略作调整，以求得到尽可能强的似动效果。每一组扫描之后，我们对被试进行询问，以肯定他们知觉到了似动。

（2）S2

同样的两个方块，所不同的是它们同时出现或消失，形成闪动（flicker）。为保持与S1的光通量一致，呈现时间为S1的一半。

（3）S3

一个相同的方块，在图14-8中两个方块的位置之间平滑地往复运动。这是一种真实运动，记作RM（real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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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8　产生似动的基本实验刺激图形：两个交替出现的实心黑色方块

（4）S4

一个相同的方块，固定在视野中心。该刺激不引起运动知觉，记作NM（non-movement）。

以上图形形状都是由亮暗对比产生的，叫做亮暗对比产生的形状（LCF, luminance contrast form）。以下两种（图14-9）是由动态随机点图形成的形状（KF, kinetic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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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9　动态随机点形成图形的示意图

箭头是为说明点的运动而加上的。此处只显示半幅刺激图形。

（5）S5

S1（图4-9（a））中的方块图形换成了静态随机点图；背景换成了动态的随机点图，类似电视无信号时的“雪花点”；其他方面与S1相同。图形和背景的亮度与随机点密度均相等。这种刺激能够引起似动（AM）。

（6）S6

S5（图14-9（b））中的图形和背景互换，即图形是动态随机点，背景是静态随机点，其他特性与S5相同。有趣的是，这种刺激条件不引起似动知觉（参看Prazdny, 1986。我们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可以把它视作一种闪动。

具体实验方法如下：

实验使用了一台GE 1.5T具有EPI功能的磁共振系统。对功能成像采用了单次激发、[image: alt]
 加权的EPI序列：GRE，TR/TE/θ＝2000ms/40ms/60°，FOV＝（25×25）cm2
 ，屋厚／间隙＝7cm/0.5cm。扫描12个与前连合－后连合连线平行的轴向层面。

我们采用了类似Box-car的实验模式，即依次呈现不同刺激，在每一刺激条件下，做14次全部层面的扫描，并弃用前2次扫描的结果，因其包含较大的系统噪声。每组扫描间隔中被试作短暂休息。此过程循环4遍。所以在每个被试的每个层面上，对每种刺激都采集到48（12×4）幅有效图像。

考虑被试的耐受能力，一次实验只能完成1～2对（2～4种）刺激条件。部分被试先后完成了所有条件下的实验。每种条件下采集到7～11名被试的数据。被试者均为健康的在校研究生。

实验结果用AFNI（Wisconsin大学R. W. Cox编制）软件处理。对每一对实验条件下的数据均用相关统计求出其差别。

我们考虑如下几对实验条件：

①S1对S2。S2作为对照条件，它基本包含了S1除似动之外的各主要因素。所以，两者的差别反映在fMRI上，就得到主要由似动引起的兴奋区域。如图14-10（a）（见彩图）。结果出人意料，我们看到，除了颞枕区外侧皮层，似动引起的强兴奋区域竟然在颞下回和颞中回前部，与MT（V5）区相距甚远。

②S3对S4。这组关于简单的真实运动的对照的目的，是观察颞下回和颞中回前部是否专司似动，同时为MT区定位。结果见图14-10（b）。我们果然在①中所提到的颞枕区外侧皮层看到了强的兴奋，这个部位和以往PET与fMRI文献中报告的MT位置吻合。同时，在颞下回和颞中回前部，所观察到的兴奋却远弱于①的结果。

③S2对S3。以往的实验发现，闪动也能引起MT区兴奋，这说明MT区并非总是专司运动的。而S1则不光包含似动因素，交替出现的方块也是一种闪动。为证实闪动是否参与了前颞叶兴奋的产生，以及闪动确能引起MT区兴奋，特进行了这一个对照。结果如图14-10（c）。我们再次看到，闪动对前颞叶的影响远低于似动。同时，MT区的兴奋又使我们考虑一个新问题：它到底是由闪动还是似动引起的？换言之，即似动究竟是只与前颞叶的兴奋有关，还是也与MT的兴奋有关？下一组对照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④S5和S6。应当强调的是，这两种刺激条件下图形的形状，完全是由屏幕上相继呈现的随机点图之间的时空关系，而不是亮度范畴的任何变量决定的。所以，在这个动态随机点图模式下，视知觉研究中通常要考虑的诸如空间频率、光通量等各种因素的差别都不复起作用。尤其是S6不产生似动的特性，使我们在此得到了近乎“纯粹”的似动。

这组对照实验的结果见图14-10（d）（见彩图）。我们再次看到，最显著的兴奋区域仍在颞下回和颞中回前部，而且，MT区的兴奋也很微弱。尽管这一对刺激和①中的那对刺激在物理特性上截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成功地分离出了似动的因素，并且实验结果也非常相似。

图14-11显示了另一种量化的结果。对以上述4组实验对照，分别在左脑和右脑的颞下回前部、颞中回前部和MT/V5区，计算达到兴奋域值的体元数目，叫做“皮层兴”（activated cortex volume），并且用直方图表示。结果我们看到，在颞下回和颞中回前部，有似动的①和④的皮层兴奋体积显著高于②和③，而在MT区则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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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1　四组实验对照下的皮层兴奋体积奋体积

图14-12显示了分别在①和④下前颞叶的MRI信号强度在不同实验阶段变化的时间过程。可以看到，信号在似动阶段和闪动阶段呈现规律性的上升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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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2　在实验对照①（上图）和④（下图）下前颞叶的MRI信号强度随实验条件的变化而呈周期性涨落的时间过程





至此，我们已得到了足够的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对“似动＝真实运动”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长距离）似动和真实运动是相互分离的，即它们是由不同的神经机制完成的。

五、小结与展望

脑认知成像技术正在成为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热点。它对认知神经科学的意义，可以用天文望远镜之于天文学，或者显微镜之于生物学来类比。

当前脑认知成像技术正处在极其迅速的初期发展阶段，在方法学上日新月异的同时，其应用正渗透到认知神经科学的各个领域。近年来，在Nature、Science等著名杂志上，每个月均有若干篇应用脑认知成像技术的文章发表，显示了脑认知成像技术对解决认知神经科学重大问题，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关联问题的威力。

从本章第一部分的介绍可以看到，任何一种脑认知成像技术都有其特长和短处，它们互相无法替代。所以，要想得到一个比较完善的脑认知成像工具，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将不同的成像手段结合起来。目前，较为可行的是把MRI/fMRI与脑电结合起来。这一结合至少可以有3个方面的内容：

①在实验过程中同时进行fMRI和ERP的记录。

②用MRI为脑电定位提供结构图像。

③在相同实验模式下分别进行fMRI和脑电实验，将定位结果进行比较。其中fMRI的定位结果可为脑电的偶极子的计算提供初始坐标值。最终结果可叠加到MRI结构图上。

图14-13（见彩图）是我们采用方法③所得到的一幅fMRI＋ERP成像。

磁共振和脑电的结合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一种“1＋1＞2”的过程。磁共振的高空间分辨率与脑电的高时间分辨率相结合，有望产生同时具备高时间与空间分辨率的、可被用来实时观察大脑动态过程的、新一代的无创性脑认知成像工具。

问　题

1．现代脑认知成像技术有哪些？

2．脑认知成像技术对于心理学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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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1 Tesla＝10000 Gauss。


附录1　谈心理学实验方法的几个问题
①



赫葆源

一、心理学实验的基本原则

正像其他科学实验一样，心理学实验不是被动地等待观察现象的发生，而是主动地按照一定的计划，人为地改变作用于人的条件，在精密地处理某些变量的情景中，引起要观察的现象，从而能准确地断定某种心理现象产生的原因，注意到它们的变化和发展，证实一个或几个特定的假设。心理实验之所以要在简化了的条件中进行，正是为了寻求实验结果更大的概括的可能性。

一般科学实验都开始于对问题的试探性解释，这就是假设。有了假设，科学工作者便设计实验，安排仪器，进行实验，记录数据，统计分析；基于获得的结果来讨论、总结。总结相当数量的实验结果，可以系统地概括出一定的科学规律。再进一步就是对科学规律进行理论的叙述。当然这一步不一定是每项科学实验当时都能达到的，它可能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累积一定的资料，才能达到。

心理学实验所涉及的原则很多，下面仅只扼要述其一二。

1．心理学实验的各种变量

在实验时必然遇到许多变量，它们之中有的是需要有意加以改变的，有的是必须尽量控制恒定的，有的是应该详加观察、记录的。现在略述于后。

自变量，即刺激变量，就是在实验中有意加以改变的事物，借以寻出由于它的改变，导致了什么变化（因变量）。刺激首先在感觉道上有别：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等，依受刺激的感官而异。每一感觉道的刺激又有不同的强度和久暂。光和声刺激还在波长或频率上有差别，相当于颜色和音高。气味和味道的刺激在化学上有不同的类别。在光和皮肤刺激中面积或刺激区域的大小也可以作为一种变量。这些变量在感知觉、反应时间等领域中应用很广，有极宽阔的余地等待着开发。

刺激的组合可以作为另一组变量。物体的距离、方向、大小、形状等空间知觉依赖于被试应用这些刺激组合的能力，因而实验者必须熟悉刺激的这类组合，按需要加以调配使用。

在关于学习和思维等心理实验中，客观情景是对被试的刺激变量。例如一段用以研究记忆的背诵材料一定有它的文字的表现形式、内容、长短以及在其中诵读它的特定的实验条件。

由此可见，有的变量是量的变化，有的是质的不同。在处理结果时，可用前者作横坐标，以因变量作纵坐标，绘出二者的函数曲线。其中自变量的连续体应选多少点和包括多大范围，可依拟研究问题的性质，参考文献或作预备试验来确定。一般上，采用心理物理学一类的方法研究感知觉等问题，选择5至7个点，已足够用。如所用自变量是光、声或声频等类刺激，依韦伯·费希纳律，其增值（所选各点之间的距离）应该是对数标度。例如所用照度的变量全距是1～100勒克司（lx）时，选用5个点，合理值最好订为1、3.2、10、32和100勒克司。

用质的变化作自变量，在心理学实验中也很广泛，例如不同感觉道、练习法或记忆法，不同设备、仪器、工具、条件等对心理活动的影响的比较实验。这里的原则是选取被比较的变量各自最好的取样，亦即必须选用在实验中能保持相对恒定的那些自变量的最优值。如拟比较两种记忆法，假设甲法在读10次后记忆成绩接近稳定，而乙法则须读20次，才相对稳定，则不能比较甲法第10次的成绩和乙法第10次的成绩，而应该把甲法第10次和乙法第20次的成绩加以比较。

因变量，即反应变量，是实验中拟测的指标，包括反应时间（潜伏期）、反应延续期、反应量或反应幅度、反应准确性或错误、反应频数、反应速度以及其他反应的复杂情况等。关于反应情况，可举学习和记忆等的具体过程或表现为例。如实验中因变量变化不明显，为了加重被试负担，可加快刺激的呈现速度，或在不利条件（如弱光或噪声）下进行实验，或叫被试与试验同时完成某些分心而厌烦的无关工作。

与被试有关的变量。被试的态度、习惯、动机、对被试的诱因、被试的准备状态、目标定势等都足以影响实验结果，故应加以控制或密切注意。这些变量是比较难于控制的，即使不易控制，也应详加记录，以备处理结果时参考。控制被试变量的手段之一就是指导语。在作辨别反应时，强调速度和强调准确性可能造成很不同的结果。

实验中除有意改变的自变量外，其他外界条件必须保持恒定。取消无关刺激是一种方法，例如用隔音、遮光的实验室隔绝外界声光的变化。也可以用声音掩蔽来控制其他方法不能控制的噪声：实验者可另备一种声音用以掩蔽仪器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噪声。

2．被试的选择

这关系到被试的量和质问题。由于个别差异，如果研究的是普遍的心理特点，则使用过少的被试，一定要影响实验结果的正确性。不同实验要求被试数目不同，难作硬性规定。一般上，简单感觉机能的心理物理学实验所需被试可略少于其他种类的实验。关于学习、肌肉运动作业等类实验，至少需20～30被试。除类似H. Ebbinghaus式的实验外，只用三两个被试，很难得到确切结果。

被试质的取样问题，即被试的代表性问题，必须精心考虑。如果一个实验仅只是用大学生作的，那就很难代表一般人的有关结果；在某些实验结果中，男女被试可能不同，因此，实验时只用一种性别的被试是不恰当的。同时还应注意特定人口中性别、年龄等的分配。例如要研究我国汽车驾驶员职业心理特点，如用男女被试各半，则不会得到确切结果。因为在我国汽车驾驶员中解放后才有比较多的女同志，但还远不及50％。总之，人是极复杂的被试对象，他的年龄、性别、籍贯、身体状况、思想水平、个性特点、经验、教育、训练等都足以影响实验结果。为了不同目的，取样时应尽量使被试有重点地在某些特点上能代表拟研究对象的真实情况，而不致因被试某方面的特征突出或缺欠影响了实验结果的真实性。

3．仪器

关于心理学实验仪器的知识已有可能成为一个专门学识领域了；这里仅只提出一些应注意的原则。

仪器必须具有足够的准确性和恒常性，它必须能按实验要求给出刺激和反应的真实数据。一经调整后，在整个实验进程中，它对同一数据的度量必须恒定。必须指出，越是复杂的仪器，越需要时常调整、校验，才能使用。仪器设备，尤其是包含许多机械或电子元件的仪器，其工作情况很可能时常自行改变。精密如雷达那样的仪器，还常因冷、热、使用时间等而改变其测量结果，其变化甚至远超过人与人之间在使用它时的差别。因此，在使用较复杂的仪器时，更须按时调整、校正、测试，使之保持实验所要求的准确度和恒常性。

仪器必须能满足设备取样。兹举两例以为说明：两个同型号的机器的操纵部分可能很不同，一个“灵活”，另一个“迟钝”；有的汽车变速器或制动器很紧，另一汽车的则较松。在实验仪器中类似的情况当必不少。同类仪器的活动幅度、弹性、摩擦力等很可能不同；一台仪器因使用日久、磨损等而与同型号的新仪器显然不同。用新仪器所作实验绝不能概括到已用过很久的同类仪器上。设计实验时，如不能只用一台仪器来做实验，两台或更多的仪器必须被看做是多变量实验的一种变异源，而且必须有意使之包括与真实使用情况相同的变异范围。对结果必须分析仪器与其他实验变量的交互作用，然后确定仪器造成的变异是否是一种显著的因素（参看后文）。

仪器不应干扰、阻碍或改变拟研究的行为。在研究心理学某些课题时，使用的设备可能很复杂、庞大。例如试验宇宙航行中失重、增重等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影响，所使用的离心机相当巨大，又以极大速度使人在其中旋转，因而可能对人的反应先有额外的不良影响。有些设备是无法简化或改良的。解决的办法是使被试有一段时间来熟悉这样的实验设备，一般需要几天到几星期。等被试习惯了，再正式做试验。又如一般上使用的眼动记录仪很少是不干扰眼的运动的。某些头架、额架、人工瞳孔等也多半使被试感到不舒服或不便。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应该尽量减少的。

仪器应该提供客观数据。用人来做观察记录可能不可靠。为了减少这种变异，最好使用自动作出客观永久性记录的仪器，如错误记数器、错误积分器、时间记录器、摄影、电影记录器、磁带录音机、记纹鼓等。

仪器必须能提供适当的情景取样。让我们也用例子来说明，如拟研究不同形式的操纵装置对追踪运动的影响，假设仪器只能提供很少的对象运动的走向和行程，那就很难成为真正使用操纵器的不同情景的适当取样了。因此，仪器必须备有目的物运动的较多的走向和行程，才能代表实际使用的情况。

仪器必须能产生足够的刺激条件的变化。刺激条件的变化不仅能扩大实验结果的概括性，而且可能避免由于被试学会了仪器的特点，有意无意地依记忆来反应，因而影响了实验结果。在关于视锐或暗适应的实验中，如用以测试的图形或文字只有几个，被试反复试验之后，可能很快地记下了每个图形或文字，因而后来所测的很可能是他依据记忆的猜测，而不是他当时的感受。换言之，被试既经学会了刺激呈现的特征，便可能给出定型的答案。为了避免这种偏差，应按需要和可能来增加仪器所提供的刺激的变化，这些刺激对被试难度必须等值。

二、实验设计简介

在实验前必须把实验计划好，从而使获得的数据适合于一定的统计处理。这样更好地安排实验的技巧，即实验设计，与统计学相结合，已发展成为一个实验技术的专门领域了。限于篇幅，只能略谈一下它的某些基本问题。

1．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

如何处理随机误差。如要比较甲乙两种反应方法中哪一种较好，采用的指标是一定次数的反应中正确反应的次数。我们请同一个被试进行实验的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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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据此便认为甲法比乙法好。在以人作实验对象时，我们确知：在不同时间所得结果必然不同；甚至同一个使用同一方法连续试验若干次，在结果中要寻求两次读数完全相同的，也不是很容易的事。这类不能加以控制，也很难明确解释的变化就叫做随机误差（也叫做实验误差）。我们如无法估计它的大小，则将无法断定一个实验结果是否可靠。可用重复实验来估计随机误差的大小。方法之一就是增加实验次数。我们仍请一个被试用两法各作了两次试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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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能判断实验结果的可靠性了。可以看出，这里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所得结果的随机误差是（1/2）［（400－370）＋（395－375）］＝25。这个数恰好等于任一试验中甲乙两法的差数（400－375或395－370）。因此我们不能断定甲乙两法有区别。事实上，在两个实验结果中，甲乙两法是等同的（平均数相同）。但如得出下列结果，那就比较有根据认为甲乙两法有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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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结果毕竟是从同一个被试得来的，这里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差，即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及其消除。假如同一被试的实验程序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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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数据一直随着试验而下降。既然记录的是被试正确反应的次数，我们当然要怀疑这是否是由于被试的疲乏、厌烦、或前后干扰的结果。乙法的试验既然都在甲法之后，那就无法断言哪个方法较好。用人做实验也可能因逐渐熟悉实验情景、发生兴趣或学习的效果，渐渐提高了反应速度或准确度。这是在实验进程中所发生的有一定规律的变化，却又是不能确切预料的；例如逐渐熟悉实验步骤或操纵仪器的积极效果，可能改进了实验结果，而这种效果却又可能被随着实验进程而发展的疲劳影响所掩盖。要消除系统误差，方法之一就是使用抵消（或平衡）措施。在上例中如拟作甲乙两法各4次试验，可排成甲、乙、乙、甲，乙、甲、甲、乙的顺序。这样，随试验而生的系统误差在整个试验系列中便被平衡掉了。当然，如目的在于研究学习或疲乏的效果，那就不要使用抵消措施了。

上面所举都是使用一个被试，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很大，要使结果可靠，必须增加被试的人数。在使用两个以上的被试时，注意不要混淆不同的变量。例如用两个被试来做两种反应方法的实验，假定程序和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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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两种反应法的结果有显著差别，平均数之差又远较大于随机误差。我们如何解释这个差别？是由于反应方法本身，还是由于被试的区别呢？很难分辨。如将试验程序改如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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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既能区分清楚被试和反应方法各自的差别，又提供了估计随机误差的可能性，而且抵消了系统误差。为了简化叙述，上面只举了一两个被试、几次试验的安排，实际实验中被试人次当不限于此数。

2．比较实验

要比较两种刺激、条件、学习材料、感觉道、使用的器械或方法等，被试的分组约有下列4种：

（1）独立组，是比较实验最简单的被试分组法：一组在一种实验情况下进行试验，另一组则试验另一种实验情况。重要原则在于如何划分被试。简单的办法是随机分配被试，也可按随机数表（一些统计书上附有）来分配编好号码的被试。分组后仍须注意实验顺序的安排等等。

（2）对手组，比较实验中细致的设计应使用在有关方面成为对手的两组被试。例如在研究视觉时，应使用视力平均相同或极相近的两组被试。要求更精确些，除平均能力要成为对手外，在其差异（如标准差——S. D．或σ）上也应基本成为对手。要成为对手的一般标准也可能是专业经验或成绩、文化或外语学习的水平、技术或某些方面的表现等。选什么作对手的标准，要按拟研究的课题而定。这种分组法的缺点在于需要大量人数，供选择被试之用，因为必须淘汰若干人，才能选出对手组。

（3）对偶被试分组法，更精密的分组法是使两组中每个被试都两两成为对手。例如一个组里包括被试A、B、C、D等人，则另一组里应包括A′、B′、C′、D′等人，而且有意地使A在有关特点上与A′成为对偶，B与B′成为对偶……余类推。这里成对的标准同于前法，只是这里是使个人成为对手，而不是组与组平均成为对手，因之可以获得更精确的实验结果。

（4）每一被试都兼作自己的控制（参校）实验，即每个被试都在拟比较的两种实验条件下进行实验。如要比较A和B两种颜色刺激的视觉清晰度，那就可以使全部被试都作A和B两种刺激的实验。依抵消系统误差的原则，一半被试应按AB顺序作，另一半被试按BA顺序作。虽然这是一种最精致有效设计，但在某些种实验中却不能用。例如，对一个条件的经验如能影响被试，使他不能、或不应该再作另一条件的实验，那就不宜使用此法。在比较用两种方法学习或记忆同一种或极近似的材料时，同一个被试便不能作这两组试验，因为一个人只能用一种方法学习一种材料，换另一种方法再学习时，由于他已学会，学习方法的影响便无法分析了。上述各分组原则也适用于三组或更多组的比较实验。

3．关于比较实验的显著性考验

比较实验的结果除应作一般统计处理
②

 外，显著性考验的应用很广，简述如下：

（1）x2
 检验　在实践中时常遇到一种事件发生的次数与预计不一致的情况。例如投掷硬币100次，预计“字”和“图”出现次数应各为50，但也可能“字”出现59次，图出现41次，这差别是否由于硬币铸造上的原因，还是偶然的现象呢？可用x2
 来考验。所用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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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和，A为实际次数，T为预计次数。计算x2
 时，如自由度df（解释见后）为1，须将实际次数加以校正：对较大数减0.5，较小数加0.5。自由度大于1，即不必校正。这里共有“图”和“字”两种可能性，即N＝2；同时在固定投掷次数内如“图”多出现一次，则“字”必须少出现一次，反之亦然，即二者只有一个可以自由变动，故自由度为N－1＝1。校正后“字”出现58.5次，“图”出现41.5次，代入公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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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x2
 表（见一般统计书）在自由度为1时，显著性水平，即概率P等于0.05时X2
 是3.84。我们的x2
 是2.89，不够这个水平，因此，这里的差别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图”和“字”出现的次数之差是偶然的。所谓显著性水平就是两个被比较的度量的差别显著或不显著到什么程度。一般上达到0.05或0.01的水平就被认为是显著的。0.05水平的意思是我们因推翻这两个数没有差别的假设而发生错误的概率小于5％；0.01水平就是因推翻假设而犯错误的概率小于1％，余类推。采用哪个水平，要看实验要求严格的程度而定。另举一例，为了研究在甲乙两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反应得分之差是否显著，亦可使用x2
 考验，设实验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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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甲得分之和是88，条件乙是58。假设两种条件无差别，则其各自得分之和皆应为[image: alt]
 只有两种条件，故自由度为1，具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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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表，p＜0.025，即甲乙两条件之差相当显著。

（2）t检验　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两项实验结果之差仅只是随机的差异，有时确实是要探索的自变量所造成的真正差别，t检验就是分辨随机差异与真正差别的手段之一，其基本成分是：1）差别的大小，如其他因素相等，则差别越大，我们越有理由相信它是真正的差别；2）实验数目的多少，100个人比10个人实验结果的差别更可信赖；3）随机误差的大小，随机误差越小，结果中的差别便越可靠。把这三个度量归入一个适当的公式，可据以计出差数的显著性。一般当取样较大（100个案以上）而且是两个独立组的被试时，可用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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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和MB
 是两组分数各自的平均数，SEMA
 －MB

 是这两个平均数之差的标准误差，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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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A
 和σB
 是两组数据的标准差，NA
 、NB
 是两组数据各自的度量总数，代入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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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t值，查t分配表（统计书上有）即可定出两平均数之差的显著性水平。如取样较少，t值公式须略有改变，但其基本意义仍未变，只不过为了减少取样小对t值的影响而已。现举一计算实例以为说明：两独立组被试分别在条件A、B之下进行实验，每组21人，所得分数列入表附1.1。

表附1.1　两组被试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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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数少，这里具体计算时不使用两组数据的标准差，而依据各自的平方和[image: alt]
 和[image: alt]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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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求平方和的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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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是每组全部度量的总和，∑x2
 是每个度量平方之后的总和。将表下各总和数字代入公式（6），结果[image: alt]
 是575，[image: alt]
 是1860，再代入（5），以求两平均数差数的标准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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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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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t分配表时，要按自由度等于NA
 ＋NB
 －2即40去查。

自由度df在统计学中应用很广。可用一个极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在平面上的一个点通常用（x，y）来表示。如无任何条件限制，它可以沿纵横二轴任意移动，换言之，x可以是任一数值，y也可以是任一数值。这时xy都可以自由变化，故有两个自由度。如果这一对数的总和等于7，即x＋y＝7，则只有一个数能任意变动了。当x＝1时，y非等于6不可；y＝12，x必须等于-5。这时虽有两个变数，却只有一个是独立的，其中之一有了约束，所以自由度是2－1＝1。一般说来，任何∑x2
 的自由度都是x2
 的总个数减去数据中约束的数目。在公式（5）中是用MA
 去计算[image: alt]
 这是一个约束；再用MB
 去计算[image: alt]
 这是第二个约束。因此，自由度df＝NA
 ＋NB
 －2。

前例按自由度是40，t值等于3.90去查表，发现p＜0.001，即此二组均数之差极其显著。

必须强调指明，统计方法必须与实验的安排相适应。公式（3）只适用于两个独立组；对手组的t检验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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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A
 是对手所依据的标准（例如每个被试的外语分数）与条件A的实验组各人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rCB
 是对手的标准与条件B的实验组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查表时使用NA
 ＋NB
 －4的自由度。在使用对偶被试分组或兼作控制实验的被试时，应用下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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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是被试人数（兼作控制实验时）或对偶被试组的对偶数（对偶被试分组时），rAB
 是在条件A与B中所得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查表时是用N－2的自由度。这种实验设计也可使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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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8）（9）的区别仅在于前者要求先计算出相关系数r，并使用每组数据的标准差，而后者则可免除这些计算，代之以每一（或每对）被试成对度量的代数差D。N是被试人数或对偶总数。∑D2
 是每对度量间代数差平方的总和。（∑D）2
 是总代数差的平方。

（3）F检验　也适用于考验两平均数之差的显著性。它是以数据的变异数（方差）分析为基础的，其计算也要用平方和。仍以表1的数据为例，先计算其总平方和[image: alt]
 仍用公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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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将这个总平方和分成两个独立的成分：一是组间平方和[image: alt]
 测量环绕着总平均数的组平均数的差异；另一个是组内平方和[image: alt]
 测量环绕着每组自己平均数的组内分数的差异，它也就是全部数据中随机差异的一个度量。当这两个平方和分别除以各自的自由度时，便得到了同一个总变异数的两个独立的估计值。这两个估计值的比值就是F比值。如两组之间无显著差别，则只有F比值中随机差异的两个独立的估计值，平均结果F应该是1.00。如两组的均数由于实验变量真有差别，则F比值的分子中将有一个特殊的变异源，因而F必然大于1.00。查F分配表（统计书中有）可以确定被考验的显著性大小。为了简化这一步骤，可计算两组之差的平方和。仍用公式（6），但以∑x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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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数21来自这一事实，即分子中被乘方的每一个数目是21个人所提供的。这是下面全部计算将遵循的一个普遍定则。在计算总平方和时，由于除数是1，所以没有写出。同样的除数在下列计算中也将使用。现在计算组内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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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得数记入表附1.2。此表的特点是组间平方和与组内平方和相加应等于总平方和。自由度也是组间加组内等于总自由度。这里的自由度都是供给平方和的项数减1。变异数算法是平方和除以相应的自由度。F比值就是组间变异数除以组内变异数。本例F＝15.3，查表p＜0.001，就是说AB两组平均数的差别是极为显著的。

表附1.2　表附1.1数据的变异数分析

[image: alt]


对于两组数据，既可使用t，也可使用F进行考验，大致是F等于t2
 。

三组实验结果的比较。超乎两组的比较只能使用F检验。下面试举一例：三组被试，每组15人，分别对3种灯光作反应，结果见表附1.3。

表附1.3　三组被试对三种灯光的反应时间

（单位：秒。每组15个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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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平均反应时间最快的是灯光1，最慢的是灯光2，灯光3居中，这些差别是否显著？先计算不同灯光间差数的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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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计算总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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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计算不同灯光组内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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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填于表附1.4，F比值表示对不同灯光的反应时间的差别在0.05水平上显著。

表附1.4　表附1.3数据的变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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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变量实验

在实验心理学里时常需要使用多变量实验。下面举几个例子。假设要比较甲乙两种声音刺激的可听度，最初可以按表附1.5设计实验，这就是使用两个独立组的实验。

表附1.5　比较两种声音的实验设计

（A至P是不同的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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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被试（A至H）作声音甲，另8个被试（I至P）作声音乙的试验。但在实际情况中，声音时常是在噪声背景上出现的。假设我们还要揭露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的两种噪声背景对甲乙两种声音的可听度的影响，那就可以把原来两组被试各分为两小组，一小组在噪声一之下进行实验；另一小组则在噪声二之下进行实验。其设计如表附1.6。适用于这一设计的统计分析见表附1.7。

表附1.6　与表附1.5的设计相同，但增加了另一变量（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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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7　适用于表附1.6的变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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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计上抽象叙述一个实验的分析时，一般上仅只列出变异源和自由度。这样只要有具体数据，即可计算出平方和、变异数和F值。表中较前多出交互作用一项，它也就是实验误差，这里具体测量的是声音刺激与噪声背景间的相互影响。它的自由度是它所包括的各变量自由度的乘积。交互作用的平方和等于总平方和减去声音刺激间、噪声背景间、组内被试间各平方和的余数。

为了更精确的揭露噪声的影响，每种噪声又各分为90和120分贝（db）两种不同强度，设计如表附1.8，变异数分析见表附1.9。表中有三个双重交互作用：S×N，S×I，N×I。还有一种新的交互作用，即三重交互作用S×N×I，它表示S×N的交互作用表现在强度方面的差别的程度。这些交互作用的计算法详后。

自由度损失的补偿。从表附1.5一表附1.8的设计看来，由于自由度的渐减，比较的精确性有了一些损失。表附1.5F比值分母的自由度是14，表附1.9相应的自由度则只有8。

表附1.8　与表附1.6的实验相同，但增加了另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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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9　适用于表附1.8实验设计的变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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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对14自由度之下，0.05显著水平要求F值是4.60，而1对8的自由度则要求5.32。可见只要略增被试人数即可补偿自由度的损失。对表附1.8只需增加8个被试，即可使总自由度增至23，误差项将有16的自由度（参看表附1.10）。前后比较可以发现，表附1.10提供了三项比较，表附1.5只提供一项，而且表附1.10的精确性还略有增加（误差项的自由度从14增至16）。这一切只需增加50％的被试即可办到。

表附1.10　与表附1.8相同，仅只增加了8个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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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这类多变量实验的统计处理，假想表附1.10的设计试验结果如表附1.11，各变量均用与表附1.9相符的字母标志。为了便于计算，可将数据改列成表附1.12，并算出∑X，∑X2
 ，∑∑X，∑∑X2
 写在表下，即可进行变异数分析。

表附1.11　表附1.10实验的假想结果的记录

（表内数字是被试A至X所得分数，假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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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12　表附1.11数据的初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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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方和仍用公式（6），但因数据来自8个小组，故公式（6）须改为其变式：总平方和[image: alt]
 具体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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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得数填入表13，算出F值，查表p＞0.05，表明组间的差别不显著。下一步进行2×2×2的多变量分析。

表附1.13　表附1.12数据的变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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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各小组的∑X之和按各个交互作用的成分列成小分表，以便计算交互作用（分母用4×6，代表被试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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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交互作用S×N×I的平方和等于组间平方和减去S、N、I及S×N、S×I、N×I各平方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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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得数填入表附1.9，成为表附1.14，表明计算的总结果。

表附1.14　对表附1.11的数据的多变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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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F值的显著性水平可见只有噪声强度间的差别是显著的，其他差别都不显著。

拉丁方实验设计。最后我们叙述一下另一种多变量实验——拉丁方。这种设计的特点在于使用了完善的抵消误差的措施，因而同时能测量多种变量。假设要作一实验，借以寻出计算机键盘不同的倾斜度将如何影响使用者按键的效率。要分析的三种变量是（1）被试，（2）键盘倾斜度，（3）不同的实验日。这一实验设计列如表附1.15。

表附1.15　试验计算机键盘不同倾斜度的影响所使用的拉丁方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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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A至H是8个被试，表上边一行是键盘的倾斜度，表中数字表示不同被试和倾斜度组合的试验的次第。例如，第一天被试A作键盘倾斜25°的试验，被试B作0°试验；第二天被试A作0°试验，B作10°试验，余类推。这些数目是随机排列的，每一个数目在任何行或列中都仅只出现一次。进行这类实验必然要遇到学习的影响，而且必须对不同的倾斜度进行公平的试验。解决的办法就是第一天用一个被试试验一种倾斜度，第二天用另一个被试再试同一种倾斜度，余此类推。如有系统性的学习效应，也将平均分配在整个实验中，在整理统计之后，这种效应将被抵消掉。这样设计的实验结果，能据以分析整理出三种变量，各不相扰。把表中每一种倾斜度下面作完实验时各个被试的按键速度加以平均，可以得到键盘倾斜度对按键速度的影响。把设计表中代表相同次第的各数字处所得的记录各自加以平均，例如各个被试第一天的成绩、第二天的成绩……第八天的成绩各自加以平均，即可得出8个被试在8天的实验进程中的练习效果。把每一个被试在各种倾斜之下的按键速度加以平均，又可得出每一个被试的按键速度。

适用于本实验设计的变异数分析列如表附1.16。

表附1.16　对表附1.15实验设计的变异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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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没有交互作用。一般上，除非对各主要变量的每一种可能的组合都安排了试验，是可以没有交互作用的。例如被试A第一天试验过25°。如果我们要试这三个变量的一切其他组合，那我们也必须使被试A第一天也试0°，也试5°，等等。但只有一个第一天，并且每回试验所能安排的试验总数是有限的。即使你能在一天里安排上几小时的试验，被试在第一小时之内学习所得也将影响其后的试验结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能试验三种变量的一切可能组合，也就不会有正规的交互作用了。这一特性适用于在连续试验日里把学习或作业当做是一个主要变量的一类实验，因为一个被试对任何特定的学习任务只能有一次新的开始。还须指明，这个实验中的余变异数（余数）是不同因素所组成的。在本例中，余数包括纯随机误差加上我们所不能解释清楚和测量的那些交互作用的影响。这就是在设计中混合着交互作用，意即交互作用是与其他变异源混合在一起，而不能划分开。计算F比值时，即以余数作分母。

在这类实验里，虽然我们知道或怀疑可能有其他主要变异源（学习效果和被试的个体差异等），但如设计得好，我们却能在特定方面（例如键盘倾斜度的效果）获得完美的数据。我们并不试图维持其他因素恒定，却有意地把它们按一定的方式设计在实验中，从而能以估计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多变量实验的主要特点在于效率高，能够揭露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并有较大的概括性。前面所举的例子中，表附1.6的设计包括信号和噪声两个变量，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表附1.8则在上述基础上又加上噪声强度这一变量及其与其他变量的交互作用；拉丁方也包括三种主要变量。为了叙述方便，这些例子只采取了比较简单的条件。在实际应用中情况还可能更加复杂。多变量实验尚可因需要而扩大，例如使用三或四种噪声、四或五种强度；也可以另加一个变量，例如不同的工作情况：被试可以在低负荷或满负荷的条件之下进行实验，等等。总之，只要掌握了这些实验的原则，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来设计多变量的实验。我们必须强调指明，多变量实验虽然优点很多，但只能为了真正需要而使用。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如能使用比较简单的实验，就最好不用复杂的实验。必须使用时，事先应该进行周密的设计，并确定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案，这样才能在整理结果时有条不紊，发挥多变量实验应有的效用。

注释


①
 　原载：赫葆源．谈心理学实验方法的几个问题．心理科学通讯，1964，2：60～70


②
 　本文假定读者已熟悉集中趋势、离中趋势、相关系数等普通统计概念及其运算。


附录2　拓扑性质知觉理论

在视知觉研究领域中，我国心理学家陈霖提出了“拓扑性质知觉理论（Theory of Topological Perception）”。开辟了视觉研究的新方向，对当前仍占统治地位的特征检测理论提出了挑战。为此，Visual Cognition杂志出了一期专刊（2005年第4期），着重向西方研究者介绍中国心理学家的理论。当然，中国心理学的学生更应该了解这个理论。

一、理论概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见一个人在公园散步，他的背景是一片小树林和草地；在图画里，我们看见花瓶里的一束鲜花，它的背景是摆放的桌子；等等。人类的视觉系统具有非凡的能力，能够从环境中抽取出有用的信息，觉察到物体的存在。那么，视觉系统究竟是如何开始把图形与背景分离出来，从而看到物体的？当我们看一件东西，比如一个面孔或一束鲜花，我们必须首先把它从它的背景上分离出来。我们的视觉系统是根据物体的什么性质把图形和背景分离开来的？

传统的、目前在西方仍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视觉系统首先觉察物体的各种特征（features），如颜色、线段朝向、明暗、大小等，然后整合这些特征组成物体或图形。这就是以Marr（1982）和Treisman（1988）为代表的特征检测理论。与特征检测理论相反，陈霖（Chen, 1982, 2005）提出的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强调，视觉系统抽取整体的拓扑性质作为知觉物体的基本单元（primitives）。陈霖的思想继承了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theory of perception）的传统，但陈霖的新贡献在于，他把整体性质（global properties）定义为拓扑的不变性（topological invariants）。按照拓扑性质知觉理论，视觉系统首先觉察物体的各种拓扑性质，进而把图形或物体从背景中分离出来。

拓扑学研究的是在拓扑变换下图形保持不变的性质和关系，例如“连通性”和“洞的个数”，这种不变性质和关系称为拓扑性质。所谓的拓扑性质是一对一的连续变换，它可以被形象地想象成橡皮薄膜的任意变形，只要不把薄膜剪开或不把薄膜的任意两点粘合起来。所以，拓扑学又称为“橡皮薄膜的几何学”。当物体平滑地改变形状（不破裂或融合）时，“连通性”和“洞的个数”这些性质保持不变。例如，三角形可以变成圆形或其它任意不规则图形，只要不把它剪开，作为一个连通的整体的性质，即连通性，是仍然保持不变的。所以连通性是一种拓扑不变性质。另外，一个连通的圆形中有没有洞或者有几个洞这种性质也是一种典型的拓扑性质。手镯和茶杯在拓扑性质上是等价的，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洞；而空心的长方形和十字形在拓扑性质上不等价，因为一个有洞一个没有洞（参见图附2-1）。

[image: alt]


图附2-1　拓扑性质示意图

（a）中的图形虽然形状不同，然而在拓扑性质上三者是等价的。（b）中图形也是拓扑等价的，两者“洞的个数”相同。





陈霖对其理论是这样概括的：知觉组织的拓扑学研究基于一个核心思想，包括两个方面。核心思想是：知觉组织应该从变换（transformation）和变换中的不变性（invariance）知觉的角度来理解。两个方面是：第一，强调形状知觉中的拓扑结构，这就是知觉组织的大范围（global）性质能够用拓扑不变性质来描述；第二，进一步强调早期拓扑性质知觉，也就是说，拓扑性质知觉优先于局部特征性质的知觉。“优先”又包括两层严格的含义：首先，由拓扑性质决定的整体组织是局部几何性质知觉的基础；其次，基于物理连通性（physical connectivity）的拓扑性质知觉先于局部几何性质的知觉（Chen，2005）。

下面我们首先介绍支持“拓扑性质是知觉系统基础”的证据；然后，进一步介绍拓扑性质与其他几何性质知觉的关系。

二、早期拓扑性质知觉

拓扑性质知觉理论认为：视觉早期知觉是从拓扑性质开始的，即拓扑性质才是视觉系统的基本单元。

1．视觉系统对拓扑差异之敏感性

根据人们的一般经验，圆、三角形和正方形看起来是很不相同的图形，但是从拓扑学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拓扑等价的、相同的。而圆和环，由于一个不包含洞、一个包含洞，因此它们是拓扑不等价的、不相同的。图附2-2表示用于这类实验的3组刺激图形。它们分别是实心正方形和实心圆、实心三角形和实心圆、环和实心圆。实验时要求被试注视每组图中心的黑点，每组图呈现5ms，然后呈现空白屏幕作为掩蔽刺激，干扰视觉系统对刺激图形的知觉。被试的任务是判断刚才呈现的两幅图形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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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2　刺激图形的示意图

图右侧的数据为实验的结果（即报告两个图形不一样的正确报告率）和每对图形的面积差异。图附2-2，附2-3，附2-4中，两图形面积差异一栏所列数字是正确的，但成对的图形只是示意图，不是实验时所用图形。





实验结果也表示在图附2-2中。本实验的主要发现是，视觉系统确实更敏感于拓扑性质的差异，也就是更敏感于具有一个洞的环和没有洞的实心圆之间的差别。对圆和环这组刺激图形的正确报告率（即报告它们是不一样的），要显著高于圆和三角形以及圆和正方形的正确报告率。而且，拓扑性质等价的两对图形，圆和三角形、圆和正方形正确报告率之间的区别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在以上实验基础之上，还使用了S形图案，它控制了图案的明度变化、空间频率成分等混淆变量，如图附2-3所示。S形图案的面积与圆环相同，而且其形状被刻意不规则化，以免引起主观轮廓效应。这样，S形图案与圆环只有“洞”的差别，其他相同。结果发现：被试对S形图案与圆环这一对图形分辨最准确，而其他两对图形的分辨则无显著差异。

前两个实验所比较的是没有“洞”与有一个“洞”的图形的知觉差异，为了使所得结果更加广泛，研究者又比较了一个“洞”与两个“洞”的差异。实验材料如图附2-4所示，其中第二行的图形包括两个圆形，一个有一个“洞”，另一个有两个“洞”。但是两幅图中“洞”的面积都是一样的。实验结果再次验证了拓扑性质知觉理论：与控制材料（第一行）相比，被试更容易区分在拓扑性质上存在差异的第二行图形。

2．拓扑不变性质与似动现象

陈霖等采用“运动竞争技术”研究拓扑不变性质和似动现象的关系。“运动竞争技术”是指在实验中先后呈现2幅刺激图形，在第一幅中包含如图附2-5（a）所示的位于正中的单个刺激图形，第二幅包含位于两边的与中心等距离的两幅刺激图形。对于每一位被试来说，可以调节两幅刺激图形各自呈现的时间和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以便被试在此实验条件下产生似动知觉。被试在实验过程中的任务是判断中间的刺激图形看起来是向左边的图形运动，还是向右边的图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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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3　刺激图形的示意图

图右侧的数据为实验的结果（即报告两个图形不一样的正确报告率）和每对图形之面积差异。此刺激控制了诸多拓扑性质之外的因素，例如明度变化、周长、空间频率成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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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4　刺激图形的示意图

图右侧数据为实验的结果（即报告两个图形不一样的正确报告率）和每对图形之面积差异。两个小洞的面积之和与大洞面积相等。





图附2-5（a）中的3个图形都是由完全相同的3条线段构成的。中间的图形A是一个箭头状的图形，B和C是把A中的一条线段平移相同的距离而得来的，但是两者却具有不同的拓扑性质，B为封闭图形，而C不封闭。实验结果表明，中间的图形A有向图形C方向运动的优先性。

图附2-5中其他材料与（a）的逻辑都是相同的，但是都有一些其他功能，现分述如下：

（b），刺激A和刺激B都有两个“结点”，而刺激C有三个。但是A与B的拓扑性质不同，与C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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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5　探讨似动现象中的拓扑偏好时所使用的七组实验材料

每组材料中的三个刺激在一些局部特征诸如明度变化、空间频率成分、结点个数等方面都进行了控制。在运动竞争技术中，先呈现刺激A，后呈现B和C，详见下文。





（c），实心方块与圆盘虽然看起来很不同，但是在拓扑性质上一致，圆盘和圆环的拓扑性质则不相同。

（d），与（c）中刺激相似，只是（c）中的实心圆换成了中间有一个方形洞的空心方块。空心方块与圆环的拓扑性质相同，但是局部特征有差异。（c）中刺激用来验证“没有洞”条件下的拓扑等价性，（d）中刺激则进一步考察“一个洞”条件下的拓扑等价性。（d）的另一个目的是控制空间低频成分，后者在似动现象中比较重要。（d）中拓扑等价刺激的空间高频相同，而（c）中拓扑等价刺激的空间低频相同。

（e），此套刺激亦有两个目的。首先，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改变洞的数量，验证更宽泛的拓扑假设——拓扑性质的区分可以用“洞”的个数为依据；其次，“洞”的设置亦可以控制明度变化这一因素：刺激中两个小洞的面积之和与一个大洞相等。

（f），此刺激用来验证另一种拓扑性质——内外关系。所谓内外关系的研究对象是目标物体在封闭曲线内部还是外部，而考察的是这种关系在平滑变形过程中是否改变。中间的刺激A是垂直线段；B与A相同，只是其在圆圈外；而C则由一个封闭圆圈和线段组成。如（f）所示，在两个图像重合时，A和C的线段都在圆圈中，而B则在圆圈外。

（g），外观上与（c）相同，只是其刺激实际上是由一些点组成的，而视觉组织的相邻性原则使得被试将其知觉为一个整体。本刺激主要考察相邻性基础之上的拓扑组织对似动现象的作用。

尽管刺激各有不同，但是这些刺激的实验结果模式却与（a）相同，被试都在拓扑性质相同的两个图形之间产生似动知觉，再一次证明了视知觉拓扑结构假设。因为研究者们公认，在似动现象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致性（correspondence）”问题。也就是说，刺激总是不断呈现且形式各异的，要产生似动现象，一个人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确认：刺激中的哪些部分或者属性代表同一个物体。因此，在似动现象研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组成一致性标志的成分是什么？陈霖认为基本单元还是拓扑性质，而上述的实验验证了这个假设。

3．错觉性结合（illusory conjunction）

Treisman和Gelade等研究者提出当注意资源过度负担时，被试经常报告出现“错觉性结合”，即将不同特征错误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这一现象对“视觉加工是从何开始”这一问题也具有启发意义。因为，被错觉性结合起来的那些特征一定是在视觉加工早期阶段提炼出来的，否则就不能很好地解释错觉性结合现象。正因为其出现在加工过程早期，所以这些特征很有可能是视觉过程的基本表达。

如果拓扑性质是视知觉的基本表达，那么拓扑性质的错觉性结合应该在某种情形下能够发生。Chen和Zhou（1997）采取了Treisman（1988）设计的一个范式考察此问题，实验材料如图附2-6所示：刺激包括三个图形。被试在实验中的主任务是正确报告在刺激两边闪现的数字；次任务是报告所呈现的三个图形的形状，而且不能猜测，只能报告自己确信看到的图形。每个刺激呈现之后会有一个类似棋盘的掩蔽刺激。对于不同被试，刺激呈现时间不同，但都调整到使其次任务的正确率在90％左右时的呈现时间。只要被试报告的图形轮廓正确即算作正确反应，而不论其对“洞”的报告是否正确（例如：虽然刺激是实心圆，但是被试报告为空心圆环，也算正确）。之所以这样计算是因为对“洞”的错误知觉很可能是错觉性结合的结果，而这才是研究者真正感兴趣的地方。

实验结果符合拓扑性质知觉理论的预测：19个被试中有15人（全部试次的16.8％）报告看到了空心三角形或（和）空心椭圆，而这两个刺激并未呈现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圆环中的“洞”这一拓扑性质被提取（abstracted）出来，之后再与实心三角形、椭圆形结合，以至于知觉到空心三角形、空心椭圆。

当然有人可能对以上结果提出两点质疑：（1）认为被试仅仅是误将新图形知觉为空心，（2）或是将圆环误认为是空心椭圆或空心三角形。陈霖等因此采取更为保守的统计方法，但是对于拓扑性质的错觉性结合仍然占全部试次10.4％，对以上质疑作出了反驳。质疑（1）所提出的情况在错觉性结合范式中经常出现，为了排除此情形，本研究设置了控制刺激，即图附2-6中第二行的刺激图形，全部为实心，这种情况下被试报告看到空心图形的概率为2.2％。而质疑（2）所提到的情况为本研究所特有，被试误将圆环误认成是空心椭圆或空心三角形，亦即将圆环外部边界误认成是椭圆或三角形，此情形下，被试会报告只看到了空心椭圆或空心三角形，但是没有看到圆环和实心圆，这种错误的概率可以测得，在全部试次中占4.2％。得到了两种质疑情况所发生的概率，我们就可以得到错觉性结合发生的保守数据：16.8％－2.2％－4.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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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6　考察拓扑性质的错觉性结合的实验材料

包括三个图形：三角形、椭圆与圆形。图形两边各有数字显示。第二行为控制组刺激，皆为实心图形。

4．动物实验之依据：蜜蜂的整体知觉

人类视知觉系统相当复杂，其早期模式识别也会参与到晚期的认知阶段中。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在时间进程上存在一定重合。这使得要将两者分离，进而寻找视知觉的基本表达比较困难。而体形较小的动物如蜜蜂，具有相对简单的神经系统，其知觉过程与人类相比较为简单，如果对其模式识别进行研究，就有可能找到不同物种间共通的视觉机制。如果拓扑性质知觉理论正确，那么我们可以预期：较为原始的视觉系统不能很好地分辨拓扑性质相同的模式，而易于分辨拓扑性质相异的模式。陈霖等人的一系列研究证明蜜蜂——大脑很小的生物——也能知觉到图形之间的拓扑性质差别。

陈霖等（Chen et al., 2003）使用Y形迷宫（如图附2-7所示）训练蜜蜂分辨不同图形模式。Y形迷宫两个叉的墙壁上分别呈现不同刺激，其中一个刺激会提供糖水作为奖励，即图中所示R处，而另一个则不提供任何奖励。糖水在迷宫的哪一个叉出现每10分钟循环一次。实验中，每次会使用未做过实验的8～10只蜜蜂，在做上标记后对其进行训练。

实验一使用了五套刺激（刺激如下图附2-8中（a）～（e）所示）考察蜜蜂对拓扑性质的分辨，实验程序如下。首先，在Y形迷宫中放置（a）刺激，即圆圈图形在一侧S形在另一侧。虽然在面积、周长和其他非拓扑特征上两者类似，但它们在拓扑结构上是不同的：圆圈有一个洞，而S形则没有。首先训练蜜蜂对圆圈做反应，即飞向圆圈可得到糖水作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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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7　Y形迷宫装置示意图

整个实验中，研究者都记录蜜蜂选择飞向两侧的百分比（即下图中所示数字），作为区别蜜蜂是否能对不同图形进行区分的指标。为便于讨论，我们将刺激（a）～（e）中提供奖赏的刺激称为正性（positive）刺激（下图中“＋”号标记者），不提供奖赏则称为负性（negative）刺激（下图中“-”号标记者）。

第一步完成后，在测验中改变图形，放置刺激（b）：叉形与空心正方形；或刺激（d）：空心圆与实心圆；或刺激（c）：空心圆与有4个小洞的圆，每对图形中的图形拓扑性质都是不同的，蜜蜂不经过任何训练，直接放入迷宫中。结果顺利地通过了测验，仍然表现出对“洞”（包括空心正方形）的偏向（对于每个刺激，蜜蜂都更愿意飞向正性刺激，可见其左侧的数字更大）。

最后放置刺激（e）：圆圈与空心正方形（两者都有一个洞）让蜜蜂辨认，这时它没有表现出任何偏好（在正性与负性刺激上停留之时间无显著差异）。

事实上，这五套实验材料的选择都有所考究，力图使对拓扑性质的考察不受其它非拓扑性质的影响。上图中刺激（a）～（d）中的两个图形都是通过改变图形中“洞”的个数而使得它们的拓扑性质有所差异。同时，这些刺激对的非拓扑性质也作了严格控制。刺激（a）中，圆环和S形图案面积相同，从而控制了明度变化。且两者在空间频率成分、周长、边的曲折度等方面亦大致相同。刺激（b）中的空心正方形与叉形各边皆平行，以防止蜜蜂使用朝向线索。且两者面积相同。刺激（c）中两图案的空心面积相等，空间频率图谱和周长几乎相同。刺激（e）中的两图形乍看之下差别很大，实际上二者面积相同，由于都只含一个“洞”，因此其拓扑性质相同。

实验结果说明：尽管在刺激（b）～（d）呈现时蜜蜂并没有经过任何训练，仍然能够很快分辨每个刺激中的两个图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刺激（b）～（d）和刺激（a）中图形在局部特征上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而这似乎并没有影响蜜蜂的知觉。而且，这种学习效果在刺激（e）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刺激（e）与刺激（b）～（d）看起来唯一的不同就是它所包含的两个图形拓扑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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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8　蜜蜂区分拓扑图形与非拓扑图形的实验结果

（a）为训练所用刺激对；（b）～（e）为测验用刺激对。直方图和数字显示的是蜜蜂对正性、负性刺激选择的频率。条形图分别代表实验一、二的结果。n1
 和n2
 分别是实验一、二中做数据分析的选择次数之和，而P1
 和P2
 则是卡方检验的显著性水平。研究者还使用了图形是白色、背景是黑色的实验材料





实验二更进一步验证了实验一的结果。在实验二中，在Y形迷宫两叉入口处粘贴透明薄膜，膜中间有一小洞，迫使蜜蜂“慎重”做出决定，得到了与实验一相同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排除非拓扑性质的干扰，实验三使用了θ和S形图案（图附2-9），首先对蜜蜂进行训练。之后改变两个图形的角度，对蜜蜂进行测验。结果发现，训练之后的蜜蜂能够很好地对两个全新图形进行分辨。而且其学习速度相当之快，甚至学习曲线初期就处于相当高的状态，而没有提高的余地。

以上一系列蜜蜂实验结果表明：（1）蜜蜂能提取出整体的拓扑性质；（2）能够快速辨别拓扑结构上的差别。这一结果再次支持了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即拓扑性质才是视知觉的基本表达。同时对早期特征分析理论，如Marr的计算理论，提出反驳。按照Marr的观点，知觉的基本成分是局部几何特征，而拓扑性质则具有更高的计算复杂度。按照此观点，对于拓扑性质的知觉应该在更高水平才可出现。以上所介绍的实验却发现：脑重不足0.1mg、神经数量不足人脑万分之一的蜜蜂也可表现出拓扑知觉，因而有理由推测拓扑性质对所有视觉系统来说都是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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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9　实验三所用实验刺激

图中数字分别为蜜蜂对各图形的选择比例、总选择次数（n）、显著性水平（p）。

三、形状知觉中的拓扑结构与功能性层次

上一节我们通过一些实验，说明了早期知觉具有拓扑性质，且拓扑性质是视知觉系统的基本表达。这一节我们介绍拓扑性质和其他几何性质知觉的关系。在早期知觉到整体拓扑性质后，还要对其他几何性质进行知觉，否则，茶杯和面包圈在人类眼中就完全一样了！

1．爱耳浪根纲领

如前文所述，物体的各种几何性质可以用拓扑变换中的不变性来定义，从而为描绘形状性质（form properties）提供了统一的语言。换句话说，从不变性知觉的观点来看，拓扑性质和其他几何性质都是处于不同稳定性水平的形状性质。

那么，“不同稳定性水平”又是什么意思呢？

德国数学家克莱因（Klein）根据19世纪已经发展起来的变换群论观点，把所有几何学综合起来，并用变换群给出了几何学的定义。他提出，几何学所研究的是空间在变换群作用下不被改变的性质。这样的几何学的分类被后人称为克莱因的爱耳浪根纲领（Klein's Erlangen Program）。

克莱因认为，各种形状性质可以由不同层次的几何学加以描述，即由欧几里得几何学、仿射几何学、射影几何学和拓扑学来加以描述。各种几何学性质中，最为稳定的是拓扑性质，而射影变换、仿射变换、欧氏变换依次是约束越来越强的变换，也就是越来越特殊的变换，相应的射影性质、仿射性质、欧氏性质的稳定性也越来越弱；欧氏性质（如朝向）是最不稳定的几何性质。所谓欧氏变换，是指只有物体的位置（平移变换）和朝向（旋转变换）发生改变，而形状不变的情况。其特点是长度和角度保持不变。而仿射变换可以看做由一个线性变换加上一个平移组成。变换之后，仍然保持共线三点的单比不变和两直线的平行性。射影变换有两个条件需要满足：（1）如果平面上的点变换使共线三点还变成共线三点；（2）并且保持共线四点的交比不变，称此变换为平面上的射影变换。因为正交变换、相似变换、仿射变换都保持共线三点的单比不变，必然保持共线四点的交比不变，所以这些变换都属于射影变换。因而在平面内列三线共点的四直线有六个交点，共点线和共线点都是射影几何研究的对象（钟师鹏，2007）。

上述对应关系可如表附2.1所示：

表附2.1　几何组的不变性质对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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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霖等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对不同性质的知觉的先后顺序，正符合爱耳浪根纲领不变性质由稳定至不稳定的顺序，也就是按表附2.1中从下至上的顺序顺次知觉，从而验证了克莱因数学模型的心理现实性。换句话说，形状知觉具有和爱耳浪根纲领几何分层一致的功能性层次。

2．封闭性和图形结构的优势效应

Hubel和Wiessel（1968）在哺乳动物的皮层发现了对一定朝向线段敏感的神经元，从而在生理水平上找到了支持特征检测理论的证据。特征检测理论认为，特征是构成任何图形的基本单元或成分。对两维图形来说，特征就是边、角、曲线。这种理论认为，人的识别系统在接受输入的刺激信息之后，首先进行特征分析，找出输入刺激具有哪些特征，然后把它们和长时记忆中的各种特征表征进行比较，一旦与长时记忆中的某种特征表获得最佳匹配，这个刺激便被识别出来。

Olson和Attneave（1970）的实验支持了特征检测理论。图附2-10的每幅刺激图形都由4个象限组成，每个象限包含4个小的图形，其中有3个象限包含的小图形及其排列结构都是完全相同的，其余的一个象限包含的小图形与其他象限相同，但具有不同的排列结构。

例如，在图附2-10（a）中，右下角象限包含的线段与其他3个象限包含线段的朝向不同。在实验过程中，要求被试快速并准确地报告出哪一个象限与其他象限不同。记录被试完成任务的时间。每幅刺激图形的不同象限出现的位置是随机的。结果图附2-10（a）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将近2000ms，而图附2-10（b）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则为1400ms。这个行为实验发现被看成是对以线段为基本单元的形状编码的特征检测理论的支持。因为，根据特征检测理论，具有一定朝向的线段是图形识别的最初的基本分析单元，因此对图附2-10（b）的判断时间比较短，而图附2-10（a）中各象限的线段朝向都相同，那么对不同象限的判断就需要更多的处理才能完成，因此花费的时间较多。

[image: alt]


图附2-10（1）　Olson和Attneave用来证明线段是图形知觉基本分析单元的典型的实验刺激图形

图的下边标明了分辨该图形所需的反应时间（RT）。





陈霖针对上述已有的实验设计了如图附2-10（2）所示的刺激图形，来验证究竟什么是图像信息的最基本的表达。图附2-10（c）是由图附2-10（a）演变而来，唯一的改变是把图附2-10（a）中不同象限包含的4个角中的两个旋转180°，从而分别跟另外两个角组成两个小正方形。由于旋转180°，图附2-10（c）的每个象限仍然含有与其他3个象限一样朝向的线段和一样大小的角，但是图附2-10（c）的某个（不同）象限却包含与其他象限不同的、封闭的图形结构。实验结果表明，对图附2-10（c）的判断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大大地少于对图附2-10（a）和图附2-10（b）的判断所需要的平均反应时间，前者只需要800ms左右。图附2-10（c）中组成每个象限的图形都包含有完全相同的线段，它们的长短和朝向都相同，只是由于其组织结构的不同而大大地易化了它们的分辨，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结构优势效应。图形结构优势效应对特征检测理论的实验结果提出了质疑。显然，无论是把“一定朝向的线段”作为分析单元还是把“角度”作为分析单元，特征检测理论都很难解释这种优势效应的产生。图附2-10（c）的结果表明，结构优势效应的产生有可能是因为视觉系统对图附2-10（c）的不同象限所包含的图形的封闭性特别敏感。封闭性也是一种拓扑不变性质，因此，图附2-10（c）表示出的结构优势效应有可能是支持视知觉拓扑结构假设的又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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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10（2）　证明封闭性优势效应的刺激图形

图的下边标明了分辨该图形所需的反应时间（RT）。





然而有人批评说，图附2-10（c）的分辨任务的特别容易不是因为其所具有的拓扑性质封闭性，而是由于图附2-10（c）中不同象限包含的交点数与其他3个相同象限包含的交点数不同，前者包含8个交点，而后者每一象限只包含4个交点，从而提出应该把交点数看做是图形信息表达的基本单元。为了排除交点数这个易混淆的因素，陈霖设计图附2-10（d）来进一步证明是封闭性而不是交点数在起作用。图附2-10（d）的每个象限都包含相同的4个交点，但是不同象限的4个角组成一个封闭的正方形。对于图附2-10（d）的实验结果表明，反应时间也是很短的。图附2-10（c）和图附2-10（d）看起来是很不相同的两幅图形，它们的共同点仅仅在于封闭性这一点，但是它们各自所用的反应时间的差别却没有达到统计意义。

陈霖等又设计了如图附2-10（3）所示刺激，结果发现：其反应时在（c）、（d）与（b）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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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10（3）　刺激E，其第四象限中图形与其他象限中的图形在共线性方面存在差异

图的下边标明了分辨该图形所需的反应时间（RT）。





总而言之，以上五种刺激，（a）代表的是根据角度朝向做出区别，属于欧氏性质；（b）代表基于平行性的区分，属于仿射性质；（c）与（d）代表基于“洞”的个数而做出区分，属于拓扑性质；而（e）则代表基于共线性的区分，属射影性质。对这些性质知觉的早晚情况，可以通过其反应时间知晓，而无一例外符合表附2.1所做的预测，即：拓扑性质（c）与（d）早于共线性（e），共线性早于平行性（b），而平行性又早于欧氏性质（a）。

3．整体优先假设

Navon（1977）的实验显示，被试对一个复合字母（由若干小字母组成的大字母）的反应要快于其组成字母，且两者发生冲突时，前者较占优势。据此，Navon提出整体优先假设，即“先见森林，后见树木”。但是新近研究显示这种整体优先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随复合字母的绝对尺寸、组成字母的密度、复合字母所包含的空间频率成分而变化（图附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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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11　复合字母示意图

左边的复合字母H是有很多组合字母H组成，而右边的H则是由很多S组成。





按照拓扑性质知觉理论的观点，所谓的整体优先效应反应的是知觉组织过程中相邻性知觉组织的优先性（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可以推导出相同结论，其过程涉及数学中的容限空间，因专业性过强，故未介绍）。Navon（1977）实验中的复合字母是通过相邻性组织到一起的（Han et al., 1999），而其整体优先性还受其他因素影响。

在对相邻性进行考察时，要将其与相似性进行区分。为此，Han等（1999）设计了如图附2-12所示材料，不再使用字母，而是使用箭头，这样，有时局部小箭头的朝向与整体大箭头相同，有时不同，并且把这些图形镶嵌在由“＋”组成的小图形中，使得相邻性和相似性的作用可以被区分开来。被试在实验中的任务是判断大箭头和小箭头的朝向。结果，仍然出现了整体优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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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12　Han等（1994）实验中所使用的大箭头（复合箭头）与小箭头示意图

研究者又从反面验证整体优先效应，即去掉材料中的相邻性，如图附2-13所示，上一个实验中的材料被置于十字形的背景之上，此时，一个小箭头与另一个小箭头的距离，等于其与十字形的距离。可见，在图附2-13材料中，相邻性已消除，而被试仅能以相似性进行组织。按照拓扑性质知觉理论的预测，上一个实验中的整体优先应不复存在，而且局部对整体知觉的干扰更强。实验结果验证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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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13　排除相似性知觉组织影响的实验材料

即将图附2-12中的材料置于十字形背景之上。





研究者又进一步设计了一个控制实验，以验证基于拓扑性质相似性和基于局部几何性质相似性的知觉差异。如图附2-14所示，图中的背景由十字形变成了方框。这样箭头图形与背景图形就会存在拓扑性质上的差异。这样，复合图形是根据拓扑性质组织到一起的，而局部图形则是根据几何相似性而组织，按照知觉组织的功能性层次假设，可以预期此时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局部优先现象。而实验结果再次符合预期。

4．来自fMRI实验之证据

卓彦等人发表在Science杂志（Zhuo et al., 2003）上的文章，为上述各种稳定性水平的形状知觉提供了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

运动知觉领域中，一方面，通过行为实验结果科学家普遍接受的结论是：似动和真实运动二者相互等价。如果这种观点正确，那么大脑背侧通路（dorsal pathway）的MT区就很可能是与似动相关的区域，因为包括来自PET和fMRI的大量实验证据都表明MT区专司运动，既包括真实运动，亦包括运动错觉（如运动后效）。另一方面，大量的研究还表明，即使两个不同形状的图形（如圆和方形），仍可以使被试产生似动知觉，因而有理由推断形状可能对似动知觉并不那么重要，且控制形状知觉的腹侧通路（ventral pathway）在似动知觉中亦不会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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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14　为比较基于拓扑性质相似与基于局部几何性质相似分组所用刺激

以正方形为背景。





但卓彦等人使用fMRI技术，考察形状在长距离（long-range）似动中的作用，却得到了令人吃惊的结果：腹侧位置上的颞下回和颞中回前部（anterior temporal gyrus）有显著激活，而公认的运动区——背侧MT区却没有被激活。

颞回前部的激活是否说明长距离似动现象与形状知觉相联系呢？卓彦等提出如果前面的问题成立的话，那么改变形状性质即可改变颞回前部的激活模式。

为此，实验者设计了5对刺激以显示长距离似动，如图附2-15（a）所示。B—E对的两个图形之间的差别代表着形状稳定性的不同水平，对应着克莱因的爱耳浪根纲领提出的几何学分类，稳定性按由B至E对逐渐递增而排列，B对为欧氏性质差别，C对为仿射性质差别，D对为射影性质差别，而E对代表的拓扑性质差别是最稳定的。实验中每对刺激的两个图形或者交互出现，或者同时闪现（作为基线水平）。

从图附2-15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知觉到这些图形对之间产生似动时，颞回前部的激活随着两图形间结构差异稳定性之增大而呈线性上升。E对刺激结构差异最大（有洞和无洞之拓扑性质差别），激活程度最高。其余依次为D、C、B对刺激，且彼此间的差别均达到显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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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2-15　形状在似动中的作用的fMRI实验结果

（a）为实验刺激，共5对。其中A为基线刺激，B到E用于诱发似动知觉，且代表不同程度的形状稳定性水平，由B至E递增。（b）对各对刺激的激活模式。（c）信号变化的时间进程。（d）颞回前部激活量与信号改变程度的直方图，由11名被试数据平均得来。





卓彦等人的发现的意义在于：其一，形状在似动现象中起作用，此点可由颞回前部的激活证明；其二，证明形状性质用“变换中的不变性质”来定义是合理的，且形状知觉具有功能性层次，表现在实验中，即为E对刺激形状差别最大，颞回激活程度最高，而其余差别则依次逐步变小，相应的颞回激活程度也逐步变小。

四、拓扑性质知觉理论的意义

1982年以来的二十多年间，陈霖和他的同事一直致力于发展拓扑性质知觉理论来阐明“视觉过程是从哪里开始的”这个基本问题。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开辟了视觉研究的新方向，这个理论已获得世界声誉（Chen，2005）。正如Visual Cognition主编G. Humphreys（2003）在给陈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篇文章（陈霖发表在2005年第4期Visual Cognition上的长篇论文：知觉组织的拓扑途径——吴艳红注）是许多年来关于人类知觉信息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丰富和重要的总结。我相信，这个工作是对许多当前接受的知觉观点的重要挑战”，“我相信这篇文章将是对将来的开创性的贡献。”

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对中国心理学界意味着什么？它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它鼓舞着中国心理学家向世界高峰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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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语言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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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评述的第三个论题是由认知神经科学家C. R. Gallistel提出的“学习模块”观点。语言的“学习模块”理论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本质上获得的是相同经验，但是婴儿的语言发展却与其他小动物截然不同。本文认为这种“学习模块”理论是合理的。于是得出结论：人类生物天赋的一部分是特殊的“语言器官”，即语言能力（the faculty of language, FL）。FL的初始状态是基因的表达，在经验的触发和成形作用下，FL的初始状态慢慢发生变化，从而发展成为后来的各种状态，人们于是就把一种特定语言看做是FL的一种特定状态。语言能力的初始状态可以看做是一种将经验投射到所达到的状态上的“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语言作为一种递归程序，可以产生无穷的表达。人们希望位于感觉运动系统和思维系统接口处的表征是由可解释的特征构成的，但这对自然语言来说并不正确，自然语言中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特征。自然语言的错置特征和许多其他无法解释的特征都不是语言能力的“设计的缺陷”。对于心／脑系统、感觉运动系统和思维系统所施加的接口条件而言，语言能力恐怕是解决接口条件的最佳方法。本文最后强调，“语言运用的创造性”研究作为激发经典心智理论的基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但在某些领域，例如有关心／脑成分的研究，学术界业已取得了一些激动人心的进展，人们对新技术抱有很大的期望，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仍然有许多振奋人心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最后，让我们转到我所提过第三个论点上，引用Gallistel的话来说，这一实质性的论点就是：对所有的动物来说，学习是基于特殊机制之上的，是某种特殊方式上的“学习本能”；Tinbergen称之为“学习的内在天性”。这些“学习机制”可以被看做是“大脑中的器官或神经回路，其结构使它们能够执行某种特殊的计算”，撇开“极具敌意的环境”，它们自身也或多或少地进行计算。在这个意义上，人类语言习得是本能的，以一个特殊的“语言器官”为基础。Gallistel把这一“语言的模块观”当做是“当今神经科学的标准”。他认为只要它是一种真实的现象，这一框架就涉及了包括条件作用在内的任何已被深入理解的现象。“想象在所有的特异性学习机制之外还存在一个一般性学习机制，就如同试着去想象一个一般性器官的结构一样，不由肝、肾、心脏和肺等自适应特异器官所处理的问题都由这个一般性器官来处理”，或者是一个“一般性感觉器官”，解决所有的不由眼、耳或其他特异性感觉器官所处理的感觉问题。生物学里从不知晓这一问题；“自适应特异器官在生物学中非常普遍，也非常显而易见，存在于每一层次的分析和每一种功能中，以至于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去注意它，去把它看做一种有关生物机制的普遍原则”。也正因为如此，“一种奇怪但真实的现象就是大部分过去和当今的学习理论”都远远背离了器官研究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是一种错误。

据我所知，Gallistel所提倡的方法是合理的；以语言这一特殊例子来说，在我看来仿佛所有的实质性探索都采用这一方法，至少是心照不宣的，甚至当这一方法遭到激烈的否定时也是如此。我们很难去试图避免得出以下结论：人类生物天赋的一部分就是一个特异性的“语言器官”或语言能力。其初始状态是基因的表现形式，正如人类视觉系统的初始状态一样，看起来它近似一种普遍的人类特质。因此，一个典型的儿童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习得任何语言，即使存在严重的缺陷或是处于“敌对的环境”中也如此。经验的激发和塑造作用，以及内在决定的成熟过程使初始状态发生变化，产生后续的能够稳定持续几个时期的状态，最终达到青春期。我们可以把语言能力的初始状态看成是将经验映射到所习得语言状态的一种装置，一种“语言习得装置”。这种“语言习得装置”的存在有时招来争议，但是也没有比与其等价的“语言模块”假设所受到的争议多，其假设是：存在一种天赋的“语言模块”，可用来解释在相同的经历下，婴儿的语言发展为何明显不同于她的宠物猫（或猩猩，或其他任何动物）。即使是最极端的“激进行为主义者”也假设（至少心照不宣的），儿童以某种方式将语言材料和周围其他的干扰事物区分开来，从而假设语言能力（即语言习得装置）的存在。同时，随着关于语言习得的讨论变得越来越实质化，它转而假设语言器官是更丰富的、更区域特异化的。这就涉及词条的习得，词条具有丰富和复杂的语义结构，即便是最简单的词条也是如此。由于存在一些少量的证据，使得关于这些特征的知识变得可以获得，从而，可以预料在不同语言间这些特征会表现出本质上的一致性。而据我了解，事实也正如此。

现在我们讨论个体生态学方法前三个论点的一些实质性问题，虽然在此我们仍然没有将语言使用的研究限制到适当的结果中：考虑生存和繁殖的作用。我们可以探索语言表现形式的最基本特征，以及它们在表达思想，有时在交际、思考和讨论世界时的使用情况。在这一联系上，比较动物学研究很值得我们关注。在不同物种的表征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Gallistel几年前就这一题目介绍了一些评论性文章的概要，争论说表征在动物行为和认知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里“表征”是作为一个同构词来理解的，是一种介于心智－大脑过程和这些过程调整动物行为所处的环境中某个方面的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比如，蚂蚁表征了在气味上同个物种的躯体（C. R. Gallistel, ed. 1990）。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这些研究结果是否与人类的心智世界有关，或者是怎样产生相关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些研究结果是否与所谓的“语音”或“语义表征”相关以及怎样相关的。

正如以上所讲的，从我认为较合适的一种生物语言学的观点来看——大量的实质性的工作都心照不宣地采用了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一种特定的语言看成是语言能力的一种状态。语言是一种能产生无限表达形式的递归程序。每种表达形式都可被看做是心智（大脑）系统的信息集合。传统的假设（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将信息分为两种类别：语音的和语义的；这些信息分别被感觉运动系统和概念（目的）系统所使用（后者被称为“思维系统”），以命名那些较难理解的事物。这样说可能将事情过度单纯化了，但是让我们保持这一传统。因而，每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内部客体，由语音和语义两种信息集所组成。这些集合被叫做“表征”，即语音表征和语义表征。但是在表征和环境方面并不存在同构关系。在任何有用的意义上，内部的符号和外部被表征的事物之间都不等同。

在语音方面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一个语音表征成分——比如在我的语言中内在成分（/ba/）——指代了世界上的一个事物（也就是语音BA）。这么说也不错，但这并不是有用的行为，而且也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相反，声学语音学和发声语音学试图去理解感觉运动系统如何利用语音表征的信息去产生和理解语音，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我们可以这样想，语音表征对感觉运动系统来说是一系列的命令，但是内部表征的某一特殊元素并不对应于外部世界的某些事件范畴，而可能是一些基于分子运动上的结构。我认为相似的结论运用到意义方面比较合适。至少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人们就认为即使是最简单的单词也包含了多种不同的信息：关于材料构成的、材料设计的、预定的用途、来源、格式塔和因果特质，以及其他更多的信息。17世纪和18世纪的认知革命对这些主题进行了颇具深度的考察，虽然大部分的工作在历史学术研究之外都不大为人知晓（即使是得到深入研究的从霍布斯到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也不例外）。这些结论可以解释简单名词、可数名词和集体名词——“河”、“房子”、“树”、“水”，人物和地点的名称——“最纯粹的指称术语”（代词，空语类）（empty categories）等。当我们转向表示关系结构的元素（如动词、时态和体态）时，这些特质变得更加复杂。当然，谈越复杂的表达方式时这些特质也将越加复杂。关于在个体发生的阶段中多早这些复杂的知识系统开始运行，现在还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这些特质正如立体视觉能力或某种运动计划能力一样，都是内在生物天赋的一部分，用早期现代科学革命的术语来说，就是在意义场合中能引发出大量的丰富性和特异性。

动物世界的其他物种并没有类似的现象，即使在最简单的层面上也如此。毫无疑问，词汇的大规模激增和符号表征在人类语言中是非常关键的。但是，诱导的模仿和符号——事物的对应关系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太多的解释，即使是那几个步骤也很有可能是错误的。当我们谈到表征的组织和产生时，即使在最表层的层面上这一类比也会很快瓦解。

细看时这些语言的特征是很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特征已经得到很深入的研究或理解，事实并不如此。接着往下看，我们发现了其他较为困惑的特征。表达方式的成分——用标准的术语来说，也就是它们的特征——必须是可以被存取它们的系统所理解的，感觉运动系统和思维系统的连接界面表征是由可理解的特征组成的。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进入计算的特征必须是可理解的，正如在设计良好的人工表征系统（如元数学中的形式系统、计算语言等）中一样。但是对自然语言来说，事实并不如此。从全面的角度来说，可能从不如此。一个关键的例子是没有语义解释的屈折特征：结构格（如主格、宾格）或一致性特征如复数（应用于名词时可理解，但应用于动词或形容词时无法理解）。在表层形式上，这些现象是不明显的，但是却得到非常合理的支持。过去二十年的工作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去假设：这些无法理解的特征系统在不同语言中是类似的，虽然这些特征的外部表现形式可能存在系统上的不同；很多不同类型的语言都可以被精简到这些极少量的语言亚成分中去。因此，有可能语言器官的递归计算系统是确定不变的，与可能词条的基本结构一样是基因的表达方式。语言能力的特殊状态——一种特定的内部语言——是经过高度结构化的词条选择并经过参数确定而来的，这些词条或参数被限制成一些无法理解的曲折特征和表现形式。这个初始的近似概括可能行得通，但也可能比这一近似概括复杂得多。

似乎在自然语言普遍存在的错位特征中就暗示了同样的无法理解的特征。错位这一术语指的是这样一个现象：词组常常在某个位置上被说出来，但是在理解时却常常被置于其他某个表现形式类似的位置上。比如说，被动结构中错位的主语常常被理解为仿佛处于宾语的位置上，与赋予其语义角色的动词形成一定的位置关系。错位的语义特征是非常有趣的。很可能思维的外部系统（语言能力的外部形式，心智－大脑的内部形式）要求语言能力产生具有这些特征的表现形式，以便正确的理解。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无法理解的特征可能是贯彻这一错位特征的机制，甚至可能是一种最佳机制，去满足外部强加于语言能力上的条件。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不论是错位特征还是那些无法理解的特征都不是语言能力的缺陷，也不是其设计上的缺陷（当然，这里使用“设计”这一术语是隐喻的）。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考虑为最佳设计提出了更多一般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说语言能力是一种最佳解决方案，去应对包容语言能力的心智－大脑系统，以及感觉运动和思维等系统所强加的连接条件呢？

这些问题直到最近才被严肃地提出来。在较好的掌握语言能力的固定原则及其少量的选择（这些少量的选择产出了丰富的语言类型，从语言习得的经验状况来看，这些语言类型仅是表层不同，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之前，这些问题不可能被提出来。虽然很自然的这是带有偏见和试探性的，但是这一方面的理解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现在看起来这些最佳设计的问题可以被严肃地提出来，有时也可以得到解答。再者，认为语言可能是解决连接条件的最佳方案的观点——在某些重要方面——看起来比几年前可信得多。只要这是真实的，那么各种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关于大脑的理论，大脑的设计，在包括语言能力等复杂器官的进化中自然法则的角色，在最基本的进化论中非常活跃的问题，以及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的由Darcy Thompson和Alan Turing所开拓的那一类型的工作。可想象之前所谈论的综合人种学观点在这些方面可能得到丰富，虽然前景还比较遥远。

更遥远的是那些激发经典心智理论的根本性问题：语言使用的创造性，适合情境的行为和情境所导致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在某种方式上“被迫”的行为和仅仅是“被激起并有倾向”的行为之间的区别；更一般性的问题则有：动物躯体的器官如何在意志的控制下行动；牛顿在回顾那些至今仍待解决的神秘现象时的说法，包括身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原因，电吸引和电反感，以及其他根据科学革命的标准仍无法理解的基本问题。

在某些领域，对心智－大脑成分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热衷于新技术的前景是完全合理的，在心智如何反映世界万物和它们的出现方面仍有大量的令人兴奋的工作等待着人们去开展。但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记住现代科学早期的大科学家们（伽利略、牛顿、休谟和其他人）的观点仍是好的——关于“自然最底层的秘密永远有待发现”的“含糊”观，其原因可能根植于自身就有能力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类的生物天赋中。

注释


*
 　杨玉芳节译自《语言科学》创刊号（2002. 11）中乔姆斯基“语言与脑”一文中的第三部分，作者允许使用。为了帮助理解，我们附上《语言科学》编辑部对乔姆斯基（N. Chomsky）讨论的第三个论点所写的提要。


附录4　道德的本源
*



近来，一组心理学家让大学生们考虑一些颇具道德意味的情景。比如，你的一个朋友为了找工作在个人简历上作假；一场飞机失事的幸存者为了解决饥饿而吃一名受伤男孩的肉。那些坐在满是污点的脏桌子前，嘴里叼着咬坏钢笔的学生在思考这些假设的道德情景时，相对于另一些坐在整齐的桌子前的学生要更容易对所给情景作出不道德的判断。换个角度，这与一个附近的垃圾桶会散发出刚刚放出的屁的味道是一样道理。本文的共同作者，来自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弗吉尼亚（Virginia）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称这个即将发表在《人格社会心理学通报》（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发现表明了像是厌恶这种情感对道德判断有很大影响，甚至这种情感的触发与道德无关。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类道德的本质。海德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个领域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包括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虽然并不能总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研究者们坚信他们是因为彼此的信念走到一起的。这个信念就是科学方法对困扰了哲学家们几个世纪的问题将会给出全新的视角。

道德决策过程中情感和推理的交互作用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海德特认为人们依赖于第一反应辨别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同时当想要证明事实背后的直觉是否正确，人们会运用推理，而不是像一个会被美丽绘画所吸引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吸引的艺术博物馆游客。除了一些的确看到证据表明道德判断是令人惊奇的自动加工的研究者，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这个观点。海德特说“我认为这是个新兴的观点，事情发生得太快，同时外显的有意识的推理还不能进行的时候，行动已经发生了。”

自动加工让一些研究者提出人类的大脑建立在道德本能之上。认知神经科学家们一直在找寻道德的神经机制。同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人类普遍的道德原则找寻证据。其他学者则致力于研究道德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研究者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包括脑成像技术、在线问卷调查探索道德的本源，一些研究者则通过进化的视角看待道德准则的发展。

达特茅斯（Dartmouth）学院的哲学家沃尔特·辛诺特－阿姆斯特朗（Walter Sinnott-Armstrong）说，这项工作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德直觉和道德是从何而来的。来自古希腊的哲人们，主要尝试通过内省来回答这些问题，辛诺特－阿姆斯特朗最近开始自己的实验研究，说自省就是一种对前有信念寻找新论点的练习。“科学之所以迷人的一点就在于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尽头”。

剖析道德认知

18世纪，两位思想家对道德的哲学体系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大卫·休谟（David Hume），苏格兰人，认为激情驱使道德判断，相反，另一个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则认为理智冷静的推理应该是道德判断的内驱力。两位哲学巨匠的思维的碰撞至今仍然反响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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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4-1　休谟与康德

最近，多亏海德特和其他人的工作，休谟似乎可以在较量中领先一步了。2001年，海德特发表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的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和同事要求被试考虑这种假定情景：一对兄妹决定发生性关系。他们使用了两种节育方式，享受着实验，但没人愿意会再做一遍。大部分被试不会花时间去谴责兄妹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但却在解释为什么的时候显得很挣扎。毕竟，没有相关的概念和描述可以清晰地说明这对兄妹通过实验在情绪上留下了创伤。大多数被试甚至在解释原因的时候都会提到“我只知道这是不对的”。海德特认为，如果人们运用推理而得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决不会当被要求解释的时候哑然失声，不知所措。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海德特考察操控情感这个变量是否可以改变人们的道德判断。正如之前海德特和当时的研究生达莉亚·惠特利（Thalia Wheatley）所做的研究，当被试阅读一些道德不确定行为的小简介时，他们运用催眠暗示的方法，激发被试的厌恶感。这和脏桌子的实验显示了情绪对道德判断的作用是一样的。惠特利和海德特2005年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研究中发现，当文章中包含的线索词能够激发他们的催眠暗示的时候，相对于另外不能引发这种暗示的略有不同的词语情况下，被试会给出更严苛的道德判断。

当描述出的行为并不存在道德问题的时候，厌恶甚至也会引发人们产生对该行为的道德的怀疑。例如，描述一个学生委员会成员记录教师与学生的讨论话题的材料。当这段材料包含能够引发被试厌恶感的线索词时，被试会对该学生的行为评价为道德上稍显不合适。一个人写道“看上去他有些图谋不轨。”

另一项情感操纵道德判断的证据是来自负责情感区域调节脑区受到损害的病人。2007年，来自爱荷华城（Iowa City），爱荷华（Iowa）大学的迈克尔·柯尼希斯（Michael Koenigs）和洛杉矶（Los Angeles）南加州（Southern California）大学的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所领导团队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告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人当迫使他们考虑是否允许牺牲一个人的性命换取大家性命的情境，他们会对假设性的道德困境作出异常判断。这些情况包括所谓火车问题的变式，这是道德研究者最喜爱的工具。火车问题一种版本是假设把被试放在一辆火车上，该火车正朝着五位不幸的工人开过去；唯一解决这五个人的方法就是按下仪表盘上的一个按钮，将火车调整到另一侧只有一名工人的轨道上。健康被试和脑损病人都倾向于接受这种方法。然而，在另一种更多情感卷入的两难情境中，唯一解救五个人的方式是把一个强壮的男人从天桥上面推下去阻止火车的前进，这个时候，两组被试的反应却大不相同。虽然采用同样的功利主义逻辑——杀一以救五——健康被试发现作出这个抉择更难：只有约20％的人表示可以允许这种行为。但多达两倍的脑损伤的病人则表示，他们会推那个男人下去，这表明他们的情绪环路受损，使他们异于常人，从而更容易采用功利主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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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附4-2　火车问题图示

乔治·摩尔（Jorge Moll），一位来自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私营医疗研究所——D'Or实验室医院——的神经科学家，认为腹内侧前额叶皮质，是大脑加工类似内疚和怜悯这样的“前社会情感”网络的一部分。摩尔和他的同事在去年（2007）《社会神经科学》（Social Neuroscience）中报告在观看一些道德唤起照片，如一个饥饿的儿童，甚至不要求被试做出道德判断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脑区也会激活。2006年，他们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上的文章报告，当被试选择为慈善捐款的时候，该脑区同样被激活。摩尔视利社会情感为道德感的核心，并认为它们源自早期机制，这种机制的演化使我们的祖先能够形成社会依恋和合作群。

然而，美国哈佛大学的认知科学家，文章的合作者马克·豪泽（Marc Hauser）说，柯尼希斯的研究内容暗示情绪并不是全部。他指出脑损伤病人，在许多情况下仍然能作出正常的判断，特别是对于那些不需要为情感费神的两难困境，以及一些涉及情感，并在正常被试中也取得较高一致性判断为不正确的“容易”的情境，例如，在艰难时期，为了能够挣钱养家糊口，让你年轻的女儿出现在色情电影中。“排出这种强假设，即认为情绪做出道德判断的必要条件，”豪泽说道，“这不可能是正确的。”

不要让所有变得情绪化

哈佛（Harvard）大学的认知神经学家和哲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持有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当人们在像火车问题这样的道德两难中挣扎的时候，情感与理智也在我们的大脑中举起拳头进行着一场较量。在格林看来，按下按钮和推人下桥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使人产生负面情绪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凌驾于冷静的功利主义逻辑之上。

2001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的文章中，当时作为普林斯顿（Princeton）大学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的博士后，格林和他的同事报告称，当人们思考“个人”道德难题的时候，内侧前额回和其他与情感有密切联系的脑区会更活跃，这种难题是指如果把一个男人推向火车轨道或者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情况下移走他身上的器官去救五个接受移植的人——相对于让他们权衡非个人的道德两难问题——如按下按钮解救工人或者在税务报表上伪造公司业务支出，有更强的激活。格林和他的同事在后续发表在2004年《神经科学》（Neuro）的研究中指出，这些非个人的困境更倾向于激活大脑的另一部分脑区，这些脑区主要用来加工抽象推理和问题解决。

基于这些发现，格林预想在大脑中发生的情感与认知之间的一场硬仗：情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推那个男人下去我们会感觉很难受；认知则在说：推他吧！五个人的生命总胜过一个人。格林猜想这场冲突的仲裁者可能是大脑中一个叫做前扣带回的脑区。之前的研究发现，当被试挣扎于各种形式的内部冲突的时候这个脑区会活跃起来。事实正是如此，在格林的研究中，当被试在面对特别艰难的道德选择的时候，也表现出了该脑区的激活。

新近的研究中，格林和同事们借鉴了海德特操控情感的工作，他们让大学生对道德两难问题作出评价，与此同时这些学生还要努力完成一项额外的认知任务：在一串滚动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的字符中搜索一个特殊数字。研究者在即将出版的《认知》（Cognition）中阐述到，当被试做出功利判断的时候能够延长进行额外的认知任务的反应时，而做出情感判断时则不会。格林认为该研究证明了认知是道德决策的重要部分。

偏离轨道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火车问题太不真实了。乔丹·格拉夫曼（Jordan Grafman），这位来自位于马里兰州（Maryland）贝塞斯达（Bethesda）的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认知神经科学家说，“我们对使用这些深奥的例子没有太多信心”。格拉夫曼和另一些人也觉得情景十分牵强，因此质疑这些情景下得到的神经活动是否就是参与日常生活中道德推理的神经机制。格拉夫曼说日常的道德推理很可能涉及记忆这个组分，但是这一点在格林的解释中没有提及。“更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把过去经历的情景与新情景进行比较。”格拉夫曼提及切合实际的情况脑成像研究可能会更接近潜在的神经机制，并正准备与在帕萨迪纳（Pasadena）的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拉尔夫·阿道夫（Ralph Adolphs）和他的同事们合作进行这样的实验。他们一直在收集数以百计的真实生活中的不同年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背景的人们经历的道德困境。在一篇《科学》在线发表的文章（www.sciencemag.org/cgi/content/abstract/1153651）中，以现在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徐明（Ming Hsu）为首的研究者和在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同事们报告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当被试试图决定用最公平的方式来分配捐赠物给现实生活里的乌干达孤儿时扫描他们的大脑。

同一时间，一些研究人员争论道，强调情感和推理的作用太过于简单化，类似把休谟的灵魂放在大脑中的一个网络，而把康德的放在了另一个。华盛顿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 C.）的法律学者约翰·米哈伊（John Mikhail）说“这就像他们采用18世纪的分类，尝试做21世纪的科学”。米哈伊、豪泽和其他研究者指出，在情感和理智对某一特定的情况作出评价时，大脑首先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例如谁对谁做了什么，是否有人受伤，这种伤害是否是故意的。

举例来说，有人试图向朋友的咖啡里下毒，但不小心放的是糖而不是毒药，大多数人会谴责谁？人们在意的是不良意图，而不是结果。为了调查大脑如何进行这种区分，最近，豪泽和哈佛大学研究生雷恩·杨（Laine Young）和弗瑞·库什曼（Fiery Cushman）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ambridge）的认知神经科学家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组成了新的团队一起研究。当被试阅读描述有意和无意的危害短文时，右侧颞顶联合处的活动增强，该脑区参与对他人意图推断的加工。去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研究者报告称在类似下毒失败、尝试迫害别人但最终未能造成伤害的案例中，右侧颞顶联合处的活动是最大。

在上个月的“认知神经科学”（Cognitive Neuroscience Society）会议上，萨克斯和杨报告说，使用一种穿颅磁刺激的无创方法干扰右侧颞顶联合区的活动，致使对意图的加工弱化，例如，很少严厉地对企图投毒的行为作出判断，因为最终没有伤害事件发生。萨克斯提出，结果表明认知在道德判断中所作的贡献并不限于火车困境中强调的权衡危害的作用。她还说了解意图是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右侧颞顶联合区的发现提示这种成分的神经机制所在。

道德文法

一些道德研究者看到了语言学研究中类似的发现，特别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工作很有影响力。他认为拥有天生的语言能力，并且所有的语言都享有共同的原理——普遍的语法。会不会在人的大脑中有一种类似的道德能力和一种普遍“道德文法”的存在。

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工作在一起的那一年里，米哈伊作为哲学专业研究生开始探索这些问题。为了研究，他对不同群体的人，包括儿童、非西方文化的人应用火车问题和其他道德困境进行研究。如果道德文法是普遍的，米哈伊推论认为，诸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文化背景这些因素应该对人们进行道德判断的影响很小。初步的结果确实指向这个方向，豪泽、库什曼和杨拓展并且证实了米哈伊的初始工作，他们同时还开发了在线道德感测量（http://moral.wjh.harvard.edu），该测量已经被120个国家200000人使用。现在，中国、西班牙和荷兰版本也已经建好并且运行状况良好，豪泽与几位人类学家合作从来自遥远的危地马拉、巴布亚新几内亚、坦桑尼亚、玻利维亚的原住民那里搜集到相似数据。豪泽表示工作还在继续，但至今为止“看上去跨广泛的不同文化中存在许多相似性”。

同时，米哈伊一直致力于以法律文案作为线索去研究普遍的道德文法的组成元素可能是什么样子。“法律是存在于大多数社会中的用来负责解决日常出现的道德问题这样实际问题的一种制度，”米哈伊说，“我认为，经过多次发展后的法律的规则是第一次近似成为道德判断的潜意识规则。”

道德的调味品

尽管目前道德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一直以来集中在伤害和不公正上面，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里面还有更多东西还可以挖掘。哈德特提出道德的五个心理基础：它包括伤害和不公正性，此外还增加了忠诚性、权威尊重和精神纯洁（Science，2007年5月18日，998页）。其他学者列举了道德普遍性的许多方面，哈德特试图通过找出所有这五项道德基础的共性来确定他的五项。他假设这五方面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中，只是不同文化对每一项所强调的程度不同。他说：“我看待它们更像是五种调味品，如果你周游世界，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的烹饪风格不同，而这种不同仅在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依靠这些调味剂。”

哈德特成立了一个网上调查（www.YourMorals.org），以此来评价人们是如何权衡这五个基本成分的。目前，已经有超过35000人接受调查，结果表明文化的差异性就在于人们如何处理分配道德的不同领域。在更自由的文化中，如欧洲西部和澳大利亚，人们重视对他人的伤害和公平性。在比较保守的文化中，如南亚和中东，道德的五项基本成分都很受重视。在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美国，哈德特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自我描述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找到了一条类似的界线。自由派倾向弱化的纯度，举例来说，他们认为做事可以不雅，但应该在道德上是没有错误的，哈德特说。但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尽管许多自由派人士想知道为何保守派会因不知道性行为的类型是否正确而慌乱，他们也会因类似的事情而担忧，像是对于食物的某种处理常常象征意义大于理性的，否则人们是把他们看成是坏人还是受害者。哈德特表示，他的同事们和自己一样是看重道德两种成分自由主义者，他希望工作将激励他们从思想上超越道德的伤害和公平性维度。

辛诺特－阿姆斯特朗同意道德是多方面的：“是否我们所说的不同类型的行为道德上是错误的，这些判决是基于对同一心理还是神经生物学机制这一点我还完全不清楚。”他一直从事脑成像实验研究想弄清是否不同类型的道德情景涉及不同的神经环路。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道德认知依赖的神经的机制也同样在其他类型的社会认知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目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我们的灵长类同族。灵长类学家发现即使在猴子身上也有对于伤害和公正性的意识的迹象，某只猴子会放弃食物几天来保护邻居不受攻击，还会拒绝一个小悬赏，因为他们知道某一特定的任务通常可以赚到较大悬赏。哈德特推测道德是灵长类的社会行为演化发展精心策划的结果，因为它有助于促进早期人类在群体间的凝聚力，让其较其他群体显示出竞争优势。豪泽同意这个观点：道德可能有起源于灵长类动物的社会行为。但是这提出了一个难题，为什么道德的抉择似乎感觉上去有点不同，他说。“我们这个领域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即当你说一些是道德的，请问大脑是如何知道它的道德是反对社会公正的”？

现在去掌握所有道德的实证研究到底去向何方还为时尚早。要是不得不推测一下的话，研究人员可以设想用大脑扫描结果确定在一宗谋杀案中的被告是否具有明辨是非的心理能力，并且穿着喷了香水的制服的律师是否动摇了陪审团的情绪和判决。辛诺特－阿姆斯特朗说，他可以设想修订的审判的指导方针，并将人类心理列入考量范畴。“如果我们对道德有更深入的了解，我们就会对立法者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直觉关于多少惩罚是罪有应得，有更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们可能会发现，道德意图在某些情况下比其他的方面更可靠。

也许最有可能的一点是，研究道德可能给我们一个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机会。然而，把一种崇高的人类特质，如道德的事归纳为自然选择的结果，以及大脑活动可能会引领我们走进不舒服的境地。萨克斯说：即使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当你发现一些本来认为是你自身的一种特质却结果是你的大脑的产物的时候，这依然是令人着迷和兴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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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文化对自我表征和自我觉知的神经基础的影响

a．在一项研究中，中国与西方被试对人格形容词是否适合描写自我、母亲及他人作判断。腹侧内侧前额叶（VMPFC）和扣带回（ACC）（见脑剖面图中小蓝圆圈）在中国与西方自我减他人条件下均有显著激活。但是，基于血氧水平（BOLD）的VMPFC的信号变化在中国被试的自我与母亲之间无差别，而在西方被试的自我与母亲之间有显著差别（自我增强VMPFC激活而母亲降低VMPFC激活）。b．在另一项研究中，基督徒与非信徒对人格形容词是否适合描写自我与他人作判断。在基督徒，背侧内侧前额叶（DMPFC）在自我减他人条件有显著激活，而在非信徒，同样条件下腹侧内侧前额叶（VMPFC）有显著激活。c．在第3项研究中，在启动自我结构后（self-construal priming），中国被试辨认自我面孔、他人面孔和熟悉面孔的朝向。启动独立型自我结构后增大了自我面孔与熟悉面孔在激活右侧额叶方面的差别，基于血氧水平的信号变化显示，启动独立型自我结构后增大了自我与熟悉面孔的差别（左图），但启动互依型自我结构后两者无显著差别（右图）。（Han S & Northoff G, 2008，作者准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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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PET成像的一个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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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脑电层析成像一例

显示根据头皮记录的脑电数据所推算而得的大脑电流密度分布。水平方向是大脑不同的轴向切面（单位：米），垂直方向代表不同的时刻（单位：秒），颜色表示电流密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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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7　fMRI数据处理流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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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0　4种实验对照下的fMRI结果（三视图）

这是对所有被试结果的平均。彩色代表相应部位所得到的相关系数值，它反映了该部位的兴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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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3　脑电与磁共振相结合的图像

图中大脑皮层与头的表面是从MRI结构数据重建而得；4个黄箭头表示某时刻偶极子的位置、方向和大小，其初始位置来自相同实验模式下做出的fMRI实验结果；网状曲线是该时刻的头表电位分布。

注释


*
 　韩世辉译自：Miller G. 2008. The roots of morality. Science, 320:734～737．经允许使用。


实验心理学

（第二版）





■实验心理学是将实验研究的方法应用于心理学各个领域的一个心理学分支。本书在介绍实验设计、心理物理学方法和反应时间之后，对各个重要的心理学领域如视觉与听觉、知觉、注意、记忆、心理语言学、思维、社会认知、意识等实验研究，作了较系统的叙述，特别是包含了一些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因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在所有的心理学领域都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本书还着重介绍了脑认知成像技术与眼动实验法。本书可作各类大学心理学系、心理学专业和教育系实验心理学课程的主要教材或参考书，并可供心理学、医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工作者参考。

[image: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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